
    
        [image: 《精神现象学》的语言与呈现 Cover]
    


目录

            	导论
                
                	I. 进入《现象学》的主题进路

                	2. 研究综述

                	3. 论本书的论述思路

                


            	第一部分：《现象学》中呈现与语言的关联——体系性问题的展开
                
                	1. 呈现与真理
                    
                    	1.1 什么是呈现？

                    	1.2 知识与呈现的关联

                    	1.3 呈现与所呈现者的关系以及真理的本体论维度与语义学维度的重合

                    	1.4 呈现作为感性现前化

                    	1.5 阶段小结：呈现与真理的转变

                    	1.6 真理作为绝对者的自我呈现（《现象学》序言）

                    	1.7 思辨同一性与思辨命题

                    	1.8 显现知识的呈现作为通向哲学真理之路（《现象学》导论）

                    	1.9 附论：呈现概念的历史面貌与哲学的语言呈现问题
                        
                        	1.9.1 黑格尔时代美学话语中的呈现

                        	1.9.2 哲学的（通俗）呈现问题

                        


                    


                	2. 语言与思维
                    
                    	2.1 言说与思维——语言的认知功能（主观精神）

                    	2.2 语言共同体——语言的交往功能（客观精神）

                    


                	3. 诸语言的多元性与历史性以及哲学的呈现（绝对精神）

                	4. 黑格尔的语言

                	5. 结语

                


            	第二部分：布兰顿与德里达的黑格尔解释语境中的语言与呈现
                
                	I. 罗伯特·布兰顿：语言作为客观意义的实现
                    
                    	1.1 布兰顿的语言哲学基本理念

                    	1.2 布兰顿的黑格尔

                    	1.3 语言与社会

                    	1.4 布兰顿无张力的社会理想（反讽批判与异化批判）

                    	1.5 布兰顿对语言及其转化的狭隘理解

                    


                	2. 雅克·德里达：语言作为意义的移置与丧失
                    
                    	2.1 经济与保留

                    	2.2 《矿井与金字塔》

                    	2.3 《丧钟》（1）：间距的逻辑

                    	2.4 《丧钟》（2）：语言、呈现与时间

                    


                	3. 结语

                


            	第三部分：语言与个体主体——语言的认知功能
                
                	I. 语言与意识（感性确定性）

                	2. 语言与理性（面相学与颅相学）
                    
                    	2.1 面相学与符号

                    	2.2 颅相学与无限判断

                    


                	3. 结语

                


            	第四部分：语言与精神——语言的交往功能
                
                	I. 语言、教化与异化
                    
                    	1.1 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诸基本概念：教化、异化与判断

                    	1.2 处于自身特有意义中的语言

                    	1.3 中介功能与修辞：侍奉与奉承

                    	1.4 撕裂的语言与无限判断

                    	1.5 布兰顿论教化、异化与反讽

                    	1.6 对“教化”章的回顾

                    


                	2. “良知”章中的语言
                    
                    	2.1 良知的基本结构与问题

                    	2.2 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与规定性

                    	2.3 个别与普遍的冲突

                    	2.4 和解之言与向绝对精神的过渡

                    


                	3. 结语

                


            	第五部分：语言与绝对者的呈现——语言开启世界的维度及其对哲学科学的意义
                
                	1. 向宗教的过渡与“宗教”章的作用

                	2. “宗教”章中语言的发展与对表象的批判
                    
                    	2.1 语言发展的诸阶段
                        
                        	2.1.1 工匠

                        	2.1.2 赞美诗

                        	2.1.3 神谕

                        	2.1.4 精神的艺术品——史诗、悲剧与喜剧

                        


                    	2.2 启示宗教
                        
                        	2.2.1 思辨同一性（1）——命题的颠倒

                        	2.2.2 实体与语言的丧失

                        	2.2.3 呈现问题的发现与表象活动的局限

                        	2.2.4 思辨同一性（2）——善与恶

                        	2.2.5 精神的运动与宗教的界限

                        


                    


                	3. 绝对知识
                    
                    	3.1 对表象的批判与完满呈现的构想

                    	3.2 呈现与时间
                        
                        	3.2.1 时间的消灭作为逻辑学领域的开启

                        	3.2.2 时间的消灭作为叙事理解的环节

                        


                    	3.3 本章结尾：对呈现与精神自由的反思

                    


                


            	展望：黑格尔、布兰顿与德里达之间的精神、语言与呈现

            	致谢

            	略语表

            	参考文献




导论

I. 进入《现象学》的主题进路

按照黑格尔的概念，精神是具体的、客观的现实性。因此，黑格尔发展出了一种客观精神的理论。客观精神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不把精神理解为心灵的、私人的过程（依英语 mind 或拉丁语 mens 的涵义），而是通过其实现的形式来理解精神。精神由此并不与物质性的东西发生矛盾。相反，一切精神事件原则上都在物质性的表达形态中得以实现。客观精神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世界。因此，它是一个规范性的世界，亦即一个存在着（成功的与不成功的）承认关系、且这些社会的、规范性的关系已在制度中得以实现的世界。[1]

然而，精神并不穷尽于这种客观存有之中，而是包含着对客观精神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反思。这是黑格尔精神理论的一个决定性环节：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关于精神的理论。因此，属于精神的不仅有当前的客观关系，而且还有关于它们如何产生、以及客观精神的各要素彼此之间——乃至与主观精神的形式，亦即与心灵或心理的形式，也就是意识的形式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知识。黑格尔将精神对自身的这种反思称为绝对精神。2

“精神”这一语词由此指称一种实在的结构关联，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其实在性具有自相关性与自我认识性（并在这一意义上是“绝对的”）的结构关联。对黑格尔而言，绝对精神的最终反思审级是哲学科学。但绝对精神不仅以科学理论的形式存在，而且也作为艺术和宗教而存在。精神的自相关性可以被理解为主观性。精神通过实现一种体系性的自身关系而在过程中自我产生。但这种产生并不是

被构想为建构主义的或主观观念论的，相反，精神的生产性基本结构本身乃是事实上实存的、并在这一意义上具有实体性的东西。黑格尔关于实体同样是主体的命题所指的正是这一点：实体性与主观性被体系性地结合在一起。[3]

黑格尔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构想，是一种试图从精神的显现形式出发来把握精神的尝试。现象学（在此被理解为哲学学科训练，因此未用斜体）奠定了对精神的显现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要求——或更普遍地，有效性要求——进行体系性分析的构想。黑格尔提出的理论具有根本上的批判性质：现象学按照内在批判的模型来检验现行的知识要求。它追问的是，精神的某种具体显现形式是否能够切合其各自特有的尺度。借此，《现象学》（作为著作）不仅提供了一种阐明人作为言说者如何在社会与历史上处于特定境况并被建构起来的理论，而且也展示了如何能够从这些境况出发对这些境况展开批判。它由此致力于克服那种由语言与经验层面的关联所引发的相对主义问题。[4]

《现象学》从意识出发。它是关于意识的世界关联与世界图景的具体形式的批判理论，亦即关于意识一般的意向性世界关联的批判理论。由于这些世界关联本身就是（隐式的）理论，因而《现象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元理论：它探讨不同理论的过程、它们与其各自具体对象领域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5]

这一关于世界图景的内在批判构想从意识的立场出发：《现象学》所关注的是意识的

经验。因此，意识的内在视角对于黑格尔显现知识的呈现而言至关重要。故而，《现象学》包含两个视角：意识的视角，以及陪伴意识之路的哲学家的视角。经验的环节之所以是决定性的，是因为黑格尔所理解的经验在其特质与力量上，超出了对某个论点的纯理智反驳。[6] 由于《现象学》立足于意识和既有的表象世界，人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实在哲学：它检验“自然意识”亦即由各种科学理论所塑造的日常意识的世界关联的既有形式。[7] 在这一意义上，《现象学》承接了黑格尔自伯尔尼时期以来所发展的对实定性的批判。[8]

语言在《现象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方面，语言出现在《现象学》的对象领域之中。如果人们遵循

在其特有界限上）以及领域中立性（“topic-neutrality”——黑格尔所发展的理论在如下意义上是普遍的：它不仅像那些落入《现象学》对象领域的意识理论那样指涉特定对象，如物理学或生物学指涉特定对象那般，而且是指涉一般的对象关联；参见同上书，第98页以下）。

《现象学》的发展，就可以理解语言在精神理论中究竟在哪些不同功能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语言也是黑格尔理论借以表述的中介——对于一种将精神与其外化形式相绑定的理论而言，这一环节无疑具有核心意义。从《现象学》的构想出发，对语言呈现而言产生了若干复杂交织的维度：(1) 精神在其与其表述形式的交互关系中发展。因此，不存在脱离一切表达形式而指涉精神的可能性。(2) 由于《现象学》立足于意识的经验，它包含一种双重视角。因此黑格尔常常呈现两种看法：意识的内在视角，以及哲学家的外在视角。(3) 黑格尔精神理论的一个核心环节是他对同一性与差异之关系的重新构想，他将其结合在自己的“思辨同一性”概念中。这一思辨同一性概念超越了对判断的日常理解，而这种日常理解也与我们的判断借以表述出来的语言语句的语法相联结。因此，黑格尔哲学存在着一个语言呈现问题，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关于思辨同一性与思辨命题的论述中看出。

黑格尔将语言理解为精神的定在。客观精神理论预设了一切精神事件都受表达约束。从这一视角来看，很容易理解语言享有突出的地位——因为语言（如前所述）是确立精神之客观性的中介（这并不意味着在语言之外就不存在其他重要的精神表达形式）。因此，黑格尔关于精神显现形式的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哲学的基础。通过黑格尔将语言构想为“精神的定在”，语言与精神被联结在一起：精神通过其外化——通过其定在的形式——而被理解。同时，对语言的理解也被绑定在精神理论之上。从这种结合可以得出：语言归根到底也唯有在客观精神理论的框架内才能被理解。语言与精神由此被理解为关系性的、且不可相互还原的。[9] 由此产生了一种高要求的语言理解：为了理解人类的语言能力，人们恰恰必须探究，语言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精神关系的建构框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0]

迄今为止所说的内容如何与呈现概念相联系？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精神的外化形式对精神所作的客观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针对这些形式的批判立场。这两者都与呈现概念相关。首先，呈现是精神的实现性外化与建构——即“哲学真理”的呈现。[11] 黑格尔将呈现称为实体的内在必然性，实体恰恰由于通过呈现发展出一种自身关系而成为精神。[12] 其次，呈现指称对被给予者的再现与批判——这一环节即是“显现知识的呈现”。[13] 因此，语言的一个决定性功能便是精神的呈现；并且无论是对于哲学真理的呈现，还是对于显现知识的呈现，实定现存的语言都将被证明是或然的，以至于语言本身也成为了对实定性批判的对象。

本著作论证的主线由以下论点构成：语言与精神如此紧密相联，以至于二者无法脱离彼此而被理解。对人类语言能力完整广度的理解，我们唯有在客观精神理论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同时，一种精神理论也要求一种关于精神如何在语言（及其他媒介）中表达自身乃至呈现自身，以及精神与呈现媒介在其中如何动态发展的理论。黑格尔通过将语言把握为“精神的定在”，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因此，我建议将“语言”与“呈现”这两个主题群结合起来思考，并以此途径去探究语言在现象学构想的框架内具有何种地位。因此我首先论证：精神是通过其呈现的途径而被理解的（在此必须考虑呈现概念的特殊性），并且语言作为呈现的媒介对于《现象学》的构想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我论证：探求语言与精神之结合的理论需要对语言有一种宽泛的理解。第三我论证：虽然语言在这一模型中可以充当考察的线索，但这项考察必然也要求对与人类言语相关联的其他领域进行考察。

(1) 第一个论点对应于一种表现主义精神理论，亦即一种从精神受表达约束

出发的理论。主要由查尔斯·泰勒所铸就的“表现主义”概念，指称一种根据精神的表达形式来把握精神性事物的理论进路。借此，观念之物与物质之物的二元论得以避免：观念之物并不与物质之物发生矛盾，而是在物质性的表达过程中建构起自身。不过，表达概念潜藏着一种本质主义误解的危险。“表达”决不能被理解为存在着某种内在本质、且该本质仅仅通过相对于它而言次要的中介来宣示自身。正如卡特琳·马拉布等人所强调的，相反，内在之物根本唯有通过表达才得以存在，且绝非预先被建构好的。[14]

通过其反二元论，表现主义理论将自身与启蒙运动的语言理解区分开来，后者从语言与思维活动的尖锐二元论出发。相比之下，语言的表达理论常常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应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此类理论必然是在走向反理性主义的意义上具有反启蒙性质的。例如，罗伯特·布兰顿对理性表现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被明确构想为理性主义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黑格尔，他将表现主义的理论环节与检验知识要求的严格理性方案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里显明：黑格尔并未将表达概念、而是将呈现概念置于其表现主义理论的核心，这一事实是极其本质的：因为在《现象学》中，呈现不仅是表现主义意义上的建构性展示，而且也是对既有知识要求的客观与批判性再现。与表达概念不同，呈现概念直接与黑格尔的论证操作流程相联结（并且与表达概念不同，呈现概念并非核心地与直接的感觉经验相联结——对痛苦的呈现恰恰不是对痛苦的表达）。[15] 黑格尔现象学

计划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展示了精神外化的具体形式虽然是必然的进步，但同时会产生一种或然的静态（“实定性”），因而必须一再受到批判性的审问。[16] 一个核心的主题领域

上面已经提及。当我们泛泛地谈论黑格尔揭示了精神的表达约束性或表现性环节时，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环节在黑格尔那里绝非首要地与“表达”概念联系在一起。“表达”这一概念在《现象学》中，一方面是在日常的、非专门的意义上作为“字词”的同义词被使用。相比之下，“表达”只有在论述理论（“观察的”）理性的章节框架内才获得术语上的规定，黑格尔在那里探讨了“内在”在“外在”中的表达（参见《精神现象学》，第202页以下）。当表达诸环节的建构性角色被用呈现（以及外化）概念来描述时，黑格尔将“表达”用于指称对这一过程的一种欠复杂度的理解，该理解预设了存在着一种预先建构好的内在之物，它通过表达不再被建构，而仅仅是（或多或少恰当地）被再现（“被表达”）。诚然，实践理性的意识也再次退落回这一模型中，尽管黑格尔在论述精神动物界的章节中将个体的表达引入为“呈现”（《精神现象学》，第292页）。但这种呈现起初仍是在再现个体之存在实体（或本质）的意义上被误解的，它仅仅被“从不被看见翻译为被看见”（《精神现象学》，第293页；亦参见第296页：“因为行动只是从尚未被呈现的存在形式纯粹翻译为被呈现的存在形式”）。然而，精神动物界的个人主义意识恰恰溃败于这种预设精神是存在于单个个体之中的属性的构想。呈现概念作为建构与再现之统一的相关性与决定性特质，则体现在其他地方。在那里也清楚地显明，呈现概念能够捕捉到一种表达概念所不具备的客观环节。正是在呈现概念的核心用法中表明，其功能不能被理解为表达——例如显现知识的呈现，以及实体产生其呈现的内在必然性（《精神现象学》，第72、585页）。在另一语境中，于尔根·特拉班特区分了作为感觉之表达的语言与作为理念之呈现的语言。作为“理念的创造者”，语言即是呈现；参见特拉班特，《什么是语言？》，第35页以下。

《现象学》的核心主题领域因此是由精神与语言的关系，对有关这一关系之理论的探讨，以及对言语的真实形式与语境、对语言在艺术、宗教与哲学中表现可能性的定向发展的探讨所构成的。[17] 罗伯特·布兰顿用综合理性主义这一概念描述了这一构想。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之所以是综合的，是因为黑格尔将呈现的实践以及艺术和宗教中精神的媒介中介与呈现的发展，本质上归入精神之呈现与认识的发展之中，并以此将其与哲学的、科学的精神理论结合起来。[18]

(2) 表达或呈现的建构性功能要求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理解。正如泰勒在其语言理论中所阐明的，一种将语言实质上理解为指称既有实体的工具的模型，无法解释语言在精神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建构性角色。泰勒区分了（哲学）语言研究的两种理论范式：HLC理论（以其范式性代表霍布斯、洛克和孔狄亚克命名）将语言相对于人类精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框架性的”（enframing），而非建构性的。依此，语言处于那些就其自身而言脱离与语言的关联也能够被描述的语境之中，且语言被还原为其他看起来不那么或然的、能够充当语言解释之基础的要素（例如符号）。这种关于语言的看法是原子论式的：首先，因为它认为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之内，语言可以被孤立地进行考察；其次，因为它在字词层面寻找语言的意义，并试图以此基础出发来理解更复杂的语义单位。语言的功能是指称性的（designative）或工具性的：语言用于指称内在与外在的实体。但这种指称相对于实体而言是次要的。

与此相对，泰勒提出了HHH理论的范式（以其范式性代表哈曼、赫尔德和洪堡命名）。HHH理论将语言相对于人类精神的其他事件理解为建构性的。在这里，语言是不可还原的。这种

关于语言的看法是整体论的：首先，因为它主张语言唯有在作为整体的人类精神理论的框架内才能被理解；其次，因为它将语言本身把握为整体论地被结构化的。在这样一种整体论的框架内，对于语言的理解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在复杂的社会关联中、或者也在艺术与科学的语言生产中获得其意义。语言的功能是表现性的。表现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表达（共同）建构了被表达之物，或者至少能够决定性地改变其品质——例如在行为规范方面。因此，泰勒将这种进路称为“建构-表现主义理论”。[19]

由此出发，人们可以赋予语言一种世界开显的维度。因为我们通过语言不仅指称现成之物，而且开显世界，所以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经验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经验：我们想要言说某种我们起初无法言说的东西，因而我们不断尝试扩展我们的表述可能性。我们语言意图的表述既包含发现的环节，也包含发明的环节。[20] 通过我们表述能力的扩展，

我们扩大了我们的世界。正如威廉·冯·洪堡所描述的那样，正因如此我们始终处于自身表述能力的界限边缘，而这种界限经验并不是语言某种可以被消除的缺陷，而是我们与语言一般之关系的本质环节。根据洪堡的观点，语言是精神在其自身与对象之间所设定的一座“真实的世界”。恰恰因为语言限制了我们的表达，它才必须不断被转化和扩展，而这些扩展反过来又“反作用”于我们的自我理解：

如果在灵魂中真正觉醒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语言不仅仅是达成相互理解的交流中介，而且是精神通过其力量的内在劳作必须在其自身与对象之间所设定的一座真实的世界，那么灵魂便踏上了在语言中发现越来越多、向语言中注入越来越多的正途。在那种被封闭于特定语音中的语言与其本性上不断向外扩展的内在理解之间的鲜活协同之处，精神便将语言——正如语言事实上处于永恒创生之中那样——不视为封闭之物，而是不断致力于注入新的东西，以便将其依附于语言之上，并再次让其反作用于自身。但这也预设了双重的前提：一种感到存在着某种并非由语言直接包含、而是精神受到语言激发必须加以补充之物的感觉；以及一种反过来把灵魂所感知到的一切都与语音相联结的冲动。这两者都发源于一种鲜活的确信：人的本质拥有对某个超越语言并实质上被语言所限制的领域的预感，但反过来，语言又是探索和耕耘该领域的唯一中介，而且语言恰恰通过技术与感性的完满，能够将该领域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自身。[21]

成。不过，通过将语言的世界开显维度绝对化，确实潜藏着语言相对主义的危险，因为在这种预设下，通过不同的语言途径实际上会开显出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些世界再也无法诉诸某个普遍审级（例如先验理性）而被通约化。因此，决定性的在于：如何将语言的世界开显维度与导向真理的判断形成的构想结合起来思考。恰恰在这一方面，黑格尔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理论构想，因为对他而言这两个环节都是核心的。关于世界开显与真理导向的关系，参见泽尔，《论正确性与真理：关于世界开显概念的阐释》。关于对语言世界开显维度绝对化的详尽批判（在与海德格尔哲学的争论中），参见克里斯蒂娜·拉丰，《语言与世界开显》。

这一思想对黑格尔而言也是核心的：既然精神通过其外在化的形式而发展，那么这些外在化或肉身化的形式就构成了精神的内在界限。这意味着，语言表达是思想的内在界限；然而借此，在可表述之物的界限边缘活动就成为了一种堪称范式性的精神经验（即便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更多地是在我们个人能够表述的界限边缘活动，而不是在一般可表述之物的界限边缘活动）。根据对精神的这种表现主义理解，思想必须改变其中介，以改变其自身。[22] 黑格尔通过发展一种可塑的语言对此进行了反思。那种反思精神在表达中之转变的语言，反思着它所描述的对象如何通过这种描述而发生改变。这种语言由此本身就是一种处于改变之中的语言。[23] 因此，《现象学》实施了针对语言的体系性异化。

人们可以将黑格尔对指称性语言理解的批判（并由此将论证语言建构性角色的论据），类比于他在《现象学》导论中所阐述的对关于认识活动的自然表象的批判来理解。这种认识论的前理解预设了：世界是一个面对人而立的存有，人通过认识活动使世界向自己敞开；由此便产生了怀疑，即人类的认识机制原则上可能会扭曲世界。然而正如认识活动一样，语言也绝不能被误解为工具或手段。如果将黑格尔的认识批判联系到通过语言进行表达的问题上，还会产生另一个妙处：在《现象学》导论中所批判的自然表象，将人类的认识机制理解为其自身与世界乃至“绝对者”之间的“绝对区分界限”。[24] 与此相对，黑格尔论证道：只要假定在这条界限之后存在着某种不可认识之物，这条界限事实上就已经被逾越了。这一思想可以迁移到语言表达的界限之上，这些界限以洪堡的措辞显现于“对某个超越语言并实质上被语言所限制的领域的预感”之中。只要语言呈现了表述界限，它同时也就是这样一个环节：

语言结构》，第146页以下。强调部分系引者施韦策（S.W.）所加。洪堡在此触及了一个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在著名的命题5.6中，维特根斯坦精辟地表述道：我们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67页。

借由它，这些界限被持续地推移（正如洪堡所写，“探索和耕耘该领域的唯一中介……”）。因此，黑格尔针对语言的体系性异化乃是对可表述之物界限的一种推移，并在这一意义上是一种语义上的开显——一方面开显出通过语言被描述和表述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开显出（再次借用洪堡的措辞）语言自身所是的世界。[25]

(3) 所探求的语言理解至少在两个维度上是整体论的：语言一方面被理解为整体论的体系，另一方面其自身又处于整体论的关联之中。正如贝尔特拉姆、劳尔、利普托夫和泽尔在一部合著中所勾勒的，20世纪的语言哲学描绘了一条通向对语言作整体论理解的道路（无论在其分析哲学形态中，还是在其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形态中皆是如此）。弗雷格的语境原则早已预示了这一点，该原则主张，字词唯有通过其在陈述命题中的角色才具有意义。[26] 正如作者们所指出的，如果把语言孤立为考察对象，语言就无法被理解。为了理解语言在何种程度上承载着世界，语言哲学必须过渡到对语言与其他领域的衔接点也展开考察。依此，语言不能仅仅从语言内部的关系中被理解，而是与精神世界关联的其他环节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作者们将这一立场称为后形式主义整体论。[27] 特别是在这一语境中，我想承接贝尔特拉姆的论证：

能够被运用于艺术形式之中，这对语言而言是本质性的。[28] 黑格尔在“艺术宗教”一章中关于语言的论述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方向来解读。

基于其体系性诉求，黑格尔的哲学是以整体论方式组织起来的。[29] 在黑格尔那里，语言同样不是从最小的意义承载单位出发被理解的。字词并不是自在自为地具有意义的，判断和单独的推论也不是，归根到底只有推论体系才具有意义。[30] 因此，语言是被整体论地理解的。本质的一点在于，语言在交际与艺术语境中得到运用，而无需在那里被形式化为逻辑上的单义性。人们也可以通过审视语言考察的各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思想：句法学是关于语言符号（正确）排列的理论。语义学是关于语言符号意义的理论。语用学是关于语言行动乃至语言使用的理论。然而，特别是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关系是可变的：如果人们认为字词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或原则上产生于其使用之中，那么语义学就会过渡为语用学。从语用学的复杂性中，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哲学向其他领域的过渡，亦即向一般的行动与社会关系之考察的过渡：伦理学、社会哲学以及致力于探讨艺术语言使用的美学领域。[31] 审视那些探讨语言的科学学科也会呈现类似的图景：语言是语言学、文学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对象，而在这些领域中没有哪一个能凭借

其专业分工完全切合这一现象。而这恰恰是一门语言哲学所必须考虑的。

为了能够在这一领域更好地为黑格尔定位，我们来审视一下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哲学讨论。我们此前已经提及了两种语言模型：启蒙运动的语言理论范式（泰勒称之为HLC）将语言理解为指称思想的事后中介。思想虽然通过字词得以交流，但原则上并不依赖于字词。这种进路带有一种解放性的特征，因为思维活动被把握为独立于既有的习俗秩序。这一点既适用于政治秩序，也同样适用于语言秩序。因此，洛克与培根同样警告道：语言会使我们的思维活动变得浑浊，并让我们易受偏见影响。浪漫主义的语言理论范式（泰勒称之为HHH）则围绕着精神与语言具有建构性联结这一论点组织起来。思想与其他精神内容由此不仅是事后通过语言被传达的，而是恰恰通过其语言表述才根本得以建构起来。对于这种语言理解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赫尔德的著作。在下文中我们可以对这两种模型进行历史定位。不过在此之前，向更早的语言思想历史回顾一番或许会有所裨益。

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中，探讨了关于字词与事物关系的两个论点：字词要么以本原的方式与事物结合在一起（“本性”论点，phýsei），要么自在即是任意的，并在纯粹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指称事物（“约定”论点，thesēi）。苏格拉底在两种假定中都指出了矛盾。但对该对话而言，最重要的尤其是最后得出的结论：苏格拉底在此论证道，可靠的认识应当从事物本身的本质中获取，而语言的运作方式归根到底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得到真正阐明。[32] 《克拉底鲁篇》由此开启了一种首要将语言理解为通向真实认识之障碍的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避开了这一问题，他接受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并同时宣布它对思维活动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思维活动在如下意义上是本性的（phýsei）：其形式是普遍的，且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而思想的语言表达则发生于那些属于约定的（thesēi）媒介之中。这种

语言交际的约定俗成性并不触及真正的思维活动，因为相对于思维活动而言，它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表达。[33]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由此表达了一种认识理想，这一理想致力于在语言彼岸确立知识的牢靠根据。[34]


古代对此构成的对立构想是罗马文化，在其中，公共言语与修辞活动占据着显著更高的地位。在罗马世界中，语言的交往功能跃居前台。切合相关的不仅是科学真理，更首先在于言语的实践与政治说服力。语言由此不再退隐于事情之后，而是被承认为根本上使一种切合事情的切入成为可能之物。代表罗马这一修辞优先地位的典范，是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与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35] 与罗马的语言文化相对，基督教在奥古斯丁的形态中标志着转向内核。然而对黑格尔而言尤为重要的则是路德，不仅因为他对信仰的宗教改革，而且更主要是由于由此相联系的与语言的深入交锋。圣灵在路德那里本质上是通过语言得到中介的，并且黑格尔强调，若没有《圣经》翻译的语言工作，路德就根本无法完成宗教改革的规划。[36]

在这一简短概述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阐明启蒙运动（即HLC）的语言思维：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论》中将语言视作对思维活动的根本威胁。语言传播着“市场偶像”——即思维活动必须从中解放出来的偏见：

然而市场偶像是所有人中最令人困扰的；它们通过与词语和名称结盟而潜入知性之中。人们相信，他们的知性命令着词语；但同样常有的是，词语反转其力量来对抗知性；这使得哲学与科学变得诡辩且不结果实。词语大体上是依照大众的见解被塑造出来的，并且依照对普通知性而言格外显而易见的方向来划分事物。然而，当一个更为敏锐的精神或更加审慎的观察想要改变这些规定以便它们更契合自然时，词语便发起抗拒。[37]

在其问题诊断中，培根完全承认，我们在语言上划分我们所指涉的对象的方式，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如何思考世界。因此，培根看到了语言具有塑造认知维度的作用；否则语言就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38] 正因如此，他要求对语言进行净化，这应当导向一种清晰明确的——因而能够胜任科学的——语言，这种语言（至少更好地）契合自然。[39] 对培根而言，语言的理想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即作为指称对象和思想的中立工具。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也表述了这一语言理想。那里展现了HLC工具性语言理解的典范版本。词语在我们的交往中代表着观念；但观念原则上独立于词语。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诊断的那样，HLC理论的根本目标是信息编码（information encoding）。交往在此被理解为信使模型框架下的活动：我拥有一个思想，并使用词语来将其传达给你。这一模型伴随着这样一种表象，即思想是我们头脑中的心理过程：

人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且此类思想不仅能令他人，亦能令其自身获益并感到欣悦；然而它们皆在其内心之中，是不可见的且对他人隐蔽，自身无法显露出来。若无思想的交流，社会的慰藉与益处便无法获得，因此人有必要寻得某些外在的可感符号，使构成其思想的那些不可见的观念借此得以为他人所知。为此目的，无论就丰富性还是迅捷性而言，没有任何事物比得上人发现自己能够轻而易举且富于变化地发出的那些清晰语音了。由此我们便可构想，天生如此适于该目的的词语是如何被人作为其观念的符号来使用的；这并非出于特定清晰语音与某些特定观念之间的任何自然关联，否则全人类就只会有一种语言；而是出于一种自愿的设定，借此特定词语被任意地规定为特定观念的标记。于是，词语的功用便在于充当观念的可感标记；而它们所代表的观念，则是其本有且直接的意义。[40]

因此，词语在这里是不可见观念的可见符号。[41] 正如在培根那里一样，在洛克这里，从这种表象中也引申出一种对词语潜在扭曲作用的怀疑态度：

……在世界上制造如此喧嚣的纷争，便会自行平息；而通向知识的道路，或许还有通向和平的道路，也会比现状敞开得多。[42]

在洛克的理论中，语言是事后指称世界的媒介。语言指称并不参与促成世界是怎样的。更确切地说，在成功的情况下它们并不这样做。因为正如在培根那里一样，洛克这里也产生出这样一种表象，即语言常常起着扭曲作用，并作为障碍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我们眼前的迷雾”）。因此可以说，在这一理论范式中，语言充其量对世界保持中立。这在语言表达的一种“零状态”下才会出现，即当语言恰好传达出世界上实际上存在的那些划分时。因此，语言在这里应当用于清晰明确且不加扭曲地描述那无论如何已然如此的事情。

在康德哲学中，语言作为对象并未扮演突出的角色。在三大批判中，康德似乎处于二元论语言理解的传统之中，而这恰好招致了哈曼和赫尔德以“元批判”著称的指责，即康德主张纯粹理性的“纯粹主义”，完全忽视了其语言、历史与文化处境。[43] 不过，至少在康德（晚期）的人类学中，他明确讨论了思维活动对语言的依附性。此外，康德对判断的探讨也可以从语言哲学角度加以理解。尤其是我们经验的对象在我们判断中得以构成这一情况，在此具有切合相关性。[44] 正如约瑟夫·西蒙所重构的那样，通过康德关于语言的（零散）言论已经可以证明：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语言原则上处于一种不断改变自身的用法之中，而对其进行评估还需要一种言语（与写作）的伦理学与美学时，语言才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因此在康德那里，尽管语言并未作为哲学考察的核心对象出场，却已然透露出一种复杂而丰饶的语言理解。[45]

与启蒙运动的二元论相对，查尔斯·泰勒与迈克尔·福斯特描述了一种考虑到语言在世界构成中之作用的语言范式。按照这一立场，思维活动在本质上依附于其媒介性的、尤其是语言性的表达。对这一表现主义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赫尔德。他不仅在《纯粹理性批判元批判》（1799）中论证了思维活动对语言的依附性，而且早在康德亦知晓的《论近代德国文学残篇》（1767–68）中就已作此论证。作为例证，人们例如可以引用如下段落：

它［语言，S.W.按］不仅是这［“人类思想的运载工具”以及“一切智慧与知识的内容”，S.W.按］：而且是各门科学的形式，思想不仅在其中、并且依照其形态得以塑造：在文学的一切部分中，思想都粘附于表达，并依其而得到教化。我说在

存在着与语言的一种复杂而丰饶的交锋，这对于后继的思想家如黑格尔与洪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后者那里，语言被更为明确地推向中心。对洛克关于语言与思维活动关系的二元论构想的另一次重要划界，已然见于莱布尼茨（参见其《论事物与词语之联结的对话》）与沃尔夫。沃尔夫之所以特别受到黑格尔的推崇，也因为他用德语写作，并由此促进了科学的民主化（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20，258页及以下）。迈克尔·福斯特指出，康德在出版三大批判的时期也完全意识到了被赫尔德与哈曼所激化的思维活动依附于语言的问题；参见福斯特，《康德有语言哲学吗？》。费希特持有一种关于语言的较为传统的看法：“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言，就是通过任意符号对我们思想的表达”；费希特，《论语言能力与语言的起源》，97页。不过，费希特同样认为对语言的考察与对一般人类理性的考察紧密相联：“对每一个追寻语言起源的人来说，语言必须如同尚未被发明一样：他必须设想自己只有通过自己的考察才能将其发明出来。”费希特从“人内部的最高原则，即：永远与你自己和谐一致”（同上，100页）出发来追溯语言的发明。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必然致力于尽其所知地使一切都变得合乎理性”，以便使其契合于人的本性；这里的理性运用是对自然的臣服，而同胞的合理性则在“我与该存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接受检验（同上，101页）。语言的目标是使思想的表达手段精确化，以更好地与他人交往，并最终达成“与自身的和谐一致”（同上，102页），在此费希特强调，人完全也可以不借助语言进行思维活动，例如“通过他在想象力中为自己勾勒的图像来中介”（同上，103页，脚注）。

文学的一切部分中：因为如果人们认为，仅仅在美好科学的批判中、在诗歌与演说术中才有许多东西取决于表达，那么人们就给这种结合设定了过分狭隘的界限。在教化中我们学习思想与词语，因而那些训练我们口舌的看护妇便是我们最初的逻辑学女教师：在日常生活整个语言的一切感性概念中，思想都粘附于表达：在诗人的语言中，无论他是表达感受还是意象，思想都赋予语言以生机，正如灵魂赋予身体以生机那样：全部直观认识都将事情与名称结合起来：世俗智慧的一切名词解释最终都自得其足——并且在一切科学中，人们用词语、且常常依照词语来进行思维活动，都带来了良好或恶劣的后果。[46]

（逻辑的）思维活动不仅通过语言被塑造，它简直粘附在语言上。赫尔德在《论研习多种博学语言》（1764）中部分措辞相同的命题，同样强调了他所赋予语言对思维活动发展的崇高重要性：

因为语言与思维方式处于何等严密的联结之中？凡纵览一种语言全部范围的人，便俯瞰了一片充满思想的原野；而凡学会精确表达自身的人，正由此为自己积聚了一座特定概念的宝库。我们牙牙学语时最初吐露的词语，是知性最重要的基石；而我们的看护妇就是我们最初的逻辑学教师。[47]

理论范式HLC与HHH的对比揭示出一个环节，它对我的《精神现象学》阐释至关重要：HLC的理论家们假定存在着一个特权性的个体内部空间，它构成了批判既有语言意义的基础，并由此看似成为建立一种真实世界指涉的资源。然而，一旦通过思维活动与语言的联结而认识到个体与世界的结构性交织和相互依赖，这一基础便不复存在，因为思维活动根本只有在既有表达形式的前提预设下才能发展。因此，核心旨趣必然在于：在这些更为严苛的条件下，找到一种批判世界解释及其事实形态的可能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关于尺度与检验的思考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批判。整部《精神现象学》证明了一种情境化批判的可能性——即一种并非从外部审视世界、而是作为这一世界之一部分的批判。因此，HHH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强化了表现性的（“天才的”）个体，而在于它指出了精神对表达的依附性，并表明精神性的东西与物质性的东西并不构成二元论的对立。不过，HHH同时也能够解释精神与语言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只要人们考虑到我们的语言活动共同构成了世界，这种互动关系便会显现出来。

两种相反相成的动机解释了语言在黑格尔哲学中所陷入的张力：黑格尔一方面论证了真理原则上的可呈现性；另一方面，他主张对与语言相联结的表象进行激进的批判。黑格尔因而承袭了启蒙运动的批判动机，即语言表象可能是认识的障碍——但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前语言的或语言之外的（或者更广泛地说：非媒介中介的）通达真理或思维活动的途径。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问题提出极具现实性：他的哲学表明，真理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中介过程与呈现过程的结果。

总体而言，黑格尔更接近HHH，但在他身上亦可辨识出HLC的重要特征。因此黑格尔在语言方面展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倾向：一方面，《逻辑科学》标志着超越时间、跨越个别语言界限的真理认识的最现代形态。《逻辑学》在自身中展开纯粹思维活动，即“毫无遮蔽”的真理。[48] 黑格尔还强调，同一个思想可以用不同方式陈述出来，由此语言表达似乎被贬低至任意符号的水平，但至少相对于（被多样表达的）思想而言变成了次要的。黑格尔用于指称同一思想之多样陈述性的一句常复现的表述是“或者，同样的是”。[49]

但另一方面，语言对黑格尔而言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卓越媒介，其在外部媒介中的清晰表达毋宁就是思维活动自身的发展。在语言中，思维活动获得了某种特定的定在。借用威廉·冯·洪堡的表述，它“在其自身的进程中划出节段”，并由此才真正成为一个具体的思想。[50] 我们究竟在思考什么，只有在思想的呈现中才展现出来，而其最精确的形式乃是语言的形式。相应地，黑格尔例如写道，相对于我们的意见而言，语言是更为真实之物；当我们拥有一个思想时，我们也就能找到恰当的词语；并且精神唯在其能够展开特定内容并将其带到表层时，才是深刻的。[51] 因而，精神与其语言性的外在一面处于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并最终通过其媒介性的、尤其是语言性的清晰表达形式的精炼而构成自身。这一过程也包含着：既有的清晰表达形式可以不断地被反思、修正与抛弃。[52]

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哲学的发展展现为依附于语言的。然而其语言性绝非哲学的缺陷，相反，语言呈现的发展就是哲学的发展。因此黑格尔也展开了一种内容广博的语言理解：它一方面是精神定在的本质形式，其本身也是理性的产物。其功能在此兼具认知性与交往性。黑格尔一方面详尽致力于判断或陈述句的逻辑，但同样也考察了语言的修辞与诗性功能。正是在这里，语言“作为语言”的“独特意义”显现出来。[53] 在他对言语即人际交往的考察中，对黑格尔而言重要的是：这种言语组织在特定的精神形态或模式之中，诸如劝告、命令、义愤、告白，感受的语言、阿谀奉承的语言或撕裂状态的语言。[54] 语言的表达能力在反思各种言语形式的审美活动中得到了格外充分的发展。在此黑格尔也考察了语言在不同艺术形式（如史诗、悲剧和喜剧）中的功能。所有这些环节都促进了意识的哲学教化，并由此促进了科学。

正如已经提示过的那样，黑格尔的科学同样展开了一种针对语言的矫正力量。思维活动决不消融于语言之中；相反，语言以及我们的言语往往是缺乏思想的。对黑格尔而言，思维活动始于从所与物中的抽离，这一环节对于语言而言同样具有切合相关性。在这一方面，对于《精神现象学》中哲学的发展而言，从已知物出发的表象语言与清晰表达认识的概念语言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但概念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被把握的语言，因此“概念”决非无言的，而是向语言敞开的。恰恰是那在自身中圆满成熟的精神，能够自由地将自身交付给语言，并认识到语言的动力机制（正如历史的动力机制一样）乃是其自身清晰表达的环节。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语言一方面是与事物虚假熟知状态的一个环节——它是偏见的载体，并将概念笼罩在“迷雾”之中（黑格尔在此分担了在培根和洛克等人那里可见的对语言的保留态度）；[55] 但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在原则上并不归咎于语言，而是属于表象意识或知性的狭隘视角。相反，思辨思维活动恰恰以在语言中发现思想契机为“乐”。[56]

《精神现象学》中所考察的意识倾向于将理解上的缺陷投射到语言上。与此相对，黑格尔并不认为人们必须去纠正语言本身的错误，而只需纠正面对语言时的错误态度。因此他不是语言怀疑论者，而是进行了一场广阔的语言批判（按照《精神现象学》的纲领，这也可以理解为正在自我实现的语言怀疑），在其中他同等地指出了哲学的语言性清晰表达的必然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在这一脉络中，《精神现象学》考察了语言的逻辑维度，即判断的形式、个体意识对语言的态度、语言作为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语言作为社会格局、审美、宗教和科学实践的环节。

因此，黑格尔将语言理解为精神理论的本质环节；反过来，一种语言理论（对他而言）在精神理论之外是不可设想的（这一构想切合于上文被描述为关系性的语言理解）。语言一方面在特定历史与文化的社会语境中（即在客观精神的形式中）被意识经验为规定其思想与交往的既定媒介；另一方面在艺术、宗教与哲学实践中（即在绝对精神的语境中）作为精神的呈现媒介而被主题化——在此，精神意识针对性地考察、进一步拓展语言（及其他媒介）的表达可能性，并由此接近黑格尔本人所提议的一种恰当的精神呈现方式。在不同阶段上，语言的相对稳定性被以不同方式加以经验。语言最初作为“分离的现实性”[57]显现出来，在其中思维形式被“外化置出并沉积下来”[58]，这赋予了它一种外在持存的特性。[59] 相反，在绝对精神层面上则展现出表达媒介的可塑性与形式塑造性——一种最终恰恰使得哲学的思维活动能够不断重新切入语言的可塑性。[60]

黑格尔对待语言之关系中的矛盾倾向与此相关：语言一方面是思维活动外在清晰表达的必然环节，但另一方面却恰恰由此始终冒着仅仅停留于外在的危险，从而破坏了那本应通过精神理论的语言清晰表达而在体系上变得可被重构的（自我）思维活动。由此，黑格尔致力于探讨一个对于一般语言理解而言同样居于核心的问题：语言之所以根本能够发挥功能，唯因它以一种独立的方式存在，这种方式就其超越个别说话者的意图并表达出某种被众人（至少部分地）理解的内容而言是普遍的。[61] 因此，我们把语言遭遇为一个外在的持存，这确实是语言的一个环节（黑格尔会将这样一种固定的持存称为“实定的”）。

因此语言拥有一种内在动力机制（严格说来，这对所有现存的个别语言而言都各自以特定方式成立）。然而，它也并非完全脱离那些使用语言的人而存在。说话者带有（无论多么模糊的）带入语言之中的意图，而这些意图不一定契合语言的发展阶段与内在动力机制（并且在实际上也不总是契合）。因此，那些使用（某种）语言的人以不断翻新的方式利用语言的可能性，这在长期内会对语言产生反作用。语言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同时又是可塑的且具塑性的。它在运用中发生改变。因此，即使语言具有适应性，在这一思考中也显露出精神内容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人类的精神活动虽然与语言（以及一般的媒介表达）相依附，但这二者并不完全重合。为了被理解，我们作为说话者在语言符号中所表达的内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精神上的支撑。但这种支撑并不单纯由语言体系所保证，更不是自动得到保证的。[62] 这一情况常常被经验为语言的欠缺：语言看似要么表达得过多，要么表达得过少——甚至二者兼而有之。[63] 在此类经验中，语言对于那些在其中表达自身的人而言显现出部分的不透明性（这也可以被称为语言的过度决定）。语言的不透明性体现为：我们能够说出某些话，却并不确切知晓我们借此究竟说了什么。对黑格尔而言，这一问题决定性地与通向科学知识的过渡相联系，后者在《精神现象学》中以通向“绝对”知识的过渡形态被主题化。对于意识而言，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端处，其表达需要与（看似固定）持存的语言之自身动力机制之间的脱节首先居于前台。唯有在现象学发展的尾声，它才考察语言本身的表达可能性——并由此考察语言转化的可能性。因此，语言表达的问题在《精神现象学》中被结构化如下：在开端处，立足的是这样一种意识立场，即认为自身、其思想、语言与世界各自“现成地”持存，并因此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规定好的。基于这一假定（黑格尔称之为“自然表象”），意识在这些环节之间看到了不可逾越的脱节。[64] 涉及到语言，这种脱节在《精神现象学》的发展过程中消解开来，因为意识经验到了语言、思想、社会与审美实践是如何相互转化的。

由此表明，语言与思维活动相互关系的动力机制，可以沿着贯穿《精神现象学》的一条体系性线索加以追踪。在这一框架内，呈现概念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呈现一方面应当被理解为论证性的操作流程，另一方面应当被理解为媒介性的操作流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方面是显象知识的呈现，只要它体系性地检验了这种知识的主张。从这种体系性检验中，最终产生出呈现哲学真理的一种可能性。那些经过检验的

符号与意义之间本质上存在着黑格尔称之为“绝对区别”的东西：“对于体系自身而言［……］并不存在［……］语言与体系的关系。体系的呈现作为呈现，已然绝对地——即置入一种凭借体系的特定范畴无法企及的遥远距离——将语言预设为自身的前提预设。呈现具有语言这一唯一的前提预设。因此，它作为呈现并不依照其所呈现的任何规定行事，而是其方法取决于其前提预设的‘类型’。呈现将语言的本质自身作为原则，而这便是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否定性关系，即越过绝对区别而对意义的领会［我的强调，S.W.按］，这一矛盾的确立，即辩证法。”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175页。

知识主张并不单纯作为论题被提出，而是在形态中被具身化，从而使得《精神现象学》成为一座“图画画廊”。[65] 通过这一媒介性成分，关于哲学真理呈现的问题便与关于言语与思维活动关系的问题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精神现象学》中随着宗教章的开端而显得尤为切合相关）。

然而，黑格尔的呈现概念还包含着另一个决定性的层面：正如开篇所引用的那样，黑格尔将呈现称为实体的内在必然性。[66] 实体必须呈现自身，并且只要它这样做，它就是精神。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理解为绝对者的自我呈现。他在其中所理解的内涵，我们将在本著作的进程中予以更精确的考察。首先我们只需确立：呈现由此获得了一种存在论维度，因为黑格尔将其理解为对凡是根本存在之物的自身关联。精神的呈现不仅再现了精神是什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活动，精神借此将自身构成其所是。因此，黑格尔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精神的展示与再现的理论，这种理论同时就是精神的一种现实的再-呈现。按照这一理论，绝对者包含着一个表象性加倍的环节，在其中它塑造出一种构成性地属于它的代表性自身关联。在精神加倍中差异所具有的生产性角色，与意识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由一种差异所构成的，这种差异在意识看来既是需要克服的、却又呈现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绝对分割的界限”。[67] 依照黑格尔的看法，意识自身就是精神的内在差异；只要意识认识到这一点，精神的自我认识便得以实现。然而意识自身却将自己理解为与绝对者相分离，并试图弥合这一鸿沟。它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被黑格尔安排为概念性东西在一系列（“画廊”）精神发展图景中的透映，精神不仅相继经历这些图景，而且深刻地贯通它们。因此，精神的运动与外在媒介的内在动力机制紧密相联，精神性的东西在这些外在媒介中为意识而显象。[68]

本著作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项研读框架内，考察作为外在性环节的语言，精神正是通过它而清晰表达自身的。外在清晰表达对精神的相关性，被凝聚在呈现概念之中。《精神现象学》必须完成两项相反相成的任务：它一方面必须在语言上清晰表达出黑格尔将意识通向科学之路作为精神理论的学说，但在此过程中同时又必须拆解既有的语言表象。

[1]: 1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并且精神的形态乃是“一个世界”的形态（《精神现象学》，326页）。黑格尔强调，精神“不是意义，不是内核，而是现实之物”（《精神现象学》，558页）。关于客观精神的概念，参见克莱斯，《卡西尔与精神的诸形态》，14–21页。
2. 2 参见《精神现象学》，591页：绝对知识，亦即精神理论，产生于对以往诸“精神”发展及其组织的回忆，并构成了“绝对精神”的领域。 ↩



[3]: 参见《精神现象学》，23页 ↩



[4]: 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对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发展的重要性，参见克莱斯，《启蒙辩证法中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踪迹》。 ↩



[5]: 关于《精神现象学》元哲学维度的详尽探讨，见于布兰登·托伊尼森，《作为元哲学理论的黑格尔现象学》。关于黑格尔作为形而上学元理论的代表，亦参见马库斯·加布里尔，《黑格尔是何种观念论者（若算是的话）？》。关于《精神现象学》作为意向性的一般理论，参见加布里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寓言的一种非常规读解》。按照加布里尔的看法，检验意识形态的准则为：客观性（精神的每一种显现形式都包含着一个特定的尺度，以此能够衡量其认为客观给定的东西）、易谬性（这些对象关联与世界关系全都可以归于失败——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失败了） ↩



[6]: 对此尤其参见埃蒙茨，《经验与认识》以及皮平，《经验的逻辑？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



[7]: 参见《精神现象学》，72页与霍夫曼，《黑格尔：预备训练》，208页。正如迈克尔·福斯特详尽表明的那样，《精神现象学》汇聚了三种类型的任务：文化教养的、认识论的与形而上学的；参见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第2–4章。黑格尔将其实体性的《精神现象学》理解为其体系的导论；然而与此同时，这篇导论本身就已然是科学。除了《精神现象学》原则上是什么这一问题之外，还产生了一个更专门的问题，即它在黑格尔全部著作中占据何种地位，以及它与成熟体系处于何种关系。在这一方面，在我看来黑格尔晚期对《精神现象学》的指涉尤其证明了黑格尔依然认为其规划切合相关。在这一方面我赞同迈克尔·福斯特的看法，即《精神现象学》被“扬弃”进入科学与其持续的相关性并不矛盾；对此参见《黑格尔的观念》第5–7章。布兰登·托伊尼森重构出，《精神现象学》可以被理解为对哲学科学的体系外辩护；参见托伊尼森，《作为元哲学理论的黑格尔现象学》。关于这一问题，同样参见富尔达，《导论的问题》。 ↩



[8]: 尤其参见黑格尔以《基督教的实定性》为题闻名的1795/96年早期著作（黑格尔理论著作集I，104–189页）。关于该问题对黑格尔持久的相关性，例如参见皮平，《布兰顿的黑格尔》，271、277页。 ↩



[9]: 参见布兰顿，《阐明理由与把握概念》，15页及以下。 ↩



[10]: 查尔斯·泰勒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参见泰勒，《具备语言天赋的动物》。 ↩



[11]: 《精神现象学》，11页 ↩



[12]: 《精神现象学》，585页 ↩



[13]: 《精神现象学》，72页 ↩



[14]: 因此，人类的表达并不对应于任何预先持存的被表达者：“人类的表达并不对应任何预先构成的被表达物”（à l'expression humaine ne correspond aucun exprimé pré-constitué），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96页。继以赛亚·伯林之后，查尔斯·泰勒将表现主义的概念置于其黑格尔诠释的核心；参见泰勒，《黑格尔》，28页。详尽的讨论见于迈克尔·福斯特，《黑格尔与某些（同时代）近人：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表现主义？》。正如圭多·克莱斯所重构的那样，恩斯特·卡西尔同样展开了一种精神对“表达的依附性”的理论，按照该理论，观念之物唯有通过具身化它的呈现才根本得以持存；对此参见克莱斯，《卡西尔与精神的诸形态》，144–146页。 ↩



[15]: 关于黑格尔关于显象知识的呈现以及实体呈现自身的内在必然性的表述，已在 ↩



[16]: 正如米夏埃尔·托伊尼森在其关于呈现与批判之关联的经典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呈现的批判功能产生于映象与真理的相互交织。真理与映象相互渗透，并且呈现与批判的统一与真理与映象的统一相联系——呈现同时是真理的呈现与对映象的批判；参见托伊尼森，《存在与
映象》，85页。围绕托伊尼森著作的部分争论印刷收录于富尔达、霍斯特曼与托伊尼森，《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呈现》。 ↩



[17]: 迈克尔·福斯特最清晰地强调了语言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这一特殊重要性，特别是在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第四章中。亦参见泰勒，《黑格尔》，124页及以下、154页及以下。 ↩



[18]: 参见布兰顿，《两位英雄的和解：哈贝马斯与黑格尔》，254页。 ↩



[19]: 泰勒，《具备语言天赋的动物》，82页。对此参见整个第一章（“指称理论与构成理论”）。语言对由其所表达之物的构成性作用，可以借助情绪得到很好的描述：虽然某些基本情绪（如恐惧、喜悦或惊讶）或多或少可以被明确标示（并且也能跨文化地被观察到），但更为复杂的感受（如同理心、骄傲或幸灾乐祸）唯有通过它们能够被语言描述并区分开来才得以存在。当新的感受称谓得到确立时（例如2021年度青年词汇“Cringe”），这一点尤为显眼。这在或许更强烈的意义上适用于审美分类以及（亚）文化从属代码（例如“超现实主义”或“朋克”）。除了哈曼、赫尔德与洪堡——以及黑格尔——之外，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卡西尔、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例如也可以被归入HHH范式；参见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145页。 ↩



[20]: “‘恰当的’词语开启了［……］现象，并首次将其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视野。发现与发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构想出一种表达，使我们意欲把握的事物显现出来。这是我们语言能力的一个决定性重要的侧面，我在此将其称为‘清晰表达’。”泰勒，《具备语言天赋的动物》，338页。强调为我所加，S.W.按。关于清晰表达作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参见特拉班特，《什么是语言？》，25–51页。在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框架内，世界开启的概念成为了批判（依HLC理论范式的）纯粹工具性-指称性语言理解的核心概念 ↩



[21]: 该引文出自1836年遗作出版的《爪哇岛古代卡维语著作》导论；参见洪堡，《论人类 ↩



[22]: 参见泰勒，《黑格尔》，119–125页。 ↩



[23]: 泰勒，154页及以下。 ↩



[24]: 《精神现象学》，68页 ↩



[25]: 关于黑格尔界限辩证法思想与语言表达问题的结合，亦参见雷扎·内加雷斯塔尼《理智与精神》中对洛伦茨·B·蓬特尔的诉诸，71页及以下。 ↩



[26]: 参见弗雷格，《算术基础》，10页。 ↩



[27]: “后形式主义整体论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语言结构与世界以及与语言使用实践的联结，唯有在参与其中的诸因素被理解为相互依赖的时才能够得到理解。但这意味著，语义结构内部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就其对意义具有构成性而言，恰恰不能仅仅从这些语言内部关系出发得到理解。语言不能在第一步被理解为某种自主的、仅仅从自身出发构成的形式结构，然后在第二步于语言实践中被‘应用’到世界上。语言实践以及它们在其中进行的那个世界，毋宁始终参与了作为整体的语言结构本身的构成——而且是以一种例如用语言的‘世界指涉’概念就已经未能把握的方式参与其中的。”贝尔特拉姆等，《在语言的世界中》，19页。 ↩



[28]: 参见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与美学》。 ↩



[29]: 参见布兰顿，《黑格尔现象学中的整体论与观念论》。 ↩



[30]: 刘创福（Chong Fuk Lau）例如强调了这一点：“与从亚里士多德经康德流传至现代逻辑的哲学不证自明性相反，黑格尔唯有在作为整体的体系中才看到了真理之最小的、亦即唯一的逻辑与存在论统一。”刘创福，《黑格尔判断批判》，193页。亦参见布兰顿，《阐明理由与把握概念》，53页。 ↩



[31]: “言语伦理学”的重要性例如由约瑟夫·西蒙在康德那里揭示出来；参见西蒙，《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244页。在布兰顿（对他而言这是《信任的精神》中的核心要点）之前，皮埃尔·布尔迪厄就已经指出了在社会理论脉络中考察语言的相关性。对于布尔迪厄（其论证主要针对乔姆斯基）而言，关键在于不存在中立的或纯形式的语言能力，而是这种能力始终伴随着对言说发生的情境的掌控。为了“好好”言说，人们例如必须知道应当以何种不同的方式称呼不同的听众。参见布尔迪厄，《论语言交换的经济学（1977）》。 ↩



[32]: 在对话的末尾，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至于人们究竟应当通过何种方式学习或自己发现对事物的认识，要看清这一点或许凭我和你还不够；但只要我们达成一致便已足够，即并非通过词语，而是远更应通过事物自身来探究和认识它们，而不是通过词语。”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39b。 ↩



[33]: 在其（亦以《解释篇》即“Peri hermeneias”或“De interpretatione”闻名的）《解释学》中，亚里士多德写道：“因此，被言说出来之物是内在意识中过程的表达，正如被写下之物是所言说之物的（表达）一样。正如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字母，同样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声音表达；然而作为心灵的原初经验，凡这些东西作为表达所针对者，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并且这些东西作为摹本所针对的事实，对所有人也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学或论语言表达（解释篇）》，16a。正如于尔根·特拉班特所阐释的那样，从这一思考中同样产生出亚里士多德对与语言相关的学科的划分：科学或哲学基于展示性逻各斯（logos apophantikos），即可承载真理的陈述句（断言性言语）。修辞学是非真理导向的说服（施事性言语）。按照这种划分，诗学是在语言中对真理的似真模仿（mimesis），即诗歌；参见特拉班特，《欧洲语言思维》，36页及以下。关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语言哲学开端的概述，亦见于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34–52页。 ↩



[34]: 关于这一主题，亦参见伽达默尔对语言与逻各斯（logos）关系的重构，《真理与方法》，409–422页。 ↩



[35]: 参见特拉班特，《欧洲语言思维》，38–45页。约翰·史密斯追溯了黑格尔在何种程度上也受到修辞-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参见史密斯，《精神及其字句》。 ↩



[36]: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20，52页及以下。关于路德的语言与精神构想，参见特拉班特，《欧洲语言思维》，110页。 ↩



[37]: 培根《新工具论》（Novum Organon）格言第59条。 ↩



[38]: 参见特拉班特，《欧洲语言思维》，129页。 ↩



[39]: 市场的隐喻在布兰顿关于合理性解放力量的理论中同样扮演着角色，不过恰恰不是作为传统无知的场所，相反是作为共同体话语论证的领域；参见布兰顿，《阐明理由与把握概念》，201页及以下。亦参见培根格言第68条：“关于各类偶像及其附属物，要说的就是这些。对它们全部必须以坚定而庄严的决心予以弃绝与摒弃。精神必须完全从中解放并净化出来，以便通向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类王国的途径，唯有像一个未受前提预设束缚的孩子进入天国那样才能进入。”
至少它们［词语，S.W.按］如此深地介入我们的知性与真理之间（而知性本欲沉思并把握真理），以至于正如可见对象所穿过的媒介那样，它们的不清晰与混乱不时在我们眼前投下迷雾，并欺骗我们的知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人们施加于自身以及他人身上的谬误中，以及人们争论和观念的错误中，有何等巨大的一部分归咎于词语及其不确定或被误解的意义，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这是通向知识之路上不小的障碍；我由此断定我们应当更加审慎地对此予以防范，因为人们不仅远未将其视为一种不便，反而将改进它的技艺视作人们研习的要务，并赢得了学识与精微的美誉［……］。但我倾向于设想，如果语言作为知识工具的不完满性能够被更为彻底地权衡，那么诸多 ↩



[40]: 洛克，《人类理解论》，363页。 ↩



[41]: 当黑格尔本人将“内核”与语言都称为“可见的不可见物”或“可见的不可见性”时，他似乎采纳了这样一种思想（《精神现象学》，239页与244页）。 ↩



[42]: 洛克，《人类理解论》，435页。 ↩



[43]: 参见赫尔德，《纯粹理性批判元批判》与哈曼，《关于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1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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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精神现象学》，5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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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因此，［不］透明性与萦绕浮现（Vorschweben）的关系对黑格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哲学有权从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是为表象的世界制造的）中，挑选那些契合于 ↩



2. 研究综述

黑格尔为一种比20世纪常见的语言哲学更为丰富的语言探讨提供了指引。此外，语言还与黑格尔思辨思维活动中关于有限性意义的问题相联系。[69] 因此，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对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是有启发性的；但另一方面，语言这一主题对于我们理解黑格尔的哲学也同样富有启发。对语言在黑格尔哲学中所处角色的界定被证明是极其棘手的，文献在此也得出了相应不一致的结论：要么语言被解释为形而上学的次要舞台；70 要么语言被视为黑格尔哲学对自身进行

似乎接近概念。这不可能在于：要为从日常生活语言中选出的一个词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把该词与哲学所使用的同一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因为日常生活没有概念，只有表象，而认识那本来只是纯粹表象者的概念，这正是哲学本身的事情。因此，当表象在其用于哲学规定的表达中，对其区别隐约意识到某种大致的东西时[着重为引者所加，S.W.]，这必定就足够了，正如在那些表达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在其中认识到了更切近地关涉相应概念的表象细微差别。”（WL2, 406f.）。

解构的环节，因为哲学虽然无法完全避开语言，但也无法将语言与自身合而为一；71 要么语言被用于一种过度紧缩的解读，试图将黑格尔哲学还原为一场语言改革。72 另一个问题在于，现有的研究要么涉及黑格尔著作的横截面，要么仅涉及单个段落（即节选）。因此据我所知，尚无任何著作追踪了黑格尔关于语言的论述与作出这些论述的具体著作之间的体系性关联。[73] 这尤其适用于

71 这种解释源于德里达，不过德里达在这里显然比大多数追随他的人要精微微妙得多。

72 如约翰·麦坎伯，《词语之伴》（The Company of Words）。

《现象学》。因此，在本研究撰写之时，既没有专著明确致力于《现象学》中的语言主题，也没有专著结合了关于

辩证法”；“哲学与诗”以及《真理与方法》，第469–475页。在当代的德语哲学中，存在着在“后分析哲学”意义上对黑格尔与语言的巨大并行兴趣；特别参见格奥尔格·W·贝尔特拉姆、克里斯蒂安·马丁与皮尔敏·斯特克勒-魏特霍费尔的研究。目前英语学界最引人注目的黑格尔解释是罗伯特·布兰顿的解释，他将黑格尔视为其自身推论主义语义学的先驱（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对此展开探讨）。迈克尔·因伍德不仅翻译了黑格尔，还撰写了一本关于黑格尔概念用法的“词典”，并附有一篇关于黑格尔语言的导言；参见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约翰·麦坎伯将黑格尔的纲领还原为一场语言改革（参见McCumber, The Company of Words），而吉姆·弗农则试图推导出一门狭义上的黑格尔语言哲学。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对词汇和语法的解释；参见Vernon, Hegel’s Philosophy of Language。对于英语传统而言较为非典型的是，约翰·H·史密斯强调了修辞传统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特别是与教化相关的部分（参见Smith, 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亦参见Cook,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以及Reid, Real Words。在法语学界对黑格尔的探讨中，对语言有着相对强烈的聚焦，从亚历山大·柯瓦雷（《论黑格尔的语言与术语》）开始。对科耶夫，特别是对伊波利特而言，语言也是黑格尔解释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参见Hyppolite, Logic and Existence，第3–56页。在解构主义中，语言被视为无法扬弃的外在性环节，它危及哲学与文学的分界、精神的自我现身，从而危及体系诉求。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德里达的黑格尔解释。在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那里，这一论题也与呈现概念联系在一起；参见Lacoue-Labarthe, Le Sujet de la philosophie以及Nancy, La remarque spéculative。南希与拉库-拉巴特在他们关于耶拿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合作著作中也探讨了呈现的意义（参见Lacoue-Labarthe und Nancy, Das Literarisch-Absolute）。在当代承接这一传统的凯瑟琳·马拉布探讨了黑格尔哲学中可塑性与偶然性的相关性。这对于语言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拉布强调了思辨思维活动与必然具有偶然性的语言之间的联系，并在此语境中强调了思辨命题与其阅读的关系；参见Malabou, The Future of Hegel以及Ontologie des Akzidentellen。在贝尔纳·布尔乔亚那里也可以找到对黑格尔关于语言的论述的探讨，最近在纪尧姆·勒热纳那里更是表达得十分明确；参见Bourgeois, Pour Hegel中的语言哲学章节，以及Lejeune, Sens et usage du langage chez Hegel。

黑格尔哲学的语言与呈现的提问。[74] 我想基于以下问题对现有文献作一综述：（1）黑格尔究竟有没有一种（明确的）语言哲学？（2）如果有，它在哪里？语言在黑格尔那里的核心位置在何处？（或者说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个位置？）。（3）语言对体系起到了什么作用？（4）语言对人类思维活动具有什么功能（即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黑格尔赋予语言以何种功能），语言又与哪些其他主题领域相联系？（5）语言与呈现的联系何在——特别是对于《现象学》而言？[75]

（1）黑格尔究竟有没有一种（明确的）语言哲学？ 由于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注记分布零散，人们常常否认黑格尔拥有一种明确的语言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尤其取决于：语言对黑格尔而言是否构成或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一个特定的考察对象，抑或语言的意义是否反而

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可以将黑格尔哲学整体理解为语言哲学。[76] 例如，约瑟夫·西蒙的核心论点就是，语言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中心，相应地，即使在没有明确提及语言的地方，关涉的也同样是语言。[77] 语言对黑格尔来说并非与其他对象并列的某个特定对象，这被西蒙用作将黑格尔哲学整体解读为潜在语言哲学的论据，即便在黑格尔并未明确讨论语言的地方也是如此。特奥多尔·博达默尔同意语言对黑格尔而言不仅仅是与其他对象并列的客观考察对象，但他反对西蒙，指出只有在精确追踪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明确论述时，这一点才会真正显露出来。他由此拒绝了西蒙将黑格尔哲学整体解读为一种黑格尔本人尚未表达出来的语言哲学的进路，并特别主张这样一种论点：黑格尔恰恰是出于对语言本质的深刻洞见，才放弃了在其哲学中为语言分配一个特定位置。[78] 在这场论辩中已经凸显出一个在更新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那些试图（根据各种大多从外部带入黑格尔的标准）探明什么是“黑格尔的语言哲学”即一种明确界定的语言理论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从黑格尔的文本中提炼出那里本就不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东西。[79]

与之相反，我希望将我的考察聚焦于《现象学》，以便追踪语言在其中的具体相关性。这有几个原因：一方面，黑格尔的各部著作是内在自足的，并具有不同的论证目标。因此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著作界限进行普遍化。其次，语言在《现象学》中不仅作为意识经验的环节具有相关性，而且发展一种哲学的语言在黑格尔走向《现象学》的道路上，本身就成了他的一个课题。因此，语言问题与《现象学》的问题本质上结合在一起（而《逻辑学》则建立在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基础之上）。《现象学》具有特定的论证纲领，在于打破既有理论——即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那种已经被理论所塑造但仍处于

前科学状态的常识——并由此将其敞开以供论证性检验。既然语言是意蕴使自身客观化的媒介，它就将理论家们束缚于现有持存之物。黑格尔相应地寻求突破这种束缚的语言策略。因此，语言与对前提的束缚以及与前提的拉开距离相关联。这些前提既可以是理论性的，也可以是实践性的。

语言作为意识的问题，构成了《现象学》教学法功能的一部分。但语言不仅是科学传授的问题，而且同样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哲学科学展开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哲学科学的目标在于认识人类的思维与认识能力，黑格尔将其称为精神。因此，对精神的认识具有自我认识的形式，即认识精神如何发展自身。精神的发展通过对不同复杂程度的世俗形式的规定而得以实现。这包括例如能够规定单个思想的命题，但也包括社会建制、艺术作品、宗教实践和科学理论（它们既涉及精神自身的发展，也涉及自然）。但精神的发展超越了每一种特定的表述形式。语言在其中似乎具有突出的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表述形式要么本身具有语言结构，要么在语言中沉淀下来（如社会形式），要么是因为它们反过来要求语言的阐明（如艺术作品）。尤其是对于哲学理论而言，它们本身就是语言的产物。

因此，对于黑格尔的哲学科学自身而言，也提出了它如何对待自身的语言表述的问题。由于它在原则上是对单个、离散规定的超越——黑格尔在这一语境中谈到了规定的运动——因此黑格尔必须阐明，这种动态性如何能够与特定形式的静态性结合在一起被思考（用黑格尔的词汇也可以这样表述：精神本质上是否定性，但它仍必须赋予自身以肯定的规定——然而随后又必须再次超越这些规定）。这一问题在黑格尔对语言的处理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不仅指黑格尔关于语言说了什么，而且指黑格尔自身（一贯地）如何使用语言。

因此，在黑格尔的哲学语言中，人们可以理解为意识的教学法或教化的东西，与黑格尔哲学的辩护环节相互重叠。《现象学》不仅探讨了各个理论的具体前提，而且同时探讨了理论在根本上如何对待其语言表述的问题。[80]

（2）黑格尔的“语言哲学”在哪里？ 黑格尔文本全集的各个不同部分在语言研究中都发挥了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段落是《现象学》的序言、《逻辑科学》第二版的导论，以及《全面教学纲要》中黑格尔关于符号对从表象向思维活动过渡的意义的阐述。[81] 此外，学者们也较常参考耶拿体系草稿，以及黑格尔1809年的纽伦堡中学校长就职演说（他在其中论证了学习古代语言的重要性）。[82] 与此相反，《现象学》的正文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在这里——在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教化、良知和宗教的各章中——不仅展开了对语言的实质性探讨，而且这些探讨在体系上朝着思辨命题的理论推进（这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是通过逐步展开关于思辨同一性的经验与认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摧毁自然意识的语言理解）。[83]

（3）语言对体系起到了什么作用？ 语言与哲学的体系性问题及其对真理与客观性的导向紧密结合在一起。[84] 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方面是真理与表征的经典对立。黑格尔对自然表象的批判——《现象学》正是以此开篇——恰恰指明了：将真相与向我们显现者严格分离

（一条“绝对划分的界限”），本身建立在未经反思的假设之上。与他对自然表象的批判类似，黑格尔对待语言的立场也是如此：正如真相也能够且必须显现一样，真理也能够系统地通过语言得到呈现。但对此的证明归根到底无非是呈现出一个科学体系，该体系在其中反思了自身的受呈现性。[85] 经由这条道路，黑格尔一方面避免了建立在直接自我现身假设之上的反表征立场，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导向现象与表征之不可消解的相对主义的反现身立场。[86] 自然表象的怀疑论最终产生于这两种立场的一种合谋，其中意识假定自身拥有一种直接的自我关系，而它对世界的认识却永远保持存疑。[87] 通过意识以这种方式将自身与世界相对立，就产生了一种语言怀疑论，因为意识的（假定的）完整性似乎总是已经受到属于世界的语言的威胁。这一问题贯穿了《现象学》的大部分内容。事实表明，黑格尔虽然以最大的彻底性解构了意识的语言怀疑论，但同时认为这一问题足够严重，以至于要为其自身哲学构想一种与语言的全新关系。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常规句子的形式以及我们对语言的“自然”关系必须被打破。[88] 对于一个应当自我奠基的体系而言，语言由于两个原因而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它导致了本应被思考为统一之物的碎片化；另一方面，语言总是受到历史性的“污染”。[89] 这两个环节都属于元批判的异议，且二者都在《现象学》的进程中得到了探讨。

（4）黑格尔赋予语言在人类思维活动中以何种功能？语言与哪些其他主题相关联？《全面教学纲要》中的著名段落导致人们普遍将这样一种立场归于黑格尔，即（主要）将语言理解为符号。但在《现象学》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这里，语言的核心规定在于：它

占据了精神之定在的位置。与《全面教学纲要》不同，语言由此并非首要地与主观精神的认知过程相联系。作为符号被理解的语言构成了从直观活动向思维活动的过渡。但语言不仅作为心理学的要素具有相关性，这对于《现象学》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在该书中，语言主要是在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语境中被专题探讨的。我们将在本书的推进过程中看到，黑格尔探讨了语言的构成性异己性。这种探讨对于《现象学》也格外切合，因为意识的自我不透明性也与语言本质上的晦暗性相关联。黑格尔的哲学科学至少考虑了语言的三种功能或维度：首先是语言的认知功能与交往功能，其次是它的开启世界与审美维度，后者对绝对精神理论而言尤为重要。[90]

（5）在《现象学》中，语言与呈现的关联何在？ 对黑格尔而言，通向哲学的道路也是

通向哲学语言的道路。这尤其在于：语言不仅是科学理论在众多对象中可能面临的一个考察对象，而且是任何科学理论得以表述的必然条件。因此，关键在于阐明《现象学》的纲领，并以此为出发点展示发展一种哲学语言对黑格尔而言具有何种意义。[91] 哲学的

维特根斯坦。这种内容上的关联，或者至少对两位哲学家的共同兴趣，体现在皮尔敏·斯特克勒-魏特霍费尔、迈克尔·福斯特和克里斯蒂安·马丁的研究中；对此参见Alexander Berg, Wittgensteins Hegel以及Mácha und Berg, Wittgenstein and Hegel。

语言对黑格尔而言是不均质且复杂的：它在词语的不同意义层次中运作，并由此将词语自身展示为一种层叠的历史（Ge-Schichte），展示为相互重叠与结合的历史性关联的聚合体；这些关联恰恰在其多样性中对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允许在不同层面上——例如概念层面和表象层面——展开论证。哲学作为自我完成的怀疑论必须包含两层含义：它不能停留于无规定性之中，并且必须在哲学中达成“对真正怀疑的包容”。[92]

[69]: 根据这一区分，关于黑格尔语言思想的文献可以合理地划分为两类；参见Surber, »Hegel's Speculative Sentence«，第425页及以下。关于第一个环节（对语言更为丰富的探讨），例如参见Bodammer，他强调了黑格尔对语言的探讨中的“视角多样性”（第239页）。第二个环节（语言作为有限性的标记）在约瑟夫·西蒙和维尔纳·马克斯等人那里扮演了核心角色。瑟伯强调，这两个要点在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理论中汇合。

70 例如维尔纳·马克斯，《绝对反思与语言》（Absolute Reflexion und Sprache）。 ↩



[73]: 即使在与黑格尔相关的议题中，语言主题属于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但仍然存在大量文献。关于黑格尔对语言探讨之复杂性的清晰呈现，可参见迈克尔·福斯特，»Hegel on Language«。瑟伯的主编文集（Hegel and Language）以及林多弗与纳古舍夫斯基的文集（Hegel: Zur Sprache）也提供了文献综述。在德语学界关于黑格尔语言主题的文献中，约瑟夫·西蒙与特奥多尔·博达默尔的研究构成了最重要的参照点。作为其背景的是布鲁诺·利布鲁克斯关于《语言与意识》（Sprache und Bewusstsein）的六卷本著作，特别是第五卷《思维方式的第二次革命：黑格尔：精神现象学》（Die zweite Revolution der Denkungsart.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约瑟夫·西蒙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语言问题》（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中论证了黑格尔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语言哲学，而博达默尔则针锋相对地主张，黑格尔恰恰是出于对其本质的深刻洞见，才没有将语言置于其体系的中心。博达默尔著作的价值主要在于他清晰地梳理了语言在黑格尔哲学的各个具体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参见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在一篇受到较少关注的研究中，金特·沃尔法特强调了语言的审美维度及其对思辨思维活动的相关性；参见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维尔纳·马克斯则片面地将语言解释为逻各斯的仆从（不过他也至少指出了语言自身的能动性）；参见Marx, Absolute Reflexion und Sprache。此外，还可参见卡尔·洛维特（«Hegel und die Sprache»）与尼古拉·哈特曼（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第243–250页）关于黑格尔语言（哲学）的评述。在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研究领域之外，批判理论与解释学理论也都探讨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语言。在恩斯特·布洛赫那里，语言紧随独立思考之后（Subjekt-Objekt，第17–30页）。亦参见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Drei Studien zu Hegel以及Habermas, »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r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伽达默尔的思想是在与黑格尔的论辩中发展的，其中语言与辩证法的关系始终发挥着作用；参见Gadamer, »Hegel und die antike ↩



[74]: 杰弗里·里德于2021年春季出版了一本书，明确涉及语言在《现象学》中的重要性，但在本项研究中已未能加以考虑；参见Reid, Hegel's Grammatical Ontology。通常仅有《现象学》的序言被算作黑格尔探讨语言的核心处所；参见Surber, Hegel and Language中的导言。呈现或多或少被完全理解为一种逻辑论证的操作流程，充其量只是在思辨命题理论的框架下才与语言问题领域发生交集。关于黑格尔呈现概念的核心著作是米夏埃尔·托伊尼森的专著《存在与映象》（Sein und Schein），他在书中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阐发了呈现与批判的统一。这一研究导向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式的交往自由理论。对此亦参见Fulda, Horstmann, und Theunissen,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Metaphysik中随后的争论。将呈现概念还原为其论证维度的做法例如体现在Ulrich Claesges, Darstellung des erscheinenden Wissens. Systematische Einleitung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以及Puntel, Darstellung, Methode und Struktur中。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黑格尔将呈现概念与知识的自我阐释环节结合在一起。我的研究也将承接这一评估；综述参见Brendan Theunisse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als metaphilosophische Theorie，第193–200页。布拉迪·鲍曼提出了类似的进路，他虽然同样没有将语言与呈现结合起来，但将呈现（从纳尔逊·古德曼出发）理解为自我范例化（Selbst-Exemplifikation），即建立一种自我关联；参见Bowman, »Werden der Wissenschaft«. Gehalt und methodisches Ideal der Hegelschen Darstellungsform。在此背景下有富尔达，»Hegels Dialektik als Begriffsbewegung und Darstellungsweise«。 ↩



[75]: 参见贝蒂娜·林多弗在Lindorfer und Naguschewski, Hegel: Zur Sprache中的导言。 ↩



[76]: 参见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第vii页及以下。 ↩



[77]: Simon, 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 ↩



[78]: 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第viii页。 ↩



[79]: 因此，这些进路试图从黑格尔的文本中提炼出一种仅在其中隐匿地存在的语言哲学。这种做法迫使例如吉姆·弗农跨越著作界限来组合文本关联；参见Vernon, Hegel'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80]: 就此而言，《现象学》具有元理论功能。对此详见Brendan Theunisse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als metaphilosophische Theorie以及Gabriel, »What Kind of an Idealist (If Any) Is Hegel?«。 ↩



[81]: 参见《全面教学纲要》第457–464节。 ↩



[82]: 综述例如参见耶雷·瑟伯在其主编的文集Hegel and Language中的导言。由此引出的一个后续问题是，黑格尔关于语言的立场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保持前后一致。迈克尔·福斯特在»Hegel on Language«中指出了黑格尔语言思想的发展以及各时期之间的差异。 ↩



[83]: 参见关于各章节的单独论文，例如Schlösser, »Handlung, Sprache, Geist«以及Schlösser, »Self-Knowledge, Ac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Confession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84]: 参见Surber, Hegel and Language，第14–20页。在该文集中，凯文·汤普森与安杰莉卡·努佐的文章探讨了语言与体系性的关系。关于客观性与真理，参见里德、麦坎伯和刘（Lau）的文章。 ↩



[85]: 参见Smith, 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第33页。 ↩



[86]: Smith，第31页及以下。 ↩



[87]: 因此，自然表象倾向于一种被詹姆斯·科南特描述为笛卡尔式怀疑论的立场，参见Conant, »Two Varieties of Skepticism«。 ↩



[88]: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9页。 ↩



[89]: 参见Thompson, »Fragmentation, Contamination, Systematicity: The Threat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mmanence of Thought«。 ↩



[90]: 本研究的重要参照点出现在关于语言与其相联系的考察对象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贝尔特拉姆、劳尔、利普托夫和泽尔主张将语言用作贯穿一系列语言外主题领域的线索，而不是试图在语言层面上解决非语言问题；参见Bertram, Die Sprache und das Ganze以及Bertram u. a., In der Welt der Sprache。刘创福在其《黑格尔的判断批判》（Hegels Urteilskritik）研究中探讨了语言对于《逻辑学》、判断和思辨命题的作用。关于语言、表象和文学形式的探讨见于克劳斯·菲韦格的《怀疑与自由》（Skepsis und Freiheit）以及在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之际出版的黑格尔传记（Vieweg, Hegel）。阿尔布雷希特·科绍克探讨了黑格尔思想特别是历史哲学的叙事维度（Hegel und wir）。黑格尔的修辞维度对朱迪斯·巴特勒同样具有重要性；参见Butler, Subjects of Desire第一章。乔治·阿甘本在《语言与死亡》（Die Sprache und der Tod）中处理了黑格尔那里的语言、声音与死亡的关系。对黑格尔著作中的语言细节与弦外之音的相关性敏锐洞察的，是丽贝卡·科梅的解释；参见Comay, Mourning Sickness以及Comay und Ruda, The Dash。礼萨·内加雷斯塔尼关于通用人工智能基本前提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康德和黑格尔，特别是立足于黑格尔的语言概念（作为精神的定在）作为智能社会性的基本前提。在此过程中，内加雷斯塔尼也承接了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解读；参见Negarestani, Intelligence and Spirit。关于语言与呈现问题的一个重要联系（虽然这会超出本书的范围）构成了关于黑格尔与 ↩



[91]: 迈克尔·福斯特已经指出了语言开显对黑格尔的重要性：“早在1805年写给福斯的一封著名信件中，以及在由其传记作者罗森克兰茨保存的大致同时期的若干残篇中，黑格尔就致力于一项让哲学讲德语（而不是例如采用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术语体系）的规划。然而，他也认为，德语中目前现有的概念不足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立场。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概念无可避免地蕴含着二元论，而这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的一元论是不相容的。在假定概念由词语用法构成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导向了以下解决方案：修改相关德语词汇的现有词语用法，以便使其表达新的、恰当的概念。这是《精神现象学》的一项核心任务（顺便提一句，这有助于解释该著作那种独特的晦涩：即它使用了人们熟悉的词汇，却以不熟悉的方式来使用）。”Forster, »Hegel on Language«，第160页及以下。黑格尔写给福斯的信件草稿写在关于绝对知识的残篇背面，这被《现象学》考订历史版的编者判定为黑格尔撰写《现象学》的第一个明确证据（参见GW9, 465）。辩证法、呈现形式与修辞之间的关联是德里达在《丧钟》（Glas）中解读黑格尔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参见第12页及以下和第35页及以下）。关于黑格尔对哲学语言的发展，还可参见Pinkard, Hegel，第82、676页。创造新词汇的必要性在平卡德看来是黑格尔“激进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同上，第137页及以下）。弗里德里希·富尔达区分了意义修改的不同功能；对此参见Fulda, »Unzulängliche Bemerkungen zur Dialektik«，第57页。克劳斯·菲韦格也论证道，呈现形式的相关性以及对多种呈现形式的探讨本身就属于怀疑论：“皮浪主义的各种不同呈现形式，从论式和生动描绘一直到随笔，展现了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在论证与叙述之间、在逻辑与隐喻之间特有的摇摆不定。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本性，由于这种处于艺术与概念思维活动之间的特殊中介地位，才在现代激发了对怀疑的非凡兴趣。一方面， ↩



[92]: 参见Vieweg, Skepsis und Freiheit，第19页。菲韦格在此也将皮浪主义解读为黑格尔的形式范本，因为那里正蕴含了隐喻与逻辑、具象表象与概念的结合。同时他提醒注意，这一考察领域仍“几乎未被开辟”。因此，我们希望将这一考察明确聚焦于《现象学》。关于黑格尔语言的不均质性，参见Kristina Mendicino, »The Pitfalls of Translating Philosophy: Or, the Languages of G. W. 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3. 论本书的论述思路

本书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现象学》中哲学真理的呈现问题，以及语言对于思想呈现的相关性。这里展示了精神在何种程度上通过其呈现而构成自身，《现象学》作为显现知识的呈现为此作出了何种贡献，以及这一问题领域如何与黑格尔关于言语和思维活动之关系的构想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黑格尔在其哲学文本中所发展的语言便获得了哲学上的理据。

在第二部分中，我考察了两种语言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当代黑格尔诠释，即雅克·德里达与罗伯特·布兰顿的诠释。德里达将黑格尔视为其自身思维活动的先驱——这种思维活动以差异以及文字不可扬弃的外在性为导向；但他试图详细证明，黑格尔在何种程度上将差异从属于同一性。特别是在《丧钟》中，德里达将这些思考推进到文本的形式层面上，并发展出了从语言异化的文本策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非命题式维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反，布兰顿则将黑格尔诠释为

怀疑论者的处境构成了“现代诗的主导环节”（黑格尔），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在哲学走向审美化或文学化的趋势之中。”菲韦格，《怀疑与自由》，第17页。

一种复杂的“综合”理性主义的代表，并由此将其视为自身以推论（因而也是命题式）为导向的语言哲学的先驱。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诠释在以下方面也与德里达截然对立：布兰顿所关注的恰恰是黑格尔对异化环节的克服。不过，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布兰顿强调了在黑格尔那里，语言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在社会哲学框架内（即在客观精神层面上）得到考察。

在其余各部分（第3至第5部分）中，我追踪了《现象学》正文中语言与呈现的关系问题。在此，我仅限于那些将语言与呈现明确且详尽地作为主题的章节。起初，语言作为意识经验的一个环节发挥作用，随后则作为绝对者的呈现媒介。人们（借助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中对精神的划分）可以如下理解这一点：关于语言与思维活动的关系或关于个体的表达的问题，处于主观精神的层面上。这一问题是借助关于感性确知的章节以及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来探讨的。在此，语言的认知功能处于前景。关于语言的交往功能以及语言在社会语境中的意义的问题，是一个客观精神的问题。它在关于教化和良知的各章中得到探讨。关于语言对于绝对者呈现的意义的问题，是一个绝对精神的问题。关于宗教和绝对知识的各章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只要语言作为绝对者呈现的媒介得到考察，其开启世界的维度就成为焦点。关于直至“精神”章末尾的发展，可以总结说：语言在此向（自然的、理性的和精神的）意识显现为某种现存的东西，即意识将其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现成发现的东西。正如我在第3和第4部分中所重构的那样，人们在不同层面上对语言的这种“既定性”（如特奥多尔·博达默尔所说）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本书第三部分探讨语言在《现象学》“意识”章与“理性”章中的作用。对于感性确知（黑格尔在《现象学》“意识”章第一部分中所考察的形态）而言，语言显现为其意见直接自我反驳的要素。因此，语言显现为一个难题。同时，这一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黑格尔在此确立了对后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不可言说者”乃是不折不扣的“非真理”，而与此相对，语言则是“更真实者”。因此，黑格尔从一开始就阐明，真理并不回避语言的表达。关于感性确知的章节由此开启了将真理书写下来的难题。“面相学与颅相学”中的观察理性同样对语言采取了一种拒斥立场。由于观察理性认定人的意图在其言语表达中（正如在更普遍的人的行动中一样）发生颠倒，且语言所表达的总是一方面多于、另一方面少于个体的真实意图，因而语言作为表达的媒介应当被绕开。但在此表明，个体性在面部表情或头盖骨中那些假定的直接表达，从根本上无法保证评价一种复杂个体性所必需的规定性程度。相反，某种特定的骨骼隆起只能表明存在某种特定的素质，“抑或不存在”。因此，这种持语言怀疑论取向的意识形态本身表明，它只不过是通过空谈来掩饰自己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除了这一现象学发展之外，黑格尔在此还开启了平行展开的对判断形式的发展与批判。

在第四部分中，我考察了《现象学》“精神”章中的两个节，该章将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并由此作为在不同社会语境与言说情境中的交往媒介来加以探讨。尽管意识在此之前一直采取语言怀疑论的立场，但从这里开始，它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语言现在被体验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个体表达的直接途径以及个体获得社会承认的媒介；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屡屡倒向对语言的拒斥，语言因而进入异化体验的中心。在这些体验中，语言似乎是一种纯粹外在的形式（例如阿谀奉承或虚伪）。这两个环节（社会承认与异化）尚无法统一起来，因此，表面上的直接理解与中介的失败便交替出现。在此最终表明，只有当参与者不仅愿意向彼此敞开，而且愿意向语言敞开时，语言才能促进人际间的交往。

在本书第五部分中，语言作为绝对者的呈现媒介受到考察。这相应于宗教意识的规划，宗教意识发展出了神圣者的再现表征。在《现象学》中，黑格尔在此框架内亦探讨了艺术的各种形式。精神开始主动运用语言，并发展出由语言的（以及前语言的）表达可能性构成的精细化语库。正如我所重构的那样，对语言的考察由此也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相关性。

在“精神”章中，语言作为精神之重要表达媒介的相关性固然得到了关注，但并未着眼于表达可能性的发展而受到考察，因为注意力的中心是社会关系——即行动的星座，而这种行动部分地也是语言行动。唯有在绝对精神的层面上，即自“宗教”章起，才真正开展对作为其自身的语言的表达可能性的考察。在那里，问题在于世界如何通过媒介、尤其是如何通过语言得到开启。在“精神”章中，关键在于语言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核心环节；而“宗教”章则追问，语言表达的不同形式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在此涉及审美形式（诸如赞美诗唱诵、悲剧与喜剧）。各种宗教形式的核心难题在于：它们在构成上依然固着于“表象”的范式之中，这最终削弱了精神的自我认知。黑格尔的语言批判在此显现为对表象的批判，该章由此也开始切中要害地阐发黑格尔对表象意识的普遍批判。

我将《现象学》的结语解释为对其呈现的反思。绝对知识不仅包含对哲学知识从日常前知识中发展而来的洞见，而且包含对这种知识的媒介呈现之意义的洞见。在论绝对知识的一章中，一个核心环节便是黑格尔将时间视为概念之定在的构想。在此展现了语言（精神的定在）与时间之间的平行对应：二者皆是表达的环节，在构成上归属于将精神规定为“概念”的规定之中。论绝对知识的章节对于呈现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呈现于此应当成为自我指涉的（如黑格尔所说的“成为自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黑格尔在此将呈现的论辩层面与更具叙事性的、媒介的层面汇聚为“被把握在概念中的历史”。在《现象学》的末尾，矗立着精神向其转变中的自由释放。精神由此被重新指引向其在语言这一外在媒介中呈现的运动。同时，精神在这一刻向语言的及媒介的表达形式敞开，而在《现象学》发展的开端，意识曾对这些形式加以拒绝。


第一部分：《现象学》中呈现与语言的关联——体系性问题的展开

本论文的标题将我们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聚焦于两个环节，即语言与呈现。它指向了对于本项《现象学》解释而言提出的两个出发点问题（1与2）以及紧随其后的两个问题（3与4）：(1) 什么是哲学真理以及它是如何被呈现的？(2) 黑格尔如何理解思维活动与言语的关系？(3) 前两个问题如何相互关联？换句话说：对于黑格尔而言，哲学真理乃至通向哲学真理的道路经由语言中介，这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个别思想者如何通过语言中介发展出通向哲学真理的路径？最后涉及的是这三个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4) 黑格尔的哲学语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其“回答”的一部分，或者被理解为他处理问题 (1) 至 (3) 的一个环节？由此要探问的是，从这里所勾勒的问题星丛中，是否能够对黑格尔处理语言的哲学基础得出结论。接下来的第一部分中的四个主要小节将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探讨。它们因而也构成了探讨《现象学》正文的后续各部分的基础背景。在此贯穿始终的主导问题是：语言作为外在定在，对精神的阐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呈现与真理

我们首先从一个总括性的概述开始，这一概述将在本论文第一部分的其余各节（涉及《现象学》的“序言”与“导论”）以及随后的第3至第5部分（涉及《现象学》的正文）中得到进一步分化展开。首先的问题是：对于黑格尔而言，什么是“呈现”？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呈现与其所应当呈现的内容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便能勾勒出“呈现”这一主题复合体与“语言”这一主题复合体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1.1 什么是呈现？

呈现概念以双重方式处于《现象学》的核心：一方面作为哲学真理的呈现，另一方面作为显现知识的呈现。[1] 其中，第二个环节——对显现知识的批判性呈现——描述了真正的现象学纲领，即通过对显现知识的呈现来实现对真理的呈现。通过这一呈现纲领，意识对其认识活动的对象所抱有的错误表象被逐一抛弃。然而，由此发生了一种对真理的间接接近，因为尽管认识活动在现象学考察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显现为受到某些（未加反思的）前提预设的局限，但它在此过程中同时也证明自身是实在的。意识被确证的每一个结构性错误同时也就是一种认识：当我们确证我们在（个别点上）犯了错，或者在某些前提预设下甚至陷入了结构性的、即体系性的错误时，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关于这一错误（或这一体系性错误结构）发现了某种真相。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意思：对错误的恐惧倒不如说是对真理的恐惧。[2] 因此，每一个被澄清的错误都是一种特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活动的实在性”[3]在《现象学》的结尾（在关于绝对知识的章节中）本身成为了（绝对）知识的对象。“哲学真理”在此是某种实际上只有在呈现的进程中才作为真理本身进入视野的东西（因而它在序言中仅仅是被预测的）。它与现象学呈现与认识活动过程的体系构想及自我认识紧密相连。

在我们详细考察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的呈现策略之前，有必要指出其与《逻辑科学》的关系。《逻辑学》同样是对哲学真理呈现问题的探讨，并且包含了一种特定的解决思路。在《逻辑学》中，哲学科学的把握性思维活动在其特有的“概念”媒介中体系性地自我呈现。《逻辑学》是对纯粹的、思维着自身的思维活动的呈现，亦即对思维活动能够就自身进行思维的各种形式的呈现。思维活动的规定在《逻辑学》中依照其内在动力展开，相应地，人们可以将《逻辑学》理解为哲学真理的自我规定或“本真”呈现。《逻辑学》从一开始就运行在绝对知识的媒介中，并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对具有概念结构的认识活动的实在性的洞察，而这一实在性正是在《现象学》中得到准备的。简而言之，《逻辑学》包含了对哲学科学及其概念的内在辩护。它的展开源自思维活动基本概念（或黑格尔所称的“思维规定”）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看似简单的概念规定不断过渡到愈发复杂的概念关系和网络之中。[4]

相反，《现象学》所包含的对哲学科学的辩护，相对于纯粹概念性思维活动的媒介而言是外在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现象学》通过反驳关于何为真理的既有假设，以间接的方式接近哲学真理。在此过程中，它并非纯粹概念性地推进，而是立足于意识的表象世界，并在其呈现中依据知识向意识显现的形式来定向。以这种方式，《现象学》成为进入纯粹概念性哲思的导引。但在此必须注意的是，《现象学》同样包含着从自身出发证明其自身科学性的要求。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两种科学形式——从而哲学真理的两种呈现形式——都是必然的。逻辑呈现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哲学科学必须能够从自身出发得到奠基。而现象学呈现之所以也是必然的，是因为通向这一科学的中介性路径无论如何必须是可能的。正因为《现象学》并不使用纯粹概念来运作，对于语言的探讨对其呈现而言才是根本性的；因此，呈现与语言这两个问题领域的结合，构成了《现象学》特有的问题。[5]

由此我们回到对《现象学》中呈现概念的考察。检验显现知识的呈现过程始于一个尚未获得权威确认的立场。黑格尔强调，科学在开端处不过是诸知识主张中的一种显象。尽管我们已经在谈论诸如真理、认识和“绝对者”等哲学概念，但我们并未系统地掌控这些概念，情况依然如此。因此黑格尔指出，它们的（本真）“概念”尚有待“给出”，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体系性考察的进程中才会理解什么是“绝对者”和“真理”：

与其沉溺于这类无益的表象与言辞——将认识活动视为攫取绝对者的工具，或视为我们借以瞥见真理的中介媒介等等[……]，与其采信科学无能从设定此类前提预设关系中所汲取的借口（既借此免除科学的劳作，又借此营造出严肃热忱努力的表象），与其劳神费力去回应这一切，它们倒不如作为偶然与任意的表象被干脆抛弃，而与此相联系的诸如绝对者、认识活动，乃至客观与主观以及无数其他被预设为其意义乃众所周知的字词的使用，甚至可以被视为欺诈。因为借口其意义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自己也拥有其概念，似乎毋宁只是为了省却主要的事情，即给出这个概念。[6]

明显超出本论文的范围；对此参见例如弗里德里希·富尔达的经典研究《黑格尔逻辑科学导论的问题》，以及更新近的文献：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第二部分），托伊尼森，《作为元哲学理论的黑格尔现象学》，以及科马伊与鲁达，《破折号》。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对两门科学的关系作了定性说明：“意识是作为具体的、且拘囿于外在性中的知识的精神；但这一对象的推进，一如一切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发展那样，完全取决于构成逻辑学内容的纯粹本质性的本性。意识作为显现的精神，在其道路上摆脱了自身的直接性与外在具体化，成为纯粹知识，将那些纯粹本质性本身——如其自在且自为的那样——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们是纯粹的思想，是思维着自身本质的精神。它们的自我运动就是它们底精神生命，科学正是借此得以构成，并且科学也就是对它的呈现。”（WL I, 17）。

从这一段落中可以立刻看清，呈现哲学真理的工程与考察语言和思维活动的关系以及哲学语言问题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交织：哲学的考察对象起初只是通过字词被指称，这些字词遵循着通行的用法，而这种用法总是已经为它们赋予了特定的、误导性的表象；因此，“给出”这些考察对象的“概念”，就包含着对既有语言用法的剖析，以及对在这类语言用法之中并通过该用法而存在的表象的消除。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既有的表象恰恰也是黑格尔呈现显现知识的切入点，因为它们各自都与特定的知识主张相联结。因此，知识正是在它们之中显现的。显现知识的呈现之所以从检验关于世界究竟如何的特定表象开始，原因便在于此。

在显现知识的呈现中，呈现的客体是什么是相当清楚的：被呈现的是一种知识主张，或者一种现存的精神形式，亦即某种从其自身出发自始就具有局限性的东西（严格说来，这些知识主张被呈现为自我检验的；因此黑格尔呈现的是一种意识形式的内部视角，而该意识形式反过来呈现它关于其特定对象所知道的内容）。然而，在哲学真理的呈现中恰恰不存在这种局限。这里涉及的是对以强调性单数出现的量级的呈现，它们以这种方式虽然出现在黑格尔（在上文引述段落中）所批判的问题成堆的语言用法之中，却似乎固执地抗拒着精确的规定：绝对者、实体、精神。这些概念唯有通过意识对它们所形成的各具特定局限的表象，才获得了轮廓。因此，黑格尔在《现象学》中选择了一条呈现显现知识的道路，以此来呈现哲学真理。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呈现概念。在《现象学》序言的第一段中，呈现概念是在与“哲学真理”的关联中被引入的。因此，呈现问题是黑格尔让《现象学》读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通常在序言中先行作出的关于一部著作的声明——关于作者在其中为自己设定的目的，以及他认为该著作与同一对象的其他早期或同时代处理方式所具有的机缘和关系——对于一部哲学著作而言，不仅显得多余，而且为了事情的本性起见，甚至是不恰当的和反目的的。因为在序言中谈论哲学无论多么得体、谈论什么内容合乎时宜——例如对倾向和立场的历史性说明、对一般内容和结果的历史性说明，以及对关于真相翻来覆去的断言与保证的结合——都不能被算作应当用以呈现哲学真理的方式。[7]

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应当用以呈现哲学真理”的“方式”。我的研究出发于这样一个基本构想：将黑格尔关于呈现方式的说法理解为，对呈现方式的反思同样包括对文本呈现方式的反思，从而也包括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思考（人们也可以将这种解释称为“膨胀性的”，因为它在此对黑格尔字斟句酌，并从他关于呈现哲学真理方式的陈述中引申出比该段落表面上可能直接要求的更为深远的推论）。什么是“哲学真理”，在这一处尚未得到规定，而且通过整个序言也根本没有试图去获得关于它的认识，相反——正如黑格尔在此通过对序言的批判所强调的——只有在《现象学》的实际展开中才能获得。写于全书完成之后的序言，因而提供了一种对《现象学》的发展历程（在撰写序言时刚刚被黑格尔抛在身后）的外部视角（一种“外在反思”[8]）、对与《逻辑科学》关系的预测，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若干哲学专门术语的构想。黑格尔在此运用了哲学传统的一套专门词汇，并通过《现象学》正文中的工作赋予其特定的印记。但他在序言中所提供的规定仍然是抽象的；例如序言包含着众所周知的格言——如“真相是整体”，或者关于“真相不仅应当被把握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应当被把握和表达为主体”的指示——然而这些格言只有在全书发展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正如“真相是整体”这一命题本身所蕴含的那样。[9]

在下文中，黑格尔提出了关于哲学的一种肯定性规定：哲学“本质上是在普遍性的要素之中[……]，这种普遍性将特殊包含于自身之内”。[10] 哲学探讨的是普遍概念。使用这些概念的特殊情形在此之所以相关，是因为它们赋予了这些普遍概念以结构。除此之外，呈现哲学真理的工程通过三重划界来加以规定：(1) 哲学不是知识的堆砌。(2) 哲学真理并非产生自对某个理论家的立场及其与其他理论关系的说明。(3) 哲学真理并不穷尽于对一篇论文之目的的说明。[11]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知识的堆砌例如解剖学。它命名身体中的肌肉、骨骼和神经。黑格尔对此也使用了“历史的与缺乏概念的方式”来谈论内容的说法；他指的是孤立地命名事实，而没有将这些单独知识之间的关联纳入考量。[12] 在下文中，堆砌（以植物为例）与“流动的本性”和有机统一形成对比。与堆砌的各部分不同，有机体的不同环节必然彼此相互关联。黑格尔将这种对比运用于对各不同哲学理论相互关系的通常视角的描述：他批判了一种将各种理论并列堆砌的视角，这种视角使得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显现为未经中介的矛盾。这种通常的视角“与其说将哲学体系的差异性把握为真理的渐进发展，不如说在差异中仅仅看到了矛盾”。[13] 黑格尔认为，堆砌作为元理论模型无法“把握真理”，因为它片面地突出了不同立场之间的差异。同样，“理解性的意识”也仅仅片面地将哲学理论之间的差异理解为矛盾，从而使哲学整体显现为一种无依无凭的活动。有机体模型恰恰应当解决这一问题，并将不同的理论把握为哲学真理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关联的步骤。[14]

如果说与其他理论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说明，那么人们可能会猜测，一种哲学理论可以通过其内在的“目的”来把握，即通过说明某一特定理论就其自身而言想要达到什么来把握。然而，黑格尔同样拒绝了这种思路，因为目的的说明仅仅指称了一个抽象的开端，却无法契合该目的所真正针对的事情本身。目的缺乏实际的展开：“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其目的之中，而是穷尽于其展开之中，结果也不是现实的整体，而是结果连同其转变才构成整体”。[15] 重要的是，黑格尔除了目的之外，还将结果判定为抽象物。唯有从结果与其转变之中，事情才作为一个整体被揭示出来。

这一思考将黑格尔引回到了呈现概念上。他在序言的第一段论证序列的末尾，作了如下（以破折号隔开的）评述：“对具有意蕴和纯真性的东西加以评判是最容易的，把握它则更难，而将两者结合起来产生出它的呈现，则是最难的。”[16] 因此，呈现包含并“结合”了首先提到的这两个环节：对事情的分析性评判，以及对这件事情的综合-接受性把握。就呈现包含着分析性环节——即关于何者适用于一事情的各种判断——而言，呈现将事情分解为各个环节。呈现原则上不把统一性把握为直接持存的、同质的整体块状物，而是把握为内在分化或结构分明的。但这意味着首先不可避免地将事情的（统一性）瓦解为种种差异（例如盐是白色的、立方形的、有一定重量的等等）。对事情的把握可以理解为综合把握。事情由此不仅通过判断被分解，而且在其特定的、结构分明的统一中被把握（那具有白色、立方形等属性的东西，就是盐）。如果说对事情的（领会与）把握是接受性的，那么对它的呈现则是一种生产性的操作流程：呈现必须被产生出来。因此，呈现的操作流程是分析的、综合的，以及生产性的或构成性的。[17]

产生这一环节可以作不同强度的理解。它既可以被理解为揭示（亦即对一种已经存在但未被注意的结构加以突出或阐明），也可以被理解为生产。作为揭示既有结构的一个例子，人们可以考察笑脸表情符（Smiley）：用一个冒号和一个闭括号符号，通过突出其基础结构，便呈现出了一张笑脸 [:)。[18] 相比之下，例如通过肖像画来产生和呈现某个特定人物的性格——或者通过自然科学理论来呈现某些自然现象的关联——就会更加困难。相反，生产出其所呈现之物的呈现，例如是对虚构生物的呈现——比如电影《异形》（Alien）中的异形。显而易见，这个异形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是以完全这种方式被呈现出来的。它并不存在于其呈现之外。诸如“艺术”或“法权”这样复杂的实体，也只有在它们于实在的艺术作品、实在的司法行为以及特定的机构和文献（博物馆、法院、法律文本、关于艺术与法权的理论）中自我呈现的限度内，才得以实存。

即使在对某种既有之物进行呈现的情况下（笑脸符、肖像和理论），固然也无可争辩地已经存在着某种先于呈现的东西。然而，关于它究竟是什么的呈现——亦即（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具有如此这般性质之物的“纯真性”与“意蕴”究竟何在——仍然包含着一种能动的成就。因此可以说，即便在应当呈现某种既有之物的地方，生产性环节也参与其中：揭示某种既有之物的结构意味着，呈现必须找到并中介出一条通向这一特定既有之物的特定路径——而这条路径正是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对一个对象的呈现能动地追踪着这个对象如何从自身出发自我呈现。然而，面向事情的呈现活动由此不仅吸收了存在于事情那一方面的内在动力，而且通过开拓出一条特定路径，同时也介入到了事情及其规定的发展动力之中。[19]

黑格尔关于呈现概念的论述，与他将哲学规定为运用把特殊包揽于自身的普遍概念的科学密切相连：唯有通过特殊的规定，概念的规定性才得以生成。这些特殊规定的展开、它们的特定动力、它们的冲突及其相互联系，都属于呈现。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高级班哲学教学纲要（1808年起）》中甚至将认识概念定义为呈现。在此过程中，把握的环节再次扮演了角色。作为呈现的认识，是将各种不同规定综合把握（“收纳”）在概念的统一之中：

认识是根据一个对象所具有的定在规定对该对象的呈现，看这些规定如何被收纳在其概念的统一中并从中产生出来，或者反过来在何种程度上概念自身的作用性赋予自身以其规定。这些规定作为被设定为包含在概念中的规定，便是认识活动，或者说是在思维活动要素中实现自身的理念。[20]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假定对象从自身出发是被规定的，而呈现则吸收了这些“定在的”规定。在此意义上，产生一种呈现指称了对现存对象结构的揭示。但与此同时，相反的、“反过来”的环节同样成立：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一个对象的定在规定被综合把握在其概念的统一中，也可以被理解为概念“赋予自身以其规定”，从而展开了一种“自身的作用性”。因此，以这种方式进一步生产出了结构。呈现的相关性在紧随其后关于“绝对理念或知识”的一节中也展现了出来：

绝对知识：1. 不以任何外在的、以某种方式给定的东西为自己的对象，而只以自身为对象。它是作为概念实存的概念。 2. 概念从自身构造出自身，因为它存在为转变，并以各种自为持存的实在规定或知性规定的形式呈现出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对立。3. 随着实在规定首先在其反思中变为知性规定，它们的辩证法不仅将它们呈现为本质上相互关联，而且呈现为过渡到它们的统一之中。从它们的这种否定性运动中产生了它们的肯定性统一，这种统一构成了概念在其实在整体性中的存在。[21]

与对象不同，概念通过呈现“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对立”而“从自身构造出自身”。概念诚然被理解为呈现的主体，亦即能动地产生出（对自身的）呈现的生产性环节。然而，为了能够达成这种呈现，在此同样需要一种现存的结构：概念包含着内在的对立，并且唯有通过这种对立，呈现才根本可能发生（正如我们所见，呈现总是具有一种分析性的、切分性的环节）。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绝对知识是“作为概念实存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却“存在为转变”，因而包含着对其同一性具有构成作用的对立，并且概念通过这一对立而“构造出”自身。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称为

“推论是概念在其各个环节中的呈现。在推论中，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既作为环节被区分开来，同时各个极端也通过作为其统一的中项被结合在一起。”（TWA4, 24）。

呈现。在此此外展现出来的是，呈现概念不仅与黑格尔关于概念性认识的构想紧密相连，而且与辩证法概念紧密相连。辩证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将一个概念的不同对立规定呈现为“本质上相互关联”且“过渡到它们的统一之中”的方法。因此辩证法是一种呈现方法。然而严格说来，辩证法是各个单独规定本身所具有的东西。当黑格尔谈到“它们的”辩证法时，他的意思是指分散的各个单独规定从自身出发就互相关联，因此也从自身出发生成了一种能够体系性地展开的呈现动力。因此，辩证法之所以是方法，仅仅在它把握并呈现了各个规定原本就从自身所具有的动力的限度之内。这一看似悖论的构想恰恰符合黑格尔对什么是哲学方法的理解：哲学方法并不脱离它以方法方式所描述的内容（我们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一点）。[22]

在设定与接纳规定的这种相互关系中，统一与差异的转换点——即过渡——在每一次都尤其相关，在其中对立之物展现为一种统一的转变。所引段落中的修饰性分词指出了这一点：概念是差异，过渡到统一之中。因此，绝对知识乃是概念作为差异向统一转换或颠转的自我呈现——正如特别是《高级班教学纲要》中的第一条引文所表明的，它也是统一向差异的转换，而这些差异作为规定对于这一统一而言是必然的。因此，《现象学》中哲学家的根本角色也是重演“意识的颠倒”。[23] 最后，转换点也是呈现的一个目标：规定的辩证法将这些规定呈现为“本质上相互关联”并“过渡到它们的统一之中”。

呈现由此瞄准了运动的环节。正如从《现象学》序言中关于评判、把握与呈现这三步法所引段落的上下文中也变得清楚的那样，呈现对于黑格尔而言是一种与事情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把事情仅仅理解为“目的”（即作为预告），也不把事情仅仅理解为现成的结果，而是理解为一个“连同其转变在内”的整体。呈现由此遵循着事情的内在动力与特定界限，并在事情身旁“驻留”。[24] 某物“存在为转变”并且连同其转变一同被呈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关于第一概念序列“有-无-转变”的第二条附释里作了表述。这里的转变产生于有与无的同一性，但这一同一性导致了这种二元性的瓦解。这段引文对我们而言尤为有趣，因为它同时展现了对于黑格尔而言，呈现此类逻辑转化过程（此处指从有到无到转变的转化）伴随着怎样的语言策略：

“在这一者与另一者之间（dia）是这些主张的言语，是一种legein。在这场对话中，意识向自身承诺其真理。但这场对话并不停留在某一种意识形态之中。它作为对话本身，贯穿（dia）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在这一贯穿行进中，它在自身本质的真理中聚集自身。贯穿性的聚集dialegein乃是一种自我聚集（dialegesthai）。”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经验概念》，第183页以下。“聚集”是logos的翻译（同上，第176页）。思维活动也是一种过渡运动——“我们要留意，意义在何种程度上每一次发生转变，以及它每一次如何历史性地确定下来”（同上，第175页）。辩证法是经验的基本结构（参见 PhG, 78），海德格尔表明这种结构本质上与呈现的环节相联系（Heidegger, 186）。

既然“有与无是同一的”这一命题表达了这些规定的同一性，但在事实上同样将二者作为有区别的包含在自身之中，那么它自身与自身相矛盾并瓦解了。如果我们对此加以更细致的把握，那么在此便设定了一个命题，仔细考察起来，它具有通过自身消逝的运动。但是由此在他自身上便发生了应当构成其本真内容的事情，即转变。[这一强调出自笔者；黑格尔在该句中仅强调了“转变”一词，S.W.]

因此，该命题包含着结果，它自在地自身就是这个结果。但是在此需要注意的情况在于其缺陷：结果本身并没有在命题中被表达出来；乃是一种外在反思在命题中认识到了它。——在此一开始就必须作出这一总的评述：采取判断形式的命题并不适宜用来表达思辨真理[。][25]

在此成为主题的命题“有与无是同一的”中，转变（在《逻辑学》中源于有与无的同一性）尚未被明确道出，而是暗中穿透了命题本身。因此，转变构成了一种背景，它在命题“有与无是同一的”中虽未被显白道明，但却作为背景在场（因而也是可显白阐明的）。尽管该命题无法通过命题（判断）形式来表达这一点，而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解释只能通过一种施事性的转折来表达，但在“有与无是同一的”这一命题中却展现出其对象——有与无——正处于转变之中。这里字面上就是如此，因为在《逻辑学》的开端序列中，“转变”这一范畴在内容上被确立为考察对象。然而，对象的这种转变当然也可以在其他内容上以施事的方式被搬演呈现。例如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关于感性确知的章节里，借助“现在[……]，这个现在。现在”这一序列，搬演了考察对象“这个‘现在’”的转变。“现在”原本应当“是”某种当下的东西，却展现为某种一直已经过去的东西

——但这一点起初（如同在命题“有与无是同一的”中那样）仅以施事的方式作为背景被（一同）表达出来。在这一处，黑格尔也补足了对这种运动的一种解释；此外，句子通过分号延展为一种递进，反映了“现在”的递进：

现在被指出了，这个现在。现在；在它被指出的同时，它就已经停止存在了；那存在的现在是另一个不同于被指出的现在，并且我们看到，现在恰恰是在其存在时就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如它向我们指出的那样，是一个过去的东西，而这就是它的真理；它并不具有存在的真理。因此这终究是真的：它曾经存在过。但那曾经存在过的，在事实上并非本质；它并不存在，而当时所关涉的正是存在。[26]

因此，呈现将既有的对象连同其转变一同展现出来。它表达了对象的一种内在过程性。对象的持存在其中展现得比人们（在最后引用的情况中：感性确知的意识）起初所表象的更为复杂。这一思想（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与产生一种呈现往往首先构成了被呈现之物这一点相联结：产生一种“呈现”也可以关涉那些脱离呈现活动根本就无法实存的对象（例如艺术作品，但也包括手工艺品、理论或行动），亦即原则上必须首先经历转变的对象。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哲学真理根本上是应当被呈现的，而绝不仅是应当被接受性地领会的。[27]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真理并非一种直接的、现成可获的同一性，而是一种“成为的一致”。[28] 顺理成章地，黑格尔也将哲学作为科学的呈现理解为某种尚待完成的事情——亦即他在《现象学》中所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真理借以实存的真形态，唯能是真理的科学体系。参与促成哲学接近科学的形式——走向能够褪去对知识的爱之名称并成为现实知识的目标，便是我为自己所设定的 [此处强调出自笔者，S.W.]。知识成为科学的内在必然性寓于其本性之中，对此令人满意的解释唯有哲学本身的呈现。[29]

因此黑格尔在此强调，呈现才在真正的意义上构成了哲学。而科学体系自身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真理之实存的真形态是科学体系，或者说“真理的真形态被设定于这一科学性之中”，这意味着对于黑格尔而言，真理“唯在概念中拥有其实存的要素”。[30] 正如在此所见，黑格尔将真理理解为某种实存之物。真理的实存方式就是科学体系。通过黑格尔在此强调知识出于符合其“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自发地要求成为现实的——人们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知识并作为科学体系而实存，一种本体论真理概念在此发挥了作用。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我们指称的是（广义上的）以强调性的方式符合了与其相联系之尺度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真正的朋友”、“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冒险”，或者正是黑格尔在此所说的真正的、现实的知识，便都是真的。与此不同的是将真理理解为命题的一种属性的语义学（或命题性）理解（例如“科隆位于柏林以西”、“安格拉·默克尔担任了十余年的联邦总理”等等）。这一语义学侧面关涉到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31] 黑格尔的真理构想的突出特征在于，语义学侧面与本体论侧面在对认识的（概念性）认识环节中


重合起来。“真理”以一种关于何谓认识的认识的形式存在着。

在黑格尔的词汇中，关于某个对象的语义学真理将是我们关于该对象所具有的“概念”。本体论真理则将是作为存在方式属于特定对象的某种东西。黑格尔采纳了符合论的观点，即：当概念契合对象且对象契合概念时，真理便在场。[32] 但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唯一的一个“对象”，亦即作为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的“概念”；因此黑格尔说，真理在其中存在的真实形态只能是科学体系，并且恰恰必须呈现这一体系。因此，黑格尔真理构想的独特性在于，真理的本体论构想与语义学构想重合在一起。下文中，我们将探讨这一真理构想为黑格尔的呈现概念带来了何种后果。

1.2 知识与呈现的关联

首先，我们不妨单独考察知识与呈现的关联。呈现这一环节不仅在本体论维度上，即在关涉对象的呈现方面具有切合相关性，而且在关涉我们的知识诉求方面，即在语义学维度上也具有切合相关性。知识只有在自己的呈现中才作为知识显现出来。因此，知识诉求的呈现服务于其辩护（并由此服务于澄清其语义学维度上的真理）。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某事，会在我们尝试将我们的知识传达给他人，亦即中介它并将它呈现出来时显现出来。在这样的尝试中可能会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以为知道的更多（克莱斯特关于说话时思想逐渐生成的文本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然而通常显现出来的（正如在柏拉图对话录的许多地方那样）恰恰是相反的情况：我们仅仅自以为知道某事——例如什么是正义——却未能在通过精确呈现来兑现这一诉求时取得成功。黑格尔论证道，在这些情形中并不存在知识（因此他不接受那种声称我们虽然知道某事却无法将其呈现出来的借口）。在此，黑格尔清楚地意识到呈现的困难。亲自产生出某个对象的呈现，并由此通过展开所言之物的关联来证实我们知道自己所说为何，或者表明我们亦能赋予浮现在我们心头的对象以具体性——这种自身产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恰恰是最难之事。[33]

因此，知识在呈现中显现出来。呈现是从初始确知向外迈出的翻译运动。这一运动将初始确知暴露给客体/他者。它由此使确知变得容易受到攻击。这也与知识诉求中那些最初未被考虑的维度显露出来有关。托马斯·泽伦·霍夫曼在这一关联中谈到了“由呈现引起的变异（Alteration）”。[34] 黑格尔论证说，这种“变异”，即我们曾对其具有确知之物所发生的成为他者的转变，并不是失败呈现的偶然副产品，也不是整个呈现活动的缺陷（否则就必须在本来实在之物本质上不可呈现或不可表象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缺陷）。相反，其中所显明的是初始确知的缺陷，而且是一种在体系性方式上属于这类初始确知的缺陷。初始确知纯粹地表象其对象，亦即扣除了对象与他者的关系，且没有转变这一本质环节。因此这种表象是抽象的；初始确知（由于它忽视了其内容的关系）乃是一个未规定的思想。[35] 当我们确信自身初始确知的纯粹性，并执着于这种纯粹性的表象时，在我们的呈现尝试中显现出来的他者，在我们看来就会表现为这种纯粹确知的丧失，或表现为一种错误。但实际上，呈现运动（正如我们已经在不同地方指出的那样）揭示出了某种实在的东西，即我们所想要呈现之物的内在被区分性。正如霍夫曼所指出的，这乃是“仅仅表面上与自身同一者本身的内在客体/他异性的显现，若没有这种他异性，它就根本不会显现。”[36] 因此在呈现中，事物与概念显明为本质上是不纯粹的，并被一种恰恰构成其实在性的内在差异所贯穿。由此，我们的知识诉求以及我们一般的思想并非“无呈现的”，[37] 相反，它们唯独作为呈现过程的结果而存在，在这些过程中显明了究竟是哪些差异限定着一个概念或一个对象。与此相反，无呈现的纯粹存在或纯粹思想仅仅是一种表象。借此，对象之特定转变的切合相关性对于我们的知识也再次显明出来。

如果黑格尔认为我们无法呈现我们的知识（或我们视作知识的东西），那么这就不是（现实的）知识。这一思想同样引导着黑格尔关于语言的命题以及他的行动理论。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如果知识是通过其呈现来接受检验的，那么这种检验在本质上便与一种外部媒介相绑定；正如对于我们的知识诉求而言，能否在语言上将其呈现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样，对于我们的语言而言，其中是否也表述了真实的知识——亦即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所言为何——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语言被引入作为一种媒介，在其中我们直接反驳了我们（知道某事的）意见，只要事实显明我们无法说出——即无法表述或呈现——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正如对待我们（自以为的）知识那样，我们也倾向于将自身固定为某种处于我们命题和行动彼岸的实体性之物。但事实上，我们恰恰唯独通过我们的命题和行动才是某种规定之物。黑格尔明确将这些语言哲学与行动理论的考量置于呈现问题的关联之中。[38] 因此在这一处已经可以预见到，依赖于呈现这一思想是如何延伸到黑格尔的言语理论与行动理论之中的：在这两个领域中，黑格尔的核心思想同样是，言语意图或行动意图并不构成（言语）行动的固定出发点，而根本上是在重复的施行中才得以实现，以至于唯有结果才事后表明当初据以开启的那些意图的“真理”。[39] 在时间上延展的呈现规划中——我们的行动、对思想或对象的描述尝试、撰写一本书、绘制一幅画——轮廓分明并构成了我们事后可以承认为活动之基础的结构。这种诸统一体普遍依赖于呈现的结构，本身又唯有经过漫长的观察与呈现时间方能得以确立。它直到《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亦即在绝对知识的水平上，在黑格尔关于时间与历史的考量框架中，才被反思出来。

1.3 呈现与所呈现者的关系以及真理的本体论维度与语义学维度的重合

正如我们迄今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未呈现的、仅仅“内在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实在的规定性唯独通过外在化，亦即通过呈现才得以产生。这一过程取代了最初表象出来的固定的（强度的）大小。这一大小应当是什么，毋宁唯独在呈现中才显现出来。黑格尔关于单个知识诉求所言之物，同样适用于那些以强调性单数使用的诸大小，如实体、精神与真理：它们同样仅仅是在呈现中客观显现出来之物（黑格尔亦用外化概念来把握这一思想）。不过，黑格尔在此极为重视的是，在这些外在化运动中确实实现了强度的诸大小，因为它们作为所表白之物的体系性关联显现出来（互补的回忆概念便代表了这一点）。此外，这些关联并非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即以自我认识的形式被把握，因为它们包含着主观性。[40] 这在绝对知识一章的一处尤为明显地展现出来，黑格尔在该处写道，呈现自身是实体的一种内在必然性，且实体出于这一理由具有主体特性：“实体作为主体，具有最初内在的必然性，要在它自身上把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呈现为精神。”[41] 借此，黑格尔首先表达了实体概念是有待解释的（与导论中指出“绝对者、认识活动等等”乃是我们必须首先展开其意义的词语这一段落相一致）。然而更为本质的是，这一解释过程并非发生在实体的“外部”，以至于它只需找到实体的规定，而实体的实体存在（无论那是什么）却未受这些规定尝试的影响。相反，黑格尔强调，呈现自身乃是实体的一种内在必然性。规定的过程由此作为中心环节被引入到实体概念之中。因此，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像实体这样应当以强调的方式标示一种持久统一的概念，恰恰从自身出发具有产生出区分并以此方式发展自身的倾向。这种发展就是呈现。[42]

因此，呈现所面对的并非现成的内容，而是去展开这一内容。在上文引述的关于呈现之困难的段落的意义上，呈现恰恰不在于正确评判某种现成的东西，而在于动态地展开一个对象。就此而言，呈现与事情的自身运动相关联，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事情的自身运动构成了哲学真理。正如我们已经预先指出的那样，呈现概念由此便切近了黑格尔关于方法的考量。在序言稍后的一个地方，黑格尔写道：“科学方法的这一本性，一方面不与内容相分离，另一方面通过自身规定自身的节奏，……在思辨哲学中拥有它本有的呈现。”[43]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科学方法并没有与那些通过该方法被认识的内容相分离。对“方法”的这种独特理解，乃是思辨哲学所特有的：它“在思辨哲学中拥有它本有的呈现”。因此，思辨哲学实现了这种不与自身内容相分离的方法的特殊形式；只要它成功做到这一点，它便因而与方法同一。这种实现就是呈现：精神科学的独特性在于，从事该科学的能动主体与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因此，科学的（被研究的）客体在此同时也是（进行研究的）主体，并由此促成了真理的本体论维度与语义学维度的重合。[44] 这将哲学科学与所有其他科学区别开来。由于被研究的客体与从事研究的主体是同一的，人们便可以谈论一种研究自身的主体-客体。这一思想促使黑格尔将这门科学理解为绝对者的自我意识。绝对者概念在此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主体-客体关系乃是一种内部关系。对于呈现而言，这意味着它本身也变成了自我指涉的：精神认识到自身是自我呈现着的。因此人们也可以谈论绝对者的自身产生。[45] 因而，关于精神的看似仅仅是描述性的命题，自身也（恰恰通过这种描述）共同产生出它们所描述的东西。黑格尔将绝对者的理论设想为施行性地参与到绝对者的发展之中。它由此构成了塑性改变的过程的一个环节。

然而，这种思辨哲学所特有的、唯独通过自身的呈现才构成自身的主体-客体关系的动力机制，也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客观化（亦即成为客观的）——但同时又不能由此被贬低为一个静态的客体。黑格尔关于绝对者乃是自身运动以及方法乃是事情本身之展开的提示，正应当朝这一方向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立足点，可以让人从中指涉性地切入一个稳定的考察对象。黑格尔试图通过揭示下述情况来切合这一点：即语言的标示本身并非确定无疑和稳定的，相反，一旦人们开始详尽阐发其全部意蕴，它们就会陷入运动。布雷迪·鲍曼将这一过程称为“自主例示”。[46] 因为其中应当展示某种迄今为止尚未被思考与详尽阐述的东西——至少未以如此连贯的方式被思考与详尽阐述过——并且由于黑格尔对精神作为认识自身的主体-客体之动力机制的呈现，自诩通过认识收获在精神的实现中又迈出了进一步，因此纯粹客观科学的标示性语言（即HLC意义上的语言）便遭遇了自身的界限。鲍曼的自主例示概念在此与凯瑟琳·马拉布关于绝对者之可塑性的考量以及查尔斯·泰勒关于HHH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表达的阐述指向同一个方向：精神通过自身的表达构成自身，以此方式转化自身，而这一过程必须在关于精神的这一客观属性（即自身产生）的著作的语言表达方式中被顾及。[47] 因此，这里所涉及的绝非一种任意设定的呈现，亦非一种主观的（生产）观念论。[48] 精神具有将自身作为对象的客观属性，并以此方式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这是通过呈现发生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并非呈现某种预先给定的东西，而是首先构成了精神——在它赋予精神以实在的规定的意义上。因此，它一方面必须顾及精神的本质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其中共同呈现自身的角色。[49]

在自我呈现的能力中，亦即通过呈现获得一种对自身主观性的客观自我关系的能力中，最终居留着精神的自由。[50] 这些考量构成了黑格尔关于真理作为自身运动的阐述的背景。在终极维度上，真理并非对精神外部客体的正确标示，而是精神关于自身运动的自我认识。因此，方法也不是某种被应用于客体之上的东西，而是自身运动：

因为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全体的建筑，在它的纯粹本质性中建立起来。［……］但不难看出，提出一个命题、为其列出根据并通过根据同样反驳相反命题的做派，并不是真理借以出场的形式。真理是它在它自身上的运动。[51]

因此，呈现的切合相关性对于真理构想同样具有深远后果。真理首先并不是命题与在其中被陈述的静态世界的符合，而是概念在呈现实在者的过程中的自身运动，亦即呈现运动。

反驳主观观念论嫌疑的另一个论据，来自于审视概念的自身运动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细节上是如何展开的。与黑格尔置于精神自我关系之中的单一真理相对立的，是特定的、局部的真理。这些真理是试图将特定的稳定对象或实体确立为真理基础的构想。然而，意识的这些特定形式的真理，每次都显现为超出其假定的某种东西。现象学呈现（亦即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的精要之处在于，恰恰以此方式促成了必要的区分，这些区分布置呈现出精神自身运动的各个可区别环节。事实上，这些区分早已存在于意识的各种对象构想与世界图景（或世界关系）之中。《现象学》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这些受限的世界关系体系性地

思索其必然性中的思维活动；没有任何事物如此强烈地伴随着这一要求；它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甚至必须超越数学，因为没有任何对象在自身内部拥有这种自由与独立性。”黑格尔也将实体的这种使自身指涉成为可能的区分，理解为实体的解放（参见《逻辑科学》2，251页以及克赖斯，《无限者的否定辩证法》，214页及以下）。

组织起来，并以此方式使对这种体系构想的认识成为可能（这绝非小事）。因此，呈现达到了认识活动的具体性，这在内容上一方面是通过考察特定对象，在形式上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在这些内容上反复演绎的内容运动及其向各自其他内容的转化而达到的。[52]

当某一特定知识诉求的真理确立起来时，对意识而言这在每种情况下都意味着失去其对这一特定诉求的确知。由此，哲学真理也是一种关于单个（局部）真理诉求之界限的认识。黑格尔尤其通过如下提示捕捉到了这一点：即错误最终意味着认识的进步（因而对错误的恐惧是错误的），并且意识的必然道路乃是一条彻底怀疑的道路。人们在此一方面可以将彻底怀疑理解为意识丧失其自我确知，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分化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分-二（Ver-zwei-flung）”，亦即分裂或分枝为更为分化的形态。[53] 正如霍夫曼所强调的，《现象学》由此展示了双重内容：第一，真理并非永远固定不变且千古静态凝固之物。第二，真理然而同样是不可商榷的，因为它在《现象学》的所有阶次上都不可避免地违逆意识的企图而确立起来。[54]

1.4 呈现作为感性现前化

在我们对迄今所展开的内容作再次概括之前，我们还必须引入呈现概念的又一个维度。为此有必要跃迁至精神章的开端。正如黑格尔在该处所写，精神是“支撑自身、绝对实在的本质”。精神就此而言是实体。然而，精神同时又“分析”自身，因为它将自身划分为诸环节并逗留在它们身旁。[55] 黑格尔将绝对者构想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观点蕴含着：实体作为实体自身来分析和认识自身。因此，对自身的意识属于实体。正是由于这一缘故，黑格尔将精神构想为现实性与表象的统一。精神向自身表象自身。然而这种表象恰恰是精神的现实性：“但那自在自为存在的本质，它同时作为意识是现实的，并将自身向自身表象出来，这就是精神。”[56]

表象与现实性的统一可以被理解为呈现。直接位于向精神过渡之前的那一章可以为此提供说明。亦即，“自在自为实在的个体性”在本质要点上探讨了呈现的问题。在该处被主题化的个体性形式将自身理解为实现环节。它的“作为［……］只是从尚未呈现的存在形式向已呈现的存在形式的纯粹翻译”。[57] 也就是说，它的纲领在于呈现自身。这种自我呈现被理解为：仅仅将一种既有的内在存在“纯粹地”、亦即毫无损失地翻译为感性可通达的外部现前。然而，个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却经历了两个步骤的失败：首先，它所产生的一切作品都显明仅仅是个体性的受限表达。此处的尺度是绝对主体内部的，因此原则上没有任何作品能够契合它。因此，个体性在第二步中过渡到致力于一件“事情”。这事情本身本质上是一个知性建构，对于它而言，它与其世俗的、感性的诸实现处于何种关系又是不清楚的：要么事情并没有在单个作品中呈现出来，要么——甚至更为成问题的是——产生出无穷无尽的事情，因为任何随意的结果都可以被阐释为其自身事情、其特定类型的完美实现。事情作为尺度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被客观表象出来；但由此一来，对一件事情的所有个体阐释便各自成为了不同事情的完美实现。再次显明的是，事情无法在作品中被呈现出来。居于其背景之中的问题在于，个体性依然是从一种“尚未呈现的存在”出发的。出于这一缘故，它无法将“事情本身”与其诸呈现结合在一起。精神的概念本质上是这一问题的积极转化形式，因为精神恰恰是呈现自身并且“在其外化中与自身保持一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首先成为一致——的东西。借此，呈现的概念获得了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感性的现前。精神不仅被理解为本质上可呈现的，而且被理解为事实上在感性可通达的媒介中呈现自身。[58]

1.5 阶段小结：呈现与真理的转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呈现？什么是“哲学真理”？二者又是如何相关联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黑格尔以关于“呈现哲学真理的方式［……］”的命题开启了《现象学》的序言：这无法通过指出哲学立场或作者意图、通过历史定位、通过复述一般内容或结果来进行。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象学》关涉的是哲学真理的呈现。关于哲学真理的现象学呈现的特定纲领，由（紧随序言之后的）导论表述为“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59] 这一纲领具有双重功能：在其否定性环节中，呈现是对显现着的知识与自然意识的批判；在其积极（实定）环节中，它是通向科学的道路：通过对真理诉求的体系性检验（与摒弃）（在规定性的否定原则指引下），形成了实在的知识与认识活动的体系构想。[60]

此外我们还指出，呈现包含着一个分析性环节与一个综合性环节（就其一方面关涉对事情的评判，另一方面关涉将各种规定“汇拢”把握而言）。这两个环节在产生出一项呈现的过程中被统一起来。呈现由此也包含着一个生产性环节。呈现并不中介关于静态事情的抽象图景，而是将其作为包含着发展、包含着“转变”的全体展现出来。呈现由此将特殊规定把握为一个统一体的诸区分；这一统一体同时被理解为被区分开来的。在此对黑格尔具有切合相关性的是，差异过渡为一个统一体，并且呈现也捕捉到了这一过渡环节（逆转）。因此，呈现概念指涉着统一体。然而，被呈现的诸统一体恰恰由于其对呈现的依赖性，而显明为在本质上是内在被区分的且处于转变之中的。

这一呈现概念能达成什么？它使我们不再执着于像实体、精神或“绝对者”这样的单一概念，而是能够事后将这些概念理解为各种在呈现运动中展开的规定之发展的统一概念。借助呈现概念所捕捉到的是：在某种以认识为导向的规划之初，人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呈现（或开始呈现）的东西究竟具有怎样的性状。这一性状唯独通过呈现才被产生出来。当黑格尔说真理是“自身运动”时，他指的正是这一点——真理乃是事后关于特定的认识过程如何运作以及它在何种道路上产生出了何种结果的认识。由此，概念的原则性不透明性（亦可称之为过度决定性，我们将在本论文的后续脉络中回到这一点）也得到了顾及。然而恰恰基于这种不透明性，才根本存在着认识的发展这类事情。假若所有概念都是完全透明的，那就根本不存在认识问题——既不会提出何谓“哲学真理”的问题，也不会提出如何达到哲学真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关涉哲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事后通过特定概念所促成的认识成效以及它们何时陷入其特有的死胡同，来认识这些概念的属性。

呈现概念与黑格尔关于哲学真理及其通达道路——真理的转变——的论述紧密相联。哲学真理是精神关于自身运动的自我认识。它作为概念的科学体系而存在。按照刚才所谈到的，哲学真理由此便与一个体系性的呈现过程绑定在一起。因此，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讨巧的回答”，没有任何可以在一个浅显易懂的命题中表达何谓哲学真理的世界公式。采取这种形式的回答毋宁会抽空本有的认识成效，因为它无法中介这种认识是如何达到的。[61] 哲学真理毋宁是一种关于如下情况的认识，即如何能够体系性地重演在何种条件下真理的各个单独环节在一个认识过程中确立起来。

黑格尔将真理理解为自身运动以及“生成的一致”：从区别中生成一致，并且

这种生成的一致就是真理。但它并非以仿佛不一致像纯金属上的熔渣一样被抛弃的方式成为真理，甚至也不是像工具留在制成的器皿之外那样，而是：不一致作为否定的东西、作为自我，在真相本身之中依然直接在场。[62]

构成呈现过程的差异，作为否定的东西直接存留在真相之中。因此，不一致并没有像“熔渣”那样被抛弃，相反，恰恰在认识问题的展开、认识尝试的失败以及各种错误中，展现出了认识活动。

黑格尔的呈现概念由此一方面捕捉到：真理以及对真理的科学认识乃是积极劳作的成果。呈现必须被积极产生出来，并且在其中生成的诸规定之展开，作为“否定的东西”本质上属于所产生出来的“真理”。另一方面，这些主观成就乃是一种客观结构的部分（我们在关于有待呈现的诸“大小”的关联中触及了这一环节）。虽然“精神”具有自身规定的属性，并且精神存在者相应地必须积极生成关于何谓精神存在者的诸规定。但这些规定首先不是任意的（它们从自身出发要求一种体系性），其次，规定必须以此方式得以展开这一情况乃是事实上给定的。借此并没有给定任何规定之物。所给定的乃是一种原则性的敞开性、进行认识性指涉的可能性以及呈现这种可能性的必然性。黑格尔在绝对知识一章中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实体作为主体，具有最初内在的必然性，要在它自身上把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呈现为精神。”[63]

黑格尔将精神理论表述为一个在过程中被分节的概念结构构成的体系，其自我关系便是“真理”。在这一关联中所申明的真理概念结合了符合论与融贯论的诸环节：黑格尔通过将概念构想为与自身的和谐一致，吸收了将真理理解为符合的观点，但伴随着将契合关系决定性地转化为自身契合乃至同一性。[64] 从真理的自身契合环节的激进化中引申出：黑格尔这里的真理获得了一个本体论维度：真相乃是其实在性契合于其概念的东西，亦即与自身相和谐一致之物。[65] 借此，一种存在便被赋予了特殊地位。此外，哲学所关涉的现实认识活动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它认识到在真理中是什么，由此认识活动自身也是现实的。因此，认识活动不仅是对实在性的指涉，而且它是实在性的（一个环节）。相应地，《现象学》的导论也将该规划表述为“对认识活动之实在性的检验”。[66] 认识活动是实在的，这意味着存在着进行认识的某种东西，也存在着被认识的某种东西。相应地，认识既作为对对象的相异认识存在，也作为自我认识存在，亦即作为认识主体关于自身功能的认识；这种自我认识乃是关于相异认识与自我认识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的认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实在的认识活动与真理的存在形式乃是体系性的科学，其媒介是概念。[67]

概念的自身规定是通过一系列建立在彼此之上的关于其他对象的规定而展开的，这些规定相继容许了更加复杂的关联。绝对者在此绝非一个超级客体，而是这一规定过程的体系性自我认识。体系由此成为“真理的准绳”。[68] 单个命题的真理是通过它们与整个认识体系的和谐一致来规定的；就真理导向本质上是通过体系构想产生而言，我们在黑格尔那里也发现了作为融贯性的真理理论的诸环节。然而，黑格尔真理构想的核心特征在于将真理思考为概念的同一性。概念与对象在概念自身成为对象性的——即通过其发展的诸环节成为可认识的——地方相互契合。[69]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现象学》的规划，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关于真理准绳的问题上。两种真理准绳可以被区分开来：《现象学》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一个特定的对象，该对象为其规定了认识目标，且针对该对象，它拥有一个概念，亦即一个关于何时该对象


对象被认识。这样一种特定的对象例如是知觉的事物，或者知性所指涉的力量。这些标准相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而言，并在《现象学》的展开过程中发生改变，正如黑格尔在导论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每种形态都在其自身的尺度上遭遇失败，结果表明，标准本身也必须再次得到纠正。因此由此可以确定，即便是所假定的真理标准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标准。因此，在《现象学》的整个展开过程中，我们所考察的标准都是相对于各自由它们所检验的知识形式及其特定的对象构想而言的。就一般知识理论而言，这些标准的缺陷在于，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标准，亦即不是领域中立的。[70] 与此相反，对象与概念的契合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标准，它不局限于特定的领域，而是从整体上建构了《现象学》的认识计划，从而最终能够保证这一过程的统一。但这里重要的是，这一更高层次的标准同样存在缺陷，因为对象与概念的统一根本无法作为这种统一被直接检验。因此，首先必须检验的是特定的对象是否契合于它们特定的概念。通向科学的道路由此包含着一系列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的意义各自受到局部的限制。黑格尔关于“显现知识的呈现”的构想，指涉的正是这种发展。

在此受到批判的是关于意识对其有所认知的对象具有何种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如何运作的表象。呈现概念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对再现问题的回应的一部分，黑格尔将再现问题与表象概念联系在一起。粗略地说，再现概念指称如下内容：某种独立于再现而实存的东西，通过再现而在心理上或媒介上被重复或倍增。一个客体的再现位于被再现的客体之外，并且相对于该客体而言在本体论上（以及时间上）是第二位的——因此它导致了一种不可逾越的间距，远离了它本来应当使之通达的客体。这一

呈现的构想应对了这一问题，因为它摆脱了关于某种“事情本身”具有优先性的观念——该观念认为“事情本身”独立于一切再现而实存，亦即处于这些再现的彼岸。与此相对，呈现产生出构成一桩事情的东西，并从而促成了事情本身的真正发展。因此，事情与再现之间的严格二元对立得到了缓解。再现与现前呈现之间的抽象对立也以这种方式被克服——然而并没有完全消解再现环节（并因而消解差异）。存在既不仅仅是（作为某种有待再现的东西）处于呈现之前（这种呈现将是纯粹的再现），也不仅仅是作为被呈现之物处于呈现之后（这种呈现将是纯粹的现前呈现）。[71]

在《现象学》中，再现的问题首先在导论中作为“自然表象”的问题被阐明，随后在“宗教”章中作为表象性思维的问题被阐明。它们的共同核心在于：表象的模式将一切认识尝试都抛回为对他者认识的形式，因为被表象之物本质上是客体。宗教中被表象的客体（上帝）与表象者在构成上保持分离（被前置）。[72] 对作为符合的真理所作的一种过于简化的理解，也暗示了这种关系：按照这种理解，符合并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那样是对象的自身同一，而是表象与被表象客体的和谐一致。

属于表象或再现的问题之一在于，它们将被表象的客体安置在表象主体的所有接近尝试的彼岸。被表象的客体由此似乎拥有一种具体的丰富属性，表象只能捕捉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表象在构成上意味着对被表象之物的跌落或偏离。与此相对，通过呈现概念可以理解的是，具体性并不被离散的规定所打破，相反，恰恰是规定性的增长才首次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具体性。[73] 借助

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诉诸，扬·乌尔比希因此将呈现理解为“反思的直接性”。[74] 它整合了客观性与中介。尽管如此，呈现之前所持存之物与被呈现之物之间的差异并未被抹平（从而避免了一种建构主义，在这种建构主义中，凡是自我显现的东西，单凭这一根据便可以要求真理）。呈现反溯地指向事情或对象，呈现正是这些事情或对象的呈现。[75]

呈现产生出被呈现之物的真理，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对象或现象的内在尺度——其理念

——，并将其实际性与这一内在尺度相对照。呈现与批判的统一正在于此。正如乌尔比希所描述的，通过呈现产生了一种双重曝光：对象在（成功的）呈现中显现为内部有差异的，显现为形式的、规范性要求与客观实在性的叠加。[76] 因此，呈现作为产生或现前呈现在时间上是“预先的”或前行的，作为再现则在时间上是“反溯的”或回望的。呈现使一桩事情能够被感性地通达，并从而有助于该事情的实现。由此它具有一种媒介性环节。然而，它并不是（在建构主义意义上）脱离于被呈现事情的概念，并因而包含着对真理规范的朝向。就此而言，呈现也是一种论证性环节。[77]

在此处我们还可以再次提示呈现与语言的关联：呈现

概念的特质对语言的理解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常常——包括通过《现象学》的意识——与表象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亦即被理解为对既成对象的描述，这些对象独立于这些描述而实存（这种语言理解契合于HLC）。但事实上，语言也必须被思考为呈现的媒介——亦即被思考为这样一种媒介：复杂的对象以及我们对自身与对象关系的理解正是通过该媒介才首次得以展开（这种语言理解契合于HHH——不过HHH在此并不怀疑语言也可以中立地

按照舒尔曼的观点，这源于“现实性既由我们所发现，又由我们所造成，并且精神关联于一个被给予它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同时也由精神所产生”（同上，第16页；舒尔曼在此完全考虑到了黑格尔，但并未明确指涉《精神现象学》。发现与产生的统一在布兰顿对《现象学》的解释中也扮演着本质的角色）。呈现对其所呈现的对象而言，既是摹写性的，也是构成性的；它们“由表象者与被表象者的统一所构成”（同上，第17页）。因此，呈现指涉一个可客观化的对象，一桩事情，但这是在这样一种意识中进行的，即这桩事情的客观性恰恰不能通过扣除对它的所有指涉来达到：“呈现在其指涉中必须诉诸某种被给予之物，尽管被呈现之物在呈现之外恰恰不是被给予的，而充其量只实存于呈现的其他形式之中。这适用于叙事的情节——它也可以被以另一种方式叙述；适用于肖像画中的被呈现者——他也可以被以另一种方式绘制或拍摄；或者适用于一场报告的核心命题——它也可以被重新表述。但所有这些呈现形式都不能与一个中立的‘原件’相比较，因为即使例如被画肖像者确实存在，他今天的容貌也会不同于明天，并且在这种社会角色中的显现也会不同于在那一种角色中，对我而言的显现也会不同于对他人。就此而言，我们决不会直接地且自在地拥有‘事情本身’，尽管必须以某种形式存在事情本身，以便能够有关于它的呈现。然而，呈现作为其表象的那个东西，却以特有的方式缺席。”（同上，第15页及以下）。舒尔曼关于呈现的构想契合于伽达默尔关于图像的进路，该进路认为图像产生出某种若非如此便不可见的东西：“尤其是艺术呈现，呈现出了某种若没有它们就根本不会实存的东西。”（同上，第30页）。正是由于这一根据，阿克塞尔·胡特尔将文学考察为意义本体论的出发点。由于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因此与它们打交道的决定性根据恰恰在于，在其中能够对意义性本身的结构进行考察；参见胡特尔，《叙事本体论》（Narrative Ontologie）。

指涉语言之外的事物）。但由此语言便达到了自身的界限。因此，呈现概念的特殊要求需要（正如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所指出的）一种“对语言呈现手段的批判”：语言命题的形式恰恰暗示了某种固定实存的存在者的形式，而黑格尔要求极高的呈现构想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形式。自然表象对应于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借助语言仅仅指称和描述了那些实际上持存于这些指称的彼岸的主体或客体。[78]

1.6 真理作为绝对者的自我呈现（《现象学》序言）

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在《现象学》的文本中进一步追踪这些思考，首先聚焦于序言与导论。《现象学》中哲学真理与呈现环节的关联，可以通过一系列基本命题来加以理解：


	(1.1) 存在着哲学真理。

	(1.2) 真相即是绝对者。

	(1.3) 真相／绝对者即是整体。[79]



当黑格尔在序言开篇指出哲学真理不能以任意的方式被呈现时，他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哲学真理——而且是单数形式的真理——是存在的，并且它能够被呈现。[80] 导论的开篇段落同样表明了《现象学》针对“对真正存在者的现实认识活动”[81] 的基本导向，这意味着，关于什么是真理的内容规定与概念规定，必须与存在着现实的认识活动和真理这一点协调一致。如果人们对此加以怀疑，这些概念就会保持空洞。我们

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即真理是可认识的，但并非以此为出发点，即我们已经知晓什么是真理和可认识性。这一假设之所以是有根据的，是因为其对立论点（即绝对者是不可认识的）本身就对绝对者作出了无根据的断言，例如断言它是不可认识的。此外，“唯有绝对者是真实的，唯有真相是绝对的”。[82] 因此真相即是绝对者，这意味着真理是绝对者的存有方式。黑格尔通过真相即是整体这一命题，开启了一种整体论视角（“真相即是整体”这一口号由此与其自身形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真相即是整体，那么恰恰不能仅仅通过这一公式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83]）。这一整体不是通过单一的整体性印象（一种智性直观）而被通达的，而只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视角得到中介。因此整体在方法论上被打破了，[84] 从而获得了过程性的维度：


	(2.1) 哲学考察现实之物，而现实之物是过程。[85]

	(2.2) 现实之物即是运动。[86]



第一组要点强调了统一，而第二组则标示出黑格尔哲学中的过程环节。整体并非静态的。黑格尔由此反对了这样一种表象，即认为真理能够持存于某种本原的直接性之中。相反，直接统一的表象根本上只能通过差异已经出现而产生。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关于最初具体性的表象是误导性的，因为唯有通过一系列差异共同生长聚集起来的东西才是具体的；在这一关联中，知性的分析力量是重要的，它产生出对假定为直接之具体者的质的方法论打破。[87] 由此开启的差异过程

本质上是有方向的。打破并不向所有方向肆意蔓延，相反，精神的转变乃是一种走向自身的转变。因此，按照黑格尔的构想，展开必须被把握为统一，或者说统一必须被把握为展开：


	(3.1) 真相／绝对者即是主体。[88]

	(3.2) 真相／绝对者即是自身转变。

	(3.3) 真相／绝对者即是结果。

	(3.4) 真相／绝对者即是精神。

	(3.5) 真理实存为

  （科学的）体系。89

	(3.6) 结果作为目的在开端中已然被

  （预期）。

	(3.7) 被把握为主体的真相／绝对者

  同样是实体。90



第三组要点描述了过程的统一，黑格尔将其理解为目的结构，亦即以目的论的方式来把握：

但整体只是通过自身展开而完满其自身的本质。关于绝对者必须说，它本质上是结果，它唯有在终点才成为它在真理中实际所是的那样；而其本性恰恰就在于成为现实之物、主体或自身转变。91

因此，目的结构结合了一个过程的各个阶段，唯有通过这一目的结构，该过程才根本能够被把握为某种规定之物的展开。通过对开端、终结和结果诸环节的区分以及相互关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我关联性得以生成。对于这种黑格尔称之为自身转变的自身关系的体系性展开，指涉的正是

他的精神概念，精神由此是一个“为自身在自身中反思的对象”：

真相唯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或者说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一点表现在将绝对者表述为精神的表象中［……］［引者着重，S.W.按］。唯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它是本质或自在存在者，——是自身关联着并被规定的东西，是他者存在和自为存在——以及［在］这种规定性或其自身之外存在中保留在自身内部的东西；——或者说它是自在自为的。——但这种自在自为存在首先只是对我们而言或自在的，它是精神实体。它必须同样为自身本身如此，必须是对精神性之物的知识以及对自身作为精神的知识，亦即它必须作为对象面对自身，但同样直接地作为被扬弃的、在自身中反思的对象面对自身。它唯有就其精神内容通过其自身而被产生而言，才仅仅是对我们自为的；但就它同样为自身本身而自为而言，这种自我产生、纯粹概念，对于它而言便同时是对立性的要素，它在其中拥有其定在，并且它以这种方式在其定在中成为为自身本身在自身中反思的对象。［引者着重，S.W.按］——如此这般在展开中自知为精神的精神，便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性，是精神在自身固有的要素中所建立的王国。

在绝对的他者存在中的纯粹自我认识，这一以太本身，乃是科学的根基，或一般知识。哲学的开端提出了这一前提预设或要求，即意识处于这一要素之中。但这一要素唯有通过其转变的运动，自身才获得其完满与通透。[92]

精神必须自为地成为它自在地（亦即依其概念）所是的东西。黑格尔将这种转变称为自我产生。这被进一步描述为在绝对他者存在中的纯粹自我认识。随之而来的要求是，转变的过程本身变得通透，精神相应地成为一个在自身中反思的对象。但通透性的转变过程首先是与不通透之物的交锋。否则，通透性根本不可能转变而成，而是始终早就被给予了。关于这一展开过程的认识活动，便是哲学科学。这种科学就是精神的自身关系。《现象学》的任务在于引领意识走向这种科学。应当向意识中介出在绝对他者存在中的自我认识（黑格尔称之为“以太”）意味着什么。意识的经验因而将围绕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的关系展开。引人注目的是，

即便在此处，依然指出了对象性与定在的必然性——即通过呈现而得以展开的诸环节；只是黑格尔的要求在此同样清楚地表明，定在完全失去了其外在性的特征，以至于在此“自我产生”亦即精神生产性本身成为了一个对象性要素。认识活动瞬间概念的收缩或聚焦，如今却应当同时作为体系被展开，以便这一认识环节本身能够被认识为“对象性要素”。体系思想要求纯粹认识活动的“以太”与不纯粹的认识活动发生全面的关联。因此，转变、外在性以及绝对的“他者存在”乃是认识活动的必然条件。

实存的精神自我认识的形式便是体系：“真理在其中实存的真正形态，只能是真理的科学体系。”[93] 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然为真或纯然为假的。因此，谬误也是可以被体系化的。意识对客观性的态度的概念性错误可以被系统性地分类编目。由此产生了一种从谬误向真相的过渡，这种过渡在回顾中证明自身也是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其体系性组织，我们的非知变成了知识——这恰恰是因为在不同立场上人们始终（未能）知晓某种不同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些立场之间运动。[94] 在体系内部，一方面存在着不同概念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概念的属性客观地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对概念规定的运用与加工也并不能让这些规定原封不动，因此它们处于变化之中并拥有展开的历史。这种动力学也触及了真理概念，真理概念由此被时间化了：真正存在的东西，是一种体系性的、但持续自我重构的、概念上阐明的关联。因此，真理乃是概念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概念的意蕴得以规定自身。在这一意义上，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将黑格尔对真理的理解描述为过程性的概念整体论。[95] 概念通过它们在体系内部相对于其他概念的位置而被规定，并通过这些体系性关系获得其意蕴。因此真理“只能针对命题的关联［……］被确定。”[96] 在其中蕴含着一个

主观性环节；然而，这种主观性不能根据人类意识的模型被拟人化地理解，而必须被理解为差异化的自身关联。绝对者自我展开，并从这一展开的终点出发、亦即从其结果出发证明其绝对状态。然而，结果的概念已经蕴含着：其作为结果的特征唯有通过反向绑定到生成过程才能作为这种特征被理解；由此保留的展开过程的相关性，也强化了真相即是整体这一命题。目的结构将开端与终结结合在一起。结果作为目的已然在开端中被预先设定：“结果之所以与开端是同一的，仅仅是因为开端即是目的。”[97] 因此，开端就在于将一个目的投射（表象以及浮现于前）到未来之中。[98] 目的究竟是什么，唯有从终点出发、从所达到的结果及其生成史出发才能被认识——亦即在回顾最初的目的与如今持存的产物如何相互关联之中才能被认识，因为最初模糊的目的直到现在才在其所有维度中得以展开。《现象学》所预期的目标乃是对象与概念的契合，绝对知识亦即“自知为精神的精神”。[99]

在接下来的第四组中展示了真理与呈现的结合：自在自为的真理，然而却

作为这种真理唯有通过呈现的过程才是可认识的——并且由此才得以实现。因此呈现乃是精神的自我生产。在此，呈现的实现环节变得至关重要：


	(4.1) （原则上）不可呈现之物乃是绝对不真实的。

	(4.2) 哲学真理能够被呈现。

	(4.3) 哲学真理必须被呈现。

	(4.4) 哲学真理独立于我们。



黑格尔将对通向真理的直接途径的诉诸批判为独断的。他反复表明，这种要求并不具有真理能力，因为由于所主张的直接性，它甚至不能被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在内容上加以规定（在关于感性确知的章节中，这一论证以范式性的方式展开，对此我们还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被称为不可言说之物的东西”，“无非［……］就是非真实的、非理性的、纯然被意谓之物。”[100] 因此，诉诸不可言说之物乃是（科学）话语的终结；当不可言说之物成为标准时，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保持沉默。

黑格尔的立场相应地主张哲学真理能够被呈现（正如我们已经依据序言开篇所展示的，并在与第1.1点的关联中再次强调的那样）。然而，正如已经提示的那样，黑格尔也将纯粹的结果、“简捷的”现成答案[101] 判定为非中介的。对真理的认识本质上包含着一个发生学环节：真理并非单纯地持存着——它不仅能够被呈现，而且首先必须被呈现。哲学真理必须被呈现，意味着它必须在其起源中被揭示。真相乃是结果并且首先必须被实现（真实之物由此是在科学的持续工作中确立自身的）。这源于最初目的的无规定性，

内在缺失，该目的作为意图恰恰尚未被施行。绝对者就我们是绝对者借以认识自身的环节而言，依赖于“我们”。若没有在概念上的工作，绝对者就决不会成为它在真理中实际所是的那个样子。[102]

哲学真理之呈现的展开由此固然依赖于精神性存在者的呈现活动，但关键在于，在此一点上绝非关涉某种任意的设定。相反，精神对呈现的依赖乃是客观地属于精神——或者说属于实体，而黑格尔恰恰基于这一属性将实体理解为精神——的一种属性：“实体作为主体，自身具有首要的内在必然性，即在自身呈现自身［引者着重，S.W.按］为其自在所是的东西，呈现为精神。”[103]

呈现表明，绝对者能够认识自身，亦即自我认识乃是一种客观持存的结构。绝对者固然必须在一个包含偶然环节的过程中被展开；但情况确实如此并且绝对者的结构就在于此，这一点本身并非被建构出来的，而是一种独立于我们而持存的世界结构。

通过将呈现运动构想为实体或精神的内在必然性，黑格尔强调了呈现关涉一种自身关系的形成。与之相应的认识形式因而乃是自我认识的形式。自我认识包含着对认识的认识——亦即认识性存在者关于其认识如何运作的认识。恰恰这样一种认识，必须在哲学真理的成功呈现中得以达到。在《现象学》的

结语章中，黑格尔写道：“完满的对象性呈现才同时是呈现本身的反思，或者说是呈现本身向自我的转变。”[104] 这种向自我的转变指涉黑格尔所作证明的一个核心环节，该证明必须被理解为自我证明（由此，超越知识的尺度便脱落了；绝对知识是其自身的尺度）。[105]

黑格尔通盘论证哲学真理能够被呈现，这构成了（正如通过第一组基本命题所提示的那样）黑格尔反对怀疑论的决定性举措；怀疑论声称真相无法得到科学客观的认识（并因而很容易倒向一种直接性的独断论）。然而，他对绝对者的理论需要一种特殊的呈现形式，因为呈现者首先被理解为自我认识的，其次被理解为虽然没有与自身有限规定的过程发生抽象对立，但却绝非某种屈从于任何局部的、因而必然是还原论的规定的东西。诸规定必须被思考为并不相加累积为诸部分的堆砌，而是动态地发生转化，或者正如黑格尔所言，相互运动与贯通；黑格尔的语义整体论正在于此。[106]

从黑格尔关于呈现与真理关系的构想中，可以得出进一步的推论：呈现的发生学

环节使呈现与语言、空间和时间发生关联。绝对者显现在有限的形式中，这种显现便是其展开的过程。绝对者自我展开，扩展并延伸开来，并将自身剖析阐明为自身的各个环节。[107] 按照黑格尔关于整体的构想，这些环节在逻辑上与整体相结合，但在《现象学》中，它们被划分为叙事性的、以及——尤其是在“精神”章与“宗教”章中——历史性的“继起”。[108] 一方面，对黑格尔而言决定性的是，精神在时间中经历了一场现实的展开；另一方面，《现象学》的呈现构成了一条道路，其中即便那些实际上共时持存的环节——例如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也在时间上相继地被呈现。这一情况可以被视为平常琐细的。但黑格尔反复强调这一点，并且叙事性历时展开与共时逻辑回忆的关系，在“绝对知识”章中对于知识的自我认识扮演着本质的角色。

由此问题在于，呈现与真理在何种关联中关涉时间，以及关涉造成与发现的关系，亦即一个被非时间性思考的统一如何同时必然地通过时间性的阐明过程或产生过程获得其规定。对于《现象学》的展开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是，黑格尔以类似的方式针对

“自由理性及其作为是一体的，其活动性乃是对其自身的纯粹呈现。在理性的这种自我生产中，绝对者将自身塑造为一种客观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乃是一个在自身之中承载并完满的整体，在自身之外没有根据，而是通过自身在其开端、中介与终结中被奠定根据。”（TWA2，第46页；引者着重，S.W.按）。因此，理性的最重要规划就在于呈现自身。呈现过程由此乃是理性的自我生产，并被思考为开端、过程（中介）与结果（终结）的统一。


构想为人类行动、语言（作为言语行动）以及《精神现象学》自身的言说表达。在这一点上，罗伯特·布兰顿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极具启发性。在他看来，概念规定必须被当作过程来思考，并从两个视角来理解，即前瞻性视角与回顾性视角。在向前推进的运动中，规定最初是“被制造出来的”。在此过程中开启了一个偶然性领域，并产生了可检验性：并非所有规定都是相容的，必须考察哪些区分在何种条件下有效。唯有在回顾中才能辨别，这些区分中究竟有哪些被证明是合乎理性的，从而在偶然的建构过程中使必然性得以显现。因此，呈现产生出可检验的中间状态，并由此带来了知识诉求的客观性与可谬性的可能；通过呈现过程，概念的界限得到了审慎调适。[109]

我们在此可以预先看到呈现的语言性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精神在其呈现中的自我转变，一方面正是通过语言的外在性才成为可能，语言的外在性暂时阻滞了精神的运动，并从而承载了精神的运动。但与此同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歧异环节，它源于语言的惰性，并与精神的自我关联发生冲突。因此对黑格尔而言，语言的外在性在理想情况下是一种暂时存在的、从而是一种重新消逝的外在性（惰性与消逝描述了源自符号形体与意义之绝对区别的动力学；惰性问题是对肯定者的执持，而要求消逝的问题则是一种过度的

布兰顿，第6页。亦参见同上，第684、696页以下以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V）B758以下。克里斯蒂安·马丁（Christian Martin）曾对思想（就其形式而言是超时间的）在一种空间性且尤其是时间性中介的形式中得以言说表达的必然性，做过详尽的研究；参见马丁，《意义的统一》（Die Einheit des Sinns）。关于来自分析哲学的一种进路，参见阿尔沙涅茨基（Alshanetsky），Articulating a Thought。关于《精神现象学》中的客观性与可谬性，参见加布里尔（Gabriel），“A Very Heterodox Reading of the Lord-Servant-Allegory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依据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的思考，呈现过程同样可以被理解为对哲学理论与理念之承载力加以澄清或检验的过程。哲学理念与其呈现之间的差异，唯有通过呈现才能被认识。一种哲学可以在其呈现中自我分化。它可以在其言说表达的进程中放弃或改变其主导思想，或者未能兑现它。因此，被呈现的体系可能会偏离从这种呈现中可读出的既定尺度；但这种比较的必要条件乃是呈现。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在“哲思与哲学体系的关系”这一标题下探讨了这一主题（TWA2，45；对此亦参见《论哲学批判的本质》一文，同上，171–87）。在此处黑格尔看来，费希特尽管拥有关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思辨根本思想，但他无法在《知识学》的呈现中恰切对待这一思想，而统一性便落入了主体至上的统辖之下——一种“无法达到体系的”哲思（TWA2，95）。与此相反，如果体系性呈现得以成功，哲学与体系便重合为一，正如在黑格尔看来谢林那里的情形：“同一性原则是整个谢林体系的绝对原则；哲学与体系合而为一；同一性既未失落于各部分之中，更未失落于结果之中。”（TWA2，94）。呈现问题因此得以解决：我们通常借助指称关系加以区分的两个层面汇聚了，亦即被思考为无差别的。关于谢林那里的呈现问题，参见赫塞勒（Heßeler），《无根据的塑造》（Grundlose Gestaltung），第28页。

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归根结底是对认识无语言状态的诉求）。[110]

因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理论中，精神将自身固有的呈现作为关于自身的科学产生出来，科学与科学的对象、科学的主体与客体因而合而为一，呈现概念便承载了极重的分量。科学方才使精神臻于完满，哲学科学的呈现因而构成了它所认识的东西。在此背景下，《精神现象学》内部的呈现概念轮廓便呈现出来：


	(5.1) 呈现即阐释。

	(5.2) 呈现即辩护或证明

  （哲学科学的辩护或证明）。



第五组序列描述了呈现的阐释与证明功能，并且还指出，《精神现象学》包含对其自身作为一项规划所必需的呈现形式与证明形式的元哲学反思。[111] 黑格尔呈现概念中的阐释环节，与构成科学之真理的体系特征具有直接联系：

真理在其中实存的真正形态，只能是真理的科学体系。使哲学接近科学的形式——接近能够摆脱其爱知之名而成为现实知识的目标——，并为之尽一份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目的。知识必须成为科学的内在必然性，存在于知识的本性之中；而对此令人满意的阐释，唯独是哲学本身的呈现。[112]

在这段文字中，所关涉的绝非寻常，正是哲学作为科学的实现。哲学唯有以体系的形式才能成为科学。在黑格尔看来，（个别的）知识或单个知识诉求最终唯有作为科学体系才能得以兑现，这正在于知识概念本身。但在这些前提下，关于为何如此（或者说究竟是否如此）的阐释，并不能处于所要求的体系之外，或者从外部支撑该体系，因为若非如此，科学的理据便恰恰会丧失真正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存在于其知识的体系特征之中）。正因如此，关于知识为何包含对科学性的内在诉求的阐释，“唯独是哲学本身的呈现”。呈现概念由此成为黑格尔体系理解在宏观层面上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因为它能够指明一种体系内在的阐释。正如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处所明晰展现的那样，这种阐释存在于对个别知识诉求的充分分化之中，以及对其各自特定界限的认识之中。

相反，黑格尔将呈现概念赋予有关哲学科学的证明功能的那段文字，则更多与体系的微观层面相关联——即思辨命题，黑格尔哲学的各个本质环节汇聚于其中：“构成以往证明所应当完成之事的运动，乃是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唯有这运动才是现实的思辨之物，并且唯有对这运动的道出，才是思辨的呈现。”[113]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黑格尔如何将绝对者思考为自我分化的统一，以及呈现概念与这一分化过程处于何种关联之中。这种关于思辨同一性的构想，以高度浓缩的形式重现于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理论中，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一理论。思辨命题是对命题的一种理论构想，它在本质上兼顾了对命题的理解。在其思辨命题理论中，黑格尔将“命题的运动”理解为如下一事的证明：实体性统一唯有通过内在差异才能被思考，因此它们具有一种主体结构。黑格尔将“思辨呈现”与命题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由此对他意在《精神现象学》中全盘追求的哲学呈现的形式产生了一系列推论。呈现形式必须契合一个自我分化的体系的形式。[114]

1.7 思辨同一性与思辨命题

思辨命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思辨同一性理论，构成了《精神现象学》呈现形式的第一个参照点（即其目标）。“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常规命题（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写）“是不适于 […] 表达思辨真理的”。[115] 因此对思辨

真理的呈现包含一种判断批判与命题批判，亦即对判断形式与命题形式之常规（知性式）表象的批判。[116] 尽管思辨命题相对于普通命题并没有显现出某种特殊的语言学特征。然而恰恰是这一情况导致在思辨命题理论的脉络中，语言形式也必须受到审问，因为在这里尤其取决于语言所表达者与对这一语言表达的领会之间的关系。[117] 因而对逻辑形式的批判包含着对判断赖以言说表达的语言形式的批判。相应地，正如多位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关于思辨命题的论述包含了关于思辨之物的语言呈现形式的提示。[118] 因此，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理论对语言理论具有间接的推论。

单个谓词性判断是对单个对象（即判断主体）的部分规定，该对象被归入一个普遍概念（即谓词）之下。[119] 这样一个判断因而并未道出关于其对象所能道出的全部内容。谓词的外延同样不会被通过它所规定的主体穷尽（例如，一只猫不仅是黑色的，而且是四条腿的；而黑色的不仅是猫，还有钢琴等等）。从两个方向来看，该判断都显现为片面的。由于这一欠缺，它必然与其他判断相结合，而这些判断又相对化了单个判断。这种相加式的判断链接，乃是推论式知性思维活动的运作方式，它用一系列谓词来描述一个被表象的主体。

黑格尔的思辨命题概念是对判断中思想运动的反思。在谓词性判断中，主体起初被理解为本质之物。这一被表象的主体意义构成了推论式思维活动的出发点，该思维活动可以将谓词性规定系于这个固定点上。判断主体的这种功能契合了它作为固定基体的规定。[120] 但只要判断真正表达了主体与谓词的同一性（而不仅是部分规定），这种被表象的意义，亦即主体的规定，在判断运动的第一个环节中就会完全过渡到谓词之中，并以这种方式失落自身。实体性从主体转移到了谓词之中，并导致了对最初命题主体、从而对实体的失落。相反，谓词现在显现为实体，而推论式思维活动无法单纯地继续推进到同样属于该主体的其他谓词，因为主体已经在谓词中穷尽了自身。[121] 已经过渡到谓词中的意义，现在必须重新与主体结合起来。然而返回的问题在于：谓词这种返回的基础，已经在所有意义向谓词的运动中失落了。由此，恰恰是最初使谓词成为谓词的东西——即主体——失落了。因此，返回运动或“反撞”并非对已失落主体的简单复位，而是发生了一种视角转换，通过这种转换，判断主体变成了思维主体。唯有这个思维主体才能凝聚起命题的运动——从而命题的运动产生出了思维活动，思维活动在命题的破碎形式中使自身成为对象性的。[122]

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可以找到思辨命题的两个例子，即“上帝即存在”与“现实者即普遍者”。[123] 在此引人注目的是，思辨命题中谓词的位置并没有被真正意义上的谓词所占据。“存在”与“普遍者”并不是普遍概念，而是表达了抽象的对象。因此思辨命题实际上也不是谓词性命题。黑格尔强调，

“现实者即普遍者”并不意味着“现实者是普遍的”。从语义上看，这里表达的乃是两个对象的同一性，就此而言，思辨命题可以被解读为“同一命题”。[124]

对思辨命题的理解依托于谓词性形式与思辨形式的歧异，而恰恰由此产生出对哲学语言的一系列推论。如果人们想要把思辨命题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命题形式，就需要一种元语言，以提供在思辨表达方式与“常规”表达方式之间的翻译层面。那么，思辨命题就唯有诉诸常规形式才能被理解，但它同时又应当与常规形式有差别。因此刘创福提议，不应将思辨命题理解为特殊的命题形式，而应理解为命题批判。由此便强调了：在思辨命题的脉络中，首要关涉的并非某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特定的思想运动，这种运动与语言形式相联结并被引入语言之中。对黑格尔而言，决定性的区别存在于推论式思维活动与概念把握式思维活动之间，从而存在于对一种命题形式的“两种

考察方式”[125]之间。思辨命题必须从其与同一命题的张力关系中来理解，正如黑格尔在序言的一个核心段落中所阐释的那样：

从形式上说，上述内容可以这样来表达：一般判断或命题的本性（它本身包含着主体与谓词的区分）被思辨命题所摧毁，而前者所变成的同一命题，则包含了对那种关系的反撞。[126]

判断的本性存在于主体与谓词的区分关系之中，其中语法命题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实体被奠为基础，普遍谓词（作为偶性）被赋予主体。这种自然的判断运作方式被思辨命题所摧毁，因为在思辨命题中，谓词性命题变成了一个同一命题（亦即同一性陈述），而这一同一命题包含了对主体与谓词区分之“自然”关系的“反撞”。反撞产生于对同一命题的两种诠释之间的张力关系，该命题一方面表达了主体与谓词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二者的差异。但这些关系中没有任何一个是“本真的”关系。主体与谓词的同一性打破了从主体向谓词线性推进的命题理解；但与此同时，命题成分之间也不存在抽象的同一性。[127]

就这一运动在本质上是思想性的而言，思辨命题可以被理解为命题批判。由此，思辨命题便包含了其语言形式与通过该形式所表达的意蕴之间的冲突。[128] 这对语言呈现形式也产生了推论：思辨命题引发了命题形式的冲突，就其自身并非语法命题、却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一“同一命题”分享着同一个身体而言（人们可以这样解读黑格尔：他有意利用了“同一命题”这一表述的歧义性，从而它一方面指一个同一判断，即一种谓词性形式，另一方面指主体与谓词的同一性与差异在同一个语法命题中被表达出来这一事实）。这一冲突存在于两种精神运动之间，它们穿行于一个物质性格栅（即语法命题）之上。由于不存在用以区分思辨命题与“常规”谓词性命题的外在语言学标准，关键就在于命题中所表达的内容如何被领会。唯有当人们知道自己用这个命题说出了什么时，思辨命题才显现为思辨命题。[129]

然而，思辨的领会方式并不能完全由狭义上的思辨命题来终极担保。黑格尔强调：“唯有那种严格排除命题各部分之通常关系方式的哲学展示，才能达到具塑形性的境地。”[130] 由此显而易见的是，作为思辨同一性理解的结果，黑格尔哲学在语言上同样无法在常规轨道上运作。黑格尔清醒地认识到，“哲学命题［即思辨命题，引者施韦策（S.W.）注］，因为它是命题”，就会唤起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主体与谓词可以按照传统理解来领会。与此相对抗的，首先是哲学内容（亦即在思辨命题中所言说表达的逻辑关系），其次是黑格尔文本的一般语言形式，它不断使线性同一化指认遭遇到失败的经验。黑格尔的语言传达了一种与概念意蕴相关的决定性经验：它传达出我们并非直接支配概念意蕴，但我们能够占有它们。我们究竟是否将一个思辨命题作为思辨命题来阅读，最终也取决于整个（上）下文是否提示了一种契合思辨命题所要求的思维运动的解读。[131]

思辨命题与呈现环节及呈现形式的关联，由以下段落显明出来：

事实上，非思辨的思维活动也有其法权，这一法权是有效的，但在思辨命题的方式中未被顾及。命题形式的扬弃，绝不能仅仅以直接*方式发生，不能仅仅通过命题的单纯内容来发生。相反，这种对立的运动必须被道出；它不仅必须是那种内在的阻滞，而且这种概念深入自身的返回必须被呈现*出来［引者施韦策（S.W.）强调］。构成以往证明所应当完成之事的运动，乃是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唯有这运动才是现实的思辨之物，并且唯有对这运动的道出，才是思辨呈现［引者施韦策（S.W.）强调］。作为命题，思辨之物仅仅是内在的阻滞，是本质向自身之尚未具有定在的返回。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哲学展示将我们指引向这种内在的直观活动，并由此省免了命题辩证运动的呈现，而这种呈现正是我们所要求的。——命题*应当表达真相*是什么，但在本质上真相是主体［引者施韦策（S.W.）强调］；作为主体，它仅仅是辩证运动，是这一自我产生、向前推进并返回自身的进程。——在其他的认识活动中，证明构成了被道出的内在性的这一方面。然而在辩证法与证明相分离之后，哲学证明的概念事实上便失落了。[132]

黑格尔刚才指出，正是哲学内容打破了主体与谓词的通常关系。但单凭内容上的打破显然是不够的：命题的形式也必须被扬弃。不仅思维活动由于（命题）主体的失落所经历的阻滞，而且“概念深入自身的返回”也必须被呈现出来。由此便产生了命题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就是哲学证明。呈现的证明功能在此得以被重拾：对这种证明运动的道出即是思辨呈现。由于思辨命题的运动过渡到了思维主体之中，该命题便要求能动的读者。正如卡特琳·马拉布所表明的那样，思辨同一性理论在此意义上过渡为一种思辨诠释学。[133]

在思辨命题中，人们从主体过渡到作为主体（即同一者）之“另一种表述”的谓词。[134] 相应于黑格尔的思辨用语“或者说，这是同一回事”，[135] 思辨命题言说表达了一件事情之本质的转化。同一者处于析取之中。思辨命题并未给予我们关于主体的任何信息，而是通过触动我们来运动主体。但同样也是通过我们来运动它。这绝非指某种神秘之物：我们必须运动思辨命题，因为基于其结构，它恰恰要求我们在思想中实行判断之本质或其实体性环节从主体向谓词（以及再次返回）的位移。当我们这样做时，思辨命题也触动了我们，因为它使我们成为思辨同一性的思考者（“思维主体”）。由此，主观性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对“节奏”的指涉也可以得到理解。[136] 对思辨命题的思维活动，乃是命题与思维主体之间的一种带节奏的运动。思维活动的对象变成了同一者（即思维活动）的运动。在思辨命题中所发生的同一者的“另一种表述”，属于对一件事情之认识的“产生”，黑格尔将这种产生与呈现概念联系在一起。[137] 黑格尔在此关切的证明，旨在表明“真相 […] 乃是主体”。这意味着，真相并非命题所能表述的某种特定规定，而是规定的运动。当我们随着一个思辨命题共同思考时，发生的正是这种运动。

常规命题无法呈现同一者的这种运动。然而真理、即概念亦即思维活动的自我运动，恰恰存在于这种运动之中。在黑格尔看来，哲学证明正是思维活动的这种自我认识，它能够将两个绝对有差别者的同一性呈现为同一者的运动。因此实体性的是同一者的运动，亦即其彻底的变异以及由此对最初同一性的失落。命题的运动因此归根结底并非线性地从命题主体通达谓词，而是双向地、亦即双向意蕴地从系词通向主体和谓词。在此意义上，命题应当被理解为系词（即“是”）进行“原初划分”的运动，它分裂为主体和谓词：同一者既是主体也是谓词。呈现的运动由此显现为一种线性运动与循环运动的叠加。依据思辨命题我们可以看到：知性线性地从主体推进到谓词。但这一（就其自身而言是必然的）运动由于二者的同一性而遭遇了一次反撞。实际上，人们必须这样思考命题，即系词朝向两个方向——即在“双重意义”上——分配给主体与谓词，或者说进行“原初划分”，[138] 在语言

形式的层面上，这表现为线性推进的（知性式）散文（prorsus）与循环折返自身的诗行（versus）即反转之间的对比。精神的发展因而包含着线性与循环性之间的冲突。[139]

黑格尔借助思辨命题理论所要强调的因而在于：在思辨命题中所规定的命题主体，并非由于它是什么其实早就确定（而命题只是对此加以描述）而具有实体性，相反，它唯有通过一种运动才被规定，这种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在此，黑格尔再次回溯到了呈现与转变的关联：思辨呈现并不将主体理解为“静止之物”，而是理解为运动。作为思考者，我们参与到了这一运动之中，因为正是我们在思想中实行了这一运动。只要我们能够从一个思辨命题中获得任何意义，我们便由此证明了思维活动——而且是一种并非建立在某种外在于思维活动的实体地基之上、而是唯有通过其运动才稳定住某种意蕴的思维活动。当这一运动对我们自身成为对象时，在谓词性命题中原本应当作为（命题）主体的“坚固地基”却“动摇了”。我们无法将任何“对象性的固定的自我”[140] 奠为基础，相反，这种静止的或固定的自我在呈现中改变了其本质，并且——正如黑格尔的文字游戏那样——自身走向沉沦（丧失基底）：


因为概念是对象的固有自身，呈现为其转变，所以它不是无动于衷地承载偶性的静止主体，而是自身运动并将自身诸规定收回自身的概念。在这一运动中，那个静止的主体自身趋于消亡；它进入差异与内容之中，构成了规定性，即构成了被区分的内容及其运动，而不是停留在其对面。因此，推论在静止主体上所拥有的稳固基础动摇了，只有这种运动本身成为了对象。[141]

因此，概念就是它作为转变的呈现。思辨命题基于这样一种洞见：真理并不在于关于固定对象的固定陈述句之中。相反，它在句子形式本身中反映了这些判断的有限性。正如黑格尔将真相理解为自我运动一样，他也在句子中引入了一种运动。证明这样一种思想运动能够被践履和呈现（并由此也能被重新践履），就是对实在的概念认识的证明。

真理超出了点状的断定。但由此它便与那种从日常语言习惯中自然显现出来的谓述判断形式发生了冲突，并由此产生了进行哲学语言批判的必要性。因此，在思辨命题中，真相被表述的过程的语言呈现也得到了反映。知识、对象与呈现之间的相互依存，同一种流行的语言理解相矛盾，后者（在历史语言观念的意义上）假定语言只是在事后指称对象（因此我们只是在判断那些始终已经是坚实且富于实质的事物）。这是黑格尔反对既有语言理解的一个根据。[142] 这种

批判本身又必须能够用语言表述出来，因为哲学的发展依赖于呈现。因此，从黑格尔对思辨判断的批判以及随后的语言批判中得出的结论，绝不是绕开语言，而是必须构想一种新型的语言呈现方式。[143]

因此，语言由于两重呈现上的困难而变得切合：第一重涉及哲学真理的呈现。

作为思辨者的‘逻辑必然性’的一部分，它必须同时是形式与内容，并将自身生产为二者。”霍夫曼，《黑格尔：预备训练》，第253页及以下。亦参见同书，第249–254页。

这里的困难在于，这种真理在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发展与自我运动。第二重困难

辩证运动的进程中完全走向光明。语言使‘思辨者’的自身反思、彼此映照‘显露’出来，走向闪耀。在这种将语言理解为制造透明的闪耀之光中，传统努斯与光之形而上学的本质得到了表达。借助光之明喻所构想的‘主导一切’的努斯造成了一种彻底的透明性 [作者强调，S.W.]，一种绝对的可理解性，对它而言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异己、费解与奥秘之领域。逻各斯需要完全的显示，这一点同时也证实了黑格尔赋予了语言某种特有的、在此意义上独立的地位。我们从精神的根本运动出发去思考逻各斯与语言的关系，使这种地位的独立性表现得更为鲜明。若没有语言的定在式显示，逻各斯就无法通过一种他者存在来中介，就无法‘在自身处’。正是在语言扮演了这种显示角色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独立性’的意涵，它仅仅从对逻各斯的关涉中得到实现，即以一种与服役规定并不矛盾的方式得到实现。语言作为定在的根本特征、其显示特性清楚地表明，黑格尔把语言对逻各斯的关系构想为那个‘一’的‘他者’，即它正是其自身所是的他者。（同上，第31页及以下）。但马克斯最终无法解释，语言与逻各斯各自的独立性究竟如何能够被一道思考。《现象学》的计划正是在这里接续展开：因为思维活动在语言中的显现也产生了一种映象，这种映象对于知识而言绝非从一开始就是透明的。正因为《现象学》本身就是对显现知识的辨析，即对其中部分显现为真、部分显现为纯粹映象的知识的辨析。对于意识而言，语言根本不是透明的；正如马克斯本人所注意到的，正因如此，意识对其知识的经验也就是对语言的经验（同上，第8页）。但这意味着，语言绝非自始至终对思维活动都是透明的。因此，黑格尔顺理成章地对语言映象展开了全面的分析。纯粹理性批判（即逻辑学）之前，先有了不纯粹理性批判（即《现象学》）（此处指的都是各自的科学学科训练）。相反，维尔纳·马克斯则假定，哲学思维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自身的构成而脱离了纯粹语言的或修辞的表达。与此相反，《现象学》表明，这种辨析毋宁在哲学的所有发展阶段中都能重新找到。此外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哲学整体上旨在消除服役关系（主奴关系）。尤其是思辨命题的理论，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包摄性支配关系的批判；对此参见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第59页。一种‘彻底的透明性’最终会与显现知识的呈现联系在一起。它在于，这种呈现必须捕捉显现知识的内部视角。因此，黑格尔对显现知识的呈现必须阐明，特定语言形式是以何种映象性方式塑造了意识的世界关系。为此，它必须将映象搬上舞台。[144]

1.8 显现知识的呈现作为通向哲学真理之路（《现象学》导论）

除了聚焦于思辨命题之中的思辨同一性理论之外，显现知识的呈现（即与映象的辨析）是引导《现象学》的第二个极点。这一纲领将自然意识的立场确定为哲学真理发展的出发点。在我们对序言的讨论中，主要探讨的是作为这种真理本身的哲学真理的呈现，即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的真理概念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与呈现的环节相联系的？现在必须阐述的是，

黑格尔称之为一种根本不再有任何认识的关系，因为缺失了一切轮廓（参见《大逻辑》第I卷，第96页）。

哲学真理如何能够通过显现知识的呈现而得以达到，因为正是这一呈现纲领与现象学（即精神显现形式之科学）的构想紧密相连。由此，意识登场了，而我们的文本重心也从《现象学》的序言转向导论。

整部《现象学》都是对自然表象或自然意识以及意识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将（“自然”）意识作为其基础的哲学范式的批判。[145] 引人注目的是，自然表象在本质上被一种隐喻所误导：它将认识活动视为“工具”或“中介”。黑格尔开篇展开《现象学》，指出了我们为何应当反思这种关于认识活动的表象。同时他阐明了哲学本来的构想是什么，即对真正存在之物的实在认识活动：

有一种自然的表象认为，在哲学中着手于事情本身、即真正认识真相中所是之物以前，有必要先就认识活动达成理解，人们把认识活动看作是用来把握绝对者的工具，或是用来透视绝对者的中介。[146]

通过这种自然表象，产生了一种怀疑论的“确信”，即“在认识活动与绝对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绝对划分二者的界限”。[147] 这种认识怀疑论因此对科学抱有不信任。关键在于黑格尔对此如何回应，因为这一回应是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的第一步独特着法，整个著作的运动由此展开。黑格尔将自然表象的不信任再次（递归地）应用于这种不信任自身：对科学的不信任本身也遭到了怀疑，由此启动了对意识诸假定的检验。否定的东西由此再次与自身相关联。[148] 从黑格尔对

认识批判的批判中，得出了显现知识呈现的纲领，它具有以下要点：


	(6.1) 科学在出现时本身即是映象，因此它反对映象。[149]

	(6.2) 《现象学》承担了对显现知识的呈现。[150]

	(6.3) 这不仅仅是否定的运动。[151]

	(6.4) 它是对认识活动实在性的检验。[152]

	(6.5) 意识的发展包含着一个对其自身而言并不透明的环节。[153]

	(6.6) 呈现最终与真正科学的关节点相重合。[154]



通过显现知识的呈现，个体意识被“从其未经教化的立场引向知识”。[155] 哲学科学应当是“对真相中所是之物的真正认识活动”。《现象学》因此应当检验并揭示认识活动的实在性（这一点最终也成功了，正如第6.6点已经暗示的那样）。鉴于黑格尔的科学才刚刚出场，它必须与既有知识诉求的映象特性相辨析，因为科学本身也只是

众多知识诉求之一。这种映象特性与既有的概念用法或词语用法直接相连，这种语言习惯依托并巩固了既有表象（例如关于真相、绝对者或作为工具的认识活动的表象），且这些词语的意义被预设为广为人知。黑格尔将既有的哲学表达用法称作“知识的空洞显象”；与此相反，“主要事情”则在于给出这种浸透表象的语言习惯所瞄准的“概念”。[156] 因此，显现知识的呈现包含着对显现知识在其中表述自身的语言的辨析，以及对狭义上与语言相关的知识诉求的辨析，例如感性确知企图意指某种仅仅无法说出的东西的诉求，或者相面术与颅相学试图证明某种不受语言与行动的欺骗问题所支配的个体性表达路径的诉求。

对于意识而言，它在检验自身知识诉求时所获得的经验主要具有否定的意义，因为意识被迫放弃自己的诉求，并由此承受了其世界关系的丧失。但正是在这些经验中，认识活动的实在性逐渐显现出来，尽管对于获得这些经验的意识本身而言并非每次都能显现。在意识的经验中，每次都会“涌现”出一个新对象，在其中，与前一个知识诉求对象打交道所获得的经验直接结晶出来。[157] 因此，经验的连续性对意识而言是不可通达的，只有我们这些哲学伴随者才能将其认识为意识的反转。由此产生了对显现知识的呈现而言至关重要的双重视角。在黑格尔对显现知识的呈现中，呈现出了某种对于被呈现的视角自身而言（即从这一视角看）并未呈现出来的内容：“由此在其运动中进入了一个自在存在或为我们存在的环节，它并不对深陷经验本身的意识呈现出来”。[158] 但与此同时，黑格尔又注重让读者参与到意识的内部视角之中，从而使我们对这一事态获得一种双重视阈。我们看到意识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由于我们作为读者知晓塑造这一结构的知识

级差，我们在面对意识时便处于一种特权地位。

正如黑格尔在导论结尾所预见的那样，绝对知识标示了意识关于自身经验的认识环节，由此呈现的两方面汇聚或合拢在一起，意识自身获得了先前唯独留给我们的关于其结构的洞见：

意识关于自身所获得的经验，依其概念而言，所包含的绝不能少于意识的整个体系或精神真理的王国，以至于这一真理王国的诸环节以这种特有的规定性呈现出来：它们不是抽象的环节，而是如同它们对意识所是的那样，或者如同意识自身在其与它们的关系中所表现的那样，由此总体的诸环节乃是意识形态。当它推进到其真正的存在时，它将达到这样一个点：在此点上它褪去了自己附着于异己之物（即仅对意识而言并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之物）的映象，或者说，显象在此与本质相一致，它的呈现由此与真正的精神科学的这一关节点相重合*；最后，当意识[即意识，S.W.]自身把握了自身的这一本质时，它将亲自指明*绝对知识的本性。[159]

意识起初将自身置于与实在性相对立的位置。但在《现象学》的进程中它经验到，它的知识乃是绝对者的自身关系。因此，意识是实体的内在差异。同时，它获得了呈现这种结构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它标示了绝对知识。[160] 黑格尔关于

显现知识呈现的纲领因此预设了：意识对世界、对自己以及对其知识所抱有的表象必须被体系性地打破。正如黑格尔所表述的，《现象学》对意识而言呈现出一条“彻底怀疑之路”。[161] 然而，这种否定的运动在此获得了重估，因为在对虚假表象的体系性摒弃中，真正实在的认识活动切实建立了起来。在本书后文的论述中，我们将探讨意识那些与语言相关的经验。这里一方面涉及意识对语言的内容性态度，另一方面涉及意识原则上如何通过语言和通过语言中介的表象来敞开世界。正如黑格尔所言，只有指向意识全部范围的怀疑论，才让人“有能力去检验什么是真理”。[162] 如果显现知识的呈现意味着对意识的表象世界的冲击，那么这一冲击也就必然要指向意识的语言。

1.9 附论：呈现概念的历史面貌与哲学的语言呈现问题

在我们从呈现概念过渡到语言主题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黑格尔同代人对呈现概念进行辨析的历史星丛。这一背景再次阐明了呈现问题与语言主题的关联。

1.9.1 黑格尔时代美学话语中的呈现

黑格尔那里的呈现构想可以置入1800年前后的呈现话语中来考察。文学研究表明，在黑格尔的直接周遭存在着关于呈现问题之辨析的丰富档案，而这在以往的黑格尔研究中鲜少受到关注。[163] 呈现问题在

《现象学》，第38页，“精神的直接定在[…]”至《现象学》，第39页，“[…]逻辑学或思辨哲学”。

18世纪末进入了诗学与哲学中对主体探究的核心。由此不仅提出了关于艺术与科学使主观性可被把握的不同可能性的问题，而且提出了更为深远的问题：如何为了这一目标而创造出凭借其形式特征本身即是主体的客体。“呈现”概念由此获得了术语功能，并被置于再现思维范式转变的核心。这一发展也是通过呈现概念取代模仿概念（作为希腊语mimesis的翻译）来实现的。164 由此可以看出，呈现不仅是一种论证性的操作流程，而且首先

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特别强调呈现概念的哲学阐释者，也放弃了探讨其概念史内涵，而是似乎从一开始就将呈现的观念视为不言自明的。

164 参见乌尔比希，《瓦尔特·本雅明论呈现》，第401、178页。在此脉络中的重要参照点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三卷与第十卷，那里一方面将呈现与叙事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艺术呈现批判为仅仅是模仿性的。参见柏拉图，《理想国》，392c–398b以及595a–604a。摹仿概念本身是一部详尽研究史的对象，我在此无法展开讨论。关于它与呈现概念的相关性，参见如许尔曼，《表象与呈现》，第29页。关于呈现概念对18世纪末哲学与诗学领域发展的相关性，温弗里德·梅宁豪斯写道：“呈现概念在18世纪后三十年经历了一场惊人的飞跃。它不折不扣是一场理论史变革的指标与媒介。这一变革的始点与终点由两个年代截然标示出来：1774年之前，‘呈现’概念在哲学、诗学与修辞学中几乎难觅踪迹；而在1790年之后，它却变得无所不在，并成为每个重要理论计划的某种标志。[…] 在1774年之前诗学-哲学呈现概念的（几乎）缺席与1790年之后它的无所不在之间，主要由两位作者发挥了中介作用：克洛普施托克与康德。”梅宁豪斯，《“呈现”：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对新范式的开启》，第205页。对此亦参见米勒-巴赫，《在皮格马利翁的标志下》，第15页及以下，以及克里斯蒂安·哈特·尼布里格编论文集《何谓“呈现”？》。关于历史背景，亦参见比斯，《根本上是一幅图像》。对呈现概念的辨析同时也是对一般主观性形式的辨析；对此参见乌尔比希，《瓦尔特·本雅明论呈现》，第411页注45。拉库-拉巴特与南希在《文学的绝对》中也追踪了呈现与主观性的关联。参见该书例如第55、89、510页。关于黑格尔在这一背景下的定位，参见乌尔比希，《本雅明与黑格尔》，第72–84页。

也是一种媒介性的操作流程。呈现概念由此具有本质上的美学维度。[165]

无限者的呈现是康德之后观念论的一个主要目标。例如谢林就将“有限者中无限者的呈现”问题称为“一切科学的最高问题”。[166] 呈现与主体的自我认识有着本质的联系。因此，哪里寻求成功的自身指涉、自由的自身关系，呈现概念就在哪里发挥作用——而艺术构成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的终点，绝非偶然。[167]

早在康德之前，莱辛、尤其是克洛普施托克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对呈现概念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首先涉及美学与诗学领域，即文本呈现的问题。莱辛在其《拉奥孔》论著中强调，诗歌在本质上是在时间中运作的。由此，文本呈现从一种直接图像性的理想中解放了出来。与此相反，语言呈现的作用机制在于：它们让

接受者积极参与到其对象的转变之中。克洛普施托克同样将呈现与对象固有的动力学、即对象的生命联系起来。此外，他还发展了伴随表达的概念。通过对意义层级、即未明确道出之物的精准布局，呈现变得更加丰富。呈现在实现与欺瞒、现前性的生成与丧失之间摇摆：它真实地产生出被呈现者，或者至少制造出其现前性的完美幻象。只要这种现前性在此被图像式具体地表象或理解，在呈现中就恰恰潜藏着丧失这种现前性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更强烈地以时间为导向的呈现范式（正如莱辛所描述的那样）克服了这一点。无论在莱辛还是在克洛普施托克那里都表明，呈现并不是通过克服材料阻力（即与语言对抗）来达到其现前效果，而是通过强化其固有特质来实现的——而这样一种强化在黑格尔那里同样可以发现。[168]

随着康德将呈现概念引入先验哲学领域，呈现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呈现不再仅仅是美学技巧的问题，而是成为感性与

理性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概念。在康德那里，呈现可以是一个证明环节：数学构造被康德称为其对象的先天呈现（例如一个三角形）。由此，数学获得了一种直观确知，而哲学由于其语言局限性却无法获得这种确知。[169] 但呈现概念在康德那里首先在另一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方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起初只是被间接地引入：呈现将表象与经验相联系（由此暗示了与《现象学》纲领的本质联系，在《现象学》中，意识的诸表象因其与这些表象的经验而受挫）。[170] 呈现的这一环节在《判断力批判》中也是核心性的。康德在那里将呈现定义为想象力的功效。[171] 呈现将概念与同其相符的直观结合起来。康德在三个语境中对此展开了讨论：(1) 崇高分析论探讨了想象力在崇高对象面前的受挫。崇高对象激发了理性，因为它们提醒理性注意其原则上的不可呈现性。(2) 在积极方面，天才与呈现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天才无非就是呈现审美理念的能力。(3) 在第三《批判》第一部分的结尾，康德将呈现作为“拟象化”，即通过概念所表述的理念的“感性化”来探讨。美之所以能够给出伦理之善的感性、象征性呈现，是因为它将善的反思形式或认识规则转化为了某种感性类似物。以这种方式，呈现使得从感性迈向超感性成为可能，并且同时实现了后者的感性化。[172]

在康德之后，呈现问题在与主体的自我反思的关联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对主观性借以表达自身的媒介的反思。只要呈现旨在中介主体真正生产性的功效，它就不可避免地关涉不可呈现者、超感性者。由此显现出呈现与其媒介之间某种假定具有构成性的冲突：问题不仅在于（如同康德之前的莱辛和克洛普施托克那样）如何在语言上达到图像式的具体性，而且在于原则上非感性的东西、即精神性的东西如何能够被呈现。呈现概念在哲学上涉及可呈现性的界限之处，获得了最为鲜明的轮廓。

呈现在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中介角色，在荷尔德林那里表现得尤为尖锐，他赋予有限者一种绝对者所依凭的“呈现功能”。[173] 其中特别关键的是呈现与时间的关联：

因为万界之界——它始终是一切之中的万有——唯有在所有时间中——或在没落中，或在瞬间中，或更加发生论地在瞬间的转变以及时间与世界的开端中——呈现出自身，而这种没落与开端，正如语言一样，是一个鲜活但特殊的整体的表达、符号与呈现，这个整体恰恰在其效果中重新转变为这种整体，并且是这样转化的：在它之中，如同在语言中一样，一方面似乎有着较少或根本没有鲜活现存之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拥有着一切。”[174]

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中，谢林在“任务：解释自我如何达到将自身直观为生产性的”这一框架下，探讨了呈现在其与表象和时间之关系中的问题。为了认识自身的组织与生产性，理智必须既分裂为表象的连续继起，又将它们重新收拢为一个统一体：

理智必须在自身从原因到结果的生产性过渡中，或者在其表象的连续继起中直观自身，只要这种继起回溯到自身之中。但理智若不使那种继起持久化，或若不静止地呈现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返回自身、被静止地呈现出来的继起，恰恰就是组织。[…]

但这种继起在其界限之内又是无止境的。因此，理智是一种使自身组织起来的无限努力。所以，在理智的整个体系中，一切也都将努力趋向于组织，并且在它的外部世界中，普遍的组织冲动必定广泛存在。因此，组织的阶梯序列也是必然的。因为理智只要是经验性的，就具有一种持续的努力：将它无法通过绝对综合加以呈现的宇宙，至少在时间中相继产生出来。因此，理智最初表象中的先后次序无非就是绝对综合的继起呈现或展开，只不过这种展开凭借第三种限制性也只能达到一定的界限。这一演化受到限制并作为受限之物被直观，便是组织。[175]

呈现由此是对精神活动与生产性的展示。但精神的“自我证明”始终受到呈现所追求的现前性发生丧失的威胁，诺瓦利斯对此作出了尤为精辟的阐述：“我们离开同一之物，以便呈现它”。[176] 特别是在浪漫主义中，这种与呈现概念相联系的自我反思采取了元哲学的形式。[177] 正是出于对这种（自我）丧失危险的反思——但由于主体（自我）呈现的必然性，这种危险又是不可回避的——产生了一种对主观性借以表述自身的媒介的反思。在黑格尔曾听过的先验哲学讲授课的结尾，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将呈现称为精神传达的首要媒介。这种传达并非通过既有结果来起作用，而是发生论地通过对话者对认识之路的重新生成来起作用：


如今除了呈现之外别无其他媒介。通过呈现，在我们内部曾发生的事情应当在他人内部发生，由此它便达到了传达的目的。传达中所应当包含的，并不总是关于结果的呈现，而是关于它是如何产生的方式与方法的呈现，因而呈现应当是发生论的。据此，呈现的真正方法乃是发生论的，或者说是历史性的。[178]

由于唯有“同类理解同类”，精神之物的传达便伴随着巨大的困难：“传达应当是呈现，在精神与精神之间别无其他媒介。但呈现应当是这样一种东西，通过它，在他人内部生产出呈现者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呈现由此便采取了一种“展开”的形式。由此，呈现进而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历史性的和辩证的。[179] 在《雅典娜神殿》的一篇断片中，施莱格尔指出，批判的先验哲学需要对其生产手段进行反思，而且对对象的每一呈现都应当包含对其自身呈现活动性的自我反思：生产活动者必须与产品一同被呈现出来，亦即诗应当在其每一次呈现中“连带呈现自身”。[180] 这种自我指涉转移到了

言说表达这些反思的文本的形式层面上，并由此最终也转移到了语言层面上。正如戴维·韦尔伯里（David Wellbery）所言，这些文本反映了“作为形式的自身问题”——因此，断片是对作为残留物的语言性之物的强调（并在此意义上是对绝对者的否定性呈现），同时也是语言作为语言的自我反思。[181] 在与语言的明确关联中，类似的思考在席勒那里也得到了言说表达——尽管是作为对诗歌的反思。在席勒看来，语言显现为思想言说表达的阻碍。[182] 在席勒那里（正如在康德那里一样），若“天才”成功在语言中表达了思想，因而就必须真正克服语言——呈现的“媒介之自然本性”必须“被彻底降服”。[183] 正如黑格尔在与思辨命题的关联中看到摧毁命题之自然本性的必然性一样，席勒针对诗歌也要求，语言的自然本性在成功的表达中必须“彻底沉沦”。[184]

在这一点上，关于黑格尔与呈现策略，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呈现概念与对精神之物的感性持存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但这种持存恰恰面临着被本应使其成为可能的质料所暗中破坏的危险。因此，从对呈现概念的反思中，必然引出对呈现媒介的反思，而在此处尤其指的就是语言。呈现作为合乎理性者的感性化这一环节在黑格尔那里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在“精神动物王国”的一处明确显现出来，在那里探讨了关于个体性的感性当下化。此外还显现出，诸如谱写伴随表达或对语言质料之时间性动力的过度强化等呈现策略，乃是黑格尔之前的争论对象。呈现乃是生成一种实在持存的可能性，并且首要地是因为洞见到了：被呈现的事情绝不可能没有任何呈现而存在。[185]

1.9.2 哲学的（通俗）呈现问题

借助提出哲学呈现问题的另一个语境，可以清楚看到，这其中亦关联着社会意涵。在费希特与席勒之间被称为“赫尔神女风波”（Horenstreich）的论争中，所直接涉及的并非呈现概念，而是精神与书写文字的关系、对语言的自由关系问题，以及艺术、哲学与解放的关系。然而，这场辩论并未完全达到其真正目标，即对“哲学中的精神与字母”之关系的讨论。相反，关于哲学还是诗歌能够解放人类这一问题的论争，导致了席勒与费希特长期的分裂。[186]

众所周知，席勒《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的纲领在于通过美引导人走向自由。因此，这是一个审美解放的纲领（它尤其应当被解读为对被视为法国大革命之失败的恐怖统治（terreur）的

反应）。黑格尔最初曾热情接纳席勒的书简。不仅《精神现象学》以席勒的一句引诗结尾，而且黑格尔关于时间在绝对知识中之角色的表述，也与席勒的书简呈现出明显的平行对应。[187] 在第六封信中，席勒指认了一种异化状态，这种状态与（后来的）《体系纲领》的分析以及黑格尔关于“哲学的需要”之产生的诊断非常接近。人发现自身处于碎片化状态，并成为一个非其所能控制的机械社会体系的部件。自我立法在此似乎无法企及。在席勒看来（正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崩析”的根据乃是“分割一切的知性”，[188] 以及字母对精神的相应统治：“死板的字母代表鲜活的知性，受过训练的记忆比天才和感受更有把握地指引方向。”[189] 因此，席勒的书简总体上是一场异化批判。如前所述，这场批判采取了通过审美实践解放人的途径。[190] 费希特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成问题的循环性：如果人在原则上并非本就自由，那么他究竟如何能够产生解放自身的需要呢？

通过审美教育将人提升至配享自由的尊严，并连同自由尊严一并提升至自由自身的理念，将我们引入了

圆圈之中，如果我们不曾预先找到一种中介，能够在大众中的个别人身上唤醒既不做任何人的主人也不做任何人的奴隶的勇气的话。[191]

无须深入这场争论的细节，我们可以确立的是，黑格尔中介了这两种立场：人在自在的意义上是自由的，这是一项唯有经过展开才得以成就的实在性。因此，自由并非天然持存，而是必须契合其诉求。自由问题与“精神与字母”紧密相关，因为它关涉文本以何种方式面向其读者这一问题：费希特关于何为精神总共给出了三个概念：精神乃是“艺术作品中的赋予活力的权能”，[192] 自由的“创造能力”以及与呈现理念相结合的“理想之能力”。[193] 当艺术创作者在生产中放弃呈现自身个体性的企图，转而仅仅由“全人类的普遍意识”[194] 所指引时，这种“艺术作品中的赋予活力的权能”便产生了。通过这种方式，创作者找到了“联结点”，亦即“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兴趣，并能够在接受者眼前“奇迹般变幻出”相应的“形态”（其中呼应了康德将呈现理解为直观展现——即鲜活地置于眼前）。因此，精神与字母问题的意义被还原为了人的一种本质规定。[195]

书面“艺术作品”首先是文学文本。这些考量对于哲学扮演着何种角色？费希特强调，哲学原本根本没有任何字母，而是纯然的精神。[196] 他区分了关于通俗呈现方式的两种立场：费希特指责席勒通过用图像替换概念来获得通俗性。与此相反，费希特将自身呈现方式的通俗环节定位在其探究的进程中，这一进程并非用图像替换概念，而是补充概念，以便与习见的经验相衔接，亦即在对已知经验、观念联想与体系构想的有计划的结合之中：

在我看来，通俗性的本质在于综合的进程。我必须首先上升到冲动的划分根据，因为我不想从该划分根据下降到各个单独的冲动。[…] 您多半采用分析的步骤，走严格体系之路；并且把通俗性置于您那取之不尽的图像库之中，您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用这些图像替代抽象概念。而我则主要把通俗性置于我所采取的进程之中——这曾误导您过快地认为我的最初几封信肤浅而流于表面。——在严格的哲学构架完成之后，我便依据完全不同的原则制定另一种构架：与非常寻常的经验相衔接，并从而看似仅仅依据观念联想来推进线索（然而体系在无形中守望着它），在任何地方都不作超出眼下所需之外的过分严苛的规定，直到严密的规定最终自然产生。在我这里，图像不是处在概念的位置上，而是处在概念之前或之后，充当喻体：我所注重的是，它能够切合。[.][197]

分析方法从一个已被洞见的概念下降，并增进认识的清晰性。与此相反，费希特的综合

呈现方式乃是一种上升的方式；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向读者暗示，他们仿佛在亲自发现真理。[198] 按照费希特的看法，图像位于概念之前或之后。然而由此一来，图像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关联的，纯粹是一种交往性的提议。由于《精神现象学》经历了一系列必然的表象，黑格尔便将穿过图像性的运动与概念的本真展开结合在一起。概念不能没有其言说表达。图像性之物出现在概念之前与之后，这与费希特的趣味之间的关联，其实远少于他在此所可能设想的程度。更为本质的反而是：概念（首先）必须以非纯粹概念性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差异论文》中，黑格尔在论证康德哲学必须与其字母“相脱离”时，指出了字母与精神的分离。在这一处，黑格尔清晰地标示出：哲学在其言说表达中“背弃自身”，[199] 也就是说，哲学失落于字母之中，而其后的哲学家则必须再次从字母中提炼出一个“原则”。[200] 因此，哲学的发展源于精神与字母的辩证法。但与此同时，黑格尔既有别于费希特，也有别于席勒：他的目标既不是通过图像来获得通俗性（如席勒），也不是通过探究的进程来获得通俗性（如费希特）。对黑格尔而言，根本就不存在如何以通俗的方式将一套现成的哲学中介给“公众”的问题。在黑格尔强调科学的外显性诉求之处，他反而在同一口气中强调：科学之所以成为外显的，并非通过对其进行通俗化简化，而是通过使其得到充分规定。外显性并非从外部添加进来的；它不是将现成知识由知者向无知者进行的教学法或教育学意义上的传达，相反，科学唯有通过对其内容的规定才“同时成为外显的”。[201]

因此，知识的外显性规定乃是科学展开的一个内在环节（在此意义上，根本不存在秘传知识，因为秘传知识恰恰缺乏规定性）。科学必须契合知性的要求，并从已知之物出发。[202] 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种已知性随后必须在实体性层面被暗中破坏并遭到质疑。熟知非真知（已知并未被认识）。因此，“未受教化之意识走向科学”的道路包含着一种对于已知之物的异化，这种异化甚至延伸到了语言之中：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命题的“自然本性”必须被摧毁。[203] 因此，面对必须“反复重读”的“哲学著作的不可理解性”的指责，也是无可奈何的。[204] 正如外显性诉求一样，哲学文本的艰深同样从属于哲学。这种艰深还在于，对黑格尔而言，科学的核心乃是“概念的自我运动”，[205] 而这恰恰是极难呈现的；在呈现话语的背景下，这一点如今也变得更易理解，因为在呈现话语中已然表明，精神的运动与生产性尤为被视作呈现概念所应当应对的再现难题。因此，黑格尔所选择的呈现方式，并不取决于“公众”所期待的是什么，而取决于哲学所要求的是什么。在此过程中，他深信能够对公众提出领悟哲学的要求——因而相比于那些（貌似）替公众代言的人，黑格尔对公众的信任要深刻得多。[206]

[1]: 此处首先涉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发展的呈现概念。关于将其置入1800年前后围绕呈现概念之各种功能的论争语境中的定位，见下文关于呈现概念之历史轮廓的补论。 ↩



[2]: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69页；以及克赖斯，《卡西尔与精神的形式》（Cassirer und die Formen des Geistes），第254页。 ↩



[3]: 《精神现象学》，第75页。 ↩



[4]: 黑格尔尤其频繁地（但并非唯独）在《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使用了思维规定这一概念（WLI，第19–34页）；对此例如参见皮平，《黑格尔的阴影王国》（Hegel's Realm of Shadows），第8页。 ↩



[5]: 对《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众所周知的棘手关系展开更详尽的探讨，将会超出 ↩



[6]: 《精神现象学》，第70页以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7]: 《精神现象学》，第II页。 ↩



[8]: 参见WLI，第I6、50页。 ↩



[9]: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22–24页。序言（看似）悖论性的角色经常受到评述；除其他外，参见德里达在《播撒》（Dissemination，第9–68页）中关于该书“外部”的评论，以及史密斯，《精神及其文字》（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第I–28页）。 ↩



[10]: 《精神现象学》，第11页。 ↩



[11]: 《精神现象学》，第11页。 ↩



[12]: 同上。这种批判亦涉及狭义上的历史事实，例如“恺撒何时出生，一个斯塔狄翁等于多少土瓦兹，等等”，这些可以作为对孤立问题的“精巧回答”而给出（《精神现象学》，第41页）。同样，关于某种理论立场的说明对黑格尔而言也是“历史性的”。他在此理解的是一种叙述性或列举性的知识中介模式。 ↩



[13]: 《精神现象学》，第12页。 ↩



[14]: 正如拉贝亚·克莱曼（Rabea Kleymann）所论证的那样，在歌德晚期著作中可以证明存在一种关于聚合体的根本不同的理解，并且这一理解在诗学与认识论上都具有生产性；参见克莱曼，《无形式的形式》（Formlose Form）。因此在这一点上为呈现形式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空间。 ↩



[15]: 《精神现象学》，第13页。 ↩



[16]: 《精神现象学》，第13页。 ↩



[17]: 关于盐的例子出自《精神现象学》的知觉章，在其中黑格尔探讨了“物”同时是统一又是多样性这一问题（参见《精神现象学》，第95页）。在（精神章的）一段较后文的段落中，分析性的判断亦与综合性的“把握”相区分：“由于它从实体性之物在自身中所统一的分歧与冲突的方面，而非从这种统一步伐的方面来认识实体性之物，它虽然极善于评判实体性之物，却失去了把握它的能力。”（《精神现象学》，第390页）。与此相对，“纯粹洞见”则是“在自我意识中自我综括的精神过程”（《精神现象学》，第393页）。在“把握”中，被表象之对象的“他者存在”被扬弃了（《精神现象学》，第183页）。理解在此通盘被描述为一种接受性环节：理解是“形式上忠实的”（《精神现象学》，第399页），或也是“沉静的”（《精神现象学》，第400页）和“被动的”（《精神现象学》，第487页；关于理解与呈现，亦参见第79、82、96–98以及101页；关于对结果的把握与道出，参见第261页）。与此相对，黑格尔将（自我）呈现的生产性活动性明确与对被给予者的被动、接受性把握区分开来：“然而，个体性作为行动者应当将自身鲜活地呈现出来，或者作为思维者应当将鲜活的世界把握为思想的体系，[…]”（《精神现象学》，第158页）。该段落出自关于斯多亚主义的章节，在这一语境中，“思维活动”完全带有被动性的涵义。关于评判、把握与呈现之间的关联，亦参见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Sein und Schein），第14页。 ↩



[18]: 这种字符或按键组合如今通常会被文字处理软件自动转换为 ©。 ↩



[19]: 关于该主题，亦参见埃娃·许尔曼（Eva Schürmann）独立于黑格尔所发展的关于呈现概念的思考，载《表象与呈现》（Vorstellen und Darstellen），第15–17页。 ↩



[20]: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4卷，第32页（§ 94）；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这亦契合黑格尔在第65节中将推论表述为呈现的说法： ↩



[21]: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4卷，第32页以下（§ 9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在此人们亦可将把握视作“呈现”（darstellen）一词的环节，只要“stellt [...] dar”（呈现）这一句法构造在句法上围拢或框定了被呈现之物。 ↩



[22]: 这亦契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关于方法所标示的要点：方法自身无须随身携带任何东西，因为意识自身就已经具备了检验其自身的所有尺度。因此，留给哲学科学工作者的唯有旁观意识的自我检验，并重演在此过程中于意识的知识概念与对象概念中所出现的反转（参见《精神现象学》，第75–79页）。 ↩



[23]: 《精神现象学》，第79页。黑格尔关于同时即是安宁的“酒神式的狂醉”（《精神现象学》，第46页）的意象，亦可由此方式来理解。海德格尔曾极其精辟地将辩证法的动力学描述为穿过中间空间的通道。辩证法乃是对实体的诸规定加以区分剖析（diaireisis）与重新汇聚（synopsis）： ↩



[24]: 《精神现象学》，第13页。分析、具体化以及在对象旁的逗留，亦是关于熟知非真知的重要段落（《精神现象学》，第35页）之后的主题。黑格尔在此将知性命名为本质性的分析能力——即否定的绝对的、巨大的权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能紧接着被等同于死亡——正是在分离中人们才应当逗留，正是死的东西才必须被执持。精神的生命恰恰是承载着死亡并在否定者旁逗留的生命（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5页以下）。 ↩



[25]: 《逻辑学》第1卷，第93页。该注释通盘探讨了哲学表达与思辨命题的问题。黑格尔继续写道：“熟悉这种情况，本可消除对于思辨真理的许多误解。判断乃是主体与谓词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们抽象掉了主体除谓词规定性之外还具有更多规定性这一事实，以及谓词外延比主体更宽广这一事实。然而，倘若内容是思辨的，那么主体与谓词的非同一性亦是本质性环节，但这一点在判断中并未被表达出来。” ↩



[26]: 《精神现象学》，第88页。 ↩



[27]: 相应地，实体亦不仅应当被理解为主体，而且应当被理解并被表达（参见《精神现象学》，第22页以下）。 ↩



[28]: 《精神现象学》，第40页以下。 ↩



[29]: 《精神现象学》，第14页。因此在向科学的过渡中，黑格尔暗示了一种（尚待进一步规定的）哲学的终结。 ↩



[30]: 《精神现象学》，第14页以下。这种构想契合上文从《高级班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中所引用的将绝对知识规定为“作为概念而实存的概念”（《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4卷，第33页）。黑格尔在此亦重申了将普遍者作为哲学的要素的提示。在这一处（《精神现象学》，第14页），黑格尔还指出了一个直到《精神现象学》终章才被探讨的关联（在撰写这些段落时，该终章刚刚完成不久）。他描述了时间与概念的关系：“知识必须成为科学的内在必然性，存在于其自然本性之中，而对此令人满意的说明唯独是哲学本身的呈现。然而，外在的必然性，只要撇开个人的偶然性与个别机缘而以普遍的方式被把握，就与内在必然性是同一回事，亦即采取了时间呈现其环节之定在的形式。因此，表明哲学上升为科学正当其时，将是具有这一目的的诸尝试的唯一真实辩护，因为它不仅将阐明其必然性，而且将同时实行这一目的。” ↩



[31]: 关于这种区分，参见克赖斯，“审美真理”，第501页。 ↩



[32]: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74页。 ↩



[33]: 参见前一节中关于《精神现象学》第13页的论述，以及《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第249页。黑格尔强调，在那些我们自以为仅仅找不到恰当字词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所缺乏的乃是概念，亦即事情本身（《精神现象学》，第248页）。对此霍夫曼写道：“谁要是自以为拥有一种知识，只是可惜无法言说表达出来（哪怕是出于客体‘不可呈现性’的原因），那么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他实际上根本不‘拥有’这种知识——否则他就知道自己‘呈现性地’应当完成什么。”霍夫曼，“黑格尔的现象学辩证法”，第36页。呈现的必然性由此亦适用于思维活动：“黑格尔关于呈现的论点可以精辟地表述为：唯有在呈现中将自身对象化、亦即自身显现的思维活动，才根本拥有一项对象；唯有将自身置入规定性之中的意识，才无论如何以及自为地具有实在性。”（同上，第39页）。正如霍夫曼所强调的那样，黑格尔凭借这种进路衔接了辩证思维活动的传统特征；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其要求便已然是呈现出一个被谈及的（被表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例如“正义”）。 ↩



[34]: 霍夫曼，第38页。歌德早前在指出我们在言说中必然必须在一个瞬间陷入片面性时，亦表达了类似的思考；对此参见西蒙，《黑格尔语言问题》（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第11页。 ↩



[35]: 康德亦使用了“抽离概念”这一表述，例如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第11页。亦参见黑格尔的短文《谁在抽象思维？》（《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第575页）。 ↩



[36]: 霍夫曼，“黑格尔的现象学辩证法”，第36页。参见同上，第37页：“唯有在呈现的新陈代谢中，实在的认识活动方才表达出自身”。 ↩



[37]: 霍夫曼，第38页。 ↩



[38]: 对此参见《精神现象学》，第292页以下。 ↩



[39]: 关于语言与行动的平行对应，参见施勒瑟（Schlösser），“行动、语言、精神”。关于黑格尔的一般行动理论，参见莱蒂宁（Laitinen）与桑迪斯（Sandis），《黑格尔论行动》（Hegel on Action）。 ↩



[40]: 因此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为“绝对过程”；参见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Hegel: Eine Propädeutik），第249页。关于这一问题亦参见布罗曼德（Bromand）与克赖斯，《上帝存在证明》（Gottesbeweise），第232页。 ↩



[41]: 《精神现象学》，第585页。 ↩



[42]: 当诠释者试图解释呈现概念的相关性时，自然会被指引向应当被呈现之物：精神、真理、实体、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适于用来解释呈现概念；黑格尔本人恰恰是要通过这些强重概念的呈现来使之变得可通达，而诠释则必须相应地阐明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



[43]: 《精神现象学》，第55页。 ↩



[44]: 对此马丁·海德格尔早已有言：“科学乃是体系的主体，而非其客体。”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经验概念”，第199页。 ↩



[45]: 参见鲍曼，“‘科学的转变’：黑格尔呈现形式的意蕴与方法论理想”，第276页。 ↩



[46]: 鲍曼，第279页（其背景是纳尔逊·古德曼的例示概念）。正如鲍曼借助弗里德里希·富尔达所表明的那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描述标记始终必须顾及意义的变迁；参见同上，第278页；以及富尔达，“作为概念运动与呈现方式的黑格尔辩证法”，第161页。 ↩



[47]: 正如马拉布一样，鲍曼亦将这一思考与可塑性（Plastizität）概念联系在一起——并在此突出了雕塑的呈现功能：“雕塑[…]在自身中呈现出一种突出的持存。”鲍曼，“‘科学的转变’：黑格尔呈现形式的意蕴与方法论理想”，第282页。 ↩



[48]: 跟随曼弗雷德·弗兰克，可以将生产观念论理解为主观观念论的极端形式。它指称“那种认定现实性乃是一次绝对设定、一个‘伦理判断’之造物的立场”；弗兰克，《无尽的切近》（Unendliche Annäherung），第101页。由此，世界不仅将被视作依赖于意识的，而且将被视作“我们（被设想为能动的）意识之行动的产物”（同上，第133页）。 ↩



[49]: 参见黑格尔《美学》中的以下段落（鲍曼亦指出了这一段）：“因为古典美以自由的、独立的意义为其内在，亦即不是关于某物的意义，而是意指自身者，从而亦是自我阐释者。这乃是根本将自身作为自身对象的精神之物。在此关于自身的对象性中，它随后具有了外在性的形式，该形式作为与其内在相一致者，由此其自身亦直接是自身的意义，并且在认识自身的同时指示自身。”（《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4卷，第13页）。 ↩



[50]: 参见《逻辑学》第1卷，第30页：“没有任何对象的呈现能够自在自为地像展开过程的呈现那样，如此严格而彻底地具有内在的可塑性 ↩



[51]: 《精神现象学》，第4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参见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第45页。关于方法，学者们主要结合《逻辑学》终章进行了研究。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辩证法的详尽研究，见莱纳·谢弗（Rainer Schäfer），《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法及其特殊形式》（Die Dialektik und ihre besonderen Formen in Hegels Logik）。此外参见福斯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以及谢弗，“黑格尔的理念论与辩证方法”。 ↩



[52]: 亦参见布罗曼德与克赖斯，《上帝存在证明》，第232页。 ↩



[53]: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72页。关于体系性分化作为客观化的相关性，参见布罗曼德与克赖斯，第230页以下。 ↩



[54]: 霍夫曼以《逻辑学》中量化思维的立场为例阐明了这一点：这一立场是相对的，因为它“从自身出发[…]驱使着人们将事情不仅以量的方式来看待”，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第248页。但这恰恰不是关于其有效性的协商或共识建构的结果，而是从属于概念——在此即（纯）量——本身的客观动力学。因此存在许多真理（每一意识形态都是前一形态的真理；亦完全存在历史真理这类东西）——但具有一个核心的汇聚点。真理是一个主观且客观的、亦即绝对的过程（参见同上，第249页）。 ↩



[55]: 《精神现象学》，第325页。 ↩



[56]: 《精神现象学》，第325页。 ↩



[57]: 《精神现象学》，第296页。呈现问题在精神动物王国一章中的角色理应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关于该章的详尽诠释，见迈克尔·福斯特，“精神动物王国”。 ↩



[58]: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88页：“精神的权能反而在于，在其外化中保持与自身同一，并且作为自在自为存在者，将自为存在同样仅仅设定为一个环节，犹如将自在存在设定为环节一样”。托马斯·索伦·霍夫曼指出，被称为“德国观念论的最早体系纲领”的文本（《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卷，第234–36页）以“理性的感性化”与哲学为终结，并且这一情况应当结合哲学的语言性呈现来加以诠释；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第76页。霍夫曼将语言称为理性的感性方面（同上，第77页）：“在黑格尔那里，我们将在各种不同的关联中发现这样一种认识：理性对我们而言实际上向来就已经具有感性方面：它作为语言且在语言中对我们而定在，在语言中具有具体的存在，并通过语言将我们提升至其自身。”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是从语言出发进行思考的。无论究竟应当将《最早体系纲领》的著作权归于何人，此处都清楚表达出：感性呈现被思考为从属于合乎理性者的实现——与感性者的合理化形成互补：“在我们使理念具有审美性亦即神话学特征之前，理念对于民众而言没有任何旨趣；反之，在神话学合乎理性之前，哲学家必须为之感到羞耻。因此，启蒙者与未受启蒙者最终必须携起手来，神话学必须变得具有哲学性，以便使哲学家[原文如此]变得具有感性。那时永恒的统一将统治我们。”（《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卷，第236页）。在恐怖统治（terreur）过去数年后以及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出版后不久，哲学的感性具体的传达在此具有直接的社会或政治意涵。 ↩



[59]: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II页及第72页。 ↩



[60]: 关于呈现与批判的统一，参见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 ↩



[61]: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4I页。 ↩



[62]: 《精神现象学》，第40页以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63]: 《精神现象学》，第585页。 ↩



[64]: 正如刘创福所指出，黑格尔“将通常意义上的真理构想（即存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外在符合之中的相异契合），还原为同一哲学意义上的自我契合或与自身的和谐一致。”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53页。亦参见斯特恩，“黑格尔持有真理的同一性理论吗？” ↩



[65]: 刘创福，第53页以下。 ↩



[66]: 《精神现象学》，第75页，原文着重。关于认识活动的实在性，参见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第188页以下及第194页以下。 ↩



[67]: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14页：“真理赖以实存的真实形态，唯独能是真理的科学体系。” ↩



[68]: 见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61页。 ↩



[69]: 关于黑格尔的真理构想，参见刘创福，第37–62、214页。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真理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其对象的和谐一致”称为“一项具有巨大价值、甚至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定义。”（《逻辑学》第2卷，第266页）。个别命题的真理性依照黑格尔必须更精准地被称为正确性（参见全面教学纲要，§ 172）。关于真理的融贯论，参见刘创福，第61页以下；以及贝尔特拉姆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15、317页）中论黑格尔的过程性“概念整体论”。此外参见乌尔比希，《本雅明与黑格尔》，第89页以下。关于黑格尔一般意义上的真理概念，参见福斯特，《黑格尔的理念》（Hegel's Idea），第193–255页；以及麦坎伯，《词语的伴随》（The Company of Words），第33–58页。 ↩



[70]: 按照马库斯·加布里尔的看法，该理论的领域中立性乃是《精神现象学》所包含的对象指涉理论的成功条件之一：“《现象学》的目标[…]被明确界定：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意向性理论，它解释了其客观性、可谬性以及论题中立性。”加布里尔，“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寓言的一种极为离经叛道的解读”，第100页。 ↩



[71]: 参见乌尔比希，《本雅明与黑格尔》，尤其是第72–84页。 ↩



[72]: 因此，宗教章之所以重要，较少是因为黑格尔在那里谈论了具体的宗教，而是因为他在那里探讨了表象在原则上究竟是什么；只要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表象着的意识，那里所考察的便是其“基本操作”。对此参见麦坎伯，《词语的伴随》，第54页以下。 ↩



[73]: 这种思考亦见于伽达默尔，他在呈现中看到了“存在的增益”，因为在呈现中得以通达呈现的乃是“原型”。因此，“原型”绝非在所有再现中都被错失，而是恰恰通过再现才得以产生。伽达默尔因而将呈现称为“存在事件”。呈现并非某种（以歪曲或欺骗的方式）处于纯粹存在
之外的东西，相反，呈现显现了存在的被呈现性。伽达默尔写道：“画像在词语的审美意义上[拥有]自身固有的存在。它作为呈现的这种存在，亦即恰恰是它与被摹写之物不相同之处，赋予了它相对于单纯摹本而言作为画像的肯定性卓越地位。即便是当代的机械画像技术，只要能够从被摹写之物中引出单纯目光所无法直接看到的东西，就同样可以被艺术性地使用。这样的画像不是单纯摹本，因为它呈现出了没有它就不会如此呈现的东西。它对原型作出了某种言说。[例如一张好的肖像照片][…]因此呈现以本质性的方式保持与在其中通达呈现的原型的指涉关系。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摹本。呈现是一幅画像——而非原型自身——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任何消极之物，绝非存在的单纯缩减，而毋宁是一种自主的现实性。因此画像与原型的关系从根本上不同于摹本与原型的关系。这不再是一种片面的关系。画像拥有自身的现实性，反过来对原型而言意味着，原型在呈现中通达呈现。它在其中呈现自身。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依赖于这一呈现才得以显现。它作为其所是者，亦能以其他方式呈现自身。但当它如此呈现自身时，这不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属于其自身固有的存在。每一次这样的呈现都是一个存在事件，并共同构成了被呈现者的存在等级。通过呈现，被呈现者仿佛经历了一次存在的增益。画像固有的意蕴在本体论上被规定为原型的流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44页以下。对此亦参见乌尔比希，《本雅明与黑格尔》，第77页。 ↩



[74]: 《逻辑学》第2卷，第20页；对此参见乌尔比希，《本雅明与黑格尔》，第78页。 ↩



[75]: 正如扬·乌尔比希所写：“被表象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外在呈现的效果，而是必须被思考为既在它之前同时又在它之后，它既独立于呈现，又源于呈现。在呈现中，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的存在之间的质的差异与时间差异，被对于黑格尔而言的核心认识论规范——即‘真理’——所标定。呈现通过将其
先于表象的定在（它同时在客观反思性的本体论形式中已经栖居于可呈现性的本质之中）转化为被表象之存在的真理性阶段，从而在真理的（本体）逻辑形式中引出被表象的事情本身。”乌尔比希，第79页以下。 ↩



[76]: 乌尔比希，第82页。正如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所言，理念乃是在其作为呈现的过程性言说表达中才得以保持自身的统一。“保持”（Erhalten）在此恰恰表达了我们为呈现概念所确立的双重时间性：同一性在呈现中既保持持存，同样亦唯有在呈现中才得以达成：“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概念与客观性的绝对统一。它的理想内容不是别的，正是其诸规定中的概念；它的实在内容仅仅是它在外部定在的形式中所给予自身的呈现，并且该概念将这一形态包揽在其观念性之中，在其权能之下，从而在其中保持自身。”（全面教学纲要，§ 213）。正如该段落典范性表明的那样，真理对黑格尔而言绝非脱离呈现与认识的东西；相反，呈现乃是理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参见全面教学纲要，§ 18：“唯有科学的全体才是理念的呈现”。保持概念包含着一种类似于呈现概念的预先倾向与重新建构之间的张力。凯瑟琳·马拉布结合《纯粹理性批判》B91指出了这一点；参见马拉布，《明天之前》（Before Tomorrow），第27页。在黑格尔那里，保持亦与扬弃相关（参见《逻辑学》第1卷，第114页）。 ↩



[77]: 罗伯特·布兰顿亦强调了区分前瞻视角与回顾视角的相关性，我们在后文中将回到这一点。埃娃·许尔曼对呈现概念的研究同样表明，事情本身绝非不经中介且没有任何呈现而持存；参见许尔曼，《表象与呈现》。恰恰是这一点使人们得以摆脱由匿名的被动客体与无世界的บรร主体构成的笛卡尔本体论（同上，第15–17页）。呈现的普遍悖论 ↩



[78]: 依据贝尔特拉姆的看法，黑格尔因此表述了对“供思辨思维活动所支配的语言呈现手段的批判。从他的视角来看，命题的语言形式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它暗示了关于其被言说出某种东西的固定主体。”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30页以下。关于语言与表象的结合，参见博达默尔（Bodammer），《黑格尔的语言解释》（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第95页。 ↩



[79]: 《精神现象学》，第24页：“真相就是全体。” ↩



[80]: 因此黑格尔从真理的事实性持存出发；对此亦参见科赫（Koch），《真理、时间与自由》（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第II页。 ↩



[81]: 《精神现象学》，第68页。 ↩



[82]: 《精神现象学》，第70页：“[…]唯有绝对者是真实的，唯有真相是绝对的。” ↩



[83]: 关于命题与其形式的关联，亦参见《逻辑学》第1卷，第92–94页。 ↩



[84]: 参见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第25页。 ↩



[85]: 《精神现象学》，第46页：“与此相对，哲学所考察的不是非本质的规定，而是就其作为本质性规定而言的规定；抽象者或非现实者并非其要素与内容，相反，现实者、自我设定且在自身中鲜活者、在其概念中的定在才是其要素与内容。哲学乃是生产自身环节并经历这些环节的过程，而这整个运动构成了肯定者及其真理。” ↩



[86]: 《精神现象学》，第26页：“被实行的目的或定在着的现实者乃是运动与展开了的转变。” ↩



[87]: 因此在具体（Konkret）概念中呼应了拉丁语的 conscrescere（共同生长、凝聚）。关于固定的具体物，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5页以下及第37页。 ↩



[88]: 
- 88 《精神现象学》，第22页以下：“按照我的洞见（这种洞见唯有通过体系本身的呈现才能得到证明），一切都取决于：不仅把真相把握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把握和表达为主体。”
- 89 《精神现象学》，第14页：“真理赖以实存的真实形态，唯独能是真理的科学体系。”对此亦参见下文对命题5.1的评述。
- 90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87页。
- 91 《精神现象学》，第24页。但与此同时，结果绝不能与其产生过程割裂开来：“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其目的，而是穷尽于其实行；结果亦非现实的全体，而是结果连同其转变过程；目的自身乃是无生命的普遍者，犹如倾向是尚缺乏现实性的单纯冲动，而赤裸的结果则是将倾向抛在身后的尸骸。”（同上，第13页）。对此参见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授课》，第58页。 ↩



[92]: 《精神现象学》，第28页。参见《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



[93]: 《精神现象学》，第14页。 ↩



[94]: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第107页。 ↩



[95]: 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15–17页。关于真理作为概念运动，参见同上，第320页。 ↩



[96]: 贝尔特拉姆，第318页。在此再次显现出真理的融贯环节。 ↩



[97]: 《精神现象学》，第26页。在将理性称为“合目的的行动”时，黑格尔回溯到了亚里士多德。对于黑格尔而言，核心在于这涉及一种内在的（自我）合目的性：“目的是直接的、沉静的、不动的，而其自身又是能动的；因此它是主体。其推动的权能，抽象地看，乃是自为存在或纯粹否定性。结果唯独因此［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与开端是同一的，因为开端就是目的；——或者说，现实者唯独因此与其概念是同一的，因为直接者作为目的在自身中拥有自身或纯粹现实性。”这一思考的一个指涉点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关于理性的自我思维与不动推动者的段落，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末尾（§ 577）引用了该段；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0卷，第395页，以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a–b。 ↩



[98]: 参见《逻辑学》第2卷，第406页。 ↩



[99]: 《精神现象学》，第74页。在精神的自我认识中，《精神现象学》走向终结（《精神现象学》，第591页）：“目标，即绝对知识，或认识自身为精神的精神，其道路乃是对诸精神的回忆，正如诸精神自在存在且完成其王国的组织那样。”亦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3页：“目标乃是精神对知识究竟是什么的洞见。”黑格尔在导论中写道：“然而，目标对于知识而言是必然被指定的，
犹如推进的序列一样；它存在于知识不再需要超出自身之外的地方，存在于它发现自身并且概念契合对象、对象契合概念的地方。因此，通向该目标的推进亦是不可遏止的，在任何先前的站点上都无法找到满足。” ↩



[100]: 《精神现象学》，第92页。 ↩



[101]: 《精神现象学》，第41页。 ↩



[102]: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19页：“最初的显现仅仅是它的直接性或它的概念。犹如一座建筑在打好地基时并未完工一样，所达到的关于全体的概念同样并非全体自身。”在黑格尔的描述中，我们亦能看到概念的过程性特征如何融入他对“概念”一词的使用之中，因为借此所指称的不仅是黑格尔展开意义上的“概念”，而且亦是一种缺陷性的前理解。正如托马斯·索伦·霍夫曼所表述的那样，黑格尔那里存在着“可陈述性”相对于直接同一性的优先性。这并不意味着同一性作为目标被废弃，而是黑格尔在本质上将同一性构想为与其可陈述性不相矛盾——并且他是通过将差异与矛盾作为同一性的构成性环节来做到这一点的；参见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第141页。类似的论点在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第120页）中早已存在。 ↩



[103]: 《精神现象学》，第585页。 ↩



[104]: 《精神现象学》，第585页。 ↩



[105]: 海德格尔通过指出科学乃是《精神现象学》的主体而非其客体强调了这一点；参见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经验概念”，第199页。 ↩



[106]: 对直接性的需要恰恰源于对各自相对且各自亦带有限制特性的诸规定的拒斥。但黑格尔所旨在表明的是，没有这些限制，根本无法达到任何概念规定。因此呈现一方面必须提供诸规定，另一方面必须展示其各自的有限性；呈现必须捕捉到诸规定始终仅仅是局部的、亦即具有环节的特性。在《差异论文》的一处段落中，黑格尔将呈现概念与生产和建构过程联系在一起。在此虽然涉及的是理性，但就理解呈现过程的动力学以及其中个别规定或限制的角色而言，该段落仍具启发性：“那种未能将自身建构为体系的哲思，乃是一场持续的逃避限制——更多是理性对自由的抗争，而非已然确信自身并明了自身的纯粹自我认识。这 ↩



[107]: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18页：“精神的权能仅仅犹如其表达一样巨大，其深度仅仅犹如它在展示中敢于扩展自身并失落自身那样深邃。” ↩



[108]: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19页：“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多种多样的教化形态之广泛变革的产物，是一条多重错综复杂的道路以及同样多重的劳作与辛劳的代价。它是从前后相继以及从其广延中返回自身的全体，是该全体的已然生成的单纯概念。然而，这一单纯全体的现实性在于，那些已成为环节的形态再次重新、但在其新的要素中、在已生成的意义上展开并赋予自身以形态。” ↩



[109]: 关于布兰顿的这一基本思想，例如参见布兰顿，《信任的精神》（A Spirit of Trust），第17页。布兰顿亦将这种关于概念规定的过程性理论与黑格尔对字面定义的拒斥联系在一起：“黑格尔依据规定其内容的过程来理解底层确定概念的确定性。依据这样一个过程而非像康德与弗雷格那样依据具有清晰完整边界的属性来思考概念内容的确定性，乃是依据理性（Vernunft）的动态元范畴而非知性（Verstand）的静态元范畴来理解它的标志。黑格尔将规定概念内容的过程称为‘经验’[Erfahrung]。如此被规定的内容清晰言说表达了恰当应用那些概念的规范。因此，经验过程被理解为既是在判断与意向行动中应用确定的具概念内容之规范的过程，又是确立那些确定的具概念内容之规范的过程。从回顾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定过程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逐渐、渐进地查明内容一直以来究竟是什么，何种规范在暗中支配并支配着该概念在判断中的应用。从前瞻的角度来看，这同一规定过程则是一个发明创造的过程。它是对内容的逐渐、渐进的固定：通过在全新境况中应用该概念，从而使部分不确定的内容变得愈发确定。正因为他以这种方式思考规定性，黑格尔拒斥了通过定义概念来传达其内容之可能［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作为一项深刻的实用主义语义学原则，黑格尔认为，理解一个确定概念的内容的唯一途径，乃是合乎理性地重构出规定该概念之过程的具有表达渐进性的历史。” ↩



[110]: 我们将在关于黑格尔语言的章节中回到惰性与消逝的关系；关于该主题亦参见里德（Reid），《黑格尔的语法本体论》（Hegel's Grammatical Ontology），第xv页以下。黑格尔对口头语言之消逝的偏好亦延伸至书写词语；在理想情况下，书写词语应当随着被理解而消逝（《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卷，第367页）。本原的词语亦在其表达中消逝（《逻辑学》第2卷，第550页）。因此黑格尔那里的行事性要素所针对的乃是不同于德里达那里的东西，在德里达那里，恰恰是符号的不消逝、作为不可扬弃的残留物的抗阻性才应当被强调。然而在此二者都指出了符号与意义的原则性分歧，语言可以在自身上例示这种分歧；对此参见全面教学纲要，§ 459，以及许莱因（Schülein），《黑格尔与德里达那里的形而上学及其批判》（Metaphysik und ihre Kritik bei Hegel und Derrida），第222页。亦参见博达默尔，《黑格尔的语言解释》，第232页。 ↩



[111]: 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元理论特征，参见布伦丹·托伊尼森，《作为元哲学理论的黑格尔现象学》（Hegels Phänomenologie als metaphilosophische Theorie）。关于黑格尔作为元形而上学的绝对观念论，参见加布里尔，“黑格尔究竟是哪一种观念论者（如果算得上的话）？” ↩



[112]: 《精神现象学》，第I4页；亦参见上文命题3.5关于科学体系作为真理的实存形式。 ↩



[113]: 《精神现象学》，第61页。 ↩



[114]: 在黑格尔于所引两处段落中分别称为“说明”以及更有力的“证明”之间，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体系性差异，在此我不作定论。黑格尔在类似语境中使用的属于这一光谱的第三个概念乃是辩护概念。黑格尔写道，“对思辨之自然本性的洞见的呈现”必须在其形式上切合其实质（《精神现象学》，第62页），并强调其“洞见[…]唯有通过体系本身的呈现才能得到证明”（《精神现象学》，第22页）。对此刘创福写道：“[…]不可能存在任何体系外部的证明根据，体系之成其为真是依赖于这种证明根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真理的一元论整体论体系而言，唯一可能的证明（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唯独是体系对自身的呈现。因此，在黑格尔真理概念的框架内，证明与呈现本质上合而为一。[…]在这一关联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呈现问题，它与黑格尔的真理概念不可分割，因而占据了整个体系的关键地位。对黑格尔而言，根本不存在在其呈现之前或在其呈现之外自为持存的真理；因为用思辨的方式表达出来，真相即是其呈现。”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63页。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对命题之辩证运动的道出性呈现应当承担一种论证功能，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实际上不再赋予辩证法这种功能：“然而在辩证法与证明相分离之后，哲学证明的概念事实上便失落了。”（《精神现象学》，第61页；在此语境中亦可注意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并不使用“论据”这一概念）。黑格尔所确立的辩证法与证明的分离，涉及亚里士多德对《正位论》与《分析篇》的划分。正如圭多·克赖斯所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辩证法“仅仅是一种（修辞性的）论证技术，它能够在诡辩推论的基础上制造表象矛盾”；参见克赖斯，《无限者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 des Unendlichen），第18页。关于同一主题参见卢克纳（Luckner），《时间的谱系学》（Genealogie der Zeit），第101页。在所引段落中，辩证之物与思辨之物紧密靠拢。而在较晚近的阐述中，黑格尔则对辩证法与思辨作出了更严格的区分；对此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4卷，第413页，以及史密斯，《精神及其文字》，第255、266页。 ↩



[115]: 《逻辑学》第1卷，第93页；对此参见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193页。 ↩



[116]: 在此我依循刘创福在《黑格尔的判断批判》中的论证。 ↩



[117]: 参见刘创福，第168页以下；以及瑟伯，“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第440页。 ↩



[118]: 除刘创福与瑟伯之外，亦参见维尔纳·马克斯，《绝对反思与语言》以及沃尔法特，《思辨命题》。 ↩



[119]: 这种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判断主体在谓词之下的涵摄。 ↩



[120]: 这样一个基体亦被冠以 hypokeimenon（底层基础、基质）的概念。 ↩



[121]: 如黑格尔所写，（命题）主体在谓词的实体性意义中“融化了”（《精神现象学》，第59页）。实体的丧失作为上帝之死，乃是启示宗教的意识经验的一个本质环节，这一环节同时构成了理解思辨同一性之展开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



[122]: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7页以下：“因此，推论在静止的主体那里所具有的稳固地基动摇了，唯有这一运动本身成为了对象。”对此弗兰克·鲁达（Frank Ruda）写道：“唯一存留下来的是将思维活动从一切可想见的前设与预设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思维活动在思辨命题之运动的不断深化的重复中不仅得到持存，而且首度被产生出来，因为并且唯当‘这一运动本身[…]成为’思维活动的‘对象’之时。”亦参见瑟伯，“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第435页。刘创福在《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3.2.2.2节与第3.2.2.3节中详尽阐发了这一点。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实体的丧失必须被无条件肯定；不存在本真意义上得以返回的基底，相反，返回的肯定性运动本身使这一运动成为了本真的实体；参见刘创福，第172页。 ↩



[123]: 《精神现象学》，第59页以下。 ↩



[124]: 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176页以下。因此克劳斯·杜辛将思辨命题诠释为本质命题：（准）谓词表达了主体的本质、其实体——上帝的本质是存在，现实者的本质是普遍性；参见杜辛，《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问题》（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第198–205页。然而若如此理解，思辨命题将成为一种定义形式，并表达出一种抽象的、静态的同一性（参见刘创福，第177–81页）。但按照刘创福的看法，一个更为严重的局限在于，倘若将思辨命题置于同常规述谓形式的抽象对立之中，那么思辨命题本身的要旨就会被错失。人们“如果将思辨命题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命题形式，试图通过其相对于常规述谓命题形式的他异性来克服后者的不足，那么就将从根本上错失思辨的真正意蕴。思辨命题被视为比常规命题更高或更真实的命题形式，犹如概念思维是比推论思维更高的思维能力一样。照此看来，我们一方面（更真实的方面）拥有哲学语言，另一方面拥有日常语言。然而，通过常规命题形式与思辨命题形式的抽象对立，[…]便犯下了恶无限的错误，从而使得辩证运动、亦即思辨的内在超出永远无法被理解。”（刘创福，第182页）。按照刘创福的看法，将思辨命题诠释为本质命题在发展史上亦存在问题，因为黑格尔早在法兰克福时期就主张命题根本不足以呈现哲学真理（刘创福，第179页）。 ↩



[125]: 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183页。 ↩



[126]: 《精神现象学》，第59页；对语言的思辨的理解在此显现为对语言的异化。 ↩



[127]: 正如刘创福所写，思辨命题因此“绝非并列或凌驾于常规形式之上的命题形式，而毋宁是内在于任何哲学命题构成的运动。思辨命题的思辨性恰恰在于，常规命题形式由此被带入运动之中，并被指引超出自身之外”；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185页。他继续写道：“因为正如所展示的那样，思辨作为‘反思之反思’乃是对那种处于有限立场上无法看透自身局限性的思维活动的一种元理论的、但同时又是内在的回想。正如思辨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相对于其他立场被视为更真实的独立立场一样，思辨命题亦非一种单纯摆脱了常规命题之不足的独立命题形式。因此，思辨命题并不具有与常规述谓命题相同的独立性。人们亦不可将思辨命题等同于常规的同一命题，后者作为一种非述谓性陈述形式在特定语言语境中具有其自身的用法规范。”（同上）。 ↩



[128]: 思辨命题激发出“所应当理解的东西与所读到的东西之间的本质分歧”（刘创福，第186页），亦即命题的呈现与意义之间的冲突：“黑格尔用来摧毁命题的常规理解并同时启动思辨运动的策略，恰恰在于使用一种相比于常规命题显得不同的命题形式，以便划定该形式的界限。思维活动通过有针对性的、体系性的‘出错’而触碰到自身的界限，由此它就已经超出了其界限与其有限性，只要它借此认识到了它究竟因何而受挫。”（同上，第187页以下）。亦参见同上，第188页注121：“在对命题形式的思辨批判中，黑格尔无法像今天通常所做的那样求助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严格区分，因为可供他支配的恰恰唯有同时应当接受批判的东西。正如勒特格斯（Röttges）所写：‘黑格尔的替代方案——在此绝不涉及语言可能进行的精炼，而是涉及不可调和的形式对立——黑格尔的替代方案绝非人工符号系统，而是对语言中所蕴含之可能性的广泛利用，例如通过思辨命题摧毁判断结构。’”。按照沃尔法特的看法，思辨真理既非“单纯被道出之物，亦非单纯被内在地思及或附加思及之物，而是语言表达与思维考察的契合。”沃尔法特，《思辨命题》，第243页。 ↩



[129]: 因此在这一点上人们亦必须将语言与思维活动的关系认识为差异者的统一，正如杰里·瑟伯所写：“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必须被构想为完全辩证的，被构想为差异中同一的具体模式。”瑟伯，“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第440页。亦参见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168页。 ↩



[130]: 《精神现象学》，第60页。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亦提到了可塑性或可塑之物的环节（《逻辑学》第1卷，第30页以下）。可塑的讲授对于哲学的相关性，乃是凯瑟琳·马拉布解读黑格尔的核心要素。正如马拉布所强调的那样，可塑性“首先规定了哲学内容的存在方式，其次规定了该内容之呈现的存在方式，第三最终规定了读者的存在方式——读者必须放弃其初始形式，以便获得事情本身的形式，并在回报中赋予事情本身以新的形式。”马拉布，“辩证法与解构：一个新的‘环节’”，第157页。此外参见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L'avenir de Hegel），第24页以下。 ↩



[131]: 参见刘创福，《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第192页；以及霍夫曼，《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第254页。 ↩



[132]: 《精神现象学》，第61页；笔者着重号中带有星号的个别表述在《精神现象学》原文中就已经带有强调标记。 ↩



[133]: 参见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第225页。 ↩



[134]: 鲁达，《反自由》（Gegen-Freiheit），第31页。 ↩



[135]: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61页。 ↩



[136]: 《精神现象学》，第59页；对此亦参见帕尔（Pahl），“思辨的节奏”。 ↩



[137]: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13页。 ↩



[138]: 将判断理解为原初划分的思想，出自荷尔德林的著名文本《判断与存在》。关于该思想对于黑格尔的相关性，参见福斯特，《黑格尔与怀疑论》（Hegel and Skepticism），第47–54页。关于该思想对于思辨命题中系词构想的相关性，参见西蒙，《黑格尔语言问题》，第191–94页。关于（思辨）命题中系词的运动，朱迪斯·巴特勒写道：“黑格尔的句子结构似乎公然蔑视语法法则，并使本体论想象力经受超越其常规边界的考验。[…]当‘是’（is）作为任何陈述核心的动词时，它极少承载人们所习见的述谓负荷，而是在一种陌生而预示性的意义上转变为及物的，肯定了‘存在’之中的固有运动，瓦解了日常语言用法诱使我们作出的本体论假设。[…]正确阅读这一句子意味着循环性地阅读它，或者说在任何给定的阅读中运用它所允许的各种部分意义。因此，不仅实体得到了阐明，或主体得到了界定，而且系词本身的意义
自身被表达为一个运动与多义性的场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黑格尔的句子搬演了它们所传达的意义；事实上，它们表明，凡‘是’者，仅仅在其被搬演的范围内才是。”巴特勒，《欲望的主体》（Subjects of Desire），第17页以下。关于同一主题亦参见她非常早期的文本，“为含混性辩护：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是’之研究[1981]”。 ↩



[139]: 参见科梅（Comay）与鲁达，《破折号》（The Dash），第66页。可以预先指出的是，时间同样可以被双重地理解：它划分为在较早与较晚（时间的时间性出位）之间进行区分的主观时间，以及线性推进的匿名、客观、物理的时间（在此物理时间之上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相对于另一个时间点具有优越性）。对此亦参见西蒙，《黑格尔语言问题》，第84–88页。扬·乌尔比希将线性与循环性的关系与返回及圆圈运动的母题联系在一起：“在经历了进入空间的线性外迈之后，存在者在返回其点状开端的过程中以圆圈的形式返回自身，并且——依据其运动与圆心的距离恒等这一永恒和谐——与自身结合在一起。它返回家园，回到其开端的自身之中，以此一方面扬弃其缺席的时间并重新开始循环，从而永恒仿佛以这种方式向它开启。”乌尔比希，《归家之主体》（Das Subjekt der Heimkehr），第21页。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圆圈运动乃是最完满的运动（参见同上，第20页；关于亚里士多德表达这种评判的段落之一，我们此前已经指明过；参见《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 ↩



[140]: 《精神现象学》，第58页。 ↩



[141]: 《精神现象学》，第57页以下；关于该段落亦参见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第238页。 ↩



[142]: 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亦指出，从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理论中引申出了对语言“呈现手段”的批判；对此再次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30页）中已经引用的段落。霍夫曼同样论证道：“思辨命题[…]迫使自身超出简单命题之外；它犹如真理一样迫切要求将自身作为过程展开并将自身作为运动呈现出来。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一个命题的哲学证明乃是其辩证的展开，将其意蕴作为具体主体性的环节来呈现，而非作为‘无菌的’可确认事实来呈现。[…]常规的固着性命题依其理念可还原为抽象且语言外的‘命题内容’。思辨命题则指涉其在其他命题中的续写，指涉‘呈现’，即真理过程的语言塑造，而这一过程同时绝非单纯可随意启动的‘语言游戏’。 ↩



[143]: 与这种诠释相反，维尔纳·马克斯主张从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理论中引出：语言必须被逻辑（logos）所克服；参见马克斯，《绝对反思与语言》。虽然马克斯亦强调，绝对反思的思辨理解可以在更广泛的关联中被呈现出来，并以此方式外显性地变得对意识可通达。他强调：“绝对反思唯有当思辨运动达到语言呈现之时，才使其本质臻于完满。”（同上，第21页）。真相的呈现基于命题形式的空洞性只能在一个命题体系中进行（同上，第22页），并且它只能建立在已被概念把握之物上，因而不能建立在名称（或术语）上。但对维尔纳·马克斯而言，这意味着词语的“固执自性”被彻底克服，语言由此成为了“罗各斯的婢女”——而罗各斯由此却失去了其与语言的本真联系，并在马克斯的解读中仅仅是思维活动，而非像在黑格尔那里是“事情与言说”（JS3，第175页 = GW8，第190页）。只要表象性意蕴被排除在外，按照马克斯的看法，词语便指称概念范畴，范畴的运动独立于词语的“固执自性”（同上，第23页以下）。然而马克斯自己亦强调，由此产生了一个困境：如果绝对反思必须在语言中呈现，那么语言如何能够相对于罗各斯仅仅具有仆从功能？他得出结论：语言是罗各斯的婢女，但具有独立性（同上，第26页）。在此他亦考量了德里达后来尤其强调的反驳，即“语言的显现特征本身是否构成了这种‘外在要素’、一种本质上无法追及、不可扬弃的他者存在”（同上，第29页）。然而对马克斯而言无可置疑的是，语言的外在性唯独在理智或罗各斯之思维活动的“权能领域”内发生（同上，第30页）。马克斯写道：“作为辩证运动的罗各斯，唯有当它——通过语言的定在与显现为中介——在语言中‘在自身身边’时，才在一种本真意义上‘定在’，才是‘自我呈现’，并且才在一种本真意义上是‘真实的’。倘若我们现在反思在从精神的基本运动出发所思考的罗各斯的显现中所蕴含的语言之意义，那么便证实了：黑格尔将语言理解为罗各斯的婢女。显现特征使得罗各斯得以 ↩



[144]: 米夏埃尔·托伊尼森强调，（尤其是）《精神现象学》承担着将映象作为映象本身来呈现的任务。由此《精神现象学》便是一部“映象逻辑”；参见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第73页以下、第80页。因为呈现把映象呈现出来，所以在某些方面它亦变得与映象相似。托伊尼森将呈现的这一环节描述为“对映象的摹仿”；正是作为对映象的批判，《精神现象学》必须“再生产”映象的环节（同上，第80页以下）。托伊尼森将映象与片面性区分作为非真理的两种核心形式（参见同上，第71页）。黑格尔的思辨同一性理论尤为针对因片面性而产生的非真理，而在对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中，映象的非真理则居于前景。然而非真理的这两个环节亦彼此关联。因为真理与映象相互贯通，所以纯粹的、（片面地）被表象的基体（世界、灵魂、上帝、实体）亦不存在。它们各自唯有通过其显现过程或呈现过程才实存。“辩证法”指称表面上独立且孤立实存之物由其自身出发过渡为其对立面的过程。对知识的展开而言，包含着对映象的辨析探讨，因为对于知识而言，唯有在其显现之中知识才构成自身。《精神现象学》使得映象作为映象变得可看透。但为此它亦必须呈现映象。因此，不透明性——即“迷雾”——以及“透视式的变形”亦是《精神现象学》的呈现技术（参见同上，第77、84页）。 ↩



[145]: 被黑格尔批判的表象意识之表象的典范性表达，乃是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的意识命题：“在意识中，表象被主体与主体和客体相区分，并被指涉向二者。”引自赖因霍尔德，《旨在纠正哲学家迄今误解的文集：第一卷，关于基础哲学的基底》（Beiträge zur Berichtigung bisheriger Mißverständnisse der Philosophen. Erster Band: das Fundament der Elementarphilosophie betreffend），第167页。 ↩



[146]: 《精神现象学》，第68页。 ↩



[147]: 《精神现象学》，第68页。 ↩



[148]: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69页。迪特·亨利希将这种自我指涉的否定称为黑格尔的基本操作；参见亨利希，“黑格尔的基本操作”。在《精神现象学》
的末尾，黑格尔将否定者称为“其自身的否定者”（《精神现象学》，第590页）。在此处它是怀疑，在其他地方例如外化将显现为自身的外化（《精神现象学》，第590页），异化将自身异化自身（《精神现象学》，第366页），或消逝自身归于消逝（《精神现象学》，第303页）。然而在导论中，这一操作是被主动实行的。在这方面，《精神现象学》（与布兰顿的诠释相反）恰恰不是“信任的精神”（Spirit of Trust）的结果。 ↩



[149]: 《精神现象学》，第71页。 ↩



[150]: 《精神现象学》，第72页。 ↩



[151]: 《精神现象学》，第73页。 ↩



[152]: 《精神现象学》，第75页；参见《精神现象学》，第76页：真理乃是意识的知识关系中自在的方面。由此便存在着一种弱版本的知识或真理，即作为围绕真理诉求而组织的指涉结构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必然是真的——事实上，在或多或少所有情况下，它都被证明仅仅是有条件的真。 ↩



[153]: 依照黑格尔的表述：“一个自在存在或为我们存在的环节，它并不对深陷于经验本身的意识呈现出来”，《精神现象学》，第80页。 ↩



[154]: 《精神现象学》，第81页。 ↩



[155]: 《精神现象学》，第31页。 ↩



[156]: 《精神现象学》，第71页。本研究第一部分开篇在“何为呈现？”一节中我已经详尽引用了这一段落。 ↩



[157]: 《精神现象学》，第78页。 ↩



[158]: 《精神现象学》，第80页。 ↩



[159]: 《精神现象学》，第80页以下。带有星号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在绝对知识与其对象之间不再保留任何表象间距。由此该脉络亦在思辨同一性处走向终结。马丁·海德格尔对导论末尾作出了如下评论：“黑格尔那些宏大句子之一，在其中语言与烙有哲学印记的精神合而为一。——换言之：显现着的精神在其运动状态中的呈现，自身最终成为并且是现实的绝对知识。呈现由于且通过其运动状态而自身成为呈现者！呈现与被呈现者合而为一，绝非出于偶然，相反这种合一乃是必然的：应当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绝对知识作为其所是的知识而在，亦即绝对地认识自身。（绝对的自我认识绝非凌空蹈虚的理论态度，而是绝对精神的现实性方式，并且作为这种方式，它是知识同时也是意志。）”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38页。关于该段落亦参见富尔达，《导论的难题》，第131页。 ↩



[160]: 意识经验与实体的自我指涉的关系亦在序言的两段中得到了综括；参见 ↩



[161]: 《精神现象学》，第72页。 ↩



[162]: 《精神现象学》，第73页。 ↩



[163]: 参见例如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富尔达、霍斯特曼与托伊尼森，《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呈现》（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Metaphysik）；富尔达，“作为概念运动与呈现方式的黑格尔辩证法”；以及克莱斯格斯（Claesges），《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体系性导论》（Darstellung des erscheinenden Wissens. Systematische Einleitung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



[165]: 埃娃·许尔曼因此亦将呈现概念与感性知觉（aisthesis）亦即感性的、身体性的知觉联系在一起；由此她进而引申出意向性理论的推论，即呈现原则上受视角所制约，但亦能将视角作为视角本身加以探讨；参见许尔曼，《表象与呈现》，第116–20页。 ↩



[166]: 谢林，“自然哲学体系的第一篇构想”，第14页。按照谢林的看法，自我呈现乃是“存在”自身的一项功能——尽管该功能在任何有限存在者中都未能完全实现（同上，第11页）：“无条件者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个别事物中被寻求，亦不可能在任何可以言说其存在的东西中被寻求。因为凡存在者，仅仅分有了存在，且仅仅是存在的一种单独形式或样式。——反之，人们绝不可对无条件者说其存在。因为它是存在自身，它在任何有限产物中都未能完全呈现自身，而一切个别事物仅仅犹如它的一种特殊表达。”关于将无限者的呈现作为紧随康德之后的哲学的主要目标，亦参见拉库-拉巴特（Lacoue-Labarthe）与南希（Nancy），《文学的绝对》（Das Literarisch-Absolute），第89页。 ↩



[167]: 因此呈现概念亦与自我立法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康德为此使用了“独律”（Heautonomie）的概念；参见《判断力批判》（KU）B XXXVII。通过这一问题，呈现概念亦与自然、文化与精神之关系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对此参见拉库-拉巴特与南希，《文学的绝对》，第55–59页。南希与拉库-拉巴特将呈现概念与“体系-主体”联系在一起。按照他们的看法，呈现乃是形象塑造（同上，第57页）、展示、展示、搬演，而非表象（同上，第510页）。关于最后这一点我持有异议，因为呈现概念虽然与表象概念相区分，但完全亦包含着再现的环节。 ↩



[168]: 依照莱辛的看法，“时间次序[…]乃是诗人的领域，犹如空间是画家的领域一样”；参见莱辛，《拉奥孔》，第129页。人们可以这样来诠释这一点，即语言与文字中直接性的丧失恰恰能够促成一种可思的重演，这种重演在显著更高的程度上具有综合性，而超越了单纯对画像单一性的接受。对符号的时间性先后次序的接受乃是强制能动的。因此，符号的使用不再使主体疏离于直接被表象的对象，相反，通过使主体在这种活动性中将自身认识为能动综合者，反而使对象与主体更为切近。因此在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那里，对象的动力学与读者的“参与”环节亦居于中心地位。这一环节与伴随表达紧密相连，因为在明确说出之物中仍能发掘某种隐蔽伴随之物的印象，同样激活了读者。因此，诗人们借助于语义场、词语的“意义范围”来进行创作。从这一点出发，克洛普施托克发展出了伴随表达的理论，依照该理论，（叙事中）在时间上缺席的过去与未来被“共同意指”：“诗人对于那些语言尚无词语可表述的感受，或者毋宁说（我是结合我们语言的丰富性而言）对于此类感受的副产物，能够通过充分表达出来的类似感受的强度与位置，来将其一同表达出来。”参见克洛普施托克，“论呈现”。详尽的讨论见扬·乌尔比希，《瓦尔特·本雅明那里的呈现》（Darstellung bei Walter Benjamin），第416–36页。 ↩



[169]: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KrV）B747以下及B763以下。此外康德那里亦出现了一种修辞性呈现，它外在于事情本身或证明（参见《纯粹理性批判》B XXXVIII）。 ↩



[170]: 呈现概念的这一定式见于“所有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一节（《纯粹理性批判》B194以下）：“如果一项认识要具有客观实在性，亦即指涉向一个对象，并在对象中具有意义与涵义，那么该对象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被给予。若非如此，概念就是空洞的，人们借此虽有所思，但通过这种思维实际上并未认识任何东西，而仅仅是玩弄表象。给予一个对象——如果这不再应当仅仅被间接地意指，而是在直观中直接被呈现出来——不是别的，正是将其表象指涉向经验（无论该经验是现实的还是至少可能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171]: 《判断力批判》B55：“呈现的能力乃是想象力。”对此亦参见费尔斯特（Förster），《哲学的25年》（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第138页。 ↩



[172]: 参见关于(1)：《判断力批判》B76以下（§ 23）；关于(2)：尤其是《判断力批判》B192以下（§ 49），康德在此将“审美意义上的精神”作为“呈现审美理念的能力”
而引入；关于(3)：《判断力批判》B255（§ 59）。关于康德呈现概念的详尽探讨，见玛莎·B·赫尔弗（Martha B. Helfer），《再现的撤退》（The Retreat of Representation）。对此亦参见巴尔（Bahr），《不可呈现者的呈现》（Darstellung des Undarstellbaren）。 ↩



[173]: 参见施毛斯（Schmaus），“治愈精神的创伤：论抑郁精神的自传，或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荷尔德林事件’”，第96页。参见同上，第97页论绝对者所依赖的“有限者的呈现功能”，以及同上，第98页论“神圣者的匮乏性”，这种匮乏性表达在席勒的《友谊》一诗中（黑格尔正是以这首诗结束了《精神现象学》）。 ↩



[174]: 荷尔德林，“沉沦的祖国……”，第446页。 ↩



[175]: 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第161页（= SWIII，第25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参见同上，第299页（= SWIII，第475页）：艺术顾及了哲学在外部无法呈现的东西，亦即无意识者在意识者中的角色以及二者的原初同一性。 ↩



[176]: 诺瓦利斯，《著作研究版》，第293页。参见同上，第323页：“精神进行着一场永恒的自我证明。” ↩



[177]: 参见弗兰克，“诺瓦利斯的费希特研究：一种‘星丛’式进路”。关于元哲学，参见同上，第35页。 ↩



[178]: 施莱格尔，《先验哲学》，第102页。人们可以看到，当施莱格尔谈及对结果的呈现时，他亦已然将呈现的苍白概念视作等同于表象或再现。 ↩



[179]: 施莱格尔，第103页。关于黑格尔旁听施莱格尔1801年讲授课的详尽阐述，见约翰内斯·科恩吉贝尔（Johannes Korngiebel），“耶拿时期的施莱格尔与黑格尔：论1801年1月至11月间的哲学星丛”。 ↩



[180]: “存在着这样一种诗，其独一无二的一切乃是理想者与实在者的关系，因而按照哲学艺术语言的类比它应当被称为先验诗。它作为讽刺诗以理想者与实在者的绝对殊异为开端，作为挽歌居于中项，并作为田园诗以二者的绝对同一性告终。然而，犹如人们不会重视一种并非批判的、并不连带将生产活动者与产品一同呈现出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并且在先验思想体系中未同时包含先验思维活动之特征描绘的先验哲学一样：那类在现代诗人中屡见不鲜的先验材料以及通向诗歌创作能力之诗性理论的预备训练，亦应当与艺术的反思及优美的自我观照（这种反思与自我观照见于品达、希腊人的抒情断片、古代挽歌，而在现代人中则见于歌德）联结在一起，并在其每一次呈现中连带呈现自身，通盘同时成为诗与诗之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第238号；参见施莱格尔，《特征描绘与批评（1796–1801）》。 ↩



[181]: 韦尔伯里，《悖论的走钢丝者》（Seiltänzer des Paradoxalen），第234页。 ↩



[182]: 参见席勒，“卡利亚斯，或论美”，第116–18页。 ↩



[183]: 席勒，第116页。 ↩



[184]: 席勒得出结论：“因此诗人所使用的媒介之自然本性，存在于‘朝向普遍者的倾向’之中，因而与对个体之物的标示（此乃任务所在）处于争执之中。语言将一切置于知性面前，而诗人应当将一切带到想象力面前（予以呈现）；诗艺追求直观，而语言仅仅提供概念。因此语言剥夺了托付给它呈现的对象之感性与个体性，并将语言自身的一种属性（普遍性）强加给对象，而这种属性对于对象而言是异己的。语言——用我自己的术语来说——将呈现者之属于抽象的自然本性，混入被呈现者之属于感性的自然本性之中，从而将他律带入了对后者的呈现之中。因此，对象在想象力面前并非被表象为由其自身所规定（亦即非自由的），而是被语言的天才所塑造，或者甚至仅仅被带到知性面前；由此对象要么未被自由呈现，要么根本未被呈现，而仅仅是被描述。因此，一幅诗意呈现若要是自由的，诗人就必须‘通过其艺术的伟大克服语言朝向普遍者的倾向，并通过形式（即对质料的应用）战胜质料（词语及其词形变化和造句法则）’。语言的自然本性（这恰恰是其朝向普遍者的倾向）必须在赋予它的形式中彻底沉沦，形体必须失落于理念之中，符号失落于被指称者之中，现实性失落于显象之中。被呈现者必须自由而胜利地从呈现者中透射出来，并且尽管有语言的一切桎梏，仍以其全部真理、鲜活性与人格性屹立于想象力面前。总而言之：诗意呈现的美乃是‘自然本性在语言桎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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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与思维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体上遵循了《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论。在接下来的关于“语言与思维”以及“语言的复数性与历史性”的章节中，我参考了黑格尔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准备工作以及其他文本，

在这些文本中，所讨论的要点比在《精神现象学》自身中更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本研究随后的重构过程（第3至第5部分）中将表明，《精神现象学》是如何展开这些思想的。

语言是精神的一种定在形式。精神由内在性与定在这两个环节的二元性构成。[207] 精神的内在性与定在的环节是绝对区分的；它们的无差别点，即内在性与定在的纯粹逻辑中间空间，就是理念。这对于理解呈现是决定性的，因为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外在呈现之物就是内核。内核本身并不具有独立于表达而持存的自身完整性。[208] 不过，内在者完全针对其表达而确立自身。据此，精神虽然绑定于定在，但并不绑定于定在的某种特定形式。精神可以从任何特定的定在形式中抽身退回。精神的这种抽身能力，即其“结合与解脱的自足性”，[209] 在《精神现象学》中不仅屡屡被主题化——精神或意识的各种形式从形态与行动、[210] 国度、[211] 艺术作品、[212] 义务[213]以及语言[214]中抽身退回——它甚至构成了哲学思考本身的开端，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授课》导论中所说：

哲学出现于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最初自然生活的漠不相关之沉闷中超拔出来，同时也从激情关切的立场中超拔出来，从而这种朝向个别者的趋向已经消耗殆尽；精神超越了它的自然形态，它从其生命力量的实在伦理走向反映与把握。其后果是，它攻击这种存在的实体性方式、这种伦理、这种信仰，使之发生动摇；于是便进入了

败坏的时期。进一步的推进则是思想在自身中聚集。可以说，每当一个民族完全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阶层的分离与区别已经产生，民族正在走向衰亡，内在努力与外在现实性之间出现了断裂，宗教等迄今为止的形态不再能令人满足，精神对其鲜活的生存表现出漠不相关，或者在其中得不到满足而居留，一种伦理生活走向解体——唯有在此时，才开展哲学思考。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间中，并与现实世界相对立，为自身建立起一个思想的王国。

哲学随后便是对思想所肇始之败坏的和解。哲学始于一个实在世界的衰亡；当它带着自身的抽象出现、以灰绘灰时，青春与鲜活性的朝气便已消逝，而它的和解并非在现实性中的和解，而是在观念世界中的和解。[215]

现有持存之物的断裂（随后是对思想王国的退隐），在《差异论文》中被描述为引起哲学之需要的“分裂”。[216] 思想从现实世界中的超拔，在《精神现象学》的教化章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对语言的经验达到的。此外，《精神现象学》中首次将精神定在的环节作为主题来探讨的段落，正是在谈论精神如何与一种定在形式相决裂，如何从中脱离出来并开启一场“改造”：

此外，不难看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诞生和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其迄今为止的定在与表象世界相决裂，正准备将其沉入过去，并正处于其自身改造的工作之中。[217]

精神与语言的关系必须在精神的内在性与定在的这一辩证法背景下得到理解（此处出现的改造概念，将在这一语境中反复出现）。它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把握：在主观精神层面上体现为言说与思维活动的关系，在客观精神层面上则体现为语言在根本上是某种共同体之物。因此，黑格尔一方面考虑到了语言的认知维度，另一方面考虑到了语言的交往维度。

2.1 言说与思维——语言的认知功能（主观精神）

2.1 言说与思维——

语言的认知功能（主观精神）

黑格尔对语言的探讨在本质上是由精神理论所导向的，语言正是精神的定在。因此对黑格尔而言，语言对于精神的思维活动具有核心功能。思维活动的范畴虽然在语言中“被设定于外并沉淀下来”，[218]但这反过来又必须从精神方面来理解：精神之物已经在语言中沉淀下来，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痕迹”。[219] 正如卡尔·洛维特所总结的那样，一方面“不存在无语言的思维活动”，另一方面“如果思维活动与语言纯粹是同一回事，人们也无法对语言本身进行反思”。[220] 因此，任务就在于探明思维活动与语言的（无）差别关系；也就是一种在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思想与事情在语言中的融合，以及语言、思维活动与事情之间不可克服的分歧这几极之间游移的关系。

思想本身并不具有时空广延。但它们必然与在时空中显现的表达符号耦合在一起。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将语言理解为人类精神向着表达层面与被表达层面、或者说呈现层面与被呈现层面的“生产性自身分裂”。[221] [222]

语言标志着精神相对于自然界的自律领域。与感性的、肉体的和自然的

外在世界的距离是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保证的。符号由此成为精神之物的一个核心标志。符号在原则上是精神性的，因为它们的意义与其感性形式毫无关联，因此它们只有通过精神才根本成为符号。正如洛维特所写的那样，符号在这一程度上将自身的定在“归功于”精神。[223] 精神恰恰之所以在符号中“在此”，是因为符号若没有精神在其中的这一定在，就根本不成其为符号。这进一步意味着，只要精神在其中在此，符号的构成性外在性就根本不会作为外在性本身被感知到。[224] 我们直接略过或忽略符号的感性环节，而直接朝向精神环节，也就是朝向意义。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屡次强调词语的符号在构成上是消失的。对于黑格尔而言，口头言语声音的实际消逝与消失，只是格外契合于符号躯体被精神意义所扬弃这一更为普遍的情况。原则上对黑格尔来说，在书写语言中也是如此。[225] 因此，作为精神定在的语言应当这样来理解：一方面，精神唯有通过定在才存在；但另一方面，语言形式也唯有因为精神在其中“在此”，才在真正、完全的意义上成为“语言”。因此，语言形式必须具有精神的支撑。我们主要从那些我们无法理解但仍然承认为语言符号的符号中认识到这一要求，即它们作为精神的表达，但其中现在缺少了（我们理解的）精神要素。

相应于内在性与定在的这一动态，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在主观精神层面上）组织了

马丁指出，思维活动与表达的这种必然耦合，并不预先意味着表达符号必须必然是语言符号。相反，在他看来，最初的表达必然是前语言的（同上，第28页）。因此他论证道，思想的清晰表述必然始于仍会产生混乱的阶段。这很容易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宗教章中对表象与表达媒介的处理相联系，在那里同样首先探讨了前语言的表达形式，但最终必须推进到语言，因为语言使得表达达到了最大程度的精确性。

思维活动与言语的关系：对思维活动的客观规定仅仅通过在语言中的外化而发生，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言语或行动意图只有在表达发生之后，才根本作为这种意图被规定并得到评判。就思想在语言上被表达而言，这种外化并非是对某种即便没有外化也已被规定之物的外化，而是外在的清晰表述才首次创造出差异，这些差异将思维活动塑造成具有规定的思想：

词作为发音的词消失在时间中；时间因此在词上显现为抽象的，即仅仅是消灭性的否定性。但语言符号的真实的、具体的否定性乃是理智，因为通过理智，符号从一种外在者转变为一种内在者，并在这种改造过的形式*中被保存下来。因此，词就成了被思想赋予活力的定在。这一定在对于我们的思想是绝对必然的*。我们只有在赋予思想以对象性的形式、赋予思想与我们内在性相区别的形式，亦即赋予其外在性的形态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思想，才具有规定的、现实的思想，并且这种外在性乃是同时带有最高内在性之印记*的外在性。唯有清晰表述的声音，即词，才是这样一种内在的外在者*。[226]

语言与思维活动处于一种相互依存之中。尽管它们并非简单地融为一体，但以下情况成立：我们既不可能没有语言的外在性而进行思维或拥有规定的思想，这种外在性若没有思想也并非本真意义上的语言。因此，精神活动改变并塑造其物质关联物。理智将外在者改造为内在者。反过来，我们无法直接通达我们的思想，而只能通过语言进行折射的通达。[227] 因此，语言是思维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我们马上会回到这一点）。[228]

对这一思想的阐述早在黑格尔1805/06年的耶拿讲授课手稿中就已经出现，在那里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被引入，并与logos和范畴的概念发生联系。语言将内在者设定为具有规定性的存在者。

以这种方式，它就是精神的定在。只要它在此是精神的定在，语言形式就包含着思维规定。因此它们具有范畴意蕴：

语言[将内在者设定]为存在者。这就是精神作为一般精神的真正存在——它作为两个自由自我的统一而在此；一种符合其概念的定在，——它同样直接扬弃自身——消逝，但已被听取。起初，语言仅仅与这一自我，即事物的意义对话，赋予其一个名称，并将此说成是该对象的存在；这是什么？我们回答，这是一头狮子、一头驴等等。它是，也就是说，它根本不是某种黄色的、长着脚等等的东西，不是某种独立的自存之物，而是一个名称，是我声音的一个声调；与它在直观中的样子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才是它的真正存在。这只是它的名称，事物自身是另一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随后退回到了感性表象之中；——或者在更高意义上仅仅是一个名称，因为名称本身首先只是极其肤浅的精神存在。——因此，通过名称，对象作为存在者从自我中诞生出来。——这是精神所施展的第一种创造力；亚当赋予万物以名称，这是最高统治权以及对整个自然的初次占有，或者是从精神中对自然的创造；λόγος、理性、事物的本质与言谈、事情与传说、范畴。人与事物对话，将其视作属于他的东西，而这就是该对象的存在。精神与自身发生关系；——它对驴说，你是一个内在者，而这个内在者就是我——你的存在是我任意发明的一个声调——驴是一个声调，它与感性存在自身完全是两码事；只要我们看见它，或者感觉到它、听到它，我们就是它本身，直接与它合而为一，被它所充满；但作为名称退居其后，它就是一个精神之物——完全是另一种东西。[229]

黑格尔在这里一方面诉诸《创世记》的叙述，其中亚当通过为万物命名而使创世完满。另一方面，他在（希腊）哲学传统的意义上将这种命名理解为“logos”或“范畴”。通过名称，对象被“简化”为一种概念规定，从而显现为某种精神之物。[230] 这一段落表明，黑格尔

已经在其耶拿时期阐述了《全面教学纲要》中关于词是“内在的外在者”这一思想。正如黑格尔所写，对象通过名称“从自我中诞生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既发生了一种向外的运动，也发生了一种向内的运动：黑格尔首先强调，语言将内在者设定为“存在者”。名称因此绝非纯粹观念之物，而是“我声音的一个声调”。由此，它就是与我们的内在性相区别的定在，黑格尔在之前引用的《全面教学纲要》段落中将其指明为对我们的思想而言是“绝对必然的”。但与此同时，名称又是内在的，因为它不是通过对被命名对象的指涉而得到稳固的（在此是：“狮子、驴等等”），而是表现为精神的自身指涉的一个环节。在对待名称时，精神“与自身发生关系”。因此，人与事物对话，将其视作“属于他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一段落中是如何巧妙运用“Sein”或“sein”作为名词、动词和物主代词的）。与此同时，黑格尔对logos与范畴概念的诉诸表明，当他将语言规定过程与指涉脱钩时，他并非在为主张任意称谓的唯名论进行辩护，而是（与我们日常的表象相反）恰恰这一特征照顾到了“事物的本质”或“事情”（尽管特定的词语音响完全是任意“发明”的）。[231] 命名的客观性并非

来看，这个内核却仅仅是黑夜——在其中无法认识到任何东西：“人就是这个黑夜，这个空无的虚无，它在其单纯性中包含了一切——无数表象、意象的丰富宝库，但此时此刻没有一个浮现在他脑海中——或者说它们并不作为当前者而存在。这就是黑夜，在此存在的自然内核——纯粹自我，——在变幻莫测的表象中，四周皆是黑夜，这里突然射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里又突然蹿出一个白色的形态，并且同样消失不见——当人们凝视人的眼睛时，便窥见了这种黑夜——凝视进一个变得可怕的黑夜，——在此，世界的黑夜降临在人们面前。”（JS3, 172 = GW8, 187）。那保存在这一黑夜中的东西，通过语言被现实化，并首次变得可以通达。因此不久之后，黑格尔把精神在意象中的运动把握为做梦，与之相对，命名则代表着觉醒（JS3, 175 = GW8, 190）；对此参见伊波利特，《逻辑学与存在》（Logic and Existence），第31页以下。关于黑格尔哲学中黑夜主题的意义，参见科恩，“黑格尔与列维纳斯：黑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直接来自被命名的对象，而是通过彼此检验由命名所使可能的诸规定而达到的。因此，客观性产生于精神本质的交流（黑格尔将其理解为精神的自身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本质的实在性是由语言所制约的。[232]

正如比尔吉特·桑德考伦所阐明的那样，黑格尔在关于命名对意识之重要性的论述中，采纳了赫尔德在《元批判》中针对康德图型法学说所表达的一个思想。在康德那里，图型法的精神机能应当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功能也可以赋予语言，语言的规定由此“在功能上取代了图型法的位置”。[233] 如果现在把语言理解为精神通过一种特殊的外在性形式阐明自身关系的一个环节，并此外赋予其一种图型化功能，那么语言划分特定对象的方式（即它如何进行图型化），就将决定着事情和实在性本身是如何被划分的。因此，对语言内在逻辑的考察就成了精神自我认识的一个决定性课题。在此过程中，历史与文化制约性的问题浮现到了前台：既然正如我们所见，个体意识为了能够表达思想而必须绑定于语言媒介，那么它同时也嵌入在历史与文化的关联之中。基于语言的认知相关性，精神本质的生存因而具有交往维度，因为语言在本质上是由共同体共享的。[234] 语言的外在性然

而在社会层面上重新恢复出来，因为语言对于所有个体而言首先是一个经过历史与文化重塑的既有存量，它脱离了个体的控制。语言与外在性问题的各种结合将在我们随后的研究过程中反复展现。作为思维活动外在性的必然环节，语言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持续时间，思维活动得以在其中运动。正因为它是外在定在的一个环节，语言中也始终潜藏着内核缺席的危险。因此，黑格尔高度关注语言自身变异为外在之物的各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符号与意义脱节，精神脱离了其定在的结构，符号躯体固执己见，而这种分歧构成了对意识的阻抗。

2.2 语言共同体——语言的交往功能（客观精神）

语言不仅是个体思维活动的必然定在，而且同时将进行思维的个体融入社会关系，亦即客观精神的关系之中。语言由此显现在这样一个领域：意义以共同体共享的方式持存，承认则通过语言与交往得到调节。在他1803/04年的讲授课手稿中，黑格尔将语言作为主题，探讨为一个共同体的言语：

语言唯有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才存在，知性与理性亦然。唯有作为一个民族的作品，语言才是精神的理想生存，在其中精神说出自身按其本质以及在其存在中所是的东西；它是一个普遍者，一个自在被承认者，在所有人的意识中以相同的方式产生回响；每一个正在说话的意识都在其中直接变为另一个意识。同样，语言按其内容而言，唯有在一个民族中才成为真正的语言，成为说出每个人所意谓之物的活动。[235]

因此，语言以具体语言的形式存在。语言本身是说话者共同体的“作品”。它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作为这种作品，它同时是“精神的理想生存”。语言的交往维度在此显现为一种共享的精神关系，这种关系在语言中显明出来，因为被说出的东西正是“每个人所意谓的东西”。因此，精神在本质上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语言中走出自身，显示自身并呈现自身。语言本身绝非精神这种显示的不合适媒介。相反，它对此

简直是天生注定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它本身就是“理想的”。然而，早在1803/04年的讲授课手稿中，限制这种观念性的一个环节便已十分明显，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语言固然是某种直接共同的东西，并在所有人的意识中产生回响。但尽管具有这种普遍性，它仍包含着某种未被认识的东西。虽然存在着相互的（交往的）承认，所有说话者由此共享一种普遍意识，但这种交往在其直接持存中还不是“具有意义的”。作为普遍仅是自在被承认者，语言保留着一个外在性的环节。它仅仅是初步被认识。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语言唯有通过一场重构才变得具有意义，在这场重构中，语言自身被视作某种外在之物并被“消灭”：

因此，语言在一个民族中以如下方式被重构：作为对外在者的理想消灭，它自身就是一个外在者，必须被消灭、被扬弃，以便成为具有意义的语言，成为它自在地、按其概念所是的样子；因此，它在民族中作为一个死去的与其自身不同的他者而存在，并通过作为外在者被扬弃并成为其概念，从而成为整体性。[236]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在作为直接普遍被承认的交往媒介的语言存在，与作为真正具有意义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语言内部的张力。对黑格尔而言，未经中介而说出的语言是其自身的“死去的他者”，由此产生了语言必须成为“其概念”的要求。因此，黑格尔指出了口头言说的语言与作为被把握的、概念性的整体性的语言之间的分歧。在上述引自《精神现象学》和《全面教学纲要》的段落中已经发挥作用的改造环节，在这里再次变得重要起来：人们看到，黑格尔将对外在性的“消灭”——这是语言的一个核心环节（被消灭的声音由此在改造过的形式中被保存下来）——本身再次关联并应用于语言之上：语言本身首先是外在的，必须被“消灭”和“重构”。唯有在此时，它才成为真正“被把握的”语言，从而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语言（概念的语言）。相反，尚未被把握、尚未被理解的语言，则表现为理性的前身形态、先行概念——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表现为偏见的载体（例如对《精神现象学》导论而言至关重要的误解：认识活动是一种工具）。

由此可见，为什么语言固然是思维活动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人们自认为拥有的思想，必须能够在语言上进行清晰表述并加以规定，也就是说，必须能够说出自己所意谓的东西；但被说出的许多话语可能是欠缺思想的，亦即是在人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情况下被说出来的（对黑格尔而言，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极其罕见的情况）。[237] 语言固然促成了人与自然世界的距离，并将人安置在整个精神世界之中；但这同时也是将个体的人融入某一个在历史中具体的精神世界。因此，语言（潜在地）产生了思维活动的一种新的他律形式，因而迈向具有意义的语言这一步，要求一种新的拉开距离，即拉开与现有语言的距离。如果考虑到另一项要素，这一点就会更加清楚：黑格尔并不认为认识主体是作为某种现成完备的东西高高在上地降临到世界之中的，而是从其起源中来把握主体本身。哈贝马斯已经将这一思想与黑格尔对语言的处理联系在一起。主体处于历史与文化

特定框架条件之中，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特定文化传统的体系”。[238] 因此，语言是主体所置身于其中的现有客观性的一个环节，并且只要主体必然要在语言中清晰表述其思想，“语言的客观性”——亦即语言约定的体系——就保留着“对主观精神的支配力量”。[239] 正如引自耶拿体系草稿的段落所表明的那样，黑格尔认为，这种支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奉还给语言——语言（只要它是外在的）必须被“消灭”，命题的本性必须被“摧毁”。[240] 因此，必须让人想起本节开篇所提到的精神的抽身退回能力：决定性的不仅在于精神如何在语言中清晰表述自身，而且还在于精神如何再次从其历史文化定在的具体形式中超拔出来。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上，每一次都会产生哲学的需要。黑格尔在其早期著作中展开的对实定性的批判，可以移植到语言之上。语言同样不能被假定为某种实定现存之物。由此，哲学真理的呈现环节的关联在下文中再次成为主题，即在它与思维活动的语言性环节的关联中成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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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参见TWAII, 249：“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比人们想象的要罕见得多；指责某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被视为最严厉的指责，这是极其不公的。”在《逻辑学》的一处，黑格尔强调，人们“仅仅”需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以便正确规定无限与有限的关系（WL I, 157）。 ↩



[238]: 哈贝马斯，“劳动与互动：关于黑格尔耶拿‘精神哲学’的注记”，第32页。 ↩



[239]: 哈贝马斯，第27页。 ↩



[240]: 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已经引用的段落所写的那样（PhG, 59）。亦参见罗森克兰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平》（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Leben），第184页。关于哲学中语言与暴力的关联，参见齐泽克，“黑格尔对阵海德格尔”。 ↩



3. 诸语言的多元性与历史性以及哲学的呈现（绝对精神）

黑格尔既考虑到了语言的认知功能，也考虑到了语言的交往功能。正如前文所暗示的那样，黑格尔并未试图将语言作为考察对象孤立起来。相反，使他感兴趣的恰恰是语言与其他考察对象之间的复杂关联，例如与个体思维活动的表达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关联。此外，还加上此前尚未被考察的绝对精神的关系，即在《现象学》“宗教”章中所探讨的艺术、宗教与哲学。[241]

然而，对黑格尔而言，语言不仅（甚至可能首要并非）作为考察对象具有相关性，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同样具有相关性，因为语言是哲学的表达媒介。语言固然作为心理学的环节（在主观精神中）或客观精神的社会关系的环节而出现；但由于哲学本身是一项受语言束缚的活动，对语言的考察对哲学而言便同样具有方法论上的相关性。这一点随着向绝对精神的过渡而受到关照（亦即在《现象学》中从“宗教”章的开端起）。在绝对精神的层面上，黑格尔所关注的是语言在绝对者的呈现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关联中，我们将探讨以下几点：(1) 语言表达并不必然包含对所言之物的理解这一问题；(2) 在语言中在自身处存在亦即人与语言的自由关系的相关性；(3) 语言作为前理解；(4) 黑格尔对哲学固定术语的拒斥；以及 (5) “表象的语言”与“概念的语言”之间的区分。[24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并不认为绝对者在原则上抗拒呈现。相反，他试图表明，关于原则上不可言说性的设想乃是前哲学意识（或某些意识形式）的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入两种立场的区分是有益的，这两种立场可以被称为语言怀疑论与语言批判。[243] 语言怀疑论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设-

将语言把握为一个孤立体系的进路，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人们试图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将语言把握为一个自身封闭的体系，那么它究竟如何还能作为行动着与感知着的人的语言来发挥其功能，就会变得十分费解。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对语言的整体主义进路，在这种进路中，对语言哲学问题的考察必然超出狭义上的语言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瑟伯早已指出，黑格尔对语言进行考察的旨趣之一就在于拓宽当代语言哲学的框架；参见瑟伯，《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第425页。

想：语言无法适当地描画世界，或无法适当地表达思想。语言由此便成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障碍。这种设想契合于将语言把握为不适宜工具的意识立场，并且可以类比于意识的认识怀疑论来加以理解（黑格尔在《现象学》导论中对此作了批判）。意识的语言怀疑论可以归入詹姆斯·科南特所描述的笛卡尔式怀疑论的各种形式之中：意识看到了在其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裂隙的危险。因此，它一方面看到了语言可能无法适当地捕捉对象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它无法通过语言适当地表达其内在世界的问题。据此，语言只是失真地将外部世界引入内在，且只是失真地将内在世界导向外在。[244] 由此便产生了意识试图绕开语言的尝试——然而正是在这种尝试中，意识显现为被语言所驱使。在黑格尔的呈现中，这些尝试大多与浮谈相伴随。在另一些情况下，意识的语言怀疑论则转变为一种未经反思的、狂热的对语言的肯定，在其中人们预设语言本身就能将内核完美地表达出来。[245]

与此相反，语言批判指的是对语言成就的考察以及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评定。黑格尔本人并非语言怀疑论者，但他确实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进行着一种语言批判，因为他考察了语言表达的界限以及语言在思维活动表达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与语言相关联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暗示人们已经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因为人们能够在语言中毫无阻碍地活动。这首先表现为：人们由于对言辞以及其中所承载的表象的熟悉，便以为自己知道其中的实质何在；然而实际上人们只是从一个表象走向另一个表象。自然意识借以通过语言相互交流的那些表象的熟悉性，导致在这一语言经济框架内（隐性地）被持有的知识主张所存在的问题，起初根本未被察觉。这一问题是意识所遭遇的；明确而言，它

更简便的称谓。人们也可以说，黑格尔关于自身完成的怀疑论的理念也被他转移到了语言之上。

主要由黑格尔加以主题化。如果意识自身察觉到了这类问题，它就倾向于将其知识的这些问题投射到语言上，从而使其知识主张的一个问题表现为语言的缺陷：意识自以为知道某种根本无法说出的直接的东西；它由于说不出自己所意指的东西，便推断出知识的不可言说性。

迄今为止，我们依据《哲学全书》的划分，勾勒了语言在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层面上所起的作用。语言是思想规定的核心环节，因此对黑格尔而言，语言正是主观精神的心灵活动性从感性规定的直观活动（亦即从表象图像）过渡到普遍思维活动的环节。同样地，语言从根本上是在共同体中被共享的。因此，语言是普遍的，或者正如黑格尔在《耶拿手稿》中所言，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并将个体安置在客观精神的关系之中。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接续探讨针对语言对哲学之意义的思考。这里所涉及的是语言在绝对精神的形式中的作用：绝对精神是提出“精神究竟是什么”、精神如何作为精神而向自身敞开、并如何获得关于精神之物即关于自身的认识的精神。在此有两点尤为重要，它们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得到了极为明确的表达。黑格尔首先指出，语言命题本身并不能保证它们也得到理解——尤其是当其涉及哲学命题时更是如此。其次他论证道，这种理解是人能够在语言中“在自身处”的前提预设，由此便引出了何时一种语言才是“自己的”语言这一问题。

(1) 哲学思想、尤其是“思辨的”思想，在特定方式上超出了直接在语言中表达出来的内容。正如黑格尔所写的那样，哲学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外在性风险，即人们长篇大论地铺陈哲学家们说了什么，却并未真正理解这些言说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未曾理解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什么（就我所知，在黑格尔视野中的哲学史法规中，这些哲学家全都是男性的；但论证本身具有原则性的性质，因此我采用了包含性别的表述形式）。尖锐地表述出来，人们至少在这一处必须这样来理解黑格尔：真正的哲学知识与思维活动归根结底恰恰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固然沉淀在文本之中，但随后却并不能直接被所有人理解。读者们自身必须带来某些东西——为了理解一个文本的哲学意义，他们实际上本身就应当已经是哲学家（相应地，黑格尔频繁谈到，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精神是一个亲缘精神[246]）。这种情况在原则上本足以使诸如《现象学》这样的工程从一开始就变得不可能，因为《现象学》抱有一种显白性的诉求，要将未受教化的意识从其自身立场引导至科学：

如果有关于哲学科学的各种不同概念，那么同时唯有真纯的概念才能使人得以理解那些本着这一概念的精神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对于思想、特别是对于思辨思想而言，理解所指的完全不同于仅仅把握字词的语法意义，并将它们虽接纳到自身之中、却仅仅停留在表象的领域。因此，人们可以拥有关于哲学家的断言、命题，或者随人们怎么说，关于哲学家的意见的知识，可以为这类意见的根据与发挥大费周章，而在这一切辛劳中却可能恰恰遗漏了主要的事情，即对命题的理解。[247]

黑格尔在此以解释学循环的形式构想了哲学的理解。唯有拥有哲学真纯概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著作——其特定的意图及其意义。如果缺少这一概念，诠释者们就只能止步于表象的领域，而错失了那深藏于更深处的东西。从这段话出发，表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前理解，而这种前理解最终是由语言能力所保障的。因此，语言表达潜藏着仅中介表象——从而最终仅中介成见——的危险。由此向黑格尔的（现象学科学）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从表象的方向、亦即从意识的世界图景出发来敞开概念的领域。

(2) 然而，既然思维活动需要一种媒介性的表达，那么在黑格尔看来，思维活动唯有且恰恰在其表达的媒介中

——即思维活动的他者中——“在自身处”时，它才是自由的。因此，既然思维活动是在语言中表达自身的，那么在黑格尔看来，这发生于“自己的”语言之中便是至关重要的。人必须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其最高的精神利益（即对黑格尔而言人本身最高的利益），才能真正获得自由。黑格尔因而也将关于自由的著名公式——作为在他者中在自身处存在——运用于思维活动与语言的关系之上。因此，对黑格尔而言，通向精神自由的关键一步在于，

废除用外语祈祷以及用外语从事科学活动。人在语言中是生产性的：这是人通过语言赋予自身的最初外在性；这是人在意识中所达到的生产与定在的最初、最简单的形式；人所表象的东西，他在内在也表象为被说出的。如果人应当用外语来表达或感受关涉其最高利益之物，那么这最初形式就是某种残破的、异己的东西。这种随着最初迈入意识而发生的断裂由此被扬弃了；在此于自身固有的所有物中在自身处存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和思维，同样属于解放的形式。这是具有无限重要性的。路德如果不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就不会完成其宗教改革；而如果缺乏这种用自己的语言思维的形式，主观自由便不可能持存。[248]

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哲学思维活动固然绝不穷尽于其语言表述之中，但对于它无论如何必然要表达于其中的那种语言，应当存在一种尽可能亲密的关系。黑格尔强调，母语也并非直接就是“自己的”语言——这同样体现在《耶拿手稿》中，黑格尔在此指出，民族的语言尚未自在且自为地被把握。作为我们直接活动于其中的媒介，我们最早习得的语言恰恰并非直接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因为关于精神与语言究竟具有何种

关系，我们唯有从其中走出来才能加以认识。因此，黑格尔在其1809年的纽伦堡校长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学习古代语言的重要性，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我们恰恰由于必须对这些语言采取必然是机械且重复的关系，才得以学会与语言的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249] 不过，“自己的”与“外来的”语言之间的对比不仅涉及国族语言，而且也涉及文化领域之间的语言内部差异，即科学乃至法权的专业语言。黑格尔批评说（在此再次展现了他的显白性诉求），如果科学与法权由于其语言规约而变得唯有（通过）专家（中介）才能被触及，那么它们对于单个人而言就始终是不可企及的。[250]

因为黑格尔正确地承认，即便在一国语言内部，也存在着对大多数个体而言陌生且始终陌生的语言形式或交往形式，所以关于“自己的语言”的探问便失去了绝对性，而变成了一个程度问题。在严格的意义上，唯有当某人在某一语言框架内（自为地）构造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时，对“自己的语言”的要求充其量才得以实现。黑格尔在《美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唯有“真正的艺术天才”才被语言所承载并在其中安居如家。[251]

因此，黑格尔正确地指出，与母语的直接关系必须被切断，才能真正获得理解。然而随后对黑格尔而言何谓“自己的语言”，却并非不言自明。看似合理的是，思维活动与某一特定语言（借此也可以指特定领域的语言）的绑定由此根本瓦解，从而敞开语言表达可能性的某种自由，进而认识到语言在原则上的可塑性。[252] 不过，通过这一步骤所达到的立场，类似于在 (1) 中所引述段落中的立场：对在语言中被说出之物的真正理解，不再由“语言”本身所保障，无论它是“自己的”语言还是另一种语言。由此，语言必然与概念相关联——它（正如一般的意识那样）指引着超出自身。

(3) 因此，对哲学文本的理解超出了狭义的语言环节。与文本的关系因而绝非纯粹接受性的关系。意义理解（正如博达默尔所描述的那样）是意识的一种“生产性功能”，这意味着，在意识借助语言所获经验的“表面直接性”中，始终已经投入了未言明的前提预设。通过其表象，意识因而拥有一种对概念之物进行诠释学前理解的形式。[253] 

意识因此必须在一项自身诠释活动中，看清自身在理解文本（从而理解其历史）时的特有生产性。在此过程中，语言作为理性的雏形形式，对精神的教化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其中包含着对思维规定的一种前理解。另一方面，这些表象意蕴必须同真正的普遍思维活动区分开来。[254]

在此接续着黑格尔关于语言的历史性与多元性如何关联于概念性思维活动在原则上的超时间性的思考。这些思考在黑格尔于1831年临终前不久撰写的《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达到了顶峰。在此处一个极显眼的位置上，黑格尔总结道：思维形式在语言中已经以包裹着的或混合的形式存在着。正是基于语言与思维活动的这种原则性联结，哲学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术语——相反，概念上富有生产性的多义性的某种形式，恰恰是思维活动的某种“喜悦”：

思维形式首先是在人的语言中被外置和沉淀下来的；在当今时代，如何频繁地提醒人们注意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就是思维活动，也都不为过。在一切成为人的内在之物、成为一般表象之物、成为人自身所有物的东西中，语言都已经渗透其中；而凡是人将其化为语言并在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东西，都以包裹着的、混合着的或阐发出来的形式包含着一个范畴；逻辑之物对于人而言就是如此自然，或者不如说：逻辑之物本身就是人特有的本性本身。[……]

如果一种语言拥有丰富的逻辑表达，即拥有专门且独立的词汇来表达思维规定本身，那么这就是一种语言的优势；在介词、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基于思维活动的关系；据说汉语在其发展中完全没有或者只是勉强达到了这一步；但这些小品词完全以辅助方式出现，仅比前缀增音、屈折词尾等略微更独立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语言中，思维规定被凸显为名词和动词，从而被铸刻为对象性的形式；德语在这方面相对于其他现代语言具有许多优势；它的某些字词甚至具有

进一步的独特性，即不仅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具有相反的意义，从而在其中哪怕语言自身的思辨精神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遇到这类字词时，能在词汇上就已经以朴素的方式将相反意义的这种对立者的联结——思辨的这一结果对于知性而言乃是悖理的——作为具有相反意义的同一个字词发现出来，能够给思维活动带来一种喜悦。因此，哲学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术语；诚然可以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某些通过使用已经在其中获得了公民权的字词——而在最断然关涉事情本身的地方，造作的语言纯洁主义乃是最不合时宜的。[255]

因此，语言已经是一种思维活动在其中发现自身的一种朴素表现的形式——只要概念被铸刻为了字词。[256] 不过，“遇到这类字词”至少需要发现者的“逻辑本能”。[257] 但在这之后，这类潜能——例如著名的“扬弃”（aufheben）的意义谱系——就作为语言理解的新积淀发挥作用。科学的推进作为对概念性的澄清，由此归根结底也就是语言的发展：

一般教化乃至尤其是科学的推进，哪怕是经验科学与感性科学的推进，只要它们通常在最普通的范畴（例如整体与部分、事物及其属性等等）中活动，就会逐渐将更高的思维关系开掘出来，或者至少将其提升出来达到更大的普遍性，从而唤起更为切近的关注。[258]

科学通过改变对语言的精神关系，其自身就成为了语言发展的一个要素，并由此突出了语言的可塑性。黑格尔对这项工作的描述，令人联想到（德里达所强调的）关于“矿井”的说法：在其中储存着（或多或少）未经分立的图像式的——在此即：混合的——意蕴，正如黑格尔所言，它们由理智通过分离——即知性的分析性工作——被开掘出来或提升出来。《现象学》因而可以被理解为从语言的包裹与表象的混合形式中阐发出范畴意蕴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学》预设了思维活动对语言所具有的稳健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现象学》中却尚有待被达成。

(4) 我们还必须更深入地探讨两个方面：第一，黑格尔对哲学固定术语的拒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思维活动的术语能力的强调；第二，概念的语言（即被把握的语言）与表象的语言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对术语的拒斥可以被理解为对知识与言说之间的落差的反应：语言中既有的熟悉表象意蕴被黑格尔所转化。黑格尔的语言用法将意义的运动以及各种不同表象意蕴的综合引入了语言之中。259 这一运动就是概念性思维活动作为对所表象之意义的贯通的运动。它的基础构成自那被表象为实体性的单一

斯宾诺莎的 exprimere（表达）。呈现、表达、被说出状态指称了一个概念领域，其背后耸立着悠久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表达”并非出自自主任意的事后追加物、借以将内心意指之物转化为可交往之物，而是精神自身走入定在，即精神的呈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这些概念的新柏拉图主义渊源绝非偶然。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思维活动活动于其中的思想规定，并非我们像辅助工具那样运用于既予之物的外在形式，相反，它们始终已经占据了我们，而我们的思维活动就在于我们跟随它们的运动。”（同上，第27页）。伽达默尔那里存在两个问题：他固然正确地强调了语言本能以及与语言的游戏性熟悉，但在这样做时倾向于某种故土与源始的浪漫主义。其次，他认为黑格尔本人并未对这一点进行充分反思（同上，第28页）。相反，人们例如应当依据“宗教”章、《美学》与校长就职演说指出，黑格尔完全也致力于打破语言的自然性。

259 “黑格尔的语言与术语因而实现了体现在字词中的各种不同意义的辩证综合。”柯瓦雷，《论黑格尔的语言与术语》，第425页。

意义的丧失。这种贯通一方面应当被理解为针对任何特定表象世界的转向；但与此同时，概念也由此在原则上向各种不同的历史表象世界敞开，因为它在各自历史的表达形式中表达自身。因此，被构想为无时间性的概念思想，在语言以及在语言中结晶的表象意蕴中，始终在时间中展开或被时间化（因此，语言与时间构成了精神和概念的有限定在的核心环节）。[260]

通过对表象动态的呈现，黑格尔的语言给人以修辞学的印象。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修辞就是语言（中）的辩证运动，从而也就是构成概念的运动。[261] 尽管黑格尔完全谈到思想在语言上被披上外衣，但思想并不是脱离这些外衣而存在的；实际上，表达形式的发展就是思想自身的发展，因为思想在此过程中经历着各种不同的规定（对此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翻译概念）。[262] 此外，对哲学与修辞学关系的探讨是哲学的一项持久任务。[263] 在此，黑格尔修辞学的矛头是指向反修辞的。黑格尔对语言的运用服务于对思维活动的激发。思想应当从表面上的“混沌”中发展出来。[264] 思维活动对黑格尔而言本质上是否定性；它需要通过实定的、离散的规定来进行分离，以便变得具体，亦即生长在一起。因此，思维活动是“能够容纳实定性的[……]”，[265]

它只是不能停滞在实定规定之中。这一点可以转移到哲学术语上：哲学思维活动应当被理解为术语能力，在此哲学绝不能穷尽于某种终结性的术语之中。

这意味着，精确地规定概念固然是不可避免且必然的，因为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发展思想；但同样关键的是，要去理解这些规定是以何种方式走向其界限，并因而必须不断被瓦解、置于与其他规定的关联之中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绝不会达成某种终结性的语言规约形式。对术语的狭隘理解会将这种瓦解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理解为相对于术语而言外在的过程。正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所强调的那样，专门术语乃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中断，其目的在于限制一个字词的意义谱系，从中抽取出某种特定的意义，并以单义明确的方式加以锁定和控制。[266] 这些实定的锁定固然是概念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但对术语的片面理解却抹煞了它们仅仅是一个环节，并且术语的锁定是无法脱离其修正而被孤立开来的。我将黑格尔对术语的异议理解为这样一种论证：对术语锁定的要求展现出一种特有动力，而这种动力恰恰会导致对术语的这种片面理解。因此，黑格尔（在我们刚才详尽引述的《逻辑学》段落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哲学“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术语”。[267]

据此，术语许诺了单义性、无矛盾性与终结性，从而许诺了一种可通约性，即对象完全消解在定义它们的术语规定之中。它确立了一种经济学，一种对（看似）熟知的表象的交换。因此，套用《现象学》导论的话说，术语可以被理解为对其实际意蕴尚未被理解或“把握”的字词的使用（至少并非必然被理解）。[268] 术语由此提供了一种对理解的替代。它生成了一种表面上的深刻，但这种深刻却恰恰阻碍了对黑格尔而言如此重要的“对命题的理解”。[269]

尖锐地说，术语本身就倾向于发展为一种行话。黑格尔（根据罗森克兰茨的一段引述）也将术语描述为固定概念的中介，这种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达到了其目的”，但同时也潜藏着“无概念性”的危险。术语在此显现为思维活动的异己之物。[270] 这是因为，术语的锁定恰恰无法保障对术语本身的理解。术语由此面临着回避对事情本身的真正探讨的危险。[271] 正如黑格尔在这一处进一步阐述的那样，采用术语性表达（他特别指的是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概念）有时固然是必要的，但更有助益的却是“用旧字词构造新形式”，亦即主动地改变语言，

即便为此目的必须对语言施加“暴力”也在所不惜，而这种暴力由于我们“对传统陈规的盲目敬畏”而在我们看来显得非同寻常。在伽达默尔将通过术语对语言施加的暴力性锁定问题化的地方，黑格尔似乎指出，对这些绑定的瓦解同样包含着暴力的环节。[272]

术语包含着孤立的、抽象的结果，因此看似也易于操作。它由此斩断了规定的


转变，而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一种哲学的呈现恰恰必须使这种转变敞开出来。如今人们固然可以反驳说，科学不断致力于检验和更新其在术语中必然设置的界限。对某一规定概念的所有定义尝试，或多或少都清楚自身固有的界限。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单义性与可通约性自身的理想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术语定义走向其界限的那些环节，仅仅显现为该规定定义的偶然缺陷，这些缺陷在未来理应通过更好的定义得以瓦解。术语规定暗示着，似乎能够并且应当存在针对规定对象和现象的某种终极、单义且无矛盾的规定，但它们本身却与其自身的精确性发生冲突。[273] 一种经过反思的术语理-

对语言施加暴力是必要的，以便激发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原本不会进行的反思。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通盘使用一种“外来的”术语说话，就会面临空洞语言的危险。费希特同样希望避免固定的术语（“对于执着于字面者而言，这是剥夺任何体系的精神并将其变成一副枯燥骸骨的最便利手段”），并将这一问题与哲学中自我思维活动的必要性直接联系起来。术语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完满呈现的结果。康德同样强调，哲学中的定义与数学不同，在一部著作中“宁可说是收尾，而不是开端”（《纯粹理性批判》B759）；参见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第7–9页。但依我之见，黑格尔也会拒斥将固定术语作为哲学体系完满呈现的结果，因为该体系的完结恰恰不能在于一种一劳永逸固定的实在持存。对此亦参见因伍德，《黑格尔词典》，第11页；柯瓦雷，《论黑格尔的语言与术语》，第411页。

解——我为此提出了“术语能力”这一概念——因而将伴随着认识到：术语必然要提出某种诉求，同时它同样必然无法兑现这一诉求；因而，术语规定在这些规定内部的瓦解必须被一同思考。在此我们可以预先说明，黑格尔体系的完结恰恰不具有固定规定的目录式持存的形式，而是具有关于这些规定的运动的认识的形式，而这种运动同时也是把握与理解的运动。

上述内容也可以通过简要考察阿多诺关于哲学术语的历史与体系性意义的讲演录而得到进一步阐明与支撑。阿多诺指出，固定术语与思维活动动态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黑格尔语言用法的背景，而这种语言用法源自把握动态之物即运动环节的迫切需要。黑格尔对此的一个表达是“在概念的形式中坚持概念”[274]——这意味一种虽然是体系性的、但却绝非静态的坚持。正如阿多诺所说，在黑格尔那里始终存在着

一种冲突[……]，一方面是这种思维活动在试图将自身表达为体系时所面临的运用固定术语进行操作的被迫性，另一方面则是其动态的倾向，在其中它实际上试图瓦解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固定的术语规定，人们甚至几乎可以说，它试图将哲学从其自身的术语中解放或医治出来。[275]

阿多诺完全强调了形成术语的必要性。他描述了思维活动如何唯有通过术语的发展才根本上得以分化，在此过程中这一运动

却同时将思维活动物化为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语言，这种专业语言在其最终阶段仅仅是一个目录，在其中没有任何词语还在说出“它原本应当说的东西”：

如果没有概念，如果我们不把事物思维得牢固且规定，那么就没有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就根本没有进行思维；同时，在它之中[在概念的铸造中，S.W.]却也潜藏着一个非真理的环节。在一门日益磨损的语言中，这会导致一种著名的感觉[……]，仿佛言词在人的口中分崩离析；[……]而肯定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哲学的语言更大程度地面临这种经验。人们可以说，哲学语言的物化之物或坏的意义上的术语之物，随处可见于思维活动对这种经验置之不顾的地方，可见于人们满不在乎地执着并串起那些专门术语的地方，而满不在乎我们是否还能将这样一种经验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为哲学和哲学语言派生出这样一项任务：恰恰重新收回术语终究绝无法避免的对事情的那种不公；这就是说，那不可避免的术语，必须在它能够重新获得其地位的关联与星丛之中，丧失其自身的僵化。[276]

正如黑格尔一样，阿多诺强调了从狭隘的术语理解中产生出来的“对事情的不公”。哲学并不穷尽于定义性的概念意义的组织，而是恰恰发生于其间的空隙之中。因此，术语语言能够在星丛中反映自身。阿多诺因而（针对《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反驳道，哲学恰恰发生于某物不能——或者至少尚不能——被清楚说出的地方。[277] 通过这种方式，可说之物的可能性得到了扩展（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著作）。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的语言星丛的建构，完全不同于真命题的简单罗列。它要求（至少）附带引入第二个意义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词语的模糊性——在其中一同共鸣的东西——被安排妥当。[278] 由此，一个词语的意义谱系的广度恰恰重新被调动起来，以反抗术语上简化性的锁定。正如阿多诺所解释的那样，人们可以将这种对待语言意义腾挪空间的做法理解为

哲学工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阿多诺将这一环节与呈现概念联系起来。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语言能够

同时坚持概念，并通过赋予概念的地位来改变概念[字面上即通过一个词语恰恰在这一位置上所承担的价值，S.W.]。对于哲学而言，只要它真正是哲学而非语文学或纯粹机械的游戏，语言、亦即呈现，就是本质性的。如果一种抱有极其宏大与热切诉求的哲学遇到如下抱怨，指责其呈现要求过高，甚至指责其呈现掩盖了原本所意指的东西，那么除了招摇撞骗的情况之外，言词的纯概念意义与语言借其所表达之物之间的差异，在真理中正是哲学思想赖以茁壮成长的媒介。前述做法禁止像在各门单科科学中那样对待现成概念并将事物直呼其固定的名称；相反，唯有在一种本质上不是概念、但却是语言性的媒介中——风格或呈现——这才能被达成。在这个意义上，在哲学中，语言或风格[……]并不是事情的外在之物，而是本质上属于事情本身。[279]

因此，一个语言表达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其规定的不同方式之间开启），乃是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的媒介。这种差异存在于词语的“纯概念的”、人们可以说词典式的意义，与“语言”在特定星丛中亦即结合语境借其所表达之物之间；呈现方式由此超出了使用“现成的”、术语性概念的操作流程。依我之见，阿多诺将这一点同时也表述为对“概念”的批判，似乎宁可说是掩盖了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对待语言的方式所存在的巨大共通性。

总体而言，语言恰恰无法在术语上受到控制。因此，术语的特有动力并不等同于语言的特有动力。如果人们接受这一思想，就意味着理论（它们在语言上得到表达）渗透着一种并不屈从于其单独控制的媒介。因此，黑格尔发展出了思维活动的术语能力。这种思维活动恰恰在模糊性之中、亦即通过词语的意义谱系而自我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确性在此过程中必定丧失：由于语言的经济性，词语开启了一个大小各异并由语境调节的语义场。我们从诗意语言中熟知这种实践，对于诗意语言，

我们恰恰期待它能够共同思考伴随涵义（即在显性言说之物中作为背景“一同共鸣”并被一同表达的东西），亦即规划通过规定词语开启哪些意义领域——并因而能够（在最好情况下）达到在语义维度上多维度的精确性。[280]

意义背景无法在一个术语单义的、垂直处于上位地位的元语言层面上得到终极阐发。因此，必须具备能够在一个层面上采取元理论态度的能力——水平地、通过视角的转换。这种能力的名字就是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在其对待语言的运用中，观察着这种运用是如何塑造自身的。例如，它观察某一特定段落允许哪些有差别的解读方式（在卢曼的术语中，这将是二阶观察）。思维活动由此在与规定语言形式的探讨中教化自身。它生成于一门这样建构或使用的语言：它观察自身，亦即在语言运用中反映出，这种语言运用能够开启哪些思想上的可能性。[281]

在我们重构了黑格尔的真理概念与呈现环节的关联，并在此之后追踪了精神与思维活动如何对待语言之后，这两个复合体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便显露出来。哲学思维活动本身面临着如何用语言表达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现象学》中体现如下：首先，意识的若干经验是与语言相联系的。黑格尔批判了那些或者通过其语言行为产生映象、或者出于对这种语言映象的恐惧而试图从交往中退出的意识形态（由此又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映象）。由此，关于言语、思维活动与行动之关系的问题便渗入显现知识的呈现的问题域之中。我们将在本书的后续进程中追踪这一发展。

反过来，呈现概念也进入了黑格尔关于在行动与言语中自我实现的个体的构想之中。黑格尔在这一关联中也谈到，意识或个体在呈现自身。因此，不仅存在着哲学真理与精神的呈现问题，而且也存在着有限个体的呈现问题。这个个体同样显现为其世界关系的结果。282 当精神根据黑格尔的理论通过进入差异的关系而认识自身或持存自身时（在其中展现出异化的生产性的、日常意义上实定的环节——作为向黑格尔意义上的实定之物的运动），意识却把这种进入

差异体验为其（假定实体性的）独立性的丧失；因此，意识经历了异化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它而言在日常意义上是否定的。

最后，黑格尔本人必须为他的哲学找到一种呈现形式，这对他而言一直深入到语言的层面上。这个问题也从“宗教”章起向意识提出，在此哲学对语言的寻获是在与艺术和宗教的探讨中展开的。在《现象学》中，呈现问题的线索与言语及思维活动之探问的线索相汇聚的节点，正是绝对知识（正如导论结尾所预告的那样，体系与呈现也在此汇聚）——在这里，思想是以概念方式进行的，从而绝对知识知晓宗教所仅仅说出的东西。

(5) 在此背景下，我们现在可以考察表象的语言与概念的语言的分离及其与《现象学》规划的关联：《现象学》的纲领是显现知识的呈现，通过这种呈现，个体意识“从其未受教化的立场被引导至知识”。[283] 这一纲领是一项对自然意识的批判。对意识而言具有构成性的是：它将某种东西与自身相区分，并同时与该东西发生关联。因此，它基于自身与世界的一种差异，并且它同时试图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向意识显现为一个问题——作为它与世界之间绝对划界的界限。对意识的批判可以被进一步描述为对知性与表象的批判，二者都是分裂的模式。与知性的思维模式相对应的是作为主观精神的操作流程方式的表象活动，即指称性地与客体发生关联，而表象在此过程中将其性状理解为相对于其自身的表象活动性而言外在的。据此，表象活动是意识的范式性活动性，并且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生成了一种与被表象客体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

由此产生了黑格尔与意识各自不同的语言理解：黑格尔对语言的理解是由他的精神理论所导向的。精神是一个内部差异化的统一，并拥有“力量[……]，在其外化中保持与自身一致”。[284] 黑格尔将精神的统一思考为在如下意义上是现实的：它通过一个规定过程来表达自身并产生自身。这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因为在这种构想中，存在之物以如下方式存在：它（总体上）在认识上与自身

发生关联。黑格尔试图阐明认识活动的实在性与精神的现实性。精神在其外化中保持与自身一致，这意味着差异本质上属于其同一性。因此，保持与自身一致更确切地说应当被理解为变成与自身一致，而这唯有通过差异才根本上是可能的。[285] 这种关于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的理解，表现在黑格尔关于思辨命题的理论中，该理论见于《现象学》序言。这一理论是对命题形式的本体论诠释：思辨命题必须这样来理解，即通过它所同一化的两极——命题的主体与谓词——同样既是绝对同一的，又是绝对有差别的。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正是致力于达到这种语言理解。在此过程中，对命题形式的批判与对本体论的批判结合在一起。[286]

然而，《现象学》的主人公——意识——却从一种认识论视角切近世界，在这一视角中它将自身预设为经验主体。它的认识活动在本体论上并未扎根于世界之中；因此它假定世界与它相对立，并且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世界向自身敞开。正如意识由于假定认识活动是将世界拉近自身的中介而使其认识尝试在体系上受挫那样，它在语言上的经验亦复如此：语言对意识而言是令人沮丧的，因为意识在语言中总是发现自己的意见被驳倒，并且违背其意愿地被绑定到一个社会结构之中。

与黑格尔的本体论和意识的主观主义语言理解之间的对立相对应的是两种语言：表象的语言与概念的语言。表象的语言预设事物正如其所是的那样是被牢固规定的，并且这些规定事物构成了我们名称的基础。当我说“这只猫是黑色的”时，这就预设了概念性的知识：我知道“黑色”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什么是猫，并把二者在我的判断中结合在一起。这种语言在如下意义上是一种表象的语言：表象——在此例中即关于什么是猫的表象——恰恰是我们奠定为基础的东西，并且随后我们借助于谓词“黑色”对它做出某种陈述。相反，概念的语言则是哲学语言，它并不预设我们已经认识了被奠定为基础的语法主体。它将规定之物把握为一种

运动，在此运动中，那被假定为从一开始就奠定为基础的东西直到最后才被达到。

这两种语言本质上是有差别的。[287] 但它们的差别并不基于词汇或语法的差异，而是基于一种理论理解，基于关于什么是语言、谁是这门语言的说话者以及说话者如何对待其世界的基本预设。因此，黑格尔的哲学语言不应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固定界限与表象的语言分隔开来的另一门语言。相反，它例示了一种语言理论。概念的语言履行着一种元语言功能。但它并不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元语言：从一个受保障的立场出发去阐明“正常的”对象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哲学使用相同的字词和相同的语法，但哲学对它们的使用却有所不同。因此，概念的语言更好地应当被理解为被把握了的语言。相反，表象的语言则是未被把握的语言，因此在对语言的盲目信任与同样未经反思的语言怀疑论及语言拒斥之间摇摆不定。黑格尔通过揭示表象语言之规定的界限，发展出他的哲学语言。我们将追踪这两种语言的分离在《现象学》中是如何被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对语言的异化扮演着体系性的角色。[288]

[241]: 正如本书导论中所重构的那样，贝尔特拉姆、劳尔、利普托夫与泽尔在《在语言的世界中》一书中主张，一项 ↩



[242]: 从将语言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过渡到考察语言在绝对者的呈现中的作用，人们也可以理解为向一种方法论导向的语言分析的过渡；对此参见马丁，《意义的统一》，第19页。同样人们可以在附带中指出，哲学的其他表达媒介也可以被纳入考虑，例如电影画面；对此参见皮平，《胶片上的思想》。 ↩



[243]: 参见莱斯，“语言哲学基础”，载尼尔、基利安与席维编，《语言批判手册》，第7页及以下。这种区分服务于 ↩



[244]: 参见科南特，“两种怀疑论”。 ↩



[245]: 这样一种转变例如可以在“确定性”章中观察到。浮谈与（对）无言（的诉求）共同出现的例子，如德行以及相面术与颅相学。 ↩



[246]: 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如此写道（《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第15页及以下）：“寄居在一门哲学中的活生生的精神，为了揭示自身，要求由一个亲缘精神所诞生。”我们将在绝对知识的框架内重回这一段落。 ↩



[247]: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8卷，第17页。黑格尔接着斥责那些如此外在地进行操作流程的人为动物：“因此不乏汗牛充栋的、如果人们愿意称之为博学的哲学史，它们却缺乏对材料本身的认识，尽管它们曾大费周章地探讨这些材料。此类历史的编纂者堪比那些听全了一支乐曲所有音调的动物，但这些音调的唯一者即和谐这种意义，却未曾进入它们的感知。”黑格尔以类似的方式还谈到了康德的“野蛮术语”（《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0卷，第337页）。 ↩



[248]: 黑格尔在其关于宗教改革的阐述中如此写道（《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0卷，第52页及以下）。在此处（《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0卷，第49页），黑格尔也将用外语（即此处的拉丁语）祈祷、放弃个人财产以及对掌管天堂入口的僧侣阶层的普遍服从，作为路德宗教改革所反对的环节加以主题化。这些环节构成了苦恼意识在向理性过渡处的终点（《现象学》，第175页）。黑格尔对路德的另一个指引值得注意：黑格尔从事《现象学》写作的最初证据见于给沃斯的信件背面，黑格尔在信中表明，他想尝试“教哲学说德语”，就像路德翻译《圣经》那样（参见霍夫迈斯特编，《黑格尔通信集·第一卷》，第99页及以下，以及GW第9卷，第465页）。 ↩



[249]: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4卷，第315页。 ↩



[250]: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框架内批评说法权的语言不再同样为所有人所理解，以至于事实上不再所有人都能自己主张其法权，因为这需要专家的支持。专业话语的封闭性之决定性因素首先并不在于拉丁语成分，而在于其形式主义（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7卷，§ 228与§ 297，以及提请注意这些段落的博达默尔，《黑格尔对语言的诠释》，第158页）。 ↩



[251]: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5卷，第290页；对于黑格尔本人人们也可以这么说——迪特·亨利希关于黑格尔语言的独特性以及复现该语言之困难的论述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亨利希，“黑格尔的根本操作”，第208页及以下。在《美学讲演录》中，黑格尔要求诗歌中的语言表达应当是沉着的，但绝不是刻意为之的。它应当仿佛自然而然地从事情的特有动力中产生出来（《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5卷，第287–289页）。为此，必须在语言中或在自行选择的语言形式中安居如家（同上，第290页）。此外，通过节奏、韵律等对语言进行的形式上的精确化，使诗人们能够“发现或创造出若没有这种阻碍原本不会想到的新思想”（同上，第291页）。因此，语言材料和表达形式相对于思维活动或思想生产而言，既可以是阻碍性的，也可以是促进性的。关键在于通过
在材料中发现形式环节的可能性而与之亲近。但这种形式环节必须是“自我创造的”。一种现成的形式环节——例如诗歌格律——起初只是一种材料，它向我提出各种要求，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应当满足这些要求，从而我通过它采取了他律的态度。将这样一种格律化为己有当然也是可能的。 ↩



[252]: 参见博达默尔，《黑格尔对语言的诠释》，第179页。总体而言，博达默尔在这一关联中关于历史、语言的多元性与教化的阐述具有相关性（同上，§§ 8–10）。 ↩



[253]: “对黑格尔而言，文本的字词并非单纯拥有一种客观的、自在持存的、仅仅有待被占有的意义，相反，意义完全是首先基于理解着的意识自身的先在表象性规定性而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在黑格尔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存在着一种诠释学的回想，回想着意识特有的思想的、表象的并因而同时是语言的表达性对于理解意义所具有的生产性功能。在这一提示中，同时也暗示出黑格尔在诠释学反思框架内对意识起源的现象学呈现所获得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被理解为对意识经验的一种描述，这种意识反思着它在其经验的表面直接性中始终已经不言明地一同纳入的前提预设的根据。”博达默尔，第166页及以下。 ↩



[254]: 语言存在于诸语言的复数之中，这些语言承载着不同的表象意蕴。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强调，恰恰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性中产生出“不让自己被语言所驱使”的要求。因此，哲思绝非捍卫固定的基本原则，而是哲学的“所有[……]概念的持续自我超越”；参见伽达默尔，“论仪式与语言的现象学”，第430页。 ↩



[255]: 《逻辑学》第1卷，第20页及以下。黑格尔在《逻辑学》序言中似乎并不觉得插入关于汉语的传闻（“据说完全没有达到这一步”）是不妥当的。 ↩



[256]: 关于铸造的动机，参见德里达，“白色神话学：哲学文本中的隐喻”。 ↩



[257]: 参见《哲学全书》§ 459（《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0卷，第272页）。 ↩



[258]: 《逻辑学》第1卷，第21页；着重线为我所加，S.W.。伽达默尔将“逻辑本能”诠释为语言感觉，若没有这种感觉哲学便无法运作；参见伽达默尔，“黑格尔与古代辩证法”，第25页及以下。这一本能使黑格尔得以随处探寻思辨之物。正如伽达默尔所强调的那样，这包括确认某种已经存在于语言中、却被一种“异化的哲学经院语言”（同上，第26页）所遮蔽的东西。哲学的表达与呈现的相关性，以及呈现概念的意义，也由此派生出来：“呈现与表达的概念构成了辩证法的真正本质、思辨之物的现实性，它[……]显然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存在过程，正如 ↩



[260]: 参见柯瓦雷，第428页。克劳斯-阿尔图尔·沙伊尔同样强调了语言、时间与死亡的对应；参见沙伊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语言与道”。 ↩



[261]: 参见德里达，《丧钟》，第35页及以下。 ↩



[262]: 关于思想的外衣，参见《现象学》，第497页及以下；约翰·史密斯将黑格尔关于表象作为思想之外衣的论述，与将伪装与裸露事物（res nudas）区分开来的修辞学传统联系起来；参见史密斯，《精神及其文字》，第194、216页。关于翻译与呈现的悖论参见同上，第73页及以下；关于渐进转换参见第87页。 ↩



[263]: 关于与修辞学的探讨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环节（哲学因而恰恰无法通过一次性的奠基姿态在往后所有时间中单义明确地与修辞学划清界限），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在“哲学中的修辞学与论证”中进行了论证。约翰·史密斯将这一点特别联系到黑格尔及其思想发展，参见史密斯，《精神及其文字》，第37页。 ↩



[264]: 参见黑格尔关于《现象学》出版的“自我推介”（《现象学》，第593页）。 ↩



[265]: 霍夫曼，《黑格尔：一门预备训练》，第93页。但这一环节在黑格尔那里伴随着对行动的普遍强调（亦参见同上，第82页及以下，以及第91–114页）。 ↩



[266]: 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19页。 ↩



[267]: 《逻辑学》第1卷，第21页。 ↩



[268]: 参见本书第一部分开端处所讨论的段落，《现象学》，第70页及以下。 ↩



[269]: 参见上文与《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8卷，第17页。在《现象学》序言中（《现象学》，第50页），黑格尔指出，术语的“窍门”“很快就被学会”，并且随后可以被轻易重复（亦参见《逻辑学》第1卷，第114页及以下）。术语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会导致浮谈。因此他固然坚持认为通向哲学的道路可以被所有人习得，但在此过程中却同时也抵制那被过分轻易地习得之物；对此参见罗森克兰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平》，第181–185页。 ↩



[270]: “为了固定概念，存在着一种手段，它一方面达到了其目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比无概念性本身的弊害更为危险，这就是哲学术语，即为此目的从外来语言、从拉丁语和希腊语中所构成的字词。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何在，例如‘量的差别’（quantitativer Unterschied）这个表达似乎比我们说‘大小的差别’（Größenunterschied）更加牢固。实际上，用自己的语言言说一切，属于民族的最高教化。我们用外来言词所指称的概念，在我们自己看来似乎带有一种异己之物，并不独特且直接地属于我们。”黑格尔，引自罗森克兰茨，第183页。因此术语可能会增加进入哲学的难度。例如黑格尔记道：“哲学术语与寻常意识之间的隔墙仍有待打破；人们抵触去思维熟知之物。人们只想随遇而安，并不愿在哲学上动真格；但若哲学转向习见通行的用语，它便是在动真格。”（GW第5卷，第509页）。对此参见勒热纳，《黑格尔语言的意义与用法》，第50页。在这一关联中人们还必须强调，黑格尔并未赋予任何一门单独语言以用于思维活动的特权地位，这在给凡·赫尔特的信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参见霍夫迈斯特编，《黑格尔通信集·第一卷》中的第152号信件（1809年12月16日），尤其是第299页。 ↩



[271]: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前面已引述的段落中同样表达了这一点（《逻辑学》第1卷，第21页）：“因此，哲学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术语；固然可以从外来语言中吸收若干字词，然而这些字词通过使用已经在其中获得了公民权——在最坚决地取决于事情本身的地方，做作的纯粹主义是最不合时宜的。”着重线为我所加，S.W.。  ↩



[272]: 伽达默尔将词语的术语化使用称为“对语言施加的暴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19页。在这一语境中也可以诠释《现象学》导论中的一段话，在其中黑格尔将意识对其自身需要部分由自身施加、部分由理性的要求所遭受的暴力加以主题化（参见《现象学》，第74页及以下）。语言与暴力的关联出现在本书的不同地方，并且需要更详尽的探讨；对此例如参见库赫与赫尔曼，《语言暴力的诸哲学》。语言、术语与暴力的关联展现于卡尔·罗森克兰茨所流传的黑格尔的一段陈述中。黑格尔在那里一方面承认术语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阐明了为什么术语总是面临着使思维活动的运动停滞、僵化的危险。而对此应当做的事情，则是用旧字词构造新形式。罗森克兰茨引述黑格尔道：“我们在寻常生活中并不反思‘是’，并不凸显出这纯粹的存在，并不像哲学所做的那样将其变成我们的对象。但是这个存在在此是现成的并且是被说出的。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找不到概念的规定指称，求助于外来术语固然是必要的。对我们而言，对语言施加暴力并用旧字词构造新形式，并不是习以为常的。我们的思维活动在我们的语言中尚未真正安居如家，并未像原本应当的那样支配语言，相反我们在此对传统陈规怀有盲目的敬畏。这种部分无益、部分反常地被使用的外来术语之所以变成一大弊害，乃是因为它将自在即是运动的概念变成某种牢固与固定的东西，由此事情本身的精神与生命便消逝了，而哲学则沦落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掌握这种形式主义并在其中夸夸其谈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对那些不懂这种术语的人而言，它似乎显得极其艰深。这样一种术语的诱惑性恰恰在于，实际上掌握它是非常容易的。在其中说话尤其容易，因为只要我自己在面对自己时不感到羞愧，我就可以允许自己说出所有可能的无意义与琐碎之言，在人们面前用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罗森克兰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平》，第183页及以下。着重线为我所加，S.W.。因此一方面 ↩



[273]: 对此参见《哲学全书》§ 231（《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8卷，第384页及以下）：“然而它[几何学，S.W.]在其进程中极其值得注意的是，最终撞上了不可通约性与无理性，在这些地方，如果它要在规定中走得更远，就会被驱赶越过知性的原则。正如通常频发的那样，在术语上在此同样发生了颠倒：那被称为有理的其实是知性的，而那被称为无理的毋宁是合理性的开端与痕迹。其他科学，当它们到达其知性推进的界限时（这对于它们而言由于它们并不处于空间或数的简单性之中，乃是必然且经常发生的事情），便以轻松的方式自我解脱。它们打断这一推进的彻底性，并且常常从外在、从表象、意见、知觉或无论从何处，吸收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往往是前述之物的对立面。这种有限认识活动对其方法
的本性及其与内容之关系的无意识，使它既不能认识到它在通过定义、划分等推进的过程中被概念规定的必然性所引导，也不能认识到它在何处处于其界限之上，更不能认识到当它越过这一界限时它处于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知性规定已不再有效，然而它却粗糙地仍在其中使用这些规定。” ↩



[274]: 《现象学》，第582页。 ↩



[275]: 阿多诺，《哲学术语》第1卷，第40页。关于牢固的、“固定的”与流动之物的冲突，参见《现象学》，第37页。在此必须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其对术语的批判中并未诉诸语言中某种仅仅有待被揭示的本源真理。阿多诺认为，这构成了与海德格尔所谓“隐性术语”的划界（参见《哲学术语》第1卷，第28、41页）。 ↩



[276]: 阿多诺，第55页。着重线为我所加，S.W.。亦参见同上，第61页以及黑格尔，《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1卷，第379页。 ↩



[277]: 阿多诺，第82页。 ↩



[278]: 参见阿多诺，第69页。 ↩



[279]: 阿多诺，第56页。着重线为我所加，S.W.。 ↩



[280]: 例如阿尔布雷希特·科肖克从尤里·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出发论证道，精确性、意义固定与模糊性不必是对立面，而是处于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对此参见科肖克，《真理与发明》，第128页及以下。 ↩



[281]: 在这一关联中，清楚地呈现出“科学的”与“诗意的”语言之间一种有针对性的图式化区分可能是有益的。人们常常赋予“科学语言”以下特征：它采取线性亦即推论性的操作流程，在句法上井然有序且具有概念性；它因而透明；它通过对相关词义的明确控制——通过定义或通过元语言层面——达成单义性；它的语言形式相对于内容保持中立；它是对现成之物的报道，可（无损失地）被翻译。若将“诗意语言”作为补充与之相对立，那么后者采取非线性的、操作流程（可能）超出常规句法规则、意象化亦即感性的（这常被称为“音乐性的”）——从而非透明的方式；它是多义的，在此它能够隐性地——通过语言的其他方面或依循具体语境——控制相关词义；它通过施为性的自我阐明，给出关于其意指路径的提示（因而达成了一种元语言功能）；它的语言形式塑造契合于某种特定的内容或某种（可能哪怕仅仅是被感受到的）思维运动的形式；它以这种方式搬演一种转变；它倾向于唯有伴随损失、甚至根本无法被翻译。正如一个运用了所有这些中介手段的文本并不会因此自动变成“诗意的”亦即成为艺术一样，一个逐一贯彻了“科学”语言
特征目录的文本也不会因此自动成为科学。这两组特征在事实上也各自被用于对立的一方；对此亦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第344页。关于这一对立的深入探讨见于威尔金森与威洛比，《席勒〈人类审美教育书简〉》，第103、108、130页及以下、第138页。在此并非不重要的是，威尔金森与威洛比是针对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来发展这种关系的——亦即针对一部非常自觉地探讨“科学的”或“诗意的”中介形式与呈现形式的特定可能性、并且在此过程中对黑格尔而言也构成重要参考文献的文本。关于语言的、尤其是文学的自我指涉形式，亦参见：韦尔伯里，《悖论的走钢丝者》，第233–236页，以及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与美学”。
 282 参见《现象学》，第292页及以下。这一呈现问题构成了（这大概也并非偶然）“自在且自为地是实在的个体性”的终点。呈现问题在其强意义的形式中是一个他律问题：本应从自身出发而存在之物，为了其自身的呈现却依赖于他者。 ↩



[283]: 《现象学》，第31页。 ↩



[284]: 《现象学》，第588页。 ↩



[285]: 参见黑格尔在序言中关于“生成的一致”的论述（《现象学》，第40页及以下）。 ↩



[286]: 关于命题批判与本体论批判的结合，参见刘，《黑格尔的判断批判》；特别是例如第192页。 ↩



[287]: 参见博达默尔，《黑格尔对语言的诠释》，第227页。 ↩



[288]: 参见博达默尔，第224、237页。 ↩



4. 黑格尔的语言

在对《现象学》中语言的体系性考察框架内，如今探讨黑格尔的语言同样十分重要。黑格尔与语言的关系是矛盾两可的：一方面，他并非语言怀疑论者。真相可以由语言呈现出来，而思维规定原则上是在语言中“被设定并存置下来”的。人类表达从前语言媒介向语言发展的历史（正如在《现象学》“宗教”章中所勾勒的那样），因此是一部表达精确化进展的历史。[289] 语言本身就是理性劳作的产物，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现理性之物已在语言中准备停当。另一方面，人们不能盲目依赖这种准备——思维规定在语言中并非以纯粹形式存在，并且语言

因此承载着表象，这些表象将认识活动束缚在已知世界图景之上，使其变得惰性迟缓，并使语言显现为一种相对于单个主体的客观暴力。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一种针对语言的暴力形式，其目标在于认识哲学真理。[290] 黑格尔运用语言反对语言。但人们同时也可以从一种相反的侧重点来理解这种做法：《现象学》所执行的对语言所承载表象的拆解，恰恰是以一种极其乐于运用语言并且对具象之物开放的形式实现的（即对语言的非概念环节开放），而具象之物正是它在此所批判的。黑格尔以体系性方式运用具象之物，因为穿越具象语言构成了精神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现象学》“宗教”章所展示的那样）。

因此，表达的精确化并不意味着简化，相反意味着语言复杂性的提升。这种复杂性对黑格尔的读者而言是压倒性的：黑格尔的文本起初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些文本中，语言向我们显现为不透明和陌生的——这倒并非主要是尽管我们认识单个表达，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虽然认识单个表达，却仍然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意义。这种经验乃是一种有针对性的使语言异化的策略的一部分。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通过让语言显现为陌生，从而构建一条通向语言之路。这一策略首先在《现象学》中是决定性的，因为黑格尔在此一方面要应对在语言上受束缚的个体意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正处于通向一种哲学语言的道路之上。[291]

这种语言异化的策略契合于一项教育学纲领，该纲领建立在一种古典语文学的培养

之上，以此来中介何谓语言。黑格尔在斯图加特的中学时期就是以这种方式接受培养的，并且在他担任纽伦堡中学校长时期自己也主张过类似的立场。[292] 其特征在于，甚至在一种语言内部也采纳了外语培养的各种要素。因此，与（第一）母语的异化不仅能够通过古代语言达成，而且也能在第一语言内部达成。黑格尔在致荷马翻译者沃斯的信中的说法正是朝着这一方向：他想“尝试教哲学说德语”。[293] 因此，翻译同样被黑格尔解释为一种语言内部的运动（或者用上文引入的黑格尔词汇来说，被“重构”或“改造”）。这些策略在黑格尔看来与精神束缚与解脱的能力相关联——借此，熟知之物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而固定的思想则能够被变得“流动”。[294] 在基础层面上，这是一个语义重新组合的准化学过程，[295] 然而在人类经验的层面上，它却获得了悲剧性的面向。例如，海因茨·金默勒就曾提醒人们注意：悲剧中意义的丧失直接为喜剧中

与意义的反讽性嬉戏作了准备。[296] 人们可以以类比的方式来理解黑格尔文本中意义抽离与语言嬉戏之间的关系。

《现象学》的工程曾被理解为一部教化小说。然而这一教化过程既是建构性的，同样也是破坏性的。既然意识的道路——被黑格尔描述为彻底怀疑之路——带有教化小说的特征，那么它同样可以被称为一部反教化小说，其核心宗旨恰恰在于剥夺熟知之物的熟知性。在此，通向科学之路表现为对已知表象的拆解（按照黑格尔自己在《现象学》“教化”章中所作的教化与异化的平行对应，《现象学》因此同样是一部异化小说）。[297]

黑格尔哲学语言的正当性即相关性首要并不在于心理学层面上，而在于呈现映象以及显象与本质的差异的体系性之中——然而显象与本质在此同时又构成一个统一。在此同样适用的是：语言形式一方面可以从精神的方向得到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意识的方向得到辩护：精神通过将自身加倍即分裂为感性之物与思想之物、定在与内在性而显现。意识（它并不预设自身即是精神的内部差异）获得关于映象的经验，而这些经验被黑格尔加以排演搬演。以此为出发点，人们可以这样来解释《现象学》：它将思维活动的发展（从自然意识的方向来看）在原则上呈现为一场与起初不精确且混乱的表达形式的争辩。[298]

《现象学》语言呈现的困难源自于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此面对着相互交织的两种语言。《现象学》产生了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的区分（即

表象意识的语言与概念的语言之间的区分）。它从给定的语言中提炼出思维规定——它给出概念——并且同时指明：一套专门术语的发展绝不可能出自一个有保障的、超拔于立场的观察位置。《现象学》的双重底色源于概念的语言与表象意识的物化语言之间持续的摩擦，而这两种语言唯有通过思维活动（且起初仅是点状地）才能被区分开来。在此，概念的语言被这样构设：它强化自然语言的矛盾两可与模糊不确定，从而显明其内在张力，而不是出于对单一确定性的需求而将其平息消除。它充分利用语义的幅度，亦即言辞的意义谱系，并由此发展出具体的概念。[299] 在此，黑格尔既不仅仅依赖抽象的单一确定性，也不仅仅依赖通过具象性带来的临在感暗示。让·伊波利特早就指出，哲学语言固然为了达到概念的精确性而使用知性的固定规定，但同时又必须一再将这些规定认识并呈现为过于狭隘且自身匮乏的，为此它也运用了诗性语言的要素。不过，伊波利特把这种融合的可能性过于轻率地归之于“自然”语言，鉴于黑格尔哲学语言高度的人工性，这种看法未免有所不足。黑格尔的哲学语言产生于

通过扬弃那仍属于表象的纯粹诗性语言，通过保持知性的各项规定与固定化，同时也通过瓦解它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在一场生成意义整体的辩证法中顺应它们自身的内在瓦解。这一哲学话语固然承认知性，但它同时也展示了知性的矛盾及其自身的扬弃。“因此知性是一种转变，并且作为这种转变，它是合理性”[…]。我们最终只能说，这种哲学语言从整体诗性冲动中保留了创造权能以及整体的内在性，而从知性中，它保留了分量与权能，从而约束着整个运动，阻止它将单一深刻的意向消散于分散的广延之中。[300]

黑格尔的语言因此融合了知性的分析力量与诗性语言的“创造性”环节，在诗性语言中，各种关联从词中所蕴含（且隐性随带）的可能性中被开辟出来。正如黑格尔在序言中所言，这往往是如闪电般发生的——然而这唯有作为能量即此类爆发潜能缓慢蓄积的次序结果才会发生。[301] 因此，黑格尔语言的困难实际上并非来自某种诗学或具象性，而是来自具体化，即意义谱系中具象与抽象各个不同部分的整合。这种关系同样是先后次序与同时性之间的关系：当具象表象前后相继时，这些环节在概念中则是被同步化的。[302]

黑格尔在此尤其运用了一词多义，正如在扬弃这一著名范例中那样。然而在具体细节上，关涉到的不仅是意义的多样性，而且（再次着眼于闪电）关涉到涵义的张力，关涉到对立（我们忆及《逻辑学》中的引文：语言的思辨精神存在于词语的对立意义之中，而不仅存在于互异的意义之中）。[303] 黑格尔语言的这些特征固然引人瞩目，但既不易于（乃至根本无法）复制，也不易于评估其理论相关性。迪特·亨利希早已注意到这一点，[304] 并且在他之前尼古拉·哈特曼便已指出：

黑格尔的哲学著述风格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奇特的是，甚至受到了那些并不懂得如何在真正哲学意义上破译它的人的赞誉。其中蕴含着某种宛如诗歌的东西，尽管言词承受着沉重的思想负荷，但对一种敏锐的语言感受力而言，它甚至能直接在感觉上发生作用。其根据恰恰在于词语的那种背景深邃性，它带着自身独特的基调与前景那铸就的结构相差异，并由此引发了双重法则的“节奏”。这种关系的内在紧张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其丰富的泛音中向尚不能在内容上加以把握的读者迎面鸣响。对于语言敏锐者而言，它能够以此方式将其引向对事情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因为正是事情、对象、“实体”在其中袒露了自身。词语的节奏在遮蔽的同时又予以启示。它由此证明自身乃是事情的适当语言表达。它在微观处且完全在表面上所是的，正是辩证法在更深层次与巨大尺度上所是的东西。辩证法同样擅长在遮蔽中先行于它所显明之物，然而又恰恰由此使它所遮蔽之物最初变得可见

起来。正如辩证法与其所中介的内容密不可分一样，它为自身所创造的语言风格同样与它密不可分。[305]

哈特曼同样指出了词语的前景与背景之间构成的语言内部张力，即显性说出的内容与隐性随之共同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张力。[306] 实定地摆在面前之物唯有通过与它的否定性之物的关联才是某种规定之物；它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多于它单纯所是的东西。黑格尔试图让这种嵌入关系性背景之中的状态在语言上隐现出来。因此，他运用秘密与启示的关系，并调控何者在何种程度上被公开，以及何者（可能）在语义上更深的层次（“矿井”[307]）中保持隐喻暗示。语言以此方式——即便对于尚未受过哲学教化的意识而言——提供了进行思维活动的立足点。它提出了挑战（并由此要求更多的语言性活动，即诠释性亦即展示性活动）。它暗示着存在着某种并非毫无阻碍地显现出来的东西有待发现。黑格尔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隐性地随带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哈特曼看来，“真正的哲学”破译应当与仅仅“在感觉上”、“直觉地”在“泛音”中（讨论的）向读者“迎面鸣响”之物区分开来。哈特曼似乎犹豫不决：辩证法究竟与其语言风格不可分割，还是说语言表达在原则上始终先行于真正的哲学把握？哈特曼所赞赏的语言与辩证法类比推进的环节，被阿多诺批判为“曲线文字”，批判为一种将本质上必然离散的（即不可避免地在思维活动连续体中构成断片的）语言对概念运动的模仿性献媚，并批判为“对整个语言层缺乏敏感性”：

如果他的哲学[即黑格尔哲学，作者注]的意蕴是过程，那么它就意图将自身作为过程说出，处于持久的生成状态（status nascendi）之中，这是对作为凝固之物的呈现的否定，而唯当所呈现者本身也是凝固之物时，那种呈现才符合所呈现者。用一个时代错乱的类比来说，黑格尔的著作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

思想的电影。正如未经训练的眼睛绝不会像捕捉定格图像那样捕捉电影的细节一样，对待他的著作也是如此。其特定的阻碍性正应当在其中寻找，而恰恰在此处，黑格尔落后于辩证内容。[308]

阿多诺的评论是切中要害的，因为流动与过程完全是黑格尔的呈现理想。然而与阿多诺的评判相反，在我看来，黑格尔恰恰对语言与这种流动的差异保持着敏感，从而对静态与否定性的辩证法保持着敏感。语言中规定的持久产生与消逝，一同思考了事情与表达之间的差异，并以此方式并未与事情了结。这尤其体现在黑格尔强调语言外在性的那些段落中。罗森克兰茨曾将此描述为“与呈现的斗争”。[309]

语言形式要求精神的参与。它迫使我们进入思想运动之中。思辨思维活动恰恰能够在语言显现为模糊之处脱离语言。它在与语言材料的紧张关系中产生，方法是允许语言发生；由此语言与思维活动变得相互渗透。在此，《现象学》在一个由思维活动错失自身并保持不透明的诸方式构成的体系性目录中，排演了思维活动的这一开端。自我透明最终恰恰是关于意识的这种不透明性的内在逻辑——以及语言材料的内在动力与不透明性——的知识。语言在此既表现为思维活动的阻碍，也表现为思维活动的催化剂。[310] 黑格尔吸纳了他所发现的语言的偶性，并由此发展出语言进一步发展的潜能。他在此关心的并非寻找原初的意义，而是从现存的语言资源中开辟出新的潜能。[311] 凯瑟琳·

马拉布曾指出，黑格尔借此恰恰保留了语言的外在性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偶然特性。[312]

黑格尔试图发展出一种语言，用以描述和排演精神的运动。显象方式与逻辑关系之间的差异在此具有特殊的相关性。因此我们首先发现了大量关于时空关联的描述，即关于对感官可及并在（更宽泛意义上）可观察的发展与过渡的描述。例如黑格尔一再强调，唯当精神的“深度”能够在“表面”上被记录下来时，人们才能谈论这种“深度”。相应地，对他而言，精神之物的发展、其广延、展示、铺展以及向一种继起或“先后次序”中的展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313] 由于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理解为运动，因此存在着广泛的运动坐标：整部《现象学》被描述为意识的道路；这一道路表现为推进或向前迈进，以及在一条旨在切合意识的阶梯上的上升与下降。[314] 阶梯的意象不仅指涉柏拉图关于向绝对者上升的表象，而且指涉席勒的诗歌《友谊》，黑格尔在《现象学》结尾处引述了该诗。然而恰恰是绝对知识，黑格尔将其称为从“理智世界”的下降。[315] 此外，黑格尔还运用了大量表达运动性的措辞，用以表达灵活性与僵死停滞的各种聚集状态，以及混合、过渡或过渡之不可能性的各种关系。黑格尔在此借鉴了用于描述物质即有机状态、关系与过程的词汇。其中包括贯通渗透、[316] 透明性、[317] 流体性即流动、[318] 变为流动、[319] 倾注倾泻、[320] 瓦解、[321]

抑止滞留、[322] 搏动与颤栗、[323] 油与水、[324] 脆性固执、[325] 传染感染[326] 与芬芳香气。[327]

众所周知，整个体系经常被描述为一个有机体，相应地也存在着关于植物生长及其各个阶段的生物学指涉。黑格尔还借鉴了人或儿童的生长，并将这种缓慢的生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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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的骤然爆发进行对照。[328] 正如维尔纳·马克斯所指出的那样，与这些以感性为导向的过程描述相对照的，是一系列逻辑关系，在这些逻辑关系中，言辞的“固有偏执意向”应当不再扮演任何角色。因此，作为对运动意象的补充，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了一些特定铸就的语言构式，它们在严格意义上是概念性的，并部分具有新造词的性质。其中包括“自身变为他者与自身的某种被中介”、“在他者存在中与自身结合的反思”、[329] “自身运动的自身一致性”、[330] 自身关涉自身、[331] “变为对象”、[332] 以及“生成的一致”。[333] 然而恰恰在这些铸造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是如何从语言的重新组合可能性中产生的。[334] 因此，显象的时空形式与概念性称谓相对照。相应地，针对这种对照关系本身，又存在着一系列隐喻，即一方面涉及映象特性的隐喻，另一方面涉及现实论辩争辩的隐喻：存在着剧场隐喻（科学的登场、[335] 表象、向“所谓的帘幕”背后的窥视[336]）以及生死斗争的隐喻，后者在弱化或自然化的形式中也表现为力的嬉戏。[337] 当黑格尔排演德行与世界进程的“弄假戏真之击剑”时，这两个领域自身被综合在一起。[338]

精神运动的形式以及言辞内在动力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惰性与消失这一对概念来描述。外在性的环节阻碍着

精神的运动。然而唯有如此，根本上才产生一种运动即一种先后次序——但这运动随后却是迟缓惰性的，因为精神必须处处逗留停留：

然而其转变的另一面，即历史，则是知性的、自身中介着的转变——外化给时间之中的精神；但这种外化同样是其自身的外化；否定之物乃是其自身的否定之物。这一转变呈现为精神的迟缓运动与先后次序，呈现为一幅图像画廊，其中的每一幅图像都配备了精神的全部丰富性，而它之所以运动得如此迟缓，恰恰是因为自身必须贯彻渗透并消化其其实体的这一全部丰富性。[339]

劳作作为赋予形式意义上的教化，乃是“被阻滞的消失”。[340] 精神运动的这种必然受阻转向了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反倒扼杀了运动，因为它最终陷入了无思想性之中：

因此，意识遭受着由它自身而来的这种败坏其有限满足的暴力。在感到这种暴力时，对真理的恐惧固然可能会退缩，并努力保留那面临丧失危险之物。但它却无法得到安宁，除非它甘愿停留在无思想的惰性之中——思想使无思想性枯萎，而思想的不安宁则扰乱了惰性——或者除非它将自身固化为多愁善感性，后者确信发现一切在其种类上都是好的；这种确信同样遭受着来自理性的暴力，理性恰恰因为某物只是一种类别，便不认为它是好的。[341]

打断思维活动的执行、阻滞其运动并赋予其某种规定性与相对持续时间的外在性，拥有一种能够使整个思维活动陷入停滞并破坏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342] 黑格尔

因此一再指出，这种外在性必须消失，或者其自身具有消失的属性。这种消失经常与语言的言辞和符号相关联，由此惰性与消失的主题便与语言的主题结合在一起。正如巴特·赞特福特所表明的那样，惰性乃是规定之存在即定在的相对持续时间的一个特征，而精神定在的核心环节正是语言。言词是外在性的一个必然环节，若没有外在性，就不会产生表达清楚的思想。精神唯有通过一个外在性环节才能倾听感知到自身。然而，为了使外在性不致停留于物化形式中，它自身必须再次消失。这在《现象学》中黑格尔将声音表达“我”加以主题化时显露出来：

说出自身的我，是被听到的；这是一种传染感染，在其中它直接过渡到与那些它为其而在的人们的统一之中，并且是普遍的自我意识。——它被听到，在这之中它的定在本身直接回荡消逝了；它的这种他者存在被收回到自身之中；而这恰恰就是它的定在：作为自我意识的现在，正如它是定在的那样，是非定在的，并且通过这种消失而成为定在的。因此，这种消失本身直接就是它的持存；这是它自身关于自身的知识，并且是它关于自身作为一个过渡到另一自我之中、被听到且是普遍者的知识。[343]


在关于基督教精神的诸片断中，黑格尔甚至将消失与书面语言联系起来，书面语言应当被收集拣拾（aufgelesen），就像人们平时吃下某种东西（aufisst）那样：

耶稣的精神——他的门徒在其中是合一的——对于外在感觉而言作为客体而呈现，成为了一个现实之物。然而那被客体化了的爱、这变成为事情的主观之物，又重返其本性，在进食中重新变为主观的。这种重返在这一方面大约可以与在书面言词中变成为事物的思想相比拟，后者在阅读中从一个死者、一个客体重新获得了其主观性。如果书面言词被收集拣拾[aufgelesen]，通过理解而作为事物消失；就像在享用面包与酒时，不仅从这些神秘客体中唤醒了感受、精神变得鲜活，而且它们自身作为客体消失那样，这种比拟就会更加贴切。[344]

对语言的理解面临着在唯一承载它的言词中消失的危险。因此，哲学持续不断地致力于保持这种理解，即阻滞它的消失。因此，哲学一再从头现实化思维活动的开端。[345]

运动的形式以及运动的变化不定、时而迟缓、时而跃迁的形式，不仅反映在

抵抗，这种使存有能够持存一段时间的惰性，也可能导致一种否定的惰性，即‘无思想的’惰性，表现为那些不再符合精神已达到水平的过时形式仍然保持在存在之中。”赞特福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惰性》，第78页。强调字体由我所加，作者注。关于消失，亦请参见齐泽克，《谢林为了黑格尔：〈消失的中介〉》以及里德，《黑格尔的语法本体论：〈精神现象学〉中消失的言词与解释学开放性》。

词汇之中，而且它也切合于《现象学》的叙事。在《现象学》于意识中拥有一位——尽管是奇特的——主角这一意义上（该主角经历了一系列经验，在其终点最终应当达到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它（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经常被比拟为教化小说。意识的诸经验产生于其自我误解，并遵循着意识对自身保持不透明的各个特定形式的内在动力。这种发展的印记在于对过往经验的遗忘，这些经验每次都直接结晶为新的对象。由于频繁的倒退复发，黑格尔将这种运动描述为迟缓惰性的。然而它终究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并在回顾中能够被把握为历史。但在此并非无关紧要的是：我们作为读者本身一再对意识的虚构报以信任，因为我们任由黑格尔的呈现引导我们采取意识的视角。[346]

阿尔布雷希特·科绍尔克指出了叙事结构的另一项核心功能：对多条平行发展历程的构想，以及人类历史与进行科学教化的个体的发展之间的类比，乃是简化的机制。[347] 这些简化性的平行对应之所以对《现象学》至关重要，是因为它的建构方式使得从直接性向具体化的发展形态以不同的形式并在不同的阶段上被重复遍历，在此这些阶段部分也是共时的（例如《现象学》的“精神”章与“宗教”章）。[348] 与简化相切合的，还有家园与所有物的隐喻领域，黑格尔借此标示了思维活动与真理的领域。[349] 这些降低复杂性的机制首先在关涉《现象学》发展的概览时变得具有相关性，即在绝对知识的鸟瞰视野中。然而重要的是，要与之相对立的是：《现象学》的道路首要是一条“彻底怀疑”之路，人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分支或加倍，即理解为产生差异的划分（dihairesis），并由此理解为复杂性的提升。因此，关键在于

扩张与收缩的交互关系，黑格尔也将其称为“走出自身”与“深入自身”。[350]

在语言层面上，线性前进的发展、循环性与全然无时间性之间的差异，切合于思辨命题中“是”的“歧义性”。在这个意义上，在此同样产生了科绍尔克所注意到的简化环节：判断中系词的双向性恰恰契合于黑格尔对历史中的时间发展与逻辑同时性的理解。在更宽泛意义上，这延伸到了黑格尔的命题在原则上必须反复阅读并在语境中加以定位这一情况——在那里表达的是谁的视角具有相关性，而单个命题唯有通过体系性关联才具有表达力。[351]

语言与叙事排演的形式首先对《现象学》的工程具有相关性，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个体意识及其与显现着的知识的争辩。[352] 因此，黑格尔的呈现很大程度上是对映象的呈现。作为读者，我们由此固然在正式立场上处于哲学家的一边，但这绝不保证我们自己不会一再陷入

意识的映象关系之中——这些映象关系归根结底也是我们自己的，或者对我们而言至少绝非完全陌生。黑格尔在此所关心的也恰恰是对映象加以规定辨识，即指出在各个知识主张中现实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显现出来，以及与之相对意识在何处受骗自欺。在此背景下，可以描述出黑格尔语言的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环节：(1) 黑格尔（正如前文已暗示的那样）并未试图确立言词的单一确定性，而是允许歧义性。《现象学》的发展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并包含多个视角：个体意识、历史精神与概念。[353] 与《现象学》在多个层面和视角上的建构直接相联的，是意识与现象学家之间的知识落差。我们观察意识的颠倒、它的遗忘、它的片面性、它的自我不透明性，并能够识别出其处境的反讽。作为反抗意识片面性的对应环节，歧义性不仅是多义性（多义性恰恰受到黑格尔的批判），而是对立与张力。(2) 意识受挫于它的世界图景，也就是受挫于它所熟知的表象，它未能看透这些表象的映象环节。然而，与不透明之物的对峙对于精神自身的发展同样是决定性的，因为当下的片面性乃是一般规定性的本质环节。因此，黑格尔有针对性地运用图像，在此图像之物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在与抽象的关联中被思考，并在语言上也结合着抽象之物来加以贯彻落实。(3) 在此接续着意义转化的环节，即与语言的异化，这种异化是由促使未被察觉的意义层展现出来的星丛格局所激发的。这服务于对片面表象的拆解，从而服务于概念形成。

(1) 歧义性与视角性的关联源于黑格尔考虑到了这种歧义性对谁而言是可认识的。这在与意识的颠倒相联系中显现出来：正如意识的颠倒一样，悲剧反讽中的颠倒唯有对观众而言才是可识别的。悲剧反讽的认识在剧作的作者与知情的观众之间展开。观众在观看时能够将该剧的线索掌握在手中，因为他们比剧中的人物知道得更多。因此，当人物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做什么时，观众也能够觉察出来。[354] 在教化小说的结构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环节。黑格尔在“欲望与必然性”中捕捉到了这种

悲剧经验，彼时意识体会到了双重含义：“它抓住了生命，但更确切地说它由此抓住了死亡”。[355] 因此，意识的悲剧反讽属于文本的结构。《现象学》运用了知识落差。意识基于其有限的知识及其持续的遗忘而获得其经验。我们观看并把握。但作为把握着的观众，我们也始终是积极主动的。绝对知识的被把握了的直观活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导论中纯粹观看的把握，即理解为对《现象学》呈现逻辑的把握。由此，呈现的剧场性维度走向了前台：知识主张——具体化为意识形态——登场并遭受挫折失败。相对于各种不同陈述的知识落差，通过对意识的过程与经验的框架建构而被主题化——或者也通过对单个句子的框架建构而被主题化。

(2) 黑格尔不仅运用图像，而且将《现象学》称为“图像画廊”。[356] 在图像中显现出了自身并非再次具象之物的东西。因此，对于《现象学》的呈现而言，关键在于两个意义层面的叠合（由此该环节也接续了对歧义性的一般开放性）。约翰·史密斯对此写道：

“图像正如隐喻一样，通过同时呈现两个符号表意层面并将意义从一个层面转移至另一个层面，从而赋予抽象层面以一种‘视觉’维度，借此获得其表达力量。正因如此，‘图像’对应于黑格尔在序言中指出的现代教化的目标，即‘通过瓦解固定的、特殊的思维规定，将普遍者现实化并赋予其精神灵动（verwirklichen und begeistern）’的劳作。[……]我们由此得出了关于《现象学》修辞性教化的初步构想。它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哲学修辞（elocutio）形式，既是比喻性表达的理论又是其实践，黑格尔完全遵循传统修辞学，将其界定为‘图像’。”[357]

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看到行动英雄所置身其中的颠倒的悲剧反讽逻辑。”门克，《悲剧游戏》，第48页。

黑格尔并没有停留在对图像的这些属性的单纯确认上，而是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为他自己的哲学呈现形式得出了实践性结论。在他的重构中，史密斯还参考了《美学讲演录》中的一段话。正如黑格尔在那里所表述的，图像能够

将状态、活动、产出、存在方式等的一个完整历程作为其意义，并通过来自一个独立但相关的领域的相似历程来使该意义形象化直观化，而无需在图像自身内部将意义本身作为语言说出。[358]

因此，图像指涉着某物。这种呈现与意义的区分对于精神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同样决定性的是：对于黑格尔而言，绝对者归根结底并非意义，而是现实性。黑格尔将所指意指之物理解为人们所指向的东西。因此，意义（所指）在构成上是不在场的。具象性与绝对者之不在场的关联，构成了从宗教的表象模式（英语中通常译为图像思维[picture thinking]）向概念思维活动过渡的核心环节。[359] 因此，图像被黑格尔引导向一种理论功能，即呈现出在他者中显现的环节。[360] 事实表明，艺术的或

诗性语言的形式——它们（按照“知性”的范式）经常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恰恰构成了黑格尔用以呈现通向科学之路的语言的一个本质环节。因此，黑格尔对表象的批判以及他自己将表象作为思想与概念发展的环节所开展的工作，应当受到同等程度的强调。处于理性门槛上的环节，例如“观念联想”，在此对精神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361] 正如史密斯所阐明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具象的、隐喻的呈现方式可以被理解为由精神所面临的（自我）呈现的必然性、从而由分裂与加倍的必然性所导致的核心结果。[362] 恰恰是这种双重化的环节，


对于黑格尔的语言而言是本质性的：它以决定性的方式并非直接具有形象性，而是以一种具有理论根基的形象性运作。黑格尔让另一种东西——观念性的东西——在形象中显现出来，而这种东西同时并不真正于其中可见（因为观念性的东西原则上是不可被看到的）；只要这样一种感性化在语言中发生，黑格尔便也将其称为可见的不可见性。[363] 因此，精神通过加倍为自身构成关于自身的形象或诸形象。这一步诚然是必然的，却并非没有问题［或然的］，因为对思辨之物的感性表象带入了偶然的面向。因此，将绝对者理解为“主人”，对黑格尔而言不仅在社会层面上是或然的，而且首先也是由于其形象化的形式。在这两个层面上，偶然之物与必然之物都被混杂在一起。因此，承认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初始的认识活动，然而这种认识活动起初仍活动在那些对它而言

只要它是自身设定的运动，或自身成为他者与自身的反思中介。它作为主体乃是纯粹的单纯否定性，恰恰由此是单纯者的分化；或是对立的加倍，而这又是对这种无差别的差异及其对立的否定：唯有这种自身恢复的一致，或在他者存在中向自身的反思——而不是作为此种统一的原始统一或作为此种统一的直接统一——才是真相。”

最终未能明晰的形式之中——例如关于主人与奴隶的寓言式表象。[364]

（3）黑格尔运用意义转移或意义转化。这一策略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单个表象之局限性的回应，并且基于一种技术：它一方面将一个词语的诸要素作为额外的

意义载体引入其中，另一方面又通过构建星丛来调节词语的意义谱系。以此方式，语言变得具体：意义要素恰恰由于其部分意义被指引，而融合为被把握的构造。[365] 一个例子就是外化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取自一种翻译——路德的圣经翻译——并由此一方面获得了一种历史维度，另一方面获得了与其他概念领域的关联。此外，它还被黑格尔加倍，以至于“外化”既标志着迈向外在性的一步，又标志着对外在性的重新扬弃，因而是外化的运动。该概念还包含第二重加倍：普遍者的外化乃是其特殊化，而单个个体的外化则是其成为普遍者。因此，该概念具有交错配位的结构。黑格尔在一系列世俗活动（例如劳作与言语）中描述了普遍化的外化。对意识而言，它的普遍化起初意味着在普遍者中的自身丧失；这被接受教化的个体体验为对其人格的社会化，并由此体验为上述客观性对主体的权能［暴力］。[366]

人们可以依据外化概念观察到，黑格尔如何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外化之意义谱系所包含的各种表象相继引入，并由此生成一种概念意蕴，亦即进行概念形成。如此生成的意蕴对于《精神现象学》的规划是决定性的，因为外化概念在《精神现象学》的结语段落中描述了精神在自然与历史中的转变。外化作为单个者的普遍化与普遍者的特殊化的“双重过程”，在关于启示宗教的章节中首次被标示为恰恰这样一种“相互外化”。[367] 因此，这一双重过程的统一对意识而言并非立刻敞开，

而是首先经验到这个概念的部分面向；该概念在《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中如此丰富自身，并在此获得一种日益复杂的结构，直至达到出离自身的纯形式意义。外化概念所捆绑的不同意义层面，在此使得完全相反的解读方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是该概念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按文本时间顺序排列，外化表现为：


	– 对自身决定或自身决断的放弃，以及对所有物和享受的放弃[368]

	– 从事一项未被理解的事务[369]

	– 制造一个对立，或者产生一个作为对照或直观质料的“他者”[370]

	– 通过诸如为既有权能服务以及交出财产，或者出于自身冲动而拒绝享受等社会行动，为了普遍者而献祭单个存在[371]

	– 死亡，以及一种同死亡一样“完全”的献祭[372]

	– 在言语中“这一个自我的消逝”[373]

	– 将一种“内在确知”（字面意义上地）以某种方式带到外部[374]

	– “使自己成为事物并忍受存在”[375]

	– 和解的是，上帝的显现与自我的广延[376]



引人注目的是，直到精神章结束（在和解的是中），外化通盘表现为单个者向普遍者的外化。唯在和解的是中，方向才被逆转，而这随后从宗教章起被保留下来，直到黑格尔明确提示外化的双重方向。此外，外化还表现为：


	– 上帝作为普遍对象的启示，作为纯粹自我，它作为普遍对象同时是对自身的确知[377]

	– 精神的身体化［成为身体］[378]

	– “相互外化”，在其中“现实性或自我意识与作为实体的自在体［……］各自成为对方”[379]

	– 神圣本质的道成肉身［肉身化］[380]

	– 概念的一个必然环节[381]

	– 精神向自然的过渡[382]



因此，黑格尔穿行于该词的各个意义层次，并由此塑造出一个概念，它展现为意义在时间上延展的历史以及作为考古学的（空间性的）沉积，亦即表现为意义的一种层积/历史（Ge-schichte）。[383] 最后，外化概念或它所描述的运动，就内容层面而言对于我们的考察也是重要的，因为黑格尔将其作为其语言理论的一个要素来援引——正如清单所表明的，言语也被理解为外化。黑格尔对待语言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这种概念形成的展开完全被黑格尔保持在隐性状态。恰恰这种保持隐性，乃是一种与诸显现打交道、或与作为映象的映象打交道的工作。这是一种与光照和阴影打交道、或者说与（不）透明程度打交道的工作。[384]

黑格尔的呈现运用了不同层次的透明性，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在《耶拿普通文学报通报》上预告《精神现象学》的“自撰预告”中。

在那里，黑格尔阐明了该规划对他而言何为核心、读者应当从何种方向接近这本书以及可以对其抱有何种期待。《精神现象学》“呈现了转变中的知识”。由此产生出它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是“从某一视角的科学准备”，另一方面是成为“哲学的第一门科学”。[385] 《精神现象学》是关于精神之显现形式的科学。在此，黑格尔并非仅仅指涉书名，而是将现象学式的阐明命名为科学的一种模式。[386] 这种模式在于将精神的各种形态描述为其通向纯粹知识或绝对精神的道路。在此，对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精神显现的丰富性”初看起来表现为“混沌”。正如黑格尔所阐述的，这种混沌实际上已经被置入一种“科学秩序”之中，这一秩序恰恰指明了各显现形式的联系（各过渡环节），以及它们向着真理越来越“高”阶段的必然推进，其最终结果乃是本真的科学。由此人们可以得知，混沌与秩序的差异本身具有建构体系的功能。《精神现象学》的进程就此而言是综合的，因为读者并非被直接赋予科学，而是必须亲自走过通往科学的道路。秩序在本质上产生自显现的（假定的）混沌之中，而这些显现恰恰就是在秩序中被加以整理的东西。因此，《精神现象学》描述了混沌与秩序的一种转译，这完全可以一方面被视作转移，另一方面也被视作两个环节的叠合或分层。正如在关于力与知性的章节中最清晰地被主题化的那样，任何具有秩序化功能的科学阐明，都是对它想要阐明的现象领域的缩减。此外，人们又唯有通过这种缩减性阐明与待阐明现象的关联才能理解它。因此，法则与现象绝非同一的，除非在重言式阐明的情况下——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期待于科学秩序模型的复杂性缩减便不复存在了。这构成了模型本身固有的一种缺陷：因为它们服务于复杂性缩减的目的，所以在构成上具有低度复杂性。相应地，绝对知识也不会是关于“实在性”的又一个模型，

而是将科学把握为进行模型构建与模型转化的能力。[387]

精神是它借以产生自身的运动。[388] 这种形式与我们通常理解自身语言操作流程的方式处于急剧的冲突之中，即将语言理解为应用一种现成的词汇去描述独立于该词汇而持存的对象与思想。相反，黑格尔对语言的理解归结为：我们的语言表达手段首先使我们的思维活动成为可能，但由此也限制了思维活动。[389] 黑格尔不同寻常的语言姿态，其目标恰恰在于将语言本身作为精神之呈现的条件而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其成为一个问题。[390] 然而，黑格尔清楚地意识到，对他而言并没有任何元层面

可资利用，使他能够在这个元层面上向我们阐明这一问题，并且这一层面本身不会始终已经被（自然）语言所建构。《精神现象学》因此必须在展开其内容的同时，兼顾中介那些该内容赖以被理解且根本上得以被表达的条件。这一双重任务要求的无非是对现成找到的语言的转化，而正如赫尔德所说，思维活动正“粘附”于这种语言之上。[391] 但语言的这种转化主要发生在语言理解的层面上：黑格尔并没有提出一套替代性的词汇。“概念的语言”仅仅是被把握的语言。 因此，《精神现象学》的根本目标首先是对语言惯例的诊断，其次是对语言惯例的克服。黑格尔试图通过语言手段不断实现一种新的脱离，一种对既有语言表达的异化，在其目标终点上最终矗立着他的思辨语言理解。如此一来，《精神现象学》便不被理解为外在的描述，而是被理解为精神的一个范例性实例。它是精神的产物：首先，只要它是精神活动性的行动与产物；其次，只要它以概念方式呈现这种活动性，并在此反过来产生出精神。

[289]: 而绝非像例如卢梭那里的堕落史。 ↩



[290]: 参见罗森克兰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传》，184页中此前引用的段落。 ↩



[291]: 让·伊波利特已经强调过，《精神现象学》同样包含对自然语言的批判；参见伊波利特，《论根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的哲学语言结构》，164页。亦参见巴特勒，《欲望的主体》，19页。此外可以指出的是，黑格尔仅在其哲学著作中对语言进行了精确的塑形。而在其书信以及例如柏林书评和类似文本中，他的表达则是“正常的”。特里·平卡德同样强调，黑格尔在通往《精神现象学》的道路上也发展出了其独特的哲学语言。平卡德认为荷尔德林对黑格尔形成特定的哲学呈现形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参见平卡德，《黑格尔》，82、676页关于荷尔德林对
黑格尔写作风格的影响，以及《黑格尔理论著作集》2，558页关于“写作方式”的改变与困难及术语问题。在荷尔德林的影响之后，后来又融入了费希特的影响（平卡德，87页）。创造一套新词汇的必然性，在平卡德看来是黑格尔“激进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同上，137页及以下）。迈克尔·福斯特已经表明，在这一规划的框架内，既有的词语用法被吸收并加以改变；参见福斯特，《黑格尔论语言》。 ↩



[292]: 这一策略联系到语言之陌生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在《精神现象学》中例如教化章里降临于意识。对此参见黑格尔1809年的纽伦堡校长致辞。黑格尔在其中将从我们所熟悉之物异化的必然性，与诸如“灵魂的离心冲动”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理论著作集》4，321页）。 ↩



[293]: 参见第55号书信的主草稿。黑格尔在那里的表述极为含混。不过，他可能并非主张教哲学说德语，而是相反地想要尝试促使哲学（“尝试”）对德语施加影响：“［……］因此关于我的追求，我想说的是，我要尝试教哲学说德语。”霍夫迈斯特，《黑格尔书信集·第一卷》，100页。关于这封信涉及翻译环节的解读，参见克里斯蒂娜·曼迪奇诺，《哲学翻译的陷阱：或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诸种语言》。 ↩



[294]: 参见《精神现象学》，35和37页。捆绑与释放［解构］在精神章末尾被归诸良知（《精神现象学》，476页）；这关涉到对《马太福音》（16:19）的指涉。 ↩



[295]: 因伍德，《黑格尔词典》，II。 ↩



[296]: 参见基默勒，《论德里达对黑格尔的解读》，23页及以下。化学结合与人际结合的类比后来在歌德的《亲和力》中扮演了显著角色。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里，化学同样可以被证实是语义操作的范式；参见乔利，《诗之实验室》。黑格尔使用了“传染”这一医学概念。德里达后来将意义的运动主题化为突变；参见德里达，《从有限经济到一般经济：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405页。 ↩



[297]: 将《精神现象学》理解为教育小说的决定性观点来自约西亚·罗伊斯的解读；对此参见伊波利特，《发生与结构》，11页。“反教育小说”这一称谓出自丽贝卡·科梅，《抗拒与重复》，262页。 ↩



[298]: 再次参见马丁，《意义的统一》。 ↩



[299]: 参见黑格尔关于“逻各斯”（logos）一词“美妙的双重含义”的评论（《黑格尔理论著作集》20，106页）。关于“摩擦”，参见西蒙，《异己的理性》。约瑟夫·西蒙在那里提出了一种关于差异对于理性认识之构成性意义的理论。对异己理性的承认同样决定了哲学的呈现形式（同上，9页）。 ↩



[300]: 伊波利特，《逻辑与存在》，53页。伊波利特指涉《精神现象学》，54页：“因此，知性活动乃是一种转变，且作为这一转变，它乃是合理性。”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将知性的视角与如下假定联系起来：即被规定者是通过一种“异己的权能［暴力］”
被瓦解的。相反，黑格尔指出，被规定者在其自身上就具有“他者存在”。迪特·亨利希将黑格尔的语言称为“艺术散文”；参见《黑格尔的根本操作》，208页。 ↩



[301]: 参见《精神现象学》，18页及以下。这一段落中关于缓慢发展与迅速发展之相互作用的描述，可以被读作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呈现方式之动力机制的范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授课》中，将“一下子建立起新世界的构造”（《精神现象学》，19页）的闪电形象，与“劈入精神实体之中”的具自我意识的、认识活动的主观性环节联系起来（《黑格尔理论著作集》20，458页）。瓦尔特·本雅明将这一母题吸纳进其辩证意象的概念中，在其中过去之物与现在之物“如闪电般”相遇。在我们的考察框架内，在此尤为切合相关的是：辩证意象在语言中被遭遇，亦即如闪电般的综合乃是由语言所促成的；对此参见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第一卷》，576页及以下［N2a, 3］。黑格尔呈现策略的一个可能背景，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结扣（desis）与解扣（lysis）的论述。这些解开一方面必须是出人意料的，另一方面必须是合乎逻辑推演的；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49、57、59页。关于结的形象的更详细考察，参见尤利亚娜·福格尔，《纠缠之艺·解构之艺：论戏剧之结的历史》。黑格尔自己也使用结的概念来描述《精神现象学》的展开（参见《精神现象学》，500页及以下）。 ↩



[302]: 亚历山大·柯瓦雷早已指出过这一点；柯瓦雷，《论黑格尔的语言与术语》，438页及以下。卡尔·洛维特同样写道：黑格尔“完全能够用来自感性直观领域的可塑词语来阐释逻辑学的抽象思维形式：独立与他者存在、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为我们存在与自在自为存在，并用一种既抽象无象又具有隐喻性与形象性的语言来呈现他的思想。”洛维特，《黑格尔与语言》，395页。关于同步化，参见巴普蒂斯特，《绝对知识：时间、历史、科学》。 ↩



[303]: 参见《逻辑学》1，20页。这种张力既产生于例如“扬弃”（aufheben）一词之中，也产生于概念与形象之间；参见因伍德，《黑格尔词典》，13页。这种形象意义与概念意义的叠合或嵌套的一个例子是以下段落，在其中黑格尔完全考虑到了奴隶的劳作就在于捡起［扬弃］被主人丢弃的事物：“同样，主人通过奴隶中介地关涉事物；奴隶作为一般的自我意识也否定地关涉事物并扬弃它；但事物对他而言同时是独立的，因此他无法通过他的否定而将其彻底消灭，或者说他只是加工它。”（《精神现象学》，151页）。德里达指出，黑格尔偏好某些形式的多义性，即那些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调控和利用的多义性；德里达，《深井与金字塔：黑格尔符号学导论》，122页。 ↩



[304]: 亨利希，《黑格尔的根本操作》，208页及以下。 ↩



[305]: 哈特曼，《德国观念论哲学》，249页及以下，包含我的强调，S.W.按。瑟伯将这一思想简明地总结为：语言能够为体系提供一种前体系的进路；瑟伯，《黑格尔的思辨命题》，426页。 ↩



[306]: 克洛普施托克早已发展出一种协同表达的理论，并将其与呈现概念相挂钩；参见克洛普施托克，《论呈现》。 ↩



[307]: 《精神现象学》，64页。关于隐现环节，参见科米尔丘，《渴慕与幽暗》，44页。 ↩



[308]: 阿多诺，《晦涩者，或当如何阅读》，353页。能够自发建立联系的思维活动，会被可习得的套话所掩盖。相反，恰恰通过对语言的物质部分——符号肉身——的过度强调，它能够不断被重新激发。阿多诺指责黑格尔存在过度补偿：每一个思想都应当在言语中不断被重新制作。然而人们必须指出，活动的电影画面唯有在每秒24张照片、投影以及人类知觉器官的协同作用中才会生成。这种转变或运动并未在任何地方被拍摄下来；尽管如此，它在结果中却是可见的。以类似的方式，概念的本真运动同样无法在语言上被临摹出来。相反，人们必须首先亲自使思想得以成立，或者：“理解为何这或那必然是不可理解的，并由此亲自理解它。”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这需要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双重的阅读速度——一方面是在语言上滑行，另一方面则是慢动作节奏（《晦涩者》，354页及以下）。 ↩



[309]: 罗森克兰茨写道：“贯穿他的一生，关于其口头呈现十分欠缺的抱怨在他身上不断重现，并且由于所讲内容本身的卓越性无可否认，这种遗憾便愈发强烈。在图宾根神学院的评语中，黑格尔也被称为：算不上伟大的演说家（orator haud magnus）。因此，人们是何等频繁地谈论他的语言，而凡对他的体系无从置喙者，至少也会挑剔他的演说。黑格尔手势繁多，但身体姿态以及声音的起伏与意蕴之间的契合却不够和谐。对于那些能够掌控向外的呈现的人而言，因为他已经了结了事情，在内核与表达之间便不会出现任何阻滞。其感受、表象与思维活动瞬间融入其言语之中。而在黑格尔那里，在这一过程中，即便他事先已将讲稿落于纸面，却始终仍留有残余。他总是重新生产内容，因此即便对于当下这一瞬间，也始终只能相对地完成它。
这种与呈现的斗争，这种寻找最终透彻、不留余地的表达的努力，这种不休的求索，这种可能性的充裕，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他的教化愈发丰富、其思维活动愈发全面、其地位因其伟大而愈发受制约，不仅使他一般的言语变得艰难，而且也使他的写作变得艰难；尤其是，人们不可能看到比柏林时期的黑格尔书信草稿更为支离破碎、涂抹更甚、不断被重写的东西了。如果说莱辛借画家的艺术之口指出，从头脑到双手的道路是如此遥远，那么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点则可以说适用于舌头与双手。”罗森克兰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传》，16页及以下。 ↩



[310]: 关于概念运动的动力机制，参见《精神现象学》，18–20页。不过黑格尔同样指出，存在某种残留的秘传性；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19，21页及以下：“传达、交付一件外在的事物不需要多少东西，但传达理念却需要熟练技巧。它始终保留为某种秘传之物；因此人们并非仅仅拥有哲学家的显传之物。那些都是肤浅的表象。”亦参见勒热纳，《黑格尔语言的意义与用法》，48页。 ↩



[311]: 参见因伍德，《黑格尔词典》，12、16页。正如哈特曼一样，阿多诺也强调黑格尔的文本可以联想式地阅读；对阿多诺而言甚至必须如此：“作为行为方式的意识放松，意味着不拒斥联想，而是向联想敞开理解。黑格尔只能被联想式地阅读。应当尝试在每一处尽可能多地容纳所意指之物的可能性、容纳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只要它们涌现出来。生产性想象力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此。若没有放松就同没有精力一样无法阅读，至少这种精力的一部分被用来摆脱那种自动化的学科训练——那种学科训练要求对对象的纯粹专注，并由此容易错失对象。
联想式思维在黑格尔那里拥有其‘事物中的根据’（fundamentum in re）”——也就是说：在“关于真理作为转变生成者的构想”之中；阿多诺，《晦涩者，或当如何阅读》，370页及以下。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观念联想”乃是一种应当被拒斥的操作流程（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4，47页；《耶拿手稿》3，173页 = 《黑格尔全集》8，187页）。 ↩



[312]: 参见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229页及以下。 ↩



[313]: 《精神现象学》，591页；亦参见18页及以下。 ↩



[314]: 参见《精神现象学》，29页 ↩



[315]: 《精神现象学》，586页 ↩



[316]: 例如参见《精神现象学》，292页 ↩



[317]: 例如参见《精神现象学》，29、580页 ↩



[318]: 例如参见《精神现象学》，37、59页 ↩



[319]: 《精神现象学》，153页 ↩



[320]: 《精神现象学》，17页 ↩



[321]: 例如《精神现象学》，153页及散见各处；亦作为“瓦解”。 ↩



[327]: 《精神现象学》，402页。肉体隐喻在宗教章中被意识应用于绝对者，绝对者在那里被建模为光的存在物、植物、动物和身体。更深入的考察尤其会为战栗的母题辩护，对黑格尔而言，这一母题直接与主体在其自身死亡之可能性中所经验到的绝对否定性相关联。在这些经验中，他们被抛回自身，并作为主体认识自身。在此，持存之物整体瓦解并变得绝对流动，正如黑格尔依据奴隶对主人的恐惧所描述的那样。奴隶的意识“并非为了这一个或那一个事物，亦非为了这一个或那一个瞬间而担惊受怕，而是为了它的整个本质；因为它感受到了对死亡这一绝对主人的恐惧。它在其中内在瓦解，彻头彻尾在自身中战栗，其内部的一切坚固之物都颤抖起来。然而，这种纯粹的普遍运动，一切持存之物的绝对流动化，正是自我意识的单纯本质，绝对否定性，即以此在该意识之中的纯粹自为存在。”（《精神现象学》，153页）。黑格尔同样将“在自身中的纯粹战栗”等同于“纯粹的自身思维活动”（《精神现象学》，428页）。这种战栗在《全面教学纲要》（§ 351）中与动物的声音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也同身体性的语言经验相联系；对此参见西蒙，《黑格尔哲学中的语言问题》，120页及以下，以及阿甘本，《语言与死亡》。通过互文指涉人们可以指出，战栗不仅关涉语言的物理层面，而且也关涉语言的语义层面。因此威廉·冯·洪堡（在一个近乎解构的时刻）强调，语言由于单个说话者对其意义的“反作用”而在其自身中战栗：“在同一个词语上，没有任何人能恰好且准确地想到另一个人所想到的东西，哪怕是极微小的差异，也会如同水中的涟漪，在整个语言中不断震颤传递。因此，一切理解始终同时是一种不理解，思想与情感中的一切和谐一致同时是一种分道扬镳。在语言于每个个体中发生改变的方式中，相对于此前所呈现的语言权能，显露出了人对语言的一种权能［暴力］。”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58页及以下。黑体强调出自笔者，S.W.按。 ↩



[328]: 参见《精神现象学》，18页及以下。 ↩



[329]: 两处皆见《精神现象学》，23页 ↩



[330]: 《精神现象学》，25页 ↩



[331]: 《精神现象学》，94页 ↩



[332]: 《精神现象学》，518页 ↩



[333]: 《精神现象学》，40页及以下；参见维尔纳·马克斯，《绝对反思与语言》，24页。弗里德里希·富尔达在《作为概念运动与呈现方式的黑格尔辩证法》中讨论了辩证运动缺乏适宜谓项的问题。 ↩



[334]: 关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米歇尔·乔利因此谈到了语言的化学式运用。关于自然科学范式对精神事物之建模的意义，参见乔利，《诗之实验室》以及比斯，《根本上是一幅画》。乔利将焦点置于化学，比斯则置于生物学。 ↩



[335]: 《精神现象学》，71页 ↩



[336]: 《精神现象学》，135页 ↩



[337]: 对此参见关于力与知性以及主奴关系的章节。 ↩



[338]: 《精神现象学》，287页 ↩



[339]: 《精神现象学》，590页 ↩



[340]: 《精神现象学》，I 53页 ↩



[341]: 《精神现象学》，74页及以下。 ↩



[342]: 甚至维尔纳·马克斯也指出了这种自身动力机制，尽管他最终坚称：语言——尽管具有这种自身动力机制——乃是“逻各斯”的“仆人”；参见维尔纳·马克斯，《绝对反思与语言》。惰性与消逝的关系也可以被把握为实行与隐退的关系。过去精神关系的既有表达是精神被保存下来的痕迹。科学的开端在这些语言存量中一方面发现了准备就绪的思维活动，另一方面这一存量也加重了思维活动之开端的负担。在概念逻辑的开端，黑格尔使用了久居之城如今应当被改造的形象（《逻辑学》2，243页）。 ↩



[343]: 《精神现象学》，376页。同样的情况在《逻辑学》中体现在黑格尔关于本原词语的论述中（《逻辑学》2，550页）：“因此，逻辑学将绝对理念的自身运动仅仅呈现为本原的词语，它是一种表达，然而却是一种在它是的同时作为外在之物直接重新消逝的表达；因此理念唯独处于这种倾听自身的自身规定之中，它处于纯粹思想之中，在其中差异尚未成为他者存在，而是对自己完全透明且保持透明。”巴特·赞特福特在一篇短文中如下描述了惰性作为有限定在之消逝的暂态停滞的复杂意义：“恰恰是规定某物的东西，即它的界限、它与其他事物的差异，也正是导致其毁灭的原因。但这两个环节，尽管在逻辑上是同一个环节［原文如此］，却不可能同时发生；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延迟，而这个延迟就是规定性定在的存在或持存。出于这个原因，事物的持存，即其消逝的延迟，对于这一体系的运作也是必要的，并且规定性定在的持存或持久存在唯有通过被理解为对扬弃之抵抗的惰性才成为可能。［……］惰性对于构成有限存在的持续时间是必要的。因为运动对黑格尔而言是一个既定事实，因为精神始终在运动且这实际上是一个逻辑必然性问题，所以构成这一运动之质料的有限存在和历史形态既被这一运动所规定，被其捕获并超越，但也必须与它相区别并抵抗其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具有惰性。但这种必然的 ↩



[344]: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1，367页 ↩



[345]: 因此，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在其哲学导论中首先写道：“哲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但它的学说却始终常新。然而与数学命题不同，它们无法被固定在教科书中。如果不持之以恒地关注其对象，而只是按照字面流传它们，它们的意义就会挥发逸散。但是，一旦某种哲学学说从其表述中退隐，它就必须从根本上被重新阐发，就好像流传的字面已不复存在一样。由于这每次都将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发生，因此需要深刻的事实洞见和高超的诠释学智慧，以便在如今全新的概念外衣下重新认出旧学说。后人往往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距离前人有多么接近。这也与所有本质性的哲学学说始终充满争议密切相关。”科赫，《真理、时间与自由》，7页。 ↩



[346]: 朱迪斯·巴特勒例如指出了这一点；巴特勒，《欲望的主体》，21–23页。 ↩



[347]: 参见科肖尔克，《黑格尔与我们》，144页及以下。 ↩



[348]: 例如参见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460页；阿多诺，《否定辩证法讲授课》，29页，以及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237页。 ↩



[349]: 得到修正的主要是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称作“真理的本土王国”（《精神现象学》，138页）。关于所有权，参见《精神现象学》20、32–39、586页。 ↩



[350]: 例如参见《精神现象学》，235、562页。从“走向自身内部”的意义中同样产生出恶的相关性，恶乃是这一形象的范例。关于这一运动的结构相关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写道：“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其他者存在中保存自身，普遍者在其特殊性中、在判断和实在性中保存自身；它将先前内容的全部体量提升至进一步规定的每一个阶段，并且通过其辩证进展不仅未曾失去任何东西，也未曾丢下任何东西，而是携带着一切所获得之物，并在自身中丰富并紧致自身。这种扩展可以被视作内容的环节，且在整体上被视作第一前提；普遍者被传达给内容的丰富性，直接在其中得以保存。但这一关系同样具有第二方面的、否定的或辩证的维度。这种丰富化依概念的必然性向前推进，它为概念所维系，并且每一个规定都是向自身的反思。走出自身（即进一步规定）的每一个新阶段，同样是一种走向自身内部，而更大的广延同样也是更高的强度。因此，最丰富者乃是最具体者与最主观者，而退回最单纯深度者乃是最强有力者与最居于统摄地位者。最高、最尖锐的顶峰乃是纯粹人格性，它唯独通过作为其本性的绝对辩证法，同样将一切包含于自身之中并加以维系，因为它使自己成为最自由者，——成为单纯性，而单纯性乃是最初的直接性与普遍性。”（《逻辑学》2，569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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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史密斯，《精神及其文字》，178页。史密斯指涉《精神现象学》，37页。他的思考遵循了德里达在《白色神话学：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中关于哲学
文本中隐喻的论述。 ↩



[358]: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13，5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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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参见《精神现象学》，23页：“活的实体此外也是这样的存在，它在真理中乃是主体，或者说是一回事，它在真理中乃是现实的，唯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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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关于在此语境下构建星丛的意义，参见马丁，《语义规定性》。 ↩



[366]: 对此参见哈贝马斯，《劳作与互动：论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关于交错配位，参见威尔金森与威洛比，《席勒的人的美育书简》，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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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精神现象学》，175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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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精神现象学》，257、4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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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精神现象学》，528页 ↩



[379]: 《精神现象学》，550页 ↩



[380]: 《精神现象学》，566页 ↩



[381]: 《精神现象学》，565页 ↩



[382]: 《精神现象学》，590页 ↩



[383]: 参见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355页。安杰莉卡·努佐同样强调过，意义转化与意义转移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思维活动的本质环节；参见努佐，《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语言》，尤其是87页。对此亦参见富尔达，《作为概念运动与呈现方式的黑格尔辩证法》。引人注目的是，在此依据外化概念所指明的意义变异，契合了通常用来描述语言变迁的参数，例如词义缩小、词义扩大、词义转移、词义贬降以及词义升格；对此参见斯特杰，《德语的昨日与今日》，28页及以下。 ↩



[384]: 关于光明与幽暗的关系，参见《逻辑学》I，96页。黑格尔同样将《逻辑学》整体称为“阴影王国”（《逻辑学》I，55页）。 ↩



[385]: 自撰预告载于《精神现象学》，593页。 ↩



[386]: 正如非斜体印刷所标识的那样（亦参见《黑格尔全集》9，446页）。 ↩



[387]: 例如参见《精神现象学》，110、132页。关于现象领域、世界的丰富性起初表现为必须由思维着的精神所贯通的混沌这一思想，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授课》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也表达过。对于精神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它在诸显现中——即同样在语言中——认识到某种并非直接可见的东西：“谁合乎理性地看待世界，世界也合乎理性地看待谁；两者处于相互规定之中。若人们说，世界的目的应当产生自知觉，那么这有其正确性。但为了认识普遍者、合理者，人们必须带来理性。对象是引起思索的刺激物；否则人们就会在世界中看到自己看待它的样子。如果人们仅仅带着主观性走向世界，那么人们就会在世界中发现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构成，就会到处自以为是，看它本应当怎样被造就、本应当怎样运转。然而世界历史的伟大内容是合乎理性的，并且必然是合乎理性的；神圣的意志在世界中强有力地居于统治地位，且并非如此软弱无力以至于无法规定那伟大的内容。认识这一实体性之物，必然是我们的目的；而为了认识它，人们必须带来理性的意识，既非肉体的眼睛，亦非有限的知性，而是概念之眼、理性之眼，它贯穿表面，并在形形色色事件纷繁杂多的翻滚骚动中搏击穿越。”（《世界历史哲学》，31页及以下）。参见博达默尔，《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137页。关于混沌概念，参见曼弗雷德·法兰克，《德国浪漫主义中的“时间”问题》，28、34页。 ↩



[388]: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6，551、565页 ↩



[389]: 参见福斯特，《黑格尔论语言》，150页及以下。 ↩



[390]: 其逻辑后果意味着，每一个形式要素都应当被读作是以这种方式出自黑格尔的意图，从而反驳了那种经常被提出的指责，即黑格尔原则上本可以且应当表达得更清楚。但这绝非主张黑格尔在每一处的表述都是成功的。 ↩



[391]: 赫尔德，《论近代德国文学。残篇。第一辑。第二版完全修订本。1768》，556页。对此参见福斯特，《德国语言哲学》，152页，171页注34。 ↩



5. 结语

语言包含着一个不透明性的环节。但依照黑格尔的理论，这并未妨碍语言在原则上对真理敞开，或者说，这并未导致真理在原则上逃避其语言表达。[392] 但在局部，各种语言形式必须一再受到检验。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预设，《现象学》根本无法超越感性确知（而且导论也已阐明，问题仅在于给出概念，而非不再使用诸如“真理”之类的词语）。尽管如此，或者恰恰因此，黑格尔为了将他对显现知识的呈现落于纸面所付出的语言劳作，是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是概念之真理得以表达的环节，而且同时包含着一个不透明性与映象的必然环节。因此，出场的科学对映象的掉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语言映象的交锋。语言的不透明性存在于多个层面上，黑格尔在其现象学语言批判的框架内对这些层面予以了考量。这种语言批判包含着对判断和命题之逻辑形式的批判、对表象（以及表象意识）的批判，以及对言语情境、（历史性的）语言星丛和说话者态度的批判，并最终包含着对这些问题之间关联的（隐性）考察。[393]

让·伊波利特强调，哲学话语不仅以其真理导向为特征，而且还在于它包含着对其自身语言表达方式的批判。因此，哲学语言包含着对其与哲学的真理导向之关系的自觉主题化或审问。[394] 由于这种语言批判，哲学得以向语言敞开：哲学乃是精神在语言中的交锋，因而要求向语言形式与表达语域的多元性敞开。[395]

我们迄今对这种关联的重构展示了以下内容：在第一节中，我们重构了黑格尔将哲学真理理解为精神之自身关系的观点。这种自身关系并非直接存在，而是必须通过

自然意识的反思一样，它也是对自然意识的自然语言的反思（同上，第164页）。对于伊波利特而言，它因此不仅是意识经验的科学，而且同样是关于意识之语言的科学（同上，第165页）。此外，伊波利特还将黑格尔哲学风格的问题与《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振荡的体系性意义联系起来（同上，第166页及以下）。在此背景下，伊波利特引入了“意义切分”（découpage significatif）这一概念，以阐明我们（依照黑格尔的理论）如何在语言上结构化实在性：“对黑格尔本人而言，在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之外没有任何思维活动。此外，对黑格尔来说，这种统一体并非世界，而是世界的结构性‘映射’（découpage significatif）以及这种映射所描述的结构。在语言之外没有任何思维活动。”（同上，第160页）。因此，语言对实在性的“切分”（découpage）在哲学语言中得以延续：正如伊波利特所说，哲学语言包含着其自身的批判——这无非意味着，哲学语言在本质上自身就被切分，或者说在其自身内部被区分开（krinein）——这完全契合于洪堡关于语言在思维活动中所作出的切分（Abschnitte）的说法。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看到的，这一纲领在德里达那里得到了体现。

呈现得以展开。呈现概念在《现象学》序言中被明确地联系于这一功能而引入。但导论赋予了它另一项功能，即对显现知识的呈现。由此得出，《现象学》的一个环节也是对由意识的世界图景所产生的映象的呈现。通过这种呈现，考察了在显现知识中关于真相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意识在显现知识中究竟是与真相相联结还是与真相相分离。[396] 随后，我们考察了黑格尔关于语言与思维活动之关系的论述。这里首先涉及作为对象的语言。结果表明，语言表达虽然是思维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除了认知维度之外，对黑格尔而言，语言的交往维度也是重要的。通过这一维度，个体总是已经嵌入在普遍的前理解之中，然而这些前理解也对个体施加着某种形式的暴力。由此产生了语言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相关性：哲学以语言方式表达自身，因此哲学的发展包含着一种语言批判，即消除现存的表象，并从直接熟悉的语言中异化出来。这是第三节的主题。在第四节中，我们在此背景下追溯了黑格尔的哲学语言——或者至少是与之相关的策略——是如何能够被理解的。在此表明，在《现象学》中，呈现的论辩环节与媒介环节是相互交织的。[397]

[392]: 依照黑格尔的观点，思维活动并未在原则上被语言所欺骗或诱导。语言的这种真理能力在关于感性确知的章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关于对语言的基本信任，参见哈特曼，Hartmann, 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244。约瑟夫·西蒙已经指明，认为语言在原则上会诱导思维活动的假定是荒谬的；参见Simon, »Verführt die Sprache das Denken? Zur Metakritik gängiger sprachkritischer Ansätze«。 ↩



[393]: 例如，在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中，判断层面的问题与现象学问题紧密相关；对于主奴关系的节段而言亦是如此。刘创福也强调了语言批判与判断批判之间的关联：“判断的形式之所以不适于恰当地呈现真相，乃是基于人作为有限精神所具有的语言的本质。由于判断或命题本质上是语言构造，其形式无论如何都从属于人类语言的结构。在这方面，黑格尔的判断批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思辨语言批判，因为所涉及的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思辨哲学的真理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以语言方式呈现出来。对这一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深植于语言本质中的两难困境：语言一方面固然因其表达方式的片面性（亦即因其有限性）而受到限制和制约，但另一方面在其实质内部却具有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可能性。”Lau, Hegels Urteilskritik, 36f。 ↩



[394]: “文学话语是一种想象性的思辨，而哲学话语则涉及真理的规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哲学话语在其自身内部包含着其自身的批判。[……]在哲学话语中，有人在言说[……]，但他也在言说他自己的言语（parole）。而对言语的言说构成了哲学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Hyppolite, »The Structure of Philosophic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Preface‹ to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the Mind«, 158f。伊波利特将他关于黑格尔对语言与思维活动之关系的构想的论点，与一个关于哲学风格的论点联系起来。正如《现象学》是对 ↩



[395]: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5卷，第11、14页。精神是内在的，并恰恰因此向经验之物的全部特殊性范围敞开。约翰·史密斯也追溯了哲学语言如何吸纳其他立场的语言；参见Smith, 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 88。卡尔·罗森克兰茨对此指出：“通过摘抄，他[黑格尔，S.W.按]深入到外来之物最精细的纤维之中，并做到了能够将自己置于任何一个——即使是最个别的——立场之上，并能说出该立场特有的术语。因此在批判中，他极其高超地懂得‘置身于对手的视野范围之内’，并将对手的观点阐发得仿佛那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一样。这种外化的力量也给他带来了诸多误解，肤浅而草率的读者将黑格尔的这种客观化身与他本人混为一谈，并常常指责他持有着他恰恰在与之斗争的观点。他从很早就对文风倾注了极大关注，并且在他青年时期就在很高程度上具备了人们通常称之为好文风的东西——表达的流畅轻快。直到后来，在与最深邃思想的搏斗中，那种平缓奔涌的流淌才消失了。”Rosenkranz,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Leben, 16。 ↩



[396]: 参见Koch, 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 16：“在认识活动中，映象将我们与事情所是的情形相联结，并且能够将我们与之相分离。” ↩



[397]: 我们既不能把《现象学》还原为一份论证清单，也不能将其还原为一部“教育小说”。它固然具有明确的论辩取向，但文学要素也对此作出了贡献。因此（为了再次强调这一点），它们的功能绝非仅仅是寓言性的。正如罗伯特·皮平所表述的，它们并不是用来为论证提供“例示”，而是自身就是“证据材料”；参见Pippin, »Der Status der Literatur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330。艾伦·斯佩特在Speight, Hegel, Litera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中也持这一立场。 ↩



第二部分：布兰顿与德里达的黑格尔解释语境中的语言与呈现

语言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象，在针对黑格尔的两种探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两种探讨应当算得上是20与21世纪最引人瞩目的黑格尔解读。罗伯特·布兰顿在理性主义的意义上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作出了令人赞叹的重构。他致力于表明，我们如何通过一种规范性实践在概念上与世界发生关联。在此过程中，他也将语言置于核心地位。布兰顿在一个极有前途的进路中，将概念性关联的问题转换到共同体实践的领域。他的理论包含着对所有原则上试图将理性有效性归结为非理性（arational）或无理性（irrational）原因之进路的批判。在布兰顿看来，这些进路表征了一种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异化世界关系。然而，在对这些进路的批判中，布兰顿的做法却矫枉过正。他的异化批判旨在使异化的现代性被一种异化原则上被克服的状态所取代——他将这种状态称作“信任时代”（»Age of Trust«）。布兰顿由此主张一种无张力的、和解的社会形式，而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黑格尔批判中的陈词滥调。他以此还表达了对一种被明确规则化的语言的主张。

相反，雅克·德里达在与黑格尔的探讨中恰恰瞄准了断裂的权能，并将其定位在语言符号之中。当布兰顿主张一切终究能够并且必须被清晰阐明时，德里达却一再指出阐明的界限（以及黑格尔在其自身的哲学体系中无法理性捕捉之物）。德里达细致考察了黑格尔那里意义转变的各个环节，却批判了其目的论导向。对此，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关于不可控的意义增生或突变的理论（以及一种相应的文本实践）——这在《丧钟》（Glas）中体现得最为激进。

布兰顿与德里达在解释学进路上也大相径庭：当布兰顿将其纲领表述为对黑格尔的“理性重构”，并在其中明确依从“事质”（de re）、亦即立足于事情本身来推进时，德里达的进路则是对黑格尔字斟句酌，并将黑格尔的语言背离其所意图的思维运动凸显出来。然而，两者之间却绝非没有共通之处：“事实”（de re）解释意味着，布兰顿首要追问的不是黑格尔本人会赞同哪些命题、会支持什么，而是黑格尔凭借其命题实际上做出了怎样的承诺（其实际的“承诺”[commitments]究竟是什么）——这些实际的承诺完全可能超出黑格尔本人的考量（在此展现了个别理论构件乃至整体语言的过度决定性之重要意义）。但由此便与德里达对文字的强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亲缘性，而文字恰恰一再逃逸于受控的意义之外。德里达通过对黑格尔字斟句酌，同样也在追寻黑格尔论证中那些可能连黑格尔本人都未曾察觉的线索。不过，两者的意图恰好相反：布兰顿致力于重构，德里达则意在解构。解构与重构作为哲学纲领都具有非排他性，因为它们各自都需要一个参照点或一份历史材料，以供被解构或重构——并以此方式被赋予新的可读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进路作互补性的阅读。布兰顿主张一种以陈述句为出发点的集中化语言理解。德里达关注的则是语言的离心力。1

I 关于布兰顿的方法论自我理解，参见例如布兰顿，《逝者之谈》（Tales of the Mighty Dead），第15页及以下。布兰顿在该处明确指出，他将自己的进路置于其他富有成效的进路并列的位置（这也正如《信任的精神》[A Spirit of Trust]的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该副标题强调这部著作展开的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黑格尔《现象学》的一种读法”[»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对于“从其言”（de dicto）解释（确定作者本人认为自己的承诺是什么）与“依其事”（de re）解释（考察作者通过其命题事实上承诺了什么）这两种解释学范式，布兰顿同样视为具有同等价值且相互补充（参见同上，第104页）。关于德里达立足于文字的进路，参见克里奇利，《评德里达在〈丧钟〉中对黑格尔的解读》（»A Commentary Upon Derrida’s Reading of Hegel in Glas«），第223页及以下。这一进路伴随着对空间的强调，而空间与时间不同，它抗拒着唯灵化/理想化：在空间中，诸差异共时地并存持存。德里达也将其称为“符号炫赠”（»Zeichenpotlatch«）；参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第416页。因此，他所关注的是机械性的意义生产，或无需主体统摄的增生，一种并非由“目的”（telos）所组织、也无法在意义交换与流通的日常实践中被规约的意义运动。在黑格尔考察概念之中以及作为概念形成的意义转变之处（由此语言已经显著地展现出自身的不稳定性，或者说表现为去稳定化的和可塑的），德里达走得更远，去探寻那些过度的、深渊般的意义运动，这些运动归根结底是无意义的（sinnlos），至少就它们并非定向发生而言是如此。

I. 罗伯特·布兰顿：语言作为客观意义的实现

罗伯特·布兰顿对黑格尔的探讨汲取自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展的系统语言哲学。因此，我们首先从这些语言哲学的基本理念切入。

1.1 布兰顿的语言哲学基本理念

在布兰顿的语义学中，意义不是通过指称建立的，而是通过推论建立的。一个表达的意义由它所允许或要求的推论来规定（布兰顿在这一语境中使用了推论的授权[entitlement]与承诺[commitment]这两个概念）。对于说话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通过自己所使用的表达，对自己承担起做出特定推论的承诺。意义理论由此过渡到一种社会实践理论，而这种社会实践构成了富有意义之语言的基础（因此布兰顿在对《现象学》的探讨中，尤为关注黑格尔的和解理论与承认理论）。布兰顿将其语言哲学的这两个核心环节称作推论语义学与规范语用学。[2] 在此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是对语言与精神之间关系的一种关系性理解：“概念的使用被视为一种实质上的语言事务。”语言与精神在此构成了同一种理论的两个极点，其中任何一极都不能被还原为另一极。[3]

布兰顿的推论语义学的基本理念在于，不把表征性意蕴视为建立于其上的关联与推论的基础，而是颠倒解释的顺序，从而使个别命题通过与其他命题的关联——亦即处于一个逻辑推论的体系之中——而获得充实的表征性意蕴。人们

唯有在掌握了许多其他概念的前提下，才算掌握了一个概念。意义由此产生自一种整体论结构。[4]

在推论语义学的中心伫立着陈述句——这出于双重原因：一方面，这一取向契合了布兰顿的整体论，该整体论并不从单独的词义出发作为语义学的基础，而是将句子作为最小的承载意义的单位；另一方面，陈述句的显赫地位源自布兰顿的理性主义，该理性主义将给出理由的命题指派为我们语言行动中的中心位置。词语若仅就自身而言指涉特定对象，并非就是意蕴充实的，相反，词语只有通过出现在与其他命题处于推论关系的命题之中，才获得意义（如果我说“这种动物是鲸”，那么例如从中便推论出“这种动物不是鱼”或“这种动物从空气中获取氧气”）。陈述句对布兰顿而言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它是能够让我在语言游戏中走一步棋、从而承担起推论性承诺的最小单位。[5] 承担这种推论性承诺的能力，正是将我们与单纯具有感觉的动物区分开来的特征。我们之所以是理性存在者，是因为我们能够作出有根据的命题。[6]

与推论语义学的理念紧密相连的是布兰顿的规范语用学。其基本理念是将概念意义理解为一种以规则为导向的规范性实践。表达之间的推论关系是在一种共同体实践中被商定的，布兰顿（继威尔弗里德·塞拉斯之后）将这种实践称为“给出理由与索要理由的游戏”，而这种交换理由的实践构成了其中所使用的概念意义的基础。因此，实践并非建立在已经具有意义的概念之上，而是首先产生出意义。实践由此定义了一个“理由空间”（space of reasons），构成了理性辩论的框架。

当我在理由空间中提出一个命题时，我首先以此表明了一种规范性态度（attitude）：例如，我赞同

“这种动物是鱼”这一论点。但我由此便对自己承诺了做出进一步的命题，例如这种动物通过鳃呼吸。如果事实表明它并非如此，相反是通过肺从空气中汲取氧气，我就必须修正我的态度。然后我可以达到一种有根据的态度，即“这种动物是鲸”。凭借我能够论证这个命题，我获得了一种规范性状态（status）：有根据的命题责成我作出进一步的推论，但它也授权我作出进一步的推论（在此授权与承诺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这种动物是鲸，并且属于某个特定的鲸种，我就不能捕捞它，等等。由此产生的各种授权与承诺，会被所有理性的论辩参与者所记录。布兰顿将这一过程称为“记分”（score-keeping）。作为理性存在者，我们因而是给出理由的推论性经济中的参与者。[7]

推论语义学与规范语用学这两大基本理念，被布兰顿嵌入到表现主义的一种理性主义形式之中。在此他首先论证，唯有一种言辞实践——其中至少某些话语具有命题性论证的形式——才能够在严格意义上被视作语言。布兰顿将这一论点称作语言学理性主义。[8] 与之相伴的是一种逻辑表现主义，它体现为这样一个论点：用以明确阐明人类实践本质环节的词汇，乃是逻辑词汇。逻辑词汇帮助我们理解并说出，当我们就鲸与鱼作出命题、从而在给出理由与索要理由的游戏中承担承诺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在此被明确阐明的，是我们言语活动的逻辑背景结构。[9] 通过将隐性预设明确阐明出来，我们使自身的“推论纠葛”愈发得到

澄清。[10] 布兰顿的逻辑表现主义由此包含着一个解放性的环节。[11]

因此，布兰顿的语义学不仅在于它将语言把握为概念的整体论体系（在其中我们只有理解了许多概念才能理解一个概念），更首要的是在于，作为语言存在者，我们被置入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复杂体系之中，而这些关系始终同样既是概念性的又是社会性的。由此，我们也始终早已对特定的论证形式和关系承担了承诺，即使我们对这些承诺并不知晓。概念关系——从而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结构——对于我们而言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览无余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我们所使用的、并结构化我们之世界关系的概念，在原则上是语义过度决定的。这种过度决定恰恰是我们试图通过推论加以阐明的隐性背景结构。由于概念是过度决定的，我们并不能不受限制地掌控它们，毋宁说，在其中展现出概念对我们所具有的权能。正如布兰顿所言，

语言的独特与瞩目之处，恰恰在于它引导我们超越我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去承担承诺的方式，而我们甚至并未真正理解我们在个别细节上究竟承诺了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把握世界的意思就在于此：谈论世界并就世界作出命题。通过以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来使用词语，我们能够承担起我们无法全盘概览其后果的承诺。[12]

因此，过度决定的问题与黑格尔所表述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一问题密切相连：由于词语的过度决定，我们在完全的意义上恰恰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说从中会引出怎样的全部后果。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我们无法全盘概览我们推论活动的后果，于是便产生了澄清我们概念纠葛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布兰顿牢固地立足于启蒙运动的传统之中。但布兰顿也指出，这种澄清或启蒙不仅是使固定的持存存量变得可见，而且我们的

概念工作同时也改变了这些概念。因此，启蒙进程是通过能动的概念转变来实现的。[13] 布兰顿由此也衔接上了哈贝马斯关于论辩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的构想：

在现代，对社会实践和制度的评判与合法化成为一件彻头彻尾的推论的事情。因此，揭露一种意识形态乃是一项元推论性的事务，旨在诊断话语结构中的体系性扭曲：交往行动的畸变。这些畸变自然既出现在广义的语用显现形式中，也出现在特定的语义显现形式中。但我们在原则上必须审视我们所言说的语言、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我们从事这些活动的社会与实践语境，以便理解不自由的特殊现代形式，并找到与这些形式作斗争的中介。[14]

沿着这一思考，便能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布兰顿对黑格尔的探讨。

1.2 布兰顿的黑格尔

布兰顿语用语义学的黑格尔主义取向，甚至在他撰写《逝者之谈》与《信任的精神》之前，就已经由他本人阐明了。尤其是《信任的精神》，乃是布兰顿试图将黑格尔确立为其自身理论之先驱的尝试。布兰顿在此展开了一种高度复杂且富有成果的读法，而我在这里只能阐释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一篇富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布兰顿将黑格尔称作综合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以此所指的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除了启蒙运动的遗产之外，也试图给浪漫主义的遗产留出其位置。与之相伴的是，黑格尔——尤其是在《现象学》中——在理论上也考察了理性的盲区与现代性的病理学，进一步构想了对精神发展的一种多维的、多元的理解，在其中通向理性科学的道路必然包含着对人的情感与动机维度的探讨——亦即一种关于感觉、欲望

与权能的理论——并且最终体现为精神也在艺术与宗教形式中自我表述。[15] 在此语境中展现出，布兰顿在黑格尔那里恰恰对概念发展与意义演变抱有浓厚兴趣：

在我的读法中，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模型，用以说明日常的基础概念如何发展，并如何日益通过对偶然之物的纳入而获得规定，而这种偶然之物在事后可以得到理性的阐释。前瞻地看，概念意蕴是被制作出来的；回顾地看，它们则是被发现的。这两种时间视角对于理解概念规范在何种意义上被规定、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合乎理性的，都是不可或缺的。[16]

从概念发展的这一基本理解出发，必须持续检验当前的各种概念实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扭曲的”。[17] 相应地，在《信任的精神》中，语言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关联扮演了重要角色。[18] 布兰顿试图将建构性语义学与异化批判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异化批判基于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前提假设，即在未来能够达到一种不再异化的状态。[19] 在下文中我想提出三个批判要点：(1) 布兰顿勾勒出了一幅难以令人信服的、无张力的社会理想图景。(2) 布兰顿描绘了一幅狭隘的语言图景。(3) 鉴于问题 (1) 与 (2)，布兰顿恰恰无法妥善契合概念转变的结构——因而他的黑格尔解读未能发挥出“综合理性主义”的潜能。

布兰顿将其黑格尔解释称为“带有教化意图的语义学”（semantics with an edifying intent）。在此已经包含着对语言探讨的一个微妙却重要的导向设定，因为它实质上关乎语言的意义（概念意蕴，conceptual content）。在布兰顿的黑格尔解释中，关键恰恰在于克服

在现代性中表现为社会异化的否定性，并去稳定化意义——亦即在语言中所承载的精神内容。由于布兰顿的语义学建立在规范语用学之上，这种稳定化必须在社会层面发生。布兰顿的进路强调语言与社会的联系，尤其是关于异化的问题。他强调，语言对黑格尔而言具有实质上的政治维度。语言由此被理解为一般理性理论的导引线索。

布兰顿在精神实现的理论中把这些主题与这一实现进程中偶然性的重要意义结合起来，是极富成效的。与此同时，布兰顿的解读在若干——体系性以及解释学上的——要点上是或然的：在体系性方面，布兰顿尤其低估了语言的外在性，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只对意义层面感兴趣。因此对他而言，例如异化首要也是意义的缺失，或者对普遍规范赞同的缺失。布兰顿的进路对其自身理论的内部有效性比外部有效性更感兴趣，因而倾向于某种枯燥空疏。他忽视了文化与社会层面的复杂性与历史具体性，从而遗漏了与语言相联系的实质性考察对象。在解释学方面成问题的是，布兰顿的语义学（尽管他赋予黑格尔语言哲学以突出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是以黑格尔关于语言的论述为定向，而是以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为定向。特别是，布兰顿抹杀了“宗教”章的重要意义，而黑格尔在这一章中（首先）才真正提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与重大意义如何发展这一问题（不过其方式与布兰顿重构所声称的完全不同）；并且在其中（其次）变得明晰的是，黑格尔眼前并未设想一种线性的时间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未来会达到或应当达到一种非异化的状态。黑格尔在否定性的意义上将这种结构化的设想称为宗教表象。[20]

1.3 语言与社会

布兰顿清晰指出了语言在《现象学》中的重要意义。在此他强调，黑格尔在“精神”章中引入语言的方式具有政治意涵。只要我们在语言中自我表述，我们就在向我们提出规范性要求的实践形式中运动：

脱离了语言实践，就不存在任何种类的精神（Geist）。但当我们看到黑格尔指明语言在现代性的规范表述性承认结构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时，我们便能明白其利害关系是何其重大。语言不仅是规范的效力得以被承认、其内容得以被表达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相反，语言成了规范得以设立和应用的媒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将主观性以承认意图与知识之权利的形式兴起、将一种新型自觉个体性的到来，视为带来了这种新的语言制度中心地位，这具有深远的影响。黑格尔的语言哲学——他对说话者、其行动与态度、其所属的语言共同体、构成语言本身的语言规范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说明，以及表述该说明的话语方式——可能是其思想中最具当代哲学旨趣与价值的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赋予了用整体论表现的语义模型取代原子论表征的语义模型以深远的政治意义。正是这种思路构成了如下主张的底色：不仅黑格尔的语义理论（其概念意蕴理论）以及他对意义如何与支配表达之使用的规范（通过在判断和有意图的行动中应用概念所表达的实践态度）相联系的实用主义理解，应当被视为其思想的核心，而且他也正在呈现一种旨在产生实践教化效果的语义学［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21]

因此，布兰顿（正确地）确定了黑格尔发展出了一种关于语言与精神的关系性理解。语言由此在客观精神的实践关系中也占据了核心角色。布兰顿将语言的核心地位与一种关于

必须警惕想要教化的愿望。在黑格尔看来，在一个更深刻地基于宽恕与信任的基础上建设未来的实践任务，落在了宗教身上（而布兰顿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宗教）。”豪尔盖特，《评罗伯特·B·布兰顿〈信任的精神：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种读法〉》（Houlgate, »Robert B. Brandom. ›A Spirit of Trust: 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豪尔盖特在此指的是《精神现象学》第17页，黑格尔在该处表述道，哲学必须谨防“想要显得教化”。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也得出了类似的评价；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336页及以下。

表现性自由的理论联系起来。表现性自由被理解为与消极自由相对照的概念。因此，它并非摆脱特定规范的自由，而是一种通过与规范结合而产生并得到保障的积极自由。作为其范例，布兰顿（借鉴乔姆斯基）指出了语言：在共同承认的语言学规范的基础上，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材料的重组来造出无限多不同的句子，它就允许我们拥有“无限的”表达可能。布兰顿在此谈到了表现性自由的“爆发”。[22] 教化效果（edifying effect）便在于承认这种积极自由。在此对布兰顿而言不可忽视的是，人们需要付出代价换取这种自由的表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黑格尔（正如本论文在后续论述中还将多次表明的那样）坚决质疑在个体获得语言融入与表述之前是否可能存在任何个体的状态，或者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据以权衡参与语言之利弊的立场。相反，在布兰顿那里存在着一种清晰表述的（前推论的）主体的表象，该主体就是否以及如何对待既有语言实践作出一种经济学式的决断：

但人们能够买下这种积极的表现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以消极自由为代价。人们必须受到语言与概念规范的约束。当一个人说着自己的母语且不使用花哨的词汇时，这种约束就变得隐而不见。而当使用一种并不流利的语言说话时，它就变得明显得多。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们用以约束自身的语言成为不仅表达、而且发展其自身的媒介的方式，对黑格尔而言具有核心重要性的范式意义。[23]

布兰顿对表现性自由的理解包含着两个问题：第一，在布兰顿那里，自我在语言中的客观化被全然正面地描述。他以此强调了精神通过在语言中客观化而获得实现的环节。但在此几乎不存在张力——布兰顿的前提假设是，说话者与其母语的关系在原则上是毫无或然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并不契合黑格尔的立场，黑格尔恰恰相反认为，与母语的直接亲熟性首先必须被阻断。第二，黑格尔对表现性自由主题及与之相联的对（语言）表达可能性的加工所作的明确探讨，恰恰出现在《现象学》的“宗教”章中。在那里呈现出了与布兰顿所描绘的不同图景。事实表明，艺术与宗教中的审美性、呈现性实践致力于形成与语言的自由关系、或致力于在语言中表达精神，从而恰恰是艺术性的语言使用捕捉到了对语言而言本真重要的东西，即语言如何将自身主题化，以及人类的自我关系如何能够通过反思性的语言实践发生改变。[24]

1.4 布兰顿无张力的社会理想（反讽批判与异化批判）

布兰顿无张力的社会理想图景除其他外还体现在他对反讽与异化的批判中。对布兰顿而言，一个核心主题是语言与异化的联系，值得肯定的是，他全面探讨了这一对黑格尔而言非常重要的联系。异化对布兰顿而言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而这种异化的“过度主观性”（»Hypersubjektivität«）最严重的表现形态之一在他看来就是反讽。布兰顿将他对“精神”章的解读表述为对现代反讽的批判，他将这种反讽理解为相对于规范有效性领域的异化。相应地，他将这种异化状态解释为在未来的一个时代将被克服或应当被克服的状态。针对布兰顿，我想提出异议：他在其中所运用的乃是反讽以及异化的狭隘概念，由此他抹杀了这两个概念（对黑格尔而言实质性的）哲学潜能

（对此我们将在与布兰顿解读“教化”章相联系的脉络中再次展开探讨）。这最终导致他的规范性理论显得“偏向调和”（»harmonistisch«），遗憾地消解了布兰顿在给出理由之实践中所证明的批判性启蒙潜能。

在布兰顿看来，反讽与异化是重合的：

规范隐身于其中的制度与实践只要在实践上被承认为真实的、具有权威性的和有效的，就是伦理的。只要个体对教化他们的、富有概念意蕴的规范所抱持的实践态度是一种反讽的疏离，承认性的制度与实践就是异化的。[25]

在布兰顿看来，这种反讽的疏离源自“现代的”观点，即根本不存在客观有效的规范性状态（statusses），而唯有规范性态度（attitudes），这些态度分别被不同的主体所承认或不承认。[26] 在此，反讽关涉到我们与表述这些关系的各种规范内容之间的关联。与此相伴的是反讽的一个语义维度：我们借以进行（规范性）定向的概念，乃是偶然发展的产物，并且一旦脱离这些发展就根本没有任何内容：

除了一个表达先前的用法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理解为规定了它所具有的意义（它所表达的内容），而且［……］任何此类用法都彻头彻尾地充斥着各种影响该内容的偶然性，却无法为该内容采取某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提供理由。[27]

布兰顿的目标是（与黑格尔一道）将概念内容赖以发展的历史偶然性与可变性，同其客观有效性统一起来思考，并表明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为条件。[28] 在内容方面，我们被“抛入”其中的传统概念对我们施加了权能，因为由于概念在推论上是过度决定的，我们每使用一次概念，就潜在地承诺了比我们在事实上所能概览的更多的东西——因此像“自由”或“爱”这样的概念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大概都扮演了某种角色，然而我们并不因此必然清楚知道，当我们以这些概念为定向时，究竟承担了怎样的承诺（commitments）——以及

从而承担了怎样的概念史；就趋势而言，这恰恰适用于那些“宏大”概念，它们具有一种属性，即一方面是格外重要的定向点，另一方面又结构极其复杂、因而几乎原则上是不透明的。布兰顿的逻辑表现主义旨在（再次与黑格尔一道）表明，这些概念如何能够通过一门科学的哲学得到明确阐明。[29]

反讽的立场强调在语言结构化的规范秩序中的受羁束状态。布兰顿对反讽的理解

在如下意义上是狭隘的：他仅仅将反讽视为疏离感与必须被克服的异化。为了更鲜明地勾勒反讽概念的潜能，我想在此简要提及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的进路，在其进路中，反讽乃是一种比布兰顿那里复杂得多的经验运动。这一环节对我们关于语言与呈现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其中勾画出了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在李尔的模型中，反讽概念的内涵比在布兰顿那里要积极得多，这恰恰是因为反讽允许我们通过体验现有规范的偶然性而与这些规范拉开距离。从柏拉图与克尔凯郭尔出发，李尔表明，我们恰恰在反讽经验中认识到自身受规范所规定，因而并非处于布兰顿所批判的那种意义上的疏离之中。毋宁说，通过反讽经验产生出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才真正使得将现行规范、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尤其是其特定的界限纳入视野成为可能。反讽由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双重运动：它并不描述一种原则性的（对于某个个体而言在时间上也并不稳定的）态度，而是世界经验的一个本质环节。尽管这也是一种疏离感的经验，但作为这种经验，它实质上包含着反思自身语义-规范束缚的可能性，从而也包含着改变规范以及重新与规范绑定的可能性。李尔明确将这种对反讽的理解同一种局限于疏离关系（detachment）的狭隘反讽概念区分开来。他将这种狭隘的反讽概念归咎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而罗蒂对于布兰顿自身的反讽理解具有决定性影响。[30]

对黑格尔而言，反讽的一个核心环节更接近李尔的构想而非布兰顿的构想，克尔凯郭尔后来简括地将其称为“世界反讽”。在黑格尔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乃至浪漫主义的反讽理解进行激烈批判时，黑格尔本人也指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变体具有不同的性质。苏格拉底的反讽捕捉到了哲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某物，即有限者的虚无性。由此它是辩证法的一个本质环节：“一切辩证法都让应当有效的东西显得似乎有效，让内在的毁灭本身在其中展开——这是世界的普遍反讽。”[31] 一切有限事物的辩证法呈现为喜剧，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喜剧就在于现存的权能显现为直接自我瓦解的（正如我们可以在《现象学》的“教化”章以及“艺术宗教”的结尾段落中所观察到的那样）。[32] 喜剧的语言把握了世界的颠倒以及意识的反转，因而是哲学语言发展的一个本质环节；喜剧因此是“瓦解的呈现”。[33] 在此，喜剧中所瓦解的恰恰不是实体性事物，而是世界的颠倒错乱。因此，关于反讽，必须将黑格尔在现代反讽中所批判的对实体性事物的瓦解，与黑格尔归功于苏格拉底反讽和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对赋予自身以实体性映象之既有事物的瓦解区分开来。问题乃是世界自在的虚妄，而非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态度。[34] 当反讽正当地动摇了那些赋予自身以本质性映象之物时，如果它针对的是真正具有实体性的东西，它就变得或然了。因此，真正的追问在于：在客观层面上，什么可以被视为实体性的，以及它如何与非实体性的东西区分开来。[35]

根据布兰顿的解释，一种反讽式异化的主观性质疑事实上有效的规范之合理性。尽管


虽然他将这种怀疑形式视为现代性的必然环节，但他同时也强调了与之相连的危险，即一种对消极自由的过激（“超主体性”）需求，也就是个体脱离社会及其制度的自由。在这一语境中，布兰顿也探讨了谱系学批判的操作流程，该批判试图将基于理性奠基的有效性诉求还原为经济、权力政治或无意识心理的原因。布兰顿主要试图驳斥这样一条论证进路，该进路将理性论证的领域——即理由的（无强迫）交换——整体呈现为空想。在这种“全局谱系学”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为特定规范有效性进行理性辩护的根据。然而，布兰顿从其对全局谱系学解释进路的合理批判，走向了一种同样波及局部受限谱系学的普遍化批判，从而完成了一次或然的过渡（也就是针对那些仅就特定点论证某些理性有效性诉求在实际上可以还原为例如经济动机的谱系学）。[36]

一个或许直到《信任的精神》（A Spirit of Trust）出版之后才变得更加具体可把握的主体示例，他们

谢林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一方面的时间与另一方面的反讽的定义相互吻合——“这种对特殊生命作为特殊者的毁灭”，并由此同时构成“对永恒的持续渴求”、“对无限者的渴慕”及其“展示”（Epideixis）。37 弗兰克，《德国浪漫主义中的“时间”问题》，第20页。借助弗兰克的论述，人们可以理解反讽与时间性是如何关联的。基于这种关联，同样显得合乎情理的是：反讽的问题归根结底唯有通过在绝对知识中消灭时间的环节才能得到解决。由此，布兰顿对反讽的批判不仅本身是或然的，因为它最终归结为一种调和主义立场，而且它也错失了黑格尔应对该问题的体系性位置。这一点还进一步体现在：布兰顿坚持一种时间进步的图型，该图型将未来视为一种不再异化的状态，并且他把黑格尔探讨为何这种表象是或然的的“宗教”章判定为在体系性上无关紧要。例如罗伯特·皮平就曾指出，恰恰是从“宗教”章开始，对何为精神的真正理解才拉开序幕；参见皮平，《德国观念论的当代性》，第230页。

将对消极自由的强烈需求以及对社会持有的异化姿态与一种全局谱系学的解释模式结合在一起，那便是现代阴谋论者的“自由意志主义-威权主义”性格。[37] 这种对制度限制个体消极自由的过激拒绝，可以在布兰顿对现代异化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到有效批判。然而，为了换取一个同质化的社会承认框架，布兰顿过于轻率地放弃了个体性的批判环节；该环节尤其可以源于个体在反讽或异化的经验中把自己经验为社会性审级，在其中真实的社会与制度矛盾显露出来。在布兰顿那里，根本找不到对既定制度的批判。

因为布兰顿的语义学建立在语用学之上，所以它必然依赖于规则性结构能够持存，使得给出与索取理由的游戏能够以有序的方式展开。但这些结构同时也限制了对既有实践或共同体进行自我反问的框架。根据布兰顿的理论，“何物构成何物的良好根据”或谁的理由更有可能获得倾听这类问题，唯有在提问者首先对相关制度抱有一种根本性的从属性、从而使自己成为合法的理性提问者时，才能够被提出来。[38] 因此，布兰顿对提供根据活动之免于权能与免于强迫结构的强调，恰恰面临着忽视甚至掩盖话语结构与制度中潜在非理性因素的危险，正因为论证在形式上依赖于稳定的话语结构（这反挫了他所明确宣称的能够通过理性论据批判此类结构的主张）。布兰顿由于原则上反对一种被狭隘化为主观异化态度的反讽，便忽视了反讽自身的规范性结构，从而削弱了具有生产性的异化潜力，

理性的立场。布兰顿批判的真正目标是一种全局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当前某些对自然科学的解释或许更具代表性）；对此亦参见布兰顿，《信任的精神》，第560–569页。

脱离既定者的潜力，转而支持一种无张力且潜在循规保守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并不能促成对（未来）制度的承认，而是预设了对既定制度的承认。[39]

1.5 布兰顿对语言及其转化的狭隘理解

布兰顿凭借其逻辑表达主义能够展示，陈述句如何能够作为语言语用学理论的中心发挥作用。然而，对语言（假定的）理性中心的聚焦，恰恰由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彻底性，导致了一种片面性以及狭隘的语言理解。布兰顿无法再公允对待其他语言形式，也无法阐明这些形式能为一种理性的表达主义理论做出何种贡献。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使得布兰顿能否阐明意义变迁的复杂动态（他在与黑格尔相关的语境中对此尤为感兴趣）变得令人怀疑，因为这种动态恰恰并不完全以提供根据的陈述形式发生。

关于不同语言形式或语言功能之关系的讨论，其一个显著的焦点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一个意象——将语言比作城市的意象。[40] 与之相连的问题是：语言是否存在一个中心？它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如何？布兰顿在此一贯采取还原论的论证：语言的中心是陈述句，而其他语言形式仅仅具有派生物的状态。[41] 对此，各方（依我之见是正确的）提出了反驳：要么语言根本没有任何中心（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持这种立场），要么这个中心

并非明确地由命题所构成，这些命题自身甚至可能仅仅是语言的一个“郊区”。[42] 让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细致考察：对于布兰顿理论而言居于核心地位的语言理性主义，可以表述为弱版本和强版本。语言理性主义的弱版本声称，某些言语行为必须具备命题性奠基的特征，我们才会将一种“发声”实践视为语言。但这尚未断言陈述是否构成语言的中心，抑或其他语言形式是否同样对我们的语言具有（共同）构成性。[43] 语言理性主义的强版本则进一步声称，命题构成了语言的中心，并因此占据了特权地位。人类的语言能力因此必须首先从断言能力出发来理解，而所有其他语言形式相对于它而言都是派生的。[44] 布兰顿默默地完成了一次从弱假定到强假定的过渡：虽然弱假定赋予了语言理性主义以合理性，但布兰顿最终主张的却是强假定。

对此可以提出一种较弱和一种较强的回应。较弱的反驳是：其他语言形式同样具有相关性。唯有当人们同样考虑非命题性的语言形式时，才能获得人类语言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或许可能存在一种仅仅由陈述句构成的语言，但这在事实上并不适用于人类语言。较强的反驳则声称：唯有当除了命题性语言形式之外还存在非命题性或非断言性的语言形式时，一种言语实践才根本成其为

语言。因此，一种语言仅仅由陈述句构成是不可能的。[45]

由于其语言理性主义的强版本，布兰顿主要在两个领域陷入困境：首先是在其社会语言学嵌入理论方面。布兰顿将给出与索取理由孤立于其他社会情境来进行把握。例如在理想情况下，提供根据的活动免于权能影响而展开，而正是这种理想状态对布兰顿的理论具有决定性意义。针对提供根据可能受到心理、经济或权力导向动机的影响这一观点，布兰顿恰恰在其对谱系学的尖锐批判中（如上所述）进行了辩驳。其次，在解释意义变迁时出现了困难：虽然这种变迁对布兰顿而言极具吸引力，但根据他的理论，它却完全以确定命题之正确与否的形式发生。这样一种理论在一个规则完善的领域内行之有效。然而，当该领域的基本规则本身受到质疑时，它就会陷入困境。这与布兰顿无张力的社会理想密切相关。他将概念内容的变迁理解为一种始终已经以同质且有序的方式发生、并在制度上得以稳固的操作流程。因此，他既无法阐明这一操作流程自身如何能够改变，也无法阐明我们概念活动发生变化的其他模式是如何展开的——即我们如何获得各种不同概念发生失败的特定经验，以及概念如何在没有单一明确判定的情况下进行多维度发展（正如我们在黑格尔发展“外化”概念之意义光谱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46]

相反，布兰顿断定，陈述句构成了每一种在严格意义上可被称为“语言性的”实践的构成性中心。断言维度的这一特性

是语言的构成性组成部分，这一点必须毫无保留地予以承认。然而，从中似乎并不能推导出语言的其他维度对我们所谓的语言就不具有同样的构成性。布兰顿本人对这种思想通盘表达了反对意见，但并未能令人信服地将其驳倒。[47]

非命题性语言形式为何以及以何种方式构成我们称之为语言之物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可以借助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所提出的一个论据来加以理解。贝尔特拉姆区分了表达性的与阐释性的语言运用。表达与阐释的语言功能处于一项论据的核心，该论据主张“艺术性的”语言运用对于总体上理解我们的言说具有本质意义。以陈述句为导向的语言哲学必然将艺术性语言运用视为特例

加以看待（因而它也不属于语言哲学领域，而是落入美学范畴），而贝尔特拉姆则论证道，语言能够以艺术性的方式被运用，对于理解人类语言而言是构成性的（这样一种论证至少支持了针对布兰顿强版本语言理性主义的较弱反驳；只要它撇开了一种完全基于命题结构、从而其运作方式与我们所称的语言截然不同的反事实语言案例，这种论证就没有证明这样一种反事实语言是不可能的，但却把这种可能性归入了非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领域）。[48]

语言表达了说话者的世界，因为它确立了说话者借以定位自身的各种区分。但对于语言而言本质的是，说话者此外还能够将自己的语言运用主题化或予以阐释。通过此类阐释，说话者向自己说明他们如何运用语言，以及以何种方式理解他们的区分。这首先完全是在布兰顿意义上对隐匿背景结构的阐释。我在此采纳的贝尔特拉姆的论点是：艺术性语言运用“整体上应被把握为阐释性语言运用”。[49] 由此，艺术性语言运用获得了一种元语言功能。这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诗歌除了其主题内容之外，还在核心方式上关涉我们如何对待语言以及语言表达如何运作。诗歌构成了“抒情星丛”，在其中语言的各个面向被反思并相互关联，例如它的物质性、声调、语音性、节奏、意义光谱的细微差别，以及由特定语言表达所开启的不同指涉领域之间的关系。[50] 这种主题化的一个本质效果在于，它能够借此拉开与既有（日常）语言实践的距离。通过抒情星丛，有可能将语言的（意义）关联部分地瓦解并重新加以结构化（这一过程与里尔所描述的反讽经验框架下的语义开启具有明显的关联）。由此，语言在这些星丛中呈现为“折射的媒介”。[51]

在这一语境中，贝尔特拉姆在“构成逻辑意义”上理解异化概念：异化是一种

丧失理所当然性的环节，通过它我们获得了与自身所处秩序之间的距离。这一异化环节尤其在关涉语言时具有重要意义：艺术性语言引起了一种疏离，它超越了对我们言说的单纯元语言主题化（“你所理解的x是什么意思？52”）。语言的这种抒情性自我主题化虽然在诗歌中体现得最为鲜明，但它却形塑了整个文学文本领域。[52] 德里达在《丧钟》（Glas）中（以元语言“效果”的形式）制造了这样一种“语言在语言内部的距离”。[53] 在此，贝尔特拉姆论据的深远意义还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得到了提升，因为德里达攻击了在（明确且纯粹的）哲学科学文本与（明确且纯粹的）文学文本之间做出严格区分的企图。由此他提醒人们注意：艺术性语言通过抒情星丛进行自我主题化的技术，在科学文本中或者说以科学的方式同样能够且必须能够发挥效用。[54]

正如马丁·泽尔所解释的，命题性语言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功能上的优先性。

语言在此从自身内部生成结构，并由此部分地脱离了将语言表达、思维活动与世界钩连在一起的关联脉络。当语言在艺术性的自我主题化中从其自身的星丛出发运作时，它在其运作中就部分地解除了这种关联脉络。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把这种部分的解除理解为单纯的瓦解。艺术性自我主题化的某种自主性反作用于语言表达的媒介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被把握为语言媒介性的一个构成性面向。从其艺术性的自我主题化来看，语言因而应被把握为一种自始便已折射的媒介。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与世界关系的语言表达，原则上与疏离相连，通过这种疏离，我们赋予自身的语言表达以新的推动力。尖锐地说：抒情星丛使我们与熟悉的语言表达发生异化——语言是一种具有自我异化潜力的媒介。”贝尔特拉姆，第75页及以下。

非命题性的语言形式能够以不同于单纯将其纳入陈述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作为说话者所置身其中的隐匿背景。它们恰恰能够将隐匿者作为隐匿者、将背景作为背景加以搬演或共同表达——而无须让背景由于阐释而丧失其背景特征（恰恰是语言自身相对于通过它所陈述出的东西而言，往往具有这样一种背景特征）。[55]

因此，语言的各项功能不应当被相互对立起来。除了区分表达与阐释之外，人们还可以区分语言的一种面向有效性的功能与一种开启世界的功能

：前者包括对关于世界状态的思想明确表明立场；后者则相反，包含或多或少具有创新性的、往往是艺术性的操作流程，用以语义密集地开启和表达建构世界的视角。[56] 因而，非命题性的语言形式既具有阐释性的功能，也具有“开启的”以及“敞开”（理解关联脉络的）功能。恰恰是“开启性的表象”[57]将我们与呈现概念相联系的建构性功能与摹写性功能结合起来，而这一功能在我们称为审美实践的（语言）实践中得到了特别的体现。[58]

由于其无张力的社会理想以及将语言狭隘化在命题领域的做法，布兰顿很难描述意义变迁的动态。与布兰顿不同，对于黑格尔而言显而易见的是，精神各“世界”的特定世界性尤其能够通过文学语言加以捕捉。因此，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求助于像《安提戈涅》（Antigone）与《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ffe）这样的文学资源。此外，他还重构了我们在作为说话者时所承担的角色如何在特定的文学体裁中被讨论和审视。其中包括例如史诗、悲剧和喜剧，黑格尔在“宗教”章中明确将它们作为艺术表达的形式予以考察。最后，黑格尔强调，命题终究是不“适宜”

用来表达真理的，为此需要一种体系性的整体论结构，该结构借助语言与表达形式的多元性来开展工作，以便能够将事情与其转变一同呈现出来。[59] 在这一语境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布兰顿并未就黑格尔对判断的批判表明立场——实际上，在《信任的精神》中，思辨命题甚至一次都没有被提及。诚然，对《现象学》的任何解读都具有选择性；然而，布兰顿却忽视了文本中举足轻重的大量部分，人们必须说，这些部分恰恰对于他的理论关切具有最高的相关性：一方面是探讨各种媒介表达形式以及共同体通过语言进行自我中介的“宗教”章，另一方面则是最终归结为思辨命题的判断理论与批判（布兰顿在此仅限于黑格尔将实体理解为主体以及通过差异实现同一性的理解）。

最后同样可以注意到，恰恰是黑格尔对“不可言说者”的批判引向了一种宽广的语言理解。在其中人们可以看到与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轨迹的平行对应：虽然《逻辑哲学论》（Tractatus）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将人类关切的广阔领域置于有意义句子的范围彼岸，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通过接纳更为柔性的语言形式扩大了可言说者的领域（例如在《哲学研究》与《论确知》中）。因此，我们在下文中将探讨，语言如何在黑格尔那里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中被主题化。曾最坚决地论证假定的“寄生性”语言形式（例如艺术性语言中所见的形式）对于整体语言的运作具有核心意义的理论家，正是雅克·德里达，

我们接下来便将审视他对黑格尔文本的探讨。[60]

2. 雅克·德里达：语言作为意义的移置与丧失

布兰顿的进路旨在将我们身处其中的逻辑纠缠的隐匿背景阐释出来。这一背景在德里达那里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不仅涉及逻辑背景，尤其还涉及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因此，德里达探寻的是语言过度决定的其他形式。他的解构性解读甚至原则上导向了此类过度决定，据德里达看来，这些过度决定尤其是通过语言的书写特征发挥效力的：

作家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其体系、法则和特有生命是无法被作家自己的话语绝对掌控的。他在某种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受这一体系支配，以此来使用这个体系。[61]

德里达对黑格尔解读的一个特点是，他固守着“极权主义式”黑格尔解读的陈词滥调。布兰顿对《现象学》的解读力求达成一种同质的信任社会形式，而德里达则反对黑格尔将哲学引向体系性终结的企图，以便以此方式保留开启未来的可能性。[62]

德里达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语言构成性陌生化的经验。在《他者的单语制》中他写道：“我只有一种语言，但它不是我的语言。”[63] 这一思想在以词语的引语特征开篇的《丧钟》中亦有体现。[64] 相应地，在德里达对黑格尔的探讨中，语言同样处于核心地位。德里达强调，黑格尔并未回避哲学语言的问题，并表明黑格尔规划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在于：哲学概念克服了语言的自然性，并完成了语言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而这同时也是语言自身的一个纯粹环节：“语言的进程即是……它的去自然化。”[65] 在概念的展开中，语言作为外在性环节被穿越。[66] 语言扬弃的这一环节在声音中、也就是在口头语言符号的特定时间性中鲜明体现出来。在这一语境中，德里达解释道，自然语言的扬弃并不会导向另一种语言，而是引发了一种“元语言效应”。[67] 语言必须以类似于精神自身的方式从自身走出来，并与自身发生关联。[68] 德里达对黑格尔的探讨聚焦于对我们研究而言至关重要的三个环节：（1）哲学与自然语言的关系，（2）哲学与其自身历史形塑语言之方式的关系，以及（3）对待语言之方式的哲学相关性。

与黑格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里达的哲学旨在将文本理解为差异过程，并由此瓦解一种形式的统一

，他试图将这种统一作为极权主义予以拒斥。他将他所谓的“文字/书写”的差异化成就，置于作品或书籍之终结环节的对立面。与此相连的是，德里达强调了语言不可还原的物质性，语言符号借此抗拒完全融入意义之中。然而，绝不能将统一建构的功能排他地或确凿无疑地归属于黑格尔的文本。根据思辨的同一性理论（该理论被规定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黑格尔的文本同样是一种唯有通过（自身）差异才根本得以成立的统一体的差异化（黑格尔将《现象学》称为“彻底怀疑之路”亦凸显了这一点）；事实上德里达本人也曾指出，人们同样可以将黑格尔解读为差异与意义丧失的思想家：

绝对知识的地平是文字在逻各斯中的熄灭，是在场中对痕迹的重新收拢，是对差异的重新占有，是我们在此前称之为本真性形而上学之物的圆满完成。

然而，黑格尔在这一地平中所思考的一切——亦即除末世论之外的一切——同样可以被解读为关于文字的思考。黑格尔也是不可还原之差异的思想家。他重新确立了将思维活动作为生成符号的记忆的尊严。并且正如我们在别处试图表明的那样，他在一种始终自认为能够摆脱书写痕迹的哲学的、亦即苏格拉底式的话语中，重新引入了书写痕迹的本质必然性。黑格尔是书籍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也是文字的第一位思想家。[69]

由此，德里达强调了黑格尔思想的一种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尤其延伸到黑格尔对语言的理解及其语言表达之中：黑格尔的语言一方面可以被解读为指向直接理解，另一方面也指向意义的抽离。它起初完全抽离了意义，显得彻底陌生，尽管我们认识其中的所有词词句句。但随后它也提供了一种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开启思想的可能性。因而，黑格尔的语言运用的是意义开启与意义抽离的差异。[70] 相应地，德里达也曾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看起来像是修辞的东西，实际上恰恰是

概念的本真展开。《现象学》在“表象的语言”与“概念的语言”之间、或者如德里达所言的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之间的张力中展开。正如前文所表明的，这并不是词汇意义上的两种不同语言，而主要是理解意义上以及关于语言的知识意义上的两种语言。

在旨在激发思考、唤起思维活动的语言运用层面上，德里达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平行之处。德里达通过指出自己“几乎绝对切近黑格尔”暗示了这一点。[71] 然而，他称之为“激进的”[72]并因此试图明确标识出的差异，恰恰存在于细微差别之中，即在“微观学”（Micrologie）中。[73] 黑格尔与德里达的重合之处，一方面在于对直接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于对二元论的批判：黑格尔反对直接统一的表象，反对固执于僵硬的对立。德里达在此与黑格尔拉开距离之处在于，他批评黑格尔那里的统一最终总是在更高层面上被重新恢复，而丧失的直接性在其中被重新占有。解构方案是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其旨在瓦解体系的封闭性，并对所有封闭形态进行“去界限化”。[74] 德里达在此尤其重视凸显语言的非透明性，这种非透明性反抗着精神之物的纯粹自我现前。

德里达本人指出，从他自身的理论立场出发，与黑格尔形成严格的对立也是荒谬的，因为他的思维活动整体上恰恰旨在消解此类对立。[75] 尽管标榜其激进诉求，德里达对黑格尔的探—


与黑格尔本身的交锋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得到明确的归类，并始终处于悬搁之中；事实上，在德里达看来，一种跨越所有语境的普遍化明确性，将是对他恰恰反对的体系化形式的过大妥协。[76] 从细节来看，黑格尔与德里达之间的关系因而显现得要矛盾复杂得多。这尤其关涉到语言这一维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根本不主张语言对于思维活动而言是完全透明的或会变得完全透明。约翰内斯·许莱因亦指出，“黑格尔明确将判断与推论的命题把握为不透明的且非封闭的语言单位”，并由此“预先开启了德里达一项决定性的语言相关思考”。[77] 此外，对黑格尔而言，语言与表象模式紧密结合，而表象同样指称了思维活动必然不透明——且不可回避——的前期阶段。在《现象学》中，辩证的进步（除其他外）源于意识与其自身语言之隐匿意蕴的对峙。根据我的论点，黑格尔与德里达都利用了语言呈现的策略，以便在表象领域制造脱节。在此过程中，德里达强化了黑格尔同样在做的一点：他将思维活动空间化，使之在其中变得具有差异性，从而指明了思维活动对于有限规定的抗拒；也就是说，他开创了各种令我们在语义上面临挑战的星丛，因为我们的概念机制撞上了自身的界限。这一方案在《丧钟》的间距中找到了其最激进的表达形式。[78]

无论在黑格尔还是德里达那里，我们都能发现语言形式与论证之间的关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通过对既有知识要求的内在批判，描述了意识向绝对知识的发展。这一规划亦包含着与给定的语言表述资源的断裂：黑格尔所追求的哲学必须拓展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以便能够针对其论证目标恰当地言说自身。

这一批判性环节在德里达那里对应于他赋予符号的、与既有知识秩序相断裂的“断裂之力”。[79] 此处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星丛：对黑格尔而言，与给定之物断裂的力量在于理性的统一追求。其批判性环节正是绝对知识，或者说是纯粹思维活动的能力，人类主体由此获得自主性。为了唤起并呈现这一纯粹思维活动，黑格尔利用了语言材料所固有的潜能，但同时也超越了语言的表达可能性。对德里达而言，与给定意义结构断裂的力量则是符号的一种属性，基于符号能够被转换至任意语境的可移植性，这种属性在原则上归属于符号。基于符号在本质上的可迭代性——正如《签名 事件 语境》的论点所指出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统摄性语境，而只存在复数多元的不同语境。符号的可迭代性对任何象征秩序都具有去稳定化的作用，因此德里达在《丧钟》中恰恰将这一环节投入战场，用来对抗纯粹思维活动或超越立场的绝对知识的自身透明性，后者在他看来代表了一种包罗万象之语境的极权式要求。[80] 需要追问的是，在某些特定节点上，符号的可迭代性与消除对立、使之融化的绝对知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默契协定。循着这一方向，我们在下文中将考察德里达与黑格尔论争的三篇核心文献：关于受限经济与普遍经济的论文、《矿井与金字塔》，以及最后的《丧钟》。

2.1 经济与保留

德里达在《丧钟》中于文本的形式层面上贯彻的逻辑，（除其他外）是在他关于受限经济与普遍经济的早期论文中发展出来的。德里达将黑格尔的体系描述为“受限经济”（économie restreinte）。他将受限经济称作“生命的经济”，其目标在于让意义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循环，赋予其交换价值并加以再生产。倘若在这种经济中有某种东西被作为赌注押上，那也是为了让这种投入得以“摊销补偿”。[81] 受限经济乃是一种统治的经济；差异被从属于一种超越于它们的同一性。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构成了普遍经济（économie générale）。与前者不同，它是死亡的经济。[82] 这一经济乃是一种主权的经济，它与统治的区别在于，它彻底将意义的再生产押上赌桌，而绝不投机于获取收益。统治是通过承认来定义的，而主权则放弃了承认；对承认的绝对放弃乃是一种“绝对的死亡冒险”，是对绝对毫无意义的死亡的接纳。[83] 德里达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局限在于，否定的环节仅仅作为前提预设或“意义的保留”才具有相关性，并因而从属于一种最终的意义真理，而这种真理绝不会真正受到否定性的质疑或威胁。这一真理具有意义的自身现前或有意义之认识的自身现前形式。德里达指出，产生出这一真理的扬弃否定性的过程，始终“是这场游戏的主人”，“它通过赋予其形式与意义，来限制并加工它”；这种“生命的经济[局限于]自身以及意义的保存、循环与再生产”。[84]

因为《精神现象学》（以及一般的现象学）将现象性的诸形态次序指涉向一种对始终已经预先昭示自身的意义的知识，所以它相应于一种受限经济：借用这一定义的概念可以说，这是一种局限于交换价值的经济，一门“探讨财富之运用的科学”，并且通过对象的意义与被构成的价值而始终局限于它们的循环。绝对知识的循环性由此将仅仅支配或把握这一循环以及再生产性消费的环流。价值的生产与绝对毁灭、作为“只能漫无目的地挥霍，从而毫无意义”的过剩能量本身，所有这一切都逃逸了作为受限经济的现象学。它仅仅能够将差异与否定性规定为意义的各个侧面、环节或前提预设：亦即规定为劳动。然而，主权行为的非-意义既非否定者，亦非意义的条件，即便它同时也是如此且其名称暗示了这一点。它绝非意义的保留。它立于实定与否定的对立之彼岸，因为耗尽的行动（即便它召唤着对意义的挥霍）并非那在其意义的真理（保存）中被保存或被观照之现前的否定面。[85]

德里达将对这种循环的诊断与对逻各斯（logos）哲学的批判结合起来，后者“在开端”就已存在，其现前性则以一种终结环节的形式被重新赢回（这一母题在《丧钟》中亦将重现）。[86] 因此，法文标题中的“保留”（Reserve）意味着双重涵义：第一，非-意义的否定环节不应被理解为资源，即意义的蓄水池或源泉；在德里达看来，体系没有任何依靠或根据基础。第二，人们面对非-意义不可有所保留，而应毫无保留地委身于它。以意义为导向的辩证法忽视了究竟是什么使这一意义从根本上成为可能：

扬弃的概念……之所以是可笑的，在于它指称了一种话语的忙碌张罗，这种话语竭力要重新占有全部否定性，并不惜一切代价把游戏中的赌注转化为一种投资，以期绝对地摊销开支、赋予死亡以意义，从而同时向非-意义的无-根据封闭自身，而意义的根据正是从这一无-根据中汲取而来，并在此无-根据中耗尽自身。[87]

体系通过对意义与非-意义的区分而使自身得以稳固。“在话语（过程与体系的统一）中，否定性始终是实定性的另一面及其合谋者。”[88] 在该体系内部，黑格尔是无懈可击的：德里达明确表示，“只要人们张开口来表达意义”，黑格尔就始终是对的。[89] 因此，德里达构想出直接攻击意义本身的策略，即通过“划掉谓词”或“践行一种充满矛盾的双重曝光（surimpression）”，从而“逾越哲学的逻辑”，也就是将其推向极端过剩、超越它或解构其边界。德里达认为，“黑格尔主义的盲点”恰恰在于一种毫无保留的否定性，即在与意义丧失的博弈之中。[90]

将否定性还原为一种促成条件的哲学受限经济，被一种主权的姿态所逾越。通过对“朴素而单纯”、“沉默而徒劳无果”[91]之死亡的挥霍性冒险，主权促成了一种“敞开”，这种敞开“揭示出话语的界限以及哲学绝对知识的彼岸”。[92] 主权放弃了对自身的统治以及对一般同一性的执守。[93] 这种放弃伴随着对意义的放弃，德里达将这种放弃与某种沉默的形式以及书写的形式结合起来。通过书写要么臣服自身、要么试图臣服他者，都将是“奴隶式的”。因此，主权性的书写要求对意义保障体系持绝对的无差别态度。[94] 它必须能够在语言中保持沉默，这意味着它必须（能够）放弃终极有效的阐明。这唯有通过一种非-关系的句法才有可能。由此产生了“自主”书写或书写方式的方案。对统治原则的逾越（从而亦即普遍经济与受限经济的划界）因而取决于某种特定的书写构想。[95]

在德里达看来，书写的主权唯有当“它摆脱了一切指涉并置身于秘密之夜”时，才是绝对的。[96] 它恰恰通过这种秘密来进行交往传达。对于德里达而言，关键在于未知之物能够持存下去，而不被哲学话语所同化（这构成了与布兰顿方案的最大差异）。因此，主权者按其概念而言，乃是无法成为话语中某种协作形式之物。

德里达指出，在（哲学）话语的发展过程中，主权书写与统治哲学的关系一直在不断位移：“然而这种位移并不能重塑谓词的核心。”[97] 这样一种重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否则关于主权的描述就只能求助于与统治话语牢固结合的词汇：“赋予主权的一切属性，都是从（黑格尔式的）统治逻辑中借用而来的”，正如德里达所言。[98] 德里达在巴塔耶那里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思路，后者（按照德里达的阐释）构建了一个“普遍的网络编织”，在其命题的意义在此网络中瓦解。意义的瓦解带来了一种在逻辑上无法再被捕获的阅读经验，但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这样一种绝对不可通约性的经验乃是属于一切真正知识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巴塔耶寻求一种书写，这种书写通过“意义突变”而超越“（意义、统治、现前等等的）逻各斯”（如德里达所写，将其“逾越”），倘若人们固守一种习以为常的、同化意义的阅读方式，就会错失其文本的意义。[99] 德里达认为，巴塔耶的文本包含了一种形式上的必然性，如果人们将其作为组成部分或注脚纳入或归入（在统治意义上的）哲学话语，就会忽视这种必然性。哲学话语必然会错失意义丧失的动力机制。与之相反，“自主书写”（écriture majeure）不断将知识指涉向一种非-知识，而绝不在这种关系内部容许任何明确的（等级制）秩序。它建构了前述的非-关系：

将自主书写指涉向主权行为，意味着以非-关系的形式确立一种关系，将断裂铭刻进文本之中，使话语性知识的锁链与一种并非其各个环节之一的非-知识发生关联，与一种绝对的非-知识发生关联，正是在这一绝对非-知识的无-根据之上，意义的契机或赌注、历史以及绝对知识的视域才凸显出来。这样一种关系的铭刻将是“科学的”，但“科学”一词却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变革；它丝毫没有丧失其固有的规范，却仅仅因为被置入与一种绝对非-知识的关系之中而颤栗摇撼。[100]

主权并不投机于赌注的摊销补偿，而是甘冒意义绝对丧失的风险；它是

毫无保留的耗费，针对那在哲学的层面上至多只能被称为否定性或意义丧失之物；也就是说，针对一种处于绝对意义彼岸、处于绝对知识的封闭性或视域彼岸的非-意义。[101]

在绝对知识的彼岸，持存着一种非-意义。为了有意识地切近这一非-意义，德里达采纳了“自主书写”（écriture majeure）的计策，有针对性地抽空“经典概念”的意义意蕴，从而使它们变得“不可维持”，这导致了对意义的僭越。这种“对意义的僭越既不是通向某种非-意义之直接且不确定的同一性的途径，也不是维持这一非-意义的可能性。”[102] 因此，德里达引导思维活动陷入的疑难并非矛盾，而是深渊。普遍经济创造出能量过剩与不稳定状态，且原则上是漫无目的、毫无意义因而是挥霍性的。“这种无用且无意义的挥霍即是主权。”[103] 然而，这些过剩能量轻而易举地就能作为剩余价值被受限经济——旨在意义再生产与（商品）交换的经济——所占有。[104]

德里达后期的文本《丧钟》应当在这一普遍经济的意义上来读：人们要考虑到，意义在这一文本计策的框架内以自发的方式生成并再度内爆。《丧钟》接连不断地生产出德里达在其关于受限经济与普遍经济的文本中所探讨的意义过剩。这些过剩源于单个、自发的思想投入之间的交互作用，而这些投入是由符号的机械重复所引发的。[105] 它们本身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在《丧钟》的间距中，受限经济的意义同样在循环。

2.2 《矿井与金字塔》

如果说经济学论文是将语言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系统以及哲学的表述形式予以问题化，那么德里达在《矿井与金字塔》中探讨的则是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对语言乃至符号的处理。其批判的核心依然在于否定性在黑格尔那里扮演了一个受限的角色。德里达由此重新拾起经济学论文的核心母题，并同时预告了《丧钟》这一规划。在此，德里达关注的同样是话语星丛内部赋予词语以意义的突变与转化。[106] 他在此依照怀疑论的意向开展运作，试图揭示未经反思的前提预设，且带有论证的诉求。[107] 德里达通过细致审视现前与缺席的关系，追踪了呈现问题。通过将语言与空间及时间问题相绑定，他展示了黑格尔语言构想的体系性辐射范围。

德里达针对黑格尔的核心指责在于语音中心主义，这表现为对口头语言以及以语音为导向的字母文字缺乏充分论证支持的特权化。这种语音中心主义是黑格尔受限的差异概念（在德里达看来）的一个表征，德里达在经济学论文中就已经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批判。符号与语言仅仅作为精神重新占有自身的道路上的穿行或过渡环节而发挥作用，精神的真理在于其自身现前——这种真理通过迂回穿过符号的否定的、外在的环节，最终从未真正遭到质疑：

由于形而上学将存在规定为特定意识方式的现前（作为对象形态的现前或作为自身现前），它只能将符号当作一种过渡来对待。这样一种对待甚至成为了它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8]

主要的批判点可以依据作为标题意象的矿井与金字塔予以重构：德里达将矿井——黑格尔用以说明理智无意识地将表象图像保存在自身之内的功能的意象——描述为“储备”，原文为 reservoir 或 réserve：

那被……回忆*起来的图像，已不再在此，不再实存和现成存在，而是被保管在一个无意识的场所，被无意识地保存着。理智把这些图像作为储备[réserve]囤积在一个黑暗隐蔽处的深处，犹如水处于一个夜间的*或无意识的矿井*之中[。]。[109]

德里达由此衔接了他对于经济学论文中意义保留的批判，这一点在《矿井与金字塔》的结尾处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过符号，直观从这一蓄水池中被开采提升至白昼。德里达实定地肯定了符号由此在真理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核心位置。但与此同时，符号的这种角色又是受限的，因为它仅仅作为重返自身现前的否定性环节、暂时的阶段或迂回而服务。[110] 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意义，一个由它所表征的所指。照此理解，符号关系再生产了一种传统的身体与灵魂的关系。[111] 由于符号被理解为任意的，它并不对所指施加任何权能。相反，它在缺席中赋予精神性所指以现前性，因此它抵御了死亡。德里达从金字塔的意象中引申出符号的这一功能。符号即是金字塔，它使得观念之物得以“超越自然死亡而持存”。[112]

通过符号的时间维度，德里达将语言主题的意义扩展到了自然哲学领域。借助物理观念性的概念，他追踪了黑格尔赋予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地位。[113] 与时间的这种优先地位相呼应的，还有黑格尔对语音相对于图形、亦即声音相对于书写的偏好。德里达将他归于黑格尔的立场表述如下：

该论点的核心很快便得以阐明：语言的——也就是语音的——体系相对于任何其他符号学体系所具有的特权或优越性。这关涉到言语相对于书写的特权——以及表音文字相对于任何其他铭写体系的特权，特别是相对于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但也相对于数学书写，相对于所有形式符号、代数、表意通用语（Pasigraphien）以及其他莱布尼茨式的规划，相对于莱布尼茨所说的一切无需“指涉声音——或词语（vox）”之物的特权。[114]

德里达总结道，“符号的过程”对于黑格尔而言是一种扬弃，并因而遵循着语音中心主义的模型。作为空间标记的符号具有最大限度的外在性。然而，这种外在性在发出的声音自身时间有限的持续中取消了自身。因此黑格尔将声音理解为在其物理扬弃中（即在其消逝散去的属性中）预先呈现了符号在意义中的精神扬弃。[115] 因而德里达批判了精神内在性与从属于前者的空间外在性之间的二元论。

在文本的结尾处，德里达回溯到了此前在经济学论文中构成其论证核心的环节：那无法被（重新）占有的否定者。在此，他以一台运转着的机器的形式来思考这一点：“一台被界定为其纯粹运转，而非其最终合目的性、其意义、其收益、其劳动的机器。”[116] 这台机器将以类似于主权行为的方式，不服务于任何目的或不具有任何效用。然而，为了达到彻底的目的自由，这台装置的“呈现”本身也必须被“机械化”。德里达由此预先勾勒了《丧钟》的文本形式，在那里——不同于以往论黑格尔的文本——他将在形式层面上拆解自身工作的目的导向。《丧钟》（除其他外）通过将打字机的嗒嗒声编织进文本的语言形态之中，暗示了这一过程。[117]

因此德里达表达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指责。语音中心主义指责是：黑格尔赋予声音（如一般的语音）相对于书写的首要地位。受限经济指责是：黑格尔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否定性的辐射范围。一切意义的丧失，精神都能够重新占有。

针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指责，约翰内斯·许莱因指出，黑格尔同样在论证中强调了语言的不透明性。据此，语言并不具有德里达从黑格尔关于符号的论述中所解读出的那种次要属性。黑格尔并没有像德里达所指责的那样贬低外在性，而是为真正的差异留出了更多空间。只是如许莱因令人信服地阐明的那样，对黑格尔而言，语言的不透明性本质上不在于符号，而在于未被知性所洞察的判断结构。我想补充的是，不透明性的另一个环节在于同样未被洞察的表象结构。这恰恰在《现象学》中构成了意识的关键问题。许莱因论证道，德里达解构黑格尔的尝试因此并未成功。黑格尔虽然主张语音中心主义，且按照德里达的标准可以被归入现前形而上学之中。但由此并未产生在原则上动摇黑格尔体系的矛盾。根据许莱因的看法，这导致了德里达与黑格尔立场的两极化，而绝非导致了某种解构。在这种两极化中，德里达归于黑格尔自身的双重性格不再复存。黑格尔在此不再显现为不可还原的差异以及重返同一性的思想家，而仅仅显现为同一性思想家。[118]

斯蒂芬·霍尔盖特（以德里达的经济学论文为出发点）亦阐明了，在黑格尔自身那里，精神起源中出现真正的意义丧失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相关性。霍尔盖特对此的范式性例证是《全面教学纲要》中的机械记忆。但他亦指出了言说“死去的”语言的相关性，尤其是《现象学》中关于苦恼意识的一章。霍尔盖特强调，真正的意义丧失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理论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这清楚地表明精神的发展乃是一种真正的达到自身，其结果在发展之前是无法被预先设定的。就此而言，黑格尔本人曾强调，现代怀疑论的一个弱点在于它假定了固定的出发点与返回点——亦即一个预设的返回点意味着理论上的弱点。[119] 在本研究的展开过程中，我将突出意义抽离的诸环节，因为它们对于黑格尔处理语言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以德里达对黑格尔的解读为出发点，人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语言与呈现方式的体系性相关性及其理论意蕴的辐射范围，即便人们并不在所有观点上追随德里达。[120]

凯瑟琳·凯洛格更明确地针对黑格尔进行论证，认为保存在“矿井”中的意义乃是体系所必需却无法控制的蓄水池。[121] 她由此强化了受限经济的指责，并得出结论认为德里达成功解构了黑格尔。事实上，语言以及一般符号学领域的不透明性或外在性，似乎仅仅是德里达批判核心的一个表征或范例：亦即对纯粹丧失或毫无意义之死亡的规避。在德里达看来，这种规避最终表征了一种神义论形式，亦即通过朝向终极目的、朝向始终已经预先昭示自身的终极目的（telos）的（末世论）定向来为苦难辩护。由于德里达以此问题结束了该论文，正如在经济学论文中一样，对他而言关涉的似乎又是意义的保留，意义固然需要这一保留，却无法占有它。在意义领域的所有操作中，我们始终与之处于差异之中且它仍旧在建构性上保持不可捉摸之物，德里达在经济学论文中一再用谢林的无-根据（Ungrund）概念来予以指称。他似乎赋予了《全面教学纲要》中在建构性上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矿井”以类似的地位。[122] 一方面，人们可以（同许莱因和霍尔盖特一道）针对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指责合乎情理地反驳道：黑格尔至少在远高于德里达所暗示的程度上，考虑到了意义丧失以及语言不透明性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更为有力的反驳或许正是凯洛格所勾勒的那种。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里达在《丧钟》中体系性地推进了他在前两篇论文中的异议，因为该文本的出发点是如何将一本书构想为普遍经济。顺理成章地，由此产生了一个试图瓦解自身体系化并展开一种非目的论形式的文本。《丧钟》的核心在于作为空白处的生成性差异（即延异，différance），它生成了两栏并行的二重性。文本因而被分裂与肢解。德里达利用符号的可迭代性，凸显出语言的断裂点与离心力。《丧钟》乃是意义的一种播撒（Dissemination）——一种绝不重返组织并控制意义的中心的语言运动。

2.3 《丧钟》（1）：间距的逻辑

因循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的论证，我曾指出，艺术性的语言运用对于一般的语言运用而言可以具有一种阐明性功能。这种阐明性功能是通过与语言的异化而达成的。德里达在《丧钟》的星丛运作中正是创造了这样一种“语言在语言内部的距离”。[123] 他以此指明了语言的内在否定性。[124] 正如前文所述，德里达在《丧钟》中攻击了在（明确且通盘）哲学-科学性文本与（明确且通盘）文学性文本之间划定严格界限的企图，并由此提醒人们注意：艺术性语言将自身作为主题的技术，在科学文本中并以科学的方式同样能够发挥效力。《丧钟》的独特性在于，德里达将这一论证亦转移到了文本的形式层面上。

我对《丧钟》的进路是，将德里达的整套操作流程整体作为其哲学论证的一个环节来读，且尤其置于他与黑格尔的其他论争语境之中。然而在此恰恰亦应强调，德里达的论证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层面来发挥作用的。《丧钟》的构造尤其在人们将其联系于哲学概念工作来读时展开其分量——亦即，如果人们注意到，人们同贝尔特拉姆一道可以称之为“艺术性语言运用”以及利用（“抒情性”）星丛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被引入哲学性、论证性的话语之中，并由此自身获得了论证的分量。[125] 这种进路必然是局部的，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撇开了例如德里达与让·热内的实质性交锋（从而撇开了《丧钟》整个右栏的展开）。正如伯努瓦·佩特斯所指出的，通过难以综览的文本碎片集聚来强行促成局部的阅读，乃是《丧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126]

在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德里达在《丧钟》中的文本工作之前，简要回顾黑格尔与德里达关于同一性及其与语言之指涉的思维活动，或许会有所助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将同一性理解为在原则上存在内部区分，因而理解为同一与非同一的同一性。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差异对于同一性而言同样是建构性的。故而德里达自己亦指出，黑格尔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同样是一位差异的思想家。[127] 然而，德里达试图更进一步，并表明在原则上并不存在任何封闭的


同一性，而是同一性始终被移置与延宕。因此他试图发展一种无限制的差异思维活动——一种从同一性的消失点脱离出来的差异。由此，黑格尔与德里达都在寻求走出狭隘同一性思维活动的途径。对于黑格尔而言，这通过思辨哲学得以克服，而思辨哲学伴随着思辨命题对语言日常表象——即“一般的判断或命题的本性”——的摧毁。[128] 相反，对于德里达而言，“断裂”的力量则存在于符号自身之中，符号不可避免地将其应当表达的实体从其预设语境中移置开来。[129] 德里达与黑格尔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从其批判同一性的考量中派生出一种脱离语言的异化纲领。二者都认为语言，或者说对语言的特定常规态度，以成问题的方式与说话者未经反映而奉为己有的理论假设结合在一起。在黑格尔那里，这些是知性（形而上学）在固定同一性中进行思维活动的“自然”表象；在德里达那里，则是“传统”形而上学、即对他而言以生动的现前模型为导向的形而上学的预设。

这两种探讨路径在关涉从语言中异化这一方面的“效应”完全具有可比性。[130] 这似乎也是德里达（在所有涉及黑格尔的文本中）恰恰对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思维活动感兴趣，并揭示出黑格尔哲学在关键点上何以是一门语言哲学的原因所在。例如，德里达在《丧钟》开篇便指出，黑格尔“并未回避”哲学语言的问题，并断定黑格尔将哲学语言或概念语言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语言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131] 德里达主要对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元语言效应”感兴趣。[132] 但同时他也想反对黑格尔并表明，自然语言无法被彻底形式化，以至于不会产生纯粹的概念。[133] 因此，语言原则上对一种明确且可控的意义并不透明。依照德里达的看法，语言的离心力必须得到更多考虑，并且需要通过在黑格尔那里尚未出现的概念来加以描述和调制。

我们来看《丧钟》的文本策略。德里达在《丧钟》中操演性地主张的论点是：语言必然会使意图或应当在其中表达自身的同一性发生去中心化，从而使同一性诉求最终无法兑现。正如我们所见，这一论点也见于德里达早期的文本中，但德里达在《丧钟》中激进化了论证的操演性维度。此处的论证是通过文本要素的拼贴——引文、词语、音节、字体、边框——并由此通过秩序体系的并置——作者、体裁、文献类型等——来进行的。因此，其证明过程乃是一种“胶着”。[134] 该文本通过在页面上分散字母而有所暗示。《丧钟》试图在文本的形式层面上贯通地落实德里达形而上学批判的核心环节。德里达关于语言文字特征的考量（基于符号的可迭代性），及其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受限经济”的批判，连同他的对立构想——播撒与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都在这里被搬上了舞台。通过舞台呈现、亦即通过形式层面上的落实，这些建构不再被理论化地作为主题，其阐释乃是操演性地予以执行的（相应地，《丧钟》也几乎不包含对德里达哲学概念的显性探讨）。从理论化迈向舞台呈现的这一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德里达恰恰旨在揭示出，天衣无缝的理论化在哪些环节上必然会遭遇失败。因此，论证一贯地过渡到了文本的形式层面上。这种版面排布契合于德里达关于思维活动的运动如何在语言上被呈现出来——以及除此以外，尚未被思维之物如何在语言表达或“空间化”中被开启出来的考量。[135]

书名《丧钟》（Glas）戏仿了透明性与不透明性的关系。例如，德语词“Glas”（玻璃）指称一种透明材质，它是通过熔化、亦即通过非透明材料的瓦解而获得的（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精炼过程中）。相反，法语词“glas”的意思相当于“丧钟鸣响”或“丧钟”（因此也是德译本的副标题）。[136] 对德里达而言，该词的前半部分gl尤为重要，他通过头韵词组对其加以强调，或者令其单独凸显。gl把舌头粘紧在颚上（glu即胶水），成为一个并未瓦解为清脆元音“A”的音节。在此意义上，“丧钟”（glas）与其说指称一个实体，不如说指称一种“操作”，[137] 即揭示出所追求的同一性停留于碎片状态、或倒退为碎块的操作（因此德里达也将“碎块”称为核心的风格要素）。

《丧钟》最显著的结构环节是将文本划分为对称的两栏，它们通盘平行展开。两栏的宽度在个别地方略有变动；其中版面的文本密度变动则更为剧烈。此外，文本中还插入了嵌入块，栏内的文本连贯性在个别地方被完全打破。但文本从未显见地延伸进两栏之间的空间中。通过空间布局，文本碎块保持并列，亦即持存于其差异脱节之中。它们没有被置于一种可被理解为文本编年式与目的论式进步的时间相继之中。依照非目的论的立论起点，页面的中心也没有印字——在中心处呈现出一道空隙。然而这一间距并非空洞的。相反，“丧钟”的操作恰恰发生在那里：一方面，间距总是已经由现存的关联所组织；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间距的显性突出与移置，这些关联显现为高度不确定与脆弱的。间距由此成为意义既以不起眼的方式循环流动又同时被暗中瓦解的场所。[138] 因此在这一间距中，生成了无法被实证化的延异（différance）之游戏——即各种力量与力量差异之间“‘处于运动之中的能动的’不和［discorde］”。[139] 德里达还将这种建构描述为文本围绕着一个“不可能的场所”和一个“不可能的概念”聚焦；文本通过空洞的中项来结构自身。[140]

双栏版面排布可以追溯到热内的一篇文本，德里达在右栏开篇将其标题引述为“从撕成极其规则的小正方形并扔进茅坑的伦勃朗画作中所保留（resté）下的残余”。[141] 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撰写文本时也是以双栏方式工作的：他首先在书页的左侧书写，留出右侧用于评论和修改。在此意义上，《丧钟》定格了黑格尔文本的生成阶段——即它们尚未封闭的阶段。[142] 德里达将他所引述的定稿文本重新引入未完成性的框架之中——这一策略也体现在他的说法中，即在《丧钟》中元语言被斩首，或者说它的头被重新浸入文本之中。通过这种操作流程，人们对黑格尔文本的阅读和聆听会有所不同。[143] 在德里达那里，双栏是对称的。它们以严格的二元性并立，一方面在“双重孤独”中彼此漠视且互不交流，另一方面又（“无限地”）彼此眨眼示意，“争先恐后地重叠、倍增，相互渗透，紧贴在一起，并通过在彼此之间与内部相互过渡而瓦解自身”，正如封底内容简介所阐释的那样。

但我们也在文本内部发现了间距，这主要是通过词语的拆分和文本干预达成的。这种建构具有多重效应：词语的拆分导致了意义资源的扩展：不仅整个词语，而且词语的组成部分也参与了《丧钟》的意义生成事件，并以此方式获得了一种内在动力；在被支离破碎的词语中，整体词与局部词元的关系不再具有清晰的层级性。[144] 依照碎块的逻辑，德里达将意义从整体词语移置到了其各个单项要素之中。我们的注意力由此被引向这一事实：文本不仅由词语和字母构成，而且也由它们之间的空白平面构成。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预设这种无标记空间（unmarked space），但在《丧钟》中它却走向了前台。[145] 最后，在间距表现为插入项的情形中，决定性的是在这些间距中发生了什么，亦即什么内容以何种方式插入到连续的文本之中。通过这种中断，在被中断文本的主题与插入项之间建立或暗示了一种非显性的、成问题的关系形式，它们一方面潜藏着相互拆台的危险，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在一种能够建立起来的关联中获得完全崭新的审视。因此，这些插入项通过构建框架而产生了内容上的后果。[146]

《丧钟》的形式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概念性的。[147] 这是一种间距的逻辑。德里达将建构（图式性）间距的技术称为“手工劳作”。[148] 这种技术与意义层面上的间距逻辑相结合；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如何对这种结合做出精确规定。一方面，在一个（语言）进程的时空维度与意义维度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脱节。其次，可以指出意义脉络中的空隙：概念始终处于不同的主题领域或场域之中。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他学科与生活领域语境中的嵌入在此得以彰显，因为它表明了概念在本质上是如何在这些领域之间被共享的，并且不受任何单一领域的最终控制。对德里达而言，家庭在《丧钟》中尤为重要。但植物学领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德里达强调了花卉宗教的意义、修辞之花、热内作品中的花朵、作为植物的热内［genêt，金雀花］，以及花粉的播撒作为意义运动的模型。

德里达试图通过针对间距的星丛式工作所达到的意义运动，正是这样一种播撒：双栏的平行性迫使读者来回跳跃；运动被插入项和文本视窗所调转与分流，德里达让文本漂移进入令人倦怠的大量词典考据之中。因此，文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被线性展开，也没有循环地返回自身并走向封闭；同样，文本的意义——至少诉求如此——不受作者权威或某种主导理念的控制，而是处处呈点状爆发，但又在此过程中立即被消耗殆尽。但这绝不意味着《丧钟》在总体上不是一种体系性的、方法上受控的操作；然而这种方法主要是建立一个框架，在其中进行“即兴创作”，并将“不可筹算之物”筹算在内。德里达的一项技术是对不断推进的意义移置进行框定。德里达揭示了，如果人们把在黑格尔那里同样扮演角色的环节——多义性、歧义性、表达的过度决定——予以“解缚”[149] 并任其冲向极端放纵，究竟会发生什么。这种播撒的实践契合于“普遍经济”的逻辑：这一运动的意义无法被占为己有，它并不返回“父亲”或“逻各斯”；因此在寻找《丧钟》的意义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倦怠。[150]

文本构成了碎块与间距的星丛。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德里达是如何描述这种星丛建构逻辑的——恰恰是在他自己调用了星丛概念、或者至少顺便提及了这个词之后不久（作为“constellation céleste”，译作“星座”[151]）。以下这段引文在《丧钟》本身中绝未被特别突出，而且在那里也不明确是对《丧钟》这一文本的描述；因此，当我们把这段话指涉向《丧钟》时，我们使用的是具有歧义的指示代词“这”：

我们来拉开间距。这一文本的艺术就在于它让空气在其屏风之间流通。其连锁是不可见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即兴的或并置的。

它与其说通过论证，不如说通过胶着来诱发；与其说通过公开展示一种话语修辞的那种连续的、类比的、教诲式的、令人窒息的必然性，不如说通过贴合与剥落来诱发。[152]

Espaçons. L’art de ce texte, c’est l’air qu’il fait circuler entre ses paravents. Les enchainements sont invisibles, tout paraît improvisé ou juxtaposé. Il induit en agglutinant plutôt qu’en démontrant, en accolant et en décollant plutôt qu’en exhibant la nécessité continue et analogique, enseignante, étouffante, d’une rhétorique discursive.[153]

稍后：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碎块（morceaux）自然无法结合。

本著作（présent ouvrage）的对象，连同其风格，正是碎块（morceau）。[154]

因此，《丧钟》以碎块和间距来进行操作。在绝对知识的理论之后留待思考之物，正如德里达在内容简介中所写的那样，乃是“猛然间被详析、被切成碎块之物”。《丧钟》就此而言关涉相同者的直接分裂，关涉细节、个案与例证相对于它们应当是其细节或例证之物的坚执。[155]

德里达试图阐明一种思维运动的合理性，这种运动从这些碎块以及由它们所产生并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空间出发。这意味着，例如承认词语的过度决定，即一个词语中超出界定分明的思想的“残余”或过度。在此类环节上，《丧钟》的编排突出了这些环节，因为当我们不可避免地（依然）试图将这些碎块结合起来时，我们的阅读恰恰是与那些隐性的过剩相衔接的。正如首段引文所表明的，德里达在此对证明机制以及对与“话语修辞”的对比感兴趣（其中已经包含了对一种仅仅具有修辞性且炫耀式的科学性的批判）。[156]

德里达所描述其“艺术”的那个文本，是通过字里行间（paravents，屏风）空气的流通，亦即通过不可见的连锁（迭代）发挥作用的。它在“诱发”，即它通过拼贴技术——通过贴合（accolant）、剥落（décollant）与胶着（agglutinant）——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因果性地）发挥作用或进行引导。其中的结合在此看起来是即兴的，并且——宛如偶然一般——被并置在一起（juxtaposé）。因此，始终悬置着这样一个问题：判断在某一页上形成的特定星丛究竟是否是有意为之。[157] 在此意义上，德里达在《丧钟》开篇就明确表示，“不可筹算之物”被筹算在内。[158] 但这也可以有两种理解：究竟是承认了无法估量的残余？还是将不可筹算之物作为附加值计入一种从中牟利的（意义）发展之中？后者乃是对受限经济的指责，受限经济将所有的意义移置都归统于一个中心运动——德里达还将这种流转与对逻各斯哲学的批判联系起来，逻各斯“在太初”就已存在——而它的统一性却因判断活动而受到危及。这恰恰是我们在《丧钟》中那段引文前不久在左栏中所读到的内容。[159]

德里达将这种流通批判为“受限经济”的一个环节。如前所述，他将受限经济称为以自我保存为目标的“生命经济”，即让意义在一个封闭体系中流通，赋予其交换价值并对其进行再生产。如果在这种经济中有某种东西被作为赌注押上，那也是为了使投入能够“收回成本”。[160] 德里达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局限在于，它仅仅将不可筹算之物视为意义的储备或源泉——但意义最终无法被表达自身的运动离心力所危及，以至于意义的发展最终组织为一条从终点对其加以调控的中心主线。因此，德里达批判扬弃始终是“游戏的主宰”，扬弃“通过赋予游戏形式与意义而限制并加工它”，应当在这一意义上去理解。德里达将这种生命经济与逻各斯以及绝对知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局限于“对自身以及对意义的保存、流通与再生产”。[161]

让我们回到《丧钟》中的这段引文。关于“（间距）空间化（espacement）”[162] 的拼贴工作的指涉，是德里达在右栏（即献给热内的一栏）中、在一篇涉及处决的报纸报道语境下提出的。这一关联出于多重原因而具有切合性：一方面，德里达以这种方式悬置了我们的引文究竟是指涉这篇报纸报道还是指涉《丧钟》。借此他也提醒人们注意，意义流通的技术彼此靠得多么切近，因为引述的报纸文章与其说应当理解为一种通过它以微妙方式贯彻自身的权能（受限经济），而《丧钟》的操作则恰恰旨在唤起对这种意义运动的无底深渊性的注意（普遍经济）。对报纸的指涉之所以切合相关，还因为报纸是一种文本格式，它通过分栏和其他文本区域的划分，通过汇集具有不同意图的不同作者的文本，并最终通过版面外观，完全切近了《丧钟》。除此以外，报纸是进行文本异化与利用文本残余的拼贴劳作的范例性材料。[163] 热内的《繁花圣母》（德里达在此将其与《玫瑰奇迹》一并指涉）正是以叙述者用破烂报纸——“它们最美的花朵”——装点自己的牢房开篇的。[164] 德里达也将《丧钟》的碎片式风格称为这样一种“选集/花束”（Anthologie），它旨在对这些碎块进行重读（relire）与重新结合（relier）。[165] 这样一种重新理解在黑格尔那里也完全涉及到了，当黑格尔希望通过“去自然化”以及通过脱离既有的意义模式，从现存语言中提取出思维活动的范畴时。[166] 在黑格尔关于语言的（垂直的）扬弃运动身旁，德里达并置了一种平行的、水平的或横向的语言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所有命题都可以被重新语境化，在此过程中它们能够采纳意想不到的意义。[167]

2.4 《丧钟》（2）：语言、呈现与时间

德里达在《丧钟》中形式化落实的意义移置这一环节，同时也见于他对黑格尔文本的探寻之中。《丧钟》开篇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语言的“去自然化”。德里达早在《矿井与金字塔》中就已经预告了语言的这种去自然化乃是《丧钟》的一个本质主题，这表明该论点对他而言是核心的。[168] 德里达在《丧钟》中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自然语言的过程在于其去自然化，即在于其向普遍语言的发展。由此，黑格尔将自然语言整体置于德里达在《矿井与金字塔》中为符号所描述的体系性位置上。正如符号仅仅充当通向精神自我现前的过渡一样，在黑格尔那里，自然语言整体也应当包含一种理想化的倾向。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处于扬弃的运动之中，而德里达将这种扬弃批判为一种占有。[169]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黑格尔1803/04年的耶拿讲演中，语言表现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德里达正是在这一点上切入的。他首先强调，黑格尔“并未回避哲学语言的问题”。[170]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哲学语言是一种自然语言还是一种形式语言。由于耶拿讲演手稿将语言指明为一个民族的语言，语言在那里首先表现为日常语言，并由此表现为自然语言：

语言仅作为某个民族的语言而存在，知性与理性亦然。唯有作为某个民族的作品，语言才是精神的理想定在，精神在其中表达出按其本质［而言］以及在其存在中它是何物；语言乃是一个普遍之物，是自在地被承认的、在所有人的意识中以相同方式回响之物；每个言说的意识在其中直接成为另一个意识。它同样依照其内容，唯有在一个民族之中才成为真实的语言，成为对每个人所意指之物的表达。[171]

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语言与精神的理想定在之间的区分，另一方面是语言与“真实语言”之间的区分。德里达相应地评论道：

精神的语言因而也是自然的。由于从属于民族，家庭因此始终是言说的；并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但是它所言说的语言，至少看起来并非形式的或任意的。然而，由于语言内在发展的结构，其中所加工提炼之物恰恰由此被摧毁，或者说被屈从于扬弃*的过程，被扬弃。语言通过将自身设定为存在于外在性之中的自然符号体系，提升为概念（理想的内在意义），并因而将自身作为自然符号体系加以否定。[172]

德里达将自然语言向概念语言的发展界定为语言所屈从的扬弃。随后德里达本人将此与其在《矿井与金字塔》中对符号的处理进行了类比，继而征引了来自黑格尔耶拿手稿的另一条文献证据（我们在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引用过）：

因此，语言在一个民族中以如下方式被重构：作为对外在之物的观念性消灭，它自身就是一个外在之物，必须被消灭、被扬弃，以便成为具有意义的语言，成为它自在地、依其概念而言所是之物；因此，它在民族中作为与自身不同的死物而存在，并且通过作为外在之物被扬弃并生成为自己的概念，而成为整体性。[173]

德里达评论道：

语言达到完满、亦即变得具有意义（signifiante），唯独通过把（感性的、外在的）能指（signifiant）着眼于概念、也着眼于其自身关于语言的概念，在自身中穿越它［本处黑体为引者所加，S.W.］并将其虚无化地予以扬弃。它唯独通过在概念中清除/保存自身，才成为语言。这一传承（traditio）即是扬弃*。语言唯独通过走向其所诱发之物的尽头，走向其自身内在否定性的尽头［本处黑体为引者所加，S.W.］，依照本质作为不断自我证实与阐发的否定性的图型，才能达到其自身的概念。

语言或毋宁说语言科学的这种转变（traditio），因此发生在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精神的内部，若没有它，民族精神就不会设定自身。语言（科学）的（linguistique）否定性既不还原为语言相对于历史共同体土壤的生根，也不还原为去根。一种语言的去根、去自然化、外植，使语言扎根的本质得以完满。它作为有限的整体性属于一个民族：它现在是一种“自然语言”，一种有限的、特殊的、被规定的语言。然而，一旦它将自身设定为自然语言，它就不再是自然语言了；它唯独通过突破自身界限、通过向着概念的普遍性蜕去自身外皮，才完满其作为“自然”语言的本质。因此它随即就是普遍语言，它在自身内部摧毁了自然语言。[174]

德里达在其评论中得出如下推论：（1）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语言具有特有的内在否定性；因此语言作为语言本身已经具有自我指涉性。（2）语言的发展就是语言科学的发展；随着关于语言的知识的改变，语言自身也发生改变。（3）自然语言作为自然语言已经是普遍的，因为破坏了自身的自然性，或者说包含了朝向这种破坏的倾向。借此，德里达标明了黑格尔语言理解的核心要素（尽管他对它们的评价恰恰相反）。在这一本质上植根于其自身的理想化过程中，语言“吞噬”了自身，但尽管如此——正如德里达对黑格尔的批判——仍然保留着一个并未消融在概念之中的“残余”。[175] 在自然语言与概念语言的张力中产生了元语言效应，而这些效应反过来能够呈现出这种语言内部的张力。[176]

德里达同样探讨了精神的呈现问题。他在一段较长的篇幅中展开了这一问题，并在其末尾将该问题与语言的扬弃运动结合在一起。[177] 根本问题在此针对的是精神的自我产生以及有限者在这一关联中的作用：精神是它自身的结果。人从自身身上发现了一个例证，因为人与动物相区分之处在于：人并不直接是其所是，而是必须首先（在与他人的差异中）自行发展其作为人的特定能力。同样在精神自我产生的语境下，德里达强调了伴随而来的与自然的断裂。[178] 下文中，德里达将考察有限者的范例功能在于何处。就精神是其自身的结果而言，它在本质上概念化并命名自身；就此而言，它是“自命名的（autonommément）”。

然而对于这种自我产生——作为对自然自我能动性的阻滞性否定——而言，人类个体、即特殊的、有限的个体本身仅仅是一个例证（exemple）。而（人类的）父子关系仅仅是无限父子关系、即无限精神的关系的一个（有限）例证，无限精神自由地将自身关联于自身，正如关联于其自身的跃进动力（ressort/ressant）与自身的源泉（ressource）一样。正如在否定性中存在着一个跃迁——在自然的分裂*（植物、动物）的否定性与精神的或人类的分裂*的否定性之间，在自然内部的扬弃与有限精神中对自然的扬弃之间——同样，在有限精神的扬弃*与无限精神的扬弃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辨证的跃迁，它是结果的绝对跃进。正如——亦如：类比或比例，与有限者作为向无限者的过渡所是之物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范例性修辞、其修辞的范例主义运作正根源于此：他的修辞既作为修辞格的技术，又作为论证的形式。[179]

德里达指出了黑格尔的呈现方式与精神认识自身并生产自身的这一核心属性之间的结合。他的论点在于，黑格尔的呈现方式遵循着一条被马里恩·施毛斯称为“有限者的呈现功能”[180] 的原则：每一个有限的个体通过自我教化，都是精神自我产生的一个例证。[181] 就此而言，有限者对于无限者来说是范例性的，而无限者本身却不能成为例证。无限精神因此不再能成为例证——


因为他不是有限的。至少当例证是整体或同质序列中的一个特殊情况时，他不再能扮演例证的角色。当例证是范例性的理想、绝对意义时，他能够扮演这种角色，而这种绝对意义的有限例证不过是范例性的近似之物。这种从例证向例证之范例性的过渡，这种从有限向无限的过渡，有时会呈现出看似修辞与呈现方式的步态。它在真理中是过渡的本体论之物，是有限者的根据（raison），而有限者只有在过渡到无限者之中时才将自身设定为这样的有限者。在有限者之中，例证*能够相互替代，因此它们是例证，是按照普遍法则分类的特殊情况。这种替代是游戏中的自由，是例证之间游戏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在此，游戏是通过有限性而成为可能的；然而有限性自我扬弃。[182]

因此，有限者——从而也是语言——被构想为无限者的自我扬弃的过渡环节。德里达借此将他在《矿井与金字塔》中对《全面教学纲要》框架下符号功能的批判，转移到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本体论关系的层面上。黑格尔对这一关系的构想在他自己的语言用法中结晶出来：对黑格尔的读者而言可能显现为修辞的东西，因此是本体论之物的一个环节。[183]

精神在过渡抑或在中间空间中运动。精神是一种转渡成就，为了让一个例证根本能够成为范例性的、亦即作为例证被理解，这种成就是必需的。[184] 用宗教语域来表述，这意味着：精神“既非父亦非子（fils），而是世系（filiation）”。[185] “子”充当上帝的内在差异，并赋予上帝“其形象”。因此，宗教创世故事是一种呈像的操作流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宗教章中对此进行了探讨。世系的概念在此可以被理解为指涉一种关系、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并未完全消融在各自的要素——此处即“父”与“子”——之中。

德里达在呈现问题中预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关系的主题，随着《精神现象学》结束章中对时间的消灭而走向终结。呈现问题将德里达对黑格尔语言理论的研究与时间问题连接起来：

精神作为精神始终——已经（déja）——是自由的，但对他而言，仍然（reste）有待成为他将曾经所是之物：去对其自由进行现象层面的经验，作为这样的精神向自身显现，解放自身，解放他的自由。[186]

尽管精神“始终已经”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必须成为经验的一部分，它必须显现。时间因此原则上是精神呈现的时间，是自由的实际经验能够在其中发生的时间。《丧钟》以德里达对从宗教向绝对知识过渡的解读而告终，在此德里达直接涉及《精神现象学》。他的目标在此与黑格尔的目标截然对立：德里达试图突出在宗教表象中属于绝对者的残余外在性，以反抗精神在绝对知识中的自身现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德里达在《丧钟》中采取了搬演一种无法扬弃的二元性的策略。他搬演了这一论证，因为对其论证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该论证发生在文本的形式层面上（并且除其他方面外表现在《丧钟》的双栏排版中）。文本栏之间的否定的留白空间应当作为一种无法扬弃的差异、一种原初的裂隙或中间空间而发挥效力。[187]

这种对物质性文本生产的内在能动性的强调，与德里达在内容上的论证紧密相关：黑格尔从宗教的时间与语言所束缚的表象世界跨向（照德里达看来）完全摆脱时间与语言的概念乃至绝对知识的层面，反对黑格尔的这一步骤，德里达试图指出，这种扬弃他异性的形式唯有通过对一个“残余”的暴力同化才能达成，这一残余乃是表象客体的他异性，而这种他异性对于黑格尔称为“宗教”的形象而言是构成性的。因此在其解释中，德里达让通过消灭时间而达到的绝对知识重新跌回宗教的发展之中。宗教的发展在《丧钟》中直到绝对知识之后才被主题化，并构成了黑格尔分栏的收尾。但德里达借此也强调了，黑格尔绝对知识构想中的核心环节乃是时间的消灭。此外，时间维度的相关性早在《丧钟》开篇就已被突出出来，因为该文本以对此时此地之物以及始终已经存在之物的追问开篇。[188] 德里达对《精神现象学》结尾的解释是：在从宗教向绝对知识的过渡中，首先，时间问题构成了论证的核心；其次，在关于绝对知识的章节中，存在着时间的消灭与扬弃之间的两歧性：

在现实性中：在绝对宗教中，分裂尚未绝对地通过和解得以克服。一种对立依然存在，它被规定为前瞻性的表象。绝对真实的、绝对的、被启示的宗教的最终界限：它停留在表象*之中（en reste）。这种表象的本质谓词是其中现前或预告之物的外在性。它将之置于面前，它与一个现前的（présent）客体发生关联，该客体之所以先于到来，仅仅在于它保持为外在的。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尚未现前地、现实地实现自身；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和解仍处于期待之中。它表象自身，但被表象的和解并非现实的和解。这种表象式的外在性同时（en même temps）就是时间（temps），这绝非偶然。如果在绝对家庭的绝对宗教中存在着一个尚未之已经，或者已经（Sa）之尚未，那么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仍然——存在着时间。宗教之所以是表象式的，乃是因为它需要时间。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即正如在冠以相应标题的章节中所说，Sa既是对时间的纯粹简单的消灭，又是对时间的扬弃，人们就能估量出在其时代中对Sa的这种思维活动的极大困难，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189]

德里达自身的工作规划在于，反对他与绝对知识相联系的环节（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的、和解的、现实的统一，在其中任何残余都被同化了[190]），主张存在着向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为“宗教”的领域的倒退。为了检验这一论证，需要对《丧钟》最后约40页进行细致的解读。这种检验将超出本研究的范围（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此完全可以对《丧钟》的一个核心论点进行检验，也就是说该文本并非在学术可评价性之外运作）。对于我们的考察而言决定性的是，德里达在此指认出了《精神现象学》最后几章（即关于宗教和绝对知识的各章）中提出的问题：在其核心包含着时间的消灭（以及/或者扬弃）环节的绝对知识，与在文本中先于它的表象模式处于何种关系？而表象模式在本质上一方面基于被表象的客体与进行表象的主体的分离，另一方面基于向不同的（时间上相继的）诸表象的分离。表象模式在此不仅以其时间性为特征，而且以其语言性为特征，因为诸表象在各自情况下都是由语言规定的。

正如海因茨·金默勒所强调的，消灭时间的环节超出了我们所知的语言表达的可能性。[191] 但这是否意味着（正如他也提示的那样），人们只能将绝对知识设想为原则上处于语言与时间之外？我的论点是，情况并非如此：首先，绝对知识的环节在《精神现象学》整体中也应当是推论的，即在语言上和论证上被阐明白；这至少是黑格尔显白的诉求。其次，绝对知识的环节似乎更多地表明，在每一种现存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象形式中——在宗教章中所考察的恰恰就是这些形式——都存在着一个漏洞、一种不完全性，以至于这些形式事实上并不能自为地持存。作为“被把握的历史”的绝对知识，随后便是对这些形式之发展的反思，亦即对精神的转化性呈现的反思。因此，它虽然处于每一种特定的表达形式之外，却绝非处于一般的表达之外。相反，恰恰绝对知识乃是这样一个环节：在其中精神自身反思到，在它的表达形式与呈现形式的发展之外，它根本没有任何持存。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在其最高自由与确定性的时刻将自身“释放”入其转变之中。我们将在绝对知识的讨论框架内探讨这些要点。

3. 结语

关于布兰顿与德里达的解释，我们总体上可以确定如下要点：二者在与黑格尔的争辩中都强调语言的相关性，并且尤其关注词语过度决定所产生的问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设定了截然不同的重心：布兰顿将命题置于其语义学的核心，因而推行一种阐明语言中所隐含前提的工作规划。但对德里达而言，恰恰决定性的是，由此并不能得出语言的完整图景。因此他发展出一种理解语言的方式，在其中意义生成在命题领域之外被加以重构。

从布兰顿与德里达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在表达或表述中会出现同一性的移置与改变，这归因于这一过程在其中展开的媒介的内在能动性。因此，若要思考表达，就必须过渡到对呈现的解构效应的思考。这一动机在布兰顿关于偶然性与语义过度决定的思维活动中似乎完全存在，但并未得到一贯的推进；在这方面，互补地阅读布兰顿与德里达是有意义的。关于黑格尔，这尤其适用，因为黑格尔首先（正如我们在关于思辨命题的一节中所见）对命题式判断的可能性进行了批判，其次（正如我们在关于黑格尔语言的一节中所见）他在根本要点上运作于命题式语言之外。

然而，布兰顿与德里达都过早地脱离了《精神现象学》的发展进程：按照布兰顿的看法，精神发展的终结早在精神章的末尾就已达成。借此，他切断了语言的审美-世界开显维度的全部发展——从而切断了真正的精神呈现理论。德里达则抗拒从“宗教”向绝对知识的过渡，以一种不可扬弃的外在性来反抗绝对知识的环节。按照德里达的看法，绝对知识是精神之同质化内在性的一个环节。对此我将论证，外在性对精神的本质相关性恰恰在绝对知识的环节中得到确立，因为精神在此将自身释放入其转变（进入自然与历史）之中。由此，布兰顿与德里达对黑格尔的解读有趣地至少在一个要点上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将黑格尔理解为一位和解的思想家，在和解中建立起一种和谐的终极状态。二者的区别自然在于，布兰顿明确希望将这一环节采纳到他自己的规范语用学理论中，而德里达则批判这一环节，试图表明《精神现象学》的终结唯有通过暴力同化的环节才能实现。[192] 在借助布兰顿与德里达的黑格尔解释获得了对探讨《精神现象学》的语言与呈现所开辟的各个问题领域的概览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向《精神现象学》的正文了。

[2]: 对其语言语义学与语用学理论的详细阐述见于布兰顿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布兰顿，《使得明白》（Making it Explicit，德译为《表达性理性》[Expressive Vernunft]）。关于其基本思想的一种更易理解的呈现，见于布兰顿，《阐明理由》（Articulating reasons，德译为《奠定根据与把握》[Begründen und Begreifen]）。 ↩



[3]: 布兰顿从唐纳德·戴维森那里继承了这种关系性的语言理解；参见布兰顿，《奠定根据与把握》，第15页及以下。这种关系性进路同样适用于布兰顿对表达主义的理解：隐性之物唯有通过显白化才能根本得到具体规定（参见同上，第19页）。 ↩



[4]: 推论主义语义学“表现出[……]果决的整体论特征。根据关于概念意蕴的推论主义看法，如果一个人不同时拥有许多概念，那么他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概念。因为每一个概念的意蕴都是通过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来构建的。”布兰顿，《奠定根据与把握》，第28页。 ↩



[5]: 布兰顿将康德和弗雷格视为先驱；例如参见同上，布兰顿，第25、106页。 ↩



[6]: 布兰顿使用sentience（感应能力）和sapience（知性/理性能力）这两个概念来作此区分。 ↩



[7]: 为了强调这种记账的规范性特征，布兰顿将其称为“道义的”；例如参见布兰顿，Making it Explicit，第xiii–xv页。依照他的看法，在道义记账的规范性实践框架内，我们充当“理由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参见布兰顿，《奠定根据与把握》，第217页。 ↩



[8]: 关于语言理性主义的概念，参见布兰顿，《奠定根据与把握》，第244、263页。亦参见同上，第214页：“作为特定的语言实践，指的是这样一些实践，在其中某些［本文作者强调，S.W.］执行表现被赋予了断言的意义，亦即它们可以被视为承担了推论性构建的（因而具有命题意蕴的）承诺。”同上第26页亦有类似表述。 ↩



[9]: 参见布兰顿，第31页。 ↩



[10]: 布兰顿，第82页。 ↩



[11]: 参见布兰顿，第196–202页。 ↩



[12]: 布兰顿，“从概念分析到系统形而上学”，第1013页。布兰顿借此表达了一种接近海德格尔“被抛状态”概念的思想。马丁·泽尔将这种关联描述为我们对自己的推论性承诺所拥有的有限“支配权”；参见泽尔，“语言的潜能：阿多诺——哈贝马斯——布兰顿”，第286页。 ↩



[13]: 布兰顿也将这一过程称为对我们概念的“梳理修饰”（grooming/Pflege）；因此，这并非一种凭空虚构的建构，以至于会招致任意的指责；参见布兰顿，“事实、规范与规范性事实”，第359页及以下。 ↩



[14]: 布兰顿，“论两位英雄的和解：哈贝马斯与黑格尔”，第275页及以下。布兰顿在此的参照点是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 ↩



[15]: 参见布兰顿，“论两位英雄的和解：哈贝马斯与黑格尔”，第254页及以下。 ↩



[16]: 布兰顿，第273页。 ↩



[17]: 布兰顿，第273页。 ↩



[18]: 例如，吉勒·布歇指出，布兰顿在《信任的精神》（A Spirit of Trust）中试图发展出一种伦理学（“something akin to an ethics”）；布歇，Reading Brandom，第3页。 ↩



[19]: 拉埃尔·耶吉强调，尤其是对一种未异化的原初状态或乌托邦式的、未异化的未来的预设，属于异化批判的问题性负担，而一种符合时代的异化批判必须摆脱这些预设；参见耶吉，《异化：一个社会哲学问题的当下性》。 ↩



[20]: 鉴于布兰顿以合理性的倡导者自居，这一情况完全值得注意。在我看来，斯蒂芬·霍尔盖特在其对《信任的精神》的书评末尾已经指出了这些核心批评要点：“对黑格尔而言，信任与宽恕是现代伦理生活的本质组成部分[……]。因此，二者原则上都不属于尚未到来的后现代纪元。事实上，无论是黑格尔的现象学，还是他本来的哲学，都无意于带来一个尚未存在的信任共同体：黑格尔的思想并不具有‘教化意图’。他在《现象学》序言中对此讲得很清楚：‘哲学必须 ↩



[21]: 布兰顿，A Spirit of Trust，第522页及以下。 ↩



[22]: “事实是，当你言说一种语言时，你便获得了形成无限数量的新颖主张的能力，从而能够怀抱无限数量的新颖意图、计划和推测。这是一种去提出并怀抱新颖主张的积极自由，这些主张可能是真实的，或者是一个人可以承诺使之成为真实的。然而，唯有通过用语言规范来约束自身——为了言说某种特定的语言，一个人必须在实践中承认这些规范具有约束力——一个人才能获得这种积极表达自由的爆发。无论这些规范具有多么开放的结构，它们都包含着真正的约束。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尊重语言规范，那么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或者什么也没有想。”布兰顿，第520页及以下。关于这一主题，参见整章“语言中的权威与责任作为自由的模型”（同上，第514–523页），以及作为该思考背景的：布兰顿，“规范的自由与约束”。 ↩



[23]: 布兰顿，A Spirit of Trust，第521页。 ↩



[24]: 唯有通过对绝对者的媒介中介与呈现的劳作，宗教的（即在《精神现象学》框架内：宗教的、艺术的与哲学的）精神形式才证明自身是真正自律的；对此参见霍夫曼，“宗教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现前形式”。 ↩



[25]: 布兰顿，A Spirit of Trust，第560页。关于对精神构成的和谐论表象的批判，参见克赖斯，《卡西尔与精神的形式》，第312页及以下，以及第322–328页。 ↩



[26]: 参见布兰顿，A Spirit of Trust，第13页。 ↩



[27]: 布兰顿，第567页。 ↩



[28]: 在该工作规划中，他看到了对面对彻底的因果决定如何思考自律与自由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决定性贡献；参见布兰顿，第558页。 ↩



[29]: 相应地，布兰顿关于概念的过度决定表述道：“应用什么概念取决于我们。但这些规范的意蕴是什么——即我们通过应用我们所应用的概念而非其他概念而使自己承诺承担的具体细节——则不取决于我们。”布兰顿，第559页。因此，概念性的、规范性的内容是由社会外在主义所规定的。关于同一主题，恩斯特·布洛赫写道：“词语越宏大，外来之物就越容易潜藏在其中。自由与秩序尤其如此，人们往往各自对其有着自己的想法。无论一种自由或秩序所栖居的岛屿多么狭小，都丝毫不能减少这些原则广袤的歧义性。”布洛赫，《希望的原则》，第614页。伽达默尔那里也可见到类似的思考：“我们惯于使用的决定性概念与词语在那时获得了其铸造，而凡是不愿任由语言摆布、而是致力于一种奠定根据的历史自我理解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迫从一个词语史与概念史问题走向另一个问题。”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5页。这既适用于作为人的我们，也适用于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学者的我们：“哲思在其中展开的概念性，不如说始终已经以规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语言的同样方式占据了我们。因此，意识到这种前见乃是思维活动的良知所在。这是一种新的批判意识，自那以来它必须伴随一切负责任的哲思，并将个体［sic］在与其周围环境的交往中形成的语言习惯与思维习惯置于我们所共同归属的历史传统的法庭面前。”（同上，第5页）。因此概念史（甚至从伽达默尔出发也可以这么说）是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说我们虽然已经使用词语却尚未掌握概念时，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觉醒。在其关于哲学术语的讲演中，阿多诺同样强调了不断退回到（哲学）语言用法之后、重新呈现并敞开概念的必要性；例如参见阿多诺，《哲学术语》第1卷，第44页。关于所提及的爱的概念以及在我们的当下与之相联系的表象的例证，参见伊卢兹，《资本主义时代的感受》。 ↩



[30]: 利尔如此写道：“人们可以将克尔凯郭尔式与苏格拉底式的反讽视为抽离与依附的两段式运动：从社会假象中抽离，以促进对理想之更稳固版本的依附。但如果人们消灭了这两段式运动的第二部分，剩下的就只有作为抽离形式的反讽了[……]。在我看来，罗蒂对反讽的描述表征了现代性中所发生的某种事情，正是这种事情使得人们难以听到右栏的回响。”利尔，A Case for Irony，第38页及以下。在“右栏”（right hand column）中，利尔排列了实践同一性在规范上所追求的理想（同上，第25页）。除了柏拉图与克尔凯郭尔之外，精神分析的实践对于利尔理解反讽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利尔在此参照的罗蒂对反讽的定义，参见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73页。 ↩



[31]: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8卷，第460页。正如克尔凯郭尔所写，如此被理解的反讽“用给定的现实性自身摧毁了给定的现实性”；参见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连带对苏格拉底的持续关注》，第267页。 ↩



[32]: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5卷，第481页。 ↩



[33]: 正如京特·沃尔法特所言（《思辨命题》，第167页）。 ↩



[34]: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3卷，第93页及以下，以及关于同一主题的德·布尔，“共同体的永恒反讽”。除其他外，她阐明了精神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一种因其局限而特定的自我批判潜能，由此异化本身也具有批判潜能（同上，第312页）。关于黑格尔那里的喜剧，亦参见哈马赫，“（带面具的艺术之终结）”。 ↩



[35]: 参见珀格勒，《黑格尔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第54页及以下。作为一切（有限）事物的辩证法，反讽与时间存在着关联，曼弗雷德·法兰克指出了这一点。着眼于绝对知识中消灭时间的环节，这种关联极具启发性：“过去与未来归属于‘回忆’与‘渴慕’这两种意识模式，其二分法本身只是在自我内部被主题化为时间的‘匮乏’的一种表达。时间是这种匮乏的指征，同样也是对其的克服。它是——在此 ↩



[36]: 特别参见布兰顿，“理性、谱系学与宽宏的解释学”第II节。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布兰顿的看法，三位“怀疑大师”中的两位——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仅仅发展了局部谱系学批判的策略，而第三位——尼采——也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发展出全局谱系学批判 ↩



[37]: 对此参见阿姆林格与纳赫特威，《受挫的自由》。 ↩



[38]: 贝尔特拉姆同样指出，在布兰顿那里，“集体主义环节与个人主义环节的和解”显得过于“缺乏张力”，因此布兰顿无法解释这两个极点及其各自理据图式之间的持续冲突——亦即“什么对什么是好根据”这一问题；参见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第176页及以下。黑格尔本人曾将一种成问题的形式主义归咎于给出理由的实践（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8卷，第252页及以下，以及《精神现象学》，第47页）。 ↩



[39]: 雷·布拉西耶、罗伯特·皮平、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与伊塔洛·泰斯塔以不同方式提出了针对布兰顿的此类论证。布拉西耶指出，原则上即使从布兰顿的视角来看，也没有理由反对将谱系学环节——从而也将意义过程的阻滞与疏离——纳入一个理性主义方案之中，并由此使信任的环节与怀疑的环节各自得到应有的承认；参见布拉西耶，“怀疑与信任之间的辩证法”，第112页。此外，参见皮平前引关于“布兰顿的黑格尔”的论文，以及泰斯塔，“布兰顿《信任的精神》中的精神与异化：异化、外化与规范性的因果熵”，以及贝尔特拉姆，“布兰顿承认理论中的冲突何在（以及为何会有冲突）？”。 ↩



[40]: 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8节。 ↩



[41]: 参见布兰顿，Reason in Philosophy，第175页。 ↩



[42]: 参见泰勒，《具有语言天赋的动物》，第499页。 ↩



[43]: 参见上文已经引用的《奠定根据与把握》（第214页）中的段落：“作为特定的语言实践，指的是这样一些实践，在其中某些［本文作者强调，S.W.］执行表现被赋予了断言的意义，亦即它们可以被视为承担了推论性构建的（因而具有命题意蕴的）承诺。”布兰顿将一种完全不包含理据奠定的言语实践称为“发声的”（区别于指涉我们真正言说的“言语的”实践；参见同上，第26页；同上第244、263页亦同）。 ↩



[44]: “如果推论主义是思考意蕴丰富性的正确方式，那么在我们用词语进行的游戏中，给出和索取理由的游戏就是居于优先地位的［本文作者强调，S.W.］。因为正是凭借它，词语才根本具有某种意义——一旦这些意义可用，我们随后赋予它们的所有其他用途都预设了它并在其上建立起来。”布兰顿，Reason in Philosophy，第176页。 ↩



[45]: 参见泰勒，《具有语言天赋的动物》，第328页及以下。 ↩



[46]: 例如参见布兰顿，A Spirit of Trust，第705页及以下。相反，罗伯特·皮平描述了“概念转变”的危机特征；参见皮平，“布兰顿的黑格尔”，第288页。皮平同样论证说，布兰顿无法恰当对待意义转变的维度（参见同上，第254页）。此外，《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全部发展也是一种意识概念的转化：意识自身并非简单给定的，而是被历史地塑造和重塑的（同上，第258页）。因此，当一个受规制的领域、一种给出与接受理由的经济在整体上陷入动荡或失败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布兰顿应当能够对此给出更好的解释。尽管（或者恰恰因为）社会层面应当为布兰顿解决语义学问题，但在布兰顿那里，它自身的问题却很少受到批判性的质问（参见同上，第277页及以下）。 ↩



[47]: 关于命题性的相关性，亦参见泽尔，“语言的潜能：阿多诺——哈贝马斯——布兰顿”（第287页）：“带有推论性贯通的断言性言说［被布兰顿，S.W.］重新确立为语言行动的核心生成意义的枢纽。”关于布兰顿对非命题性之物的拒绝，例如参见他在“事实、规范与规范性事实”（第361页）中对福柯与德里达的评论。布兰顿原则上难以重视创造性行动的意义——尽管他自己所关心的恰恰是如何使规范改变与打破规范变得富有成效。这同样反映在他的解释学进路中，该进路基于对传统文本进行“理性”重构，这对他而言意味着将隐性之物显白化，亦即翻译为一种清晰、明确、命题性的语言。出于这一原因，黑格尔文本的形式对布兰顿而言也不过是论证的寓言式包装，人们可以将其从这一外壳中剥离出来，而不会损失内容方面的维度。查尔斯·泰勒曾对HLC语言理论中对语言创造性环节的缺乏考量提出批评，而布兰顿正是处于这一传统之中：“这类意义理论［此处指HLC的理论模型，S.W.］因两个原因而告失败：首先，因为它们无法解释我们在特定领域学习语言意义的能力（例如[……]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领域即属此类）；其次，因为它们无法应对在真正人类语言的一切领域中都存在的创造性。”泰勒，《具有语言天赋的动物》，第327页。泰勒著作的第五章（“语言的具象维度”）详细展开了这一论证。为了解释意义转变，布兰顿求助于英美判例法作为模型。然而，即使这一模型最终也无法让人理解规范是如何改变的；对此参见布兰顿，Making it Explicit，第39页与Tales of the Mighty Dead，第233页，以及德塞尔贝克，《黑格尔的主体间性与承认理论》，第145–148页。 ↩



[48]: 参见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与美学”，第64页。 ↩



[49]: 贝尔特拉姆，第69页。 ↩



[50]: 贝尔特拉姆，第71页及以下。 ↩



[51]: “在抒情星丛中建构起来的结构并不直接表达世界，而是应当被把握为独特种类的结构。 ↩



[52]: 贝尔特拉姆，第76页。 ↩



[53]: 贝尔特拉姆，第76页。 ↩



[54]: 借此，与哈贝马斯的批评相反，绝非放弃了哲学与文学的区别；参见哈贝马斯，“关于引入哲学与文学之间体裁区别的附论”。德里达所关心的恰恰不是抹煞体裁区别，而是表明“艺术性语言用法”的环节在两个领域、在体裁区别的两侧都是相关的。例如阿多诺在《美学理论》（第344页）中也是在此意义上论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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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72页。 ↩



[120]: 霍尔盖特如此断定：“德里达间接地提醒我们注意黑格尔思想的一个维度，若没有他的著作，我们很可能会忽略这一点：即黑格尔对穿过意义丧失之历程的重要性的重视”；霍尔盖特，“黑格尔、德里达与受限经济”，第92页。参见同上，第93页：“如果我们从德里达的著作转向黑格尔的著作，我们必然会被黑格尔对穿越无意义性对于自我意识与自由的涌现具有重要意义的‘准德里达式’专注所震撼。” ↩



[121]: 参见凯洛格，“三个黑格尔：科耶夫、伊波利特与德里达论黑格尔的语言哲学”，第214页及以下。 ↩



[122]: 关于谢林对德里达的相关性，参见克米尔居，“从谢林的思想出发看雅克·德里达”。 ↩



[123]: 贝尔特拉姆，“语言哲学与美学”，第76页。参见关于布兰顿对语言及其转化的狭隘理解的章节。 ↩



[124]: 参见德里达，《丧钟》，第13a页。 ↩



[125]: 因此我将《丧钟》读作一部哲学文本（例如卡琳·德·布尔与约翰内斯·许莱因亦然）。关于《丧钟》基本动机的探讨早在杰弗里·哈特曼、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与鲁道夫·加舍的早期反响中便已出现（哈特曼，“文本先生：论雅克·德里达及其《丧钟》”；哈特曼，“文本先生之二：回声之境的顿悟”；斯皮瓦克，“《丧钟》篇：一份报告”；加舍，《镜子的水银层》与加舍，“严格连结”），以及斯图尔特·巴尼特主编的论文集《德里达之后的黑格尔》中。此外参见马里安，“在德里达《丧钟》中反抗绝对知识的风格化”；劳尔，“德里达《丧钟》中的康德与嫉妒”，以及克恩与门克，《解构哲学》。 ↩



[126]: 正如彼得斯所写，能够完全理解该文本的读者（尚）不存在。依照他的看法，《丧钟》是一部为尚待到来的读者——即未来的读者（à venir）——而写的书。这与该文本千方百计试图不作为整体被阅读相关，它通过（除其他方式外）拼接无穷无尽的孤立碎片，并选择了黑格尔与热内这两个极度悬殊的主角。值得玩味的是，这部“反书籍”同时是德里达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著；对此参见彼得斯，《德里达传》，第376页及以下。然而理所当然的是，细节的洪流也无法阻止关于《丧钟》的整体印象的形成；对此参见斯皮瓦克，“《丧钟》篇：一份报告”，第43页。 ↩



[127]: 对此参见德里达《论文字学》（第48页）中已经引用的段落。黑格尔关于这一主题可能最为精辟的命题见于《差异论文》：“但绝对者自身因此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对立与合一同时在它之中。”（《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第96页）。 ↩



[128]: 《精神现象学》，第59页。 ↩



[129]: 德里达，“签名 事件 上下文”，第335页。 ↩



[130]: 正如德里达本人在《丧钟》内容提要中（在稍有不同的语境下）所说。 ↩



[131]: 德里达，《丧钟》，第12a页及以下。 ↩



[132]: 德里达，第15a页。 ↩



[133]: 德里达在此借用了无玷受胎（immaculée conception）的意象，他用此意象来指称纯粹概念性（例如参见德里达，第85b页）。 ↩



[134]: 德里达，第86b页。凝集指的是粘连/胶着。在医学意义上，这可以是伤口闭合时血液的凝集。 ↩



[135]: 马丁·恩德雷斯将《丧钟》的这一隐性策略描述为对思维活动运动以及语言在其中角色的“构框”：“通过诸如自由思维活动根本如何能够在语言上得以固定，以及这一尚未被思考的他者如何能够被整合入为此预设的框架之中等问题，关于哲学的界限与任务的讨论与书籍的物质性及其制作重叠在一起。”恩德雷斯，“指示的表达：雅克·德里达印刷文本的排印维度”，第234页。强调引自本文作者，S.W.。这一
德里达文本的外部形态，尤其在《丧钟》中，“与文本的内容处于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并对其解释具有直接影响。[……]德里达不仅瓦解了线形构架的‘书籍’以及在文本中表述的思想的相应连续性与逻辑性的表象。作者十分自觉地臣服于物质性与观念性、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追溯到任何意向性之前，并且始终已经规定了意指欲求（vouloir-dire）。因此，对于德里达而言，不可能设想一种不反思语言的对象性、不反思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字素（graphem）并使之自在地得到呈现的书写［本文作者强调，S.W.］。德里达的文本是这种反思的‘表达’与‘迹象’，它们是思维活动最终不可终结之运动的（再）呈现。”（同上，第236页及以下）。 ↩



[136]: 德语动词“glasen”指的是在（夜间）守望期间敲击船钟。 ↩



[137]: 德里达，《丧钟》，第8a页。 ↩



[138]: 这同样适用于文本框之间的中间空间等。许莱因将标题、省略形式以及缺乏明确文献引证作为进一步的结构环节记录下来，他将后者称为“非学术性”；许莱因，《黑格尔与德里达那里的形而上学及其批判》，第307页。不过，德里达以提示“这些词语”是引文开启了该书（《丧钟》，第5页）。因此该文本在原则上追问什么是引文。通过不将引文明确回溯连结到它们在作者著作内部的位置，德里达强调了被引用词语并不存在享有特权的语境；相反人们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关于某个文本（段落）在某位作者著作中的位置、该位置对传统的意义等背景信息，我们便能够更强烈地将其读作词语自在地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省略的形式指涉了权威性（叙述）声音的缺席。因此许莱因完全有理由将《丧钟》描述为“操作空间”。 ↩



[139]: 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第47页。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第19页）中的平行段落。 ↩



[140]: 参见德里达，《丧钟》，第221、169–181页。参见德·布尔，“作为否定性的延异：德里达哲学中黑格尔式的残余”，第602页。关于“延异”概念的一种有益探讨见于曼弗雷德·法兰克：“［关于‘延异’］所指的并非一种既有的差异，而是醒目地讲，乃是那种生成性的、决不能在统一中（以黑格尔的方式）被扬弃的空隙，一切规定性都在其中涌现并重新瓦解。规定性——这正是新结构主义的一个主导动机——是一种结构中‘痕迹’（marques）之间差异关系的效应。但由于结构的差异性并未赋予其任何中心，因此差异规定的游戏是开放的，这意味着在特定语境中凸显出来的某个术语或命题的任何意义，都能够通过新语境中的新分化而发生无法估量的改变。如此表述，‘延异’似乎同时是术语意义的统一（规定性）与非同一性（可移置性）的根据。”法兰克，《什么是新结构主义？》，第336页。规定性是差异性符号关系的结果，而不再仅仅由符号所表征。“延异”因此
正如德里达在《延异》中所写，是“痕迹的”（de marques）；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第14页。 ↩



[141]: 德里达，《丧钟》，第5b页。德里达在其早期文本《鼓膜》（收录于《哲学的边缘》）中就已经使用了双栏排版。 ↩



[142]: 关于黑格尔在文本生产中的做法，参见耶什克，《黑格尔哲学》，第17页。 ↩



[143]: 德里达希望将元语言“斩首，或者不如说将其头颅重新浸入文本之中[……]”。因此他论证道，不存在一种享有特权的元语言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可以在常规语言与提升至概念的语言之间进行区分，因为这种区分自身又重新跌回某种（自然）语言之中。参见德里达，《丧钟》，第130页。关于语言自身就已经属于实施斩首之物，参见同上，第85b页。关于元语言，参见同上，第187b页。这种重新阅读同样是文本策略的明确组成部分（参见同上，第8a页）。 ↩



[144]: 关于通过“诗性语言”对意义资源的扩展，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33页。 ↩



[145]: 尼克拉斯·卢曼指出，为了能够标示出一种区别，我们必须“预设白纸”；参见卢曼，《系统论导论》，第69、139页。 ↩



[146]: 关于构框在德里达那里的意义，参见弗赖塔格，《背景的构框》。 ↩



[147]: “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概念性的”（at once spatial and conceptual）。对此参见德里达为凯瑟琳·马拉布的《黑格尔的未来》所作的前言：德里达，“前言”，第xii页。 ↩



[148]: 德里达，《丧钟》，第133b页。然而法语句子中的“ouvrage”具有多义性，亦可译为“作品”。 ↩



[149]: 德里达，第12a页（在文本框中）。 ↩



[150]: 例如参见德里达，第54a页（在文本框中）：“播撒将[……]始终对意义构成了威胁。”因此德里达批评了那些试图同化、同质化并断言意义之统一的阅读态度。事实上，疲劳——在黑格尔对未完成性批判的意义上——完全被德里达纳入了规划之中，参见同上，第5b页。然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早已注意到，某种整体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建立起来；斯皮瓦克，“《丧钟》篇：一份报告”，第43页。 ↩



[151]: 见于《丧钟》德文版第83页或法文版第85页。对星丛的指涉开启了与马拉美《骰子一掷》的平行关联，在后者中星丛扮演着核心角色。马拉美的诗作同样借助于跨页的空间与语言意象来运作，其核心在于“唯有一座星丛”“也许”将曾经发生。 ↩



[152]: 德里达，《丧钟》，第86b页。 ↩



[153]: 德里达，《丧钟》（法文原版），第88b页。 ↩



[154]: 德里达，《丧钟》，第133b页。 ↩



[155]: 对此除内容提要外，亦参见《丧钟》，第24a页。在印刷业的专业用语中，“栏间空隙”（Zwischenschlag）指的是两栏之间的空间；参见恩德雷斯，第228页。在敲击声（Schläge）中，亦应当联想到打字机。 ↩



[156]: 德里达完全涉及证明；亦参见《丧钟》，第19a页（在文本框中）。 ↩



[157]: 这种不可决断性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丧钟》是一种“不可决断性的明确排版”（definite layout of undecidability）；斯皮瓦克，“《丧钟》篇：一份报告”，第25页。 ↩



[158]: “残余之物的不可计算性被（算）计入其中，处理所有敲击，在无声中扭曲或堆叠它们，您感到疲倦的速度将快于数清它们的速度。”德里达，《丧钟》，第5b页。 ↩



[159]: 德里达，第86a页。亦参见同上，第87a页：“人们本不该[……]分割”。 ↩



[160]: 参见德里达，“从受限经济到普遍经济：一种毫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第389页。 ↩



[161]: 德里达，第387页。亦参见同上，第412页。 ↩



[162]: 德里达，《丧钟》，第85b页。 ↩



[163]: 参见福格尔，“反嫁接学：先锋派中的剪辑与粘贴”。 ↩



[164]: 热内，《繁花圣母》，第9页。参见同上，第7页：“这片由美丽与阴郁的花朵组成的壮丽花海，我仅仅以碎片的形式经验到它：有一朵是在一张报纸上送达给我的[……]”。 ↩



[165]: 德里达，《丧钟》，第133b页。 ↩



[166]: 德里达，第86a页。 ↩



[167]: 因此这一运动亦非被设想为与黑格尔的简单对立；参见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第43页。 ↩



[168]: 他在那里写道：“诚然，在思辨辩证法中，自然语言与形式（或普遍）语言之间的明确对立是没有位置的。语言的过程——我们将在另一处表明这一点——乃是其去自然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每一种语言作为语言本身都是普遍的。”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第374页及以下注27。 ↩



[169]: 正如海因茨·金默勒所指出的，在此可以看到与阿多诺启蒙批判的平行之处：黑格尔在去自然化以及意识向概念乃至科学的发展中看到了一种决然解放性的环节（借此，尽管他对自身尚未启蒙的启蒙运动提出了批判，他依然处于理性主义传统之中），而德里达则论证道，在这一运动中可以发现一种不可避免地走向支配自然的思维活动的诸要素。概括地说，在此涉及压制“他者”或“非同一之物”的问题；参见金默勒，“论德里达的黑格尔解释”。 ↩



[170]: 德里达，《丧钟》，第12a页。 ↩



[171]: 《耶拿体系草稿》第1卷，第226页（= 《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318页）；德里达未完整引用该段落（参见《丧钟》，第12a页）。 ↩



[172]: 德里达，第12a页。 ↩



[173]: 《耶拿体系草稿》第1卷，第227页（= 《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319页）；德里达，第13a页。 ↩



[174]: 德里达，第13a页。 ↩



[175]: 德里达，第13a页。正如他对“无根据”的指涉所暗示的，德里达从谢林那里继承了他对黑格尔批判的重要环节。对一切理解的生成而言必需的、却同时决不能“在知性中被瓦解”的“永远除不尽的残余”的概念，谢林在《自由论文》中关于任何存在的“根据”理论中作了表述；参见谢林，《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第32页（= 《谢林全集》第7卷，第360页）。无根据应当再次先行于根据与存在的区分，然而——因为这一区分首先使任何可理解性成为可能——这不再能以述谓方式加以通达（参见同上，第77页及以下 = 《谢林全集》第7卷，第406页及以下）。 ↩



[176]: 德里达，《丧钟》，第15a页。 ↩



[177]: 德里达，第38a页。参见同上，第32a–39a页。 ↩



[178]: 参见德里达，《丧钟》，第34页。参照点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第56页及以下）。 ↩



[179]: 德里达，第35a页。 ↩



[180]: 参见施毛斯，“治愈精神的创伤：论忧郁精神的自传或黑格尔现象学中的‘荷尔德林个案’”。 ↩



[181]: 德里达，《丧钟》，第36页。参照点是《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第58页。 ↩



[182]: 德里达，第35页及以下a栏。参见《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第58页。 ↩



[183]: 德里达在此亦意在指出，（修辞的）呈现层面与本体论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摊销”与收益的关系——亦即一种经济关系。 ↩



[184]: 参见绍布，“哲学及其例证”，第286页。 ↩



[185]: 德里达，《丧钟》，第37a页。 ↩



[186]: 德里达，第30a页。 ↩



[187]: 正如德里达在内容提要中所写，在《丧钟》中应当被重新思考的是“一举被细节化、被劈成碎片之物”。沃尔夫拉姆·霍格雷贝（从海德格尔出发）阐明，我们人类的定在原则上在中间空间中展开。相应地，它是一种“居间存在”或“在其中/兴趣（Inter-esse）”——一种持续展开的区分，正如德里达用“延异”（différance）概念所描述的那样；参见霍格雷贝，《居间之境》（τὸ μεταξύ），第26页。黑格尔亦使用兴趣的概念来指称思维活动（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5页）。 ↩



[188]: 参见德里达，《丧钟》，第5a页。海因茨·金默勒亦强调，时间问题在《丧钟》黑格尔分栏的展开中构成了一个重要框架；参见金默勒，“时间能够被消灭吗？”。 ↩



[189]: 德里达，《丧钟》，第244a页。正如紧随前文的段落所示，德里达将走向绝对知识的步骤亦与黑格尔文本中的中介问题联系起来。在此似乎尤其关键的是理解黑格尔想要表达什么：“如果倾听黑格尔，如果（从画面［tableau］的内部）理解其文本想要表达的意义，人们就不能将尚未之绝对的已经在此、或尚存之绝对的已经不再
还原为人们自以为对家庭所熟悉/知晓（familièrement）的东西。黑格尔想要表达的是，绝对家庭的绝对意义、家庭的家庭性存在，唯有在绝对宗教与Sa（绝对知识）之间的过渡（au passage）中、在《精神现象学》倒数第二章中才显露出来：从尚未之已经在此的绝对者或已经不再之尚存出发。[……]这种家庭性的居间存在，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内部与外部——在其界限上——在倒数第二章与最后一章的铰链（charnière）中被阅读的。”（同上，第243a页）。 ↩



[190]: 参见德里达，第261a页。 ↩



[191]: 参见金默勒，“时间能够被消灭吗？”。 ↩



[192]: 对布兰顿与德里达进行平行阅读的一个可能延续，可以是在于比较他们关于和解乃至宽恕的概念，毕竟和解（reconciliation）与宽恕（forgiveness）构成了《信任的精神》的一个核心环节；关于这一主题例如参见德里达，《宽恕：不可宽恕之物与不可失效之物》。 ↩



第三部分：语言与个体主体——语言的认知功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第3至第5部分）中，我们将探讨黑格尔如何在《现象学》的正文中处理语言与呈现。在论及意识与理性的各节中，黑格尔实质上批判了关于意义的个体主义理解，以及意识试图通过求助于一个独立于语言表达的心理领域来规避语言表达的尝试。在此，语言是在其认知功能中被考察的。在“精神”章中，视角发生了转变。精神的诸形态是客观的世界。“教化”是试图通过语言中介的承认参与既有秩序，从而构想社会关系的尝试。与此相对，“良知”章则将一种言说者在同一层面上相遇的互动语言模型作为主题。在“精神”章的这两个场景中，语言在其交往功能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此过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人际关系以及一般的世界关联究竟如何能够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被塑造和转化。直到“宗教”章的开端，才开启了一种自觉塑造语言的对语言的探讨。由此，焦点转向了语言的开显世界功能与审美维度。至于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对于精神的呈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关的反思则出现在《现象学》的终章，即绝对知识，在这一章中，精神反思了自身的转变。

I. 语言与意识（感性确定性）

《现象学》是关于意识如何达到绝对知识的科学。按其定义，意识意向性地关涉于某种它将其与自身相区分、并且对它而言是一个对象或表现为对象的东西。意识是一种有限的视角，面向一个由特定基本假定所划定的对象领域，而这些基本假定规定了意识在这一领域中能与其中显现的对象经历怎样的经验。因此，意识建立在自身与其对象之间的差异之上。意识拥有一个尺度，该尺度表明意识如何表象其对象。正因为意识拥有这一尺度，在其对象经验中才会出现脱节。意识的经验恰恰产生于意识对其对象所具有的概念与该对象实际显现的方式之间的脱节。

因为意识的概念与对象绝不契合，意识总是被驱赶着跨越自己的立场，从而超越其自身。意识的概念与对象对于意识而言不可能契合，这恰恰构成了意识的有限性。因此，意识所经验到的真理的环节，始终是对象概念运动的环节——在这些环节中，被如此理解的对象对于意识而言消失了，并作为新的对象显现出来。因此，意识经历着有限性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失败的经验，而关于这些经验的科学就在于（逻辑地）重演这些经验。这些经验的核心环节是语言与时间，亦即意识的语言性与时间性；而在“重演”的概念中已经表明，对经验的认识活动或理解一方面是事后的，另一方面是动态的。因此，它实质上发生在经验之后，并且它并不穷尽于结果的目录之中，而是需要一种思维活动。[1]

由于《现象学》是一门关于关系与指涉的理论，指示代词在文本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显而易见，有非常多的段落都以对前一段落的反溯关联开端。2 在对感性确知的分析中，黑格尔确立了这些指涉是如何运作的。在此过程中，也开启了时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到绝对知识中才得以消解。对于处于感性确知形态中的意识而言，时间最初表现为一个问题：它试图直接指涉感性现前之物。然而，这种指涉却无法稳定下来，那些假定是直接具体的、现前的东西，对于感性确知而言在时间中消逝了。在此，它的对象显现为某种仅仅是曾是的（gewesen）东西，因而无法直接获得，而只能通过中介才能通达。因此，并不存在直接感性的

当下。对于语言而言，这意味着指示性（deiktisch）或索引性（indexikalisch）指涉依赖于超出其外的语义库，以便根本能够作为此类指涉而运作。[3] 其后果在于，经验无法被经验主义-原子论地理解。[4]

罗伯特·布兰顿将我们对指示性表达的处理描述为“回指性回忆”（anaphoric recollection）。在此过程中，指示代词（“这一个”[»dieses«]）被绑定到一个自身并非指示性的表达上（“那里的这匹马”、“刚才的这个声响”）。[5] 正如布兰顿令人信服地中介阐明的那样，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使一种感性经验可重复，从而稳定这种经验，这也才使得针对同一个对象进行一系列不同经验成为可能。重新回忆（Re-collection）指称从回忆中或在回忆中对一种在感性特质上不可重复的对象经验的“重-取”（Wieder-Holen）：“回忆（Recollection [Erinnerung]）将不再存在之物，指涉为不再存在之物。”[6] 正如布兰顿所强调的，由此便得出了《现象学》作为概念性操作展开的历史性质。[7] 黑格尔在感性确知中同样指明了这一环节：

显而易见，感性确知的辩证法不是别的，正是其运动或其经验的简单历史 [引者着重，S.W.]，而感性确知自身也不是别的，仅仅就是这种历史。[8]

与此相对，黑格尔将绝对知识称为“被把握了的历史”（»begriffene Geschichte«）。[9] 对表面上直接感性给定之物的指涉问题，与第二个领域相联系，亦即与黑格尔对直接性的根本批判相联系。感性确知的结果在于：无论对感性世界还是对我们自身的直接指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建立通达自身的先于语言的途径，所以（正如托马斯·泽伦·霍夫曼所表述的）对我们自身的一切指涉都被通过语言“折射”了。[10] 由此，黑格尔强调了

语言的认知必要性：该章在关于语言与自我认识问题上的决定性洞见在于，在此人们经验到，我们直接的自我关系以及我们通常称为我们的“意见”（»Meinung«）的东西，只是一种假定的东西，如果不诉诸语言资源，我们根本无法说出它究竟应当是什么。甚至根本不清楚，“我们”诉诸语言资源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作为语言之前或语言之外（并因而作为社会之外）的存在者（Wesen），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就此而言，正如黑格尔所言，语言是“更真实者”，而不可言说者则是绝对的不真：

正如我们所见，语言乃是更真实者；在语言中，我们直接驳斥了我们自己的意见；由于普遍者是感性确知的真相，而语言仅仅表达这种真相，因此，我们想要意指的某种感性存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出来。[11]

因此，我们唯有通过语言的清晰阐明才能找到通达自身的途径。对于作为我们意向对象的东西，我们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12]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处于一个稳固的立场，并从这个立场出发试图获得关于仍处于这一立场彼岸之物的认识。这种非线性也将在黑格尔的行动理论中反复显现，该理论归结为：行动——因而也包括语言行动——并不由一种表述完备的（言语）意图、使该意图全部或部分实现的执行、以及最终对结果的评定所构成的线性时间先后次序组成；相反，我们毋宁唯有在结果中才能真正知道那假定构成我们行动因果源头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尽管如此，从结果出发，这种意图依然被理解为一种已经曾是的意图。

正如在“面相学”章中被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感性确知的经验中就已经表明，语言是一种表达，“在其中，个体不再自持自守，而是让内核完全走出自身，并将自身付诸于他者。”[13] 同一者根本只能通过他者才成为“同一者”。在此已经暗示出，同一性只能通过差异、通过一种自我关联而持存，而绝不能直接获得。但这不仅涉及人类的自我认识，而且也涉及写下真理的问题，黑格尔正是以此开启了对意识的检验——其中绝非偶然的是，在

《现象学》中根本实施的第一个检验步骤，就在于尝试把真理写下来：

他们谈论外在对象的定在，更确切地说，这些对象可以被规定为实在的、绝对个别的、完全个己的、个体的事物，其中每一事物都不再具有与它绝对相同者；他们声称这种定在具有绝对的确知与真理。他们意指我写下这个、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写下的这一个纸片；但他们意指什么，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如果他们真的想要说出他们所意指的这一个纸片，而且他们想要说，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被意指的感性这一个，对于属于意识、属于自在的普遍者的语言而言是不可达到的。因此，在说出它的真正尝试中，它就会腐烂；那些开始描述它的人无法完成描述，而不得不将其留给其他人，这些人最终自己也会承认谈论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因此，他们大概意指这一个纸片，这里的纸片与上面的纸片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所言说的却是实在事物、外在的或感性的对象、绝对个别的存在者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些事物仅仅说出了普遍者；因此，所谓不可言说者，不是别的，正是不真的、不合乎理性的、仅仅被意指的东西。[14]

绝对的个体对于语言而言是不可达到的。在强烈的意义上是个体性的东西，逃逸于（直接的）语言把握。试图把握这一绝对个体的这一不可能的尝试，乃是耶拿浪漫主义的事业，因而它也完全自觉地被导向了残篇（Fragment）的形式。黑格尔在此所说的乃是：一种瞄准构成性不可达到之物的构想，是非理性的。

语言具有神圣的本性，“直接颠倒意见”。[15] 由此，人们在《现象学》的开篇部分便能辨识出关于语言的不同视角：对于意识而言，语言是失败的要素。但黑格尔在语言中恰恰看到了将个别者作为普遍者加以把握的可能性。黑格尔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可言说性，并完全承认语言并不言说感性的个别事物。因此，约瑟夫·西蒙将感性确知的经验阐释为“对规定言语的呼吁”。[16] 语言是由个别性与普遍性构成的整体，在其中两者总是相互

颠倒。[17] 直接感性的定在或仅仅只是存在的存在，在感性确知的经验中证明自身为缺席者。感性的现在始终在时间上已经过去，而纯粹的存在也始终在逻辑上已经过去。由此，在此也奠定了时间的主题（黑格尔将在《现象学》的终章中重回这一主题）。

感性确知的经验以此收束：语言（“更真实者”）直接颠倒了意见，根本不让意见发声。在黑格尔将意识的第一个经验绑定于语言之后，他在对向知觉过渡的反思中，也指涉了一个核心的方法论环节，该环节同样与一种语言特殊性相关联——并且使语言内在的颠倒环节在理论上得以被利用：由于“这一个”恰恰显现为“非这一个”，它便“被扬弃”了。[18] 由此，在此发生了对意识假定的第一次（在导论中所描述的）“规定性否定”，而黑格尔非常努力地去贯彻这种方法论上的导引。感性确知的失败在结果上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虚无，而是一种规定性的虚无，或者一种具有某内容的虚无，亦即关于这一个的虚无。”[19] 由此，感性确知的失败带来了一种进展：虽然表明了感性确知具有体系性的错误，但由此也发现了一种关于这一立场的真理，这种真理允许人们脱离该立场前行。[20] 感性确知的规定性否定在于，（假定的）感性“这一个”——例如这一个纸片——并不是单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一种完全抽象的普遍者。每一张纸片都是“这一个纸片”。[21]

感性之物变成了新对象即事物的属性。这种运动被“扬弃”（»aufheben«）一词的双重意义所捕捉，该词呈现了由取消与保留所构成的规定性否定的双重结构——亦即在一个词中实现了概念的对立：“扬弃呈现出我们在否定物上所见到的其真正的双重意义；它同时是一种否定与保存。”[22] 一方面，扬弃呈现了“这一个”的双重意义，即它

同时也是“非这一个”。此外，人们也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扬弃”一词在这种使用方式中呈现了其自身的双重意义，因为这两种意义维度都没有被抽离。因此，这一核心的“思辨”表达开辟了一种同时通向新层面的运动可能性（尽管黑格尔在此并未提及这第三种意义）。人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个范例，表明我们与克赖斯及泽尔所共同引入的语言之开显世界功能。

为了跟随黑格尔对语言与语言呈现的明确探讨，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理性”章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将跳过《现象学》文本中的数节）。“意识”章在关于力与知性的一节中还引入了一个与语言主题相关的理论要素，即绝对区别。但这一要素在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以及“精神”章中都得到了主题性的呼应。此外，在“自我意识”章中探讨的通过劳动实现的外在化与世界关系的建构，也可以与语言和呈现的问题平行对读。我们将在“精神”章关于语言与行动的考察框架内讨论这些主题。[23]

[1]: 1 参见埃蒙茨，《经验与认识活动》（Erfahren und Erkennen）。关于重演的相关性，参见例如卢克纳，《时间谱系学》（Genealogie der Zeit），第109、116页。对象的消失可以被理解为意识视角性的效应（同上，第124页）。有限性的另一个相关标志是身体，它在《现象学》中主要与死亡经验相联系而具有重要意义。
2. 2 参见例如PhG, 78：“这种辩证的运动[……]”，或PhG, 376：“这种异化[……]”。 ↩



[3]: 参见科赫，《逻辑空间的演化》（Die Evolution des logischen Raumes），第34页。 ↩



[4]: 参见布兰顿，《信任的精神》（A Spirit of Trust），第125页。 ↩



[5]: 参见布兰顿，第129页，以及科赫，《逻辑空间的演化》，第34页。 ↩



[6]: 布兰顿，《信任的精神》，第127页。亦同样参见埃蒙茨，《经验与认识活动》，第75页。 ↩



[7]: 布兰顿，《信任的精神》，第131页。 ↩



[8]: PhG, 90。 ↩



[9]: PhG, 591。 ↩



[10]: 霍夫曼，“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第267页。直接性唯有通过中介才是可能的。正如黑格尔反复强调的那样，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参见例如WL I, 66）。 ↩



[11]: PhG, 85。 ↩



[12]: 霍夫曼，“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第267页。 ↩



[13]: PhG, 235。 ↩



[14]: PhG, 91f.。关于写下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感性确知和绝对知识各章的夹括功能，参见麦坎伯，“写下（出）真理：黑格尔与席勒在《精神现象学》末尾”（»Writing Down (Up) the Truth: Hegel and Schiller at the End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15]: PhG, 92。 ↩



[16]: 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第184页。关于个别者与普遍者，参见同上，第25页。 ↩



[17]: 对此参见西蒙，第28页。 ↩



[18]: PhG, 94。 ↩



[19]: PhG, 94。 ↩



[20]: 由此黑格尔也强调了，为什么对谬误的恐惧乃是对真理的恐惧，因为特定的谬误始终是对真理的一种认识；参见PhG, 69。 ↩



[21]: PhG, 92。 ↩



[22]: PhG, 94。 ↩



[23]: 关于语言与劳动的关联，参见哈贝马斯，“劳动与互动：关于黑格尔耶拿‘精神哲学’的注记”（»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



2. 语言与理性（面相学与颅相学）

面相学与颅相学这一章位于《现象学》探讨理论理性或“观察”理性的部分的末尾，构成了向实践理性、亦即向黑格尔关于“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而实现”之分析的过渡。该章描绘了理性意识试图绕开作为表达手段的语言的屡次失败尝试。黑格尔在此反对身体与精神的（笛卡尔式）二元论，这种二元论表现为内与外的二元论。他的批判进一步拒斥了通向“私人”思想或意见的内省式或强调个体性的路径，从而推进了在感性确知批判中开启的论证。

在《现象学》的发展中，理性阶段始于“意识的确知：在它的个别性中绝对是自在的，或者是全部实在性。”[24] 意识将自身确知为全部实在性的这种确知，就是作为思维活动与存在的统一的“纯粹范畴”。[25] 在理性的层面上，意识是一种对其自身的实在性与现实性拥有确知的思维活动。因此，理性意识的立场就是“观念论”。[26] 观念论一方面是一个带有超历史诉求的哲学论点，另一方面其自身又是一个精神史现象。黑格尔在理性章开篇所呈现的观念论以超历史的诉求出场，但这恰恰导致这种观念论忽视了自身的论点性质，以至于在其历史条件性面前遭遇困境。[27] 黑格尔在此勾勒的观念论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视为真，因此它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所说出的是什么：

理性是意识将自身确知为全部实在性的确知；观念论就是如此说出理性的概念的。正如作为理性出场的意识直接在自身具有那种确知一样，观念论也直接说出它：我就是我，其意义在于，作为我的对象的我，……是带有对任何他者的非存在之意识的对象，是唯一的对象，是全部实在性与现前。[28]

由于意识形态理性的观念论将自身理解为全部实在性，其余一切对它而言都必然化为纯粹的虚无。因此，这是一种极端形态的主观观念论。正如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所写的那样，观念论的根本思想是将理念构想为理性或主体-客体。[29] 黑格尔认为，在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性内部赋予这一区分的某一方面以优先地位的体系，都是独断的。独断的观念论断言主体一侧具有优先性，独断的实在论则断言客体一侧具有优先性。在独断的观念论体系中，显象被归摄于绝对同一性之下，而未能同时将同一性置于显象之中。反之，在独断的实在论中，主体则被归摄于客体一侧

之下。[30] 在作为独断-主观观念论典范的费希特那里，体系的原则——我——始终是一个“主观的主体-客体”。[31] 既然它自身的统一、亦即理性的统一只是一种主观的（亦即应当的、却从未达到的）统一，那么它的自由就是一种将自身与杂多的客观显象世界相对立的自由。它未能达到“在自身的显象中直观自身”，显象对它而言整体上始终“绝对是一个异己之物”。[32] 因此可以说，在主观观念论中，客体过于主观，因为它过深地处于主体的权能之下；而另一方面，主体又太不客观，因为它始终只能同客观者的杂多相对立地思维自身的统一，从而经验的我（一个真实的人）与先验的我（作为一切认识之可能性的普遍主观性）在它那里分崩离析。因此，主体在这里达到了太多，也达到了太少：它征服了客体，却正因如此自身未获得任何客观性。

这种与显象世界相对立而构成的自身主观性，表现为一种语言怀疑论立场，黑格尔在“自我意识对其直接现实性的关系的观察；面相学与颅相学”这一章的开篇对之进行了规定：语言（按照意识的担忧）把内核过分带向外在（以至于它变得完全脱离且外在化），但在此过程中却太少传达出那（假定预先构成的）“内核”究竟是怎样的。主体怀着这种担忧执守于“它的”主观性，而无法将自身托付给客观性。[33] 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如何将主体一侧的这种过剩与客体一侧的激进化过剩联结在一起，亦即与将主体绝对变为一物的颅相学联结在一起：

这之所以能够得逞，仅仅是因为它暗中深信自己根本没有主张这样一种“唯物论”[34]——因为正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它才想要保护内核免受语言的颠倒。[35] 在《差异论文》中关于这一问题写道：“因为我是主观的主体-客体，所以它保留了一面，在这一面上一个客体绝对与它相对立，在这一面上它被该客体所制约”。[36] 其中暗示了在“我 = 我”的绝对而空洞的同一性与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区别之间的摇摆。理性断言自我的绝对同一性。然而，试图通过观察来把握自我的这种同一性，却揭示出一种绝对区别，而意识无法将这两种思想融合在一起。黑格尔在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末尾，借助“无限判断”的概念描述了这一问题。[37]

该章以一个关于合法则性的问题开篇：先前的形态，即“心理学观察”，未能

找到“自我意识与现实性之间关系的法则”。这一问题如今将在此处得到解决，因此该章定名为“自我意识对其直接现实性的关系的观察”。现实性在此被理解为外在的“对立世界”，相应地应当通过观察使其敞开。出发点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处理个体一方面是“存在”、另一方面是“行动”这一对立。在这些方面之间，“活的身体”获得了一种双重角色：它一方面是个体的最初前提预设，并作为这种前提预设是其“未曾行动过的状态”；但“同时”，它本身又应当是个体迄今为止生活的产物，并在此意义上是其特定个体性的“符号”。[38] 然而正如很快就会表明的那样，符号仅仅中介了内与外之间的一种“任意结合”，因而恰恰无法给出法则。[39]

意识假定个体具有本质的与非本质的方面，并且这些方面可以被定位为内在（本质）与外在（显象）。[40] 因此它必然追问内核如何在外部表达自身，内核在外部的“表达”应当如何理解。[41] 在此，表达在颅相学中字面上意味着大脑向头颅的挤压，由此产生了“隆起”[42]，据称从这些隆起上能够辨读出内核的真理。重要的是，黑格尔将表达的概念同意识的如下表象联结在一起：意识拥有一个预先构成的内核——一种内在存在，通过这种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只需被显现出来即可。然而，意识的所有实际表达行动恰恰都败于这一前提预设，黑格尔所致力的正在于

能使意识与无意识之联结的虚假映象显得耀眼夺目；它们自诩为自然的，而且确实没有超越可触知之物，就像意识的纤维理论那样；相反，理智作为理智掺入自然学，则产生了超物理的、尤其是目的论的解释。这两种混淆的失误都源于解释的倾向，为此目的，理智与自然被置于因果关系之中，一者被设定为根据，另一者被设定为被奠基者，然而通过这种做法，对立仅仅被固定为绝对的，并且通过像因果同一性这样一种形式同一性的映象，通向绝对联结的道路被完全切断了。”

指明这种失败体系性地源于对预先构成的内核的错误假定。

与对身体与精神、亦即人的外在与内在关系的“官方”考察平行，伴随着一系列关于身体与符号的“价值”以及人在“语言与劳动”中的表达之关系的评论。[43] 这些论述具有背景知识的形式：观察理性的意识似乎已经知道什么是符号和语言，因为它利用了这种知识并将其运用于对头颅的考察。只有关于无限判断的后继考察才会将这一背景吸纳进来，在此“我们”能够注意到，该背景事实上具有论证分量。因此，在核心论证线索与起初仅构成论证（叙事性）语境的旁支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辩证法正是通过将边缘立场转移到论证中心、反之亦然的方式而展开的。

2.1 面相学与符号

面相学小节中对语言与符号的探讨始于观察意识试图绕开在语言与劳动中的表达并获得内核的直接表达的尝试：早已在感性确知中存在的语言怀疑论，在此随着意识理论的深入发展而获得了一种更为精细的形式。这是一种认为语言无法公正对待那（无论如何被规定的）“内核”，而是构成性地歪曲了它，因为语言要么说得太多，要么说得太少的怀疑论：

语言与劳动是这样的表达：在其中个体不再保留和占有其自身，而是让内核完全走出自身并将其拱手交付给客体/他者。人们因此既可以说这些表达将内核表达得过多，也可以说表达得过少；过多，——因为内核本身在其中爆发出来，它们与内核之间不再保留对立；它们不仅给出内核的一个表达，而且直接给出内核本身；过少，——因为内核在语言和行动中使自身变成一个他者，从而使自身听任于转变的要素，这一要素颠倒了说出的话和完成的行动，并将其变成与它们作为这个特定个体的行动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不同的东西。[44]

在这段引文中，黑格尔在过多与过少的表述中已经布置了作为该章背景的无限判断的处理，这一判断分裂为一方面设定主词与谓词之间过强的对应（内核无非就是所表达出的东西，精神是精神），另一方面设定两者之间过强的脱节（内核与所表达出的东西完全不同，精神是骨头）。[45] 紧接这段引文，可以说出说话者的内核与表达之间脱节的三种可能性：他人的误读、说话者的刻意欺瞒以及说话者无法恰当地表达自身。[46] 为了绕开此类欺瞒，观察理性想要绕开这些表达方式，并破译出一种与内核的直接的、生理学的联结：

因此，作为完成的作品的作为，具有双重的、相反的意义：要么是内在的个体性而不是它的表达，要么作为外在者是一种脱离了内核的现实性，它与内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了这种歧义性的缘故，我们必须环顾内核，看它尚如何可见地或外在地在个体自身上。[47]

这个问题具有某种荒谬性：由于内核的一切表达都是表达，按其定义它们都太过于外在，以至于不再能是内核的表达。[48] 观察将试图通过寻找那些并非真正的表达、而是如黑格尔所言“尚”直接、无中介地与个体相连或“在”个体自身的表达，来绕开这一问题。内与外的联结应当是必然的，且各环节应当“通过它们的概念彼此关联”。[49] 为了确证这种必然的、概念性的联结，面相学寻找物理的联结。

在此框架下，符号作为反面例证被引入论证进程：在符号中，意义

与符号体的联结是任意的。[50] 符号（在此）是一种指代他物的任意身体表达，并且处于任意的关系之中。符号指向他物，但与该他物仅仅通过“任意”相联结。51 符号“对所意指者漠不相关”。[52] 此外，符号具有一种价值，并且它们传达出自身的符号特征，这一特征除了指引功能外，还在于与其他符号处于（体系性的）关联之中（至少价值概念提示了这一点）。[53] 因此，符号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不是所意指的事情。在符号中意义与载体的关系本质上是作为与意识所设想的那种联结方式相对照而被探寻的，这一点由以下段落表明：

如果外部形态仅仅在其并非器官或并非作为、因而作为静止的整体的限度内能够表达内在个体性，那么它就会表现为一个持存的事物，平静地将内核作为异己之物接纳进其被动的定在之中，并由此成为它的符号：——一种外在的、偶然的表达，其现实的一面就其自身而言毫无意义，——一种语言，

它的声音与声音组合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通过自由任意与事情本身结合在一起，并且对它而言是偶然的。

互为外在之物之间的这种任意结合，无法给出法则。[54]

然而面相学恰恰想要给出关于内与外虽必然彼此区别、但同样必然地“通过它们的概念彼此关联”的法则。[55] 但由于面相学将外在相较于内核贬低为非本质的，它终究被迫自身退回到对符号的解释之中。通过语言和行动的一切表达在此都被剥夺了资格而视作非本质的。对它而言具有相关性的表达是人的“形态”，据称从这种形态中可以推断出人的真实意图，而这些意图如今成了考察的对象。在形态中应当存在着“个体精神的直接感性现前”；[56]

据称是真实的内在性，就是意图的特异性与自为存在的个别性；二者都是所意指的精神。因此，观察以之为对象的，乃是所意指的定在，并且它正是在这般定在之间寻找法则。[57]

由于它仅仅与所意指者相关联，这种“面相学的……——如果人们愿意这么称呼的话——科学”[58] 便不再与现实性相接触。由此，它原则上成了无从犯错的，并因而变得空洞。既然它只针对（由它所假定的）真实意图，而这些意图无法被任何真实的行动所反驳，那么它就是“无止境且无根据之物，永远不可能说出它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它仅仅是在意指，而它的内容仅仅是被意指者。”[59] 如同感性确知一样，观察也败于试图不经过普遍中介层面、亦即不通过语言而直接把握绝对者，以及试图将不可见之物直接变得可见而不是去思维它。[60] 它的目标是纯粹个体意图的恶无限，然而恰恰这种绝对个体性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61]

因此，面相学以一种极其彻底的方式使自身归于荒谬：由于它拒绝将语言与行动（或劳动）作为关于它想要考察的个体内核的经验证据，它不仅无法为其研究领域确立诸法则，而且它自身甚至无力说出它在该领域中究竟看似看到了何种联结。黑格尔认为，个体性并非在纯粹意图之中、而是在行动之中才是现实的（在章节推进的此处存在一个插入段落，我将其理解为黑格尔自身的立场）。这里的论点并不是说施行不会颠倒意图，而是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摆脱普遍者的这一环节并因而摆脱“转化”。62 面相学的考察以此结论告终，该章的前半部分也随之结束。在此，符号与事情的关系再次被主题化。在这一处引用一段较长的原文是恰如其分的：

——人的真实存在毋宁是他的行动；在行动中，个体性是现实的，正是行动在两个方面扬弃了所意指者。一方面，所意指者作为一种肉身性的静止存在被扬弃；个体性毋宁在行动中将自身呈现*为否定的本质*，这本质仅仅在扬弃存在的限度内才存在。另一方面，行动就自我意识的个体性而言同样扬弃了意见的不可言说性，而这种个体性在意见中是一个无限被规定且可被规定者。在已完成的行动中，这种恶无限被消灭了。行动是一个单纯的被规定者、普遍者，可在抽象中予以把握；它是谋杀、偷窃或善行、勇敢的行动等等，并且人们能够就它说出它是什么。它是这，并且它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符号，而且是事情本身。它是这，而个别的人就是它所是的东西；在这一存在的单纯性中，他是为他人的、存在着的、普遍的本质，并停止仅仅作为被意指者存在。虽然他在其中尚未被设定为精神；但既然谈论的是作为存在的他的存在，并且一方面并存着两种存在，即形态与行动彼此对立，并且那一种与这一种都应当是他的现实性，那么毋宁唯有行动才应当被断言为他的真正存在，——而不是他的形象，形象本应表达出他对其行动所意指的东西，或者人们意指他本可以做出的事情。同样，由于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与他的内在可能性、能力或意图相对立，那么即使他自己在此受骗，并在行动之后反求诸己，在此内核中意指自己是某种不同于在行动中所是的存在，唯有作品才应当被视为他的真实现实性。个体性通过成为作品而将自身托付给对象性的要素，固然由此听任于被改变与被颠倒。然而行动的特性恰恰在于，它究竟是一个保持自身的现实存在，还是仅仅是一个在自身中归于虚无而消逝的被意指的作品。对象性并不改变行动本身，而仅仅显明行动是什么，即显明它存在还是它什么也不是。——将这一存在解构为意图及类似的细枝末节，由此使现实的人、即他的行动再次被解释回一种所意指的存在，正如他自己也尽可以为其现实性臆造出种种特殊的意图那样，这一切都必须留给意见的游手好闲；意见若想将其无所作为的智慧付诸实践，否认行动者身上的理性品格，并以这种方式虐待他——即宁愿宣布形象与特征才是他的存在而不是行动，那么意见就不得不遭遇上述驳斥，这向它表明：形象并不是自在体，而毋宁能够是一个被处置的对象。[63]

早在第一句话中，黑格尔通过将人的存在指明为行动，便瓦解了静态与动态的对立。就其为“行动”而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动态的。此外，这一能动的表达被理解为呈现。

黑格尔将不可规定且不可言说的意见称为恶无限，因为它同可规定性、从而同有限性相对立。人不是从其可能性来被理解的，而是从其现实性来被理解的，也就是说，对黑格尔而言真正算数的，恰恰是真正可观察之物，因为它公开展现在那里。相反，观察理性却自相矛盾地想要通过观察推论出某种实际上无法被观察的东西，即一种被它理解为本质的纯粹可能性。黑格尔认为，行动并非凌驾于其上还另有其物的某种内在性的符号，而是事情本身。在此清晰可见，黑格尔根本没有为人性主体的本质内核或类似之物留下任何余地。因此，在行动中出现的颠倒，并不是对某种脱离了这种颠倒就能被认识、或者脱离了这种颠倒就根本能够存在之物的颠倒。

依据迄今为止所描述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借鉴詹姆斯·科南特关于笛卡尔式与康德式怀疑论的区分，进一步规定意识的语言怀疑论。意识的语言怀疑论可以理解为笛卡尔式的语言怀疑论。[64] 科南特的笛卡尔式怀疑论是一种外在世界怀疑论，其核心问题在于：那

看似如此这般的东西，是否真正如此。因此它基于一种内与外的区分，正如黑格尔章节中通过观察理性所主题化的那样。转移到语言领域中，这种怀疑论最终落实为如下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确信我们所感知的特定符号是否真正具有我们认为它们可能具有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将成功的表达与失败的表达区分开来。显而易见，这也伴随着一种发送-接收的交往模型，从而伴随着一种工具性的语言理解，类似于黑格尔在意识的自然表象中所批判的工具性认识活动构想。相反，按照科南特的概念模型，一位康德式的怀疑论者会追问：任何声音或涂鸦究竟如何能够根本被理解为具有意义的。[65] 我们在这里尚未得到黑格尔对该问题的回答，但一个起码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真实意见是某种内在之物、并且通过其在语言或行动上的表达在原则上被颠倒了这一假定。

黑格尔认为，所言说的东西就是事情。唯有所说或所做之物，才根本提供了被理解为“事情”的可能。因此，语言更接近于行动，而不是符号使用（行动扬弃了不可言说性，而“作品”可以是“语言的作品或一种更巩固的现实性的作品”[66]）。一旦所说之物分解为符号和更小的组成部分，就存在着倒退回笛卡尔式模型、倒退回它现在究竟真正意指什么的追问的危险（这样一种倒退无疑随时可能发生，并且也可以被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因此，意义只能通过整体来被中介，而不能通过个别部分。事情贯穿于所有语句之中被理解，并且人们正是在理解语句的限度内理解事情本身。

2.2 颅相学与无限判断

面相学假定了人的内在本质与其外在表达之间的一种符号关系；它试图破译精神的一门秘密语言（“可见的不可见性”），精神通过这种语言在身体中防欺瞒地

表达自身。[67] 作为这一进路的硬化，颅相学寻找一种因果关系。为此它必须假定，“精神个体性……作为原因自身是具有活的身体的”。[68] 但它遭遇了一个原则性的难题，因为所假定的原因总是显现为比任何实际行动都更不具规定性。[69] 由于因果关系被证明是无法规定的，颅相学在最终推论中走向了精神与颅骨的抽象同一化。[70] 然而规定性难题并未由此得到解决，因为骨头太“多义”了，[71] 这使得颅相学陷入了一种模态混乱：一方面，头颅应当是个体精神的现实定在，但另一方面，它又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或一种素质（因为颅相学的倡导者不得不承认，某一特定的“隆起”并不必然能推论出其人类承载者将会施行特定的行动）。面相学与颅相学试图指明真实内核在外在中的表达之必然法则的尝试，最终以宣称在隆起中显现出某种关联、或者也并不显现而告终：

因此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头颅的这种隆起或凹陷既可以指明某种现实之物，也可以仅仅指明一种素质——而且是无规定地针对任何事物，即指明某种非现实之物；我们看到，一种拙劣的借口一如既往地落得这般下场：它本身就可以被用来反驳它原本要加以辩护的东西。我们看到，意指由于事情的本性而走到这一步：盲目地亲口说出了与它所坚持的东西的相反者：——说出通过这块骨头暗示了某种东西，但同样好地也可以没有暗示任何东西。[72]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些理论的失败（未能找到法则）如何同该章作为肯定结果所保留下来的东西——即关于精神是一根骨头的无限判断的表述——相联系。黑格尔自己对此给出了提示，他指出，在理性观察者的托词中依然浮现着某种真理：

意见自身在这种托词中所浮现出来的，恰恰是消灭意见本身的那个真实的思想：即存在作为存在根本不是

精神的真理。正如素质早已是一种在精神的活动性中不占任何份额的原始存在一样，骨头本身同样也是如此这般的存在。[73]

该章的肯定结果是判断的进一步发展。判断的发展是通过在该章推进过程中阐明面相学、尤其是颅相学究竟断言了什么而发生的，即断言个体的现实性就是其头颅，或者说精神是一根骨头。观察意识的假定曾是：个体的现实性不是它通过语言和劳动置于公共空间之中的东西，而毋宁是内核，即“真实的”或“现实的”素质。这些素质应当字面意义上直接在头颅中表达出来，而在此不存在个体欺瞒的可能性，无论这种欺瞒是有意识的还是仅仅源于无能。论证的主线致力于将颅相学推向极端的同一判断，并由此引向矛盾；在此表明，将个体的真实现实性定位在其“内核”中，同样是一条认识论的死胡同。事实上，除了在个体于语言和行动中的（外化/）表达之基础上来评判它之外，别无他途。这两个问题显现为相通的：由于拒绝了通过普遍者中介的表达路径，面相学与颅相学被迫寻找内核表达的直接渠道。但即使这些渠道也被证明是太不确定的。观察推论出，这涉及一种内在的精神真理，它仅仅在骨头中表达自身——并且在此仍然是别的东西；然而这种表达无法通过其他路径被客观化。所探寻的内核在外在中的表达法则无法被找到，因为这一内核在内容上无法被规定。颅相学的实际命题具体化为“精神是一根骨头”这一无限判断。

黑格尔关于语言与符号的肯定性命题更多地处于旁支之上；观察理性在这里体验到的与其说是关于语言的经验，不如说是关于试图绕开语言的尝试。由于观察意识在说出其所意指的东西时遭遇了（随矛盾而来、可被理解的）困难，在此根本涉及判断的实践这一事实直到相当晚才显现出来：在该章第23段中清楚表明，个体的（内在）自为存在是一个“主词/主体”，它被“归摄”于其在大脑中的存在的规定之下。[74] 在此

这一规定尚未被称为谓词（直到第35段才出现下谓词的概念，在第37段才出现谓词的概念）。因此人们在此处宁可把“主词/主体”读作对个体的另一种称谓。

黑格尔意在指出，该意识形态唯有通过隐匿潜藏在其无限判断之中的范畴错误，从而根本不去做出判断、而是含糊其辞并且仅仅假定推测中的关联，才能维持自身。判断直到该章末尾才明确成为主题，这也相应契合了观察者关于其自身行事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由于他们没有阐明自己的判断，而是停留在模棱两可之中，他们不仅未能规定其对象，而且根本没有将自身的活动纳入视野。正如黑格尔所言，这种观察是一种“缺乏概念的”观察。[75] 在此，对于精神与外在的关系必须注意两点：如上文所引，“存在作为存在根本不是精神的真理”；但外在却是精神的“存在着的现实性”。[76] 因此，寻找作为精神的外在现实性的环节、寻找精神借以使自身变得可在经验上被考察并显现自身的环节，是完全正确的。骨头在此只是最糟糕的备选项（但无论如何总有一次必须予以考虑）。

将两个绝对不相匹配的关联项等同起来，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称之为否定的无限判断。[77] 这种判断形式在思辨同一性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旦人们促使面相学与颅相学真正说出它们所意指的东西，就会表明它们说出的是“精神的存在是一根骨头”。[78] 这一结果具有“双重意义”，黑格尔在该章倒数第二段和第三段分别致力于探讨这两个方面：他首先描述了“它的真实”意义，该意义在于思维活动与存在的统一之逻辑发展的相关性（在理性章中被把握为范畴）。[79] 其次，他描述了观察因其缺乏概念而失败的现象学意义。[80]

(1) 论思维活动与存在的统一（逻辑结果）：观察理性的明确目标，是在存在中将自身作为对象来发现。[81] 然而，这一尝试导致了一个连它自己也无法接受的结果。存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不可能持存于一根骨头之中，因为在这一极限还原中，精神的本质规定恰恰丧失殆尽。因此，在这里出现了向作为能动自我生产的理性的过渡。[82] 这表明，观察无法解释清楚精神是什么（由此反向预示了需要一种叙事性模型）。为了理解结果的这第一个环节的意义，我们必须重温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发展出了怎样一种范畴概念。为此，理性章的开篇尤为相关。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将能够阐明在关于语言的段落中同样重要的第二个概念——绝对区别的概念。黑格尔将本应在范畴中被思维的存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同时理解为存在与思维活动的绝对区别：

这一范畴或自我意识与存在的单纯统一自身就具有区别；因为它的本质恰恰在于，在他者存在或绝对区别中直接与自身等同。因此区别存在，但完全透明，并且是同时又不是区别的区别。[83]

因此，“绝对区别”这一表达针对的是黑格尔关于思辨同一性作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的构想。它是一种同时又并非区别的区别。区别并非被简单地隶属于同一性。相反，恰恰是思辨的同一性概念应当允许绝对差异。人们对此能够理解的是：区别本身是绝对的。它不是在这一“处于区别之中”的规定之外具有持存的两个实体（“思维活动”与“存在”，或“精神”与“自然”）的区别，而是它们在这一区别之中的持存。就此而言，绝对区别是一种并非区别的区别。思维它，需要一种从系词的统一走向两极、并从两极中的每一极走向另一极的运动。就此而言，绝对区别也被理解为更替或颠倒。

在现象学层面上，这对于黑格尔的语言与行动构想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语言与行动中的表达恰恰是一种行为方式，在其中我们体验到什么是

绝对区别，因为唯有通过一种表达，区分内核与所表达之物才成为可能——然而内核除了那已经表达出自身的东西之外不可能再是别的。黑格尔关于所表达之物与（通过表达被逆溯性地生产出来的）内核之间的绝对区别理论，是对内省式的或直接的自我关系之任何假定的激进批判，因为该理论阐明，内核恰恰唯有作为所表达之物、从而在其绝对区别中才得以持存。因此，无限判断的发展也是决定性的：主词与谓词的抽象同一性，以及主词与谓词处于严格脱节之中的否定无限判断阶段，都必须被经历并被结合在一起思维。[84] 无限判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现象学》同样探讨语言的那些章节中，这绝非偶然，因为语言的经验（对黑格尔而言）恰恰就是一种绝对区别的经验（我们将看到，无限判断在教化章中同样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85

(2) 论缺乏概念的观察（现象学结果）：观察理性的导论表明，(a) 意见与现实性的脱节是观察理性的一个原则性难题，并且 (b) 这一难题同观察之缺乏概念相关联：理性寻找自身，但却在物之中（并由此作为物）寻找。在现实中，它在此忽视了它自身始终已经在凭借概念运作，并且这种运作构成了它本己的要素。86 因此，观察意识断言骨头就是精神的现实性：这种观察——

对其说出此点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并且没有在其主词与谓词的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中把握其命题，更没有在无限的、自我消解的判断以及概念的意义上把握它。——它毋宁

从精神更深沉的自我意识出发掩盖缺乏概念的赤裸思想的耻辱（这种自我意识在此显现为一种天然的体面），把一块骨头当作自我意识的现实性，并且通过盲目本身来粉饰它，把在此毫无意义的原因与结果、符号、器官等各种关系掺和进来，并通过从这些关系中借来的区分来掩盖该命题的刺眼之处。[87]

意识拒斥规定性。可以说，自我意识隐然已经比它公然呈现出来的走得更远。它对该立场的愚蠢有所察觉，因此这一立场被保持得含糊其辞且被涂脂抹粉。对头颅与面部特征的符号特征以及精神与头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讨论，乃是自我欺骗的行径。意识将精神与骨头等同起来，同时它又畏缩于这种等同，并因此自身通过一个假定的、由臆测因果关系构成的“体系”来抹杀这种等同。[88] 它受到“外在是内核的表达这一普遍理性根据”的指引。[89] 但它首先错在设定了内核（亦即可能性）的优先性，并将表达想象为从这种假定的内在规定出发的线性次序。其次，内核借以表达自身的那些特征，甚至比符号还要低下。它们仅仅是“隆起”。[90] 头颅被构想为一种绝对“毫无精神的现实性、单纯的物”。[91] 如果头颅是一个符号，它就仍然太接近语言了。因此黑格尔在回顾中说道：

这种外在虽然是个体在自身上所具有的语言，但作为符号同时又是对其本应标示的内容漠不相关之物，正如给自己设定该符号的存在对符号漠不相关一样。

因此，观察最终从这种易变的语言返回到固定的存在，并且按照其概念说出，外在性不是作为器官，也不是作为语言和符号，而是作为死物才是精神的外在且直接的现实性。[92]

因此，观察试图完全绕开语言。即便符号体本身，在其作为符号之形体的限度内，也仍然过深地交织在精神关系之中。相反，头颅是

死头，绝对的残余。[93] 就这一结果而言，可以区分出观察难题的不同层面：理性（盲目地）说出与其所意指之物相反的东西，这是一种矛盾。就它根本无法说出它所意指的东西、其立场因而毫无出路而言，它陷入了一种困境。然而只要这种绝境被认识到，人们就可以将这种矛盾理解为保惠师，理解为一种具有助益的环节，它表明在那断言精神是骨头的立场上由于其走投无路决不可能驻足停留；观察由此被要求去寻找一种新的立场。[94]

[24]: PhG, 177 ↩



[25]: PhG, 184 ↩



[26]: PhG, 179 ↩



[27]: 关于这一点（借鉴尼古拉·哈特曼的观点），参见伊波利特，《发生与结构》（Genesis and Structure），第226页。 ↩



[28]: PhG, 179；黑体为引者所加，S.W.。 ↩



[29]: TWA2, 50；参见《全面教学纲要》第214节。 ↩



[30]: 因此，绝对同一性在独断的观念论体系中仅仅是某种应当存在之物（亦即用面相学章节的术语来说，是一种可能性）：“这一［体系］所达到的绝对综合不是我 = 我，而是我应当等于我。绝对者是为先验视点建构的，但不是为显象的视点建构的；二者仍然相互矛盾。因为同一性没有同时被置入显象之中，或者同一性没有完全过渡到客观性之中，所以先验性本身是一个对立面，即主观之物，人们也可以说，显象并没有被完全消灭。”（TWA2, 50）。 ↩



[31]: TWA2, 50。这种主观主义立场伴随着一种制约着主体的“客观无限性”的表象；这种客观无限性也被表象为“在时间中趋于无限的进展”（TWA2, 11）。 ↩



[32]: TWA2, 69 ↩



[33]: PhG, 235；亦参见TWA2, 72。 ↩



[34]: PhG, 259 ↩



[35]: 在此关联中，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指出了黑格尔对面相学和颅相学的批判与另外一些批评者做法之间的差异，后者将面相学与颅相学作为唯物论加以批判，却在此过程中自身坚持身体与精神的笛卡尔式二元论：“加尔被他的批评者指责为决定论、唯物论，并因而指责为无神论。加尔与斯普茨海姆［加尔的学生兼追随者，S.W.］都否认了这些指责［……］。有关的批评者，尤其是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和律师布鲁厄姆，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的原因上，试图证明心理活动不可能具有物理的、或更具体地说生理学的原因。为了表明这一点，他们诉诸物质与心灵的简单二元论，而加尔与斯普茨海姆科学的空洞幼稚，仅仅与杰弗里和布鲁厄姆哲学的空洞幼稚相匹配。他们对颅相学的抨击精神与黑格尔抨击的精神截然不同。黑格尔对笛卡尔式二元论的反对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必然会拒斥杰弗里和布鲁厄姆抨击的全部前提。黑格尔同样也无意于去证明不可能存在颅相学家所援引的那类生理学原因。”麦金太尔，“黑格尔论面孔与头颅”，第181页。 ↩



[36]: TWA2, 72 ↩



[37]: 意识在该章中所展开的对颅骨与人格性之因果关系的探求，同样对应着主观观念论在身体与精神的抽象对立中的停滞，因为对因果解释的寻求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在给定的二元性框架内必然存在着一个第一位的要素（原因）和一个第二位的要素（结果）。关于这一点，参见PhG, 244以下，以及TWA2, 102：“就能力而言，属于自然科学之物混入理智的体系，便产生了先验的假说，这些假说通过一个 ↩



[38]: PhG, 233 ↩



[39]: PhG, 236 ↩



[40]: 参见PhG, 238。 ↩



[41]: PhG, 234 ↩



[42]: PhG, 253–55 ↩



[43]: PhG, 235 ↩



[44]: PhG, 235 ↩



[45]: 此外，在这里另一个方面开始清晰显现出来，即作为表达途径的语言与行动（在此为劳动）的紧密联结。关于无限判断中主词与谓词的脱节，亦参见WL2, 325。 ↩



[46]: PhG, 235；参见博达默尔，《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第89页。说话者的蓄意欺瞒在《现象学》良知章中被主题化为“伪善”（参见PhG, 485）。 ↩



[47]: PhG, 235以下。 ↩



[48]: 这一难题的一处著名表述见于席勒的《赠辞》（Xenien）：“活的精神为何不能向精神显现？倘若灵魂言说，啊！那言说的就已不再是灵魂。” ↩



[49]: PhG, 236 ↩



[50]: 自然符号，诸如指向火的烟雾，因此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因为这里首要关心的不是发展一种符号理论，而是发展一种面相学理论。头颅的“隆起”（人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自然符号），在颅相学这一理论范式的极限尖锐化中，恰恰应当比符号还低下，亦即同那仅通过符号体被意指的东西抽象同一。在黑格尔于《全面教学纲要》主观精神语境中对语言的探讨里，语言的符号特征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实际上，黑格尔对语言的思维活动绝不穷尽于一种符号理论。例如特奥多尔·博达默尔（反对约瑟夫·西蒙）曾论证道，如果把黑格尔对语言的探讨局限于其符号特征，就是在对其进行简化。语言的符号特征只是诸多特征之一，并且恰恰在《现象学》中绝非最卓越的特征；参见博达默尔，《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第23页以下。刘（Lau）在《黑格尔的判断批判》（Hegels Urteilskritik）第91页以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51 PhG, 236：符号在此被规定为“一种外在的、偶然的表达，其现实的一面就其自身而言毫无意义”。 ↩



[52]: PhG, 239 ↩



[53]: 符号的这些特征后来在同颅骨相区分时被引入：“这种存在物［颅骨，S.W.］也依然具有一个符号的价值。面容与姿态、声音，乃至一根立柱、一根打入荒岛的木桩，都随即宣示着：与其直接仅仅所是的存在相比，以此还意指着某种别的东西。它们随即自诩为符号，因为它们自身具有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通过并不特有地属于它们而指向某种别的东西。”（PhG, 251） ↩



[54]: PhG, 236 ↩



[55]: PhG, 236 ↩



[56]: PhG, 240；这一误解同将精神显现于一系列意识形态之中的呈现形式相关。 ↩



[57]: PhG, 240以下。 ↩



[58]: PhG, 240 ↩



[59]: PhG, 242 ↩



[60]: 参见PhG, 241。 ↩



[61]: 参见PhG, 241：“因为个别的形态同个别的自我意识一样，作为被意指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 ↩



[63]: PhG, 242–44；带有星号的着重为引者所加，S.W.。 ↩



[64]: 参见科南特，“两种怀疑论”（»Two Varieties of Skepticism«）。我在此仅涉及科南特对这些怀疑论形式的规定，而不涉及笛卡尔或康德本人。 ↩



[65]: 科南特，第16页。黑格尔的语言批判方案更符合康德式的范式，因为黑格尔追问的是，语言表达究竟如何能够根本对我们具有意义。关于黑格尔与各种哲学怀疑论形式的关系，特别参见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Hegel's Idea）第三章。 ↩



[66]: PhG, 240 ↩



[67]: PhG, 244 ↩



[68]: PhG, 245 ↩



[69]: 参见麦金太尔，“黑格尔论面孔与头颅”，第183–185页，以及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Hegel's Idea），第94页。 ↩



[70]: PhG, 250 ↩



[71]: 参见PhG, 250：“精神的多方面性赋予其定在一副同样的多义性”。 ↩



[72]: PhG, 255以下。 ↩



[73]: PhG, 256 ↩



[74]: PhG, 250 ↩



[75]: PhG, 261 ↩



[76]: PhG, 256。在此同样重要的一点补充是：内核绝不凌驾于外在之上还另有其物，以至于外在仅仅是内核的一种（潜在不充分的）表达。内核绝不可能超过所表达出来的外在，而黑格尔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倾向于就自己的意图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一种意见。 ↩



[77]: 参见WL2, 325。 ↩



[78]: PhG, 260 ↩



[79]: PhG, 260 ↩



[80]: PhG, 261 ↩



[81]: 参见PhG, 186：“意识在观察；亦即理性想要把自身作为存在着的对象、作为现实的、感性现前的方式来发现并占有。” ↩



[82]: 关于这一点，参见伊波利特，《发生与结构》（Genesis and Structure），第270页以下。 ↩



[83]: PhG, 181 ↩



[84]: 参见《全面教学纲要》第173节，以及鲁达，“什么是应当被判断的？论无限的无限判断及其后果”（»What Is To Be Judged? On Infinitely Infinite Judgme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沃尔法特，《思辨命题》（Der spekulative Satz），第308页以下；沃尔法特，“无限判断：论黑格尔《逻辑科学》一章的阐释”（»Das unendliche Urteil. Zur Interpretation eines Kapitels aus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85 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第175页，以及《逻辑学》相应章节的开端（WL2, 46），在那里区别被构想为一种与我们同一化的言语相联系的虚无：“区别是反思在自身具有的否定性，是通过同一的言语说出的虚无，是同一性本身的本质环节，这种同一性同时规定自身为其自身的否定性，并与区别相区别。”

86 参见PhG, 185–87。 ↩



[87]: PhG, 261；黑体为引者所加，S.W.。 ↩



[88]: PhG, 261 ↩



[89]: PhG, 254 ↩



[90]: PhG, 253 ↩



[91]: PhG, 252 ↩



[92]: PhG, 259；黑体为引者所加，S.W.。 ↩



[93]: PhG, 248；参见TWA20, 381。 ↩



[94]: 埃卡特·福斯特将理解为保惠师的矛盾描述为一个“帮手”或“代言人”，“它号召人们从易逝之物上升到真正存在之物，并以此寻求更高的认识阶段”。他在此指引向《理想国》（Politeia）521c，柏拉图在那里谈到了灵魂的转向，这与感性同超感性之间的冲突相联系；参见福斯特，《哲学的二十五年》（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第130页。保惠师的概念同样见于《约翰福音》（14:16与14:26），在那里圣灵被把握为“助佑者”。 ↩



3. 结语

头骨作为对个体性进行经验科学观察的客体，本应当意谓某种东西。然而，意谓的途径全都被观察的意识所怀疑。[95] 随着所追求的意义的承担者应当摆脱一切受欺骗的可能性，意谓关系本身最终也必须随之取消，并让位于最微末、最粗暴的、直接的关系：即同一化乃至存在。头骨并非指引向个体，而是它就是个体的现实性。因此，观察的意识所持的语言怀疑既导致了意识（通过对象方面的发展）强化自身进入无限判断之中（通过以极端方式使思维活动与存在两极分化，而后这两方终究被等同起来），也导致了它自身无法说出它意谓什么，并且必须掩盖其自身——以语言的、谓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判断实践——而这种掩盖最终是由语言所促成的（意识在其中表现得极为熟练）。因此，对自身判断的不反映最终只是对个体性的错误构想的另一面；这种错误构想假定个体性在一个物理的、从外部可观察的存在中比通过其自身的行动得到了更恰切的表达。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向“理性”章第二部分的过渡，在那里，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而实现的现实化顺理成章地成为主题。因此展现出以下结果：（1）个体性不能通过观察来把握，而是必须主动地生成自身。（2）内外之间既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中介以及由此而来的语言层面是无法回避的。因果关系的假定预设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在行动之前根本不存在任何实体性的个人主体；只要人具有天赋资质，他在如何发展这些资质方面就是自由的。[96] 语言与行动仅在它们同时对主体具有构成性的意义上，才是表现性的。主体的“内部”是通过外部而构成的。这也意味着，黑格尔对主体的理解是一种叙事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本质上是通过回溯发展而来的。在时间上被设想为线性的、由资质所决定的规定性，在内容上是无法充实的。[97] （3）理性即一切实在性的确知，被引向了无法停步的无限判断；意识在此处尚未能够思考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同一性。两极彼此分离，在其中意识的观念论显露为主观观念论。自然因此最终是死寂之物——即被剥夺了一切精神元素的头骨。由此，发展急转为将自身与世界相对立设立的直接活动。这种关系（最初是关于实践理性的部分的主题）契合于我们在考察“精神”章时所能研究的关系，当涉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时。（4）在逻辑方面，这首次显现出判断无法表达主体与客体的思辨同一性，并由此显现出任何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与此同时，语言表达又表现为不可避免的。但这两者在此处仍相对处于潜隐状态，并且发生在意识的背后。（5）结果表明，逻辑环节与现象学环节在语言中相互联结。意识关于个体性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经验、关于其对自身的关联以及关于自身与自然（或其自身自然）的知识，与其对判断逻辑的理解相契合。

感性确知自以为处于同感性所予之物的直接接触之中。但它的经验表明，指涉只有通过语言与普遍概念的中介层面才得以运作。无论是在黑格尔对感性确知的分析中，还是在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中，都清楚表明黑格尔将外在清晰表述视为内在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因此，我们并不拥有通往“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思想的特权式内在通道。黑格尔通过这一论证强调了语言的认知重要性。由于语言的这种认知重要性，个体原则上都被指引向一个交往领域，并且始终已经在这一领域所共享的语言形式与表达形式中活动。这些社会与交往关系将在《现象学》“精神”章的框架内得到探讨。

[95]: 这种怀疑最初始于通过手与口的表达（PhG, 235）。 ↩



[96]: 参见黑格尔引用的利希滕贝格之言，PhG, 239。 ↩



[97]: 参见 MacIntyre, »Hegel on Faces and Skulls«, 187。 ↩



第四部分：语言与精神——语言的交往功能

正如我们在本书开篇所强调的那样，黑格尔阐发了一种客观精神理论，以及一个相应的将精神理解为具体、客观现实性的精神概念。[1] 当意识的检验程序直至《现象学》“理性”章末尾都还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前提下运动时，随着“精神”章的开启，展开了对真实的、历史的生活世界的分析，在这些生活世界中，客观精神的各种形式得以渐进地发展。精神同样既是实体性的又是社会的。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章开篇所写的那样，精神是“自我支撑的、绝对实在的本质”。精神在这一层面上是实体。这一实体是在社会中被现实化的；它是“伦理现实性”，并且作为这样的伦理现实性，同样既是共同体生活的产物又是其基础。[2]

黑格尔分析的出发点，以及这种实体性伦理（至少在假定上）得以现实化的唯一社会形式，乃是古希腊的城邦（Polis）。当黑格尔在导论中将这种伦理描述为“未移易的”、“未瓦解的”与“不可动摇的”时，他实际上已经暗示出，它的直接统一将无法持存下去。[3] 其原因之一在于，在它的框架内部无法对这种伦理统一的生成条件进行反思，而这些生成条件唯有在直接的初始状态受到追问从而丧失其理所当然性时，才能够成为考察的对象。[4] 这种批判性的历史化以及

与之相伴的对精神之本质历史性的洞见，对黑格尔而言乃是现代性的核心环节。[5]

精神直接统一的瓦解，是其分析的必然环节（实际上，“分析”就字面意义而言即是瓦解）。精神并未完全融解消融于某种客观存量之中：首先，个体通过（或多或少）自主决定的行动介入既定事物；其次，精神包含着对客观精神之诸种关系及其发展的反思。在这一反思中也包含着这样的追问：共同体用以自我描述的理论概念，如何反作用于其共同生活的实践关系；那些各自已经被用于描述共同体自我理解的概念是否应当被接受，以及进一步而言，为什么应当被接受。“精神”这一构想在这一层面上包含着这样一种洞见：一个社会共同体以概念形式为其自我评价所拥有的尺度，本身必须再次由这个共同体产生出来。[6] 因此，精神描述了共同体自我立法的形式以及对这种自我立法的反思，其中这些形式在“精神”章的整个展开过程中尚处于欠缺状态，因而所描述的主体处于他律的社会关系之中。[7]

因此，精神在自我“分析”。[8] 尽管直至“理性”章末尾，精神的诸环节受到了考察，但精神本身（作为绝对实在的本质且同时作为某个民族的伦理生活），作为这些分析环节的客观前提预设，尚未真正被认识。但精神必须对其所是者达到“意识”。[9] 这一过程是通过在真实的生活世界内部爆发冲突而发生的。“精神”章描述了精神的理论欠缺、亦即其关于自身结构的知识的欠缺，如何以实践的、政治—社会冲突的形式表述出来。这

些实践冲突经过更进一步的中介阶段，导向了对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结构的认识。在“精神”章之前，对精神的分析之所以保持为抽象的，是因为它并未反思其现实历史的社会嵌入结构，从而无法将自身认识为对精神的分析；而在“精神”章本身中，对精神的分析在如下程度上退居次席：它不再作为精神的（理论）分析来进行，而是过渡为一种实践的行动。“精神”章的主题是通过行动实现个体与社会秩序的现实化。唯有到了“宗教”章，才以构成绝对精神——亦即精神理论——的各种符号活动的形式，开启了一种对精神的有意识分析。

相应于精神的本质历史性，“精神”章被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这些阶段各自以典范的方式现实化了特定的社会秩序。黑格尔以对希腊伦理的分析为开端，考察了罗马的“法权状态”，并由此走向现代。我们的考察聚焦于关于语言的探讨，这些探讨一方面见于黑格尔对大革命前法国宫廷关系的呈现，另一方面见于他在撰写《现象学》时期对自己在耶拿的当下的分析框架之中（在这些章节之间，还包含着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探讨等内容）。

“精神”章中诸经验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基于其固有的历史性，它们是作为被回忆起来的、而非当下被亲身经历的。在此过程中，文学文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与德尼·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通过这些文本，流传下来了（经历时间长短不一的）过去的生命形式曾如何将自身主题化的方式。[10] 不过，这种回忆功能的重要意义在“精神”章中并没有反过来被精神自身的诸形态所反思。因此，对于这些经验而言，尽管通过文献见证而根本上作为黑格尔的

当下的一部分可供使用乃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此首要关涉的在于，特定行动过程根本能够作为对生命形式的描述而被回忆起来，而关于这些回忆如何得以达成，则仅仅是以隐性的形式涉及。尽管像索福克勒斯和狄德罗这样的历史人物能够将其身处的社会格局在文本上加以凝聚；但黑格尔在“精神”章中对其发展的呈现，聚焦于其文本的内容，亦即聚焦于其中所描述的行动。张力在这一框架中瓦解的方式之一，便在于它们根本能够作为张力而被呈现并被回忆。唯有到了“宗教”章，才包含着明确的探讨：共同体为了这一目的而自觉运用的自我表象或自我呈现，如何能够有助于共同体的自我认识，以及哪些形式对于此目的而言尤为合适或必不可少。在“精神”章的层面上，各种形式更多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自社会既定条件。因此，在“精神”章中呈现的是交往格局，而在“宗教”章中，这些格局的呈现形式本身则成了主题。当“精神”章适合于一种社会哲学维度的解释时，“宗教”章连同其对各种（艺术的以及狭义上的宗教的）呈现形式的反思，则包含着美学的要素。

正如《现象学》总体上是一部失败形态的历史一样，“精神”章也描述了社会格局的失败。在此过程中，语言字面上处于中项位置：黑格尔将其理解为特殊与普遍之间的中介概念。因此，“精神”章所通盘演绎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歧，也展现在与语言的特定关系之中，我们据此可以观察到，社会异化的处境如何沉淀在语言以及说话者与语言的关系之中。语言在此是个体在社会格局中进行自我呈现的媒介。由此，语言的交往功能居于前台。

I. 语言、教化与异化

我们对“精神”章的考察切入于现代性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伦理统一已经退化为一个纯粹历史性的消失点。在本著作的第一部分中，我曾指出黑格尔关于哲学之需要的思想，这种需要产生自“分裂”。[11] 人们可以在《现象学》的

“教化”章中重寻这一环节，只要该章所关涉的是一种自身异化的现实性。在这一格局中，黑格尔考察了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个体——除其他外通过语言的中介——参与到这些社会秩序之中。[12]

立足于其背景中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实存对传统的嵌入应当如何评价。这一问题我们也已经触及过，亦即借助过度决定的概念，该概念无论对于布兰顿还是对于德里达理解语言与社会性的关系都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布兰顿凸显了语言赋予我们的表现性自由的环节。他由此首先将个体在传统中的语言嵌入视为一种问题的解决，因为他能够通过这种途径奠定一种共享的世界关联。相反，这一情形在德里达那里被赋予了更强烈的反思批判。正如德里达所描述的，说话者与写作者（在践行其表现性自由的过程中）使用着一个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语言体系。就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而言，他们却必须允许自身也受到语言的支配。[13]

这一思想在《现象学》“教化”章中发挥着作用，因为意识在此试图通过参与到一个更高的秩序或制度之中来获得承认。正如布兰顿所强调的，语言在此尤为居于中心，它在此成了“承认的媒介”。[14] 然而，个体在语言中所实现的对秩序的参与，却绝非没有摩擦。“教化”章表明，语言在此同时成了异化的媒介。一旦个体不再处于与秩序的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处于与秩序的冲突之中（并在这一层面上体会到自身的受外在规定或他律），教化便逆转为异化。在这一情况下，秩序被体验为不合理的权威。因此，语言规定着我们的世界关系，并对我们施加权威。这一关系不仅关涉单个说话者，而且也关涉所有批判性话语、直至哲学本身。例如德里达（参照海德格尔）针对这些话语相对于形而上学历史所处的循环关系写道：

然而，这些解构性话语（以及一切与之相应之物）全都困在某种循环之中。这一循环是独一无二的；它描述了形而上学历史与其解构之间关系的形态：若想动摇形而上学，却放弃形而上学的诸概念，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根本不拥有任何未曾参与到这一历史之中的语言——没有任何句法，没有任何词汇。我们无法造出哪怕一个解构性的句子，却不同时早已顺从了它恰恰意图质疑之物的形式、逻辑及其隐性要求。[15]

诚然，哲学对语言的受羁束性这一问题在《现象学》正文中直至“宗教”章才进入中心；然而我们已经看到（除其他外借助《现象学》导论），对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性指涉——尤其是对与这些概念划界或转化这些概念之难题性的意识——乃是黑格尔与解构主义所共享的一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在《现象学》“教化”章中反映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中。在该章中虽不关涉形而上学的历史或批判，但却关涉

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言说的说话主体能否在其社会的交往形式与社会承认形式之外确立自身。这一问题在此被坚决地否定了。但与此同时变得明晰的是，在这些秩序内部撕裂出缝隙，批判性反思可以在这些缝隙处切入。该章的决定性形象——表述撕裂之语言的意识——恰恰承认自身被既有社会形式所规定。它同时揭示了这些社会形式的断裂，将它们作为其所是的东西呈现出来，亦即作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面具。

在“教化”章中表述出如下冲突：传统以超个体的结构形式保障着我们的世界关联。在此过程中，此类传统构成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同时必须与它们划清界限。处于这一冲突中心的是语言（作为“承认的媒介”）。“教化”章表明，对语言的受羁束性如何被个体意识体验为异化。就个体为了自身的现实化依赖于语言而言，它同时被嵌入到构成它的社会传统之中。[16] 然而，这一情形对于个体而言并非积极的经验，而是意味着自主性的丧失。即便这一点最终被认可，但在对“教化”章的解释中必须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秩序的依赖如何尤其沉淀在对这些秩序之真实欠缺的经验之中。

被嵌入某一秩序的经验被黑格尔决然描述为否定性的，而与之相应的对

语言的经验，与在言说情境中、从而借助语言所经历的异化经验相重合。这种异化并未消解在和谐之中，而唯有在意识体会到自身构成性地异化、或者如黑格尔所表述的“在绝对撕裂中寻得自身”时才被扬弃。[17] 因此，像布兰顿那样仓促地将由语言构成的社会性欢呼为共享之世界关联之基础的解释，是有欠妥当的。主体在原则上的社会构成，在其构成对个体主义难题之回应的同等程度上，同时开启了真正社会难题的领域。[18]

1.1 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诸基本概念：教化、异化与判断

在精神的层面上，意识探讨着自身在社会世界中的角色。语言在特定的格局中对它是助力或是阻碍；因此形成了以语言在其中构成关键环节为特征的社会情境。在关于教化的章节中，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被引入，尽管最初仅仅是隐性的。语言在此显现为自我的异化媒介，但同时也是其客观定在的要素，包含着处于“纯粹态中”的定在。[19] 黑格尔将这种客观化环节或异化环节称为语言的特有意义。在这一处，语言被把握为言语行动，把握为口头的言语，“它执行所要执行的事物”。它此外还是“中项”

应当发现这个或那个是有说服力的。”麦克道尔，《心灵与世界》（McDowell, Mind and World），第125页。据此，我们唯有在被启蒙引入理由空间、在其中成为原住民并如在家中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思想者。理由空间是人的家园及其在世界中的生活，而正是通过语言，我们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根本想以任何方式进行思维，我们就必须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语言高居于我们之上；而在麦克道尔看来，这种支配功能，正是在理解语言对思维活动的意义时首要关键之所在：“人类成熟到在理由空间中如在家中，或者换言之在世界中生活其生命；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是通过注意到人类最初被引入其中的语言作为心灵性、作为向世界定向［原文如此］之可能性的先在体现耸立于其对立面。［……］语言真正重要的特征［……］在于：一种自然语言，亦即人类最初被引入其中的那种语言，扮演着传统的知识库，沉淀着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关于何者是何者之理由的智慧。传统会受到继承它的每一代人的反思性修正。事实上，从事批判性反思的长期义务本身就是继承物的一部分。［……］但如果一个单个人类要实现其在这一传承序列中占据自身位置的潜能——这根本等同于获得心灵、亦即具有意向性思维和行动的能力——那么首先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她被引入到现状下的传统之中。”麦克道尔，第125页及以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因此，依照麦克道尔，我们是通过获得语言能力与教化而被引入一种传统，从而成为理性存在者的。他将这一过程理解为潜能（»potential«）的现实化；与之相伴的异化潜能在麦克道尔那里完全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居于两个极端之间。[20] 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在原则上组织在判断之中，亦即组织在一种语言实践之中——在此首要关涉的是唯有通过判断才根本获得轮廓的建构物（因此人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本体论的组成部分——国家权能、财富以及对此的不同态度），但作出判断的意识同时将这些建构物想象为稳定的本质。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序言”的“评判—把握—呈现”这一三位一体结构在“教化”章末尾再次出现，其中意识在此仅仅能够进行评判；把握世界它已无能为力。[21] 作出判断的主体也绝非显现为稳定的，而是在判断中发生改变。[22] 我们的目标是将异化与撕裂的社会经验同判断的逻辑展开结合起来思考。在此此外具有相关性的是，黑格尔在此以何种方式借鉴了狄德罗作为文学渊源。

整个章节被展现为一个判断的世界，亦即被展现为一种（至少部分是）自觉的判断实践：世界被用诸如“好”、“坏”、“高尚”与“卑鄙”等概念来划分与评价。由此敞开了语言在这一章中的普遍角色。该章据此展开了特殊与普遍之中介的三种特定功能，其中两种表现为语言形式或言语形式。第三个阶段，即撕裂的语言，构成了该章的一个结果：无限判断，即自我在其统一中是绝对被撕裂的。

让我们从异化概念开始澄清该章的基本概念。对异化概念的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一个争论点：黑格尔究竟是将异化否定性地视为社会异化、从而视为与特定历史或社会状态相绑定且能够被其他状态所克服之物，还是更多视为本质的逻辑环节。[23] 约瑟夫·西蒙将语言解释为人类本质异化发生于其中的环节。这种异化并非某种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规避的异化。然而人们也必须断定，黑格尔该章的框架完全应当这样来理解，即黑格尔在此指涉了人类受其自身所制造之境况的支配。因此，黑格尔将逻辑的或非历史的异化环节展现于一个

社会异化经验的语境之中，亦即展现在一个异化作为现象变得引人瞩目的语境之中。[24] 因此，（被否定性地体验到的社会）异化的更特殊状态，阐明了异化的更普遍（逻辑）环节。

“精神”章的整个第二部分题为“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因此，教化与异化属于彼此。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经验是一种现实性冲击：

“那自身是绝对分离之物的精神，具有与其自身相对立的同样坚硬的现实性作为其内容，而世界在此处具有作为外在之物、作为自我意识之否定物的规定。但这个世界是精神性的本质，它自在地是存在与个体性的相互渗透；它的这一客观定在是自我意识的作品；但同样是一种直接现存的、对它而言陌生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具有特存的存在，且自我意识在其中并不认识自身。”[25]

这个世界的秩序不再由某种更高的权能所保障（如在古代伦理的真实精神中那样），而是人造的。在其为人所制造的属性中，它显现出来的不是亲熟，而是陌生（“特异”）。[26] 这第一种形式便是（由马克思所广为人知的）作为“作品对其创造者的统治”的异化概念。[27]

此外，世界唯有通过自我意识的异化才成为实在的或“现实的”。在此过程中，自我与本质发生分裂，这对于精神的这一领域而言是构成性的。不存在任何

直接的现实性，相反，现实性唯有通过异化才被构成。在此，单个的人通过异化才成为实体性的，同样，普遍实体也是通过单个人的异化而生成的。[28] 对于这种形式的异化，黑格尔也使用了外化的概念。[29] 路德维希·西普将这第二种形式的异化追溯至卢梭的“完全让渡”（aliénation totale）概念。这两种异化形式是相互对立的，因为第一种形式描述了世界与个体之间的距离或疏离，而第二种形式则强调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30]

作为第三种异化形式，西普指出了现实性的加倍：对当下的每一次通达，都伴随着对其不是什么的有意识：“精神因此不仅塑造了一个世界，而且塑造了一个加倍的、分离的且对立的世界。”[31] “教化”（Bildung）由此最初作为动词隐蔽地显现。在最普遍的层面上，教化与异化是一个统一体变为他者的两个互补方面，其中“教化”强调生成的统一，而“异化”强调变为他者；这一构想凸显了过程环节。[32] 两个概念都描述了统一与区别的张力，这种张力应当在过程之中得到解决，亦即通过教化来展开统一。然而，正如在无限判断中所展现的（黑格尔在此处、正如在关于相面术与颅相学的章节中一样，将其作为逻辑结果来讨论），教化的最终后果是一种绝对的撕裂。作为现实性加倍的结果，现实性的两半也显现为内在异化的，这对它们产生了去稳定化的影响。西普在此识别出了第四个异化概念。[33] 因此，异化概念是多维度的。这个

异化概念是语言考察的本质要素，因为思维活动在语言中的必然异化（从而语言的认知功能）与社会异化相结合，而社会异化使语言作为外在的、“陌生的”现实性凸显出来；就个体唯有通过语言才能进行思维而言，它必然被嵌入到社会的、交往的关联之中。

随着教化概念的引入，一个对《现象学》总体计划而言处于中心地位的环节进入焦点，只要《现象学》意图“将个体从其未受教化的立场引向知识”，亦即总体上贯彻着一个教化计划。[34] 在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中，教化是个体在其共同体中获得有效性与现实性的环节：

“因此，个体在此处凭借什么具有有效性与现实性，乃是教化。它的真实的本原自然与实体乃是自然存在之异化的精神。因而这种外化既是它的目的，也是它的定在；它同时既是思想的实体向现实性的、也是反过来被规定的个体性向本质性的中介或过渡。这种个体性将自身陶冶为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并且唯有由此它才自在地存在并且具有现实的定在；它具有多少教化，就具有多少现实性与权能。”[35]

这一段落表述了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教化概念，根据该概念，个体通过教化实现其潜质并成为其所是。在狭义上联系到社会关系时，教化意味着个体唯有通过承担某种社会角色、亦即参与到制度上得以稳定的结构之中，才算得上是个体。但黑格尔该章的关键要点在于，人们不能盲目且毫无保留地信任教化的日常概念，它仅仅呈现了关于什么是教化的一种暂时的意见。[36] 这种意见在黑格尔该章的

展开中将被反直觉地颠覆——尽管该章以这一教化概念开端，但绝不停留在那里。教化世界的真理所寄托的“纯粹教化”，在该章末尾将被揭示为“现实性与思想的绝对与普遍颠倒与异化”。[37] 依照这一纯粹概念，教化绝非是将人引向理性的过程，而是对现实性与思想的撕裂，在其中现存的现实性被证明是有限的且不稳定的。此外，该概念固然也指明了意识为实在性制作出一幅图像。实在性以这种方式在统一的视角下（作为世界观）被表征性地综合起来。与此同时，实在性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其图像而加倍（因此，加倍既表征着异化，也表征着教化）。

凭借教化与异化的概念，意识构想了其借以直观自身的两种社会过程范式。因此，它将其“双重本质”作为秩序结构投射到现实性之上。38 由此，教化也意味着意识打开了一个面对现实性的立场并对其进行评判（由此产生出一种与现实性相对立的思想）。相应地，黑格尔在该章的导论中展开了互相对立的意识形式，这些形式通过其评判实在性的方式方法来定义自身。

判断的展开同样证明比最初所设想的更为立足不稳。该章的导论将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构想为一个判断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体通过其判断的方式方法而将自身定义为“高尚的意识”或“卑鄙的意识”。世界在原则上显现为两个对立的环节：首先是国家权能与财富。国家权能是普遍之物的环节、集体凝聚力的环节，而财富则是

同样仅仅通过自身，得到凝聚并以这种方式获得具体的内容。”

特殊之物的环节、个体享乐的环节。意识面对着这两个制度，“在其中直观其双重本质，在前者［亦即在国家权能中，S.W.］直观其自在存在，在后者［在财富中，S.W.］直观其自为存在。”[39] 它将这些环节（本质）评判为“好”或“坏”，可以使自身符合于它们，也可以不符合。由此产生出两种意识形式：意图且能够通过权能与财富实现自身的高尚意识，以及仅仅心不甘情不愿地顺从于这个世界、“憎恨统治者，仅怀着奸诈顺从且时刻准备叛乱”，并且即使在财富中也仅仅“达到个别性与短暂享乐的意识，爱它却鄙视它”的卑鄙意识。[40]

这种判断的问题在于，判断所指向的本质性（此处指：国家权能与财富），并非自在自为地持存，而是唯有通过这些判断才首先被产生出来。在这一方面，教化的世界以建构主义的方式运转。例如，国家权能唯有因为他者为其服务才作为国家权能而有效。[41] 此外，在后续中展现出，国家权能实际上作为财富而实存。[42] 意识对这些建构物的态度也有类似的遭遇：例如，高尚的意识在展开过程中发现自身与权能处于冲突之中，并在此展现为卑鄙的意识，[43] 直至这一区别在进一步进程中彻底失效。[44] 因此，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真理，归根结底不在于某一特定的判断或某种特定的判断方式，而在于判断活动本身的普遍实践。在其中展现出，应当对其作出判断的本质性并非固定的实体，而仅仅是意识的图像，具有暂时的性质并颠倒为其反面。判断将实体[45]撕裂为诸环节，并由此使其可被分析——它在字面意义上通过判断瓦解了实体。只是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环节不可被实体化（hypostasiert），而表述教化世界之真理的机智的语言，恰恰包含着对其结构的这一洞见。相反，黑格尔将把诸环节理解为持久本质性的“诚实意识”称为“未受教化的无思想性”。判断的游戏最终自我瓦解：


然而真实的精神恰恰是这些绝对分离者的统一，而且它恰恰是通过这些无自我的极端的自由现实性，自身作为它们的中项而进入存在。它的定在就是普遍的言语与撕裂的判断；在其中，所有那些应当作为本质和全盘的真实肢体而有效的环节都瓦解了，并且它同样是这种瓦解自身的自我游戏。[46]

判断及其对象的这种转瞬即逝的特征，与黑格尔关于语言与国家权能的概念相平行：不仅语言的规定是暂时的，而且口头言语本身就建立在意义载体的不断消逝之上。黑格尔也将国家理解为这样一种过渡形态。[47] 最终将教化世界提升到其概念的无限判断，恰恰不是由这种力图将一切彼此隔开的实践有计划地产生出来的。狄德罗笔下拉摩的侄儿这一人物形象产生出了撕裂的语言，它恰恰通过揭示教化世界的诸种关联，而违背了对该世界进行划分的官方算计。这种撕裂的语言最终构成了这一世界的真实存在着的精神。狄德罗在他的对话录《拉摩的侄儿》中呈现了其精神潜能。[48]

1.2 处于自身特有意义中的语言

即便黑格尔直到“良知”章才写道，语言在那里如今“再次”作为精神的定在具有了切合相关性，但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借此指涉的是“教化”章中相对集中的一段文字，该段文字也在该章的发展进程中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可以将他在这一处的阐述理解为关于语言作为精神定在的一般现象学描述。关于自身异化精神之世界的那一章的发展，最终导向了“撕裂的语言”。一般现象学描述与此相契合，因为它原则上通过规定的构成、消逝与保持这些参数来把握语言。语言之所以融入教化的语境，是因为它是从个体向社会的过渡与中介的一个环节。因此，这段文字可以在某种审慎的前提下，被理解为关于黑格尔在语言作为精神定在的名下所理解的内容的原则性阐述。在此需要注意的限定是，我们在此处看到的是一种理想情形的描绘，即在其中语言直接也就是参与各方的理解与结合的情境。因此，这种阐述必须结合诸多语言交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失败的段落来理解（紧接在所引文字之后的段落也倾覆到了这样一种失败之中）。这一极为致密的段落可以通过以下参数来剖析：施为性环节，形式与内容、直接性与中介以及特殊者与普遍者的对立，我与语言的关系，消逝、逗留与保持的环节，意义与意义载体的对比，以及最后的牺牲环节。我完整引用该段落的第一小节，包括与前一节的衔接：

因此，自为存在的真正牺牲仅仅是这样一种牺牲：在其中，它如同在死亡中那样完全奉献自身，但又在这种外化中同样保持自身；它由此现实化为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现实化为它自身与其作为对立面的自身的同一统一。通过隔绝的内核精神、即自我本身挺身而出并异化自身，国家权能同时被提升为个己的自我；正如若没有这种异化，荣誉的行为、高尚意识的行动以及它的洞见的劝告就会依然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依然保留着特殊意图与个己意志的那种隔绝伏匿处。

但这种异化唯独发生在语言之中，语言在此以其特有的意义出场。——在伦理世界中作为法则与命令，在现实性世界中首先作为劝告，语言以本质为内容且是本质的形式；但在此，语言将自身所是的这种形式本身作为内容，并作为语言而有效；正是言语本身的权能，贯彻执行了那应当被执行的事情。因为语言是纯粹自我作为自我的定在；在语言中，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的个别性作为个别性进入存在，从而它乃是为他者的。我作为这一纯粹的我，在其他地方并非在场；在任何其他的表达中，它都沉沦于一种现实性之中，处于一种它能够从中抽身而退的形态中；它从自身的行动正如从自身的面相学表达中反思于自身之中，并让这种总是既过多又过少的不完全定在弃置于无灵魂的状态中。然而语言在自我的纯粹性中包容着它，唯有语言说出我，说出它自身。它的这一定在作为定在乃是一种客体性，这种客体性具有其真正的本性。我是这一个我——但同样是普遍的；它的显现同样直接就是这一个我的外化与消逝，并由此是它在其普遍性中的逗留。说出自身的我，乃是被听取的；这是一种传染，在其中它直接过渡到了与那些它为之而在场的人的统一之中，并且是普遍自我意识。——它被听取，在其中它的定在本身直接消散了；它的这种他者存在被收回于自身之中；而正这就是它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现在的定在：正如它在场那样，它不在场，并且通过这种消逝而在此在场。因此，这种消逝本身直接就是它的逗留；这是它自身关于自身的知识，即知道自身作为一个已经过渡到另一自我之中、已经被听取且是普遍的自我。[49]

首先，黑格尔在这里是从言语出发来思考语言的。作为言语，语言是施为性的——它贯彻执行某事。黑格尔对力的概念的援引表明，这同时也涉及一种由内向外的方向。[50] 通常情况下，语言在这一向外的运动中是特定内容（本质）借以被表达的形式。然而，语言的施为性如今成了这样一个环节：在其中，语言并没有隐退到某种在它之中被表达的内容背后，而是反思并强调自身的固有形式（与此相应，该章后续的进展表明，恰恰是诸如“奉承”这类空洞的言语形式将语言作为语言来使用）。在这个意义上的语言是为了交往本身的交谈，这契合于黑格尔安顿这番考量的宫廷式场景设置。

语言是“纯粹自我作为自我”的定在——且同时是为他者的。黑格尔由此将语言理解为一种包含了说话者、受话者与媒介的场景性现象或事件。在此，当媒介在关涉意义时变得完全透明，以至于说话者的“我”“直接过渡到了与那些它为之而在场的人的统一之中”时，便出现了一种“成功的”语言的情形。反之，在其他情形中，我可以从其表达中抽身退回（正如行动与面相学表达那样，它们所表达的既过多又过少），从而使得意义载体变得“失去灵魂”。对于将语言理解为精神的定在而言，这意味着：在成功的情形中，精神在语言中直接被中介；然而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仅仅遗留下了定在，而意义却没有得到开启。[51]

不过，“自我”这一称谓在此完全也可以指涉语言：语言相较于其他定在形式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这意味着，语言本身已经是一个在其自身内部相区分并且指涉自身的体系性构造。语言之所以具有自我指涉性，不仅是因为即便我们在谈论语言时（正如黑格尔在此所做的那样），也必然始终是在语言之中交谈；而且语言还包含着黑格尔哲学所实质上关涉的那种区分，即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区分，因为语言必然具有一个感性方面与一个精神方面。正是这种差异，即意义与载体的绝对区别，使得语言不仅能够以推论的方式指涉自身，而且同样能够指向自身或将自身作为语言加以展演，因为意义与载体的关系能够以多样的方式被重新赋予不同的权重。[52]

首先，对黑格尔而言具有切合相关性的是，我们在与载体的物理接触中，同时也直接与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相接触，即与意义相接触。个别的我在语言中直接过渡到与他人的统一之中并由此成为普遍自我意识这一情况，被黑格尔称为传染。[53] 他借此指的是一种既不被察觉又无法规避的传达（也就是说，黑格尔将交往理解为病毒式的）。传染这一概念强调了物理要素如何不可避免地触动精神要素：精神被一个身体事件所感染，而无法对此进行抵抗。在此，黑格尔巧妙利用了语音 [iç] 与其意义之间的差异：他的表述“说出自身的我，乃是被听取的”表明，在声音事件中直接蕴含着一个传递的精神事件，而传染这一概念则定格了这一传递环节并将其作为这样的环节凸显出来。传染是一种阈限状态，是飞跃跨越的瞬间环节。[54]

因此，黑格尔叠合了语言的两个环节：一方面，语言的声音，即语言的定在着的、物理的环节消散了。另一方面，个别我的特定定在，即这一个我，也在其中消散了。但是，由于个别的我如同语言声音那样消逝，它便作为普遍者保持自身。因此，对语言的经验乃是个别的我作为个别者的消逝经验，并由此是对普遍者的经验。语言原则上普遍化。在此，我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似乎围绕着该小节中间的破折号而发生了逆转。该小节包含三个破折号；第一个和第三个紧跟在句号之后，用于该小节的结构划分，其中第一个预示着详尽解释的开端，最后一个则是某种结论。相反，中间的破折号位于句中：“我是这一个我——但同样是普遍的”；前半句描述了我自身如何在语言中得到表达，以及语言表达在何种程度上比其他表达方式更适合自我。后半句则描述了它由此如何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者。在此，传染朝两个方向进行：在个体试图通过语言肯定自身的瞬间，它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其特定的个体性；但与此同时，它却被传递到了普遍性之上。[55]

自我与我之间的区别在黑格尔的文本中并不十分明确。我将“自我”读作一种自我反思的逻辑功能，即某物对自身的指涉，而“我”在严格意义上则指涉人的自我。因此，“我”具有“自我”的逻辑形式，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的我必须是这种自我指涉的唯一实例。[56] 类似地，

演出借助‘情感传染’证明了自身的转化力量。”菲舍尔-利希特，《施为性美学》，第335页。传染概念源自剧场理论语境。它指涉转化（同前，第55页）；传染通过演员与观众身体的“共在”途径发生（同前，第162页）。另见普菲斯特，“启蒙作为传染：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段落”，第267页以下。

正如感性确知的经验那样，这一段落表明，“我”是一种语言的陈述功能，而不是指涉深藏于我们内部的某种实体或存在根据。正如人们借用序言中的一处说法所能表达的那样，“我”作为主体在其语言清晰表述之前“仅仅被预期”。[57] 让·伊波利特指出，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语言中表达自身及思想的，但语言总是已经先行于这种表达，并由此从字面意义上置于思维活动之前。无论“我”还是“我的思想”，在以语言的、从而感性的方式清晰表述出来之前，都绝不以任何方式存在。[58] 由此，语言的认知功能在此处得到了强调，并同时与交往功能绑定在一起。

在言语行为中，黑格尔勾勒了个别者变成普遍者与普遍者特殊化这样一种交错对称运动（我们记得，黑格尔在《现象学》的发展进程中关于“外化”意义谱系的展开本身就具有交错对称的特征[59]）。普遍者只有在预设其特殊化的前提下才是可通达的。就此而言，在对语言的描述中透露出，外化与回忆对黑格尔而言是如何一致的。因此，精神内容在感性层面上分化自身。黑格尔在《美学》中基于Sinn（意义/感官）一词的双重含义注意到了这些发展的统一：

“‘Sinn’（意义/感官）实乃这样一个奇妙的词，它本身被用于两种对立的意义之中。它一方面指称直接领会的器官，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将事情的意义、思想与普遍者称为‘Sinn’。因此，‘Sinn’一方面指涉存在的直接外在之物，另一方面指涉存在的内在本质。现在，一种富有意义的考察绝不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而是在一个方向上也包含着对立的方向，并在感性的直接直观活动中同时领会本质与概念。”[60]

恰恰由于起初仅被预期的精神内容感性地清晰表述出来，它们才在精神上也真正切实可用且可重复。凡是在媒介上被外在化之物，都以此方式变得对回忆可通达。因此，每一个言语行为与每一种语言理解都立足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感性层面，在其中能指在时间上线性地相继发生并消散（或被翻页略过）；另一个则是意蕴或意义层面，它在超时间的统一体中发挥作用（人们可以补充说，黑格尔还在另一个层面上考虑了时间的消灭这一维度，即他将关于语言的这种现象学描述从该章的叙事发展中凸显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此聚焦于一个更深或更微观的层面，从侍奉与国家权能的社会世界转换到了一个说出的词、一个具有意义的声音的领域；在这一特写镜头中，该章的时间性叙事发展被叫停了）。[61]

就在语言被引入为纯粹自我作为自我得到表达的环节之后，在下一小节中，这种关系立即倒转到了反面，并且中介表现为“异化的”。由此，语言本身作为中项成为了对象性的。[62] 语言作为场景性统一是精神自身关联的一种形式。但与此同时，参与语言的诸环节具有“个己的现实性”，因而也能够分立碎裂。语言的统一“分解”为“僵硬的诸方面”或“诸极端”，在它们之间，语言作为中项获得了一种对象性存在。[63] 因此，人们在此无法建立一种线性的奠基关系。语言与精神的关系倒毋宁是一种“逻辑圆圈结构”：精神一方面（作为语言）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但另一方面也是它们的统一。[64] 相应地，精神也唯独在它于语言中的外化中才被构成——但随后却作为某种不能被还原为所表达之物的东西。[65] 我们如何能够更精确地理解这种逻辑圆圈结构？精神在此以语言的形式“作为精神性进入定在”，[66] 并由此获得一种现实的存在。精神异化自身，一方面意味着精神根本上唯独以一种外在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物质性的形式，即作为语言而存在，因而作为研究对象变得客观可把握。精神在此具有“语言”这一显现形式。另一方面，黑格尔把精神的这一发展阶段构想为：语言作为精神借以异化自身的形式，也为主观精神即个体意识充当了异化的媒介。因此，个体、共同体及其关系乃是相互共同构成的。正如特奥多尔·博达默尔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便产生了一个定义上的难题：

语言诚然是一般中介之可能性的前提预设，但作为中项，它反过来同样预设了那些相互中介的本质，对它们而言语言才唯一能够成为“中项”。[…] 语言首先使得个体之间的社会性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它又总是已经是这种社会性的表达。[67]

语言与社会性并不构成等级秩序，而是相互规定。但精神不仅是中项，而且也是整体。它是

“如此[作为定在，亦即作为语言；作者注]预设那些极端并通过它们的定在而被产生出来的中项，——但同样也是在它们之间喷涌而出的整体，该整体在它们之中分裂为二，并且唯独通过这种接触才将每一个极端在其原则上产生为整体。”[68]

因此，精神一方面具有作为中项的功能，就此而言它在此就是语言。此外，这一整套构型本身也是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精神乃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性，亦即一种文化或世界。[69] 这一整体在个体-语言-共同体这一关系的各个要素之间喷涌而出。该关系的每一个要素唯独通过这种接触（黑格尔在此再次拾起传染这一意向构题），亦即通过关系本身，才在其原则上被产生为整体。我们不是在关系之外理解关系的各要素，而是通过整体（整体因此始终侵入到我们的概念性工作之中）来理解它们。这种定义上的难题不仅存在于作为关系中项的语言，而且同样存在于两个极端，亦即个体与共同体。关于个体的概念与关于普遍（国家）权能的概念也尚未得到展开，而是恰恰通过黑格尔在本章中将它们区分开来，并将它们定义为明确以概念方式探讨并协商彼此关系的存在者，才刚刚在概念上得到充实（在此将会表明，这些本质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稳定的个己存在，而实际上仅仅是过渡性现象）。因此，在语言的例子上，在此显现了个体与其共同体的交织缠绕。二者在概念上恰恰通过彼此的关系而被规定，因此这两个极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充当考察另一个极项的稳定出发点——这对于作为中项的语言而言同样成立。

罗伯特·布兰顿将这种逻辑圆圈结构的难题描述为一种强语义整体论的难题：如果所有关联项都仅仅从它们的关系中获得某种特定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就会面临这些关联项本身变得完全不可理解的难题。黑格尔似乎在要求我们从它们的关系出发去理解它们——然而这些关系又是什么东西的关系？[70] 整体论语义学强调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区分活动的切合相关性。布兰顿的解决方案在于诉诸一种阐释学的前理解，亦即区分不同的理解程度。唯当我们能够从一种直接的区分或定义（诸如意识关于教化所具有的那种未经审验的前理解）出发推演时，对复杂关联项进行更精确规定的过程才得以启动。规定的过程随后恰恰在于：我们在概念区分的不同层面（精细度）中穿行，并经历各阶段的规定。[71] 正如布兰顿所强调的那样，在这种进路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不依赖还原论解释的认识模型。整体论的意义模型无法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而唯有联系前理解才能被理解。它使得理论发展的终点成为可能，却无法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理论发展开端：“人们必须分阶段建构整体论角色，首先从被理解为直接性的某物出发，进而探究将该起点[作者注]视为直接性所隐含的中介。”[72] 与此相应，黑格尔在此诉诸常识所熟知的各种言语形式，并以从普遍到特殊与从特殊到普遍这两条相互交叉的中介运动的形式，展演了这些言语形式的失败。在此，我们能够相继读出有限形式的失败及其统一，即便它们在此期间似乎达到了它们所追求的中介关系（但与布兰顿的立场相反，并不能由此得出常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则上已经正确的结论）。

1.3 中介功能与修辞：侍奉与奉承

对“教化”章的发展而言，核心在于对交换运动、即特殊者与普遍者之间过渡的描述。[73] 黑格尔的例子是侍奉与语言，他把二者都描述为牺牲的形式。由此得出中介的三种特定功能的次序：（无声的）侍奉的英雄主义，[74] 言语的、建言的侍奉，[75] 以及奉承的语言。[76] 这些中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们将个别者置于与（普遍的）社会的何种关系之中。它们以上位语义组织形式的形式对所言之物进行规定。[77]

侍奉是一种为了普遍者（在此指国家权能）而牺牲个别存在的方式。但这种牺牲唯有在其通向侍奉主体的死亡时，才是“完全的”（并因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黑格尔在此想到的是战场上的侍奉。当这种完全的侍奉同时终结了继续侍奉的可能性时，侍奉主体的幸存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后一种情形中，留存下了一种“规定的定在并由此留存有一种特殊的自为存在，它使得为了普遍福祉的建议变得模棱两可且可疑，并且事实上保留了针对国家权力的个己意见与特殊意志。”[78] 具有特定现代特征的（后英雄主义的）侍奉采取了建言活动的形式，因而是以语言方式运作的。黑格尔所指出的问题在于，建言者在其侍奉的框架内可能追求个己的意图，并将这些意图隐藏在关于普遍福祉的建议之中。若出现这种情况，个别者与普遍者的交往中介便告失败。

在前一节中，我们阐释了黑格尔关于成功言语行为的段落，在其中，主体通过语言完全普遍化自身，并由此实行了一种“如同在死亡中那样完全”的“自为存在的牺牲”[79]。这一段落被失败交往的发展过程所框定。失败的危险实质上根源于语言意义与其感性载体的结合是松散的（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作出陈述的说话者想要通过这些陈述表达什么并不总是明确的，相反，语言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恰恰当说话者声称仅仅为了“普遍福祉”建言时，他们便使自己变得“可疑”，因为在他们的建议中并不清楚，这种普遍建议以何种方式与他们特定的个人利益相挂钩——这项建议究竟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80] 这种危险在“教化”章中进一步得到了强调，因为论证的语境是宫廷社会，亦即一个充斥着阴谋、猜忌、搬演、非本真性与修辞的世界。这种社会星丛产生出了一种怀疑的阐释学。更精确地说，人们可以说，唯独通过普遍的猜忌氛围，才根本产生出一种阐释学境况：仅仅因为言说意图是可疑的，人们才会追问在所言之物背后——在“特殊意图与个己意志的隔绝伏匿处”[81]中——究竟还隐藏着什么。在此表明，语言本身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切合相关性并非偶然，也就是说，恰恰在实际上无法达成成功的共同相处之处，语言凸显出来。

通过黑格尔所讨论的第二种中介功能，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除了在所言之物背后还隐藏着某物的普遍建议之外，作为个别者与普遍者中介的第二种形式，存在着“奉承的英雄主义”。黑格尔借此指的是一种言语，在其中说话者确实放弃了任何个己意图，但语言由此却被完全抽空了。奉承的语言面向“专制君主”；它“反思/折射”了规定着言说情境的权能关系以及参与各方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82] 这种构型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说话者的隐秘意图，而是因为受话者的压倒性权能。由于其不受限制的权能，臣服的主体对君主只能“说出他所是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确认他的无限权能，却不能在原本意义上向他传达任何事情。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交往，言说侍奉着的主体仅仅履行着“装饰品”的功能，而全部权能都反思折射在君主的名字中，由于这种不可企及性，君主变成了脱离所有人的孤立“原子”。[83]

对于这两种中介功能而言，关键在于：作为现成（语法）体系的“语言”本身根本无法为它究竟是直接中介、欺骗还是空洞负责。这实质上取决于说话者的态度。但在这一处也由此明晰起来的是：纯粹修辞性伪装的可能性本质上属于语言。[84] 因此，一种更全面的理解把对言说情境的反思纳入到了语言的概念之中。这种反思在“教化”章对“撕裂的语言”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推进。

1.4 撕裂的语言与无限判断

撕裂的语言清晰表述了“教化”章的一个核心结果，即自我的绝对撕裂本质上属于自我的统一。正如在“颅相学”章中那样，此处的发展也走向了意义与载体的差异裂隙，走向了一个“被精神离弃的表面”。[85] 这一表面不再是死寂的头骨，而是整全的“人格性”。[86] 在这一表面之后或之下（从观察者的视角看），存在着自我意识，其语言正是“撕裂的语言”。这一自我意识是一种逻辑关系的体现，它标志着超越颅相学无限判断的重要一步：当颅相学清晰表述一个主体与谓词毫无共同之处的否定-无限判断时，教化的撕裂自我意识则是一个同时既是无限的又是同一的判断：

但撕裂的语言乃是这一整个教化世界的完满语言与真实存在着的精神。这一具有斥责自身卑贱之愤慨的自我意识，直接就是绝对撕裂中的绝对自身一致性，是纯粹自我意识与自身的纯粹中介。它是同一判断的一致，在其中同一个人格性既是主体又是谓词。但这种同一判断同时又是无限判断；因为这一人格性是绝对分裂的，并且主体与谓词乃是彼此毫不相干、没有必然统一的纯粹漠不相关的存在者，以至于每一个都具有个己人格性的权能。[87]

在绝对的撕裂中显现出直接的自身同一性。撕裂由此作为一种逻辑关系而具有了切合相关性。关键不在于在教化世界中所作出的那些判断，而在于在这一世界发展的终点上，将其参数最大程度汇聚并统合于自身之上的自我意识，在形式上对应于同一判断的撕裂。在此之前，这一发展是在情感语域中被描述的；在此我们看到，情感层面与逻辑层面相对应。[88] 撕裂的语言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表达，其在撕裂中的统一与无限判断的统一是同一的。因此，这一自我意识将无限判断的逻辑形式范例化了。[89]

无限判断强调了单个判断的原则性局限，因为它们指明了主体与谓词的差异裂隙：在判断中所陈述的同一性要么过大，要么过小。但与此同时，在判断之外却根本找不到任何规定。自身异化精神之世界的意识认为，判断主体构成了一个固定的基体。然而在通过谓词规定主体的判断运动中，这种基体却从意识那里遗失了。在此显明，主体起初仅仅是一个自为地根本不意味着任何东西的名字。就此而言，无限判断与名字相联系。名字仅仅是判断过程的空洞开端，而名字的这种空洞性在自身异化精神之世界中被发现了。某物拥有一个名字，指明了它的主体特征（在谓述意义上）。名字指称某种自为地独立且“反思于自身之中”、亦即恰恰作为主体而持存之物。然而在判断中，这仅仅是被预期的。[90] 判断预期了一个主体，关于该主体，某种东西被述谓

社会秩序，而死亡则将活的身体与灵魂撕裂开来。在此，死亡恰恰是语言在此充当其占位者的那个环节。参见《大逻辑》第2卷，第325页：“但犯罪是[作者强调，S.W.]无限判断，它不仅否定特殊的法权，而且同时否定普遍领域，否定法权本身。它固然具有正确性，因为它是一种现实的行动，但由于它与构成其普遍领域的伦理完全处于否定关系之中，所以它是荒谬悖理的。”另见《哲学全书》第173节附释（《黑格尔著作集》第8卷，第325页）：“同样地，[作者强调，S.W.]死亡也是一种否定-无限判断，不同于单纯-否定判断的疾病。在疾病中，仅仅是这样或那样特殊的生命功能受到阻滞或否定，而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在死亡中活的身体与灵魂分离，即主体与谓词完全瓦解分立。”


能够被述谓，但这种预测只有在实际的述谓中才得以实现（正如前一节所描述的中介功能那样，判断因而应当将一个特殊者与一个普遍者联结起来）。因此，判断内在地具有一种根本的空虚性，从而判断的诸规定本质上是那些自行重新瓦解或颠倒为矛盾的规定，因为它们所判断的对象并不是固定的本质。与撕裂的意识相对应的，是一种将这种颠倒的结构内化了的语言：撕裂的语言将思想汇聚在一起；由于它同样认识到了判断中诸规定的构成性局限性，以及从判断实践中抽身脱离的不可能性，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它是“机智的”：

诚实的意识把每一个环节都看作是持久的本质，并且是未受教化的缺乏思想，不知道自己同样在做着颠倒的事情。但撕裂的意识则是颠倒的意识，而且是绝对颠倒的意识；概念在它之中是统治性的力量，概念把那些对于诚实来说相距甚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因而它的语言是机智的。

因此，精神谈论自身并关于自身的言说内容，就是一切概念与现实性的颠倒，是对自身和对他人的普遍欺骗；而说出这种欺骗的无耻，恰恰因此是最大的真理。[91]

黑格尔借助一个文学来源——狄德罗的对话录《拉摩的侄儿》——展现了该章的逻辑结果。书名中的侄儿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浪荡子，他向自己的哲学对话伙伴讲述自己如何像变色龙一样钻进各种社会角色，从而把上流社会玩弄于股掌之间。[92] 教化的问题伴

随着社会角色如何被承担而来；《现象学》的“教化”章表明，意识只有通过教化和异化才能根本成为某种被规定的东西；由此便提出了本真性的问题：意识在此过程中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或丧失了自身？在（可用的）社会角色彼岸是否存在一个自我？狄德罗的对话展现了面具之下的个人同一性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自我反思。由此，黑格尔的这一章也进入了喜剧的语域。拉摩的侄儿（在狄德罗那里被称为“他”[»lui«]）是社会角色的精湛表演者。同时，他将这些角色作为恰恰如此的角色来认识。正是通过同等地扮演所有社会角色，他却“始终是同一个人”[93]，并活动在戏剧性与本真性的对立彼岸。[94] 相反，他的对话伙伴哲学家（“我”[»moi«]）则为自己要求本真思考者的角色，即从外部俯瞰社会剧场的人。通过这种借用，黑格尔呈现了《现象学》境况的一种喜剧式倒转：他在文本中让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由他所考察的意识的星丛出场，然而其中的角色却颠倒了。哲学家并没有掌控局势；相反，是身为社会寄生虫与无赖的拉摩自己将自身的境况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来，而哲学家只能“只言片语”[95]。这一星丛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成功捕捉到了撕裂的机智语言：正如斯佩特（Speight）所强调的，正是狄德罗使这种关系向回忆开放，因为他成功地把握并呈现了撕裂的语言。[96] 为了产生对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呈现，需要一位既能在撕裂的语言中、又能在统一的语言中活动的叙述者。因此，撕裂的语言对于哲学的语言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对狄德罗对话的指涉，还进一步阐明了另一点，即原著与副本的关系（统一与差别的又一种关系），具体而言是通过翻译问题来阐明的。翻译的动机在涉及从主观感受到的“纯粹”自我向客观对象性地被规定的自我的过渡时，似乎捕捉到了一个本质方面，即被表达的版本究竟应当如何契合于那（无论如何被概念化）不可表达的版本这一问题。[97] 当然，这一过程与普通翻译的区别在于，并不存在任何原著。黑格尔所说的在自身呈现中“保持自身”的“纯粹”自我，一方面直观上似乎向我们传达了某些东西，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对消逝的强调中也清晰地表明，那里从未存在过任何可以被命名并加以保存的东西：消逝就是驻留。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表达的自我向一个被表达的自我的过渡过程，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一个无法辨识的“原著”的翻译（一个如此不可辨识的原著，以至于它在翻译过程本身中消逝了）。[98] 正如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所描述的那样，语言本身应当作为过渡来把握。[99] 整个这一过程如今反过来又被翻译了，即被翻译为关于上帝自我创生叙述的词汇，这是通过“外化”（kenosis）概念被唤起的，黑格尔将该概念与主体的社会再现、自我呈现以及其思想的语言表达问题联系在一起。[100] “外化”这一概念，

描述了神圣的自我创造行动，它本身就是路德圣经翻译的产物——黑格尔将这一项目视为自己工作的灵感来源。[101] 最后，关于教化王国的这一章由摘自《拉摩的侄儿》的引文所框定。这一文本不仅在内容上相契合，而且在形式层面上也是如此，因为众所周知，狄德罗的著作于1806年首先以歌德的德译本面世。甚至在法文原著出版之前，歌德的译本就已被回译为法文。卸下社会剧场的面具从而达到独创性/本原性的不可能性，我们可以在翻译的动机中与起源的消逝平行地来阅读，而起源的消逝则在黑格尔对语言、教化与异化之关联的呈现中表达出来。

1.5 布兰顿论教化、异化与反讽

罗伯特·布兰顿显著限制了异化在《现象学》“教化”章中的意义。布兰顿对反讽与异化的理解在何种方式上局限了他对《现象学》的视域，当我们考察他对“教化”章的解读时便能看到。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意识将一个“纯粹意识”和“信仰”的领域与现实的领域对立起来，从而使世界双重化。[102] 通过这种在现实性领域中同样重复于国家权能与财富两极之中的双重化，相对化规范性秩序并以此途径获得一个据以能够对诸关系进行纠正或批判的立场便成为可能。由此，在前一节中所描述的异化环节获得了一种批判潜能。但与此同时，黑格尔强调，能够进行这种视角转换的个体内在自我，只有通过语言融入一个必然先行于它的秩序之中，才根本得以可能。它只有在最初使它受到他律规定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律。因此，在言语中不仅存在着单个自我的权能，而且同时存在着一种无能。这种双重关系被撕裂的语言的概念所捕捉。从这种原则性的他律出发，人们应当论证，黑格尔恰恰表明，

个体必须与那些首要使得其个体性得以可能的规范性秩序拉开距离。我在此赞同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对“教化”章的阐释，他强调没有任何秩序能够从自身出发奠定自由的立足点；自由只有在过渡中才会呈现出来。异化随后能够显现为这样一种环节：主体在其中摆脱了规范性秩序，并将后者认识为原则上偶然的现象，以至于他们不再被迫归入这一现存秩序的范畴或参与其中（在“教化”章的词汇中，例如国家权能、财富、高贵意识与卑鄙意识）。[103] 在此决定性的是，黑格尔最终不仅将异化理解为主观态度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必须（或能够）被克服的情感或文化状态，而且首先将其理解为主观性的逻辑必然环节，此外他还赋予其重要的启蒙功能。[104]

在布兰顿看来，黑格尔关于自身异化的精神的理论关涉一种现代性理论，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主观性或超主观性的时代，[105] 但这一时代呈现为一种有待克服的异化状态。不过布兰顿同样强调，对黑格尔而言，异化首先是一个（本体）逻辑环节，而非情感经验。[106] 然而，布兰顿对异

化概念的阐发在倾向性上却退步到了这种洞见之后，并将异化纯粹描述为消极的（相应地，布兰顿自身所追求且归诸黑格尔的方案都是治疗性的）。[107] 异化在此意味着个体怀疑规范的效力，并在其中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他个体和群体的态度。布兰顿将异化理解为（其中包括）“不认同……规范性地位，不通过愿意为了规范牺牲态度来承认规范对自身态度的权威”。[108]

“现代性”此外还以语言成为“承认的媒介”为特征。[109] 由此便存在着我们此前已经确认的语言与异化的关联：

我们只有根据表达我们规范之异化的语言形变，才能理解现代性所固有的这种对规范的异化。根据其显式表达来理解隐式内容——将这些表达视为隐式内容之同一性的本质要素——乃是黑格尔普遍方法论的一个本质性、原则性组成部分。在这一特定情况中，其特有的语言表达，对于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形而上学规范结构的异化而言是本质性的。这恰恰是因为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合法性病理学，它削弱了规范的约束力。正因如此，它根植于在体会到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规范成为其所是的基础上，要求用语言显式说明塑造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些规范之约束力的本质与理由。[110]

在布兰顿看来，异化意味着一种反讽的距离，它导致规范不被承认为实在的。根据他的理论，这一状态应当被随后的历史时代所取代，在那一时代中，这种反讽式的抽离（detachment）被克服了。异化与反讽的距离在布兰顿那里重合在一起（同时他要求我们将合法性问题理解为世界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问题）。他在异化中看到了一种他企图加以治疗的破坏稳定性的（并最终是愤世嫉俗的、“卑鄙的”）环节。由于其狭隘的异化概念，布兰顿在对撕裂的意识的阐释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他把本质在自身异化

的精神世界中的自行瓦解（与其自身将异化解释为本体论层面的缺陷相反），首先不看作是这些本质固有的缺陷，而是看作对它们持有错误态度的结果。因此，他把纯粹教化理解为“显现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不对称承认关系的、在语言上在世存在的方式”。[111] 此外，他解释说，这意味着规范性维度整体上遭到拒绝：“整个规范性维度被作为幻觉而遭拒绝。”[112] 但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些瓦解现象并非对世界的主观态度的产物，而是世界的客观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也是此处所讨论的规范性秩序的一种原则性匮乏：

因此，在这里出现的是这一实在的教化世界的、在其真理中且意识到其概念的精神。

它是现实性与思想的这种绝对而普遍的颠倒与异化；即纯粹教化。在这个世界中所经验到的，是无论权能与财富的现实本质，还是它们的被规定的概念——善与恶，抑或是善与恶的意识，即高贵的与卑鄙的意识，都不具有真理；相反，所有这些环节都相互颠倒，每一个都是其自身的对立面。[113]

普遍的颠倒并不是某种仅仅通过面对世界的态度或某种在世存在的方式而被产生出来的东西，而是这个世界的客观状态（只要此处的“世界”是黑格尔所界定的框架）。诸环节由于自身的缺陷而自行颠倒；恰恰这使得这种颠倒成为绝对的。但这与布兰顿关于规范性秩序遭到拒绝的解读并不相符（这也是他放弃引用分号后最后一个分句的原因）。布兰顿通过将规范领域的瓦解归因于“虚无主义的游戏”、“虚无主义的谈论”或“虚无主义”，暗示核心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拒绝——在他那里这似乎指的是一种主观态度。[114] 虽然米勒（Miller）的英译本包含了“虚无主义的游戏”这一表述，但这具有误导性，因为黑格尔谈论的是一种自我瓦解的游戏：

因此，现存的是所有环节彼此之间施行着一种普遍的正义，每一个环节都同样在自身之中

异化自身，犹如它将自身想象进其对立面并以此方式将其颠倒。——但真实的精神恰恰是这绝对分离之物的统一，并且正是通过这些无自我的极端的自由现实性，精神自身作为它们的中项而进入生存。它的定在就是普遍的言语与撕裂的判断，对于这种言语与判断而言，所有那些应当作为本质和整体之实在肢体的环节都自行瓦解，并且它同样是这种与自身一起自我瓦解的游戏。因此，这种判断与言语乃是真相与不可征服之物，因为它压倒了一切；它乃是在这个实在的世界中所真正唯一关涉的事情。这个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其中达到了使其精神被说出，或者人们以精神谈论它并说出它究竟是什么。[115]

自我瓦解的游戏是作为分离之物之统一的教化世界的真实精神。这种瓦解是由于布兰顿自身所确认的这个世界的本体论缺陷而自行发生的；但这种客观状态也包含着这个世界的诸制度（布兰顿忽略了这一点）。但这意味在该世界之内，对社会参与的有效规范的任何诉求事实上都是天真的，只有撕裂的意识才将这个世界的真理提升为概念（我再次引用前一节中已经引述过的段落）：

诚实的意识把每一个环节都看作是持久的本质，并且是未受教化的缺乏思想，不知道自己同样在做着颠倒的事情。但撕裂的意识则是颠倒的意识，而且是绝对颠倒的意识；概念在它之中是统治性的力量，概念把那些对于诚实来说相距甚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因而它的语言是机智的。[116]

撕裂的意识的异化因此是对一个在自身中异化的世界的客观给定情境的恰当反应。撕裂的意识同时是统一，并作为这种统一表达了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真理这一中心要点，被布兰顿忽略了，因为他将其解释为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由于其虚无主义甚至无法获得关于其自身态度的知识：

机智的言谈——它“懂得对一切事物作出评判并喋喋不休地谈论”——否认了关于事物自在如何的谈论的正确性，只看到事物对意识而言是如何的。因此，它甚至根本无法使事物对意识而言是如何的这一观念变得可理解，

包括对它自身而言。因为这样一种态度的内容取决于它对其他类似态度的规范性排斥。[117]

作为对此的证明，他引用道：

意识到自身之撕裂并公开宣称这一点的意识，嘲弄定在与普遍的混乱，并且同样嘲弄其自身的自我。……所有现实性与每个确定概念的这种虚妄，乃是自知其为虚妄的虚妄。[118]

事实上原文写道：

意识到自身并说出自身的意识之撕裂，乃是对定在、对整体的混乱以及对其自身的嘲笑；它同时是这种整体混乱的依然感知到自身的消逝［此处的强调出自笔者，S.W.］。——所有现实性与一切被规定的概念的这种感知到自身的虚妄，乃是实在世界在自身之中的双重反思；一次是在意识的这个自我之中作为这个自我，另一次是在其纯粹普遍者之中或在思维活动之中。[119]

人们看到，在黑格尔的文本中，恰恰是撕裂的语言对教化世界的缺陷本体论状态作出了本质性的洞见表述——因为它恰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本质的颠倒，因此概念在它之中是统治性的；正因如此，黑格尔也将这种混乱描述为“对自身澄明”[120]，并描述为混乱开始消逝的开端。

布兰顿此外还忽略了中心的一点，即撕裂的意识同时是同一的，并将教化世界的真理提升为概念，因为它恰恰并不试图与这个世界拉开距离，而是（述行式地）反映了这个世界。相反，布兰顿仅仅把撕裂读作反讽的距离——他将撕裂的意识判定为“疏离而遥远的”，并将其对普遍规范的关联仅仅看作是虚饰的。[121] 但这种解读与意识在其撕裂中是绝对同一的这一事实并不契合。撕裂的意识并未将诸规定与自身保持距离，而是知道自己同样受到这一切规定的规定，并恰恰在其中认识到了它们的矛盾性：

在返回自我的那一方面，一切事物的虚妄乃是其自身的虚妄，或者说它是虚妄的。它是自为存在的自我，它不仅懂得去评判和闲聊一切，而且能够机智地将

现实性的固定本质以及判断所设立的固定规定，在它们的矛盾中说出来，而这种矛盾就是它们的真理。[122]

这里固然存在着一种反讽的立场——但其反讽恰恰在于对拉开距离之不可能性的认识。即使是“木桶里的第欧根尼”也依然受制于世界，由此在教化世界中，恰恰是那些诉诸永恒价值的人显得是不加反思的。[123]

布兰顿进一步没有考虑到，撕裂的语言是一种语言学上的述行，从而关联于语言规范。因此，绝非这种意识根本不承认任何规范从而空无内容。相反，它肯定了一切相互矛盾的规范，并在它们彼此之间由其特定的内容规定性所产生的实际存在的矛盾性中展现了它们。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种语言过剩中不同样蕴含着一种表现性语言自由的形式或至少一种萌芽（特别是如果人们把狄德罗对话录中远为复杂的星丛考虑在内，便可认识到，在被把握并被呈现的撕裂的语言中存在着关键的表现潜能）。

黑格尔所描述的异化经验的潜能，如果与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此前已勾勒过的）反讽概念相对比，便可针对布兰顿的异化概念勾勒出轮廓：李尔论证道，反讽经验的不可低估的价值在于，我们通过它们不仅被从我们世界的常规流程中抛出，而且还被从该世界自我反思的（更高阶的）图式中抛出（在此即评价图式“高贵”与“卑鄙”）。李尔在此的出发点是，恰恰是高度发达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机制库能够使一个社会免受批评，因为正是这些更高阶的反思依然是该社会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反讽经验恰恰是对这一秩序及其自我反思机制的完全偶然性的经验。但由于这种偶然性经验是一种我（各自以第一人称）所获得的经验，我在其中恰恰并不将自己经验为完全超脱的（在一种反讽式

抽离的意义上），而是经验为一个事实上受制于特定偶然规范的个体。相应地，侄儿的撕裂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他在其统一中并通过其对规范的受制性而处于绝对撕裂之中。因此，教化世界的本体论缺陷也涉及这个世界的制度，并且不能通过主体为了对这些制度的承认性参与而克服自身对这些制度所谓的距离来加以瓦解。[124]

1.6 对“教化”章的回顾

我们已经梳理了语言、教化与异化的关联。对于理解语言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语言如何组织起个体在其中呈现自身的交往关联。当语言作为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症候而显眼时，语言尤为作为语言本身而被经验到。然而，社会异化并不是在“教化”章中相关的异化的唯一维度。人们应当（针对布兰顿）指出，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是多维度的。异化不仅不是纯粹消极的，而且也不是某种为了乌托邦式的非异化状态而能够或应当被克服的东西（即使在《现象学》的这一点上尚不能作出最终判定）。逻辑意义上的异化最终被黑格尔作出了实定的评价，即作为分化。正如“教化”章所表明的，黑格尔

在此同样考虑到了社会异化的经验。鉴于撕裂的语言取得了对《现象学》整个发展至关重要的逻辑进步这一事实，我想要强调的是，黑格尔似乎在这种语言中看到了一种认识潜能：撕裂作为对自身澄明的混乱，包含着对异化的自觉肯定，正因如此黑格尔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真理的环节。他由此承认，教化世界之内的机智语言切中了该世界的真理，并能够以这种方式摆脱该世界的框架条件（尽管仍需要像狄德罗这样的主体来保存这一真理环节，从而把握并呈现异化关系）。因此，在教化世界之内，坚持持久之物或试图避免异化恰恰是天真的。相反，异化是通过更多的异化来应对的。[125] 在这一语境中，机智的语言乃是一种以述行方式使其世界的矛盾显现出来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空洞的修辞游戏，而是自觉地承认自己实际上受到其世界的诸矛盾的规定。它并没有导致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的规范结构崩溃，而是呈现了其内在矛盾。因此，由自我所认识到的撕裂已经是“本质在自身之中的复归”[126]，或者说是“这种混乱感知到自身的消逝”[127]（其中第一幕语言场景中消逝的声音的相关性再次得到了强调）。正如黑格尔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精神“只有在绝对的撕裂中发现自身，才赢得其真理”。[128] 因此，“统一”并不是对异化的克服，而是统一本身就是异化的，撕裂从而对于精神的统一而言具有构成性，正如黑格尔在关于无限判断的论述中所阐明的那样。

2. “良知”章中的语言

在“教化”章中，语言被作为精神的定在以及社会关系的“中项”被引入。当人们把“教化”与“良知”

两章结合起来考察时，黑格尔将语言理解为精神的定在就变得更加清晰：在语言或言语形式上，整个社会关系的状态是清晰可读的。反过来，“语言”对应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世界以及其中给定的诸关系。因此，语言与社会情境两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是某种社会星丛各自的自我中介与客观化了的自我关系，而“语言”如何运作，决定性地取决于这种星丛。因此，语言是一个能够使特定社会世界的构成要素客观化呈现出来的环节：它是由不对称的权能关系所规定的吗？它是由个体的信念所规定的吗？例如在《现象学》的“良知”章中，语言显现为虚伪的中介，因为良知话语的世界是一个基于其集体自我理解而产生虚伪的世界。这一社会问题作为语言交往的问题而变得切实可感。在失败的社会情境中，语言物质化了，并成为相互不承认的投影面。

这种关联还表明，语言本质上通过语内行为导向的整体论的、场景式的指标发挥作用，这些指标使所说出的内容例如显现为“建议”、“命令”、“奉承”或“虚伪”。在此，在给定的情况中究竟属于建议还是奉承当然可能并不明确；但为了交往而说出的语句毫无任何语内行为色彩却是不可能的。语言的社会与交往功能正显现于此。[129] 黑格尔将言语行为特有的语内力量强调为交往的本质环节，这一点可以在后形式主义整体论的意义上加以阐释：语言在此显现为一个交往关联的环节，该交往关联由社会功能所建构，并且无法在纯粹语法语义学的层面上得到澄清。因此，语言是通过产生于社会星丛的更大意义单位来理解的，而对“语言”的理解离开语言社会功能的理论便无法形成。语言各自包含着人们据以言说的特定精神，即人们在言语中所传达的精神态度。人们学习言语并不是作为纯粹形式的

语法，而是同时获得了一种关于谁在何种情境中可以说什么，以及社会关系如何在语言上得以发展的能力。[130]

这种阐释契合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语言理论思考，他主张对语言理论进行社会学拓展，在其中人们可以辨识出一种言语情境主义。其意是指，命题的意义并不单单通过语法正确性获得，说话者的社会星丛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以至于人们无法超时间地确定何为彼此交谈的得体形式。[131] 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思考也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他指出，语言是从情境中被理解的，在恰当的语境中，人们会略过或忽略据以交往的声音或符号，以至于命题的意义各自源自情境语境。这将关于语言意义的语义学问题从符号学层面推进到了社会层面：在那里，关于意义的问题以如何实际促成所寻求的直接理解之情境这一问题的形式重新被提出。[132]

《现象学》的“教化”章描述了通过对制度的参与而赋予个体承认的

尝试。在此框架中，个体意识通过其对国家权能和财富的（赞同的、“高贵的”或拒绝的、“卑鄙的”）关系来认同自身。相反，“良知”章考察的则是互动。这里的社会星丛（正如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所重构的）“具有对话性与互动性的构造”，因为良知意识建立在这样一种洞见之上：关于自身行动合乎良知的确证只能由他人来作出。[133] 关于行动合乎良知的这种相互承认以一种语言实践为前提。因此，黑格尔在此分析了（至少原则上）处于平等层面的互动伙伴之间的语言行动（尽管“教化”章的参与性结构是垂直组织的，但“良知”章中进行语言互动的个体之间却处于水平关系）。[134]

在对互动形式的这一分析之后，在“宗教”章中接着展开了对互动形式之反思形式的分析，即


即一种关于意识如何不仅在语言和行动中实现一种共同的“精神”，而且能够谈论其精神的更高阶分析。正如黑格尔在“良知”章中就已经预示的那样，宗教是“共同体对其精神的言语”[135]。在此之前，先是对语言共同体中社会关系的分析，以便根本上能够使诸如共同的理论指涉之类的东西发挥作用。在“良知”章中，有待讨论的不仅是个体在语言之中的承认，而且是对语言本身的承认，亦即对精神之规定定在的承认。

2.1 良知的基本结构与问题

谁若诉诸自己的良知，就是诉诸通向具有普遍有效性之权威的直接途径。当人们说自己凭最高知情与良知行事时，人们期盼着他人的赞同，他人应当承认自身行动与自身动机的普适性。黑格尔在“良知”章中对出于良知而行动者的共同体的呈现，正是这样开篇的：对出于良知的意识而言，关键在于已经合乎义务地行事。为此，它要求其共同体的承认，起初它也确实获得了这种承认。行动的这种特殊特质（即“出于良知”）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语言来确立的。个别人为其个别行动要求承认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坦白或告白。在坦白的语言中，个体表达出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个别性，并借此期望同时得到普遍承认。

一旦普遍承认受到质疑，这种组态就变成了或然的（成问题的），因为在这一瞬间，整个社会构造都被表明是站不住脚的，相互的证实也被表明是空洞的。之所以出现这种质疑，是因为“纯粹义务”[136]无法通过任何具体的行动来实现，而且每一单项行动都附着有“规定性的污斑”[137]：恰恰因为一项行动是具体被规定的，它就与那些会履行另一项义务的行动处于矛盾之中。由此便导致了不同义务之间的冲突。以此，顺畅的相互承认关系就翻转为原则上将每一行动都辩护为合乎义务的犬儒式辩护，这导致了相互的拒斥，并最终导致从社会领域的退缩；这种退缩以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发生的是从行动向语言的退缩（语言以此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替代行动）；随后，这种退缩也扩展到了语言本身。[138]

作为背景的逻辑问题（正如在“教化”章中那样）是个别者与普遍者之关系的构想。对黑格尔而言，单个个体是普遍者的次序产物。普遍者之经验的第一环节是语言，因此个体在语言中将自身经验为社会关联的产物。[139]然而，在“良知”章中，只要个体恰恰想要作为自身而确立自身，它就经验到其个体性与普遍者之间的本质冲突。此外，语言这一普遍媒介与个体性发生冲突，而个体性同时却又无法以任何其他途径得到清晰阐明。因此在“良知”章中，必然也会出现试图彻底从行动与语言中退缩的尝试。

个体良知的内在确信，在出于良知不再毫无质疑地被普遍承认的瞬间，导致了一种关于伪善的普遍指责，因为所有参与良知话语的人，如今原则上都能够将每一行动呈现为出于良知的，并且只接受他们各自特有的标准具有决定性。良知越是彻底地拒斥所有社会影响，而只遵循其内在声音（即“束缚与解脱的自足性”），它就越纯粹。[140]以此，将个体作为具有普适性而予以普遍承认的做法，就翻转为对承认的普遍拒斥。在接下来的各节中，我想强调“良知”章的三个环节：(1) 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与规定性的相关性，(2) 个别者与普遍者的冲突（这体现在优美灵魂、伪善、铁石心肠以及恶这些形态中），以及 (3) 宽恕与放弃对立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通过“和解之词”实现了向绝对精神的过渡。

2.2 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与规定性

该章的核心冲突存在于普遍性与具体规定性之间。这一冲突在该章开篇就已经通过普遍义务与每项具体行动的“规定性的污斑”之间的张力显现出来。[141]行动着的意识与评判着的意识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是围绕良知之物的规定而展开的。黑格尔支持规定性的论证，同时也是对纯粹性的批判。纯粹义务无法被现实化，它被证明原则上与将其现实化的一切尝试处于矛盾之中。相应地，从纯粹义务的问题中引出了从行动与语言中退缩的尝试。[142]

语言显现为行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是一种普遍可及的规定性。在语言表达中，个体自我成为一种规定存在。通过言说，人们在操演上承认了这一普遍层面。[143]因此，语言起初应当代替行动而成为所有人相互承认并说出各自信念的媒介。因此，语言与行动紧密相连：语言作为表达的媒介之所以如此无缝地紧随行动之后，还因为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是自为持存的，而是良知自我意识原则上所关切的就是对其行动的语言呈现。良知自我意识的目标，是将自己的行动证明为义务：“普遍自我意识摆脱了那仅是存在着的、规定了的行动；行动作为定在对它而言毫无价值，对它而言有价值的毋宁是行动乃是义务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在语言中才是现实的。”[144]正如凯伦·费尔德曼（Karen Feldman）所强调的，语言由此从一开始就作为行动的修辞框架而具有相关性：“行动不仅是在诸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东西，而且被宣布为义务的行动才是‘中项 [Mitte]’[…]。语言对于良知的展开是内在固有的，因为它在操演上将单纯的行动转化为义务。”[145]

语言应当是那种能够使行动合乎义务性的信念得以表达出来的媒介。然而，如同行动一样，语言表达也脱离了说话者的控制，并展开了一种自身生命：“良知的宣告获得了它自身的定在（being）与客观性，这使得它与它本应对象化于其中的主观良知不可通约。”[146]语言的这种自身动力学，是其过度决定的一种属性：语言决不仅仅是个体说话者想要用它来陈述表达的东西，而且它始终也是某种为他者之物。若非如此，它就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语言从不清晰阐明“这个我”，而始终只清晰阐明普遍者。由此表明，在黑格尔那里——与德里达的论证相反——不存在个体在语言中的自我现前。但因此，语言同样无法解决通过行动来表达的问题。[147]在语言上得以实现的自我现前，并不是黑格尔的目标，而是意识的目标。

然而，让我们首先考察黑格尔将语言结构描述为自我的成功清晰阐明的那一处文本。普遍自我意识在此就是语言，语言在这种组态中成为了行动的替代物。这种语言（不同于在“教化”章中）并不是自我疏离于自身于其中的语言，而是一种自我在坦白的形式中说出其现在的或曾经的信念是什么的语言。因此，它在这里以叙事的方式发生关联，并讲述一个关于自身的故事。在这一语境中，关于语言作为精神之定在的构想再次被提起：


我们在此再次看到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它是那为他者存在着的自我意识，它直接作为自身而现存，并且作为这个自我意识乃是普遍者。它是将自身与自身分离的自我，它作为纯粹的 我 = 我 成为对象性的，在这一对象性中既将自身保持为这个自我，又直接与他者融为一体并且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它听取自身，正如它被他者所听取一样，而这种听取恰恰就是那变为自我的定在。[148]



在这一处，同样值得将语言分析暂时抽离出语境并自为地进行阅读。若我们剖析黑格尔关于语言的命题，就会看到语言是一个过渡环节：


	01.

	01.语言是为他者存在着的自我意识。





	02.

	02.语言是将自身与自身分离的自我，





	03.a. 它作为纯粹的 我 = 我 成为对象性的，

	04.b. 在这一对象性中同样保持自身为这个自我，

	05.c. 正如它直接与他者融为一体并且是他们的自我意识那样。



因此，语言是一个复杂的（考察）对象。语言自身就是一个过程，因为在语言中，自我一方面将自身与自身分离，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又将自身保持为自我。实际上，借助分词“分离着的”，一个运动环节即过渡环节被定格了下来（正如在“教化”章中通过“感染”概念那样）。在步骤2.c中，作为这种分离与保持的综合——但这种综合据称同时与该过程“直接”同一——发生了自我与“他者”的“融合”。因此，语言在这里具有从不规定的普遍者向具体的普遍者运动的形式：在2.c中，我们又回到了1，并借此完成了一次从模糊性通向某种规定普遍性的运动。只要语言是将自身分离的自我，它就始终在进行这种运动。因此，黑格尔将语言理解为恒久的分离。它是一种持续的区分即清晰阐明。在此语境中，始终提出了关于“我”的统一性的问题：当“我”在语言中始终被拆分开时，这种统一性能够在何处持存？唯当统一性不再保持自身，而是瓦解时，这种统一功能才根本上变得可通达。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在这里根本不再通过具有意义的符号在符号学上被理解，而是被理解为（自我）意识构成的社会过程。语言是一个分化着的普遍“自我”，也就是说，是一个自反的、体系性的关联。由此，这段文本也已经为该章收尾处的“和解之词”提供了说明。词语本身只要根本上被理解为语言，它就已经是和解之词，因为对黑格尔而言，语言的单纯发生就已经是一个自我分化着的普遍自我意识的过程。[149]

但对这种普遍自我意识而言，本质性的一点在于个体能够与它拉开距离。在我们探讨个体作为个别者将自身从这一关联中脱离出来的（必然）尝试之前，我们可以先行断定：从黑格尔对语言的理解中可以推导出来，语言最终唯有被视为共同体产物时，才能作为精神的定在发挥作用。个体唯有通过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语言才能确立自身（因此，告白唯有通过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语言才能成功）。对于这样一种语言，所有人都必须“有所贡献”：


它的坦白并不是在对立于他者的关系中的一种贬低、屈辱、自我抛弃；因为这种说出并不是单方面的、借此设定它与他者之不一致的说出，而是纯然为了直观到他者与它自身之一致才说出自己，它在自己的坦白中从自己这一方说出它们的一致，并且之所以说出这种一致，是因为语言乃是精神作为直接自我的定在；因此它期待着他者对这一定在贡献出属于他者的一份。[150]



然而，“语言作为普遍者的定在是某种所有人都必须为之作出贡献之物”这一认识，直到该章末尾才出现，并且唯有通过一场冲突才能达成；在这场冲突中，作为表达媒介的语言（如同行动一样）再次被拒斥，并且在“伪善”的形式中发生了一次从语言中的退缩。

2.3 个别与普遍的冲突

在良知的语言中，一个个体化的“我”宣称自己是出于信念而行动的。“我”通过诉诸合乎义务性的普遍法庭，来为我（过去的）行动辩护。坦白主要关涉的是我从我（第一人称）视角如何看待事物，而这终究是任何人都无法检验的。[151]因此，通过宣称我的信念，我无法说服任何尚未被说服的人，因而这种语言模式建立在对所表达的信念预先给予的承认之上。只要所有人都相信他们各自的个体信念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其他个体的信念也都能得到承认。然而，一旦内在信念是否符合普遍者受到怀疑，各个个体就会分别退缩到各自特有的立场上。在此表明，迄今为止所持存的承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对象——普遍义务与个体信念的和谐一致——无法被对象化。[152]

从这一问题出发，黑格尔分析了从普遍共享的承认领域中退缩、对承认的拒斥与骗取承认的各种形式。这是一种向主体“最内在处”的退缩，通过这种运动，主体在个体性的最极端形式中被“尖锐化”。[153]意识的对象还原为它自身。因此，这里存在着自我意识的最极端形式：意识的对象“是那完全透明之物，是它自身，而它的意识仅仅是关于自身的知识。”通过这种运动，意识“沉沦”于自身内部；它向内坍缩了。在这一阶段上，自我意识的知识是一种纯然个别的知识，而且这种个别知识对于认识着的意识而言，还是其世界关系的实体性基础——不过，由于这种构想，该世界关系全然只是一种自我关系：对于意识而言，“自在存在的实体乃是作为其知识的知识。”[154]


这种自我意识的形式，黑格尔是在优美灵魂的标题下加以探讨的。这种自我意识固然也以一种言说形式来表达自身。但这种言说并未触及任何人。人们完全可以将这一环节理解为德里达所批判的言说中虚幻的自我临在之原型：自我意识在言说中所找到的，被剥夺了一切特有的对象性。因此，它对意识而言不可能是任何“否定物”。由此，这种言说仅仅是个体之特殊自我理解的回声，缺乏任何摩擦。正如黑格尔所写的那样，自我意识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而无法达至真正的实在性。它消散

为空气中的“无形态的蒸气”，[155]因为它不允许自己的表达具有自身的存在——从而不允许自己的表达成为与其直接自我关联的真正差异（一种“绝对区别”）。优美灵魂由此拒绝了存在本身，并停留为一种无实体的思维活动（黑格尔将其称为“渴望”）：

对自己本身的绝对确知，因此作为意识直接向它翻转为一种发声，翻转为其自为存在的对象性；但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乃是它的言说，它同样直接听到了这言说，其回声仅仅返回到它自身。因此这种返回并不具有它自在且自为地在其中的意义；因为本质对它而言不是自在体，而是它自身；它同样不具有定在，因为对象性的东西未能成为现实自我的否定物，正如现实自我未能达到现实性一样。它缺乏外化的力量，缺乏使自己成为事物并承受存在的力量。它生活在唯恐通过行动和定在玷污其内核之荣耀的焦虑之中；为了保持其心灵的纯洁，它逃避与现实性的接触，并固执于顽固的无力，不肯放弃其被推至终极抽象的自我，不肯赋予自己以实体性，或将自己的思维活动转化为存在并委身于绝对区别。[156]

黑格尔在关于绝对知识的章节中还将回到这种外化运动上来；精神在概念上恰恰被设计为不抗拒自身的外化——从而不抗拒自身的变成他者。与此相反，这里所呈现的意识构想不仅导致了一种无实体的个体性理解；通过其使如此构想的个体性得以表达自身的语言，也同样遭受着退回内核之苦。对个别信念的坦白变成了“伪善”，这首先表现在词句仅仅构成了一种“表面”，在其下方或背后隐藏着内在的（自为存在的）本质。由此，语言便“瓦解”了：

语言——在其中所有人都相互承认对方是凭良知而行动的，这种普遍的一致便瓦解为个别的自为存在的不一致，每个意识都同样纯粹地从其普遍性反思回到自身之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由此，个别性针对其他个别者并针对普遍者的对立必然出现，而这种关系及其运动是有待考察的。——或者，这种普遍性与义务具有完全相反的意义，即它意味着那规定的、

将自身排除在普遍者之外的个别性，对于这种个别性而言，纯粹义务仅仅是走到了表面并转向外部的普遍性；义务仅仅存在于词句之中，并被视为一种为他存在。[157]

瓦解了的语言不再在个体之间起中介作用；相反，个体之间的不一致凸显出来。每个个别的意识都“反思”回到其特定的自为存在之中，并将自身从普遍者中分离出去。一种将自身排除在普遍者之外的个别性便是伪善或恶。“为恶”意味着将自身特有的特殊性从全体中凸显出来并针对全体确立自身（相应地，恶是个体经验实存的一种基本属性）。在这一节点上，一致与不一致的关系再次发挥作用，正如在此前的教化章中那样。[158]当然，这里的总体条件更为严苛，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个体与某种规范性制度（如国家权能）的关系，而是与那应当作为普遍道德法则者的关系。伪善显现在行动着的意识与评判着的意识的冲突之中：

对于这种对义务的坚执[评判着的意识的态度，S.W.]而言，第一种意识[行动着并将其行动宣布为合乎义务的意识，S.W.]被视为恶，因为它是其内在存在与普遍者的不一致；并且，既然这一意识同时将其作为宣布为与自身的一致、宣布为义务与问心无愧，它便被视为伪善。[159]

在此，伪善不过是去除了“个体信念契合于普遍者”这一普遍共识之后的既有关系，因为人们获得了一种认识，即我的个体信念始终与绝对普遍者处于某种不一致之中。对于意识而言，这种不一致在此呈现为绝对的不一致——呈现为个人存在的实存事实性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之间不可逾越的区别。因此，个体性是恶的，而它对道德法则的表白则是虚伪的。然而在这一格局中，语言也无法再保障相互的理解。伪善显现为一种工具性的（语言）关系。它

同时同样脱离了语言的这种承认并反思回到自身之中；并且，在它仅仅把自在存在者当作一种为他存在来使用之中，毋宁包含着它自身对自在存在者的蔑视，以及向所有人呈现其无本质性。因为那可以被当作外在工具来使用的东西，显现为一个自身不具有任何特有重量的事物。[160]

因此，伪善仅仅将在语言中所表达出的东西视为为他存在，并从而视为完全无实体的。在良知章（从而也是整个精神章）结束前不久，当语言作为承认的普遍媒介被拒绝时，这种分离达到了最高程度。相应地，通过和解之言来宽恕恶的场景，同样也是词句本身之权能面临检验的一个环节。

2.4 和解之言与向绝对精神的过渡

在宽恕恶的场景中，通过“和解之言”达成了向绝对精神的过渡。这应当如何理解？黑格尔写道：

和解之言乃是定在着的精神，它在自己的对立面中，即在将自身作为绝对内在自存的个别性的纯粹知识中，直观到将自身作为普遍本质的纯粹知识，——一种相互的承认，这承认便是绝对精神。[161]

在这一和解场景之前存在着一系列冲突，它们包含了各种形式对客观性的拒绝（我们此前已经追踪了优美灵魂与伪善的问题）。决定性的结尾场景描述了对恶的坦白与宽恕。其核心问题在于：在何种条件下，言语行为能够发挥效力并由此具有现实性？这里的冲突存在于行动着的意识与评判着的意识之间。行动着的意识通过其行动实现其特殊性，但随后向评判着的意识坦白了这种特殊性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恶的环节，从而向普遍性迈出了一步。评判着的意识起初是普遍者的代理人，因为它是非行动的（亦即没有实现其特殊性），而仅仅将对他者的评判视为自己的特定行动。然而，在它拒绝行动着的意识的坦白的那一刻，评判着的意识自身却变为了特殊的，并陷入了矛盾之中：它固然理解

自己的评判性言说是普遍者的现实实现，却不把行动着的意识的坦白理解为普遍者的实现（在拒绝他者时，评判着的意识显现为“顽固的心”[162]）。评判着的意识由此赋予自身语言和自身言语行为一种它拒绝赋予他者语言的客观性——它实际上只把自己的语言（亦即对行动着的意识的评价）理解为言语行为，而指责他者的语言仅仅是表面的外壳（亦即纯粹修辞性的）。因此，评判着的意识为自身索取了关于语言有效性标准（亦即精神定在的有效性标准）的权威。由此，它逃避了与互动伙伴（行动着并坦白着的意识）的一致，并因而“否认”了将二者包含在内的精神。同时正如黑格尔继续指出的那样，它

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矛盾：不把在[行动着的意识的，S.W.]言说中所发生的那种抛弃承认为真正的抛弃，而它自己却并非在真正的行动中、而是在自己的内心及其在自己判断的言说中的定在中拥有其精神的确知。因此，正是它自己阻碍了他者从行动返回到言说的精神定在与精神的一致之中，并通过这种冷酷而产生了那依然存在的不一致。[163]

正如黑格尔所写，这一矛盾的瓦解原则上已经具备，因为评判着的意识只需要重复行动着的意识的坦白运动，使得双方都放弃彼此片面的立场设定。唯其如此，双方才能将自身认识为一个整体、亦即一个互动关联的诸环节。恰恰因为对立的双方（即便以不同方式）都主张着各自的个别性与普遍性，它们在形式上乃是一致的。在当事双方明晓地反思这一点的瞬间，矛盾中便注入了运动，而这一知识的实现则是通过“这一对立的运动”发生的，亦即通过对双方所处之真实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的反思而发生的：

这种对立毋宁本身就是“我＝我”的不可分的连续性与一致；而每一个自为的意识，恰恰通过其纯粹普遍性的矛盾——这普遍性同时还抗拒着它与他者的一致并从中分离出来——在自身之中扬弃了自身。[164]

对立的双方在这一运动中都承认了一个通过语言与行动而持存并生成的客观定在领域。它们由此承认，本质性的东西正是那同样显现出来并因而普遍可及的东西。反过来表述，它们由此放弃了各自的“不现实的本质”（亦即那恰恰因其纯粹性而不显现的“纯粹”本质）。[165]黑格尔在这一场景中描绘了一种对“词句”或对通过语言必然发生之外化运动的接纳，通过这种运动，个别者与普遍者相互关联。但他强调，这一词句唯有通过对立者——亦即言说者彼此之间以及言说者与语言之间——的极大激化，才进入显象之中：

和解之言乃是定在着的精神，它在自己的对立面中，即在将自身作为绝对内在自存的个别性的纯粹知识中，直观到将自身作为普遍本质的纯粹知识，——一种相互的承认，这承认便是绝对精神。

它唯有在顶峰之上才进入定在，在这一顶峰上，它的关于自身的纯粹知识乃是与自身相对立和更替。[166]

因此，在参与其中的两个“我”之中，存在着一种和谐一致，一种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相互交融。由此，个别性与普遍性便不再在以下意义上处于冲突之中，即两个环节中的某一个能够片面地主张针对另一方的特权。毋宁说，个别性与普遍性乃是构成性地相互关联的（这也是它们被称为“环节”的原因），因此它们的冲突是现实性构成的。[167]

普遍性与个别性的诸环节通向关于二者必然重合的认识之区分过程，同样也可以被解读为对个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互补形式的反思（这一维度在黑格尔对优美灵魂的讨论中也已经有所暗示，优美灵魂将其全部知识理解为它的关于自身之本质上特殊的知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绝对精神”乃是“定在着的精神，它在自己的对立面中，即在将自身作为绝对内在自存的个别性的纯粹知识中，直观到将自身作为普遍本质的纯粹知识”。这一建构即是“和解之言”。[168]关于普遍知识与个别知识之关系的解释，以及将这一关系作为绝对精神之形式的反思，我遵循圭多·克赖斯的解释。正如克赖斯所写的那样，

普遍知识在个别知识中得以实现[…]，只要个别知识自身采取了一种普遍视角。绝对精神绝非仅仅是对立着的普遍知识本身，而是普遍知识与个别知识的关联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绝对精神自身即是两种知识形式的“相互承认”：个别知识的普遍化，但前提是普遍知识决不可超越个别知识的可能承认焦点。因此，如果不存在我们这些在各自个别思维活动中承认普遍思维活动视角的人，绝对精神就什么也不是。我们即是绝对精神——只要我们作为个别者普遍地思维。[169]

在此涉及一种对于理解语言而言具有核心意义的洞见，因为其中同时奠定了以下根据：语言唯有超越单个言说者的个体意图时，才得以发挥功能。黑格尔通过描绘一系列关于语言的消极经验以及脱离语言的各种形式，反向使这一洞见变得令人信服。整个良知章构成了作为特殊自我逃避客观化的一连串尝试。然而，当对立的人物将自身认识并接纳为一个共同格局的诸环节的那一刻，他们便反思自身的客观性。他们由此将精神反思为客观地（通过定在或显象）得以实现的精神。精神对自身作为客观精神的这种“去特殊化”反思的践履，便是绝对精神。[170]

因此，绝对精神并非给定的、自在持存的对象，而是精神对其自身结构之反思的践履。[171]恰恰是这种反思，在《精神现象学》的“宗教”章中自身成为了考察的对象，其中尤其关涉到：精神的自我反思性践履形式如何在不同媒介中得以呈现。

3. 结语

在《精神现象学》的精神章中，人们对语言获得了各种消极经验，但这些经验最终汇入了对语言媒介无可避免的接纳之中。这两个经验环节在绝对精神的层面上被共同思考于一种为了呈现精神之目的而对语言表达手段进行针对性转换的理论之中。由此，语言开启世界的维度及其在审美语言中的范例化便成为了主题。在此过程中显明的是：原则上对语言媒介的接纳，绝不意味着对某种特定的语言现状或某种特定的（更复杂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接纳。

在每一次语言表达中（正如在每一次行动中一样），都会出现必然使普遍者特殊化的偶然性效应。正如我们此前依据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所重构的那样，黑格尔强调，个体在其语言与行动的表达中不再“在自身中保留和占有自身”，并且语言表达并不完全与言说意图相重合。[172]因此，尽管对

这一结构的反思是去特殊化的，但对这一反思的清晰表述却反过来产生出规定性。它绝不会涵盖所有的方面。然而，这些效应可以通过审美语言而被富有成效地利用。在此过程中，语言的规定性在其自身动力中被呈现于舞台上——并从而同时与语言对象的发展建立起关联。[173]在这一背景下，显而易见的是，语言与行动作为外化的形式产生出诸种差异，正是通过这些差异，究竟什么是内在联系才首次变得可被认识。因此，凯伦·费尔德曼（Karen Feldman）建议将《精神现象学》整体作为操演性文本来阅读。在这一构想中，呈现的运动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维度：

良知言语行为的失败[…]对于作为其自身权利中的言语行为的《精神现象学》整体而言具有启发意义。[…]黑格尔的序言表明，《现象学》并非仅仅关于精神的展开，而是实施精神的展开。因此，这部著作应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约束世界，作为精神在世界中的真正运动与展开。根据黑格尔的说法，《现象学》中对精神进程的叙述奇特地与这一进程本身不可分割，甚至可能操演了这一进程本身。

将《精神现象学》作为言语行为、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操演性文本来阅读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黑格尔所指的呈现（darstellen 或 presenting），当时他写道：“正是科学本身或知识的这种转变，乃是这部《精神现象学》……所呈现[darstellt]的”。[174]

随着宗教章的开篇，精神的呈现本身成为了《精神现象学》的主题，该书由此开始反思性地反思并把握其作为哲学文本的自身运作方式。

[1]: 参见本研究的导论以及“呈现作为感性现前化”一章。 ↩



[2]: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25页：“实体以及普遍的、自身同一的、常住的本质，——乃是[精神，S.W.]众人行动的未动摇且未瓦解的根据与出发点，并且是他们的目的与目标，作为所有自我意识的被思维的自在体。——这一实体同样是普遍的作品，它通过一切人和每个人的行动产生为他们的统一与一致，因为它是自为存在、自我、行动。”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而精神的形态乃是“一个世界”的形态（《精神现象学》，第326页；通盘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24–27页）。 ↩



[3]: 《精神现象学》，第325页。 ↩



[4]: 因此，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安提戈涅将精神普遍实体的各项规定视为“诸神不成文且不可动摇的法权：‘绝非始于今日或昨日，而是永恒地 [/] 活着，无人知晓其自何处显现。’”普遍实体的规则持存于正当性问题之外：“它们是。如果我探询它们的起源
并将它们局限在它们的开端之点上，我就已经超越了它们；因为我现在是普遍者，而它们则是受条件限制者和有限者。如果它们应当向我的明察证明自身具有正当性，我就已经触动了它们不可动摇的自在存在，并把它们看作对我而言也许真实、也许不真实的东西。伦理情意恰恰在于：不可动摇地坚执那正当之物，并克制一切对它的动摇、撼动和追根究底。”（《精神现象学》，第322页） ↩



[5]: 对此参见布兰顿，《信任之灵》（A Spirit of Trust），第469–71页。 ↩



[6]: 参见埃蒙茨（Emundts），《经验与认识》（Erfahren und Erkennen），第89页。 ↩



[7]: 参见霍夫曼（Hoffmann），“论《精神现象学》中宗教的临在形式”（»Präsenzformen der Religi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8]: 《精神现象学》，第325页。 ↩



[9]: 《精神现象学》，第326页。 ↩



[10]: 迪娜·埃蒙茨写道：“就界定精神章的立场而言，亦即部分由‘概念乃是现实的’这一假定所规定的立场，其代表者并不亲自经历经验。这里的经验并不是对主张正在经受考验者的反转。他虽然目睹了历史形态的瓦解，但也看到了连续性与某种自我持存的东西。回忆代替了经验：决定应当在精神章中得到检验之立场态度的，并非当前的实际参与，而是一种对既有经验的收集。”埃蒙茨，《经验与认识》，第91页。关于《精神现象学》尤其是精神章中文学参照的意义，参见斯佩特，《黑格尔、文学与能动性问题》（Hegel, Litera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



[11]: 此处的参照点是《差异论文》中题为“哲学的需要”的段落（《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第20–25页）。 ↩



[12]: 关于参与性与互动性社会模式的界分，参见迪塞尔贝克（Düsselbeck），《黑格尔的主体间性与承认理论》（Hegels Theor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Anerkennung），第11页。 ↩



[13]: 参见德里达《文字学》（Grammatologie）中此前已引用的段落，第273页。因此，语言相对于在其中表达自身的人具有一种“优势”（参见同上，第276页）。对此参见吕德曼（Lüdemann），《解构的政治》（Politics of Deconstruction）第2.1节。最初以德文出版为吕德曼，《导读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zur Einführung）。 ↩



[14]: 参见布兰顿，《信任之灵》，第506页。 ↩



[15]: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第425页。关于该问题的一个可资比较的评估亦见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第4页。在一次访谈中，德里达强调，解构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旨在对语言的权威提出怀疑。因此在德里达那里恰恰找不到任何“泛语言主义”，而是对语言的批判，尤其对语言的权威或在语言中得以代表的诸种权威的批判：“如果不把事情置于语境中，我就无法解释解构对我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标题下开展我的工作之时，结构主义正占据主导地位。解构确立了反对结构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那是一个科学的语言理论统领一切的时代，处处是对语言学的指涉，‘万物皆是语言’。在那个时代——我说的是1960年代——解构开始成形……我不会说它是‘反结构主义’，但无论如何，它是通过与结构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并对语言的权威提出怀疑而形成的。因此，每当解构（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被等同于——我该怎么说呢？——‘泛语言论’、‘全语言主义’或‘全文本主义’时，我都同样感到惊讶和愤怒。解构恰恰是从对立面开始的。我是从反抗语言学、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权威开始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该引文见于吕德曼，《解构的政治》，第26页，节录自1992年6月30日的一次访谈，该访谈刊载于2004年10月12日《世界报》（Le Monde）上对德里达的讣告中；参见“1930–2004 – 雅克·德里达 – 什么是解构？”（»1930–2004 – Jacques Derrida – Qu'est-ce que la déconstruction?«）。 ↩



[16]: 迈克尔·福斯特对这一关联作出了精辟的表述：“黑格尔认为，现代个人主义者自身与其共同体之间的分裂，基于对其自身在本体论和实践上脱离其共同体的自主性的一种隐性假设：假设他在其自身的实存与同一性上，或者在其最深层抱负的实现上，都不依赖于他的共同体或与共同体的一致（至少本质上并不依赖）。《现象学》主要通过论证相反的观点来处理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即个体的真正实存与同一性，以及他所有最深层抱负的实现，本质上确实依赖于他的共同体以及他与共同体的一致。因此，首先关于个体的真正实存与同一性，《现象学》有力地论证道：(i) 任何形式的概念思维本质上都要求占有相应的语言；(ii) 占有某种语言本质上要求参与相应的语言共同体。因此，(iii) 人类个体，作为如果没有概念思维就根本无法存在、并且如果没有他所拥有的（绝大部分）具体概念思维就无法成为其特定的自身的存在者，在其真正实存与同一性上本质上依赖于参与他的语言共同体。”福斯特，《黑格尔的理念》（Hegel's Idea），第83页及以下。 ↩



[17]: 《精神现象学》，第36页；参见教化章中的相应段落，《精神现象学》，第383页以下。雅罗斯拉夫·布莱多夫斯基（Jaroslaw Bledowski）在其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解释中，借助断裂（Fraktur）概念描述了主体的这种根本撕裂；参见布莱多夫斯基，《通达与断裂》（Zugang und Fraktur）。 ↩



[18]: 布兰顿对教化章解释的一些问题将在本节末尾加以讨论。朱迪斯·巴特勒也反复将主体融入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依赖性问题化。除福柯的著作外，德里达与黑格尔也是其重要的参照点。巴特勒强调，在这种构成关系中绝不涉及某种社会决定论；参见巴特勒，《性别的麻烦》（Das Unbehagen der Geschlechter），第210、216页。关于我们将自身纳入理由的社会空间之问题的典范性段落见于《权力的精神生活》（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的开篇，在那里这一过程被描述为主体化或臣服（subjection）：“我们这些接受[权力条款]的人，在实存上从根本上依赖于这些条款。任何‘我们’的清晰表述是否都存在话语条件？臣服恰恰存在于对我们从未选择的话语的这种根本依赖之中，但矛盾的是，正是这种话语开启并维系了我们的能动性。臣服既标志着被权力置于从属地位的过程，也标志着成为主体的过程。”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第2页。与此相反，约翰·麦克道尔则持有一种在此点上更接近布兰顿的立场。麦克道尔将个体通过语言教化而成长为理性行动者的理念与教化概念联系起来。在麦克道尔关于这一历史的乐观版本中，我们通过教化而被引入“理由的空间”，在此框架内我们进而与实在性建立关联。理由的空间不仅包含对实在性的基本态度，而且还包含对这些基本态度进行反思的可能性：“思维能够作用于经验实在性，仅仅因为成为一个思维者归根结底就是安居于理由的空间之中。而安居于理由的空间中，不仅涉及为了响应这样或那样的事物而改变自身心理姿态的一系列倾向，而且包含采取反思姿态的恒常潜能，在此反思姿态下产生了这一问题：是否有人 ↩



[19]: 《精神现象学》，第376页。 ↩



[20]: 《精神现象学》，第376页以下。关于本章中的语言，参见施勒瑟（Schlösser），“行动、语言、精神”（»Handlung, Sprache, Geist«）。语言作为中项的功能亦可与黑格尔的推论理论相联系；对此参见《逻辑科学》第2卷，第353页，以及博达默，《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第233页。 ↩



[21]: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90页。 ↩



[22]: 参见伊波利特，《起源与结构》（Genesis and Structure），第385页注10。 ↩



[23]: 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第95–103页。 ↩



[24]: 参见西蒙，第100页。关于教化与异化的关系，参见同上，第107页。 ↩



[25]: 《精神现象学》，第359页以下。黑格尔仅强调了“作品”一词。教化与异化是《精神现象学》第VI章（《精神》）题为“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的整个中间部分的纲领性线索。在该部分内部，第一部分（I.）题为“自身异化的精神的世界”。它细分为两节——a.) “教化及其在现实性中的王国”与 b.) “信仰与纯粹明察”。正如目录所示，教化与异化一方面作为整个第VI. B.节的线索，另一方面在更狭义的意义上服务于第VI. B. I.节，最具体地服务于第VI. B. I. a.节。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发现了语言的出现，它作为“自身异化的精神”的最早发展之一。 ↩



[26]: 特有的世界恰恰不是其居民的财产。这一世界不再自在地具有意义。在此暗示出一种在语言理论上相关的特征：语言——使用有意义的符号或执行有意义的行动——与异化形成鲜明对照，而异化可以被构想为意义的丧失。 ↩



[27]: 路德维希·西普，《〈精神现象学〉之路》（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189页。 ↩



[28]: 《精神现象学》，第360页。 ↩



[29]: 对此参见伊波利特，《起源与结构》，第385页注10。 ↩



[30]: 西普，《〈精神现象学〉之路》，第190页。卢梭将“完全的异化”（aliénation totale）理解为个体向共同体的“外化”；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第32页及以下（第一卷）。关于外化概念，亦参见卢卡奇，“外化作为《精神现象学》的哲学核心概念”（»Die Entäußerung als philosophischer Zentral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31]: 《精神现象学》，第361页；参见西普，《〈精神现象学〉之路》，第191页。对于贝尔特拉姆而言，在此语境中关涉到对一个较差的世界和一个较好的世界的区分；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200页。 ↩



[32]: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63页。 ↩



[33]: 按照西普的说法，这第四个异化概念直到后面的各分节中才发挥作用；参见西普，《〈精神现象学〉之路》，第192页。 ↩



[34]: 《精神现象学》，第31页；亦参见第73页。 ↩



[35]: 《精神现象学》，第364页。 ↩



[36]: 每当一个新现象成为考察对象时，它起初总是不规定的。我们从一个必须加以展开的模糊观念开始。参见《精神现象学》，第71页：“因为部分借口其意义[词语的意义，S.W.]普遍为人所知，部分借口人们自身拥有其概念，这似乎更像是为了省去主要的事情，亦即给出这一概念。”此外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7卷，第445页：“一门科学的内在展开，即其全部内容从简单的概念中的推演（否则一门科学至少不配称作哲学科学），表现出一种独特性：同一个概念[…]起初因为它是开端而是抽象的，它保持自身，但其诸规定，即 ↩



[37]: 《精神现象学》，第385页。歌德在《形态学》中也写道：“然而，如果我们考察所有的形态，特别是有机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无处存在着某种持存之物、某种静止之物、某种封闭之物，相反，一切都在恒常的运动中摇摆。因此，我们的语言完全适当地把‘教化’（Bildung）这个词既用于那被产生出来的东西，也用于那正在被产生出来的东西。”歌德，《自然科学著作》（Schriften zur Naturwissenschaft），第48页。

38 《精神现象学》，第368页。参见索伦森（Sørensen），“非劳作，而是异化与教化：黑格尔现象学中的教化”（»Not Work, but Alienation and Education. Bildung in Hegel's Phenomenology«）。关于教化概念，亦参见拉库-拉巴特与南希，《文学的绝对》（Das Literarisch-Absolute），第101页。在那里，尤为相关的是与图像及理念形式（eidos）的关联。 ↩



[39]: 《精神现象学》，第368页。 ↩



[40]: 《精神现象学》，第372页。 ↩



[41]: 《精神现象学》，第373页以下。 ↩



[42]: 《精神现象学》，第380页。 ↩



[43]: 《精神现象学》，第380页以下。 ↩



[44]: 《精神现象学》，第383页。 ↩



[45]: 《精神现象学》，第380页。 ↩



[46]: 《精神现象学》，第386页。 ↩



[47]: 约瑟夫·西蒙写道：“国家的繁盛在真理中乃是它的衰亡。国家的‘本质’并不在于其持存的存在、其持久，而同样在于其消逝。”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第142页。黑格尔认为，国家权能乃是“这样一种权能，其概念恰恰是通过侍奉与崇敬——它通过侍奉与崇敬而生成——过渡到其对立面、过渡到权能的外化这一运动。”（《精神现象学》，第380页）。 ↩



[48]: 对此详见斯佩特，《黑格尔、文学与能动性问题》。 ↩



[49]: 《精神现象学》，第375页以下。 ↩



[50]: 黑格尔将语言构想为一种能动的、生成世界的言说。在斐洛（在此作为参照点）那里，这被规定为外发之道（logos prophorikos）。对此参见博达默，《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第56页以下，第95页。 ↩



[51]: 例如在宗教章中显明的是，流传下来的作品的意义已经丧失。关于语言作为精神的定在以及语言的符号特征，亦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第124–27页。西蒙强调了这一悖论：语言恰恰在完全不被注意之时发挥着最佳功能。因为对于西蒙而言语言归根结底
是符号，所以它是一种“未被注意的工具”，并且其本质恰恰由于这种顺畅无阻的运作而始终被遮蔽（同上，第127页）。 ↩



[52]: 关于语言的自我关联性，参见伊波利特，《逻辑与实存》（Logic and Existence），第44页。人们也可以在黑格尔的否定概念下把握这种自我关联性：在语言中，感性之物与精神之物各自否定了自身。 ↩



[53]: 亦参见《精神现象学》，第402页以下，第518页。 ↩



[54]: 埃丽卡·菲舍尔-利希特写道：“正是传染的过程，通过知觉的途径，将演员身体上感知到的感觉转移到观众的身体上，从而使得演出的效果成为可能。‘传染’一词标示了一种可以说是‘经典’的阈限状态，一种居间状态，一种从健康向疾病的过渡。 ↩



[55]: 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这种过渡形式，黑格尔早在感性确知中就已经描述过，后来例如在德行与世界进程的对立中亦有描述，二者同样已经通过其差异的概念而相互过渡。因此他也谈到了相互的贯通。卡瑟琳·马拉布写道：“恰恰在主体性将自身确立为确知的根据的那一刻，当它获得其完全的自主性与自由时，它外化了自身。‘我＝我’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其自身的内容。”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The Future of Hegel），第111页。 ↩



[56]: 亦参见《耶拿手稿》第3卷（JS3），第171–75页（＝《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8卷，GW8，第185–90页）。关于人与形式上的自我关系的关系，让·伊波利特写道：“人是意识
与自我意识，同时又是自然的定在，但意识与自我意识并不是人。”伊波利特，《逻辑与实存》，第20页。关于人与自我的区别，亦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41与546页，关于精神与意识的自我关系参见第552页，以及珀格勒，《黑格尔对浪漫主义的批判》（Hegels Kritik der Romantik），第39页。 ↩



[57]: 《精神现象学》，第27页；在序言的这一处，黑格尔指涉的是“绝对主体”。 ↩



[58]: 参见伊波利特，《逻辑与实存》，第43、31–33页。伊波利特提请人们注意，语言在精确的意义上被置于思维活动之‘前’：它字面上位于思维活动之前，因为不存在前语言的思维活动。此外，它将思维活动呈现在自身面前，使思维活动能够从外在视角观察自身；最后，我们在表象领域的运动在严格意义上还不是思维活动。对于我们的考察而言，这具有伊波利特同样强调的另一重相关性（同上，第46页以下）：不存在“赤裸的意义”。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也并不存在能够穿上不同语言服饰的赤裸思想。意义随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发生变异。在此达到一种平息这种意义变异的确定规定的需要，乃是知性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对一个对象进行渐进的深化规定；在此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一对象（例如我们自身或“精神”）在此过程中确实变成了他者：“自我表达取得进展，是因为跨越所表达的内容（此前存在的内容），意义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宣告自身并道出自身。” ↩



[59]: 对此参见论黑格尔语言的章节。 ↩



[60]: 《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3卷（TWA13），第173页。对此亦参见关于艺术品乃是“为着人的感官而从感性中摄取出来的”这一章节（同上，第52–64页，尤其是第57页论定在以及第60页以下论映象、表面、中项与感性化）。在《美学》第二卷中，黑格尔将语言主题化为精神在质料中的分有与传达；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4卷（TWA14），第351页以下，以及关于同一主题的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第152页以下，第118页。 ↩



[61]: 克里斯蒂安·马丁（Christian Martin）描述了黑格尔在我们这一段落中对语言的描述里，时间上延展的感性层面与超时间的或“无时间的”意义层面之间的关系。他在此强调了符号在精神上的消逝（例如在阅读中也会发生）的相关性：“决定性的是，在清晰表述语义意蕴的过程中，交织着两个就其展开形式而言相反的过程——单个感性符号在精神上的消逝过程，以及领会普遍的、无时间的意义的过程。”马丁，
“语义规定性”（»Semantische Bestimmtheit«），第69页。关于可重复性参见布兰顿，《信任之灵》，第509页以下。关于回忆参见伊波利特，《逻辑与实存》，第28页以下。 ↩



[62]: 《精神现象学》，第377页。 ↩



[63]: 语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出现，由此将这两个极端划分为私人的一面和公共的一面（私人的自为存在与公共的自在存在；《精神现象学》，第377页）。黑格尔在该章结尾谈到了“无自我的极端”（《精神现象学》，第386页）。因此，这些极端似乎没有特有的自我；这对目前的段落尤为重要，因为它指明了其有限的有效性。 ↩



[64]: 参见博达默，《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第93页。 ↩



[65]: 这种必然的清晰表述环节，黑格尔也用“获得/保持”（Erhalten）的概念来把握，其意义在保持相同（保持、保存）与重新获得（在赢得意蕴上）之间转换；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76页以下：“精神在此获得了这种现实性，因为作为其统一的那些极端，同样直接具有自为地成为特有现实性的规定。”对此亦参见马拉布，《在明天之前》（Before Tomorrow），第26页以下。 ↩



[66]: 《精神现象学》，第377页。 ↩



[67]: 博达默，《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第93页。参见同上，第96页：“语言[…]不仅直接赋予单个自我意识以‘普遍性’，而且
它同样赋予精神以‘特殊性’。” ↩



[68]: 《精神现象学》，第377页。 ↩



[69]: 参见博达默，《黑格尔对语言的阐释》，第95页。 ↩



[70]: 因此布兰顿问道：“究竟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参见布兰顿，《逝者巨擘的传说》（Tales of the Mighty Dead），第187页。布兰顿从这一问题中推导出了强语义整体论的不融贯性，相应地他也没有将强语义整体论归给黑格尔。 ↩



[71]: “整体性地识别和个体化的项的把握或理解过程，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经历诸环节’。”布兰顿，第202页。相应的地方是《精神现象学》，第46页。 ↩



[72]: 布兰顿，第206页。 ↩



[73]: 参见伊波利特，《起源与结构》，第402–17页。 ↩



[74]: 《精神现象学》，第373页；“英雄主义”概念可以在希腊古代英雄唯有通过其劳动才成为神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因此它描述了将特殊实存转化为普遍实存的形式；参见沃尔法特（Wohlfart），《思辨命题》（Der spekulative Satz），第146页。 ↩



[75]: 《精神现象学》，第375页。 ↩



[76]: 《精神现象学》，第378、380页。 ↩



[77]: 这些中介功能可以被理解为言语行事力量。除这里讨论的功能之外，例如在良知章中还分析了坦白与伪善。更复杂的形态则是宗教章中探讨的（审美）体裁：神谕询问、赞美诗、史诗、悲剧与喜剧。 ↩



[78]: 《精神现象学》，第375页。 ↩



[79]: 《精神现象学》，第375页。 ↩



[80]: 《精神现象学》，第375页。 ↩



[81]: 《精神现象学》，第375页。由此再次强调，在前一节所讨论的段落中涉及的是一种理想情况。 ↩



[82]: 《精神现象学》，第378页。 ↩



[83]: 《精神现象学》，第379页。 ↩



[84]: 由此产生了“知性”的怀疑，即认为语言具有构成性的欺骗性，因此人们原则上应当将思想与其伪装分离开来。这种欺骗常常被归咎于语言的物理方面，即它的“肉身”——字母。字母假装意欲善与真，但言说的精神与灵魂并未兑现这一点；参见斯特罗维克（Strowick），《言说的身体，传染诗学》（Sprechende Körper, Poetik der Ansteckung），第71页。关于“赤裸思想”这一成问题的观念，让·伊波利特写道：“当知性声称[…]剥离一个问题的语言外衣时，它就已经沦为了幻觉的受害者；它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语言的外衣，这个问题会是什么？然而，当涉及哲学问题时，根本不存在赤裸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柏拉图的问题，不提出不同的问题，就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柏拉图的问题。思维活动的进展与其表达的进展是平行的；二者严格地统一在一起。”伊波利特，《逻辑与实存》，第46页以下。 ↩



[85]: 《精神现象学》，第384页。 ↩



[86]: 《精神现象学》，第385页。 ↩



[87]: 《精神现象学》，第384页以下。 ↩



[88]: 关于黑格尔将实存的情感维度与逻辑模态维度紧密结合的论述，参见科梅（Comay），“黑格尔：非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的、后创伤的（对卢姆斯登、雷丁、辛纳布林克的答复）”（»Hegel: Non-Metaphysical, Post-Metaphysical, Post-Traumatic«）。 ↩



[89]: 参见沃尔法特，《思辨命题》，第309页。关于无限判断，亦参见鲁达，“什么是待评判之物？论无限的无限判断及其后果”（»What Is To Be Judged? On Infinitely Infinite Judgme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关于无限判断的例子是犯罪；在那里也存在一种即是无限判断的行动，正如在教化章中撕裂的语言并非说出无限判断，而是属于一个自身即是无限判断的自我意识。沃尔法特引证了黑格尔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 173附释）中关于死亡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对于理解教化章都极为切题：犯罪，否定并撕裂了 ↩



[90]: 对此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88页，以及《现象学》序言（《精神现象学》，第26页以下）：“把绝对者表象为主体的需要，使用了这样的命题：上帝是永恒者，或者道德的世界秩序，或者爱，等等。在这样的命题中，真相仅仅被直接设定为主体，但并未呈现为自身反思回自身的运动。在这一类的命题中，是以‘上帝’这个词开始的。这单凭其自身是一个无意义的响声，一个单纯的名字；唯有谓词才说出了他是什么，才是他的充实与意义；空洞的开端唯有在这终点中才成为现实的知识。就此而言，人们看不出为什么不单单谈论永恒者、道德的世界秩序等等，或者像古人那样谈论纯粹概念、存在、一等等，谈论作为意义的东西，而还要加上那个无意义的响声。然而通过这个词恰恰标示出：被设定的不是存在或本质或一般的普遍者，而是一个反思回到自身者，一个主体。但同时这仅仅是被预测的。主体被假定为固定的点，
作为诸谓词的支柱，通过一种属于知道该点者的运动而把诸谓词系于其上，并且这一运动也不被看作属于该点自身；然而唯有通过这种运动，内容才被呈现为主体。按照这种运动的构成性状，它不可能属于该点；但根据该点的假定前提，它也不可能是别的性状，只能是外在的。因此，绝对者是主体这一预测，不仅不是这一概念的现实性，而且甚至使得这一现实性成为不可能；因为前者将主体设定为静止的点，而后者则是自我运动。” ↩



[91]: 《精神现象学》，第386页以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92]: 艾伦·斯佩特在其关于《精神现象学》中文学改编的著作中，详尽重构了黑格尔对《拉摩的侄儿》的探讨，但并未突出其与无限判断的联系；参见斯佩特，《黑格尔、文学与能动性问题》第三章。 ↩



[93]: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ffe），第97页。 ↩



[94]: 关于剧场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例如参见皮平，《美之后》（After the Beautiful）。 ↩



[95]: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87页。在柏林时期，黑格尔在对佐尔格遗著的评论中，探讨了哲学中对话形式的一些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将狄德罗列为现代对话形式成功运用的典范之一；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1卷，第269页以及第262、268–71页。关于对话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相关性，亦参见斯佩特，《黑格尔、文学与能动性问题》，第78页。 ↩



[96]: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89页以下及第13页，以及斯佩特，第86页以下。斯佩特并未论及与序言的平行对应，但这种对应对于我们考察呈现问题是决定性的。卡琳·德布尔（Karin de Boer）关于阿里斯托芬角色的研究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解释，参见德布尔，“共同体的永恒反讽”（»The Eternal Irony of the Community«），第318页。 ↩



[97]: 在关于“精神动物王国”的章节中，黑格尔将对“作为”的一种理解问题化为“从尚未呈现的存在形式纯粹翻译为已呈现的存在形式”（《精神现象学》，第296页）。 ↩



[98]: 克里斯蒂娜·门迪奇诺（Kristina Mendicino）对此写道：“如果黑格尔的求索[…]也是一种翻译工作，那么它就是对一部尚不存在的文本的翻译。”门迪奇诺，“翻译哲学的陷阱：或G. W. 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诸语言”（»The Pitfalls of Translating Philosophy: Or, the Languages of G. W. 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第25页。 ↩



[99]: 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第84页。 ↩



[100]: 卡瑟琳·马拉布写道：“表象在其经济运作中与虚己（kenosis）运动结合在一起：纯粹思维被驱逐到经验性给定者的空间中；异化的思维返回自身。表象乃是个体主体性重复神圣异化之运动的过程。在其将自己的对象设定于自身之外并在其中异化自身的程度上，表象乃是思维的虚己考验[épreuve]。它的双重与争胜的活动，它在内部与外部之间不休的搏斗，判定它陷入痛苦的摆动。表象性思维的过程将自我的牺牲翻译为思维的质料。如果主体性使虚己运动恢复于自身，这是因为表象乃是实际铭刻在上帝本身的存在之中的一种运动，
而不是意识的任意投射。”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第112页。参见法文原本，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L'avenir de Hegel），第156页。 ↩



[101]: 参见1805年致福斯信件的主要草稿（第55号信件），载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黑格尔书信集·第一卷》（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and 1），第99页以下。 ↩



[102]: 《精神现象学》，第363页。 ↩



[103]: 对此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197、202–4页。 ↩



[104]: 这一论证路线也得到了黑格尔大学校长致辞的支持，在那里他恰恰将这一点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联系起来：异化环节在此被用于教育，以便将学生从他们的“母语”和当下的世界观中解脱出来，这世界观对他们而言显得自然而封闭——从而根本不作为世界观而显现，而仅仅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背景；对此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4卷（TWA4），第320–24页。黑格尔写道：“对一门古代语言的语法学习同时具有必须是持续不断的理性活动的优势；因为在此并不像在母语中那样由未反思的习惯带来正确的词序，而是必须将由知性所确定的词类价值置于眼前，并借助其连接规则。但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归摄，即特殊归摄于普遍之下以及普遍的特殊化，而这正是理性活动的形式所在。——因此，严格的语法研习乃是普遍且高尚的教化手段之一。”（TWA4，第323页）。因此，对语言的异化促进了特殊者与普遍者之间自觉的、有思想的中介。 ↩



[105]: 布兰顿，《信任之灵》，第496页。 ↩



[106]: 布兰顿，第503页以下。参见同上，第504页：“异化乃是综合社会实体的承认态度与构成其实质的共同体规范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缺陷——对这些规范的臣服
将特殊的具有欲望的自然有机体塑造成自我意识的个体。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这种有缺陷的形而上学结构是一种有缺陷的逻辑结构：普遍者刻画特殊者以生成个体的方式的变形。” ↩



[107]: 布兰顿，第475页。 ↩



[108]: 布兰顿，第493页。 ↩



[109]: 布兰顿，第501页。 ↩



[110]: 布兰顿，第50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111]: 布兰顿，第51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112]: 布兰顿，第51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S.W.。 ↩



[113]: 《精神现象学》，第385页。 ↩



[114]: 参见布兰顿，《信任之灵》，第511–13页。 ↩



[115]: 《精神现象学》，第386页；参见米勒英译本，第317页。特里·平卡德在此处译为“game of self-dissolution”；参见平卡德英译本，第303页。 ↩



[116]: 《精神现象学》，第386页。 ↩



[117]: 布兰顿，《信任之灵》，第513页。 ↩



[118]: 布兰顿，第513页。 ↩



[119]: 《精神现象学》，第389页。 ↩



[120]: 《精神现象学》，第387页。 ↩



[121]: 布兰顿，《信任之灵》，第513页。 ↩



[122]: 《精神现象学》，第389页。与此相反，“奉承的语言”（《精神现象学》，第384页）仍是片面的精神，对它而言对象是一个自在体，而非同时是其特有的自我。这一立场更符合布兰顿所设想的具有距离感的反讽。 ↩



[123]: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388页以及布兰顿，《信任之灵》，第513页。关于第欧根尼，亦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7卷，第351页。 ↩



[124]: 基于这一批判线索，布兰顿的核心概念信任（trust）与高贵宽宏（magnanimity/Edelmütigkeit）也必须受到质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学》的全部运动都是从对自然表象的怀疑开始的。关于黑格尔对信任的批判，亦参见《精神现象学》，第514页。罗伯特·皮平同样论证道，布兰顿的模型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归根结底依赖于个体必须采取“正确的”（对布兰顿而言即高贵的）规范性态度，并且一旦一种生活形式整体陷入失衡，亦即当构成社会规范性权威的事物本身必须受到怀疑时，该模型就会失效（皮平，《德国观念论的当代性》，尤其是第264与275页）。布兰顿的解释在偏好高贵意识方面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乃是互补的形式，且就其自身而言都是有缺陷的。对布兰顿在《信任之灵》中对教化章读法的一种极其透彻的类似批判，见于伊塔洛·泰斯塔（Italo Testa），“布兰顿《信任之灵》中的精神与异化：异化、外化与规范性的因果熵”（»Spirit and alienation in Brandom's ›A Spirit of Trust‹: Entfremdung, Entäußerung, and the causal entropy of normativity«）。亦参见布拉西耶，“怀疑与信任之间的辩证法”（»Dialectics Between Suspicion and Trust«）。 ↩



[125]: 正如教化是一种颠倒的运动一样，异化本身也是一种变成他者与变成较少他者的运动，亦即去-异化。对此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第153页。 ↩



[126]: 《精神现象学》，第385页。 ↩



[127]: 《精神现象学》，第389页。 ↩



[128]: 《精神现象学》，第36页。 ↩



[129]: 在关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章节中，黑格尔也强调，一次作为可以通过一种普遍的、抽象的规定来把握，从而可以说出这一作为是什么。由此，作为显现在一种统一的特征之下（因此也是抽象的特征）：“作为是一个单一规定的、普遍的、可以在一个抽象中加以包含的东西；它是谋杀、偷窃或善行、勇敢的行为等等，并且关于它可以说出它是什么。它就是这，并且它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符号，而且是事情本身。”（《精神现象学》，第243页）。 ↩



[130]: 关于后形式主义整体论的理论，参见本研究的导论以及贝尔特拉姆等人，《在语言的世界中》（In der Welt der Sprache）。 ↩



[131]: 参见布尔迪厄，“论语言交换的经济学（1977）”（»Zur Ökonomie des sprachlichen Tauschs (1977)«）。 ↩



[132]: 约瑟夫·西蒙强调，意义始终是情境性地被生产出来的，但只要建立起真实理解的情境，就不存在意义与载体——精神与字母——的区别；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第70页以下。他也将此称为“对声调的忽略”（同上，第125页）。因此，西蒙完全是从充实的词出发来思考语言的。但在这些前提下，语言交往为何会失败就变得难以理解。如果一个词总是恰恰意味着它“在这一情境中所意味着的”——那么怎么还会出现相互不理解的情况？正如西蒙自己所强调的，必须建立起这样一种明确性，而这蕴含着其自身的冲突潜能（同上，第35页）。因此，关键在于在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建立起理解的情境。它是理解之可能性的条件（同上，第73页；亦参见第124页以下）。事实上，修辞学无非是试图列出人们据以建立这种情境的手段目录——正是由此，这种理解是否仅仅是被迫达成的这一问题再次出现。西蒙解释的问题在于，他过于毫无保留地将语言理解为“绝对者的临在”（同上，第128页）。只要尚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对语言性本身的经验，
这一点的意义就仍然是不明确的，而这样一种经验只能消极地通过对语言的异化而产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恰恰对交往失败的情境以及在特定表达形式中各自未能形成言说的东西感兴趣（正如我们在宗教章中尤其将要看到的那样）。乔治·阿甘本也描述了意义的情境绑定性。借助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的一项区分，他将意义称为语义学从符号学中的“瞬间生成”；参见阿甘本，《童年与历史》（Kindheit und Geschichte），第82页。对作为自身的语言性的经验，也是对阿甘本的全部工作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一个问题（参见同上，第10页以下）。阿甘本在别处也将对作为自身之语言的经验称为对“言说的实例”的经验；参见阿甘本《语言与死亡》（Die Sprache und der Tod）关于研讨班第三天和第四天的章节。 ↩



[133]: 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236页。由此，在此一方面可以发现对教化章诸主题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是对正位于文本前方的（单白式运作的）道德世界观诸问题的回答，黑格尔将这些问题汇聚在论伪饰的章节中（参见同上，第232–34页）。关于参与性与互动性社会模式的区分，参见迪塞尔贝克，《黑格尔的主体间性与承认理论》，第11页。 ↩



[134]: 黑格尔在该章末尾将评判着的意识与行动着的意识的这种平权设定主题化：“由此，它通过使自己等同于被它所评判的行动者，它[‘评判着的意识’，S.W.]被后者承认为与它是同一的。后者发现自己不仅被前者理解为一个异己的、与它不一致者，毋宁说是前者按照其自身的构成性状而与它一致。在直观到这种一致并说出这种一致中，它向它坦白了自身，并同样期待着：他者既然在行动中
已经使自己等同于它，那么也会回报以其言说，在其言说中说出其一致，并[从而]使承认着的定在得以登场。”（《精神现象学》，第489页以下）。 ↩



[135]: 《精神现象学》，第482页；对此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251页。关于在此所描述的良知章的基本格局，参见同上，第237–39页。 ↩



[136]: 《精神现象学》，第472页；在《精神现象学》正文中，这些词被着重标出。 ↩



[137]: 《精神现象学》，第474页；在《精神现象学》正文中，这些词被着重标出。 ↩



[138]: 关于义务的冲突，参见《精神现象学》，第473页以下。 ↩



[139]: 卡瑟琳·马拉布参照卢梭，因而将语言称为“最初的社会契约”；马拉布，“告白是否是承认的实现？”（»La confession estelle l'accomplissement des la reconnaissance?«），第42页以下。按照马拉布的说法，黑格尔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因此在于：卢梭没有考虑到通过语言的原初连结，因此对于他的契约构想而言，制定这样一个契约所必需的语言依然是外在于它的。 ↩



[140]: 《精神现象学》，第476页。关于表现为内在声音的良知的“道德天才”，参见《精神现象学》，第481页。在这两处，黑格尔都将个体的确知或个体的良知称为“至尊”。内在的声音必然成为一个试图平息社会环境诸声音的环节。对此（参照卢梭的《爱弥儿》）亦参见多拉尔（Dolar），《主人的声音》（His Master's Voice），第119页。 ↩



[141]: 《精神现象学》，第474页。 ↩



[142]: 关于纯粹性与规定的冲突，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242、245页。凯伦·费尔德曼也对这一冲突作出了精辟的描述：“良知与义务关系的纯粹性与直接性，与规定行动的多样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这种矛盾，进一步揭示了认知良知与行动良知之间的分裂，并且它表明良知无法履行它受约束要履行的义务。黑格尔该章的其余部分展开了正是这种分裂的多重方面与运动。在一个环节中，良知认知纯粹义务，也就是说，认知良知认知这样一种纯粹义务，其内容仅仅是良知自身的确知，因此并不是规定的。在它的另一个环节中，良知必须行动并且必须赋予其行动以一种内容，一种必然与义务的纯粹性处于不一致之中的内容。”费尔德曼，《具有约束力的词句》（Binding Words），第57页。 ↩



[143]: 参见《精神现象学》，第486页：“因此，谁要是说他按照自己的法则和良知对待他人，谁实际上就是在说他在虐待他人。但现实的良知并不是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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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语言与绝对者的呈现——语言开启世界的维度及其对哲学科学的意义

正如在上一章已经指出的，黑格尔将“宗教”理解为“团契对其精神的言说”。[1] 在这种意义上，《现象学》“宗教”章所关涉的就是精神的语言“呈现”。2 “宗教”是一种实践形式，它试图通过语言手段（并在通往语言手段的途中也通过非语言媒介）去开启：什么是精神。因此，自“宗教”章伊始，语言开启世界的维度——从而也是其审美维度——便进入了中心。在此，黑格尔尤其探讨了呈现形式与认识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于精神理论尤为重要，因为精神是一种自我认识的结构，而这一结构环节必须在呈现中得到考量。

从“宗教”章开始，语言不再主要被体验为一种在特定冲突情境中凸显出来的社会交往媒介，而是在精神自我呈现的自主实践框架内被积极用作塑造媒介。在《现象学》最后一个大篇章中，意识本身所面对的是绝对者的呈现以及语言在这一规划中的角色。黑格尔在“宗教”这一标题下考察的诸种实践，生产出精神的诸形态，也就是说，它们塑造着自身对自身的理解。因此，黑格尔所关心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宗教，而是在更普遍意义上关涉精神与自身的结合中介，以及精神如何才能使自身成为对象的问题。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称为绝对精神（因为精神在这里把自身作为精神来指涉），属于这一过程的实践包括我们在狭义上称之为艺术、宗教或哲学的实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以不同形式）致力于精神的自我理解。因此，我们在“宗教”章中找不到关于宗教的理论，

而是精神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按照布兰顿的理解，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理性主义”的一部分）。[3]

在此关联中，对理论形式以及理论实践的考察进入了中心，因为“宗教”章的问题本质上是：通过哪些呈现方式，才能够中介出什么是精神以及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是什么？因此，“宗教”章也包含了关于应当如何阅读《现象学》本身的提示——即通过将此处发展出来的呈现形式理论反过来应用于这部著作。其中核心的一点在于，黑格尔考察了不同的语言或中介形式，这些语言或中介形式的哲学潜能本质上源自它们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它们各自的局限性被扬弃。他的理论归结为：哲学并不固定于某种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形式，而是体现在极其宽广的语言模式之中。诚然，“宗教”章中所讨论的所有呈现形式都具有某种特定的界限；但它们共同构成了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的语言库或取之不尽的源泉。黑格尔在与艺术形式和宗教形式的深层交锋中，发展出哲学形式——以及哲学语言。

1. 向宗教的过渡与“宗教”章的作用

在我们专门探讨“宗教”章本身之前，为了更好地对其进行定位，我们应当回答两个问题：(1) 为什么《现象学》的展开必须从精神进一步推进到宗教？(2) 为什么从宗教向哲学或绝对知识的进一步推进是必要的？

(1) 在“精神”章中，所关涉的是在个别者与普遍者的统一原则上已经持存的各个世界内部，建立起两者之间

对称的承认关系。在此过程中，精神的两个环节——内在性与定在——也被中介起来，从而使精神不仅自在地持存，而且得以显现，这一点在该章末尾凭借和解之言得以达成。唯有到此时，精神才真正得到实现。精神借此虽然在实践上得以巩固，但这也才根本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理论上重新把握“精神”这一现象，以及关于精神的知识该如何被中介。在“精神”章的层面上，人们处于行动之中，关于“什么是精神”的（隐性）概念张力在行动中得以宣泄。这关涉到社会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面对这整个关系，宗教现在重新采取了一种理论性的关系：精神是什么，现在应当作为精神本身被表象出来。这里对于意识而言才真正开始直面“精神”究竟是什么，从而提出精神呈现的问题。借此，关于表达媒介及其特定可能性的一系列问题便进入了中心。语言在“精神”章中显现为中项，并在该章末尾被转换为显现的神。宗教正是这样一种活动性，人通过它自觉地与这个中项发生关联，也就是直面中介层面、其运作方式及其具体规定。[4]

正如托马斯·瑟伦·霍夫曼所写，意识在精神阶段原则上并不体验自身为自身规定的，而是他律的，“由外部世界的他者所中介”。[5] 精神的运动是由社会异化的经验所驱动的。相反，唯有宗教精神才在严格意义上是自身规定的，因为它积极致力于自身的自身规定与表象。[6] 因此，“宗教”就是作为自我反思的自我反思——从而是一个元反思的阶段。[7] 在这种意义上，这一表述指称的是“知识的回归自身”，从而指称“绝对知识的自我发现”的开端，霍夫曼认为，这一过程体现在由意识在“宗教”章进程中积极展开的“整体性语言的建构”之中。[8] 因此，宗教的关系要求并阐发出呈现。在“精神”章末尾的和解产生了神圣精神，但尚未将其作为这种精神本身客观化；精神固然显现了，

但由此并不存在关于精神的科学或理论。承认与宽恕（反驳布兰顿）仍然带有反讽意味，因为在它们的成功达成中尚未被理解的是：它们为什么会成功达成。这种成功达成指向了一种（观念性的）实体，但这种实体仍是主观的和隐性的。在“精神”章发展末尾尚付阙如的东西，通过回顾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得到了阐明：

这种爱是神圣精神，但还不是宗教；它要成为宗教，就必须同时在一种客观形式中呈现自身。[.][9]

团契[原注：sic]需要一个属于团契的上帝，排他的爱、团契的品格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位上帝身上得到呈现；不是作为象征或寓意，不是作为某种主观之物的拟人化——在那种拟人化中人们会意识到主观之物与其所呈现的[形态]的分离——而是同时存在于心中，同时作为感受与对象；感受作为吹拂一切的精神，即使每个个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是作为其个别的感受，它仍然保持为同一本质。[10]

爱是一致，但为了达到认识，还需要对这种一致进行呈现；否则，言语行为（和解之言）究竟如何以及为何能够达成，便始终令人存疑。[11] 罗兰·巴特曾以爱情表白“我爱你”(je t’aime)为例描述过言词的这一事件：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句话（“电视里隔天晚上就会说出这句话”）在恰当的情境中何以能够同时成为彻底变革我们生存的表达。[12] 为了回答关于精神契合的结构与可呈现性问题，媒介中介的形式本身现在成为了主题。在“宗教”章中，

呈现的双重功能发挥了作用：呈现一方面意味着对某种即使没有呈现也拥有实在性的事物的摹画或表象，另一方面意味着赋予现实性或现实化。然而，人们也不能停留在宗教之中。基督教（以及一般宗教）的不足之处，依然是一种呈现的不足。[13] 尽管精神对于宗教意识是熟知的，但宗教意识并未认识精神，因为它并未跳出自己的表象。[14] 在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最大的反讽，因为绝对宗教的表象固然是正确的，但这种宗教凭借自身的手段却根本无法对此加以检验，正是因为它停留于表象的模式中。如果它脱离了这一模式，它就变成了哲学。因此，虽然存在宗教哲学，却不存在哲学的宗教——宗教与自身对象之关系的完整阐明，是宗教作为宗教在构成性上所无法完成的。[15]

(2) 由于《现象学》的语言呈现是对准黑格尔关于语言应当呈现的真理概念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真理概念有所理解。然而，这需要达到绝对知识的普遍性程度。绝对知识是一种无需外部实体的担保便获得其确证的自我认识。在结构上，它构成了《现象学》的引力中心。绝对知识是《现象学》中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就自身而言是一致的、并不超越自身指向必须嵌入其中的进一步形式的知识形态；相反，它以其他知识形态彼此相互过渡的形式，标示出它们之间的体系性关联。因此，绝对知识恰恰是对一种知识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在反对或孤立于其他知识形态的意义上“自为地”持存。所有先前的形态（以及所有先前的主题）都必须相对于这一形象来解读。因此，绝对知识构成了《现象学》的思想中心。[16] 《精神现象学》生产出了科学的要素——

即真正的知识。（绝对）宗教表达了正确的内容，但它自身并不知道这一点，并且在构成性上也无法知道这一点。绝对知识正是它的言词中依然欠缺的知识。[17] 绝对者不仅必须用那些从科学视角来看能够被认识为其结构之表达的言词来描述，而且必须成功表达出一种能够将这个绝对者把握为与自身毫无区别的思维活动。在体系的术语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将体系思考为一个外在的对象，而必须将其思考为一个表达过程，作为理论家我们自身也参与其中。在《现象学》从（意识的）历史中吸纳其内容之后，现在的关键在于将绝对知识把握为关于这一内容之组织的知识。如果我们能够将《现象学》内容展开的各个阶段把握为合乎逻辑的，我们借此就证明了一种能够在整体性结构中进行自我定位的思维活动的实在性。

宗教是在表象形式中对精神的主题化，这些表象旨在使精神变得可以通达。因此，精神在此是在被“着装”的形式中受到考察的：

《精神现象学》，第39页以下。因此，当布兰顿认为《现象学》的哲学展开在“精神”章就已基本结束，黑格尔在此之后仅仅展示了宗教也展开出了一种类似的知识时，他便错失了黑格尔的精神理论。布兰顿宁愿在“精神”章末尾就离开《现象学》，并宣称该书已大体完成；由此清晰可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宗教”章中所讨论的精神呈现问题：“固然，在‘精神’章之后还有两章：‘宗教’与‘绝对知识’，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它们只是在评注一项在‘精神’章末尾就已经完成的发展。在对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不同形态（即概念活动的认知、承认与实践维度）以及作为整体的精神诸阶段的发展进行现象学回忆之后，‘绝对知识’是对我们所达至之境地的说明。当‘绝对知识’开始时，我们应当已经达到了它所关涉的那种自我意识。而‘宗教’章的核心在于，我们在哲学上截至‘精神’章末尾所获得的洞见，可以被视为宗教同样试图表达的东西——尽管不是以概念的方式，而是以感性直接性的形式。”布兰顿，《信任的精神》，第583页。

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精神在其世界中与意识到自身作为精神的精神（即宗教中的精神）是同一的，因此，宗教的圆满就在于使两者彼此等同，不仅使它的现实性被宗教所包摄，而且反过来，使它作为意识到自身的精神成为现实的并且成为其意识的对象。——只要精神在宗教中向自身表象自身，它虽然是意识，并且被包摄在宗教中的现实性乃是其表象的形态与着装。但现实性在这种表象中并没有获得它完全的法权，即不仅成为着装，而且成为独立自由的定在［此处的着重号为笔者S.W.所加］；反过来，现实性因为在自身之中欠缺圆满性，便是一种特定的形态，它没有达到它所应当呈现的东西［此处的着重号同样为笔者S.W.所加］，即意识到自身的精神。要使它的形态表达出它自身，这种形态本身就必须无非就是它，并且它向自身显现或成为现实的样态，正如它在其本质中所是的那样。单凭这一点，也才能够达到看似是对立面之要求的东西，即其意识的对象同时具有自由现实性的形式；但唯有把自己作为绝对精神当作对象的精神，对自身而言才既是一种自由的现实性，同时又在其中保持着对自身的意识。[18]

“宗教”章考察了“着装”与通过它所表象出来的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黑格尔重申了产生自身呈现的相关性。他将这种呈现理解为精神之自我的建构，精神由此不再被理解为一个被表象的客体。呈现的概念因而与对于向哲学的绝对知识过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相联系，即从对他者的认识形式向自我认识形式的转变：

被表象的自我并不是现实的自我；正如形态的任何其他具体规定一样，它要真正属于这一形态，一方面必须通过自我意识的作为被设定到形态之中，另一方面较低的规定必须显现为被较高的规定所扬弃并被把握。因为被表象之物之所以不再是被表象之物并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知识，仅仅在于自我也已经把它产生了出来，从而把对象的规定直观为自己的规定，因而在对象中直观自身。[19]

2. “宗教”章中语言的发展与对表象的批判

正如“科学”一样，“宗教”在1800年前后的德语用法中也是某种人可以拥有的东西；拥有宗教意味着不在直接的当下之中寻找自身。[20] 宗教是“作为被直观的或定在的知识，团契对其精神的言说”。[21] 这意味着：“宗教”是黑格尔对试图通过表象来把握绝对者这一尝试的称谓。[22] 黑格尔为此使用了表象这一表述：宗教展开了精神的表象。这一过程相对于（作为概念而实现的）精神在认识论上和时间上是优先的，但概念相对于它在本体论上是优先的。[23] 表象的发展首先通过前语言表达手段的精致化来实现，随后通过语言形式和体裁来实现。在此过程中，我们在《现象学》的“宗教”章中发现了美学理论的诸要素，其规划在此尚未明确地与宗教哲学的规划分离开来（相反，我们在其中发现艺术作为宗教的一种形式）。[24]

我们在“宗教”章中发现了主观性模型的自觉展开，也就是以“上帝表象史”形式出现的概念性与非概念性实体的体系性、积极自我分化的过程性秩序。[25] 但整个表象（Vorstellung）范式的必然结果是，它与其所表象的

对象之间仍然保留着残余的差异。对一个对象的表象绝不可能就是这个对象本身。因此，试图在表象模式中认识绝对者的尝试，必然注定了所追求的认识目标绝不可能达成（我们回忆起，“自然的表象”如何在自身与绝对者之间划定一条截然分立的界限）。因此，宗教的形式在体系上是令人受挫的。它与对象的表象性关系在绝对知识中被扬弃了。在那里，概念与其所指向的对象之间不再有中介者，而是概念、对象与中介者的差异消失了——它变成了概念的一个环节。[26] 因此，从宗教向绝对知识的过渡，就是从表象向呈现的过渡，而呈现在绝对知识的环节中变得具有自我反思性。

“精神”这一形象从生活于其中的（自我）意识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一个社会的自我组织与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在那里是通过行动来实现的。精神的某些阶段也在艺术作品（例如《安提戈涅》或《拉摩的侄儿》）中展开了这些行动性的自我表象，正如我们所见，恰恰这种回忆式的加工可以被视为某种特定的精神世界之自我认识的决定性进步与环节。然而，在“精神”章的框架内，这些自我呈现并未按照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定形式特质受到质询，而纯粹是依其内容受到质询。精神的各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不具备审美与媒介能力，而是专注于《安提戈涅》的情节或《拉摩》的撕裂，而没有特别顾及到：这些乃是虚构的人物形象，是由某种特定的精神形态出于与自身交锋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被分析的仅仅是被呈现之物，而不是其呈现的形式。唯有“宗教”的关系才包含了对艺术的、表演性的以及（原初）理论性的表象形式及其媒介特性的自觉反思。这里所关涉的正是展开

不同呈现形式之可能性的问题。宗教发现，有可能因呈现的形式缺陷而在内容上错失对象。因此，“精神”探讨的是世俗主体的呈现问题，即这些主体通过在其世界中的行动实现自身的问题。而“宗教”探讨的则是绝对主体的呈现问题，因此，宗教的形式乃是理论的实践。

借助“宗教”章，我们能够追踪语言在思维活动的思辨内容展开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展开在绝对知识一章中继续推进。在宗教中，精神开始将自身、神圣者与自然区分开来。粗略概括而言，在这一发展的开端，人面对着一个绝对本质，后者是神圣自然或自然神。神圣本质的建构随后越来越向人靠近。这一过程在绝对知识中以如下形式终结：神圣层面与人类层面的分立消失了，神圣者完全融入到人类层面之中，与此同时间，自然作为该思想之起源的独特领域也变得可被认识。

2.1 语言发展的诸阶段

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将艺术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门类，这三大门类是根据艺术的（“绝对”）精神内容与其在感性媒介中的表达处于何种关系来定义的。象征的艺术仍在探寻精神性之物的概念：精神在此处超越于尘世之上。精神的谜样特性反映在同样如谜一般的感性形态中，例如斯芬克斯。古典的艺术之所以是一般艺术的顶峰，是因为精神在此毫无保留地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自身，从而具有感性的现时临在。黑格尔将艺术的这一发展阶段与古希腊相联系，但也强调，古典环节可以在艺术的所有阶段中被识别出来。[27] 现代艺术则是浪漫的：主观性不会毫无保留地完全融入任何单一的表达之中，因此在这里再度产生出表达与精神之间的差异。作品仅仅是通向概念反思的阻碍。类似的划分也见于《现象学》：

在这样的时代［即在古希腊，S.W.］，绝对艺术展现出来；在此之前，它是本能式的劳作，它沉入定在之中，

从定在之中产生出来并在定在之中劳作，并不在自由伦理中拥有其实体，从而对于劳作的自我也不具备自由的精神活动性。随后，精神超越了艺术，以获得其更高的呈现，——即不仅是自自我孕育而出的实体，而是在其作为对象的呈现中成为这个自我，不仅从其概念中孕育自身，而是将概念自身作为其形态，从而使概念与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相互将对方认作同一者。[28]

在“宗教”章的框架内，尤其是在第二节“艺术宗教”中，黑格尔区分了一系列具有不同规定性与表达能力的语言。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呈现出非透明性；它们都留下了某些未言说之物，仅仅是隐性地加以暗示。这也是德里达在《丧钟》中强调语言与宗教之关联的原因之一，这种关联存在于能指对象的缺席或绝对者（被理解为形而上学所指）的缺席之中。从语言阶段中可以追踪黑格尔如何考察语言非透明性的特定形式。语言发展的诸阶段是根据它们能够多么具体地表达内容，以及它们如何对待语言始终携带着的概念的历史意蕴来排序的。黑格尔区分了“工匠”的隐秘（原初）语言、赞美诗的抒情语言、神谕的符号语言、活生生者的神秘语言，以及精神艺术作品三个层面的语言——史诗、悲剧与喜剧，其中喜剧语言包含了向科学的散文语言的过渡。[29]

在语言形式的展开中，关键在于通过对绝对者的呈现，从根本上发展出对所要呈现之物的理解。这包括相继认识到不同的呈现形式并不契合于精神——从而显露为仅仅是“偶然的伪装”。[30] 不同的语言阶段是语言自身表达能力的不同程度。较早的阶段具有更多的模型特征，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被表象为人们实际所言说的

语言。[31] 重要的是，这些语言形式全都构成了概念的保留库。[32] 因此，充分展开的概念或充分展开的哲学语言包含着极大程度的表达形式。哲学语言由此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是离心的，即理解通过越来越宽广的规定被延展，从而知识的领域得以扩展。在此黑格尔的关键点在于，这种离心运动并没有撕裂知识与知者：知识的离心运动通过其“强度”的提升而达到平衡。[33]

哲学考察在语言及各种言说形式中被预设的内容，并将这种用法主题化。正如让·伊波利特关于哲学语言所指出的，一方面哲学语言对知性的思维模式及其对确定性的需求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并非单纯的诗性语言，因为它必须在更大程度上能够在理论上透视和解释其语言特征及其意义。然而，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后果：可以说，那种指涉自身语言性、从而生成了一个能使语言之特定特质进入视野的立场的语言运用，恰恰是艺术性的语言运用。由此也会对关于什么是“普通”语言的假定产生影响。[34] 在此我首先只想指出，人们一方面可以将黑格尔在艺术宗教语境下的论述理解为一种指引：哲学语言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复杂语言——一种利用由不同形式构成的多层次保留库的语言。此外，“宗教”章表明，早在《现象学》本身之中就已经存在着黑格尔用来分析语言表达的理论工具，人们必须将这些工具理解为黑格尔对自身哲学语言的展开进行了明确反思的证据。但这项考察并不归结为最终（通过哲学的绝对知识）

采用了一种完全透明的概念语言；相反，语言形式特定非透明性的诸种方式被确认为概念展开的构成性因素。正如黑格尔所言，纯粹的光明（即纯粹的透明性）对于认识而言，正如纯粹的黑夜与幽暗一样是致命的。因此，绝对的透彻性恰恰是一个什么都无法被认识的环节。认识存在于层级过渡之中。语言（作为精神的特定存在或定在）恰恰通过它向思维活动所施加的相对抵抗而促进了认识活动。[35]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黑格尔本质上是在宗教实践与文学作品中的功能这一维度来考察语言的。因此，他对语言的考察也包含了对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语言实践）的关涉，而并不穷尽于对语言的认知功能与交往功能所进行的纯粹语言理论的交锋。36 相反，这两种功能在精神意蕴的审美呈现层面

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展开。艺术中语言的具体化以及哲学对这一过程的吸纳，由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对柏拉图的一段评注中进行了描述，这段评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用到《现象学》上。根据尼采的说法，柏拉图

在对悲剧乃至一般艺术的谴责中固然绝不落后于其导师［苏格拉底，S.W.］的天真愤世嫉俗，却完全出于艺术的必然性而不得不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恰恰与现存的、被他所排斥的艺术形式具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如果说悲剧已经将此前的一切艺术门类吸纳于自身之中，那么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离心的意义上适用于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它通过混合一切现存的风格与形式而生成，在叙事、抒情诗、戏剧之间，在散文与诗之间居中悬浮，由此也打破了统一语言形式的严苛古老法则；［……］。[37]

由此便清楚了，“宗教”章对于《现象学》的语言探寻以及语言批判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让我们逐一简要考察各个阶段。

2.1.1 工匠

语言展开的第一阶段是“工匠”生产物的无声且隐秘的语言。在工匠的层面上，表达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而是恰恰欠缺语言的“充实意义”。[38] 相反，工匠通过“本能式的劳作”[39]创造出像斯芬克斯这样如谜一般的混合生物，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这些生物身上，抽象的表达手段与

旨在借此表达出来的内在“自我”之间存在着未经中介的对立。由于在艺术的这一阶段几乎一切都保持为未言说的，它便将其对象暗示为某种幽深而不可言说之物。[40]

工匠的本能活动性乃是制作(poiesis)——产生并塑造现有之物。因此，工匠是一个精神的劳作者。[41] 工匠首先采用直线和几何（“知性的”）形式，随后借鉴植物和动物的形态，将它们作为其造型劳作的材料。工匠所产生的形式与它们所应当象征性代表的东西形成强烈对比。它们指向精神性之物，但精神性之物在其中仍然如谜一般。因此，在精神与其“外壳”或“居所”之间，或者更普遍地在精神的“内在性”与“定在”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分。黑格尔因此将工匠的象形文字仅仅视为原初语言。要在充实的意义上成为语言，内外之间的差异就必须被扬弃：

两种呈现都包含着内在性与定在——精神的这两个环节；并且两种呈现都同时在相反的关系中包含着它们两者，即自我既作为内在之物，又作为外在之物。两者有待联结。——人形雕像的灵魂尚未发自内在，尚未是语言，即本身即是内在的定在，——而多形态定在的内在仍是无声息的、在自身之中不作自我区分的，并且与其拥有全部区别的外在相分离的。——因此，工匠在自然形态与自我意识形态的混合中将两者联结起来，而这些具有双重意味的、于自身而言如谜一般的本质，意识与意识相互搏斗，单纯的内在与多形态的外在相结合，思想的昏暗与表达的清晰相配对，爆发为深奥晦涩的智慧语言。[42]

在工匠的作品中，在“思想的昏暗”与“表达的清晰”之间存在着差异，[43]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正在生成的思想与其表达形式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思想对自身而言是不可理解的，从而更完全地停留于其生成阶段。黑格尔将工匠的劳作称作“综合的”：这是一种“异质的思想形式与自然形式的混合”。[44] “宗教”章的一个核心主题由此被确立，因为即便是启示宗教也仍将在隐喻和寓言中把感性之物与概念之物混合起来。思维活动的精确性是通过表达手段的展开被推进的。只要这些表达手段尚未足够精细，思想也就停留于前置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并未在严格意义上成为思想，而是保持为不确定的揣想。黑格尔在致范·赫特的一封书信草稿中，关于雅各布·波墨也表达了类似的问题境况：


他的［波墨的，S.W.］神智学始终是一个深刻但未受教化的人去把握绝对本质最内在自然的最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对德国而言，他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实际上是第一位德国哲学家。——鉴于他那个时代的贫乏能力以及他自身在进行抽象思维活动方面所受的微薄教化，他的追求乃是一场最艰苦的斗争，即要把他在其直观中所拥有的深刻思辨之物带入表象，并同时去掌控表象活动的要素，使得思辨之物能够在其中被表达出来。其中之所以保留了如此之少恒常与固定的东西，是因为他始终感到表象并不适合他所意欲表达的内容，反过来亦然；由此，因为这种绝对反思的颠倒欠缺规定的意识且欠缺概念形式，遂显现出如此巨大的混乱。除了承认其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深度之外，要理清那些走向细节和规定性的内容，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将是困难的。[45]

黑格尔在波墨的著作中所观察到的，是思维活动与其表达手段相互规定的动态机制：只要这些手段尚未被磨砺得足够锐利，思维活动自身也就无法找到通向自身的途径。思维活动必须经由媒介表达的迂回——因而经由表象形式的迂回——思维活动正是通过这一形式与（同）自身展开交锋。然而，现有的言说表达可能性限制了思维活动的发展，并减缓了其内容上的推进与自我反思。一旦工匠获得了对其自身活动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问题的意识，他就会成为“艺术家”——随后，他便通过开辟新的语义可能性来塑造他的世界。[46]

2.1.2 赞美诗

我们在宗教章中所遇到的第一种真正的语言乃是赞美诗的语言，它作为一种默祷思忱的形式指向某位神明。尽管黑格尔首先在关于神谕的段落之前引入了赞美诗，但相较于神谕而言，赞美诗却是“更具真理性的”。不同于雕塑性的呈现，语言（至少在此刻的假设中）不会倒退回外在性之中。因此，赞美诗产生了作为来自外在性的反思的内在性——在“默祷思忱”中的共同歌唱乃是一股“在所有人心中被点燃的”、“精神之流”。[47] 这一精神之流是由一股声音之流所点燃的。[48] 黑格尔由此求助于感染的话语主题，该主题在教化章中就已同语言联系在一起。赞美诗的歌唱在时间中展开。黑格尔在此所指出的精神之流与感染，源自共同处于同一当下时刻之中的同时性。在此，感染不仅像在教化章中那样是精神性的，而且还指向热量的产生，亦即指涉这一言语行为的情感层面，在其中语言“被赋予灵魂”。[49] 声音的临在取代了雕塑的“无声形态”。[50] 在此，对自己声音的经验压倒了其中以文本形式表达出的内容：“自我意识在其本质的对象化过程中直接停留于自身。”[51] 用乔治·阿甘本的话来说，对人类声音的经验乃是对“言说的实例”的经验，亦即对语言的纯粹发生的经验。[52] 就赞美诗在时间中展开而言，它因而同时也是对时间的经验。它就这样

与雕像［工匠的产品，S.W.］的物性相对立。正如雕像是静止的定在，赞美诗则是消逝的定在；正如在雕像中，被自由释放的对象性缺乏自身直接的自我，而在赞美诗中［亦即在赞美诗中，S.W.］，对象性却过于被封闭在自我之内，过少形成形态，并且如同时间一样，在它存在的同时就直接不再存在了。[53]

德里达重构了从工匠的表达到赞美诗的“观念化”是如何进行的。[54] 工匠始于棱角分明、坚硬的材质（“理智的水晶”[55]），并逐步推进到有机形式。赞美诗的声响如今是纯粹的振动，此外它还通过感染产生热量，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一群人如触电般兴奋振奋。这一物理观念化的过程，乃是黑格尔在前精神领域对观念形式的追寻——亦即理性在他者之中对自身的追寻。[56]

2.1.3 神谕

如果说赞美诗是对神明的仪式化祈问，那么神谕就是神明的应答。神谕的符号语言如今是一种语言的表达，但它却以类似于工匠雕塑的方式充满谜团。神谕是一种外来的语言。它说的不是人类的语言，而是“神明的语言”，这种语言在核心上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它仅包含纯粹偶然之物——神谕以符号或谜语的形式宣告众神的意志。[57]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语言的相异性不仅主要源于语言的多元性，而且还源于语言（所表象）内容的相异性。神谕的语言之所以神秘，恰恰是因为神谕被理解为——或者更确切地说，并未被理解为——外来神明的中介。这也适用于黑格尔所讨论的第二种情形，即内在精灵的声音（他借此指涉苏格拉底的神灵标志［daimonion］[58]）。

2.1.4 精神的艺术品——史诗、悲剧与喜剧

鲜活的艺术作品上演了狂欢的狄奥尼索斯式表达与明晰的阿波罗式表达之间的冲突。[59] （随后的）“精神的艺术品”则是“一座万神殿，其要素和居所乃是语言”。[60] 因而众神便居于语言之中。在此，值得注意的本身就在于，按标题论述精神的艺术品的章节，所探讨的乃是史诗、悲剧和喜剧中不同的语言。精神的艺术品的发展乃是言语自我反思的发展，并在审美形式中得以实现，这些形式有助于人类在精炼的模型中审视其行动星丛的动态机制。史诗、悲剧和喜剧是人类所言说的语言形式，它们本身已经组织在规范化的体裁之中。语言的星丛由此也分别包含了不同的框架条件。例如，史诗是（通常为男性的）歌者叙述性的语言，歌者从回忆（mnemosyne）中把（通常为男性的）英雄与神明的著名故事在当下时刻逐一加以现实化。黑格尔在此批评道，传达叙述的歌者自身在叙述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他作为史诗的器官而效劳，并作为一个个别者消失在史诗的普遍意义之中。在史诗中，“神性与人性的关系”作为自身呈现出来。[61]

在悲剧中，人类个体之间首次发生对话性的言语。但他们却失败了，因为作为言说者与行动者，只要他们指向某种实体性的东西，原则上就无法预见他们行动以及语言承诺的所有后果（如果他们能够预见，他们就不必行动了）。[62]

在喜剧中，实体性本质的最后残余如今被废除了——绝对本质在此即是“自我”。由此，喜剧为辩证法作了准备，而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那仅具有表面实体性之物的消亡过程。关于实体性之物在其自身实现中遭遇失败的知识，亦即关于“世界反讽”的知识，乃是辩证的知识。63 古代喜剧乃是与假面的游戏。因此，在这里，“自我”（以及作为其推论的精神）与外貌表象（亦即规定的定在）之间的相互嬉戏本身成为了对象。在滑稽之物中明确表达出，自我意识的所有显现形式相对于自我意识而言都不是实体性的。与将人视为本质上由实体性权能所规定的悲剧模型相比，其中包含着一个清晰的解放环节。这一环节乃是人类凌驾于众神之上的自身权能的呈现：现实的自我意识（与悲剧恰恰相反）将自身呈现为“众神的命运”。64 通过现实的自我意识将自身呈现为绝对权能与否定性，这种权能失去了某种被表象之物的形式。在经历启示宗教的经验之后，绝对知识将不得不重演这一从表象到呈现的运动：

由于正是个别意识在对自身的确知中将自身呈现为这一绝对权能，这种权能就失去了某种被表象之物的形式，失去了与意识根本上相分离且对意识而言是异己的形式［……］。这一自我意识所直观到的是，在它之中，凡是针对它采取本质性形式的东西，反而在它的思维活动、定在与作为中自行消解并被抛弃了，这是所有普遍者向对自身的确知的回归，这一确知

由此乃是对一切异己者的这种完全的无畏与无本质性，以及意识的一种安康和自我安适，除这部喜剧之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状态了。[65]

因此，喜剧式的自我意识是无畏且幸福的。它在日常意义上表现得非常自信。66 它可以摒弃所有实体性权能、它所依附的众神、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所佩戴的假面。就语言而言，这意味着：那些规定的言说表达同样可以被视为假面，它们使得思维活动的嬉戏成为可能，思维活动可以接受并卸下这些假面。自我的呈现依赖于与假面嬉戏以及戴上和卸下假面的环节。但自我意识是在思想于其中运动的各种伪装之间的过渡中强调其自我的——而非在一切伪装的彼岸。67 作为颠倒世界的语言，喜剧语言包含了向散文性语言的过渡。68

作为规定表达的步骤，语言阶段同时也是关于具有针对性的暗示性表达形式的认识。因此，相较于黑格尔相继抛弃这些语言形式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事实乃在于：它们属于哲学（语言）的发展，而哲学（语言）因而本质上产生于语言艺术形式日益自我反思的运作方式。

2.2 启示宗教

如果说关于艺术宗教的章节包含了语言形式的发展，从而包含了表达形式与表象形式的丰富化，那么在关于启示宗教的章节中，则出现了对于语言和呈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两个环节，即对表象的（第一阶段）批判与对思辨同一性的分析。在关于启示宗教的这一节中，所讨论的是上帝化身为人，这是黑格尔在基督教的上帝叙事中所发现的。这一节对我们而言之所以具有不同于艺术宗教的意义，是因为宗教意识在此作出了两项发现：首先，它触及了述谓形式的本体论意义，即思辨命题；其次，它触及了（在对语言阶段的论述中已然隐含的）呈现问题。在背景深处，则存在着对实体丧失的感觉。

就在该节的开篇，黑格尔便指出，在艺术宗教一节中作为主题的塑形活动，通过将其自身的生产力与（呈现）活动性融入绝对者的形式——亦即不可改变的实体的形式——从而实现了主观性。借此，它在这一表面上不可改变的实体中实现了一种转变，黑格尔将其描述为“神圣本质的人格化”：

通过艺术宗教，精神已经从实体的形式进入到主体的形式，因为艺术宗教产生了精神的形态，从而在其中确立了作为或自我意识，而这在可怖的实体中只会消逝，在信任中并不把握自身。神圣本质的这种人格化是从雕像出发的［……］。[69]

然而，精神在表象媒介中的呈现总体上依然是抽象的，因此精神仍然是某种异己之物。[70] 启示宗教（如同“宗教”这一精神形态总体上一样）依然受困于将绝对者（或实体）理解为形而上学客体的观念之中。由这种局限性中，将产生向绝对知识过渡的必然性。

2.2.1 思辨同一性（1）——命题的颠倒

启示宗教所探讨的内容乃是“神圣本质的人格化”。[71] “宗教”这一结构总体上试图使绝对本质与“自我”的结构相重合。人类在此致力于将绝对本质建构成其自身的模型，并由此致力于绝对者的呈现。这些模型在宗教章的进程中变得愈发复杂，并能够捕捉到越来越多的“自我形式”的面向。[72] 自然宗教将绝对本质构想为实体，相对于实体，（人类的）自我仅具有谓词的状态。随后，正如我们刚刚所见，艺术宗教在喜剧形态中将人类的自我绝对化，这导致了绝对本质的实体的丧失：上帝对人不再拥有权威，“自我就是绝对本质”。[73] 然而，这种轻浮且在其反讽中感到幸福的意识，通过着重点的转移而倾覆到其逻辑上等值、情感上相反的对立极：启示宗教的苦恼意识产生于将自我“降调为绝对本质的谓词，并将实体提升为主体”。[74] 它凝聚在这一命题中：绝对本质就是自我——其意涵等于：唯有绝对本质才是“自我”（该命题并未明确出现在文本中）。[75] 基督教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将绝对本质构想为主体，但根据宗教意识的理论，这一绝对主体相对于宗教共同体而言具有独立的持存。因此，只存在唯一的现实自我，即“上帝”。因此，启示宗教源于一个（原始）思辨命题的运动，黑格尔借此在其出发点上就已经奠定了述谓形式的本体论意义。冈特·沃尔法特（Günter Wohlfart）在其《思辨命题》（Der spekulative Satz）一书中指出了这一段落，并论证道，启示宗教这一形态本身就已经达到了对实体与主体关系的思辨理解，这种理解表现在“绝对本质（神圣实体）就是自我（人类主体）”这一命题中。[76] 然而，这一论证并不能令人信服，特别是由于它使得人们无法理解宗教章为何根本上还会进一步发展。此外，正如H. S. 哈里斯（H. S. Harris）正确地对他提出的反驳那样，沃尔法特为了他的论证，必须将那些先前的宗教形态根本不可能拥有的认识强加给它们。[77] 尽管

启示宗教的形态是通过产生一个可被解读为思辨命题的句子而生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自身也达到了这种认识。黑格尔明确指出，宗教虽然道出了绝对内容，但在此过程中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78] 相应地，命题的颠倒是在并不知晓此类颠倒的逻辑且未对思辨命题达成概念性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直到该章末尾，启示宗教才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重新到达思辨命题的领域。但在那里，它的问题依然在于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统一与差别的区别“视为某种真实的、固定的、现实的东西，并立足于它们之上”。[79] 相反，沃尔法特在该章关于启示宗教的第二段之后就退出了论述，从而切断了它的整个发展脉络（尽管他此前为先前的宗教阶段投入了多得多的篇幅）。

2.2.2 实体与语言的丧失

在启示宗教的第五段中，我们发现了黑格尔将我们在上文中于述谓形式上所观察到的倾覆运动转换到了情感层面。该章真正的展开由此才刚开始。启示宗教（历史上的）出发点是对实体丧失的感觉。当艺术宗教的喜剧意识废除了神圣实体的权威并能在这一瞬间自我享受时，启示宗教的苦恼意识如今却在其中看到了一种丧失。更准确地说，启示宗教的苦恼意识将实体的丧失（这并未因此不再是一种进步）认识为丧失。“上帝已死”一方面意味着知识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意味着意义的丧失。[80] 伴随着内容的丧失，人类也丧失了语言。因此，启示宗教的意识这两者皆匮乏：既缺乏对所要描述的对象（“上帝”即实体）的可靠理解，也缺乏适用于这种描述的词汇。要使某种东西成为语言，我们必须将其认识为一个有意识之存在者的有意义的表达；否则我们看到的或听到的就只是纯粹的物理材料——标记或声音。因此，成功的语言始终包含着思想上的协同实现。在《现象学》中，各种异化形象都共有一个环节，即这种协同实现受阻，且语言符号的物质身体走到了前台：苦恼意识只能机械地嘟囔着拉丁语祈祷文。[81] 王座前的朝臣听到自己的语言化作隐忍消散的声音。[82] 启示宗教的意识如今发现流传下来的（希腊）赞美诗与艺术作品的话语已成死寂的残骸：“雕像如今成了死尸，生动的灵魂已经离它而去，正如赞美诗成了信仰已从中逃遁的话语”。[83] 在启示宗教的基督教所脱胎而出的罗马晚期世界中，所留存的只是孤立的遗物，人类发现自己与这些遗物的生成过程相脱离：“它们不过是它们对我们而言所是的——从树上摘下的优美果实”。[84] 那屡次被借用来比喻把握之过程形态的树木，连同它的环境甚至气候本身都已消逝——“并不存在它们定在的现实生活”。[85] 因此，这里所讨论的意识乃是博物馆式的。它擦拭着过去果实上的灰尘与雨滴。在这些保存性的行动中，它面对着一种过去生活形式的纪念遗存。然而由此产生了一个转折点，因为即便直接的经验已经丧失，不仅回忆得以保留，而且回忆所包含的多于直接的关系。回忆乃是对被回忆之物的聚集，是对一个点的集中——在这里即“万神殿”。因此，这种回忆形式是逻辑/言说（logos）的一种功能。它将过去的精神作为精神来把握，亦即把握为某种并不耗尽在流传下来的物件中的东西。提供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的精神，是

多于［我的着重，S.W.］那个民族［此处指希腊人，S.W.］的伦理生活与现实性，因为它是那个在他们之中尚且外化的精神的内化记忆（Er-Innerung），——它是悲剧命运的精神，将所有那些个别的神祇和实体的属性聚集到唯一的万神殿中，聚集到意识到自身作为精神的精神中。[86]

在聚集回忆的这一经验中，存在着《现象学》方法论的一个本质环节，因为正是这种聚集着的回忆将构成绝对知识的核心环节。在这一形象中，黑格尔将一段历史经验与他在该章开篇在思辨命题的语境中所探讨的实体丧失的环节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出发点，后文的核心在于将绝对者把握为发展过程和运动。

2.2.3 呈现问题的发现与表象活动的局限

在《现象学》中对表象的分析与批判的框架内，黑格尔就已经按照日后将构成《全面教学纲要》结构原则的方式运作：绝对精神是对客观精神的呈现，在其中传达出客观精神究竟是什么。而对客观精神的呈现又遵循着主观精神的各种形式。因此，作为内容的客观精神是通过各种感性形式和心理形式来中介的：直观活动、表象活动与思维活动。黑格尔在《现象学》的宗教章中将这三个阶段称为“要素”或“环节”，并将它们引入作为通向绝对者的途径。[87] 绝对者（在这一整个发展中原则上已经应被理解为“精神”）首先直接作为当前的人被直观（第1阶段）。然而应当赋予它的中介功能必须被呈现出来。为此需要另外两个步骤，即表象（第2阶段）与概念（第3阶段）。[88]

启示宗教的真正形态在该同名小节的第11段中被引入。精神的定在那时显现为“自我意识，即作为一个现实的人”。[89] 这意味着，起初似乎脱离人类领域（绝对）的实体，如今（表面上出于自身）发展出了人类自我意识与主观性的环节。上帝的人格化乃是统一与差别的统一之可能性的征兆：“精神在其外化中乃是其自身的本质”。[90] 如果把实体理解为“精神”，实体就能够指涉自身。因此这里已经预示出，精神乃是具有能够与自身发生差异、并同时在这一外化中与自身保持同一之属性的东西。由此，进入他者存在的运动被整合进了同一性的概念之中（这一理论步骤对黑格尔而言兼具本体论后果与述谓逻辑后果）。

因此，绝对者作为“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塑造形式，使得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这一绝对者成为可能。对黑格尔而言，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对于（宗教）意识而言，原则上提出了在普遍意义上澄清“对象之物的意义”的任务。对象之物的意义必须“有朝一日”被自觉地把握。[91] 黑格尔明确指出，精神赋予自身的“形态”，乃是“世界精神”对自身的现实知识的形式，因为精神是通过其各种形态塑造获得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尽管如此，对于宗教意识而言依然存在着认识上的缺陷：启示宗教的表象虽然将精神塑造成自我意识，但它通达这一被如此理解的精神的途径，却并不具有知识的形式（尤其不具有自我知识的形式），而是具有信仰的形式。[92]

然而，根据黑格尔对启示宗教概念的引入，启示宗教完全提出了一种知识诉求：“因此在这门宗教中，神圣本质是得到启示的。它的显明性显而易见就在于，人们知晓它是什么。而人们知晓它，恰恰在于将它知晓为精神，知晓为本质上即是自我意识的本质。[93] 对黑格尔而言，神圣本质在启示宗教中的显明性就在于知晓神圣本质是什么。但看起来，这种知识似乎尚不完备，因为人们仅仅知晓它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是——‘精神’。然而宗教表象却无法在内容上充实这一信条。当黑格尔在对启示宗教作出规定之后（在第二个分段破折号之后，且表面上毫无过渡地）谈及秘密时，对神圣本质显明性之完备性的怀疑便加剧了。94 事实上，就绝对本质形式上的自我存在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秘密；但绝对本质仅仅（‘唯独’[95]）‘作为自我’、亦即在这一形式规定中才是显明的。它还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人们普遍赋予这一主体的谓词，迄今为止仅仅具有意识的归属判定的状态。于是产生了一种过早的狂喜，一种因‘绝对本质’已得到启示并被确认为精神而对（表面上）得以实现的‘希望与期待’所感到的‘喜悦’。[96] 由此，启示宗教达到了一项决定性的认识：上帝就是思辨知识。他同样也是思维活动与存在的统一，以及普遍自我与特殊自我的统一。然而对于启示宗教而言，他是在其‘显明的’感性临在中体现这点的：

自我意识自在地给出、因而也是为了它的意识而给出的，现在呈现为这样的情况，即这是世界的信仰：精神作为一个自我意识，亦即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定在于此，它是为了直接的确知而存在的，信仰着的意识看到、感觉到并听到了这一神性。因此这并非虚构，而是确实如此。”至高本质作为一个存在的自我意识被看到、听到等等，这因而在事实上乃是其概念的完成；而通过这种完成，本质正如它是本质一样，直接地定在于此。


[…] 上帝因此在这里正如他是的那样是启示出来的；他正如他自在地是的那样而定在着；他作为精神而定在。上帝唯有在纯粹思辨知识中才能达及，并且唯有在其中才是其自身，因为他是精神，而这种思辨知识就是启示宗教的知识。前者将他知晓为思维活动或纯粹本质，并将这思维活动知晓为存在与定在，将这定在知晓为自身的否定性，由此知晓为自我、这个自我与普遍自我；启示宗教所知晓的恰恰就是这一点。[97]

但在绝对者作为精神的这一构想得以达到的环节，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它的直接的、思考着的自我知识应当如何呈现自身；宗教意识由此发现了呈现问题——这一发现彻底切断了亢奋的基调：

精神知晓自身为精神的这一概念，本身是直接的且尚未展开的。本质就是精神，或者说它已经显现，它是启示出来的；这最初的被启示自身是直接的；但直接性同样是纯粹中介或思维活动；因此它必须在自身作为这样一种直接性上把这一点呈现出来。[98]

这里便为宗教意识浮现出了呈现问题：如果绝对者是纯粹中介或思维活动，而不化归于感性的当下临在——那么这种中介功能如何能够被呈现？因此现在人们有针对性地寻找一种能够具有概念形式的形态。[99] 但这唯有通过中间步骤才能成功，而这些中间步骤构成了宗教表象的发展，思维活动将借助这些表象摸索着走向其自我呈现。首先发展出的是能够充当“预告”[100]的意象，此外还有一套广泛的修辞手法库，它们整体上共有这样一种属性：在我们跟随着宗教意识之发展的限度内，它们向我们开辟（或至少能够开辟）一条思想的道路，即便我们自己并不确知它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在这里，形象化语言呈现的世界开启潜能的实际运用便具有了相关性。通往绝对者的途径的发展，首先取向于同其建立感性（亦即直观性）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由于上帝以人的形态

持存，意识首先可以对这种形态采取一种直接的关系。一切都公开显露在“表面”，上帝可以被“看到、听到等等”，这在意识中引发了所提及的“喜悦”。[101]

但由此首先并不能得出对思考着的中介功能的理解，而绝对本质（上帝）同样应当是这种中介功能。上帝在耶稣之中的直接的、肉身的实存，必须代表某种超出其自身之物。但这种关系并不能从神人纯粹的当下临在中开启出来。“启示”原则上是一种外在的认识形式，因为通过启示获得知识的表象包含着一种假定，即这种知识应当由“绝对者”来担保。能够使这种（可疑的）知识成为现实的知识的环节，由此原则上位于知识之外。[102] 绝对本质的形态尚未在概念的形式中得到展开与把握，而仅仅是在表象中：

形态尚未具有概念的形式，亦即尚未具有普遍自我的形式，这种自我其在直接现实性中同样是被扬弃之物、思维活动、普遍性，而不在后者中丧失前者。——但这种普遍性的最近的且自身直接的形式，还不是思维活动本身、作为概念的概念的形式，而是现实性的普遍性、诸自我[e]的全体性，以及将定在提升至表象之中……[103]

一种表象“是感性直接性与其普遍性或思维活动的综合结合”，亦即一种

存在与思维活动的混合。[104] 黑格尔在此描述道，在上帝道成肉身、死亡与复活的基督教历史中，普遍性与特殊化如何归属于一体虽然原则上在内容上得到了把握；但宗教关涉这一内容所采取的“表象形式”[105]在此却导致了该内容在构成上无法被把握。因为在表象的形式中，各个个别环节仅仅被外在地相互关联起来。表象活动如黑格尔所言是“成为他者的意识”。[106] 这决不可仅被理解为消极的，因为在一件事情的发展中，产生出真正的差异是决定性的。[107] 但表象模式却丧失了这些环节的统一，亦即丧失了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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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表象的关联。表象无法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思考在一起。因此，对它而言，神圣历史是各种不同时间环节的先后次序（这恰恰使它成为被讲述的历史）；其逻辑统一对我们（作为宗教意识之哲学观察者）而言虽然是清晰的，但黑格尔意在指出，这种统一并不是在表象的层面上实现的，表象与它所表象的意象处于过分狭隘的接触中。因此在此处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作为哲学观察者）已经比宗教意识知道得更多，而宗教意识在它仅仅以表象模式运作的限度内乃是一种抽象。[108]

第二个问题在于，将上帝作为直接当下临在（以神人耶稣的形式）加以指引，承继了此前在关于感性确知的章节中所讨论过的问题：因为感性的当下在场直接过渡为一种不在场（一种“曾在此存在”），而意识只能自身回忆起它曾经看到并“听到了”这个“单个的人”。黑格尔在此有意强调了完成时形式。[109] 启示宗教的意识直接面临这一问题。由于表象的各个个别环节相继发生，对于表象而言便存在着现在的与过去的或未来的东西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或者如黑格尔所言，存在着“分裂为此岸与彼岸且未和解的……分裂”。[110] 在基督教叙事的框架内，这意味着：上帝固然感性地当下临在，但他随后又再度消失。上帝必然死亡。宗教表象将精神的过程定义为在其面前发生的一场事件。表象模式在此一方面将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设定为时间的先后次序，另一方面又将该过程自身设定为与进行表象的宗教意识有差别的。[111] 由此，感性当下存在之物的对象性虽然被“扬弃”了，但尚未作为概念，而仅作为表象，亦即作为思维性要素与感性

要素。[112] 这种结合尤其表达在对一个（被表象的）客体的时空关系描述之中，该客体在表象中乃是过去的或遥远的。黑格尔特别强调，这种描述形式导致了对宗教意识试图分析的生存格局在内容上的误读：

但过去与遥远仅仅是不完满的形式，直接方式乃是借此形式得到中介或被普遍地设定的；它仅仅表面地浸入思维活动的要素中，是作为感性方式保存在其中，而未与思维活动本身的本性合为一体。它仅仅被提升到了表象之中，因为表象就是感性直接性与其普遍性或思维活动的综合结合。

这种表象形式构成了精神在其这个团契中意识到自身[引者S.W.强调]所依据的规定性。它还不是精神长成其作为概念之概念的自我意识；中介仍是不完满的。因此在存在与思维活动的这种结合中存在着如下缺陷：精神本质仍旧带有一种分裂为此岸与彼岸且未和解的分裂。内容乃是真理，但它的所有环节一旦被设定在表象的要素中，都带有未被把握的特征，而是显现为完全独立的方面，它们彼此外在地相互关联。[113]

宗教表象尚且缺乏一种关于它自身究竟在做什么的意识。因此精神在宗教团契中仅仅是“被意识到”而非被知晓。作为感性之物与思维活动的混合，表象呈现了二者之间的一种中介位置，亦即一个过渡环节。由此可以断定，呈现的媒介维度构成了呈现的论证维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象虽然是一种本质性批判的对象，但同时也是思维活动之发展的必然环节。黑格尔将它描述为思维活动之规定性的必然中间阶段。表象范例式地代表了精神或纯粹思维活动成为他者，后者必然要将自身表达出来——必须“步入定在”。同时，哲学呈现有必要去控制呈现形式与被呈现内容之间的交互效应，而这种交互效应是宗教表象所错失的（这并不意味着要找到一种在此意义上中立的呈现形式，即让这种交互效应彻底消失，而是意味着去认知这些

交互效应并自觉地运用它们）。通过黑格尔向我们阐明表象在精神发展中的功能，他也允许我们推论出属于《精神现象学》之呈现的舞台搬演。在艺术宗教中曾发展出促成越来越丰富的表达的语言形式，以至于在人类表达的形式中未被言说之物越来越少。因此在那里发展出了能够越来越精准地说出自己所意指之物的能力。表象的可能性在那里因此得到了拓展，直到最终在喜剧中达到了在搬演框架内部对搬演自身的自我反思。在启示宗教中，黑格尔如今全面阐明了整个表象模式的局限性。当黑格尔将启示宗教亦称为“绝对……宗教”时，[114] 这意味着此处处理的是关涉“宗教”整体的问题。“绝对宗教”由此也意味着“绝对表象”，并因而意味着感性意蕴与思想意蕴的绝对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或混合，在知晓自己所说为何的问题上产生了困难。但关于自己所说为何的知识，唯有（如果说可能的话）当表象模式作为一种混合形式被主题化并被认识时才能达到，为此必须有可能重新拆解开这种混合。为此首先必须承认：步入表象世界的离散规定之中，乃是思维活动之发展不可规避的环节：

精神首先在纯粹实体的形式中作为其意识的内容，或者说是其纯粹意识的内容。思维活动的这一要素乃是下降到定在或个别性的运动 [引者S.W.J.强调]。它们之间的中项是它们的综合结合，即成为他者的意识或就其自身而言的表象 [引者S.W.J.强调]——第三者是从表象与他者存在之中的返回，或者说是自我意识本身的要素。——这三个环节构成了精神；它在表象中的分离开来就在于以一种规定了的方式存在；但这种规定性无非就是它的环节之一。因此它的详细运动就在于：在它的每一个环节中作为在一个要素中展开它的本性；由于这些圆圈中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达到完满，它的这种反思-进入-自身便同时是向另一个圆圈的过渡。表象构成了纯粹思维活动与就其自身而言的自我意识之间的中项，并且仅仅是这些规定性中的一种；但同时正如已经显明的，它作为综合结合的特征扩展到了所有这些要素之上，并且是它们共同的规定性。[115]

精神的自我认识是穿越三个要素或“环节”的运动——（纯粹）思维活动、表象与自我意识。在这一三位一体结构中，启示宗教预测了作为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过程性统一的概念结构。正如黑格尔在此所强调的，“思维活动”乃是深入到规定了的定在之中的运动。在此处这意味着表象。通过表象得到表达，一种精神性的、思想性的意蕴便以一种规定了的方式实存。这种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语言表达而成为可能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在此回想起将语言规定为“精神的定在”）。耐人寻味的是，黑格尔将迈入表象层面的规定性这一步骤不仅（如刚才所引用的）规定为“下降”，而且——恰恰在上述所引段落之前——亦规定为“上升”。[116] 表达的运动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改变，黑格尔通过将表象把握为“成为他者的意识”强调了这一点。因此，黑格尔拥有一套关于精神意蕴的表达及其在不同形式中展开的复杂理论。这种发展最终规定了我们究竟可以将什么称作精神。因此同样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恰恰将这种关于精神之呈现形式的理论置于绝对的——哲学的——知识的直接前沿。因此，对哲学知识形式的反思，乃是以对呈现形式的反思为前提的。[117]‘

然而，发展阶段的次序不仅存在于主观精神的形式之中，亦即不仅存在于进行认识的

主体一侧，这些主体通过其上帝表象关涉绝对者；而且平行于此，它也存在于客体一侧所表象的绝对“永恒本质”的发展之中。[118] 在此黑格尔强调，在表象的媒介（“要素”）中呈现精神的问题，与同这些表象相联系的将绝对者视为最高本质的构想遭受着同样的缺陷困扰：“但精神在这一要素中[此处指表象要素，S.W.]的呈现，依照其形式就自身而言具有本质作为本质所具有的同一种缺陷。”[119] 因此绝对本质必须被理解为：它从自身出发就倾向于显现并成为他者。精神成为他者本身具有两种形式或方面：一方面是上述深入表象之中的运动，另一方面则是“知识一般的向内深入”。[120] 随着向内深入，开启了一个新的主题，即恶的相关性与必然性。

将概念形式翻译为表象是必然的。因此首先应当牢记，在这些词汇表之间进行翻译的能力（术语能力）并不化归为对单一最终词汇表（概念）的掌握。克劳斯·菲韦格亦主张双向翻译的相关性；参见菲韦格，《宗教与绝对知识：从表象向概念的过渡》（»Religion und absolutes Wissen. Der Übergang von der Vorstellung in den Begriff.«）。关于黑格尔表象理论的分析（重点侧重于《全面教学纲要》），可见于马库斯·加布里尔，《黑格尔的表象概念与形式-内容问题》（»Hegels Begriff der Vorstellung und das Form-Inhalt-Problem«）。对本项工作的规划而言尤为宝贵的是，加布里尔明确将黑格尔对表象的分析解释为文本对其自身可读性的反思：“文本的可读性本身成为了考察的内容，它[文本，S.W.]成为了意指某种意义的符号，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显示。”（同上，第26页）。

2.2.4 思辨同一性（2）——善与恶

绝对本质伴随着表象与恶这两个环节的成为他者，包含着一场与思辨同一性概念的重要交锋，而思辨同一性概念在发展的这一环节明确成为了意识的一个问题。在关于启示宗教的章节中，除了对表象的分析与批判之外，还包含着一种判断批判。因此，该章既包含对一种从感性与历史上被给予的形式出发的思维活动的批判，也包含对命题性知识形式的批判，后者通过一种“缺乏精神的‘是’”将表面上孤立且自为持存的抽象实体联结起来。[121] 正如在此同样可以看出的，语言批判的这两个环节紧密相联：它们不仅都出发自精神成为他者的阶段，而且在体系层面上共同具有如下特征，即它们只能将离散规定的单元（如“善”、“恶”、“父”或“子”）思考为仅仅外在地结合在一起——或是作为表象的时间次序，或是作为判断中的抽象认同，亦即如黑格尔所言的“执着于‘是’”。[122] 由此亦可看出，破除语言的固定化、搬演各种不同表象之间的冲突与干涉（由于表象的规定性结构，这些表象必然是有差别的且彼此竞争的），亦即呈现的媒介维度（它出发自历史所塑造的表象意蕴对语言的过度决定），与呈现的论证维度具有相同的目标——即批判那种固执于僵化同一性规定、因而无法思考这些同一性的运动、最终亦无法理解自身认识能力的表象意识。

因此合乎逻辑的是，一旦认识到这一问题，认识规划的任务也就变得明朗，即将精神的运动作为运动来呈现。[123] 在此宗教

意识固然经验到，它的所有表象都翻转到了其反面（而这一翻转环节反过来又是黑格尔对宗教意识经验的呈现的一个本质侧面）。这在最终结论上也触及了一般表象活动的基础，即关于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表象：

因为既然本质自在地已经与自身相和解并且是精神的统一，在其中表象的各个部分是被扬弃了的或环节，那么这就呈现为：表象的每一个部分在这里都获得了与其此前所具有的意义相反的意义；每一种意义由此在另一种意义上使自身完备，内容唯有由此才成为精神性的；既然规定性同样是其相反的规定性，那么在他者存在中的统一、精神之物便是完满的；正如对我们而言或自在地方才对立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并扬弃了同一物与非同一物、同一性与非同一性这些抽象形式本身。[124]

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关系之所以成为宗教意识的主题，是基于对恶的问题的思考。意识向自身提出的问题是：恶与绝对者之间能够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在创世史的宗教表象中，上帝创造了人，人由此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叙事之中。[125] 关键在于人类被带上了自身表象的舞台，因为正是通过人的概念，才产生了善恶冲突的表象。宗教意识在理解这种冲突时的概念性错误在于：它将“善”与“恶”理解为稳固的、外在的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对立。于是启示宗教便产生了关于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关系的问题，并由此（在该章开头重新阐释了喜剧的结果之后）再度踏上了思辨同一性与思辨命题理论的领域。

从宗教意识无力思考善与恶的思辨同一性中可以看出，它在该章

开头也尚未发展出对思辨命题的理解。表象性思维活动死抱住“不属于概念的”形式不放，例如（脱离上帝的）“堕落”或（上帝的）“儿子”，并将这些形式与概念性思维活动混合在一起，但后者恰恰由于受制于这些表象而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展开。[126] 如果启示宗教这一形象在该章开头就已经能够思考思辨命题，那么表象的中间步骤为何还会发生就变得不可索解了。宗教意识在开篇处就已经感受到的对思辨同一性的预测，毋宁构成了其整个发展的汇聚点（或者人们可以说，是“前-置”[Vor-Stellung]）。正如已经提及的，这一主题直到该章末尾才被重新触及——而且是从另一个方向。将善恶对立固定化，乃是表象模式的产物，对该模式而言，绝对本质的过程显现为“一件不可理解的事件”。[127] 按照表象，恶就在于“自为存在的自我”的在自身存在，这一自我由此与绝对本质相对立。[128] 黑格尔注意到，在道成肉身的历史中同样实存着关于绝对本质如何作为自为存在的自我而实存的表象；然而在这段历史中所结合的诸表象作为表象（亦即在作为前概念思维活动的表象模式中）却只能先后持存：

但关于绝对本质与自为存在的自我那些似乎彼此避开的环节并非分离的这一思想，亦显现给这种表象——因为它拥有真正的内容——，但却是在后来[引者S.W.J.强调]，在神圣本质成为肉身的外化之中。[129]

但在绝对者自身之中（如黑格尔所论证的），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脱离堕落”。因此在绝对层面上，恶刻画了绝对者的一个环节，正如善一样。此外，这一环节对于精神而言是本质性的，因为它构成了精神的自我：“如果事实上存在一个对于绝对本质而言是他者之物，如果存在脱离它的堕落，那么绝对本质就仅具有这个空洞的名字；——在自身存在的环节毋宁构成了精神之自我的本质环节。”[130]

因此，无论是通过表象还是通过恶所标记的差异，都本质地属于绝对者的发展。黑格尔对恶的分析将需要一种更为深入的重构，

这种重构超出了我在此框架内所能承担的范围。在此我只能提示，黑格尔将恶向内深入的运动同认知着的自我意识的“成为内在的[转变]”联系在一起——从而提示出知识的运动与恶的运动之间的关联。[131] 我们在黑格尔良知分析末尾宽恕恶的语境中同样观察到了这种关联：在那里显明，黑格尔与恶这一环节相联系的特殊化，乃是普遍知识实际实现的必然环节，因为普遍知识在每种情况下亦唯有作为特殊实例化的东西才是实在的。[132]

2.2.5 精神的运动与宗教的界限

在关于启示宗教的小节末尾，伫立着穿越纯粹思维活动、表象与自我意识这三个要素的概念运动问题。[133]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作为认识形式（或认识模型）大体上是以表象模式运作的。宗教作为一种反思类型，建构了一套特定的方案，一个由断言与行动构成的体系，这些断言与行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关于绝对者的理论。但事实表明，只要这一理论在表象模式中运作，它就在根本上错失了其所追求的对象。该理论由此在接近其对象的方式形式上遭到了挫败。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下理论的形式与对象的形式在此处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在宗教章的最后两段中，黑格尔主题化了精神借以认识自身的运动。一方面作为以自我关系而持存之物，另一方面本质上作为一种运动（因而不可被固定化），精神的这种独特性构成了精神呈现的问题。在宗教章末尾，精神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精神，它在内容上已经不再与世俗实在性相对立：上帝的历史发生在人类的世界之中。上帝通过首先成为人而成为上帝，而宗教则建构了关于这一过程的叙事，在其中它将精神表象为一种运动：

因此精神是知晓自身的精神；它知晓自身；对它而言是对象之物是存在的，或者说它的表象就是真正的绝对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表达了精神自身。它同时不仅是自我意识的内容，不仅对它而言是对象，而且也是现实的精神。它之所以是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它穿越其本性的三个要素；这种穿越自身本身的运动构成了它的现实性；——那运动着的东西就是它，它是运动的主体，并且它同样是运动本身或主体穿行于其中的实体。[134]

在此处从语言上加以区分的东西，在本体论上应当是同一的，但尽管如此仍是可差异化的。[135] 宗教意识的问题在于：它将这种带有差异的本体论统一与自身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乃是“意识”关系的本质特征），并以表象的形式将它从自身分离出去且置于自身面前。在关涉精神的运动时，宗教意识仅仅处于观察的地位，并且由于它给自己赋予了这种角色，它便使得关于精神运动的认识（这种认识仅在于精神运动本身之中，亦即在于实行这一运动之中）对自己而言成为不可能。这种意识形态“乃是精神的自我意识”，但它“却并不拥有关于它是何物的意识”。[136] 这将宗教意识与我们——《精神现象学》的读者们——区分了开来：

正如当我们进入宗教时精神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的那样，亦即作为对其自身确知的精神的运动[A]，这种精神宽恕了恶，并在此同时脱离了其自身的单纯与坚硬的不可变易性，或者作为这样一种运动[B]，即绝对对立物将自身认识为同一者，且这种认识活动作为这些极端之间的是而爆发出来，——绝对本质对其而言已启示出来的宗教意识，直观着这个概念，并扬弃其自我与其被直观者的区分，——正如它是主体那样，它同样也是实体，并因此自身就是精神，恰恰因为并且就其本身是这种运动而言。[137]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精神的概念对我们这些读者而言究竟是怎样生成转变的。[138] 整个句子之所以难以阅读，是因为那个经过精挑细选但含混不清的开头“正如当我们进入宗教时精神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的那样……”允许两种解读方式：我们要么可以将重点放在对精神概念的内容规定上：精神概念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而言生成了，并且它在内容上应当通过运动A与B这两者来规定。要么我们强调形式，即这个概念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的方式与方法：精神概念是以两种可能方式中的（至少）一种对我们而言生成的，即通过运动A或运动B（或者亦通过两者），这在此之外或许还能对其内容规定有所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该段落以“因此/如此”[So]开头，亦即以对方式或形式的规定开头，这绝非无关紧要）。让我们来剖析这个句子：

正如当我们进入宗教时精神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的那样，

亦即

作为对其自身确知的精神的运动[A]，这种精神宽恕了恶，并在此同时脱离了其自身的单纯与坚硬的不可变易性，

或者

作为这样一种运动[B]，即绝对对立物将自身认识为同一者，且这种认识活动作为这些极端之间的是而爆发出来，

——绝对本质对其而言已启示出来的宗教意识，直观着这个概念，并扬弃其自我与其被直观者的区分，——

是，

正如它是主体那样，它同样也是实体，并因此自身就是精神，恰恰因为并且就其本身是这种运动而言。

正如破折号之间的第二个插入语所示，宗教意识选择了第一种解读方式：它直观着通过运动A和B在内容上得到规定的概念，并在其中绝对本质对它而言是“启示出来的”。若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被紧跟在第二个破折号之后的“是”[ist]彻底搞得晕头转向。在插入了运动A与B的析取（在此同样可以被读作合取）以及破折号的进一步插入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究竟应当指涉什么。宗教意识的立场在语法上也粗暴地（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反冲）闯入句子之中，这更加剧了困惑感：对“这个概念”的指涉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法契合进句子之中，而我们在读到这一点之前反正也无法把握该句的结构，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动词（“是”）。唯当我们解剖这个句子时，我们才会发现黑格尔在此关切的似乎首先是第二种解读方式：“正如精神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的那样，[……]是，正如它是主体那样，它同样也是实体，并因此自身就是精神，恰恰因为并且就其本身是这种运动而言。”黑格尔因此是说：“正如精神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的那样，[……]因此自身就是精神”——而且恰恰因为并且就其本身是这种运动而言。

因此精神乃是在自身之中运动之物，并且我们是通过进入这种运动、通过把握到自身与这种运动并非分离的，来认识它的。精神不是被直观的。它无非就是其自身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只要存在可差异化之物，我们便应当将这可差异化之物仅理解为环节。我们通过知晓精神如何对我们而言已经生成，得知精神是什么。因此，精神（与宗教意识的假定相反）并不是被还原为某种外在的实体性之物，而是被还原为它自身生成转变的方式与方法，即它在我们之中的生成转变，只要我们在进行思考并将这种思维活动呈现出来。这种生成转变就是精神的实体。

运动着的东西乃是精神自身，而在此实质上关涉到突显出精神的运动特征。然而宗教意识直观这一概念，并在此亦保持了自身与绝对者之间的区分。[139] 而表象


模式所无法思考的，乃是精神已经实现了。宗教保持了对一个他者的表象，或者说“关于某物的表象”。[140] 因此它为运动设定了一个基底。因此对于宗教意识而言，精神的实现、和解始终仍处于未来：

由于本质与自我的这一统一自在地得以形成，意识也就还具有对其和解的这种表象，但仅仅是作为表象。意识之所以获得满足，是因为它在其纯粹否定性上外在地附加了自身与本质相统一的肯定意义；因此它的满足本身依然带有与一个彼岸相对立的缺陷。它的自身和解由此作为一种遥远之物进入其意识之中，作为一种未来的遥远之物，正如那个由另一个自我所完成的和解显现为一种过去的遥远之物一样。[141]

宗教寻求运动的某种被给予的、形而上学的基体。但精神是一种没有基体的运动，或者说是一种并非在一个背景前上演的运动。然而宗教意识原则上把运动置于一个持存实体的此类背景前，以便能够将运动投射于其上。这个背景在此实际上乃是意识的一种投射。在此语境中，迪特·亨利希曾指出，对于实体与主体的同一性的思辨理解而言，必须放弃那种作为基础的实体的表象，但由此无根据性本身便成为了实体性的。精神的呈现由此并不指涉某种原始的存在者（后者在呈现中可能或必然被错失），而仅仅指涉究竟有某物在呈现自身这一情况。呈现过程本身由此成为了绝对者的实现。[142]

“宗教”作为一种认识形式最终在三个本质要点上遭遇失败：构成宗教本性的表象模式将思想意蕴与感性要素混合在一起（因此混合也是宗教章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宗教为其对象所形成的各种不同表象保持为未结合的（各个环节因此先后相继地显现）；宗教所表象的形而上学对象（上帝）在构成上始终与进行表象的主体相分离（并在此意义上被“置于其前”[vor-gestellt]）。因此所追求的和解要么深处遥远的过去，要么仍处于遥远的未来。[143] 在宗教章的末尾变得明朗的是，任何形式的宗教意识都会阻断思维活动，因为它将思维活动聚焦于一个绝对者，而无论这个绝对者在其他方面被理解得多重复杂和具有过程性，它相对于思维活动而言始终是一个外在之物，因而是某种被给予的实体。绝对者及其发展对于宗教意识而言是一场独立于其自身活动而在其意识面前展开的“事件”，宗教意识无法把握它。[144] 因此宗教意识在结构上无法发现精神的概念在自身之中得以实现。就其作为意识而言，“它只有被审视的表象”。[145] 它“抓住”一个意象，虽然借此解释了自身的生活，但仅仅是以

“……唯有自身指涉。正因如此，唯有过程本身，而没有任何奠基于其下的基底。诸如‘流溢’（新柏拉图主义）或‘表达’（斯宾诺莎主义）等哲学与隐喻模型呈现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关系的方式，未能刻画出该过程（自我显示[self-manifestation]）究竟为何。主体并非显示出某种隐藏在底层的实体结构。它显示的是其自身。但若不存在任何基础结构，它又是如何显示自身的？回到费希特的术语来说：它将自身作为显示而显示出来。”亨利希，《康德与黑格尔之间》（Between Kant and Hegel），第289页及以下。关于无（背后的）根据的运动，黑格尔在《逻辑学》（WL2, 85）中写道：“本质具有一种形式及其诸规定。唯有作为根据，它才具有一种固定的直接性，或者说是基体。本质本身与其反思是一体的，并且自身区分其运动。因此并非本质在贯穿这一运动；它也不是运动作为最初之物由此开端的东西。这一情况使得对反思一般的呈现变得困难；因为人们实际上不能说，本质返回自身，本质在自身中映现，因为它并不在它的运动之前或之中，并且这一运动没有任何作为其运行所依托的基础。”

为代价，即这种生活完全是对始终尚未到来的和解的一场漫长等待。意识恰恰是在此岸无法找到满足的结构。正如让·伊波利特所言，它在原则上是不幸的意识。[146] 宗教意识对此而言是一个范例式的例证，在此意义上，宗教意识构成了以被表象的对象形式关涉绝对者的意识一般的诸问题的体系钥匙。

3. 绝对知识

宗教将绝对者视为形而上学对象，视为最高存在者。因此对于宗教而言，知识的规定以及进行认识的人类主体与这一最高存在者的关系，乃是仅仅外在地归属于绝对对象的东西。宗教意识意向性地关涉某种他者，因而恰恰符合（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引入的）意识的定义，即把某物与自身区分开来，同时又关涉该物。[147] 相反，绝对知识则反思到：宗教的这一绝对内容乃是其自身知识的一种形式；正因如此，在关于绝对知识的章节中，“自我的形式”占据了核心地位。这种位移伴随着从表象模式向呈现模式的过渡。“完满的对象性呈现”包含着对呈现过程、从而对被呈现者相继得到规定的过程的反思。它由此（亦）变得具有自我指涉性，或者正如黑格尔所言，成为“自我”。[148]

绝对知识是通过其呈现能够为自身辩护的知识。它能够呈现出：知识在意识的经验中以何种形式显现，以及知识的这些显现形式如何相互联系。但这种呈现必须由我们所有人各自亲自[selbst]完成，因为我们始终只是各自作为单个个体而认识某物（这构成了特殊化环节的相关性，我们在上文中已结合恶的运动强调了这一点）。黑格尔由此回到了呈现的自我产生[Selbst-Hervorbringen]的相关性上，我们在结合《精神现象学》序言开端的讨论中曾考察过这一点。[149] 通过

这种位移，黑格尔那里发生了一场将绝对者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形而上学理论、向绝对者作为科学的哲学知识形式的理论的转变。绝对者由此不仅在与其方法论上的可呈现性相协调的意义上被构想，而且被构想为方法论的呈现，并被构想为对知识发展形式的反思。[150]

在关于绝对知识的讨论中，以下主题对我们而言具有相关性：(1) 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所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精神发展的终点上统一与差异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表述为：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理论包含了何种关系构想，或者是否可能在绝对知识中一切关系都已被扬弃。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考察呈现问题的语境中引起我们兴趣的其他主题，亦可被理解为统一与区分之关系问题的各个方面。换言之：有限者的呈现功能最终是否意味着将有限者隶属于一个（被一元论地理解的）精神的纯粹自身关系？抑或恰恰相反，关于绝对知识的章节恰恰强调了真正的他异性在黑格尔精神理论中的相关性？[151]

(2) 紧随宗教章之后，关于绝对知识的章节进一步推进了对表象的批判。这种批判源于黑格尔对统一与区分之关系问题的理解：表象模式基于对各个关联项之间严格外在性的假定。就此而言，在宗教表象中再次彻底表现出了意识的根本原则：意识将某物与自身区分开来，同时又关涉该物。在此，一方面进行表象的主体与被表象的客体是外在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另一方面，这也同样适用于主体对客体所具有的各个孤立表象。它们仅仅在时间上先后相继，而非在逻辑上彼此推导。

(3) 《精神现象学》的终点构成了精神自由地将自身释放到其自身的生成转变之中，亦即一场向外的运动。既然从表象向概念的过渡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向内的运动，那么便提出了内在化与外在化的关系问题。

(4) 内在化与外在化的运动与呈现概念密切相关：首先，黑格尔强调“完满的对象性呈现”意味着“转变[……]为自我”。[152] 应当这样来理解：实体显现为内部有所区分的，并就此产生出自身的呈现。但这种内在化运动并不是《精神现象学》的最终定论。因为精神的最高自由在于从其自我的形式中自由地释放自身。这一论点在获得这种自我形式之后仅仅隔了数段便接踵而至。概念由此以“自由偶然的事件”的形式反思其自身的呈现。[153] 呈现概念由此

具备了如下特征，即它能够捕捉并中介统一与区分：它既包含着结果、自我的形式或概念的“生成的一致”，也包含着这一结果的“生成转变”，亦即通向该结果的引入过程、统一向各个环节的清晰阐明，而这些环节起初仍作为步骤或阶段被区分开来。[154] 换言之：呈现概念把握了表征与展示的统一，亦即表征与存在的统一。

(5) 既然时间在宗教章中由于被表象的绝对对象在时间上远离了意识而已经浮现在意识的问题视域中，黑格尔现在便明确地将时间作为概念的定在加以主题化。就此而言，时间在这里作为外在性的特定模式变得相关。时间乃是内在化与外在化运动最为清晰地勾勒出来的环节。当表象模式仍将这些表象在时间上与叙事上彼此串联时，迈向逻辑层面的步骤则是通过时间的消灭而产生的。相继的次序由此不再产生于时间之中，而是产生于必然性。伴随着时间的消灭，概念的层面由此被开启，并由此开启了《逻辑学》的地盘。但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是：科学精神在最后的段落中自由地将自身释放到一种时空的生成转变之中。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尚未发生这种外在化运动之前，《精神现象学》的发展就绝未完结。

(6) 由此产生了元理论层面的意涵：精神以一种自由偶然事件的形式呈现其自身成为精神的生成转变。黑格尔的呈现方式一方面符合概念的形式（即逻辑的发展与运动），另一方面符合意识的经验方式（并由此符合意识借以把握某物的道路或形式）。相应地，黑格尔将意识与科学的关系主题化，并确切地把握为科学向意识的过渡。对呈现对于精神之相关性的反思，紧接着引出了对文本呈现形式的反思。

3.1 对表象的批判与完满呈现的构想

让我们从要点2、3和4开始，亦即从黑格尔对表象的批判、内在化与外在化的问题以及

由此产生的向呈现的过渡开始。尽管语言在绝对知识中并未扮演明确的角色，但对于我们关于语言与呈现的问题而言，相关的展开却见于黑格尔对表象、外化与历史的讨论之中（在此我们首先追踪表象的环节；另外两个方面将在下文中讨论）。表象对应于一种他者认识的模式。相反，黑格尔将呈现概念与自我认识的模式联系在一起。宗教将概念的运动作为某个超验对象的展开加以直观，因而受制于表象模式。相反，绝对知识完成了从绝对者的表象向绝对者的呈现的跨越。它思考着概念的运动。由此，意识整体上所出发的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分便被扬弃了。被思考的对象具有“自我”的形式。[155] 知晓如何思考，乃是每位思考者必须自身去学习的事情。我们通过认识到思维活动的真理并不在于思考某种特定的内容、亦即将某个具体的对象作为其思维活动的对象，来达到这一点。因此，意识在其中寻求哲学真理的那些被表象的对象相继被拆解：真理不在于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一个，而在于关涉活动本身的普遍可能性。拆解表象的活动乃是思维活动的操练。就此而言，绝对知识标志着一种“对洞见的元洞见”：它反思于认识究竟是如何达到的。[156]

在完满的呈现中，呈现自身成为了自我。“完满的对象性呈现”[157] 在此乃是精神区分自身并建立起一种（科学的）自身关涉的整体运动。这种对统一的思考要求：各个区分环节作为环节变得“透亮”。[158] 因此，黑格尔在其对完满呈现的评论语境中，亦指涉了说出与对所

说出之物的知晓之间的区别。[159] 这一关系一方面被本体论地思考。精神的自身关涉就是实体，并且就其实体关涉自身而言，实体就是主体或精神。但另一方面黑格尔强调，在其中所知晓的无一不是意识经验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对统一与区分之关系的分析被理解为对经验一般的分析的一个环节。由此已经预示出，意识对实存之物的关涉就其自身同样实存、因而自身就是实体的一个环节而言，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

完满的呈现（从而哲学的科学）相应地基于对界定意识的对立的扬弃。换言之，它基于对意识与它所关涉的对象之间的对立的扬弃。相对于这种外在关涉而言，绝对知识呈现了知识对自身的自身关涉。正如前文所暗示的，对于绝对知识而言，它所关涉的内容因此具有“自我的形式”。绝对知识是

精神的最后形态，这种精神同时赋予其完整且真实的内涵以自我的形式，并由此既实现了其概念，又在这一实现中保持在其概念之中[……]；它是知晓自身处于精神形态之中的精神，或者是成熟着的知识。[160]

作为绝对知识的那个精神在其实践中保持在其概念之中，意味着它不再被驱迫超越自身。这意味它能够凭借自身的手段确立其知识诉求。但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放弃了对某个特权对象的表象，该对象曾被认为能为认识提供最终的基底。这构成了它与先前诸形态的区别。[161] 这种自我认识的

“……并不敞露其内心。若必须用于扩充木乃伊的其他藏品和偶然事件的普遍杂堆，对它而言也完全是漠不相关的，因为它自身早已从那种好奇搜集知识的双手下逃逸了。这种搜集坚持其对真理漠不相关的立场并保持其独立性，它尽可以接受或拒斥意见，亦或不作裁决；它无法与哲学体系建立除把它们当作意见之外的任何其他关系，而诸如意见这类偶性对它也无可奈何；它尚未认识到，存在着真理。”（《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2卷[TWA2]，第15页及以下）。这一段落凝聚了黑格尔关于精神之理解的核心环节，并同时展示了一种典型的隐喻体系。精神被描述为“鲜活的”；这一环节与精神“寓居于一种哲学之中”并某种程度上隐匿自身的包裹形态形成鲜明对照，直到一个相亲近的精神将它诞生出来。若非如此，精神作为意见在构成上则仍是“过去”；对此参见西蒙，《黑格尔的语言问题》（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第155页。精神的历史由此展现为一场关于诞生、生命、家庭与亲缘的历史。德里达在《丧钟》（Glas）中尤为深入地考察了这一亲族动机。他在那里将精神称为如“亲嗣”[Filiation]，将其历史称为家族史；参见德里达，《丧钟》（Glas: Totenglocke），第5a页、第37a页。马丁·海德格尔在对《差异论文》中所引段落的评论中亦采纳了这些动机：“若我们希望走向与黑格尔的交锋，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有必要与他‘相亲近’[verwandt]的要求。即便我们起初只能努力为此在我们自身中培养交锋的恰当准备，即使在那时、且恰恰在彼时，我们也必须首要倾听这一要求：相亲近。相亲近——并非相同，亦非一回事。亲缘关系——在这里不是所谓立场的一致，不是对某个学派的归属，更不是在命题与概念上的和谐一致，尤非对一项‘研究’的相同所谓成果与进展彼此赞同的拉平抹杀。相亲近——这意指依归于哲学发问最初与最后的实质必然性。”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44页。

精神，黑格尔称之为科学。这种知识形式与此前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那些匮乏的知识形态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它只能被理解为穿越这些形态的一个历程或一场运动的结果。《精神现象学》不可能以绝对知识开篇。就此而言，虽然《精神现象学》先前的诸形态要求向绝对知识推进，但同时绝对知识亦要求先前的展开，若无先前展开，它就根本不是任何有规定的东西。绝对知识的规定是通过驳斥越来越复杂的知识诉求、或者驳斥关于绝对者及随之关于绝对者的知识可能为何的越来越复杂的表象来进行的。这些理论并非在绝对知识的尺度前崩溃，而是在它们各自自身的尺度前崩溃。作为对这一过程的自我认识，绝对知识乃是关于知识的定在之知，亦即关于知识的可能性是现实的这一知识。在《精神现象学》中（认识论上）先于绝对知识的那些知识形式，从本体论上看是它的派生物；而绝对知识虽最后才被达到，但在本体论上却使这些派生物成为可能。[162] 这种一方面包含着较早与较晚的时间关系、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时间性（本身）与概念性的关系，黑格尔在精神必须达到其自身实现的章节处将其加以主题化。关于时间的消灭这一环节，我们将在下文中回到它。在此处我们首先停留在呈现问题与“自我”的环节上。

正如我们已经借助《精神现象学》序言所追踪的那样，黑格尔赋予了呈现能力以特殊的相关性：“最容易的是评判具有意蕴与纯真性的东西，较难的是把握它，最难的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产生出它的呈现。”[163] 绝对知识如今作为知识反思自身，乃是通过产生出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哲学家们在此只有两项任务：汇集显现之知的各个环节，以及在概念固有的形式中固持概念。后一点表明呈现的形式并非任意的，因为概念在黑格尔看来被思考为具有一种自身固有的形式，该形式规定了认识在原则上如何运作，而关于概念的哲学理论可能会错失这种形式。宗教意识的表象活动便是这样一种错失：

因此，在宗教中作为内容或作为表象一个他者之形式的东西，在这里[在绝对知识中，S.W.按]就是自我自身的行动；概念将这一点结合起来，即内容是自我自身的行动；因为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概念就是知晓自我在自身之中的行动作为一切本质性与一切定在，知晓这个主体作为实体，并知晓实体作为对其行动的这种知识。——我们在这里所增添的，仅仅一部分是各个个别环节的汇集，其中每个环节在其原则上都呈现着整个精神的生命；另一部分则是在概念的形式中固持概念，概念的内容在那些环节中并且其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本就已自行呈现出来了[sic]。[164]

因此，绝对知识的真正内容乃是对我们每次认识某物时自身所施行的活动的反思。黑格尔将这一环节称为“自我的行动”。环节的汇集指称意识与精神诸形态的体系性组织。在概念的形式中固持概念，则指将这些形态置于一种逻辑次序之中。本应在本质上被思考为在自身之中运动的概念，在语言表达中面临着被固定在某种（黑格尔意义上的“实定的”）表象中并因而被静止化的危险；由此恰恰会掩盖这样一点：为了进行把握，始终仍需要一种活动。因此，在概念的形式中固持概念也是一项表面上悖谬的任务，即必须在语言上固定某种原则上逃避被固定为实定之物的东西。然而对概念的思考绝不能保持为未被阐明的状态，因而必须试图让语言自身运动起来，从而产生出能够在其中完成过渡的间隙，而这些过渡随后将作为思维活动的真正运动而变得可被认知。

宗教与其对象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取向于意识的认识论：意识想要知道，上帝作为与意识有所区别的对象究竟如何现实地存在。黑格尔将与对象的这种关系同表象概念联系在一起。在绝对知识中，视角如今断然是本体论的：实体自身具有呈现自身的内在必然性。[165] 呈现由此乃是实体的自身关系，实体在呈现过程中与自身相区别并成为他者，但唯有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根本变得可达及。呈现由此不再是“我们”赋予某个外在客体的东西，而是当我们呈现向我们显现之物时，实体为了自身而呈现自身。在此意义上——正如黑格尔通过指出绝对知识将宗教的内容

认识为其自身行动的形式这一评论所阐明的——我们就是绝对精神。黑格尔在此语境中运用呈现概念，使其能够将穿越各种不同知识形态的历程描述为自身关系，并由此标志着与表象概念相对立的一极，而表象概念对应于他者认识的模式。[166]

3.2 呈现与时间

在黑格尔将呈现作为精神或实体的自身关系加以主题化之前，他首先将时间置于文本的主题中心。呈现与时间的关联构成了关于绝对知识之章节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参见开篇所列清单中的第4点和第5点）。早在宗教章的开端，黑格尔就已指出，人们不可将《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展开阶段最终理解为时间上的相继次序。[167] 然而，时间乃是构成精神之逻辑统一的各个环节先后相继显现的形式。因此，时间乃是各个环节的区分（彼此分离存在）的环节。[168] 相反，概念则是各个环节的统一（借助其逻辑-时间的双重意义，“环节”[Moment]一词使得捕捉时间层面与概念层面的这种关系成为可能）。

时间的消灭意味着在概念中、亦即在把握着的思维活动中把握诸区分的统一。但现象学的展开要求首先存在这些环节在时间上的彼此分离。超时间的逻辑统一唯有通过时间上的彼此分离才存在，因此这种统一在原则上也一同思考了其自身与时间层面的差异。时间的消灭是思维活动与理解的一个恒常环节：意义关联超时间地实存，而我们的理解要求我们不断将时间序列与逻辑次序相互关联起来。[169] 因此，时间的消灭本身亦非发生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事件（例如当我们在《精神现象学》中读到关于时间的消灭时），而是一个逻辑环节。正如不存在任何在时间上位于世界或时间的开端之前的东西一样，同样不存在消灭时间的某个特定时间点。相反，这一过程始终在发生。[170]

时间与精神在时间中的起源同呈现问题密切相联。人们甚至可以说，精神如何在时间中清晰阐明自身并唯在该过程的末尾（且作为结果）才被认识为无条件者的问题，无非就是呈现问题本身，亦即这样一个问题：某种在本质上被思考为已生成的、被制作出的结果的东西，如何能够同时是始终已作为这一呈现过程之基础的无条件者。呈现乃是将逻辑环节清晰阐明为时间上相继的环节。除了在空间与时间上剖析（亦即阐释、分殊展开与发展）这些统一体的呈现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呈现，不可能有对统一体的任何其他清晰阐明。呈现形式必须做到的是：环节的这种分殊展开——即分析——在此并不把各个环节实体化（黑格尔将这种实体化与把各个环节解释为“部分”联系在一起[171]）。因此黑格尔一再强调，精神恰恰如何在过渡之中并作为运动而向自身对象化为其所是的东西。因此，《精神现象学》亦搬演了多重过渡以及多种类型的过渡，它们在其变化的重复中变得可被定义。因此，呈现必须既反思其逻辑的、证明的功能，亦反思其叙事的功能。因此，首先，它将显现之知的诸形态所显露的矛盾排列在一个必然且完整的序列中；其次，它突显出这一证明中“自我”的环节，并在呈现形式中考量了经验的形式。这意味着，黑格尔的呈现必须捕捉到经验对意识而言（从其内部视角来看）如何呈现出来，亦即意识如何自身经验其知识。恰恰通过意识在面对其知识诉求的破产时陷入绝望，显明了它“自身”卷入在这一知识之中。黑格尔通过其语言上的舞台搬演让我们参与到这些经验之中。呈现的这两个环节——论证维度与媒介维度——都属于概念的形式及其展开。但为了明确揭示出这种展开如何穿越各个不同环节而实现，必须将时间本身作为主题，并由此（在片刻之间）将时间从它为知识之显现所构成的背景中拉入考察的前景之中。

当语言（在《精神现象学》的精神章中）作为精神的定在被引入时，时间则显现为概念的定在。时间乃是使得开端与终点之间的区分

而是其实存延伸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对此参见加布里尔，《虚构》（Fiktionen），第27页。

成为可能的东西（正如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所写的事物的“生成、产生与消逝”[172]）。关于绝对知识之章节的第13段和第14段描述了概念在时间与现实性中的显现。精神在时间中的显现使我们面临着时间上的不相称问题，因为作为概念被把握的精神应当是一种非时间地实存的结构。为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黑格尔将时间本身作为主题，并将这一环节同“完满的对象性呈现”的问题联系起来。[173] 这种呈现产生出一种真理。它不是被表象为绝对者的永恒原型的匮乏摹本，而是通过其实存证明了绝对者所固有的可呈现性，亦即证明了体系性的、科学的认识之可能性的绝对现存条件。[174]

但这种中介起初是推论地展开的，也就是说是一步一步相继展开的。因此我们在绝对知识中必须理解的是：为什么绝对者的自我指涉唯有通过对他者的指涉才能建立起来；换言之：为什么直接性唯有通过中介才能被思考。[175] 我们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接近直接性。对于概念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是：这一生成过程在构成上属于它。因此，概念唯有通过其生成转变才能被思考，并且作为整体性在构成上具有一部历史（因此人们毋宁可以将这种迂回理解为真正的道路）。为了解释这种关系，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指涉了《逻辑学》中的一个段落：

概念是绝对无限的、无条件的和自由的。[……]本质是由存在生成出来的，概念是由本质、从而也是由存在生成转变而来的。但这生成转变却具有自身


其自身的反冲，以至于生成之物毋宁是无条件的和本原的*。[176]

这一思想的困难在于，我们习惯于假定：某个生成之物不可能是无条件的，更绝不可能是根本上的那个无条件者与本原者。本原之物（依我们的意见而言）之所以是本原的，恰恰因为它不是生成出来的。人们可以看出，这里同样关涉到呈现问题：被呈现者——作为一个呈现过程的结果——如何能够不仅仅是对它所呈现之物的摹像？引自《逻辑科学》的这段文字必须这样来理解，即唯有被呈现者本身才能够成为“原型”：生成之物即是本原之物。因此，凡是根本上能够把自己展示为“本原的”事物，总是早已生成并被中介的。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同样出发自这一思想：整体唯有作为被呈现的体系才是真相。因此，真相必须首先转变，而呈现（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强调的）正是能够中介这一转变的环节。由此，黑格尔彻底告别了一种本真的本原性观念。

因此概念必须被阐明，因为在本质上它是“生成出来的”，并且必须是内在规定的。这一过程发生于时间之中，通过我们的积极贡献，并且是可错的。这种可错性在哲学史上表现为关于绝对者的诸理论形式，黑格尔指明了这些理论的缺陷。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所有形态都拥有关于什么是真的的表象。然而这些表象全部都具有可能被证明为假的品格。因此，关于绝对者的知识的阐明，是以构成检验步骤的哲学理论的形式来进行的。由此，诸理论的发展——从而精神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发展——需要时间：

但就这一概念的定在而言，科学在时间与现实性中显现，绝不会早于精神达到这一关于自身的意识之时。

作为知晓自己是什么的精神，它既不更早地实存，也绝不在别处实存，而唯有在完成了如下劳作之后才实存：克制其不完满的构形，为它的意识赢获其本质的形态，并以此方式使它的自我意识与它的意识相均衡。[177]

充分展开的、“知晓自己是什么”的精神，唯有在一个构形过程完成之后才得以实存。[178] 但这一过程恰恰在于生产出不完满的构形，随后又将其相继扬弃。黑格尔似乎赋予了这些构形如此巨大的顽强持久性，以至于他甚至谈到了克制。在这方面，展开了的精神概念乃是劳作的结果。在这一劳作之初，意识仅仅拥有关于“整体”的一种模糊表象。那个“尚未被概念所把握的”整体首先存在于意识之中。在“知晓自身为概念”的概念中，首先出现的是这一整体的诸环节，“它的转变乃是那些环节的运动”。因此，在概念中首先存在的是单个的（被概念把握的）环节，然后才是整体；而在意识中，首先存在的是（尚未被概念把握的）整体，然后才是诸环节（它们构成了概念把握的各个步骤）。整体的展开是在两个进程中实现的，即一次出发自意识，一次出发自概念；而黑格尔正是出发自对这种时间性展开的描述，引入了时间的概念：

在知晓自身为概念的概念中，各个环节在此早于充实的整体而出现，而后者的转变乃是那些环节的运动。相反，在意识中，整体（但尚未被概念把握的整体）早于各个环节。——[1] 时间就是定在着的概念自身，它作为空洞的直观向意识表象自身；[2] 因此精神必然显现在时间之中，[3] 并且只要精神尚未把握其纯粹概念，亦即尚未消灭时间，它就一直显现在时间之中。[4] 时间乃是外在直观到的、未被自我把握的纯粹自我，即仅仅被直观到的概念；[5] 当概念把握自身时，它扬弃了自己的时间形式，把握了直观活动，并且是已被概念把握的和正在概念把握着的直观活动。——[6] 因此时间显现为

尚未在自身内完满的精神的命运与必然性。[.][179]

由于这里关涉到一种展开，时间便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时间乃是“定在着的概念自身”，或者说是“外在直观到的、未被自我把握的纯粹自我，即仅仅被直观到的概念”。因此，时间作为概念的定在而被引入，而时间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它正如概念一样，具有“自我”的反思形式。意识首先直观到这种反思形式，然后才“消灭”时间，借此扬弃作为直观形式的时间形式，并以这种方式既把握了时间，又把握了直观活动。

(1) 时间首先以“空洞的直观”的形式遭遇意识。意识由此首先形式主义地将时间理解为现在各个时间点的均匀相继（感性确知同样以这种方式经验时间）。根据这种理解，时间将是一个纯粹定量的大小。(2) 在这方面，意识似乎赞同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将时间作为直观形式的分析，根据该分析，凡显现之物必然都在时间中显现。[180] 相应地，精神的显现起初也被定位在时间之中。由于精神显现在时间之中，起初看起来形式的、定量的时间就仿佛是某种不可逾越之物（正如最后的第[6]句所表达的那样）。(3) 但精神与时间的这一关系恰恰在精神“把握其纯粹概念”并“消灭”时间的环节发生了倒转。(4) 通过这一举动，精神与时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评估，因为对时间的直观现在不再只是空洞的，而是具有“自我”的反思形式，并因此是“被直观到的概念”。精神不再落入一个匿名的时间之中，而是精神与时间通过其结构同一性相互关联。对时间的理解通过这一举动而被主观化了。(5) 通过这种主观化，“概念”似乎能够扬弃其“时间形式”。这里重要的是要牢记：时间被消灭，而时间形式——亦即概念的时间形式——被扬弃。(6) 最后一句对黑格尔而言似乎是一次重述（这也可以从他用破折号将其隔开看出）。他借此再次从意识的视角描述了精神与时间的关系。对于精神性意识而言，起初看起来时间似乎是凌驾于精神之上的权能，因为精神显现在时间之中。然而，黑格尔把这种视角解读为一个症状，表明精神尚未“在自身内完满”。

时间作为直观形式构成了背景，在此背景下对象根本上才能为《精神现象学》的意识显现出来。对于某些意识形态而言，时间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感性确知（它无法将自己的对象固定下来以至于不消失在时间中）和对于启示宗教（它同样通过时间而与自己的形而上学客体相隔绝）。因此，显象的形式现在本身成为了主题，并且这一环节似乎进一步标示了精神展开的终点。至少眼前的这段文字通过将消灭时间的环节指明为概念把握自身为概念的环节，暗示了这一点。我们稍后将会回到这一点，即黑格尔唯有通过精神外化进入其时间性（与历史性）转变的最终运动，才为《精神现象学》划定了真正的结尾。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时间哲学立场的精准定位，需要一种实质上更为详尽的阅读。在此处，我只想更深入地探讨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它们对于我们关于精神之呈现的问题具有相关性：消灭时间与扬弃时间形式之间的区分，以及时间的主观化。[181]

黑格尔一方面写道，时间被消灭（通过精神把握其纯粹概念），但随后又谈到概念

扬弃自己的时间形式。消灭时间的环节似乎借此被相对化了。[182] 在黑格尔于扬弃概念中所结合的三重意义维度上，扬弃时间形式意味着时间形式固然被取消，但同时也被保存（亦即保留），并因而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而当黑格尔强调时间分有着概念的反思形式——即“自我”的形式——时，他似乎指的也恰恰是这一点。但这又如何与“时间”被消灭相吻合？黑格尔是在与扬弃概念的有意识对立中使用这一概念的。然而，如果他同时强调时间的反思形式——从而主观形式——被扬弃，那么消灭似乎就仅仅关涉于客观时间，亦即意识将其表象为形式上相等的各个现在时刻的纯粹定量的、线性先后次序的时间。被消灭的由此将仅仅是对时间的一种表象。这种解读虽然似乎极大地弱化了消灭的概念，却确实契合黑格尔所言，因为“时间”确实是意识的一种表象：“时间就是定在着的概念自身，它作为空洞的直观向意识表象自身”（最后的着重强调为引者S.W.所加）。时间此外还是“外在直观到的、未被自我把握的纯粹自我，即仅仅被直观到的概念”。因此，“时间”各自代表着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似乎特别关涉于：以这种方式被表象的客观时间是精神的一种“命运”，亦即某种如同因不幸境况而降临在精神之上的东西。因此黑格尔似乎毋宁是在说，精神与时间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结合——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个“把-

表象向记忆的过渡（尤其参见第459节）。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时间与主观性关系的体系性理论；参见科赫，《关于真理与时间的尝试》（Versuch über Wahrheit und Zeit）。科赫的《真理、时间与自由》（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为该理论的基本假定提供了一条更容易进入的途径。时间在意义阐述中的相关性，是克里斯蒂安·马丁近期一项著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尤其参见马丁，《意义的统一》（Die Einheit des Sinns）第4.4节。塞巴斯蒂安·勒德尔同样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思维活动的自我思维及其与语言和时间关系的独立理论（在此处我只能简要提及）；参见勒德尔的出版物，《自我意识与客观性》（Self-Consciousness and Objectivity）、《自我意识与时间范畴》（Selbstbewusstsein und Kategorien des Zeitlichen）。

握”其概念的精神也认识到，概念与时间二者都是自涉的、反思的结构。因此概念将自我的形式认识为时间的环节，而该环节同时又是概念的环节。

正如许多解释者所强调的那样，时间的主观化由此对黑格尔具有相关性。这首先意味着，时间绝非意识所表象的那种纯粹定量的、均匀推进的和匿名的客观性，而是通过精神的展开获得了一个定性的环节。这一定性环节考虑到，正是人类作为行动着的、精神性的行动者所促成的展开步骤，通过跨越特定关系而使这些关系成为过去。[183] 因此，时间不仅显现为精神的外在命运，而且对于“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而言，时间毋宁是它在其中实现某物的时间：

因此时间显现为……丰富自我意识在意识中所占份额的必然性，使自在体的直接性……运动起来，或者反过来，将自在体视为内在之物，将起初只是内在的事物予以实现和启示，亦即为对自身的确知而主张它。[184]

精神借此塑造了时间。通过反思这种对时间的结构性把捉，黑格尔也逼近了对认识活动之运动的分析。紧接着这段文字，他再次强调，认识活动的运动乃是一种转变，并因而具有一种时间结构：

因为经验恰恰就是：内容——而它就是精神——是自在的、实体，并因而构成意识的对象。然而，这作为精神的实体，乃是它向着它自在地所是之物的转变；并且唯有作为这种在自身内反思着的转变，它才自在地在真理中是精神。它自在地就是认识活动这一运动——将那个自在体转化为自为体，将实体转化为主体，将意识的对象转化为自我意识的对象，亦即转化为同样被扬弃了的对象或转化为概念。[185]

绝对实在性：他应当把一切纯粹是形式的事物变成世界，并使他的一切禀赋显现出来；第二种要求绝对的形式性：他应当在自身中消灭［引者S.W.强调］一切纯粹是世界的事物，并使和谐一致进入他的一切变化之中；换言之：他应当把一切内在之物外化，把一切外在之物形式化［引者S.W.强调］。这两项任务在被思考为其最高完成时，都引回到我曾出发的神性概念。”席勒，《论美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第46页及以下。在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一封信中，黑格尔明确称赞了席勒的《书简》：“席勒的《季节神》，最初两篇，给了我极大的享受；关于人类审美教育的论文是一部杰作。”参见霍夫迈斯特编，《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and 1）书信第11封，第25页。正如迈克尔·福斯特所强调的，席勒对黑格尔的意义往往被低估了；福斯特，《黑格尔的观念》（Hegel’s Idea），第292页。关于席勒的相关性，尤其是关于绝对知识的相关性，亦参见科梅与鲁达，《破折号》（The Dash）以及巴普蒂斯特，《绝对知识：时间、历史、科学》（»Das absolute Wissen. Zeit, Geschichte, Wissenschaft«）。许多解释者强调了时间之定性环节：凯瑟琳·马拉布强调，扬弃并非针对一般的绝对时间，而仅仅针对客观的、线性的时间，后者对于人类主体而言乃是一种对自己有限性、从而对异化的经验；参见马拉布，《黑格尔的未来》（The Future of Hegel），第128页。正如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略带紧缩地）写道，时间在消灭时间的环节失去了它对精神的“陌生性”；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303页。正如大卫·莫里斯所论证的，人们也可以将这种以此方式被主观化的时间理解为“活生生的时间”（»lived time«）；莫里斯，《活生生的时间与绝对认识：从〈无尽的玩笑〉到〈精神现象学〉的习惯与沉溺》（»Lived Time and Absolute Knowing: Habit and Addiction from ›Infinite Jest‹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关于定性的时间，亦参见弗莱，《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时间》（»Time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第264页及以下。

时间运动借此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展开动力学，它不仅属于一般的实在性，而且属于诸概念，通过这些概念，这种实在性不仅被敞开，而且被塑造和改变。[186] 尽管这看似矛盾，但消灭时间的环节在《精神现象学》文本中出现的时刻，首要强调了时间对于精神与诸概念之展开所具有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直到文本的这一处此前几乎未被明确主题化。从作为概念内部差异化环节的时间出发，黑格尔现在过渡到作为实体内部差异化的呈现，而实体正是基于这种内部差异化的结构才是“精神”。精神是认识活动的运动。然而认识活动要求差异，根据黑格尔的说法，精神“必然是自身内部的这种区分”。[187] 正因为精神具有这种时间上差异化的内部结构，它就必须呈现自身。正如我们在本项工作的第一部分所见，黑格尔的呈现概念把握了一种展开动力学，亦即某物的转变，而黑格尔将呈现的这一环节理解为实体的内在必然性：

实体作为主体，具有首先是内在的必然性，即在它自身上把自己呈现为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呈现为精神。唯有完满的对象性呈现才同时是它自身的反思或它自身向着自我的转变。——因此，在精神尚未自在地、尚未作为世界精神达到完满之前，它不能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达到它的完满。因此，在时间上次序更早地，宗教的内容比科学先说出了精神是什么；但唯有科学才是精神关于自身的真正知识。[188]

时间因此是区分的环节，它使归属于呈现的内部差异成为可能（时间因此是

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区别”[189]）。没有这样一种内部差异，就不可能有任何呈现。将不存在任何出发点，也不存在对任何事物的指涉可能性。同时，这段文字也表明，“完满的对象性呈现”要求一种对自身的反思。因此，精神的呈现必须在其结尾变得自我指涉。因为这种自我反思无法毫无阻碍地在语言上阐述出来，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强调了言说出来与知晓之间的区别。尽管宗教已经说出了精神的内部结构，但它尚无法体系性地理解其表述的确切意蕴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回到它。首先，我想区分消灭时间之相关性的两个维度。

3.2.1 时间的消灭作为逻辑学领域的开启

尽管我们限制了消灭时间的范围，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一个核心点上，时间确实被彻底消灭了：消灭时间的环节标志着向概念层面的过渡，亦即向整部《逻辑科学》在其上运作的层面过渡。黑格尔在这里之所以谈到消灭而非扬弃，其决定性在于概念层面具有非时间性的结构。当黑格尔在该章结尾前不久论及《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时，他预示了这一点。他在这里简称为“科学”的《逻辑学》，其特征在于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区别在其中不再扮演任何角色。[190] 《逻辑学》所处理的概念乃是纯粹的，因为它们不再必须向意识显现。正如黑格尔所表述的，它们从在意识中的显象中被“解放”出来。因此，它们的形态也不受表象形式的束缚，而是形态本身即是概念。据此，时间对于纯粹概念之规定性的展开也不起任何作用，概念的展开是无时间的。逻辑展开的一个个别环节

并不表现为从意识或表象来回穿行到自我意识之中并反之亦然的这一运动，而是其纯粹的、从其在意识中的显象中

解放出来的形态、纯粹概念及其推进，仅仅取决于其纯粹的规定性。[191]

出于两个原因，时间并未因此而简单消失：首先，它在章节末尾重新返回，届时黑格尔描述了绝对者自由地将自身释放入其自身的转变；其次，时间被转化为一个逻辑环节，即逻辑时间。逻辑时间是一个用以指涉逻辑领域内展开的概念（例如，逻辑的过去乃是一个判断的真理条件）。我们无法表象逻辑时间。对于我们的表象而言，逻辑时间仅仅作为物理时间而存在（与此类似，我们也只能将逻辑空间表象为物理空间）。[192] 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转换乃是呈现的任务。物理的时间经验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概念之物的图型。[193] 语言分有着这两个领域，因为在语言中，我们一方面以时空上分节的感性的、物理的材料进行操作，但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我们又总是早已采取逻辑的态度，亦即处在被免除了时间的概念层面上。正如约瑟夫·西蒙所说，这两个层面的“绝对区别”恰恰构成了语言的本质。[194] 语言与时间的平行性源于“理念的统一”与“相继的杂多”之间的冲突。[195] 黑格尔在这一关联中所关切的，是去思考有限者与

无限者的相互依赖。这意味着，统一恰恰存在于其语言的和时间的差异化之中，而不是被这种差异化所摧毁。为了使这一点具有说服力，语言相继的某种构形形式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3.2.2 时间的消灭作为叙事理解的环节

人们当然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使时间的消灭变得可理解，即指引向文本理解（以及一般的语言理解）的机制。绝对知识是精神在《精神现象学》此前进程中之转变的重述。这一完结环节要求读者们在头脑中心灵性地当下呈现文本此前的进程。论证的各个阶段固然在空间上并列排布，并在时间上按线性先后次序被经历。然而，这种展开究竟以何种方式是逻辑上连贯的并能被理解为一个连续的论证，唯有当我们能够将意识与精神的各个个别形态同步化时，才能得到开启。这适用于任何文本，但对于理解《精神现象学》而言尤其必要，因为在这里我们本质上依赖于在不同阶段重新辨识出特定范式性问题的类似或亲缘形式。[196] 文本要求我们将其作为一个统一体来阅读。我们必须承担起对结构上相对应的各个形态进行交叉映射（Crossmapping）的劳作，即便这些指涉往往只是被隐约示意。我们恰恰通过建立这些内部指涉来理解文本。[197] 这要求相互关联的诸环节在精神上的同步性。黑格尔在柏林《美学讲演录》中的一段文字表明，他也是在此种意义上理解时间的消灭的：

由于……话语即便在力图唤起一种具体直观之处，也不是诉诸对现成外在性的感性接收，而总是诉诸内心、诉诸精神的直观，因此各个个别特征即便仅仅是相继发生，却依然被置入了在自身内统一的精神的要素之中，

这精神懂得消灭先后次序，将这斑斓的行列凝聚为一幅图画，并在表象中保持住这幅图画并加以享用。

诗歌艺术能够

在其全部内在深度以及在其时间性展开的广度上呈［……］现一个对象。真实之物纯粹是具体的，是在其包含着本质规定之统一的意义上而言的具体。然而作为显现着的规定，它们不仅在空间的前后并列中展开自身，而且在一种时间的次序中作为一段历史展开自身［……］。[198]

在这一意义上，时间的消灭也就是在回忆中建立起一种统一。通过消灭“先后次序”，我们把握了一个整体，而该整体此前是我们必须通过各个个别步骤才能为自己敞开的。[199] 在回忆中，内容处于主体自身的固有时间之中。[200] 黑格尔关于被概念把握的历史这一表述，由此也可以从一种叙事视角来理解。在此过程中被概念把握到的东西在于：自身并非时间性的事物，却依然在时空分节中显现出来。显象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的这种脱节并不意味着在显象背后存在着某种在构成上对我们保持隐藏的事物。时空上的彼此分离毋宁是逻辑单元的阐述。然而，人们不应将这种叙事性的意义经验归为纯粹心理学的环节，因为我们根本上能够将叙事作为叙事来理解，恰恰指明了相继与意义的基本关系。因此，理解一种叙事乃是意义的一种基本经验。[201]

3.3 本章结尾：对呈现与精神自由的反思

正如我们所重构的，黑格尔通过对认识活动的运动以及对该运动之呈现的形式认识，取代了宗教的形而上学客体。据此，具有实体性之物乃是自我指涉，该自我指涉是通过“实体”对自身的绝对区别而持存的。借此，实体的概念也被转化为一种指涉的概念，并且在这个限度内，实体对黑格尔而言就是“主体”。主观性由此获得了一种实体性的品格。在这一认识中，思维活动从“理智世界”降下。在此过程中，它也认识到，外化与回忆乃是贯穿始终的过程，而“对［外化］的恐惧”（它构成了主观观念论的一个环节）是不成立的。[202] 因此，精神以自由偶然事件的形式将自身释放入其自身的转变之中。

对于意识而言，实体起初显现为与它相对立的事物。意识因此认为自己处于实体之外。但在绝对知识中，意识被认识到并非与实体相对立，而是实体的自我关系

科肖克，《黑格尔与我们》（Hegel und wir），尤其第92页及以下。在其对绝对知识的解释中，加布里埃拉·巴普蒂斯特强调了概念考察的共时性非时间性这一环节；参见巴普蒂斯特，《绝对知识：时间、历史、科学》（»Das absolute Wissen. Zeit, Geschichte, Wissenschaft«），第254页。H. S. 哈里斯同样指出，我们将时间转嫁为一种空间广延；参见哈里斯，《精神的漫游》（The Odyssey of Spirit），第736页。反过来，正如万德施奈德与赫斯勒所描述的，我们具有在如下意义上消灭时间的能力，即我们可以（同样）在不带有这种时间性相继的情况下思考我们在时间上相继接收的内容：“这正是逻辑理念阐明自身的方式：例如在《逻辑科学》的形态中，逻辑的理念整体性如今在一部书籍文本的行、页与章的相继中，在时间上推论地展开出来。这种逻辑是精神的一部作品，而这恰恰意味着：相继地把自在地处于时间之外、但需要时间来现实化其规定之物剖析开来。［……］《逻辑科学》以‘存在’开端并以‘绝对理念’终结，就精神的思维施行而言是时间性的，反之，从辩证-逻辑上看，则应被把握为一种超时间的本原关联。逻辑的与时间的视角拥有各自具体的合理性，并且唯有在绝对精神中、在哲学中，才能够成功地将二者概念地统一起来。”万德施奈德与赫斯勒，《理念向自然的外化及其作为精神在黑格尔那里的时间性展开》（»Die Entäußerung der Idee zur Natur und ihre zeitliche Entfaltung als Geist bei Hegel«），第198页。人们在这一关联中同样可以注意到，黑格尔似乎将叙事性先后次序的“斑斓行列”与哲学抽象之阴影的灰色对立起来。

本身。黑格尔将这一环节称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相均衡。[203] 这两个环节——对他指涉与自我指涉——在《精神现象学》的进程中迄今为止无法达成一致。但由于精神使自身成为对象性的，便存在着一种关于自我指涉形式的意识。这种意识知晓，自我指涉的环节不是某种脱离于它的形而上学实体（“上帝”）的一种属性，而是它自身。借此，实体性之物无非就是精神的过程性自我认识。

通过这一认识，意识的基本立场被彻底改变了：它不再（在认识论导向上）面对一个对象并试图从该对象中获取认识。它同样不再（在一种主观实践观念论的意义上）试图通过进入一个相对立的领域来现实化“自身”。在这些尝试中，意识一再经验到：它的对象或它自身从它手中滑脱。然而，与对象的这种区别现在消逝了，或者说它变得绝对，因为精神作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乃是其自身的对象。人们也可以这样表述这一点：精神在其中拥有立足点——亦即抵抗或依凭——的东西，正是它自身。这表现为：意识迄今为止作为固定对象的丧失这一干扰性运动所经验到的东西，被认识为认识活动的运动。借此，认识活动运动被自为地认识到了。[204] 由此产生了一种与表象着之意识的视角截然不同的视角：认识论意识原先只想借以敞开实体（亦即表象或描绘实体）的那些差异化与划分，乃是实体本身的区分环节，亦即实体在其中区分自身的各个环节。实体由此显现为在自身内反思性地区分开来的，并在此限度内显现为主体或精神。

因此，显现着的知识以及意识对其世界表象所作出的诸经验的体系性呈现，乃是实体与自身的自身中介，是实体的自我呈现。黑格尔因此说，实体拥有一种内在必然性，去呈现自身，并且是呈现为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精神。实体之所以是精神，是因为它必须在其转变中被概念把握，并因而总是早已是某种过去的或曾存在过的事物。实体乃是一个内容与其时间性展开的区别，以至于人们能够说出这个内容在其展开的过程中是什么。显现着的内容在此必然包含着曾存在过的事物，因为显象唯有作为某种显现着的事物的显象


……被理解。显象的精神性在于，它们并不是直接的或单纯的，而是在自身之中携带着一种区别，亦即与本质（与显现者）的区别。

因此，实体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呈现自身、区分自身，以便得以显现。这一区分过程在它成为“自我”时才是完满的，[205] 亦即当人们清楚知道区分究竟是如何产生、以及这些区分如何关涉于由它们所清晰表达出的统一时，这一过程才是完满的。黑格尔认为，这些区分乃是精神“作为现实历史所完成”的“劳作”的产物。[206] 这一历史乃是精神关于自身的（显现着的）知识的历史。人们可以将这一点理解为对宗教诸历史的评述：人类精神的自我知识同时也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并不存在能够终结人类定在的他异性的某种本质。黑格尔认为，宗教意识的这种希望必须被放弃。关于绝对者的诸故事归根结底是由人类所产生的。它们所呈现的乃是“作为思想的定在”。[207] 黑格尔在此旨在表明，那实存者（现实性）在思维活动中关联于自身。这种关联恰恰不能被表象为存在着一个“理智世界”，在其中思想性的本质持存并等待着被认识。与这种思想直接矛盾的是，绝对知识恰恰描述了从“理智世界”的下降，因为它认识到自身即是那实存者在认识活动中关联于自身（亦即具有意识）的环节。对黑格尔而言，从“理智世界下降”意味着用“现实的自我来赋予其精神活力”。[208] 这意味着认识到，理智世界在原则上乃是从此岸出发的，而非相反。它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概念或经验的映象。[209]

《现象学》剩余的段落包含着对精神通过其在自然与历史的双重形式中的转变而发展的自我关联形式的反思。呈现的自指性以及对把握精神转变的历史（亦即自我认识）的反思，同样意味着绝对知识指涉《现象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210] 因此，《现象学》将自身反思为对本为图像的诸精神之迟缓运动的呈现。《现象学》的思想与论证路径不仅是从前到后的线性遍历，而且在每一个点上都是对这些图像的各种历史与范畴层级的逻辑遍历。

唯有在绝对知识中才变得清晰的是，精神无需怀有“对其外化的恐惧”，[211] 因为外部形式呈现了其自我关系的各种可能性（其绝对区别）。精神的科学在于，精神知晓何为精神以及何非精神。这一认识的语言清晰表达展现为“泡沫”，只要泡沫是界限的生成与消逝的过程，这些界限界定了特定领域：泡沫的微泡亦即意识的各种形态与塑形。[212] 正如黑格尔所观察到的瀑布一样，泡沫唯有通过不断与自身相区别才成为一个统一。这些领域虽然可以凝固为画廊的诸幅图像，但这些图像的分立性同样会瓦解，只要所有图像都是同一者（亦即精神）的不同图像。这两种图像（泡沫与画廊）同样指示出黑格尔如何理解《现象学》的语言呈现，亦即将其理解为精神的清晰表达，精神赋予自身各种规定，但这些规定每一次都仅具有暂时的性质。精神唯有通过这些规定而实存，然而这是在它超出每一个别规定或穿透它们而前行的意义上而言的。[213]

对呈现的反思涉及开篇所提及的第六个主题，即绝对知识的元理论意蕴。紧随消灭时间的综合环节之后，通过

这一环节达成了科学，（就文本的时间顺序而言）偶然性的领域随即又被重新释放出来。人们可以将这一环节理解为元理论的反思：科学的绝对精神反思其自身前科学的转变，亦即反思属于显现知识之动力机制的那些偶然性环节。除了逻辑的终结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叙事的终结。因此，《现象学》以一种双重终结/推论而告终：它是一部“被把握的历史”，[214] 并由此是精神的一种自我反思的图像生成操作流程。它由此将偶然性的形式与被把握的组织结合起来。人们可以将这理解为对一种前意识生成的反思，这种前意识生成受到语言与表象的（部分）不透明性的引导。这种不透明性既关涉表达的逻辑结构，也关涉表象性的内容。它成为发现未知前提的出发点，这些前提既存在于个别表象之中，也存在于一般的表象模式之中。[215]

因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黑格尔那里语言始终是部分不透明的。与语言和表象的嬉戏恰恰基于它们始终在某种程度上是非逻辑的（黑格尔在宗教章中将这一环节称为感性意蕴与概念意蕴的综合结合）。否则，像“扬弃”（aufheben）这样的多义性或像“外化”（Entäußerung）那样的意义谱系，根本就无法被认识为以特殊方式契合于概念。毋宁说，根本就不会存在任何不契合于概念的表达形式。[216] 与此同时，这也使得以下一点变得可信：必然还存在着一个不受这些不透明要素束缚的操作层面，从而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评估并使之运动起来。这在表象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表象着的意识是由其表象所规定的（因此必然存在着许多宗教，它们无法凭借宗教手段来为其各自作为唯一真宗教的诉求提供根据）。就此而言，表象的多元性从

自身出发要求概念，并由此超越自身。概念反过来又将自身转译为表象的多元性，并由此才得以显现。概念反思的层面正是通过语言操作而得以开启的。

黑格尔的语言应当被理解为对本质区别的清晰表达，这些区别在内部对整体论式的统一进行了区分。因此，它是为了清晰表达概念运动而设定的。由此产生的歧义性契合于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双重曝光，这些研究对象既可以聚焦于统一来加以考察，也可以聚焦于差异或特定统一的暂存性质来加以考察。黑格尔对语言自身的描述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作为精神的定在，语言乃是统一的清晰表达与交往；作为精神的定在，语言设立了特定的、积极的差异，这些差异总是可以走向独立并倾覆为一种外在性。

黑格尔强调，精神向其自身转变的自由自我释放乃是科学的一个必然环节。因为在这一环节中，划定了通向人类经验与生存领域的界限，该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是科学的。这一领域恰恰通过科学作为体系的推论/终结而被释放出来。[217] 因此黑格尔指出，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前科学转变，一种自身并非透明的发展。这种转变的一个环节乃是语言，黑格尔也将语言问题化为“变形的要素”，在其中总是同时说出了过多与过少。[218] 这种不透明性必然属于精神的转变，这尤其体现在黑格尔对显象之表面“混沌”的指引中，他在关于《现象学》出版的“自撰预告”中便提及了这一点。[219]

在《现象学》的结语段落中，黑格尔通过反复将概念性的东西与直观性的

东西相对照，从而强调了精神之转变的双重维度：精神把握直观活动，并由此成为被把握的直观活动。这一点可以直接联系到黑格尔关于图像画廊的比喻，精神在其中凝视其自身的转变（在这个比喻中，穿行——穿过画廊——的环节再次得到了强调）。同样，回忆与“髑髅地”这一意象的配对，以及“被把握的历史”这一表述本身，都是（内在的）概念性东西与（外在的）直观性东西的对照。[220] 由此同样变得清晰的是，黑格尔在艺术宗教一章中明确作为主题的各种语言阶段，乃是精神发展的本质组成部分；并且对黑格尔而言，关键不仅在于使这一维度成为主题，而且在于将其搬上舞台/加以编排。这样一种舞台编排是通过语言表达形式的多元性而成为可能的。通过复杂的语言形式，我们从相应的各种形态中不仅获得了（从哲学视角的）科学描述，而且获得了对表象运动与概念运动的呈现，以及对意识内部视角的呈现。以这种方式，整部《现象学》呈现了科学向意识的过渡，因为它将科学的形式与意识经验的形式结合了起来。

黑格尔将《现象学》的终末运动（精神的自由自我释放）奠基于一个他在几乎贯穿整个文本的篇幅中建立并丰富起来的概念（其中与语言的关联发挥着重要作用）。外化概念是通过将不同的表象捆绑在一个表达中而发展出来的，由此产生了一个应用谱系。只要外化是将某物向外引出，精神生产的任何形式就都归属于这一概念之下。外化指称一种运动，而这种运动可以朝向两个方向：如果个别者外化自身，它就成为普遍的；如果普遍者外化自身，它就成为个别的。这一“双重过程”在启示宗教中首次被明确称为“相互外化”。[221] 这一双重过程的核心要素乃是同时具有构成性与再现性的呈现，黑格尔将其证明为实体的内在必然性。从宗教向绝对知识的过渡，是由从表象

向呈现的过渡所承载的。其中包含着对知识之转变的方法论反思，而这种转变同样在本质上是一个呈现过程。只要这一发展以一种“自由偶然发生”的形式呈现出来，[222] 并且精神将这种发生接纳为其自身的转变，那么绝对知识恰恰标志着：思想活动在始终部分不透明的语言形式中清晰表达自身。

在自由自我释放的环节中，我们在本项研究的不同地方已经触及的自由问题进入了注意力的中心。自由地释放自身乃是“绝对”（absolut）一词在拉丁语 absolvere（解脱、解放、了结、支付、宣告无罪、释放、完成、完工）意义上的本真含义。正如安杰丽卡·努佐所暗示的，人们因此也应当从自由自我释放的思想出发，对思维活动与语言之关系的构想得出结论：精神的自由意味着不将自身置于与感性外在化和他者存在形式的对立之中，而是在与这种他异性的关系中并通过这些关系自由地发展自身。由此同时表明，在绝对知识的水平上各种关系也绝未被消灭（例如在精神可以向语言和自然结清账单并从此获得自律的意义上）。相反，各种关系恰恰是必然的，因为否则根本就不会存在精神的转变与呈现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无法发生向这种转变的自我释放。因此，绝对知识恰恰并不标志着一个以一元论构想的永恒精神的纯粹自我关系，而是包含着这样一种洞见：唯当同样存在着与他物及与他者的关系时，根本上才可能产生一种自我关系，在此过程中这些他者必须从“自我”的投射中被释放出来。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的“最高自由与确知”，恰恰是“将其自身从其自我的形式中释放出来”。[223] 精神并不针对他者来防范自身。正如努佐所强调的，外化（外在化）因此应当被理解为“回忆”（Er-Innerung，亦即内在化）的真正完满。[224] 人们唯有

通过语言才能对此进行思维与呈现。因此，精神的自由乃是凭借外在的、媒介的与论证的呈现而持存的。因为唯有在这一点上，外在性的相关性以及精神对其通过外在化而进行清晰表达的依赖性才真正得到认识，所以绝对知识所标志的与其说是一个最终的终结，不如说是一个新的开端。精神重新开始。[225]

通过一种激进的外在化（Äußerung）行动得以互补。”Nuzzo, »The Truth of ›Absolutes Wissen‹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84. 克赖斯在《社会共同体与绝对精神》（»Soziale Gemeinschaft und absoluter Geist«）中重构了为何自由是绝对精神的核心环节。与（“知性”的）空洞的、消极的自由相反，精神的绝对自由恰恰存在于变为他者（Anderswerden）的环节之中，以及在与他者及他物的关系之中。

[1]: PhG, 482; 在语源学上，术语“宗教”可以指涉拉丁语的 religare（联结），亦即黑格尔所谈及的“综合联结”；或者指涉 re-legere，亦即重复阅读，从而指涉一种诠释学活动；参见Smith, 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 135n89. 2 PhG, 560 ↩



[3]: 关于综合理性主义的概念，参见本项研究第二部分中论及布兰顿的章节，以及Brandom, »Zur Versöhnung zweier Helden: Habermas und Hegel«, 254f. 瓦尔特·耶什克甚至论证道，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他在后来的宗教哲学讲授课中所发展的）整体上源自其精神理论，而非源自黑格尔早先对宗教的研究。决定性的问题在于，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如何关联于自身，以及为何根本上会存在“宗教”现象这样一种事物；参见Jaeschke, Hegels Philosophie, 361–63. ↩



[4]: 参见TWA16, 12 ↩



[5]: Hoffmann, »Präsenzformen der Religi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320. ↩



[6]: Hoffmann, 317. ↩



[7]: Hoffmann, 312. ↩



[8]: Hoffmann, 316. ↩



[9]: TWA I, 405;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0]: TWA I, 406f.;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1]: 参见TWA I, 407：“一个爱的圆圈，一个由彼此放弃对一切特殊者之权利、唯有通过共同的信仰与希望联结在一起的心灵所构成的圆圈，其享受与喜悦唯独是这种纯粹的爱之同心同德，乃是一个小小的上帝之国；但他们的爱并不是宗教，因为这种统一，人类的爱并未同时包含着这种统一的呈现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爱将他们联结起来，但相爱者并不认识这种联结；在他们认识的地方，他们认识的是被分离者。为了使神圣者显现，不可见的精神必须与可见者联结在一起，使得一切合而为一，认识与感觉合一，达成完全的综合、完满的和谐，使得和谐与和谐者合一。”亦参见同上，409以及414：“神圣的行动乃是对统一的恢复与呈现”。 ↩



[12]: 参见Barthes, Fragmente einer Sprache der Liebe, 141. ↩



[13]: 参见TWA I, 411 ↩



[14]: 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 198. ↩



[15]: 参见Rometsch, »Why there is no ›recognition-theory‹ in Hegel's ›struggle of recognition‹: Towards an epistemological reading of the Lord-Servant-relationship«, 183. ↩



[16]: 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所写：“科学作为体系要求，它作为绝对知识也绝对地知晓自身，以便在这一绝对知识中拥有其王国与现实性。一切都指向绝对知识，并指向这一知识被绝对地知晓。唯有从作为科学的这一绝对知识出发，亦即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出发，《精神现象学》的特质与必然性才是可理解的。”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



[17]: 参见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 198.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呈现的困难主要源于这是对科学之知识的首次呈现（生产/产生）；参见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38. ↩



[18]: PhG, 497f. ↩



[19]: PhG, 504 ↩



[20]: 参见PhG, 495. 同样，例如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六卷中说：“我的语言老师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是轻浮的经验主义者，不是枯燥的语法学家；他拥有科学，他见过世面。”参见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470. 哲学也是人们可以拥有的；参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观念”集第62号残篇：“人拥有的道德，恰如他拥有的哲学或诗一般多。”引自Lacoue-Labarthe und Nancy, Das Literarisch-Absolute, 259. ↩



[21]: PhG, 482 ↩



[22]: 参见Rometsch, »Why there is no ›recognition-theory‹ in Hegel's ›struggle of recognition‹: Towards an epistemological reading of the Lord-Servant-relationship«, 183. ↩



[23]: 参见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 200. ↩



[24]: 按照（晚期）黑格尔的看法，表象应当被理解为“思想与概念的隐喻”（全面教学纲要§ 3）。通过着眼于表象的模式，宗教章也开始着眼于《现象学》自身的过程，在其中整体上关涉到将意识关于知识与现实性所形成的表象揭示为在概念上是不充分的。 ↩



[25]: Forster, Hegel's Idea, 456. ↩



[26]: 对此参见Forster, 287. 概念乃是“本质自身”（PhG, 583）。因此，宗教章导论的结束语预示道，宗教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在不同于概念形态的其他形态中表象概念（“概念”自身）：“但是，即使精神在其中[启示宗教中，S.W.]确实达到了它的真实形态，那么这种形态与表象仍然是未被克服的一面，精神必须从这一面过渡到概念之中，以便在概念中完全瓦解对象性的形式，在概念中同样包含着这它的对立面。到那时，精神便把握了其自身的概念，正如我们刚才才把握了它一样；并且它的形态或它的定在要素，既然是概念，便是它自身。”（PhG, 502f.）。 ↩



[27]: 经典之物因此是一个理念，其“历史实现”我们在希腊人那里可以找到（TWA14, 25）。 ↩



[28]: PhG, 514 ↩



[29]: 这种区分见于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 168f.（亦参见158, 101）。沃尔法特对各个阶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同上，100–170）。关于宗教章中的语言，亦参见：Speight, »Religion, Art, and the Emergence of Absolute Spirit in the ›Phenomenology‹« 以及 Mendicino, »The Pitfalls of Translating Philosophy: Or, the Languages of G. W. 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30]: 参见PhG, 516 ↩



[31]: 相反，神谕的语言例如是“神的”语言（参见PhG, 520）。 ↩



[32]: 正如金特·沃尔法特所强调的：“如果更仔细地考察通过这些语言形成阶段的发展过程，就会表明，语言变得更加规定和更加具体，并且这是通过它……获得、占有并扬弃历史遗产而实现的。”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 169. 沃尔法特因此得出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结论，即“思辨哲学的语言……应当着眼于这一语言形成过程”来加以考察（同上，170）。 ↩



[33]: 参见WL2, 570 ↩



[34]: 参见Hyppolite, Logic and Existence, 53 以及 Bertram, »Sprachphilosophie und Ästhetik«. ↩



[35]: 因此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写道，纯粹的光明与纯粹的黑暗同样是空洞的；它们是两个空洞：“人们乐于表象存在——例如在纯粹光明的图像下，表象为澄澈无染的看见，而将无表象为纯粹的黑夜——并将它们的区别与这种众所周知的感性相异性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如果人们对这种看见也更仔细地加以表象，就很容易发觉，在绝对的光明中人们所看到的，与在绝对的黑暗中所看到的一样多、一样少；这种看见与另一种看见一样好，都是纯粹的看见，是对无的看见。纯粹的光明与纯粹的黑暗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空洞。唯有在特定的光明中——而光明是由黑暗所规定的——，亦即在混浊的光明中，同样，唯有在特定的黑暗中——而黑暗是由光明所规定的——，在被照亮的黑暗中，某物才能够被区分开来，因为唯有混浊的光明与被照亮的黑暗在其自身带有区别，并由此是特定的存在、定在。”（WL I, 96）。在何种程度上不透明性使得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关系，贝尔特拉姆与贝尔蒂内托在另一个语境中进行了探讨。他们就自由与不可预见者之间的关联写道：“为了能够自由地行动，我们需要面对我们事先并不知晓的世界面向。换言之，我们需要面对某种出乎意料的事物。”他们将对不可预见者的接纳作为自由行动的潜能，与即兴创作的实践联系起来；参见Bertinetto und Bertram, »We Make Up the Rules as We Go Along«, 217. 正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黑格尔在悲剧行动的语境中将不可预见者作为主题。

36 与此相对，尤尔根·特拉班特描述了被他称为“欧洲语言思想”的普遍发展是如何以学科分化为特征的，通过这种分化，各个处理语言的学科的研究领域日益
彼此隔离。这尤其适用于语言学与文学科学；对此参见Trabant, Europäisches Sprachdenken. ↩



[37]: 参见《悲剧的诞生》第14节；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 108f. 尼采由此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先验诗作为悬浮于中项的概念运用于柏拉图（参见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第116号残篇）。关于引用的尼采段落，参见Lacoue-Labarthe, Le Sujet de la philosophie, 10f. 黑格尔本人谈及思辨命题的“悬浮中项”（PhG, 59）。“混合”同样是宗教章的一个重要主题，不过在官方层面上是作为思想形式与感性形式的混合。 ↩



[38]: PhG, 510 ↩



[39]: PhG, 508. 赫尔德使用蜜蜂的意象作为本能劳动的范式，参见Herder,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第一部分第二节末尾。 ↩



[40]: 其中包含着与崇高的关联。黑格尔在原则上并不为崇高所打动，因为对他而言，崇高并不意味着清晰表达潜能的原则性界限，而仅仅是一个实际的界限，但这一界限是可以被逾越的。因此，斯芬克斯之谜也被奥狄浦斯所解开，从而失去了其神秘性；参见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 108–10. ↩



[41]: 关于劳作与作为 poiesis 的客观化，参见Testa, »Spirit and alienation in Brandom's ›A Spirit of Trust: Entfremdung, Entäußerung, and the causal entropy of normativity«, 158. ↩



[42]: PhG, 511 ↩



[43]: 亦参见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 188. ↩



[44]: PhG, 512 ↩



[45]: 黑格尔致凡·吉尔特（1811年7月29日第192号信函[草稿]），载于Hoffmeister,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and 1, 381f.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正如黑格尔在另一处所指出的，哲学的任务之一在于呈现“热忱的真正意蕴”，并在呈现中重新寻回这一意蕴（TWAII, 228）。同样在这一引文中可以注意到语言与权能/暴力（“gewältigen”）的关联，我们此前已多次遇到这一点。 ↩



[46]: PhG, 512. 精神意蕴的最初产出乃是诗，亦即“通过语言使迄今未被揭示者公开显露”的能力（TWA I 5, 285）。它比散文更为古老，黑格尔将诗称为“对真理的本原表象”（同上，240；参见Bodammer,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 187），亦即对一种尚须证明其真理之可能性的朝向未来的置立。在《美学》中，黑格尔将本原的诗与后来的诗区分开来，后者面对已经存在的散文，并必须相应地扩展其语库。这种处境类似于黑格尔必须为他的哲学发展一种语言的处境；但《现象学》的宗教章遵循了本原之诗的路径（参见Bodammer, 187）。关于诗的功能，亦参见Simon, 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 129. ↩



[47]: PhG, 519 ↩



[48]: 正如乔治·阿甘本所说的“发声流”；参见Agamben, Die Sprache und der Tod, 66. ↩



[49]: PhG, 518 ↩



[50]: PhG, 511; 黑格尔在此大概指涉埃及的门农巨像，据说在日出时（亦即通过外部触发）巨像会发出声音。与此相对，他将自身产生的声音设立为对照。 ↩



[51]: PhG, 518 ↩



[52]: Agamben, Die Sprache und der Tod, 59f. ↩



[53]: PhG, 521. 时间“消灭了……空间之物的漠不相关的并列持存”（TWA15, 156）。对黑格尔而言，音乐乃是对主体的时间性的一种经验：“我在时间之中，而时间乃是主体自身的存在。既然现在构成声音就其音乐效力而言获得实存之本质要素的，乃是时间而非空间性本身，且声音的时间同时即是主体的时间，那么声音根据这一基础就已经深入到自我之中，按照自我最简单的定在把握自我，并通过时间性的运动及其节奏使我处于运动之中；而声音的其他形象化塑造，作为感觉的表达，此外还为主体带来某种更具体的充实，主体同样被这种充实所触动并被吸引前行。”（TWA15, 156f.）。但这种作用纯粹是形式上的，毫无任何内容关联，正如黑格尔在此处结合奥菲斯的赞美诗所论证的那样。 ↩



[54]: Derrida, Glas: Totenglocke, 275a. ↩



[55]: PhG, 515 ↩



[56]: 德里达将声音与声调联系于一种“心理-符号学的观念性”；二者作为时间关系构成了一种“物理的观念性”，在其中精神得到了预期；参见Derrida, »Der Schacht und die Pyramide. Einführung in die Hegelsche Semiologie«, 114f. 在《丧钟》中，德里达同样指出，向观念性之原初形式的反向指涉本身即是观念化环节。宗教诸面向与其中相关的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诸如质料属性、声响或声音）的反向绑定构成了“结构类比”，精神的发展过程正是通过这种类比得以组织的；参见Derrida, Glas: Totenglocke, 273a. ↩



[57]: 对此亦参见黑格尔在TWA 18, 323中关于赫拉克利特晦涩性的注释。 ↩



[58]: 参见Jaeschke, Hegel-Handbuch, 179. ↩



[59]: 正如在“工匠”中已经暗示的，对黑格尔而言，衡量语言的一个尺度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清晰表达明确且普遍的内容
这一点在此处变得更加清晰：“完全的要素——在其中内在性同样是外在的，正如外在性同样是内在的一样——再次是语言，但它既不是在内容上完全偶然且个别的神谕语言，也不是感伤的且仅颂扬个别神明的赞美诗，更不是酒神沉醉式狂暴的无内容呢喃。相反，它获得了其清晰且普遍的内容。”PhG, 528f. ↩



[60]: PhG, 529 ↩



[61]: PhG, 531f. 这种关系在（《现象学》中预先讨论过的）“崇拜活动”中仅仅是作为素质而存在的。黑格尔在此同样引入了表象作为“综合联结”的定义。因此他在此确立了，宗教章的背景主题已经是特殊者与普遍者的综合——然而在此处首先是在表象的媒介中，正因如此才会导致二者的一种不彻底的“混合”：“普遍努力所围绕的事业[亦即史诗叙事的内容，S.W.]具有两个方面：自我性的方面，由现实民族的全体以及居于其顶峰的各个体所完成；以及普遍的方面，由其实体性权能所完成。然而二者的关系刚才被规定为：它是普遍者与个别者的综合结合，或者说即是表象。” ↩



[62]: 对此详见Hamacher, »(Das Ende der Kunst mit der Maske)«. 悲剧本身同样是一种语言。黑格尔表述道：“这种更高的语言，即悲剧……”（PhG, 534）。因此，语言乃是一种形式的整体建构，这种形式确立为一种艺术体裁，并规定了人类为人类上演的一套特定的言说流程群星结构。通过这种整体形式，人类与自身进行交往。正如在喜剧中所展现的，黑格尔在此将古希腊剧场的整体格局一同纳入思考，亦即剧作、人物、演员与观众之间整体所发生的事情（亦即在虚构世界与非虚构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形式作为语言的这种自我反思在喜剧中发挥着更为强大的作用。

63 喜剧在艺术宗教一节开端处就已经作为古代的完满被引入（参见PhG, 513）。

64 PhG, 541 ↩



[65]: PhG, 544. 诸权能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们唯有通过意识（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对象）颂扬它们而持存；由此它们事实上对意识听凭处置，亦即被交付于意识。

66 与之相对，不幸的自我意识更接近于英语“self-conscious”的内涵，即自我的一种令人不适的显眼。然而在此处同样已经暗示出，无畏可能是对异己者某种忽视的后果，异己者在此显得完全没有本质。因此对于这一立场而言，根本不存在任何异己者。

67 这契合于属于辩证法的遍历/通过的环节。与本质和表达之关系的嬉戏乃是艺术。在这一语境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可以找到黑格尔著名的“艺术终结论”的一个早期版本。

68 参见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 168f. 以及同上，158, 101. ↩



[69]: PhG, 545 ↩



[70]: 参见PhG, 560 ↩



[71]: PhG, 552. 哲学与宗教分享其内容。黑格尔后来关于这一关联写道，“哲学与宗教具有相同的内容，哲学无非是关于本质在我们认识与实存中的临在的思维活动，换言之，是关于神圣启示的思维活动……作为哲思的思维活动，与通过启示的认识完全
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并且扣除了表象的“混合”；TWAII, 242. ↩



[72]: 参见PhG, 582. 真正将绝对本质构想为人，在最终推论中将要求人们把这些建构从其模型特质中解放出来。绝对知识完成了这一步。 ↩



[73]: PhG, 545; 参见同上：“说出这种轻浮的命题是这样的：自我乃是绝对本质；那曾是实体且在其中自我曾是偶性的本质，已经下降为谓词，并且精神在这一自我意识中失去了它的意识，对这一自我意识而言没有任何本质的形式与它相对立。” ↩



[74]: PhG, 545 ↩



[75]: 参见Harris, The Odyssey of Spirit, 652. ↩



[76]: 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 172. ↩



[77]: 下文整体参见Wohlfart, 170–176. 沃尔法特构想了一组包含三个命题的序列：命题1为：“绝对本质乃是自我。（神圣实体乃是人类主体）。”命题2为：“自我乃是绝对本质。（人类主体乃是神圣实体）。”命题3为（正如上文所引）：“绝对本质（神圣实体）乃是自我（人类主体）”（同上，171f.；对此亦参见同上，315ff.）。按照沃尔法特的看法，命题1表达了自然宗教的精神意识，命题2表达了“人工宗教”的精神自我意识，而命题3表达了“绝对宗教的精神理性”。然而人们必须确定的是，命题1并未出现在《现象学》中。我们唯有在启示宗教的开篇段落中，才发现一个可能是思辨命题的清晰表达。沃尔法特自己注意到，唯有艺术宗教才达到了对其自我理解的命题式清晰表达（同上，171）。自然宗教根本还无法做出这样一种清晰表达，正如H.S.哈里斯正确地反驳沃尔法特的解读那样（Harris, The Odyssey of Spirit, 700n5）：“既然黑格尔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第一实体性’的‘命题’，那么最好不要去改动文本。‘第一实体性’无法说出它自己的‘命题’——这正是黑格尔以如此不规则的形式写作的原因。”明确出现在《现象学》文本中的唯一命题乃是命题2；然后这个命题被颠倒过来。让我们考察这一段落：“这个命题：自我乃是绝对本质，正如不言自明的那样，属于非宗教的、现实的精神；并且应当回忆起，表达该命题的乃是精神的哪一种形态。这一形态同时将包含该命题的运动与颠倒，这种颠倒将自我压低为谓词，并将实体提升为主体。”（PhG, 545）。人们看到，现实精神不仅说出命题2——“自我乃是绝对本质”——而且包含着其颠倒。因此，颠倒并非启示宗教的功绩，而是启示宗教根本上赖以（从喜剧的反讽意识中）产生的基础。一方面，沃尔法特在此已经把“绝对宗教”的形态当作执行颠倒的形态。然而绝对宗教的概念迄今为止根本还未被引入（这直到PhG, 552才发生）。此外，沃尔法特隐瞒了颠倒乃是一种压低，在其中（人类的）自我失去了它在喜剧意识中所能够享受的权威。因此，颠倒并非如沃尔法特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命题1经由命题2走向命题3，而是标志着一种丧失，这更契合于从命题2向命题1的运动。沃尔法特试图凸显基督教的进步。为此他被迫构造出一个在文本中根本不存在的命题，以便随后明确在命题3的意义上、而非在他自己所指出的同音的命题1的意义上来解释
“绝对本质乃是自我”这一命题。命题1也不能被解释为自然宗教的论断，因为自然宗教在事实上无法做出此类论断。唯有后来的阐释者才具有这种能力（并且在此我再次赞同哈里斯的看法，即这种倾向似乎基于一种基督教的偏见；参见Harris, 700n5.）。黑格尔起初也根本不再探讨这种颠倒在内容上意味着什么，而是探讨它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颠倒了的命题并非自在地或为我们将实体变为主体，或者——这是同一回事——并非这样来恢复实体，使得精神的意识被引回其开端（即自然宗教），而是使得这种颠倒为着并由自我意识本身形成。”进步之处在于，颠倒是由自我意识本身形成的：“既然自我意识自觉地放弃自身，它就在其外化中被保持下来，并保持为实体的主体；但作为以同样方式[在此同样再次强调了外化的方式，S.W.]外化自身者，它同时具有关于实体的意识；或者说，既然它通过自身的自我牺牲将实体作为主体产生出来，这个主体就保持为它自己的自我。”（PhG, 545f.）。 ↩



[78]: PhG, 585. 不知自身所言为何，乃是宗教的反讽，或者——正如瓦尔特·耶什克所言——宗教的悲剧；参见Jaeschke, »Das absolute Wissen«, 87. ↩



[79]: PhG, 568 ↩



[80]: PhG, 547; 亦参见 572 ↩



[81]: 参见PhG, 175，特别是尤其是着眼于科学而言极其明确的，TWA20, 52. ↩



[82]: PhG, 376 ↩



[83]: PhG, 547f. 对此H.S.哈里斯写道：“最为本质的是文献遗存，因为语言是存在的（或对象性的）这样一种形式，它无法脱离自我、或脱离其逻辑上不可避免的个异性中的自我意识，否则便不再是其所是之物。如果文献遗存不被阅读与理解，它就从作为语言沦落为单纯的痕迹。”Harris, The Odyssey of Spirit, 657.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84]: PhG, 547 ↩



[85]: PhG, 548 ↩



[86]: PhG, 548 ↩



[87]: 参见PhG, 556–58 ↩



[88]: 参见PhG, 554–56 ↩



[89]: PhG, 551 ↩



[90]: PhG, 552 ↩



[91]: PhG, 550 ↩



[92]: 参见PhG, 551：“赋予自身以自我意识形态的精神的直接 自在体，无非意味着现实的世界精神达到了这种关于自身的知识；直到此时，这种知识才进入其意识并作为真理进入。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上文已经得出。这一点，即绝对精神赋予自身以形态 ↩



[93]: PhG, 552. 黑格尔在其句子中插入了“公开/显明”（offenbar）的一个日常用语用法，由此指示出“公开/启示”之语义场的广度。这将是解释性语言使用的一个例证。例如我们会说“她显然（offenbar）非常富有”，我们以此表达，一切迹象都表明事情如此，但我们可能并不掌握全部信息，并且在公开展露于眼前的事物背后还隐藏着某种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公开/显明”一词立即对其所表达的启示的完满性提出了怀疑。

94 PhG, 552; 关于秘密的主题参见Cohen, »Hegel und Levinas. Die Nacht – Von einer Sprache in die andere«, 33 rf. ↩



[95]: PhG, 553 ↩



[96]: PhG, 554 ↩



[97]: PhG, 554 ↩



[98]: PhG, 555;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99]: 皮尔明·施特克勒-怀特霍费尔清晰看到了这一点；参见Stekeler-Weithofer, Dialogischer Kommentar, Band 2, 893–95. ↩



[100]: Stekeler-Weithofer, 895. ↩



[101]: PhG, 554 ↩



[102]: 这一点在黑格尔关于柏拉图的讲授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TWA19, 55）：“知识完全从外部而来的这种表象，在近代见于完全抽象、粗鄙的经验哲学家那里，他们主张，人关于神圣者所知晓的一切、所视为真理的一切，都是通过教化、通过习惯进入人内心的，灵魂、精神仅仅是完全不规定的可能性。其极端便是启示，在其中一切都是从外部被给予的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在抗罗宗宗教中，这种粗鄙的表象在其抽象性中并不存在；在那里，精神的见证本质上属于信仰，亦即个别主观精神自在自为地在自身之中包含、设立、制定这以一种外在的、仅仅被给予的形式来到它面前的规定。因此柏拉图反对那种表象。他说[…]：理性教导说，每个人内心里都居留着其灵魂的内在权能；他在自身中拥有他用以学习的器官。”在此，认识从外部而来的启示，同样先于关于思维活动的论述，而思维活动自身产出其内容（参见同上，56f.）。 ↩



[103]: PhG, 555; 末尾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05]: PhG, 556 ↩



[106]: PhG, 557 ↩



[107]: 对此例如参见黑格尔对数学的批判，数学与哲学相反，仅处理大小的“非本质区别”（PhG, 45）。表象概念在启示宗教一章第17段中被定义，并在第18段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参见PhG, 556f. 以及此前的531）。关于表象介于直观与概念之间的中介位置，克劳斯·菲韦格写道：“诸表象居于感性直观之物与概念之间，它们再现了中项、居间者、过渡，亦即直观之个别者与概念之普遍性之间的转移。首先，它们是普遍者的形象化与形象之物的普遍化，是意义的直观化与概念的隐喻——人们可以将其称为内在再现、内在现前化。其次，它们涉及表达，涉及形象化意义上的外在再现，最后第三，涉及形象之物的语言化。”Vieweg, Skepsis und Freiheit, 316f. 因此，表象作为综合联结构成了自我意识与思维活动之间的中项（PhG, 558），由此表象的位置恰恰契合于《全面教学纲要》中语言或符号的位置。符号乃是两个世界（身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居留者。联结功能自身的动力机制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而言在形式上同样具有吸引力。米歇尔·乔利指出，前缀 ver- 如何指示出联结之中的一种转变、一种准化学的综合：两个被联结者在联结中不再保持它们在联结之外所是的那个样子；参见Chaouli, The Laboratory of Poetry, 尤其 21–29. 此类综合的动力机制例如可以在初看起来不起眼、但在这种联结思想的推论中显得激进的《雅典娜神殿》第53号残篇中得到理解：“拥有一个体系，与不拥有体系，对于精神而言同样是致命的。因此精神大概必须下定决心将二者联结起来。”载于：Schlegel,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1796–1801). ↩



[108]: 这反过来对黑格尔的呈现形式产生影响：“团契知识的三个环节对我们而言在概念的要素中已经存在，而在此时对团契而言它们仍存在于表象的要素中：因此有了黑格尔的双重呈现。他在对宗教意识的描摹中阐明这些环节是什么，同时阐明它们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564. ↩



[109]: PhG, 555; 黑格尔在此处同样明确指引了意识的对象关系从感性确知经由知觉通向知性的发展。 ↩



[110]: PhG, 556 ↩



[111]: 参见PhG, 555f. ↩



[112]: 概念在绝对知识一章中等处被规定为“被扬弃的对象”（PhG, 585）。 ↩



[113]: PhG, 556 ↩



[114]: PhG, 552 ↩



[115]: PhG, 557f.; 亦参见 531 ↩



[116]: PhG, 557：“绝对精神乃是内容，因此它是在其真理的形态中。但它的真理不仅是作为团契的实体或团契的自在体，也不仅是从这种内在性向上步入表象的对象性之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而是成为现实的自我，在自身中反映自身并成为主体。”黑格尔以此指引了一种交叉运动，它类似于我们此前借助外化概念所描述的运动；参见本项研究第一部分论及黑格尔语言的章节末尾。 ↩



[117]: 弗朗切斯卡·梅内戈尼同样追溯了从启示概念出发呈现问题是如何变得明确的；参见Menegoni, »Die offenbare Religion«. 梅内戈尼批判了对这种过渡的如下阐释，即聚焦于概念将一种较差的词汇表（宗教或表象的词汇表）“转译”为一种较好的词汇表（哲学或概念的词汇表）。梅内戈尼反驳道，在这些词汇表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对此我原则上表示赞同。虽然黑格尔明确强调，哲学固然能够阐明宗教的表象，但反过来却不行。但是同样一种 ↩



[118]: PhG, 561; 对此参见PhG 558–62. 在此首先涉及“作为实体”的精神；被表象为实体的精神乃是“直接的单纯自身同一的永恒本质，但它不具有本质的这种抽象意义，而是具有绝对精神的意义。”（PhG, 558）。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抽象本质如何能够自为地成为某种规定的东西。因此，本质应当与其显象结合在一起被思考，为此黑格尔区分了“三个环节”，亦即[1]“本质的环节，[2]自为存在的环节（它是本质的他者存在，且本质是为它而在的），以及[3]在他者中的自为存在或知晓自身自身的环节。”绝对本质的这种自我中介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与绝对本质在“言语/话语的定在”中的自我外化与领悟具有直接关联（PhG, 559；此处的参照点乃是约翰福音的开篇）。 ↩



[119]: PhG, 560 ↩



[120]: PhG, 562. 正如黑格尔在另一处所说的，“变为他者分裂为二”（PhG, 563）。变为他者同样被黑格尔指称为
“神圣本质的异化”（PhG, 564）——从形式上看，异化因此同样纯粹是一种变为他者。 ↩



[121]: PhG, 568 ↩



[122]: PhG, 568; 在考订版中该段落印为“坚持于：是”（GW9, 416）。 ↩



[123]: 黑格尔在此同样强调了转变与产生的环节，这些环节与其呈现构想紧密相连（正如我们借助《现象学》序言所重构的那样）：“团契作为区别于其表象的自我意识的运动，乃是去产生那自在地生成了的东西。死去的精神之人或人性的上帝自在地乃是普遍的自我意识；他必须为着这自我意识而成为这一点。或者说，既然它
构成了表象之对立的一面，亦即恶的一面（对这一面而言自然定在与个别自为存在被视为本质），那么这一面——它作为独立的、尚未被表象为环节的面——因其独立性之故必须自在自为地将自身提升为精神，或在其自身呈现精神的运动。”（PhG, 568f.）。末尾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24]: PhG, 569; 黑格尔所指引的段落紧接在这一段落之前（PhG, 567f.）。 ↩



[125]: 在希腊悲剧中存在一个可资比较的环节，在那里最初是现实的人作为演员站在舞台之上；参见Wohlfart, Der spekulative Satz, 161. ↩



[126]: PhG, 563 ↩



[127]: PhG, 566 ↩



[128]: PhG, 566 ↩



[129]: PhG, 566f. ↩



[130]: PhG, 566 ↩



[131]: PhG, 573;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PhG, 569–73. ↩



[132]: 类似的一种关于恶的理论见于谢林的《自由论文》（1809），在其中谢林将恶分析为一般自由的本质环节（特别是在论及作恶的权能以及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较长章节中）；参见Schelling,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Gegenstände. ↩



[133]: “并非这一个或另一个拥有真理，而是它们的运动本身拥有真理”，PhG, 568. ↩



[134]: PhG, 572. 如前所述，精神之本性的要素乃是纯粹思维活动（PhG, 558）、表象（PhG, 561）以及作为这般的自我意识（PhG, 566）。 ↩



[135]: 参见许尔曼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思维活动与存在、语言与现实性、或者呈现与被呈现者之间的极性，乃是人们自己用以对那恰恰旨在证明其统一的事物做出进一步区分的语言表达。”Schürmann, Vorstellen und Darstellen, II. ↩



[136]: PhG, 573 ↩



[137]: PhG, 572f.; 补充的“[ist]”属于《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的文本。在考订版中未插入这个“[ist]”（参见GW9, 420）。 ↩



[138]: 某物对我们而言“转变/生成”（wird）这一说法，在关涉到暗示一种产生过程虽然完成但尚未被理解时，黑格尔经常使用。这是意识的构成性问题之一，即对象虽然对意识而言“生成”，其理解由此得以扩展，但意识并不把握它是如何生成的以及为何生成。黑格尔在关于佐尔格著作的论文中谈及佐尔格与蒂克的通信时写道：“如果蒂克在其方面……谈及这首诗时说，它是完全从心灵中流淌出来的，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根本不是制作出来的，而是生成出来的，……”（TWAII, 217）。 ↩



[139]: 宗教的知识尚未达到存在，而仅仅达到神圣者的显象（对此参见TWA16, 199以及同上，201）。宗教意识所“扬弃”的区别，必须被把握为绝对者内部的区别，而不是绝对者与关涉于绝对者的意识之间的区别。在《现象学》的这一处，直观活动尚未被把握，因为它仍然具有一种从感性出发的结构。重要的是准确界定宗教意识所关涉的究竟是何种直观。对此例如参见TWA16, 138，黑格尔在此描述了宗教意识需要一个感性
对象。关于神秘之物，亦参见PhG, 526. 如果概念被（感性地）直观，它就显现为时间，从而被有限化。对此参见Luckner, Genealogie der Zeit, 118, 208, 228. ↩



[140]: PhG, 57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41]: PhG, 573f. ↩



[142]: 亨利希写道：“‘真理乃是全体’意味着，我们不应当把作为自我显示的这一过程视为对原初存在的剥夺。我们也不应当仅仅把它看作向最高者的上升。这一过程本身即是最高者；正因如此，这一过程的终结指涉其开端及其发展进程，恰如这一过程通篇都指向一个终点一样。这乃是全部话语的自指性结构。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实体宁可必须被把握为主体。’这一实体乃是一个仅作为过程基础的本体论原则。唯有指涉于实体，过程才得以发生。然而对黑格尔而言，主体无非是与其自身的能动关系。在主体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其自我关系的基础， ↩



[143]: 参见McCumber, The Company of Words, 54f. 亦参见WL2, 197，黑格尔在此确定了斯宾诺莎关于绝对者的构想虽然具有完整性，但同时缺乏必然性——这是由于预设诸环节的一种相继更替所导致的。 ↩



[144]: PhG, 570 ↩



[145]: PhG, 573 ↩



[146]: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190. ↩



[147]: 参见PhG, 76 ↩



[148]: PhG, 585 ↩



[149]: 参见本项研究第一部分开篇处的“什么是呈现？”一节。 ↩



[150]: 呈现概念对于绝对知识的相关性，无论是在其与表象模式的划界中，还是在其方法论功能中，大概由安杰丽卡·努佐阐述得最为清晰：“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代表了黑格尔对‘绝对者的知识’这一问题的批判性回答，它相当于对‘绝对者’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观念的摧毁——或扬弃。这一举措对于黑格尔成熟期哲学体系的构建及其辩证法观念而言将始终至关重要。这引出了对究竟是什么构成了黑格尔绝对知识的‘绝对’特质的讨论——亦即引出了对已在其绝对性形式中完成的知识进行充分呈现或展示（Darstellung）的方法论问题。黑格尔主张，在知识结构于《现象学》中所经历的所有相继形态中，最后一种形态里的‘绝对’无非是其终局呈现的形式；亦即，‘绝对’不是知识的某种特殊内容，而恰恰是知识的样式或形式。”Nuzzo, »The Truth of ›Absolutes Wissen‹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67. 关于黑格尔将绝对者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形而上学理论转化为关于作为科学或哲学知识形式的绝对者理论，参见同上，268, 285f. ↩



[15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里达的指责在于，在绝对知识的环节中外在性的一切残留都应当被消灭。《密涅瓦的猫头鹰》（第30卷第1期，1998年秋）整整一期都致力于探讨绝对知识的问题。在那里尤其探讨了
关系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这一问题同样可以被理解为自律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参见Lumsden, »Absolute Knowing«; Houlgate, »Absolute Knowing Revisited«; Flay, »Absolute Knowing and the Absolute Other« 以及 Williams, »Towards a Non-Foundational Absolute Knowing«. 卢姆斯登、威廉姆斯与弗莱论证了绝对知识层面上各种不同形式的关系性，而霍尔盖特则主张，在绝对知识的统一之中——在思维活动的自我思维之中——不再存在任何他异性。如同斯蒂芬·霍尔盖特一样，我希望强调，在绝对知识中关涉的是纯粹思维活动。然而与此同时，偶然性与差异的领域由此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恰恰被释放出来；对此亦参见Lauer, »Space, Time, and the Openness of Hegel's Absolute Knowing«. 如同西蒙·卢姆斯登一样，我建议在霍尔盖特与弗莱或威廉姆斯的立场之间进行调解，但在此设定了不同的侧重点。这尤其关涉到对呈现概念的聚焦。 ↩



[152]: PhG, 585 ↩



[153]: PhG, 590 ↩



[154]: 对此参见在本项研究第一部分中已经强调过的序言段落，PhG, 40f. 以及 13. ↩



[155]: 参见PhG, 504：“因为被表象者唯有通过自我将之产生出来、从而将对象的规定直观为它自己的规定并因而直观到自身在其自身之中，才不再是被表象者并不再与其知识相异化。”因此思维活动乃是去异化；参见Simon, 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 153.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同样将这一问题作为主题；参见WL2, 255, 201. ↩



[156]: 关于“元洞见”，参见Gottfried Gabriel, »Literarische Formen der Vergegenwärtigung in der Philosophie«, 19. 汉娜·阿伦特极其深刻地描述了操练——以及归根结底自我思维——的相关性；参见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13f. ↩



[157]: PhG, 585 ↩



[158]: PhG, 29; 参见WL2, 188 ↩



[159]: 参见PhG, 585f. ↩



[160]: PhG, 582. 正如“自我的形式”这一表述所强调的，黑格尔将所思考的对象理解为一个与作为思考者的我们内在相连的对象。这种内在相连的关系不仅是席勒的诗作《友谊》（黑格尔以此诗结束《现象学》）的主题，而且也是《差异论文》中一段文字的主题，在其中黑格尔谈及哲学体系对一个能够认识其真理的“相通精神”的需要：“知识关涉外在的对象；在绝非别样而始终是一种知识的关于哲学的知识中，内心的整体性并未运动起来，而冷漠/漠不相关则完全保持了其自由[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能够避开被如此接受的可能性；每一个体系都能够被历史地对待。正如每一个活生生的形态同时属于显象一样，一种哲学作为显象也将自身交付给了那能够将其转化为死寂意见并从一开始将其转化为一种过去的权能。寓居于一种哲学之中的活生生的精神，为了展现自身，要求通过一个相通的精神而得以诞生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面对那种出于某种兴趣而旨在获得关于意见之知识的历史态度，它作为一种异己的现象掠过，并且 ↩



[161]: 富尔达同样如此论证，»Das absolute Wissen«. 瓦尔特·耶什克亦写道：“黑格尔将这种知识称为‘绝对的’——类似于其他词语构成，如‘绝对艺术’或‘绝对宗教’——，因为它关联于自身，是精神关于自身、关于其本质的知识：‘知晓自身为精神的精神’。”Jaeschke, Hegel-Handbuch, 181. ↩



[162]: 参见Koch, Die Evolution des logischen Raumes, 155. 那里关涉的是《逻辑学》中的概念。 ↩



[163]: PhG, 13 ↩



[164]: PhG, 582 ↩



[165]: 参见PhG, 585 ↩



[166]: 绝对知识与显现知识的呈现或“组织”能力相连，这一点马丁·海德格尔已经指出过：“绝对知识乃是对定在着的精神之显现的呈现。它完成了对精神王国之存在构成的‘组织’。”Heidegger, »Hegels Begriff der Erfahrung«, 202. 让·伊波利特同样强调了思想者自身能动性（亦即自身践履）的相关性：“在概念的要素中，……绝对知识显现为思考着它的主体自身的行动。作为‘逻各斯’的自我知识不是被动的沉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理解自身并设立自身的理性，我们是在这种自我知识中认识自身并产生自身的对象。”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599. 在强调思考主体的这种能动性方面，黑格尔与费希特之间同样存在着平行之处。然而费希特仅仅诉诸其（绝大多数为男性）听众的能力并要求他们自己去思考，而这种自身能动性在黑格尔那里则被构想为其在其实验性的语言清晰表达中逐步展开（作为通向知识之路）；卡齐米尔·德里洛详细描述了这种区别，»Das absolute Wissen als Lebensform und Geschichtlichkeit«. 海德格尔同样指出，“聚集”乃是 logos 的一种翻译；Heidegger, »Hegels Begriff der Erfahrung«, 176. 正如海德格尔文本中的另一段文字所示（我在本项研究开端处已指引过），辩证法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对实体规定的区分（diairesis）与再次聚集（synopsis）：“在（dia）这一个与另一个之间乃是这些诉求的言说，是一种 legein。在这一对话中，意识向自身许诺其真理。但这一对话并不停留于意识的某一种形态。它作为其所是的对话穿透（dia）意识诸形态的整个领域。在这种穿行中，它聚集于其本质的真理之中。贯通始终的聚集 dialegein 乃是一种自我聚集（dialegesthai）。”（同上，183f.）。《精神现象学》代表了思维活动的利益，就此而言它是穿行通过一个逻辑中间空间的逻辑。海德格尔同样对何为思维活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即“我们注意到，意义每一次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以及它每一次是如何在历史上被固定下来的。”（同上，175）。虽然他非常公开地运用呈现概念（他将呈现与经验的环节联系起来；同上，186；参见PhG 72, 79f.），但并未准确阐明他在黑格尔那里赋予这一概念何种体系性相关性。 ↩



[167]: 参见PhG, 498f. ↩



[168]: 参见Simon, 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 200. 约瑟夫·西蒙区分了时间中的意图性（目的理性）思维活动与关于时间的思维活动（同上，103）。关于整体与各环节的时间关系，参见Pippin, Die Aktualität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229f. ↩



[169]: 由此同样展现出消灭时间对于思辨命题与语言呈现问题的相关性：思辨命题恰恰不能被散文式地阅读为已经规定的一系列表达的线性推进，而必须在这一相继性中把握主词与谓词的逻辑统一。 ↩



[170]: 关于时间层面与意义层面的关系，亦结合黑格尔那里消灭时间的环节，参见Martin, »Semantische Bestimmtheit«. 人在原则上并不生活在一个孤立的时空点上， ↩



[171]: 参见例如PhG, 569 ↩



[172]: 全面教学纲要§ 258（TWA9, 49）；对此参见Pöggeler, Hegels Kritik der Romantik, 22. 语言与时间的联结同样被丹尼尔·库克所注意到，然而库克对于这种联结除了说明它存在之外并未多谈；参见Cook,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127. 语言与时间之间的联结同样存在于黑格尔在1803/04年耶拿手稿中建立于语言、记忆与人类声音（在时间中展开的）发音清晰表达之间的关联（JSI, 201f. = GW6, 287–89）。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当黑格尔将符号尤其是声音符号称为“时间中的定在”时，他再次接续了这种关联（§ 459）。 ↩



[173]: PhG, 585 ↩



[174]: 参见Urbich, Benjamin and Hegel, 80. ↩



[175]: 直接性与中介对黑格尔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参见TWA5, 66; TWA17, 367）。 ↩



[176]: WL2, 274. 关于思辨命题中的反冲，参见PhG, 59 以及 Comay und Ruda, The Dash, 58. 概念乃是一个整体或整体性，其体系构想黑格尔在序言中以植物为例作了直观的阐明：植物既不是其胚芽，也不是其果实，不是其花朵，也不是其在秋天再度开始衰败之前的成熟状态，而是如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所言的整个“植物过程”；参见Koch, Die Evolution des logischen Raumes, 162. 正如科赫同样强调的，人们唯有从派生之物的方向出发才能接近对这种概念结构的认识。概念乃是“从其派生物而来。从派生物出发，概念走向自身作为其本原。这一值得注意的实情必须为其确保其内部的清晰表达及其地位，确保其成为自身清晰表达与自我规定的原则。”Koch, 155. ↩



[177]: PhG, 583 ↩



[178]: 凯瑟琳·马拉布将这种塑形称为“自我图型化”；参见Malabou, The Future of Hegel, 18. 对海德格尔而言，《现象学》整体上乃是绝对精神之塑形的贯彻，或者说是“理性的绝对自我呈现”；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42. ↩



[179]: PhG, 584f. ↩



[180]: 参见KrV B46–48 ↩



[181]: 亚历山大·科耶夫在其已成为经典的《现象学》解读框架下，对绝对知识中时间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将黑格尔的立场置于时间哲学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尤其是结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与康德；参见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100–149 中的 »A Note on Eternity, Time and the Concept«. 较新的探讨见于Andreas Luckner, Genealogie der Zeit. 关于自古以来时间哲学的一般历史发展的概述，参见Karen Gloy, Philosophiegeschichte der Zeit. 除了历史定位之外，对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关于时间及其消灭的论述的更精确分析，还必须着眼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是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的。在耶拿讲授课手稿中，黑格尔既在其与哲学和绝对精神的关系中（参见JS3, 261f. = GW8, 286f.），也在记忆分析的框架下（记忆同样与语言相联系；参见JS1, 197–201 = GW6, 282–88），以及在自然哲学维度上（参见例如JS3, 9–13 = GW8, 10–14）将时间作为主题；对此参见Waibel, »Raum und Zeit in Hegels Jenaer Systementwürfen«. 在《全面教学纲要》中，黑格尔在自然哲学框架下辟出一节专门探讨时间（§§ 257–59），但同样将时间与通过符号完成的向……的过渡联系起来 ↩



[182]: 对此例如参见Luckner, Genealogie der Zeit, III. 德里达将这一环节评估为黑格尔绝对知识构想中的一个问题或不确定性，对此我在重构《丧钟》的框架下已指引过。这种两面性导致例如约瑟夫·弗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时间恰恰并未被取消（»abolished«），而仅仅是时间形式被取消；参见Flay, »Time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68. ↩



[183]: 为此提供范式的是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序言中的时代诊断（PhG, 18）：“此外不难看出，我们的时代乃是一个诞生与向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其迄今定在与表象的世界决裂，并且正着手将其沉入过去之中，并从事其转型的劳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84]: PhG, 584f. 论及消灭时间的段落与席勒展现出极大的亲缘性，席勒（在《论人类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一封信中讨论人格与状态的关系框架下）写道，人通过给质料赋予形式能够创造时间并扬弃时间；由此人能够“在其自身中消灭”一切“纯粹是世界之物”。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必须假定，黑格尔在此非常自觉地指涉席勒（黑格尔亦以席勒的话语——尽管经过了改变——结束了《现象学》），并同时与他拉开距离。席勒写道：“为了……不仅是世界，他[人]必须赋予质料以形式；为了不仅是形式，他必须赋予其自身所携带的素质以现实性。当他创造时间并以变易对照于持存者、以世界的杂多对照于其我的永恒统一时，他就实现了形式；当他再次扬弃时间、在更替中主张持存、并使世界的杂多屈从于其我的统一时，他就塑造了质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由此对人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要求，即感性-理性本性的两条根本法则。第一条法则坚持要求 ↩



[185]: PhG, 585 ↩



[186]: 与此相应，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将消灭时间解释为反思现实性与概念之原则上可变性的环节：“缺乏反思的思维活动乃是一种将概念理解为特定大小的思维活动”——在此指的是从自身出发已被完全规定的确定大小。通过这种理解方式，“概念的本质上时间性的环节恰恰未能被把握，而只能被理解为改变概念（或者如黑格尔在导论中所说的：改变对象）的外部影响。相反，随着概念结构在概念反思中的自我运动，时间被理解为概念的内在环节。”时间性的发展由此不再被理解为“外部进程，而是被理解为内在发展”；Bertram,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303f. ↩



[187]: PhG, 585 ↩



[188]: PhG, 585f. ↩



[189]: PhG, 587 ↩



[190]: PhG, 589. 黑格尔在紧接该段落之前同样谈及意识与自我意识之区别的拉平/平抑（参见PhG, 583）。 ↩



[191]: PhG, 589; 正如黑格尔紧接着指出的，意识诸形态（在《现象学》中作为主题者）确实契合于《逻辑学》的纯粹概念，并且这一处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二者相互赋予实在性：“反过来，科学的每一个抽象环节都契合于显现精神的一般形态。正如定在着的精神并不比它更丰富一样，精神在其内容上也并不比它更贫乏。在意识诸形态的这种形式中认识科学的纯粹概念，构成了其实在性的那一面，按照这一面，科学的本质——概念，它在科学中作为思维活动在其单纯中介中被设定——击碎了这一中介的诸环节，并按照内在对立呈现自身。”迪特·万德施奈德与维托里奥·赫斯勒指出，柏拉图将时间视为“永恒的流动意象”这一理念，构成了黑格尔时间构想的理论史背景；对此参见Wandschneider und Höhle, »Die Entäußerung der Idee zur Natur und ihre zeitliche Entfaltung als Geist bei Hegel«, 197n37. 施莱尔马赫将其翻译为“不朽的流动意象”；参见Platon, »Timaios«, 37d. 用于永恒或不朽的希腊术语是 aion，亚里士多德同样用它来描述神圣者的永恒持续；对此参见《形而上学》中已多次提及的段落：XII, 7 (1072b)。对黑格尔时间理论的深入考察，尤其是结合在《逻辑学》中发展的概念思维活动理论，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切入点，但决然会突破本项研究的框架。在这一点上我仅想强调，将《逻辑学》解释为永恒理念的王国、显象世界对照于它仅仅是一个“摹本”，这种阐释当然完全背离了在此发展的立场——按照后一种立场，思想之物——从而逻辑之物——同样唯有通过其呈现根本上才得以生成；并且按照这种立场，黑格尔的呈现理论恰恰旨在纠正将再现简单化理解为对已存在之物的单纯摹写的看法（万德施奈德与赫斯勒同样明确拒绝了此类解释）。在这种意义上，上面引用的段落应当被解读为：科学之纯粹概念的“实在性”恰恰在于，人们能够在显象中“认识”它们。在这一方向上，黑格尔关于概念乃是一个“被扬弃的对象”或“阴影”的论述同样应当得到理解（PhG, 585, 496; WL I, 55）。《逻辑学》虽然抽象掉了作为显象形式的时间，但它由此绝非永恒理念的王国。在契合于这一评估的意义上，米夏埃尔·托伊尼森同样指出，虽然黑格尔本人在某些地方似乎暗示了将《逻辑学》理解为“理智世界”（kosmos noetos）的倾向（黑格尔例如谈及“对上帝的呈现……正如他在创造自然与有限精神之前在其永恒本质中所是的那样”；WL I, 44），但这与其相矛盾，即
《逻辑学》同样包含着一种运动，亦即纯粹概念的运动，并且《逻辑学》同样检验着认识活动的实在性；参见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80. 关于《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参见同上，79–84. 关于《逻辑学》发展的进程向时空自然的过渡，除万德施奈德与赫斯勒之外，亦参见Oswald, Das freie Sich-Entlassen. ↩



[192]: Koch, Die Evolution des logischen Raumes, 174. 正如科赫所阐明的，黑格尔的《逻辑学》研究“绝对者及其过程，或者人们同样可以说，研究逻辑空间及其前时间性的、逻辑的演化，而且这还是独立于以下事实的，即逻辑空间与逻辑时间对我们的表象而言唯有作为物理空间与物理时间才能被给予。然而关于物理的时空系统，唯有实在哲学才予以处理。”正如马库斯·加布里埃尔所表述的，逻辑时间乃是“依据判断、依据逻各斯来衡量的”；Gabriel, Sinn und Existenz, 407. ↩



[193]: 关于时间相继性与逻辑次序的关系，参见Malabou, The Future of Hegel, 12. 亦参见PhG, 183：“个别性乃是它从其概念向一种外在实在性的过渡，乃是纯粹的图型，它既是意识，同样由于它是单一性与排他的一，也是对一个他者的指示。” ↩



[194]: 按照西蒙的看法，语言的本质乃是“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否定关系，是在绝对区别之上对此种意义的领悟”；Simon, 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 175. ↩



[195]: Frank, Das Problem »Zeit«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 363. ↩



[196]: 参见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237. 在其叙事学理论框架下，热拉尔·热奈特（从对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间》的分析出发）将变异的重复描述为叙事的基本功能之一；参见Genette, Discours du récit. ↩



[197]: 参见例如Forster, Hegel's Idea, 460. 《现象学》早期的形态（例如主人与奴隶）同样发挥着作为图型用于对其后来更复杂的形式亲缘进行简化的功能。我从伊丽莎白·布朗芬那里借用了交叉映射（Crossmapping）这一概念；参见Bronfen, Crossmappings. ↩



[198]: TWA15, 226.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W. ↩



[199]: 菲利普·赫费勒（在阐释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框架下）就“记忆宫殿法”的助记术（从而同样就理论大厦的比喻）写道：“如果人们现在在思想中走过所想象大厦的各个房间，就能轻松回忆起与它们相联系的信息。与先验体系的平行之处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同样关涉到回忆‘自我意识的历史’，这是通过我们将‘自我意识的大厦’——我们知识的建筑结构——呈现在眼前而实现的。”Hefeler, Grundlose Gestaltung, 27. ↩



[200]: 参见TWA4, 45：“直观作为表象乃是主体的特有时间与主体的特有空间，它们被移置到作为普遍形式的时间与空间之中。通过扬弃直观的特殊时间，它成为持久的；通过扬弃其特殊空间，它无所不在。” ↩



[201]: 这一论证的详尽版本见于Axel Hutter, Narrative Ontologie. 阿尔布雷希特·科肖克从叙事学视角考察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此过程中尤其强调了叙事立场在叙事中的递归反思；参见 ↩



[202]: PhG, 586 ↩



[203]: 参见PhG, 583 ↩



[204]: 参见PhG, 585 ↩



[205]: PhG, 585 ↩



[206]: PhG, 586 ↩



[207]: PhG, 586. 历史概念同样应当结合黑格尔在后来的讲授课中所称为“绝对历史”的内容做进一步考察，亦即神圣理念与上帝之必然死亡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在本质上与《现象学》中核心的颠倒与转变环节相联系，而且以强调的方式唤起了呈现这种理念结构的问题。通过“绝对精神的髑髅地”这一意象（PhG, 591），黑格尔同样暗示了这一绝对历史；对此参见TWA17, 291–93 以及 TWA14, 147–54. ↩



[208]: PhG, 586 ↩



[209]: 概念乃是“被扬弃的对象”（PhG, 585）；阴影乃是“被扬弃的这一个，并由此是普遍自我”（PhG, 496）。因此二者都是对特殊者的消灭。 ↩



[210]: 参见PhG, 589 ↩



[211]: PhG, 588 ↩



[212]: 参见PhG, 591 ↩



[213]: 关于前往伯尔尼高地赖兴巴赫瀑布的一次徒步，黑格尔记述道：“穿过狭窄的岩石裂隙，水流在上方狭窄地涌出，然后化为更宽的波浪笔直坠落；波浪不断拉扯着观众的视线向下，但他却永远无法固定、永远无法追踪它们，因为它们的图像、它们的形态每一刹那都在瓦解，在每一个瞬间都被一个新的形态所排挤，并且在这种
跌落/瀑布中，他永远看到同一幅图像，同时又看到它永远不是同一个东西。”（TWAI, 615）。 ↩



[214]: PhG, 591 ↩



[215]: 偶然之物在黑格尔那里的相关性由迪特·亨利希在一篇已成为经典的文章中予以强调；参见Henrich, »Hegels Theorie über den Zufall«. 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第六个（亦即最后一个）主要章节中将自觉生产与“无意识”生产的关系作为主题。 ↩



[216]: 这同样可以澄清黑格尔的如下评述，即在纯粹光明中人们能够认识的，正如在完全黑暗中一样少（参见WLI, 96）。 ↩



[217]: 人们可以在卢曼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卢曼强调，系统恰恰作为封闭系统与其环境处于交换之中，并且进而唯有通过与环境的这种关系，根本上才能作为封闭系统运作。在其关于《逻辑科学》末尾理念自由自我释放的详尽研究中，格奥尔格·奥斯瓦尔德同样指出，人们可以借助卢曼的“操作封闭性”概念来阐明黑格尔体系推论的可信性；参见Oswald, Das freie Sich-Entlassen, 180. 关于操作封闭性概念的简明勾勒，见于Luhmann, 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theorie, 88–97. ↩



[218]: PhG, 235 ↩



[219]: 参见PhG, 593. 同样，“酒神沉醉式狂暴”这一著名意象（在其中所有肢体都解体，但它同时又是“透亮而单纯的静止”）也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被解读（参见PhG, 46）。 ↩



[220]: PhG, 591. 关于髑髅地的意象，参见Crites, »The Golgotha of Absolute Spirit«. ↩



[221]: PhG, 550. 用卡尔·罗森克兰茨的话说，“在《现象学》中始终部分展现了实体向主体的外化，部分展现了主体向实体的外化，因此真理乃是这一双重过程的统一，没有这个双重过程，绝对者固然将是孤寂的。”Rosenkranz,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Leben, 211. ↩



[222]: PhG, 590 ↩



[223]: PhG, 590 ↩



[224]: 安杰丽卡·努佐将这一思想概括如下：“absolutus 的含义之一蕴含在它是拉丁语 absolvere 的过去分词这一事实中：意为‘使其自由’或‘释放’。黑格尔借助既出现在《现象学》结尾亦出现在《逻辑学》顶点处的‘自由释放’（frei entlassen）唤起了这一含义：正是在这一运动中，思维活动使其创造性的、诗性的权能自由地进入其自身在他异性中的存在，并以这种方式指出，真理的维度同时即是自由的维度。[……] 在绝对知识的‘全体’结构中，回忆（Er-Innerung）的行动 ↩



[225]: 参见PhG, 591 ↩



展望：黑格尔、布兰顿与德里达之间的精神、语言与呈现

如果把意蕴中隐含包含的推论性承诺表述为明确的断言，那么就将其带入光明之中，使之像任何其他断言性表达一样，必须面对质疑与辩护要求。以这种方式，明确的表达起到了启蒙阐明的作用。

罗伯特·B·布兰顿

理据与把握

自身感发绝非某种经验的模态——这种经验本应表征一个早已是其自身（autos）的存在者。自身感发将同者作为与其自身的差异中的自身关系、将同者作为非同一者产生出来。

雅克·德里达

声音与现象

凡想在这一现实性中行动的人，正因此就已服从了它的法则，并承认了客观性的法权。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本项研究将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关于语言与呈现的论述置于一个体系性关联之中。它表明，《现象学》包含一种复杂的语言理论，该理论兼顾了语言的认知的、交往的、世界开显的与审美的面向。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的语言理论与他对逻辑判断的探讨存在着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的发展体系性地贯穿了《现象学》的所有部分。本项工作还表明，在黑格尔关于“语言”这一问题领域的论述之光照下审视显现知识与哲学真理的呈现纲领，对于《现象学》的诠释而言是富有成效的。

我研究的两个核心参照点是罗伯特·布兰顿与雅克·德里达对黑格尔的诠释。正如布兰顿所强调的，语言对黑格尔而言在客观精神理论的框架内具有重要意义，亦即在它作为社会语境中交往与承认的中介这一功能上具有重要意义。布兰顿在此将推论性理据的启蒙潜力置于表达性自由理论的中心。然而，他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表象，在其中异化的诸环节原则上应当在未来的某种状态中被克服。由此，产生对既予物保持批判性距离的可能性便面临丧失的危险。而正是这一环节为德里达所强调，德里达的核心意图正在于通过在语言质料层面上的操作来开辟新的思维运动，亦即建立起对既予物的距离。正如从德里达的文本中所能领会到的，考虑布兰顿所忽视的语言维度是至关重要的。将语言的这种世界开显维度纳入视野，尤其需要探讨我们通常称之为“艺术性”语言的语言形式。德里达的文本实践同样能够阐明，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使对熟知语言模式的异化在哲学上变得富有成效。

正如我所证明的，黑格尔也上演了一场对语言的异化。其最终目的在于让我们更加切近语言。黑格尔的语言批判既反对现存的语言形式，也反对对语言的拒绝或从交往中（出于语言怀疑论的）退缩。在布兰顿与德里达的诠释之间，可以发展出一种对《现象学》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使《现象学》在其内部所发展的语言与呈现理论方面变得富有成效，而且尤能解释黑格尔的哲学语言正是源于他自己从该理论中得出的推论。布兰顿与德里达的诠释不仅使黑格尔的不同面向变得可读，而且各自展开了强烈的自身动力。因此，正是在布兰顿、德里达与黑格尔之间，开显出一个理论谱系，在其中语言可以以一种多维度的方式被理解。[1]

精神的呈现是一个依系于语言的计划。《精神现象学》的语言是一种反思

精神如何在语言上呈现自身的语言。它表述了一种反思，反思我们在作为精神性存在者用语言表达自身时承担了何种承诺。但它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对这些承诺的活动余地的反思，它不仅能够明确质疑这些承诺，而且能够通过操演将其搬演、挪移、瓦解、重估与重新敞开——从而引发意识的反转。[2] 正如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反复展示的，统一体并非先于其呈现而持存，它们正是通过呈现才得以规定性地表述出来。这既适用于个体（及其言语与行动意图），也适用于哲学科学对其进行理论化的强调性统一概念——真相、绝对者、实体与精神。依黑格尔之见，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避开进入各个具体规定的步骤；不过他也同样表明，这些规定本身绝非某种固定的持存物。相反，这些规定在呈现的过程中证明自身是可塑的与可变的。

那么，语言与呈现究竟如何与精神的发展相联系？正如我们在本项工作开头所看到的，这一联系对黑格尔而言首先显现于一场关于哲学真理的讨论中。当人们追问哲学真理如何能够被呈现时，迟早会触及语言的领域及其与思维活动的关系：对黑格尔而言，真理是一种自我认识的运动。然而，这一构想与把真相理解为某种特定对象的通行表象发生冲突。正如黑格尔在《现象学》导论中所表明的，这些（关于“实体”或“绝对者”的）表象是受到语言中介与固定的。因此，一种过于怀疑的目光可能会把语言完全视为偏见的储藏库，它扭曲思想、使之迟钝，因而在根本上应当予以避开。相反，黑格尔的进路在于更仔细地考察现有表象的意蕴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们的界限何在。黑格尔语言批判的第二个面向关涉到由现有语言形式所暗示的对逻辑关系的理解。我们所熟悉的语言似乎契合于一种谓词性的判断形式。然而，这种判断理解（类似于自然意识的表象）建立在假定存在着固定持存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黑格尔则对此提出了一种处于运动之中的同一性概念，即作为“转变而成的一致”，在其中非同一性成为一切同一性的本质

环节。[3] 黑格尔从这种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出发与谓词判断理论相对立的思辨命题理解，间接地也导致了对表达这些判断的语言形式的批判。

无论是黑格尔对表象的批判，还是他对谓词判断的批判，都蕴含着对真理的追问必定也会引向如下问题：个体的、从事思维活动的主体如何能够认识真理。这种中介正是真理呈现的目标。正如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循序渐进地阐明的，真理本身绝非某种现成之物，而是认识活动的运动。因此，真理的中介或呈现并非外在地与真理或真相相对立，相反，真理本身就是对这种中介成效的思维活动。故而黑格尔将真理理解为思维运动。因为现有的表象与谓词形式掩盖了这一思维运动，并且因为它们与现有的语言惯例相联结，所以黑格尔对它们发起了攻击。他的目标在于使固定的思想流动起来。正如黑格尔在这一语境中所言，“使固定的思想流动起来，比使感性定在流动起来要困难得多。”[4] 这一命题也可以被理解为：思想的流动化可以在其感性定在的层面上开始，亦即始于语言的流动化。

反过来，如果人们从语言与思维活动之关系的问题出发，在某个时刻也必然要提出如下问题：什么是真的或什么是真理，以及人们如何呈现它：首先，从事思维活动的主体必须呈现其思想，以便根本上拥有特定的思想（在此同样显然的问题是，这些思想何时为真）。由于思想依赖于表述，它们在其发展中就暴露在语言及其自身动力之下（这就是我们在本项工作开头所引入的表现主义论点）。这不仅适用于理论思想，也适用于实践的行动意图。对黑格尔而言尤为关键的是，思想者既然在认知上依系于语言（因为他们必须在语言上表述其思想），那么通过这种表述的中介——语言——他们就被嵌入到了社会的、交往的关联之中。在这些社会星丛中，产生了异化的经验。因此，能够从这些关联中脱离出来，对于个体而言就变得至关重要：经验到的异化一方面是某种脱离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过的征兆。然而，异化也可以被自觉地（进一步）推进，尤其是

也可以通过语言策略来推进。依黑格尔之见，这种异化环节处于哲学的开端。因此，语言异化与瓦解的策略对黑格尔而言尤为切合要义。这些形式反思了语言与社会形态塑造个体的方式，使之敞开以供检验，并同时使之可被转化。在这一方面，德里达予以激进化的语言处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布兰顿所极力倡导的论证性检验式阐明，也正是在熟知的表象被剥除其不言自明性时才成为可能。

然而，这些关于个体主体的语言依系性及其思想与行动意图之呈现的考量，又如何与哲学真理的呈现相联系？真理的呈现一方面在人们追问某个单一思想何时为真时介入进来，另一方面在涉及评判客观精神的复杂关系时介入进来：意识经验到自身是精神性存在者；但是，作为精神性存在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由意识本身）直到《现象学》的宗教章才被提出。在此，意识开始自觉尝试通过媒介性中介使自身能够理解何为精神。因此，它开始为自身勾画一幅自身的图景。人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项教化工程的动机：如果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导致异化，那么精神的真正存在形式（本体论真理）又是什么？关于精神的真理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能以此为基础批判现有关系，关于精神是什么必须正确地言说些什么？由此，人们再次触及了个体的、有限的主体如何能够认识并呈现真理这一问题。

在这一点上，一种本质上更为复杂的语言理解成为必然，它不仅寻求正确指称的可能性（如HLC模式），而且兼顾了表达可能性的发展（作为通向事情本身的进路的发展）与事情层面本身的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如HHH模式）。对语言这种世界开显功能的反思，我们往往更多地与一种“艺术性”或审美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我所论证的，这种语言使用对于我们一般的语言理解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语言的发展在《现象学》的宗教章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黑格尔强调，表象世界必须不断受到批判，因为它们原则上只能中介出一种有限的世界观。在这一意义上，精神的真理就在于，它唯有通过图画的“长廊”并在测度图画之间的空间中间歇运动。[5] 关于处理这种缝隙空间的激进选择，我已借助德里达的文本《丧钟》（Glas）作了介绍。

因此，对语言与思维活动之关系问题的研究要求人们将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以及呈现层面与关于这一关联之理论构建的复杂联系纳入视野，因为在这些理论中，我们表述了我们思考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思维活动。因此，必须兼顾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各个层面。这种进路的取向是整体论的。在这样一种整体论的框架内，布兰顿因此将其语义学推进为一种社会理论。然而沿着这条道路（正如从德里达对黑格尔的诠释出发同样可以合理论证的），人们还必须跟随黑格尔的精神理论更进一步，并将语言的世界开显功能也纳入考量。精神是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关联，同时也是对这一关联的理论审视，而且是从这一关联外部所作的审视。这种展望同时进一步通向了精神的发展之中。这样一种审视并非纯粹的透视，而是必须在许多特定的点上被折射。这种关联并没有终结于和谐，而是被进一步质疑。[6] 对现实性的怀疑论指涉本身就属于现实性，在这一意义上，对现实性的总览或展望——对现实性的理论指涉——并非与现实性相对立，而是在这一时刻，现实性本身就是与自身相对立的。[7]

面对精神的转变，语言是其规定性的定在。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转变规定为“一种站立不住的

骚动，它沉陷为一个平静的结果。”[8] 呈现将对象与其转变结合在一起把握。精神将自身把握为其自身的转变，并因此（正如我们在关于绝对知识一章末尾所追踪的）自由放任自身进入永恒的蜕变之中。这种蜕变产生于特定存在形式亦即定在的形式之静止状态的辩证法或对该静止状态的穿越。精神的核心定在形式是语言。语言的静止状态暂时地滞留了精神的转变。因此，它为转变的纯粹涨落设立了界限。然而，这种静止状态本身也是有限的。它是一种相对的、可塑的静止状态。因此，语言绝非精神的监狱，因为它的静止状态实际上是唯一赋予精神以规定性实存的东西。[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宗教”作为表象意识的高峰，是在基体中进行思维的。相反，绝对知识将实体认识为通过时间（时间即概念的定在）而绝对区分开来的。因此，不存在作为永恒自身同一之基体的绝对统一。通过这一认识，恰恰是绝对知识包含着一种批判潜力：实体（永恒唯一者的概念）在发生改变。精神认识到自身在历史中处于特定境况，但尽管如此依然指向真理。“长廊”的世界观由此整体上处于待定处置状态，而绝对知识乃是第一种不为某种特定世界图景所规定的知识形式。在绝对知识中被认识到的是，意识所瞄准的对象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这一运动如今被重新评价：当意识因对象总是从其手中溜走而陷入彻底怀疑时，它如今发现，恰恰是这种运动导致了其知识的进步。意识、精神与宗教之有限形态的失败经验，实际上乃是认识的进步。然而，这些进步本身只有通过这些特定形态的界限才成为可能。因此，精神运动的迟滞性构成了它的进步。每一次经验都是一种重新诠释，对于这些重新诠释，意识最终总是显得做好了准备。整体而言，这一过程表明，跨领域地有效的是：客观性可以在各个特定领域中得以实现——然而其方式是，借此各个具体的认识领域（意识形态）被推至其界限，并最终证明自身绝非

自律的。[10] 在此证明自身为稳定的东西，并不是某个特定对象的某种特定形式（借助它一切便可得到解释），而是概念的形式：概念本身无非就是一种持续规定的形式。它产生于（正如卡瑟琳·马拉布尤尤其指出的）蜕变，亦即产生于精神的改造重构之中。[11]

绝对知识通过审视并把握《现象学》的过程，成为第一个不被某种特定对象关联或世界关联所规定、而是能够在不同进路之间作出区分的环节。[12] 由此，对于把握性的思维活动而言便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对象（或通过指向对象的关联）使自身能动化，在此对象充当了思维活动的阻力。[13] 在这一意义上，迟滞性对于认识活动而言是富有生产性的。语言同样构成了这样一种阻力。它是思想的表述，因而必须改变自身，以便思想能够改变。但同时，它也能充当思维活动的催化剂。细加考察就会发现，语言的不透明性恰恰是语言表达之复杂内在结构的征兆，这种内在结构使得通过一个表达就能（如闪电般）开启一种复杂的关联。因此，它们是必然的认识阻力。只要这一点被认识到，在绝对知识的层面上就能清楚地看出，认识过程如何通过各种不同的呈现形式与语言形式而获得能动化。精神与

语言在此证明自身是互为补充的。然而，因此始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想要理解的意愿不会走向终结，它总是在日常语言意义交流的经济学被中断之处表述出来。[14]

呈现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黑格尔精神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表达性的这一问题，直到绝对

知识中才得以澄清。这对呈现概念意味着什么？呈现是临在形而上学的一种功能，成功的呈现因而成为所有丧失都转化为实在的临在与自我的构成的形而上学环节，亦即绝对者的降临（临在）环节吗？抑或相反，呈现是接纳表述（并从而接纳外在性）的环节？是此类形而上学实体最终被降格为其此岸表述的环节吗？对于第一种选择，似乎支持的理由在于黑格尔确实强调了自知的精神直接与自身同一：“因为自知的精神，正是由于把握了自己的概念，所以它就是与自身的直接一致”。[15] 由此便指明了一个降临的环节，因为精神在这一知识中对自己而言绝对是临在的。然而，恰恰是这一环节也标志着向意识的过渡，并从而标志着进入一种区分。此处的决定性之点在于，恰恰是“把它自身从其自我的形式中释放出来……乃是［关于］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之最高的自由与确信”。[16] 因此，这种绝对的同一性恰恰是对外在形式中表述的接纳。依黑格尔之见，自我的自由恰恰在于不去防卫自身的形式免受他者的侵蚀。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理解《现象学》最后两段，它们描述了精神在其转变的呈现中的状况。将呈现构想为外在的表述，强调了精神自由地将自身释放到其转变之中。精神就是其转变的运动，亦即其呈现运动。[17] 那么，统一性究竟还存在于何处？唯存在于呈现这一关联的体系性形式之中。“显现知识的科学”[18] 无非就是显现知识的体系性组织。体系通过将其表述的运动把握为划界，亦即通过将自身与环境和历史区分开来而封闭自身。然而这种封闭仅仅是（正如人们可以用尼克拉斯·卢曼的话所说）操作性的。精神的外在性领域——自然与历史

——绝非偶然持存，而是精神分化的必然环节。因此，必然存在着逻辑、精神与自然等不同领域。正是在精神体系性发展的终点处，精神由此表明自身本质上是指向外在事物的。[19]

本项工作借助黑格尔的《现象学》，勾勒了语言、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之关系的理论基本框架。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展现了多种可能性：首先，在哲学美学或艺术哲学的领域中，可以对艺术（语言）表达的策略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也包括方法性异化和挪移意义经济学的策略，如即兴创作。这样一种进路在狭义上也能够指向哲学本身，例如以发展一种哲学文本形式理论为目标。20 既然《现象学》发展出了思维活动的表象与图景，它也提供了向电影理论或影像理论（以及其他当代图像媒介）的过渡。在此需要考察的例如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美学建构物“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述思想。21 语言在客观精神中的角色同样要求进一步的研究。这尤其适用于外在性与语言的社会哲学关联，它可以在例如异化理论、以及民主制中的法权或声音理论中被作为主题加以探讨。最后，外在性的新形式就其在精神的一般发展与理论中的重要意义而言同样有待考察，并由此带来了例如神经网络计算、机器学习以及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是否以及如何促进精神发展的问题。

绝对知识作为现象学道路的终结环节，包含并要求对这一道路的重新诠释——一种

黑格尔本人所论及的重新诠释：意识所表象的对象就其自身而言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始终已被概念性地个体化并具有关系性的。甚至精神本身也绝非固定的基体，而是其自身的转变，并将自身自由地释放到这种转变之中。它享受着实存。这绝非通向理智直观的上升，而是从“理智世界”的下降。由此也清楚显明，《现象学》开启了一个它自身尚无法完全总览的空间。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受到欢迎。[22] 绝对知识因此使得精神的进一步蜕变成为可能，精神将自身释放入其“永恒的他变”之中。[23] 因此，《现象学》的终结与其说是一种封闭，毋宁说是一种开启，尤其是因为所开启的空间尚无法被黑格尔明确把握（这也契合于他关于认识活动本质上是后验发生的主张）。随后出现的是精神通过层出不穷的外在性形式而获得的进一步发展，但这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这一发展结构已经被使之能够被体系性地加以分析，从而使得进一步的发展有可能得到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理解。精神的体系性自我认识（人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通过知识而实现的稳定化），伴随着语言的去稳定化。更确切地说，这关涉到对关于语言的稳定性存在于何处这一表象的纠正，亦即语言的稳定性恰恰在于其变化之中。因此，这毋宁说是一种亚稳态。通过语词意义谱系的运动，以及通过对立意义在某个术语中的凝缩——该术语由此成为一个“思想的关节点”——概念才得以产生。从黑格尔式的视角来看，单个术语仅仅是概念构成的诸环节。在概念构成的过程中，必然也会运用处于命题性之外的策略，亦即能够在简单的真值指派之外将语言星丛瓦解、

挪移与改造重构的策略。[24] 由于不存在任何绝对的、非语言的背景，语言——如同精神一样——只能通过其变化来加以思考。

[1]: 这一点也可以转移到查尔斯·泰勒所描述的语言理论形式之关系上，亦即转移到以命题式描绘为导向的HLC范式与强调（比喻性）语言的世界开显维度的HHH范式之上。对此可再次参见泰勒，《具备语言能力的天赋动物》（Das sprachbegabte Tier）。 ↩



[2]: 在这一意义上，布兰顿与德里达分别强调了黑格尔哲学呈现方式的特定面向。关于“意识的反转”，参见 PhG, 79。 ↩



[3]: PhG, 40f. ↩



[4]: PhG, 35 ↩



[5]: 参见 PhG, 590 ↩



[6]: 依谢林之见，对于我们而言本质性的“研究的自由”正在于这种质疑之中；参见谢林，《关于人类自由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第81页（= SWVII, 410）。在《理据与把握》（第102页以下）的一处，布兰顿将和谐作为主题加以探讨，不是作为社会的和谐，而是作为推论性的和谐。据此，和谐将是一种无矛盾性的形式，它必须通过推论性承诺的“明确化”而不断受到检验。然而，这种和谐化的过程似乎不可能达成任何终结。 ↩



[7]: 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33–337页。将怀疑论视为现实性的一部分而非意识与现实性的分离，也可以被理解为怀疑论——正如黑格尔在导论中所要求的——实现自身的环节，亦即实现其诉求并借此同时失去其威胁认识的力量，因为它被认识为认识活动的一个
环节（参见 PhG, 72）。关于怀疑论对黑格尔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古代皮浪主义怀疑论），参见福斯特，《黑格尔与怀疑论》（Hegel and Skepticism）。 ↩



[8]: WL I, 113 ↩



[9]: 关于对语言构成一座监狱这一观念的批判性探讨，以及对该观念若干突出表述的概述，参见卡瑟琳·马拉布尤，“生命与监狱”（»Life and Prison«）。 ↩



[10]: 在此具有决定性的是黑格尔在导论中所指出的“对认识活动实在性的检验”（PhG, 75）的能力，它作为论证性的呈现与内在批判，即便在没有终极真理标准的情况下也证明自身是起作用的。 ↩



[11]: 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可以再次援引《现象学》序言中的如下段落：“精神已经打破了它迄今为止的定在与表象的世界，正准备将它沉入过去之中，并致力于其改造重构的工作。”（PhG, 18；黑体为引者所加，S.W.）。马拉布尤强调，绝对知识并没有使精神的发展停滞不前，而是指向精神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以蜕变的形式呈现出来；对此参见马拉布尤，《黑格尔的未来》（L'avenir de Hegel），第211页。关于持续规定的环节与思辨运动的内在可塑性，参见伽达默尔，“黑格尔与古代辩证法”，第16页。贝尔特拉姆也得出了类似的评估，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92–295页。 ↩



[12]: 参见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93页。 ↩



[13]: 格奥尔格·贝尔特拉姆这样写道：“以概念形式进行的反思使得将对象的阻力经验为否定性冲动成为可能。”贝尔特拉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96页。另见同上，第293页。 ↩



[14]: 对此参见阿戈斯蒂尼，“透明性：马拉美与绝对者”，第236页。正如阿克塞尔·胡特所强调的，想要理解的意愿对于自我认识而言可能比能够理解的能力更为核心：“因此，在自我认识中应当被理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理解本身。因为在理解中，以典范的方式彰显了主体不可客观化的存在形式。作为主体意味着能够理解，以及——或许更为根本的——想要理解。因此，自我认识乃是对理解本身的理解，它引导着主体认识，并且根本上使发问的主体成为一个主体或自我。”胡特，《叙事本体论》（Narrative Ontologie），第15页。关于这一主题，亦见阿戈斯蒂尼，《文学之后》（Nach der Literatur），第26页。伴随着想要理解的意愿，开启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语言研究领域，亦即无意识或前意识的语言过程领域，在其中例如会产生如下问题：为什么我们究竟想要理解某些东西，而不想理解另一些东西。在关于柏拉图《会饮篇》（关于有限与无限之间运动的对话）的讨论班中，雅克·拉康借助对阿尔西比亚德关于苏格拉底内心的神像（agalmata）演说的诠释，发展了想要理解的意愿。由此他也推导出一个涉及一般语言学科学的方法论或解释学观点：“我请你们记住，构成形而上学话语的分量、回响和重点的一切，总是建立在某种歧义之上。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在从事形而上学时所使用的所有术语都有严格定义，如果每个术语都只有单一明确的意义，如果哲学词汇得以凯旋——那是教授们的永恒目标——那么你们就根本不需要再从事形而上学了，因为你们将无话可说。你们就会认识到数学要好得多——在数学中人们可以来回移动符号，这些符号具有单一明确的意义，因为它们本来就只有一个意义。这意味着，你们以或多或少充满激情的方式谈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因为你们在主体之下所设定的东西不同于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严格的主体——并且在客体之下你们所设定的东西也不同于我刚才所定义的那种至多达到无歧义的科学主体交往之严格等价性的东西。如果这个客体使他们充满激情地感动，那正是因为在其中、隐藏在它内部有着欲望的客体，agalma。这就构成了其分量所在，构成了为了它而探寻它在哪里的兴趣所在，这个著名的
客体，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在主体间性以及主体内部性中如何在何处运作。”拉康，“爱的动机：柏拉图《会饮篇》评注”，第187页以下。参见柏拉图，《会饮篇》，215a–b。 ↩



[15]: PhG, 589 ↩



[16]: PhG, 590 ↩



[17]: 回溯序言同样可以阐明这一点，黑格尔在序言中确立了评判、把握与呈现之间的关联，并同时强调只有考虑到结果的转变过程才能理解结果（参见 PhG, 13）。 ↩



[18]: PhG, 591 ↩



[19]: 正如黑格尔在序言中所写，精神在“绝对撕裂”中发现自身（PhG, 36）。这一点也可以根据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诠释来领会，依他之见，认识论障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而不是通向事情本身的认知进路的问题。据此，绝对者是非全的；参见齐泽克，《比无还少》（Weniger als Nichts），第33页。

20 例如维尔纳·施特格迈尔最近就哲学中各种不同文本形式提出了一份历史性概述；参见施特格迈尔，《哲学著述形式导论》（Formen philosophischer Schriften zur Einführung）。

21 在与探讨黑格尔哲学的密切联系中，例如斯拉沃热·齐泽克和罗伯特·皮平推行了类似的项目；参见例如皮平，《被拍摄的思想》（Filmed Thought）。 ↩



[22]: 黑格尔始终强调对新事物的这种欢迎（参见 TWA10, 403；TWA18, 13）。依吉奥乔·阿甘本之见，将历史视为人类幸福之场所的思想处于黑格尔的视界之外，因为黑格尔似乎仅仅将历史思考为否定性经验（作为“彻底怀疑之路”）。参见阿甘本，《童年与历史》（Kindheit und Geschichte），第151页。 ↩



[23]: 吉多·克赖斯通过这一表述强调，精神的同一性恰恰在于其变化之中：“客观精神作为关系是永恒的他变，但其方式是它在他变中依然保持自身。因此它是其自身的永恒他变；换言之：它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其自身存在与持存恰恰在于始终不同于其自身。”克赖斯，《卡西尔与精神的形式》（Cassirer und die Formen des Geistes），第312页。 ↩



[24]: 反对哲学术语的否定性运动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正如阿多诺所阐述的，术语不仅是“思想的关节点”或（用胡塞尔的话说）“问题标题”，而且每个术语都指示着“一个未解决问题的僵化伤疤”；参见阿多诺，《哲学术语学》第2卷，第10页以下。关于哲学与其术语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关于不断将思想从术语中解放出来的必然性，亦见同上，第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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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A18–20	《哲学史讲演录I–III》
	GW5	《著作与草稿（1799—1808）》
	GW9	《精神现象学》
	JS1	《耶拿体系草稿I：思辨哲学体系。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讲演手稿残篇》。克劳斯·杜辛与海因茨·金默勒重编。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86年。此处附注GW6的对应出处。
	JS3	《耶拿体系草稿III：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重编。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87年。此处附注GW8的对应出处。




PhWG 《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历史中的理性》。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主编。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94年。

本书使用以下《现象学》译本：

PhG [Pinkard]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特里·平卡德英译。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

PhG [Miller] 《精神现象学》。A. V. 米勒英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此外，康德的著作使用以下常见缩写指引：

KrV 《纯粹理性批判》。延斯·蒂默曼主编。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98年。按B版引用。

KU 《判断力批判》。海纳·F·克莱默主编。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2009年。按B版引用。

Prol.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卡尔·福伦德主编。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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